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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一一写在《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

及汉学的起源》出版之际

对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经渐渐地热了起来，因为在

全球化的今天，当人们追踪这段历史时很自然要集中到这一时期，只

有在 1500一2000 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

质才会显现出来。在中国融入世界的今天，在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

发展，已经重新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时刻，回顾中西初识的历程，梳理

近四百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更多的历史智慧启迪着我们今天的

生活。

如果从总体上简要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研究，我们会发现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

上。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晚明以后，

对中国的研究都已经不能仅仅固守中国本土的传统，晚明所传人的

西学已经成为揭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方面。但学术界在对"西学东渐"研究充满热情的时候，对由来华传

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要相对薄弱一些，当然近年来

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了一些，不过相比之下是无

法和数量庞大的对"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成果相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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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提出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的研究中开始了-种所谓的"汉学转向"，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

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士的研究。乍一昕，这个说

法似乎很有道理，一时应者如潮。其实，这个所谓"汉学转向"的说

法是很值得思考的。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他

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西方学术界以往对明清中西文化

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学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

意中国文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反应，这的确不失为→个重要的学术

转向。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

到方豪先生，中国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所以，

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

领域，它们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

学的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

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的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

间，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缺少二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

加强对基督教传人在中国的接受和反应元疑是正确的。因为，至今

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

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下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对明清以来基督

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教

会史的专题研究都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时，对"西学东

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

人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

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

体框架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

为全面的说明和研究。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

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先生的文章

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对中国学者来说，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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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是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因为，这里既有寻找文献的困

难，也有对研究者较高的语言能力要求，而且，"中学西传"的研究实

际上已经进入欧洲|思想史研究，进入欧洲早期汉学研究的范畴，在学

科分类上这已经完全属于另一个学科。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中国学者

中虽然有金国平先生这样的大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向学术界推荐的。

中国学术界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无法和"西学东

渐"的研究相比，但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从翻译的角度还是

从研究的角度都不可和十多年前相比。①如果和中国学术界的"中

学西传"研究相比，孟德卫教授的研究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感到至少以下几点对我们展开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是有启示意

义的。

第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

①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王尔敏翻译的《中国文献西

译书目} .何高济翻译的《聪朝征服中国史》、《中华大帝国史》、《大中国志》、《中国新

史} .赵殿红翻译的《清初耶稣会土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耿异翻译的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及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

法兰西} .郑德弟等人翻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郭强等翻译的《中国近事报

道} .吴莉苇翻译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余三乐翻

译的《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澳门文化杂志社翻译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

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礼钱林森等翻译的艾回浦名著《欧洲|之中国} .丛林翻译的

《中国来信} .杨保药等人翻译的《中国近事一一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机潘

琳翻译的《山东的灵与肉} .李岩翻译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等;已经出版

的研究著作有 :ìt翔翔的《革达革日战纪》、《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

志〉和安文恩的(中国新志〉为中心} .张国刚的《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

士与欧洲汉学} .吴莉苇的《当诺亚方舟道遇伏毒草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

争} .吴莉苇、张国刚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严建强的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许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 .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等等，由于

篇幅有限，这里无法将这类著作一一列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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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中国学术界对欧洲早期汉学史的研究如果从莫东寅先生的《汉

学发达史》算起也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吴孟雪的《明代欧洲

汉学史》是近年来比较早从总体上把握的著作，但略显简单。计翔

翔的《十七世纪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

国新志〉为中心》是国内较早对欧洲汉学展开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对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的个案研究在今后若

干年内恐怕很难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卫教授也有

所不及。但这毕竟是一个个案研究，不能给我们一个欧洲早期汉学

的全局把握。张国刚带着他的团队所写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

学》虽然涉及面要比孟德卫教授的书广，因为书中有关于俄罗斯汉

学的几章是孟德卫的书所没有的，但总的看，全书略显零散，在来华

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之间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卫这样有→条逻辑的思

路相连，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过于松散。吴莉苇的《当诺亚方舟遭

遇伏事是神农:启蒙时代欧洲中国上古史论争》元疑是一本值得注意

的书，在问题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欧洲早期汉

学史的著作，而只是将欧洲早期汉学史中的一个问题加以展开地深

入研究，是放人欧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研究的。她和张国刚的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比以往学者的研

究更为系统，但它侧重的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后的思想影响史，而不

是欧洲早期汉学的学术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

交流与欧洲汉学的兴起》写作思路和孟德卫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对

欧洲早期汉学的理解 E两者略有差异。在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线索

把握上，孟德卫的书显得更为系统，而张西平所涉及的欧洲早期汉学

的历史跨度要比孟德卫长一些。

无论如何，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较为薄弱的欧洲早期汉学史研究

来说，孟德卫的书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较为完整的欧洲早期汉学

图景。

第二，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宏观研究和具体研究进行了较好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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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进步是在个案研究与宏观把握两个维度的交错中发展

的，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难有好的宏观把握;反

之，如果没有宏观的通论性著作，个案的研究无法贯连起来，历史的

整体面貌就无法掌握。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研究较多是从宏观展开

的，通论性著作出得人眼花缭乱。近年来，历史研究回到历史的现

场，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个案研究著作，大大

推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同时，研究的细碎化开始出现，真正有宏观视

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见到。在全球化研究兴起的今天，对产生于初期

全球化历史过程中的欧洲|汉学研究，如何把握好个案研究和宏观研

究两个维度，使个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总体研究之中，将总体的研

究通过个案的展开而深化，是对每一个研究者的考验。孟德卫教授

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就是在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上。全书不仅仅给

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全球化初期欧洲早期汉学的发展线索，也在具体

的个案研究仁有深入的探讨。

例如，在对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的研究 t ，以

及在对柏应理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书的研究上写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献的使用是中国学者所不及的。

在对世界各国汉学史的研究上，我们实际面临着一个学术进展

上的矛盾。没有一本较好的国别汉学史著作，很难推动对国别汉学

史的研究;但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断代史和专书、专人的研究，又很

难有令人满意的国别汉学史著作。目前除严绍辈辈先生的日本中国学

史研究和阎国栋先生的俄罗斯汉学史研究这样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学

术界好评外，其他类似的研究虽然对学术也有推进，但总有不尽如人

意之处。问题就出在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孟德卫先生的著作在这方

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国学者关注的。

第二，更为深入地介绍了欧洲早期汉学发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

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难度在于:研究者必须同时熟悉中国和西方两个

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学者仅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国知识背景

是远远不够的，西方汉学的发生、发展有着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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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从学术上讲，这门洋人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学问，并不能完全归人

中国学术史，它本质上是欧洲学术史的一部分，是西方东方学的一部

分。因此，这对中国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挑战，从事西方汉学研究的学

者在知识和学术修养上必须打通中西。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

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读了孟德卫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们仍需努

力。在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对西方学者应持→种更为

谦和的态度。

在谈到这一点时孟德卫教授说"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

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一个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

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如中国时，

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

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

主旨。"书中在对基歇尔《中国图说~ (China illustra阳， 1667 )的研究

中，很好地揭示了基歇尔的欧洲文化背景。他认为"基歇尔身上赫

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国图

说》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尔从源头上将一切文化都还原成→种和

谐的统→体，同时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

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说》收人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

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

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稣会士，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

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大量直接从这些传教士于中获得的有关中

国的信息。但由于他学术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

的推崇，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

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

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

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这里所讲

的赫尔墨斯思想对欧洲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中鲜有深人

论述。

又如对欧洲早期对汉语热情关注的分析。书中详细分析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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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17 世纪对普遍语言学向往和追求的原因，从而将欧洲早期对

汉语的学习放在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们加深了对

欧洲|早期汉语学习的理解。

书中提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 (Ad

m时ement 0/ learni昭) (London , 1605) 一书中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

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

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

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之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

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

提到了汉语，却对 17 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

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的

关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本书中对欧洲文化史的介绍和研究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注意的。

在对 1500-1800 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从总体上来说中

国学者的优势在于中文。虽然现在欧洲的汉学家在独立地编辑藏在

欧洲的一些中文文献但在对文献的理解上和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发

掘上，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展开研究是我们所

应长期坚持的。

但从耶稣会士来华后中国的历史就不仅仅存在于中文文献中，

它同时存在于西方语言的各类文献中。对晚明史和清史的研究已经

不能仅仅依靠中文文献。近年来笔者走访了一些欧洲的图书馆和档

案馆，这些地方所藏的中国明清史料的数量实在是我想象不到的，这

些材料既有传教士的报告，也有商人的记载和外交使团的报告。任

何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些外文文献的轻视都是不对的。旅

居葡萄牙的中国学者金国平先生认为"从目前的学术发展来看，将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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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一于史料引人南明史的研究势在必行。

长远而言，它将决定性地为明、南明、清史研究开拓新的观念、视野和

空间，对新清史的编写也大有禅益。鉴于它是一种非传统史源，我们

必须在史料的分类上，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一一作为正史辅助学科，

使其具有学术独立性，不局限于中外交流史范畴而进入正史研究领

域。因此，我们建议探讨是否可以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②

我完全赞同金国平先生的建议，虽然自清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编

译组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此翻译出版了不少著作，但仍然是很

少的一部分，对这些藏在西方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献应该从长计议，

作为一个国家学术事业，培养人才，制定规划，一步一步地展开。在

这方面日本学术界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目前对大航海以

后西方文献中日本文献的整理和翻译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完全无法相

比的。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学术是急不得的，对基础性的外文文

献要F力气去翻译和整理，这将会从总体上推进学术的进步。我们

只要提一下金国平和吴志良近年来的澳门研究就可以看到这一工点.

没有他们对葡文文献的基本整理和介绍，我们今天的澳门研究，乃至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也正是基于这样

的想法，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卡余年来沉下心来做基础性文献的

翻译和整理，对重要的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做介绍和翻译。在这个过

程中年青的→代在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翻译译本也出过这样

或那样的错误，学术界的热心之人也给予了我们批评和帮助。学术

乃天下公器，只要别人批评得对，我们都一概接受，为此，海外汉学中

心不久会在自己的网站仁专门开设对我们出版物的批评专栏，欢迎

学术界对这些译本展开批评，经过这样不断的批评使译本更为完善。

孟德卫教授的这本书是我的研究生陈怡翻译的，她现在在上海

② 金国平:{构建"西方语言中国史料学之初议"}，载金 [liJ平、吴志良《过卡字门》第 283

页.澳门1坦克人教育学会出版， 2!灿4 年。



欧洲早期以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一-写在(奇异的时皮耶稣会适应政策及;畔的起源》出版之际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09. 

交通大学任教，为翻译这本书已经做出了六年的努力，在这里我对她

的认真和努力表示感谢。但同时，也必须说明，我们并不能保证翻译

中毫无任何错误，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3 我期待着学术界的批评和指

正，以便在再版时更为完善c 对汉学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比较高，但无论

如何任何人的译本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介众所周知，像傅雷这样

的大家我们今天都可以找出他翻译的不足，更何况这些成民中的青

年学者。我这样说，倒不是为我们出版的翻译著作的不足辩护，而是

说在批评的同时要给予善意的理解c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想，经

过若干年的努力，北外海外汉学中心的这种学术理想-定会在学术

界的关怀和帮助下得以实现c

张西平

2009 年 4 月 27 日写于北京枣林路 6 号院游心书屋

定稿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



中文版序
[美]孟德卫

中文版序

1978 年，我来到莱布尼茨的家乡一一德国的汉诺威。距此大约

300 年前，这位伟大的博学家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汉诺威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莱布尼茨档案馆研究了馆内精心保存的

菜布尼茨有关中国的于稿、信件和藏书。他的藏书中有很多涉及中

国的书籍，当时欧洲不少大思想家也都曾阅读过。这些书籍中内容

最丰富的要数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从利玛窦神父开始，耶稣

会士们就试图通过与儒学相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这种方

式被称为"适应政策"。菜布尼茨和几位重要的在华耶稣会士有通

信往来，其中包括北京的自晋神父。白晋在清朝的宫廷供职达 35 年

之久，其间他教授了康熙皇帝几何学，翻译了欧洲使节的文书，还研

习了中文经典。近代即使有了快捷的现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也没有

哪个西方人像自晋那样在中国统治者的身边生活和工作过这么长

时间。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学者们在长篇的信件中交流自己的研究成

果，这些信件在今天看来己相当于学术论文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书

信和著作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作了最早的介绍和说明，这为欧

洲早期的中国学(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写作《奇异的国度:耶

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H 以下简称《奇异的国度})这本书的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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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试图追溯汉学的起源，描述最早研究中国的早期汉学家。他

们中有些是当时最有学问、最具探索精神的欧洲人。 1984 年，我再

次来到德国，在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对中国又进行

了一年的研究。莱布尼茨当年曾任该图书馆的馆长。

《奇异的国度》一书于 1984 年由斯图加特的 Steiner 出版社出

版。当时在中国，"文革"的那种排外氛围正渐渐退却，中国又重新

向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敞开了大门。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

好的反响，这是因为当代人对 17 、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差异再

次表现出了兴趣。在 1600-1800 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

辽阔的疆域、中国人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中国政治与儒家道德的

结合都表现出了敬佩之情。那时，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尚未

抬头，西方人的优越感还没有对中西关系造成影响。令中国人蒙受

耻辱的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还都是后话。

现在，两个世纪以后，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余孽已基本散尽，

中国的"天命"再一次处于上升阶段。中国与西方重新对彼此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世界大国在竞争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

政治与经济摩擦。《奇异的国度》在首版 25 年后迎来了中文版的出

版，这说明该书的主题具有持久不衰的意义，也表明中国和西方正在

迎来新一轮的伟大相遇。

耶稣会士、学者自晋神父曾得到翰林院学士韩英(1637-1704)

等中国人的支持。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张西平教授对《奇异的国度》

中文版顺利出版给予的支持。让我用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所引

的曾子之语作为中文版序的结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孟德卫( D. E. Mungello) 

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得克萨斯州，韦科市(Waeo , Texas) 

2008 年 6 月 i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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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 17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看做一棵植物，共同的目

的好比这棵植物的茎干，但是从同一茎干上却长出了各不相同的枝

叶。本书追溯了这个有机体生长过程中一个分支的发展情况，以及

它与欧洲人对中国所作早期研究(笔者将其称为"早期汉学")的关

系。笔者关注的重点是耶稣会的一支，它建立在由利玛窦神父奠定

的基础t，并在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柏应理和白晋等神父的著述

中得到了发展和进步。在耶稣会传教事业发展中，这条在中国开辟

的路线能设身处地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并显示了其灵活性，笔者因

此称其为"适应性的" ( accommodative )或"耶稣会的适应政策" (Jes喃

uit accommodatio叫。

耶稣会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但耶稣会成员普

遍注重学术，这促使他们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特殊

的方式:他们在欧洲传播关于中国的信息，以便取得欧洲学者和统治

者们对他们传教事业的广泛支持。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欧洲学者对

中国这个奇异的国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 17 世纪的欧洲，这种广泛的兴趣与大胆探索的业余爱好相结

合是很典型的现象。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当时文献中到处可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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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词中，这个词就是"cunous"①。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 "curious" 这

个词几乎没有 20 世纪的用法，即仅用来表示"引起人注意的"或"好

奇的"这样的词义。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更接近于拉丁语中的形容

词 cunosus ，指通过苛细的准确性、对细节的注重和有技巧的调查才

能得到的"不同寻常"的事物。对 17 世纪的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

遥远的国度，要了解它就需要最细致的调查，即有技巧、准确、重细节

的调查。 "eudous"一词的这个意义对笔者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

揭示了耶稣会中那些具有学术头脑的、拥护在华适应政策的人和欧

洲早期汉学家之间的历史性联系。

//立 17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称

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

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

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

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

① 对 17 世纪 cunosus 和 curiositas 两词词义较近的学术研究比较有限，并多注意强调 cu

r 

门用在有关中函的严肃著作(比如本书中涉及的著作)中时的意思C 有关 curÍositas

这一概念的意义在古代和现代的区别，以及圣奥古斯丁对 curios归S 一词在神学上的

反对，见 Henri-Ir币舌白创n时1吕e Mar叮rro阳u ， Sα削z川F

pp.148-1巴57 ，2η77-280 ， 350一35刃2 &4盯73奸f0 有关 cun凶n旧t如《ο)8叮itas剧S →词词义的演变'见 An叫dr，眨吕

Lab凶harr时11 ， "Curio削削Slt阳a挝s. No叶le白8 S阳ur川l' his址tow陀俨 d 'un mot et d ' une notion" , Museum Helveticum 

17 (1969) : 206-224υ 若想了解 CUfIOsltas 一词在 17 世纪游记文学中的重要性以及

curiositas 的概念如何吸收学术潮流的变化从而在经济、宗教和学术领域获得更为重

要的新地位，还有游记文学是虫如日何使古希腊、罗马人的地理学等占代知识与新的大发

现梧适应的，见 D肌1肥lete肝r Lohm盯me阳"‘"‘ Von N可 u盹11山Izba咀a1此kei豆M咀巾εe臼elt 【de臼r fre阳e凹m号汗II时I

des Re臼IS忧e臼n阳1阻s in Ze刷11ωa址lte怡恤ιe凹"d曰 En川11<leckungen" , Trier 8eitrage 1979 , Sonderheli 3 , pp. 3-8 0 

关于 17 世纪 curlOus 一词的意义从"人所感兴趣的对象"到"不同寻常的事物"所发

生的i演寅变(特别是在政j治台背景中 )λ，见 Go川II山haιfl叫d巾It Frühso旧r宫悖e ， ‘"E‘ Exk‘"盯s:Cur

Melho<de" , Der pοolitisch芒 Kοrp附e旷r. Zllm Begriff de., Politischen im 17. jahrhllndert wul in der 

RonwnelZ Christia1Z We;ses (SluUgarl , 1974) pp.193-205。有关 curlOSllas 一词在学术和l

历史上的发展，见 Hans Bl l1IIWnberg , Der Proz巧。 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 (Frankfurt am 

Main , zweile Auflage , 1980)η 

※ 旁码表示对应的原著页码，全书同c 一一-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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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与这些学者保

持直接的、紧密的联系。 17 世纪的学者非常重视学问的广度，他们

对中国的兴趣(有时是猎奇的)仅是一系列兴趣的一部分，并不影响

非汉学的其他研究。这些早期汉学家在对中国研究的关注程度上和

了解上都比不上后来的汉学家，这是两者的一大区别。

耶稣会的适应政策从传教的角度来看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仍值

得探讨。但耶稣会士在综合中西两种文化方面所作的尝试使他们有

选择地了解了中国，从而成为 17 世纪欧洲有关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提

供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欧洲人天生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耶稣会士利用了这一点来激发欧洲人的这种好奇心，从而鼓励欧洲

人支持在华传教事业。毫不奇怪的是，耶稣会士这种将儒学与基督

教合为一体的框架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通道"，使他们所采集的关

于中国的信息绝大多数得以流通。这个框架对耶稣会士选择哪些信

息介绍给欧洲以及如何阐释这些信息产生了影响。耶稣会中少数的

反对派以及在华的大多数非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信息有其他的阐

释，但 17 世纪耶稣会适应政策在中国信息流往欧洲的过程中产生的

影响太大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对这种政策进行批评，却没有能力

建立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完整的阐释框架。

.003. 

"适应"一词适用于中国这个背景。在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让西矿

方学术迁就、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并试图通过基督教与儒学的结合

使之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接受。"早期汉学"一词则适用于欧洲，因为

对中国知识的吸收发生在欧洲。这些信息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书

信、官方报道、私人访问和著作出版等渠道流入欧洲的。本书强调的

是著作出版这一大类，也包括未经出版的材料。这些信息传到欧洲

后，引起了某些学者的极大热情，促使他们出版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

以中国语言和文化为内容的早期汉学著作。在 17 世纪欧洲这批有

关中国的丰富文献中，笔者从读者最多、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选取了

几部加以研究。在从早期汉学的角度看中学西传的问题上，笔者将

焦点集中在 17 世纪欧洲学术生活的某些重要主题上。中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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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尽管笔者是从广义上来关注这种文化现象

的，但在书中还是对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这几个领域进行了特别

的强调。

这些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绝大部分是很有见地的，并且是以他

们在华长期的丰富经历为基础的。与此相反，撰写早期汉学著作的

欧洲学者们则是热情远胜过学识。利玛窦神父将儒学与基督教结合

的基础是以文化适应为前提的对当时中国文化的深刻洞见。而耶稣

会神父基歇尔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所作的那种早期汉学式的解读，则

是建立在他对中国肤浅理解的基础上的。他对中国的认识只是他与

汉学无关的庞大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此外，德国早期汉学家缪勒

和门采尔对"中文之钥" (Clavis Sinica ，开启汉语奥秘的钥匙)的探求

均出自业余爱好者的热情，而在华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

( Confuciω Sinαrum Philosophus) →书中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则是以研

究中国古文长期不懈的努力为基础的。

尽管这些关于中国的著作在学术深度上不尽相同，但每一部都

反映了中国的信息通过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渠道在欧洲流通和传播的

过程。这些信息到达欧洲后，那些对欧洲人具有最大现时意义和兴

趣的观念总是最容易被接受和吸收(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的兴趣是为

了适应欧洲自身的需要，较后的汉学家则不同，他们的兴趣主要是针

对中国本身的)。在 17 世纪，这些观念包括:将中国的古老历史同

《圣经》中的年代相对应;将中国人"中央王国"的地理观念同欧洲人

当时刚刚有所扩展的世界地理知识相比较;将新获得的关于中国的

信息加入到既有的赫尔墨斯神秘理论中，将中国人看做"高贵的异

教徒"，以便向基督教靠拢;将关于中国语言的知识与欧洲人对普遍

语言的寻找以及相关的对"中文之钥"的寻求相关联、相同化;将中

国传统八卦的概念和欧洲一些最先进的算术理论挂钩。

/6" 17 世纪对普遍语言的寻求促使欧洲人对中国的语言产生了强

烈的爱好。培根及其他杰出的学者认为，汉语的表意原则超越了宗

教和方言的差异，因而汉语被理解成一种模范语言。这种理解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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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成为寻求普遍语言的过程中被较多论及的对象。当时的人们相

信，~圣经》中亚当所用的原初语言虽然已经消亡，但它的简朴和明

白能够通过普遍语言重新获得。除开某些例外情况，见多识广的传

教士们总体上并不鼓励这样的观点，很多人也并不鼓励对"中文之

钥"的寻求。"中文之钥"是柏林的早期汉学家缪勒和门采尔两人展

开的一项研究。他们相信有一担钥匙，可以简化艰巨的汉语学习过

程，对"中文之钥"的寻求与对普遍语言的寻求有关联，但不如后者

那样广为人知。尽管如此，对普遍语言的寻找以及与此相关的德国

人对"中文之钥"的寻求都将中文的作用考虑进去，表明欧洲的学者

确实吸收了耶稣会中主张在华传教适应政策的人士提供的信息。相

信普遍语言可能存在的人同时也接受一个前提，即一切语言都共同

拥有一个基本的结构。人们一旦认识了这个结构，就不但能创造出

一种理想的、全世界都能懂的语言，还能制造出开启汉语这种未知语

言奥秘的钥匙。

耶稣会神父卫匡国和柏应理带回欧洲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信息对

欧洲学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对中国历史作更古老的估算。这最终

催生了一部根据《圣经》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而不是《圣经》拉丁

文通行本写出的年代表。这一行动还产生了一些有创造性却稀奇古

怪的理论。 17 世纪早期汉学史上对中国做出回应的是那些热情的、

有点偏执的、有时却很有才气的学者。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

人都还没有准备好从事这样的研究，有些人只不过是要出风头。那

时，互相借用对方对中国看法的现象比比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近

乎无耻的剿窃。这其中当然也不乏中国和欧洲之间直接、成熟的学

术交流的例子，例如耶稣会士白晋和杰出学者莱布尼茨间的交流。

他们最终发现中国典籍《易经》中的卦图和莱布尼茨当时刚刚创制

的二进制算术体系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005. 

利玛窦提出的适应政策引发了传教士对"基督教在华应如何传 ρ

教"这个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发展成了中国礼仪之争，论争

的问题包括:中国人是否有一个本土化的名字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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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应该允许中国的基督徒奉行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礼仪?由于

在华传教士内部的敌对状态，礼仪之争一直闹到了欧洲，在那里，它

和詹森教派( Jansenists )与耶稣会在恩宠论学说上的不同神学立场

以及不断升级的反对耶稣会教义的政治态势等情况纠缠在了一起。

对 17 世纪大多数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来说，中国最杰出的

人物是孔子。利玛窦最早认识到了孔子的重要地位，他将孔子看做

中国和基督教相结合的关键。孔子的哲学非常理性却暗含宗教意

味，这就使它与宗教性鲜明的基督教能极好地结合。利玛窦的适应

政策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部译

作中看出来。它对孔子这一人物的地位不断进行了提升。这部译作

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即耶稣会 1687 年在巴黎开始的对"四书"

中的"三书"进行的为期很长的翻译计划。和利玛窦一样，作为编者

的柏应理和耶稣会士翻译者们摒弃了宋代新儒学的阐释，采用明代

著名官员张居正的评注。张居正持正统的儒家学说，对宋代新儒学

的形而上学倾向很反感。另外，{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者和译者也

和利玛窦一样，对"四书"作了很大强调。 17 世纪，"四书"是新到中

国的耶稣会士的主要汉语教材。作为中国官方文化最基本的内容，

"四书"成为利玛窦将儒学和基督教相结合的根据之一。

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让孔子成为儒学与基督教相

结合的媒介，而《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不仅代表了耶稣会适应政策

这个部分的巅峰，也代表了适应政策第一阶段的结束。由于中国的

改朝换代和礼仪之争在欧洲愈演愈烈，以白晋为首的支持耶稣会适

应政策的一小部分没什么名气的人(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便用康

熙皇帝代替孔子作为高举的旗帜。通过这一替换，白晋也在路易十

四的朝廷中圆满完成了自己在欧洲的任务。孔子为中国与基督教的

结合提供了哲学支持和社会威望，而康熙皇帝却能提供政治支持，这

对于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存亡变得至关重要。臼晋和索隐派众成员将

适应政策的方案从儒家的"四书"转移到充满赫尔墨斯神秘色彩的

中国古代经典《易经》的卦象上。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利玛窦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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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整个 17 世纪都在不断演化，索隐主义的产生只是一个很小的

学术飞跃。朝着适应政策方向发展使耶稣会士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少

直接的好处，这有利于他们对付在华的反耶稣会者。然而后来适应

政策被引人了学术的死胡同，这些好处也就不复存在了。

.007. 

中国内部的发展对在华适应政策的演变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f

1600 年前后，当利玛窦开始系统阐述他的策略时，中国文化正充满

着开放性和创造力。从前截然不同的学说重新结合，形成调和众说

的新学说。在这样的气氛中，利玛窦和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等其

他传教土试图在他们有关中国的著作中让中国最具权威的文化形

式一一儒家传统来充当基督教宗教狂热的道德补充，通过这一点来

制造→个耶稣会的调和性学说。耶稣会士认为，尽管近世的中国人

信奉多神论、泛神论甚至无神论，被儒家学者尊为大师的中国古代圣

人们却曾崇拜过一个唯一的神。根据这一点，近世的儒家学者和古

代的儒家学者就被区分开了。儒家传统就是这样来充当基督教道德

补充的。这个策略来自一种远见卓识，它不仅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

吻合，也和知者甚少的中国远古历史相结合，非常投合中国人对古代

的崇敬d心态。

1644 年，汉人统治的明王朝由于满人人主中原而正式宣告终

结。在这场灾难之后，汉族文人不仅把亡国的罪责归结为宦官猖獗，

也将矛头指向了晚明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一些人指责另一些人远

离了儒学的正统源头。当满洲统治者接受了当时最正统的儒学形

式一一宋代新儒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后，这→正统学说在 17 世纪晚

期中国的统治地位便得到了保证。 17 世纪早期对儒家"道" (道路、

真理)这个概念的解释一度有很大的灵活性。现在，这种灵活性大

大缩小了，新的、外国的学说在中国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中国文化氛围的转变是从何处开始远离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呢?

它之所以远离是因为有改变的需要。利玛窦这套计划的某些部分依

旧说得通，如在中国的远古历史中放进一个中国本土的基督信仰等。

但利玛窦想培养中国文人成为适应政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希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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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氛围的改变和耶稣会支持、赞助者的转移而变得越来越不

可能。到 17 世纪末，在传教士影响下信仰基督教的文人中巳不再有

阁老徐光启那样官居高位的人了。这样一来，将儒学(即宋代新儒

学之前儒学的一种形式)并人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的计划就变得

不太实际了。新的政治、文化现实对索隐派人物有巨大的影响。比

如说白晋，与利玛窦相比，他和中国文人的接触要少得多。臼晋和不

少其他在华耶稣会士地位的提高完全是由于北京的满人朝廷，特别

是康熙皇帝本人的缘故。相比之下，由于明朝万历皇帝那种遁世避

俗的个性，利玛窦与朝廷和皇室的接触就比较有限。

m 耶稣会处境的变化也促使他们的适应政策发生了变化:利玛窦

使文人士大夫产生兴趣，白晋却让皇帝着迷。和利玛窦一样，白晋仍

强调中国的古老，和利玛窦不一样的却是，白晋不再提孔、子了。他把

注意力转向了《易经》。虽然儒家传统称《易经》是一部儒家经典，但

《易经》在年代上要早于孔子。白晋放弃孔子并不是因为清朝皇帝

对"四书"和儒学有敌意。只是清朝提倡一种以宋代新儒学对"四

书"的阐释为根据的复兴的儒学正统。于是，让儒学与基督教结合

的那种更为独特的方式就此便不再可能了，尽管它曾一度让利玛窦

接触到晚明那种更为自由的思想空气。

如果说白晋还在继续提倡以"四书"为根据的结合儒学与基督

教的观点，那么在清朝朝廷的孤立处境，必然会使他利用宋儒的新儒

学阐释。不过从 17 世纪以来，传教士就一直不接受宋儒的新儒学，

因为新儒学对儒家经典的评注体现了唯物主义和元神论，这样就不

可能从经书中找出一个造物主和全能的上帝来了，白晋意识到自己

必须得从儒家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来构建这种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体

系。于是他找到了《易经} 0 {易经》是"五经"之一，不但受到儒家

学者文人的尊敬，更为重要的是，{易经》也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

索隐派吸收了赫尔墨斯神秘思想的传统，并将中国历史的古老

性进一步往前延伸，试图使它和新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方案更为一

致。但是这样一来就和传统上《圣经》宣称的犹太人历史的古老性



导言

产生了矛盾。在罗马，索隐主义被当做了宗教异端，它的激进使人对

耶稣会适应政策从整体上产生了怀疑。索隐、主义所暗含的异端倾向

使它的倡导者元法在出版的著作中传播他们的观点，因而欧洲人很

少能够理解和重视索隐主义所暗含的意义，而莱布尼茨则显然是一

个例外。此外，索隐主义是否为有效实施适应政策提供了足够广阔

的中国本土社会基础也令人怀疑。白晋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朝廷，

这使得耶稣会的政策同利玛窦以文人为基础的适应政策比起来，更

容易因皇帝个人一时兴致的变化和皇位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渐渐

地，由于反耶稣会的批评之声带来的论辩气氛、 1700 年的索邦神学

院审查以及外方传教会的舆论造势，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在欧

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开始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著作的宣传力度

加大了，而内容却不如从前了。到 17 世纪末，索隐派提供的大多数

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往往出现在较为不公开的材料中，如白晋与莱

布尼茨的通信。尽管 18 世纪早期索隐派在私下里仍有发展，却己沦

为了礼仪之争和自身异端色彩的牺牲品。简而言之，索隐派不过是

微不足道的一小群人，他们的观点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并没有其潜在

的威胁大。另外，耶稣会士还曾通过再一次对"四书"进行强调而试

图保留结合儒学与基督教的思想框架。其目的是要将新儒学对"四

书"的注释进行重新阐释，从而使其能与基督教教义相调和。不过

这些事发生在本书所述的时间范围之外，在本书中仅作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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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 世纪的历史上，早期的汉学著作与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 2('/

士的著作是交织在一起的，本书的结构也遵循这一模式。开篇第一

章介绍与本书主题相关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利玛窦如何开创耶

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第三章讲述利玛窦开创的适应政策在 17 世纪中

期如何在曾德昭和安文思那里得到了继承;第四章介绍卫匡国的地

理历史著作如何促成了早期汉学的产生;第五章讲到了杰出的通才

基歇尔以及早期的汉学家如何将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与他们其他方面

的研究与理论相结合、相包容;第六章讲 17 世纪对普遍语言的研究，

说明早期汉学家在欧洲传播的汉语知识尽管肤浅，却已在当时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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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中达到了深入人心的效果;第七章介绍德国早期汉学家为找

到一种汉语速成法，即所谓的"中文之钥"，而进行的令人费解且困

难重重的研究;最后三章回过来介绍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演变和 17 世

纪末这一政策最终遭受的公众批判。

本书的撰写源自→个研究计划，即通过专门研究欧洲的著作和

手稿来重建 17 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观念。由于德国是笔者研究"莱

布尼茨与儒学"课题的一个部分，笔者于 1974 年赴汉诺威对莱布尼

茨档案作了研究。古老的汉诺威皇家图书馆(Regia Bibliotheca Han

noverana)所藏文献之丰令我惊讶O 这些文献完全可以用来还原 17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汉诺威藏书对于这些研究的价值并不在

于它们有什么独特之处，而在于它们在全欧洲各处藏书中具有代表

性。这种代表性对我尤其有帮助，因为我的目的就是重点研究当时

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几本。后来，遇到

文献缺失的情况时，我就去别处对资料作一番补充，如哥廷根的州立

暨大学图书馆(Staats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西柏林的国立普鲁

士文化遗产图书馆 (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东柏

林的德意志国家图书馆(Deutsche Staatsbibliothek) 、罗马的梵蒂冈教

廷图书馆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和沃尔芬比特尔( Wolfen

buttel) 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汉诺威

藏书除了出版的著作之外，还包括莱布尼茨的书信和文章，其中不少

未曾出版。在莱布尼茨与当时一些最杰出学者的大量通信中，充满

了他对中国一如既往的热爱。此外，莱布尼茨于 1676 年至 1716 年

间任汉诺威宫廷图书馆的馆长，正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使得藏书发展

到了如此的规模。

2/ 1977 年夏，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 的资助下，我又回

到汉诺威编写一份宫廷图书馆馆藏书籍目录，这些藏书主要是 17 世

纪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遗憾的是，我并未发现任何

中文著作，而白晋于 1700 年左右赠给莱布尼茨的 16 部书也莫名其

妙地不见了。不过，我查找到的 78 部著作非常值得注意，它们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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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取阅方便。馆长巴林(Daniel Baring) 在 1720 年

编的系统册本目录( Systemat肌hem Bandkatalog) 中所列的几乎所有

著作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战火的洗礼，在设施先进高效的汉诺

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Niedersächsische Landeshihliothek Hannover) 

中被小心地保存着O 于中握有这份书目，我得到了洪堡基金会 (the

Alexander von Humholdt-Stiftung[ AVH ] )的资助，在汉诺威进行为期

两年的研究。

虽然我努力从新的途径探索 17 世纪中西关系，但这本书仍是建

立在前辈学者或当代学者功绩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在这方面已有了

不少著述。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在此对他们所作的贡献一一表示感

谢，但我在本书的某些地方用一定篇幅表达了我对他们著作的感激

之情。

本书基本研究的完成和章节划分的大致确定是在 1980 年 6 月

洪堡津贴到期的时候，不过那时书中的观点尚未完全连成一体。因

而，初稿又经过了四年时间的修改和润色。这段时间是艰难而令人

苦恼的，不过这番努力也是完全有必要和值得的。仅凭我一人是不

可能完成这段时间的工作的，因此我特别要对在此过程中给予了我

极大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的艺术史教授 T. Ko

rai Kitao 女士，她为我评估了 17 世纪欧洲有关中国文献中的一些插

图和 17 世纪欧洲美术史上一些作品之间可能具有的相似性。感谢

儒家经典英译者中公认的前辈、达特茅斯大学荣誉教授、查塔姆学院

(Chatham College) 教授陈荣捷(Wing-tsit Chan) 先生，他为我阐明了

新儒学两个分支一一"道学"和哩学"的关系。感谢乔治敦大学历

史系副教授魏若望(John W. Witek) 神父，他仔细地审阅了我的全部

手稿。我也要对南加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而思 (John E. Wills 

[Jr. ])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他帮助我理清了该书的主题。同时要

感谢我最好的同行和同事、奥胡思大学(Aarhus U niversitet) 荣誉教授

龙伯格(Knud Lundbæk) 先生，他对我的于稿提出了无数的改进意

.011.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提汉学的起源
.012. 

见，并始终对我进行鼓励。

2 此外，如果没有波恩的洪堡基金会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资

助，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尤其是洪堡基金会，不仅对我的研究

进行了资助，也通过其下属的印刷单位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方便。

这些机构为赞助外国学者在联邦德国的研究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

称得上是脆弱却又绵延不断的德国学术传统之路上的一座丰碑。

我还要对西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东亚部馆员卡夫

(Eva S. Kraft)博士表示深深的感激，她慷慨地将她对德国早期汉学

家缪勒和门采尔的研究成果和材料与我分享。我仍清晰地记得几次

在她办公室里聊天，窗外柏林墙和墙那边的东柏林一览元余。还有

我的导师，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莱布尼茨档案馆馆长韩坎普

(Albert Heinekamp)博士，他为我开展研究和联系出版商提供了大力

帮助，对此我最为感激。他的热心和善意使我感到今生难以报答。

最后，我对我妻子克莉丝汀在撰写本书的 7 年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表示深切的感激。

D.E. M. (孟德卫)

于沃尔芬比特尔

198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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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欧洲适应中国文化的背景

1.欧洲的扩张与传教士的出现

17 世纪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代。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Jf

伊比利亚国家逐渐走向衰落，而中部欧洲又陷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

困顿不堪的局面，英国、荷兰和法国这三个西欧国家的国势却蒸蒸日

上。源于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系列战争在 17 世纪告一段落，

然而战争中的宗教问题却越来越被纳入了政治范畴。欧洲中部的三

十年战争( 1618-1648) 彻底打破了各教派的界限，但对日尔曼地区

的经济和政治也造成了重大打击。在英国，清教派、国教派和天主教

派的冲突导致了一场内战(1642-1649) ，随之而来的是克伦威尔共

和国( 1649一1660) 的建立、复辟 (1660一1688 )和最终的光荣革命

( 1688) 。这些事件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也宣告了国会的历史性

胜利c

如果说英国斯图亚特玉朝各位国玉的能力与崇高的君权神授观

念并不相称的话，那么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 661-1715 年在位)显然是再相称不过了。路易大帝的杰出才干

与他的几批皇室顾问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这些顾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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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机主教黎塞留 (Cardinal Annand-Jean du Richelieu , 1585 • 1642 )、

枢机主教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 , 1602-1661) 及重商主义的

领袖柯尔贝 (Jean Baptiste Colbe时， 1619-1683 )。路易十四将君权发

展成了一种高度的艺术，他创造了一个君主的典范，也创造了一个宫

殿(凡尔赛宫)的典范，这两者都在整个欧洲被效仿多年。①这位太

阳王统治的末期不如早期那样成功，但那段动乱的时期是在 1700 年

之后，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故略去不述。尽管如此， 17 世纪英法

两国的经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开创了两个伟大的历史性典范。

17 世纪欧洲的扩张有着重大的宗教意义。在 16 世纪航海大发

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率先对基督教传教团进行了支持，包括

经济上的援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为传教士提供的旅行上的方

便。在这一时期，起领导作用的是耶稣会，圣方济会和多明我会跟随

其后。这些传教团体都非常成功地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传教基地，

然而它们与西班牙、葡萄牙当局的政治联系却使自身的发展受到了

阻碍，因为它们不得不被卷入包括贸易在内的世俗问题②。此外，由

于传教方式的根本差别，不同宗教修会间也有着激烈的竞争。

.2/ 1492 年，当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航海前往美洲大陆

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就产生了世界管辖权的矛盾。 1493 年，教

皇亚历山大六世试图通过在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处画→条子午

线作为分界线来解决问题。③这条线的西侧是西班牙的管辖范围，

东侧是葡萄牙的管辖范围，两国君主分别享有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一

切权力与特权。这一划分是保教权制度的基础，保教权制度赋予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教会裁判权的控制权，包括在其各自势力范围内

①见 Pierre ， μuis XIV αnd twenty million Frer时rnen.An配 Carter ， trans. (New York , 1972) 

( Stephen Neil ,A Hist的. 0/ι:hristian missions (Hannondsworth. Middlesex , England , 1964 ) • 

p.l77 

③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分界线曾正式刊登在 1493 年 5 月 4 日的教皇训iI谕 Inter caetera 

上。见 Nei!， pp.141一142 及 G. F. Hudson , Europe αnd China; α suroey 0/ their relαtLOns 

‘ from the e.αrliest tirnes 10 1800(Boslon , 1961) , p.1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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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教的任命权。保教权制度在 16 世纪推行得较为顺利，到 1600

年时，传教团的发展己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17 世纪，随着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国势的衰落，这种情况日益加剧。

特别是葡萄牙，人口仅有一百万，无法继续承担庞大的开支，因此，许

多主教职位常年空缺。J)

这些空缺的职位给传教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罗马教廷于是采

取措施，将所有传教活动纳入罗马的一个中央机构领导。 1622 年，

传信部建立。传信部试图将传教活动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限制中摆

脱出来。 1659 年，传信部指示各教团应让基督教适应外族的本土文

化，而不是将欧洲的风俗习惯强加于人。当地文化只有在与基督教

和道德相抵触时才应被改造⑤(这 A点后来在具体实践上，而不是原

则上产生了争议)。传信部极为强调发展本土神职人员和引进更多

教区神父，以保持各宗教修会成员间的平衡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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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663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的建立，传信部加大了削弱 2J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势力的力度。而随着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国力

的衰落，法国对传教团的影响增强了。最后，传信部通过增加海外主

教职位的数量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冲突最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通过依法设立宗座代牧作为教皇直接代表的做法，传信部架空了西

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任命主教的特权门由于宗座代

牧在其工作的地区并无任何地方性的头衔，因此这 A做法取消了西

班牙和葡萄牙在法律和宗教上的地方性特权。西班牙和葡萄牙当然

将这些宗座代牧视作对它们所享特权的一种侵犯。从此罗马和葡萄

牙一直持续着敌对关系，直到 1950 年梵蒂冈与葡萄牙达成协议最终

解决了保教权争端，这一敌对关系才告结束⑥υ

( Neil , p.178. 

⑤ Ne札 p.179

(Q~' Neil , pp. 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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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里士多德学说、哥白尼学说和人文主义学说

17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反映了那-时期主要的思想

运动:在中国表现为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形成阶段，在欧洲则是对有

关中国信息的吸收。 17 世纪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学派的提

倡者之间互相激烈竞争。竞争的→方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体现在统

治各大学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另→方是一些学术团体，它们绝大部

分并不隶属于当时已有的学术机构，对知识采取的是数学和实验的

方法。亚里士多德传统实际上并不像反对它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毫无

益处、与实验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个活跃分支

通过帕多瓦( Padua) 大学的医学系对科学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⑦。

相比之~，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其他→些分支则比较保守，它们对哥白

尼"日心说"的抵制也是人尽皆知的。当然，伽利略在其影响深远并

引起争端的著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一一托勒密学说与哥白尼学说

的对话~ (Diα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α~co ,e 

Copernicano , 1632 )中借辛普利丘( Simplicio) 之口将亚里士多德学派

形容为头脑简单之徒，这倒未免有些夸张⑧。

26' 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学说的世界观包含地球中心说和透明天体

说;哥臼尼学说的世界观包含日心说和行星绕轨运行说，这两派的斗

争是 17 世纪最著名的思想论争之一。整个 17 世纪，在华耶稣会士

都被迫采取→种折中的立场，他们试图接受伽利略的发现和其他的

日心学说，同时又死抱不放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对宁宙的阐释。

在华适应政策的创始者利玛窦神父并不是一位专业的天文学家，但

他曾在赫赫有名的耶稣会罗马学院(Collegium Romanum)学习，师从

( Hugh Kearney ,Science and change 1500-1700 (New York , 1971) ,pp 77-88. 

( Galileo Galil凹 ， Dialogue co时eming the two ch旷 world sys阳口-P.ωlemα町 αnd Copernic剧，

Stillman Drake , trans. ( Berkeley , 1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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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克拉维乌斯 (Christoph Clavius [Klau ] , S. 

J. , 1537-1612) 。此人曾主持监督修订格里高利历的最后计算工

作，声望很高⑨。在伽利略发明并使用望远镜获得有关行星的著名

发现时，他和克拉维乌斯已经结下了 20 多年的友谊。 1610 年，当伽

利略告知克拉维乌斯他的这些发现后，克拉维乌斯和他的接班

人一一耶稣会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格林贝尔格(Christoph Grienberg

er ,S. J. ， 1561一1636) 验证了伽利略的发现⑩。

由于伽利略的发现得到了克拉维乌斯在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权

威支持，伽利略本人于 1611 年受到了耶稣会罗马学院的正式会见，

学院还特意为他组织了一次教会要人参加的会议⑩。克拉维乌斯接

受了伽利略的发现，并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不过他还不太情愿舍弃

"地心说"⑩。然而，有证据表明，克拉维乌斯晚年的地心说信念有所

动摇。当伽利略开始公开攻击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学说的观点并支

持哥臼尼学说后，他被彻底卷进了凭他自己的专长难以驾驭的宇宙

哲学和神学之争中。 1612 年克拉维乌斯死后，伽利略失去了他在教

会中最主要的支持者。 1616 年，伽利略提倡的日心说被判为谬误。

1633 年对他进行了审判和公开宣判。⑩

对那些活跃在欧洲天文学第一线、知晓i亥领域新发现的耶稣会

数学家来说，形势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教会 1616 年和 1633 年的

裁决限制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耶稣会士使用"日心说"理论来解释天

文现象。而事实上，天文现象却越来越需要从"日心说"中寻找合理

解释。耶稣会士因此向中国人介绍了第谷 (Tycho Bral飞 1546一

( Marie Boas , The Scient泸c Renaissance /450-/630 (New York ,1962) ,p. 323. 

( Pasquale M. d ' Elia , S. J. , .. The spread of Galil凹 s discoveries in lhe Far Easl , 16 JO一

1640 

⑩ d'E日li臼a ， ..叮lne号 spread of Galïleo ' s d脚。veries" ,1' .157. 

( Giorgio de Sanlillana , The CrimR '!μ~(llileo (Chicago , 1955) ,1'1'.23-24. 

⑩ Santillana , p. 30. 关于 1616 年判决和 1633 年正式宣判的故事在 Sanlillana 的 The Crùne 

of Galileo --1~中有详细描述乞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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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的理论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法。第谷的理论保留了亚里士多

德一托勒密学说中地球在宇宙中心、太阳绕地球旋转的观点，不过又

认为其他行星并不是绕地球旋转，而是绕太阳旋转。第谷的学说并

不尽如人意，而哥白尼的名字和观点也偶尔会出现在耶稣会士在华

的著述中。直到 1670 年，哥白尼的理论才由-位在华耶稣会士作了

彻底的解释⑩。因此， 17 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对天文学的介绍逐渐由

保守却又相对开明转为过时而又不合逻辑⑤。

-.!7 耶稣会天文学家为中国带去了预报日月食的高超技术，日月食

的预报对中国朝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此外，他们还带去

了对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清晰说明，以及将其运用到天体运行研究中

的方法;用经纬线划分地球的概念;制造精密仪器的技术，包括望远

镜的制造技术⑩。但是除了以上这些积极贡献，耶稣会士也为中国

带去了一个有局限性的"地心说"宇宙观。它认为天球是一个透明

的同心固体球体，这和中国本土的"宣夜"说宇宙观念相矛盾c

"宣夜"说认为天体是在虚空的空间中悬浮的，不认为宇宙是固定

的。所以尽管耶稣会士带去了高超的技术，同时却也带去了→种落

后的宇宙理论。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开始槟弃这种理论.转而接受哥

臼尼的"日心说"，"日心说"认为太阳的行星在虚空的空间中运转，

宇宙并不是固定不动的。这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宣夜"理论惊人

⑩在中国第一次对哥白尼学说进行说明的似乎是耶稣会士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 

1715 • 1774) 当时适逢乾隆皇帝五卡大寿庆典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De revo 

lutionibus , 1543 )于 1757 年刚刚被解禁，因此那时U经允许讨论哥臼尼的理论了。见

NaLhan Sivin , Copemius in China ， StudiαCο'Pernicana 6 (1973) :94 

⑤ tiîl S川n 先生的文章对 17 、 18 世纪在华耶稣会土天文学水平的退化进行了描述。

他说，人所皆知，利玛窦写于约 1608 年的《乾坤体义> ( Explication o[ the materia[ heaven 

α ld of the earth) 是以其师克拉维乌斯的著作《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 i主释> (/n sphα

eralrt J()(lnnis de Sαcro Bο'scο commenlαrius) (1585) 为基础的。然而， Sivin 先生指出，利

玛窦并未将克拉维乌斯对托朝j峦学说的疑惑和哥 FI尼学说在未来将会起到的作用写

进他自己的书中 c

⑧ 本段论述采臼 Joseph N eerlham ， Science αnd civilisatioll in China , 7 vol8. in progress ( Cam

bridge .1954-) III ， 437←-438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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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教皇的判决，耶稣会士在天文学领域的表现我们暂且不提，

17 世纪上半叶他们介绍到中国的物质世界理论也被认为是彻头彻

尾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⑤。耶稣会士的这些著作中有大量系统的

逻辑学论证，并依赖传统的权威，缺乏实验研究，不运用数学手段来

了解自然。他们的著作体现了一种自然科学观，这和当时仍统治着

欧洲学术界的方法十分相似，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也越来越遭到强

调实验和数学方法的新科学提倡者的批评。

在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耶稣会士在 17 世纪各基督教派别中率川

先挣脱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利玛窦的著作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

主义传统十分明显。 广为流传的他关于友谊的论文《交友论~ (De 

αmicitiα) 就是仿照西塞罗的拉丁体裁所写的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

主义者所坚持的优雅的文学语言和有说服力的修辞技巧在中国文人

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而利玛窦的著作中也处处体现了这两大原则。

问答体是自哲学家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广为喜爱的经典写作范

例。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拥护柏拉图，反对亚里士多

德。《天主实义》是利玛窦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它由一位中国文人

和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组成。问答体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辩论

性陈述"的文学形式c 有人指出，伽利略支持哥白尼学说、抨击亚里

士多德学说的著名问答体文章《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一二托勒密学说

与哥白尼学说的对话》比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晚了 30 年左右。

除了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色彩之外，利玛窦的《天主

⑨见 Williard J. Peterson , "Western natual philosophy published in late Ming China" , Proced 

dings of the Americαn Philosuphical Socief)' 117 (1973) :295-322. 

( Aloys [Louis J P也t肘 ， S.J. ， N，οltc凹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é.lUites de l' an 

cienne mission de Chille ,1552-1773 (Shanghai , 1932-1934) , p. 35 对利玛窦《交友论》

更热烈的交流见 Marius Fang Hao , •• Notes 00 Matteo Ricci' s De amicitia" ，J\:11ο1Zumentα 

Serica 14 ( 1949-1955) :574-583 及 d' Elia ,'‘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 s De amiei

lia" ， Monum凹11α Serica 15 (1956) : 35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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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义》中还有大量经院哲学式的论证。此外，经院哲学喜欢建立基

于理性而元所不包的体系，利玛窦倡导儒学与基督教的结合以及这

种结合的体现一-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的计划，都反映出

了经院哲学的这一特点。在《论i吾》中，孔子表示不愿谈论鬼神，却

也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这种态度看起来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极好补

充。儒家学说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它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相互

竞争的大小神灵，儒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儒家学说为基

督教引人神的成分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因丽是与基督教互补的。另

一方面，和经院哲学的逻辑推理相比，"四书"的思想从整体上说似

乎和强调文章结构与修辞说服力的人文主义更为互补。总之，利玛

窦追求的是学问和技术的广度，在文艺、记忆术、地理、几何、算术、交

际、外交等方面都有造诣，并不限于某方面的专长。笔者认为这些都

清楚地表明，利玛窦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体现了文艺复兴理想的

"通才"⑩。

3. 赫尔墨斯思想

29 研究欧洲的思想运动在 17 世纪欧洲人适应中国文化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时，我们应当对这种适应的两个不同方面作出区分。土文

讲到，在华耶稣会士试图寻找一种能包含中国和欧洲两种文化的综

合体，来赢得中国人思想上的认间，从而促使他们信仰基督教。而这

种适应的第二个方面，是将主要由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关于中国的

信息吸收到欧洲文化中去。欧洲的思想传统在这个方面起了→定的

作用。

⑩ 关于利玛窦所体现的人文主义色彩的观点成型后，我很高兴地看到这→观点在意大

利学者 Piero Corradini 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和发展。他的论文名为" Actuality and 

modernity of Matteo Ricci , a man of the Renaissance in the frame飞vork of cultural relations 

hetween East and West" ，载于 lnt归erw叫t

ch αange (T刊d呻1吁甲p阳》附)ei ， 1983引) , pp. 17η3 • 18ω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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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思想传统把在中国构建适应政策和在欧洲吸收中国信息

这两者连接了起来，它就是赫尔墨斯思想( Hermetism) 0 尽管赫尔墨

斯思想的文献在奥古斯丁时代就已有人使用，但这一传统直到文艺

复兴时期才正式形成。 1460 年，一位僧侣从马其顿来到佛罗伦萨，

将一份希腊文手稿交给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 公爵⑩0

公爵遂将于稿交由斐奇诺(Marsilio Ficino) 翻译成拉丁文。于稿于

1471 年译成，后以《秘闻集} (Corpω Hermeticum) 之名流传。其后不

久，出现了其他赫尔墨斯思想文献。《秘闻集》不仅记录了斐奇诺本

人的思想，也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思想。因此，该书不久便有

西班牙文版、法文版和荷兰文版问世。

斐奇诺等人相信，这份于稿年代极为久远，是研究三重伟大的墨

丘利( Mercury Thrismegistus) 的。此人是一位埃及祭司，据说生活在

比摩西晚几代的时代里。埃及人将他称为托特( Thoth ，也作 Theut) , 

希腊人将他称为"三重伟大" ( Thrismegistus) ，即最伟大的哲学家、祭

司和玉。斐奇诺认为，埃及人有从众多哲学家中选一人为祭司，并从

众多祭司中选一人为王的风俗。斐奇诺还称上至毕达哥拉斯，下至

柏拉图，都出自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 Hermes Trismegistus) 之门。实

际上，斐奇诺认为当时正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重新兴起的新柏拉

图主义哲学是建立在最为古老的源头之上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古

老性和逻辑性一样，也是正确性和真实性的标志。

.009. 

赫尔墨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揉合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从 .J'(!

斐奇诺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倾向可以看出，他对

于综合具有很大的热情，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⑧。这种

对综合的热情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信念，即古代的人不仅在体

格和脑力上都胜过后来的人，而且生活在比后来的人更为和谐的环

⑩ 这位僧侣名叫皮斯多里亚( Leonardo da Pistoria) 。见 Wayne Sln町na冰k豆凶e盯矶r飞， Th加eοC凹cu础lt 川句

ence.' in the Renα lSSαnce (Berkeley , 1972) ， p.201 。

( Shumaker ,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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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后来的人产生的差异是退化的一种象征(这使人联想到《圣

经》中巴别塔的故事，根据这个故事，古人只说一种语言)。正是这

种综合的倾向，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相信，东方的各种宗教若

追溯到古代，一定有一种和基督教近似的形式是其共同的游头O 当

然，这些思想家不得不承认古人缺少神的启示，因为只有耶稣的到

来，才带来了土帝的启示。但是他们却暗示古人和上帝之间保持着

某种联系，因而具有神赐的洞察力。简而言之，"三重伟大"的赫尔

墨斯元异于半个基督徒，他能解决如何在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间

架起桥梁这个永远令人困惑的问题。

人们二直相信，{秘闻集》的年代极为久远，直到 1614 年，学者

卡索邦 (Issac Casaubon) 通过逐字分析原文，才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

的②。仨索邦指责《秘闻集》是基督教早期的产物，并非传说中的赫

尔墨斯所写。他说，{秘闻集》不是埃及的学说，它反映了 A种混合

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希腊学说③。

在古希腊历史 t: ，托特是埃及中部的一一个地方性神，后来人们将

托特与冥神欧西里斯(Osiris) 联系在一起，认为托特是欧西里斯的秘

书兼书记。通过这种联系，托特就被看做象形文字的发明者以及 A

切与书写有关的科学的创始人悔。赫尔墨斯思想的信奉者也因此

将"二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和语言联系了起来c 这一联系对于罗马

的耶稣会士基歇尔( A thanasius Kircher , 1601-1680 )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他对中国信息的接受和吸收方式是受这个观点影响的。基

歇尔神父是一位博学之士，他在学问 t的兴趣几乎涵盖了当时学者

们所关心学问的所有方面c，他在医学、数学、物理、音乐、考古、火山

，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验，还在罗马筹建了一座著名的人

种学博物馆，这些都表明他已经具有了那种鼓舞 17 世纪学术团体事

~. 对卡索:邦确定《秘闻集》年代的具体描述见 Franc~s Yates. Gindano BnllW αnd tl，时 Her-

met1(' tr，αdition (Ne.w York ‘ 1964) , pp. 398•-4 02 

:~飞'ates ， G，阳la阳 /Jrww ， p. 4∞ 

⑧ Shur旧keI 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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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实验精神。他对语言的兴趣也使他参与了寻求普遍语言的部分

研究。

.011. 

基歇尔身上的赫尔墨斯思想色彩体现在他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迷，μ

恋上容。他冗长的《埃及的{俄我我J底!民浦斯》讥(ο仇ediψρ川 4耻eg白盯gYl刀Ji川7对咐ti川

续了文艺复兴传统'认为埃及的象形文宇中隐藏着关于上帝和世界

的真理 3 基歇尔对埃及的兴趣与他的考古研究相吻合，他曾寻找过

埃及的太阳城( Heliopolis) ，在那里，"光"具有新柏拉图主义所认为

的天赋真理的含义③。在太阳城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中，基歇尔找

到了几种他所谓的"埃及「字"，并同基督教的十字作了比较⑤。

基歇尔身上赫尔墨斯思想式的那种对综合的热情也体现在他不

朽的作品《中国图说} (Chinα illustrata ,1667 )对中国的看法上。基歇

尔从源头上将-切文化都还原成一种和谐的统·体，其中埃及文化

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国文化被视为是从埃及衍生出来的。《中国图

说》收入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该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基歇尔选

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尔身处耶稣会罗马学院，又是有名的耶

稣会七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他的书中包含了

大量在接从这些传教士手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但他学术上的

赫尔墨斯思想观点以及对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这本书中加入了

与在华耶稣会士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阐释。传教士们景仰中

国，认为中国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尔则将中国贬低为一个堕落的埃

及殖民地。传教士们赞颂中国的语言文化，基歇尔则将汉字贬低为

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

1680 年基歇尔去世，此后赫尔墨斯思想、传统继续在 17 世纪欧

洲适应中国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7 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

在华传教士臼晋的索隐派理论称中国传说中的伏毒发明了语言。这

( Yateö , Giodα阳 BrU1w ， p.416.

⑧ Yales ， GiodαrW Brurw , p. 418. 

( Athanasius Kircher ， οedipus Aeg)ptiac旧 3 刊k (Rome , 1652一1655) JIl ， 332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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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说法和称"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发明了埃及象形文字相类似。

不过，基歇尔将埃及象形文字看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而白晋神

父则认为伏毒所写的《易经》是最早的文字作品。正如基歇尔认为

埃及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一种秘密而神圣的意义，白晋认为《易经》的

卦图包含着将世界上所有现象简化为数量、重量和大小等量的要素

的奥秘。正如"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在年代上早于基督的启示却

先获得了对神的奥秘的认识，自晋认为基督教的奥秘以一种预言的

形式存在于这部最早的中国古书中。

4. 学术团体

.J?2 整个 17 世纪，利玛窦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声誉都在在华耶稣会士

中产生着巨大影响。在利玛窦之后，我们仍能看到一些耶稣会土掌

握很多方面的技能:既会汉语，又能教授数学，还能铸造大炮。然而

→些与经院哲学、人文主义和赫尔墨斯思想极为不同的新学术传统

在 17 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

当然也属于科学革命一部分的就是对实验科学的新兴趣。这个运动

的先驱是培根(Francis Bacon , 1561-1626) ，他是伊丽莎白王朝晚期

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杰出的政治家。 培根批评亚里士多德学说

过度依赖理性，无视实验，他为学术的进步设计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虽然培根忽视数学，他自己对科学革命的创造性贡献也仅限于辩论，

他产生的影响力却非常大。随着各学术团体的建立，培根呼吁的实

验科学得到了实现。

这些学术团体的先驱是罗马的猎荆学院( Accademia dei Linc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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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伽利略曾是其会员之一⑧。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是佛

罗伦萨的齐门托学院 (Accademia del Cimento , 1657 -1667 ) ，不过只

存在了十年。存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的是 1662 年在伦敦建立的

皇家学会 (Royal So肥肉)、 1666 年在巴黎建立的法兰西科学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和 1700 年在柏林建立的科学院( Akademie 

der W issenscl叫ten) 。这些科学团体与在华耶稣会士的一个直接联

系就是 1685 年资助由六位法国耶稣会士(包括白晋)组成的代表团

赴华。路易十四以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研究为借口，来避开葡萄牙

国王对此次活动的反对。这六人中有四人被法兰西科学院吸收为成

员，并使用法兰西科学院提供的仪器进行天文观测。

虽然白晋的某些观点不免有些牵强，但率先提倡在欧洲成立学

术团体的学者之一莱布尼茨(Gottfried W ilhelm Leibniz , 1646-1716 ) 

却支持白晋。莱布尼茨逐渐确信，他的二进制算术系统的奥秘在白

晋对中国古代著作的探索中得到了证实。莱布尼茨是那个以通才为

学术模范的时代里一位杰出的通才。青年时期，他在莱比锡学习亚

里士多德哲学，师从 17 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修斯( Jacob 

Thomasius , 1622 -1684 )。尽管菜布尼茨一生都保持了对经院哲学

问题的兴趣，他的思想却不愿被局限在任何一种学术传统中。我们

发现，他青年时期还在耶拿(Jena) 大学跟随魏格 (Erhard Weigel , 

1699 年卒)学习数学和反经院哲学的内容。莱布尼茨曾与托马修斯

通信，讨论是否有可能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新的笛卡儿机械论哲学

相调和⑧。莱布尼茨最终走出了莱比锡保守的学术气氛，来到德国

( Martha Omstein , The Rοle of scient{斤(' societies i11 the severzteenth century( Chicago , 1928 ) , p. 

74 该书至今仍是对早期科学团体的权威、全而的研究。该书几经重印，最近一次是

1975 年 c 对该领域近年来开展的工作所作的有益研究见 Rohert E. Schofielù , "Histo

ries of scientifïc societies: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刷刷rch" ， HistοrJ of Sciellce (Cam-

hridge) 2 (1963) : 70-83 0 

⑧ Kur川rt Müller & G 阳la K怡rö阳nert ， Leb加en 1-川U川，d W.胁er改k von ι仇ot扩仙←ried 即hiωtυlem Le剧ib，仇F阳u旧iz. EÍ1附r

( Frankfur叫t am Main , 1969) , pp. 7 & 1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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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进步的阿尔特多夫( Altdorf) 大学，他在那里攻读了法学博士学位。

不过后来他感到学术界的气氛令人窒息，于是他拒绝了阿尔特多夫

大学的→个教授职位，并永远离开了学术圈⑨。

1672 年至 1676 年，年轻的莱布尼茨居住在巴黎。在那里，他遇

到了当时一些最为著名的大学者，如由柯尔贝指派首批加入法兰西

科学院的学者、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 1629-

1695 )⑨。经惠更斯介绍，莱布尼茨于 1673 年初来到了伦敦，在那里

遇到了奥尔登伯格( Henry Oldenburg) ，此人是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也

是皇家学会会报《哲学汇刊} (Philoω'phical Trαnsaction) 的编辑。莱

布尼茨还遇到了化学家波意耳(Robert Boyle) 。当年 2 月，莱布尼茨

正式向皇家学会展示了他的→个计算器模型，而这件事似乎让数学

家胡克(Robel1 Hooke , 1635-1703 )心生妒意②。莱布尼茨申请加入

皇家学会并于 1673 年被批准⑨。回到巴黎后，他在一个机械工人的

帮助F继续研究计算器，并于 1675 年向法兰西科学院展示了他的计

算器@2 莱布f尼己茨在巴黎见到了许多杰出的人文学者，其中就有皇

家图书馆馆长特维诺( Melc如附阳d巾le Thε衍V时附e臼en削10创t ， 162却O一16ω92盯) 0 他收藏的

著名的游记文学藏书中包含着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③。 1676 年，当

菜布尼茨离开巴黎时.他已经为日后与众多实验科学运动中最优秀

的人物进行私人交往打F了基础。尽管后来他既未回到伦敦也未回

到巴黎，却通过大量通信和他们保持联系，直到去世。莱布尼茨此后

一直待在汉诺威的朝廷中。在 17 世纪的最后 20 多年中，他全力投

入到德国学术团体的建立中。柏林的学术环境似乎最为引人注目。

与皇家学会及法兰西科学院不间，柏林的科学院不是由→批批热心

( OrnsteÍn , p. 179 

( Mül1er , p. 29 及 OrnsteÍn ， p. 147. 

( Müller , p. 32 

⑧ Mi柱刮111怡e盯r , p. 34 及 (仙)rnst

~ Mül1er , pp. 36-37 

( MülIer ,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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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余爱好者建立的，它的建立基本上是莱布尼茨一个人的功劳⑧。

5. 寻找普遍语言

虽然莱布尼茨是在伦敦和巴黎的学术团体鼓舞之下在德国筹建.//

学术团体的，但他在柏林建立学术团体的建议却包括范围更广的活

动，如科学、历史、艺术、治安、医学、档案、学校、机械、商业和贸易⑧。

莱布尼茨对建立学术团体的期望不仅反映了他对实验科学的兴趣，

也反映了他对实用知识和功利主义的意义的关注，比如机械的运用

和如何开发一种更有效的语言用于交流⑨。莱布尼茨对拉丁语作为

教育语言颇为不满，他提倡更多使用日耳曼本族语⑨。不过，莱布尼

茨对逻辑和数学的爱好太强烈了，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者一样，深感

应该用一种真正的普遍语言来取代拉丁语已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源于对原初语言已经消失的

假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原初语言( the Primitive La吨uage) 是

上帝直接赐予人类祖先亚当的一种极简洁、极清晰、极统 A的语言，

后因巴别塔发生语言变乱而消失。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企图建

造巳别塔来和上帝竞争，因而犯下了自大的罪行，上帝为了惩罚人

类，将他们共同使用的原初语言变成了不断增加的各种不同语言。

所以，寻找普遍语言在很大程度 t与试图恢复原初语言有关， {圣

经》学者们对重新找回这种丢失的语言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很多人

认为消失的原初语言应该是古希伯来语，不过也有些人认为某种更

具异域色彩的语言，比如汉语，和原初语言最为接近，因为其年代极

( Ornstein , p. 177. 

( Omstein , p.185. 

⑨ 菜布尼茨对知识的实F际示运用的关i注主见 P阳h甘训i让诅lip P. W肌ien删n阳1阳e盯盹雪飞r飞喃 "Lμeil)]如)Il归1

exhi让bi凶)j川山It山tion of s刷("1臼en叫tifi(【 1口mv时e凹阳n川11旧ti扫ons" ， Phil峪1甲pP 矶Wi气i阳e凹n凹e盯r & Aaron No叫lan川H叫d ， eds. ， Roots ofscientific 

thought (New York , 1957) , pp. 460--468 

⑨ Omstein ， pp.181一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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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老。

新兴的数学与实验科学的提倡者也加入了寻找普遍语言的队伍

中，不过实验主义者并不是要让原初语言复活，而是要在数学和机械

原理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实验科学的先驱培根阐明

了这种普遍语言的目的}一一创造→种"真正的字符"，它能将意义以

清晰的、在逻辑上无需证明的方式传达给所有民族，而不像语言通常

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任意和约定俗成。这一研究也利用了中世纪吕尔

的《组合术~ (Ars Cornbinatoria) ， 即用→个可以自由组合的转轮和→

些图表来发现真理。这种用机械的方法来了解真理的方式不仅让实

验主义者极为着迷，也吸引了数学家。这两种学术倾向有时结合在

一种精神里，如伽利略、莱布尼茨和牛顿的例子，不过它们通常是分

开的。培根和波意耳重视实验，却不了解数学;哥白尼和开普勒基本

上是数学家，他们很少进行观测，大多依靠别人的观测。

英国人达尔加诺 (George Dalgarno) 和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 

的普遍语言方案采用了培根的看法，就是汉语也许能满足真正字符

的标准。威尔金斯主教是推动英国皇家学会建立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和奥尔登伯格一起被任命为学会的秘书。不过奥尔登伯格在学会

做了大量工作，而威尔金斯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只是荣誉性的，

是为了答谢他为学会作出的许多贡献⑩。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显

示， 1662 年威尔金斯正在进行一项普遍语言的计划。实际上在

1641 年他已经论述了"真正字符的结构"0 1668 年他向学会递交了

→本著作:{关于真正字符和哲学性语言的论文~ (An Essαy toward a 

Real Charαcter αnd Philosophical Language)⑩。学会指定了一个由 15

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对威尔金斯的这本书进行了研究。成员包括波

⑩见 Dorothy Stimson , .. Dr Wilkins and the Royal Soeiety" , The }nurnal 01 M，οrdern Histοry 3 

(1 931) :551; The mαthematical αndphilo叫Jhical works 01 the Right Rev. }ohn Wilkins (re

printed in London , 1707) , p. 247 及 Jonathan Cohen , .. On the proj时t of a universal lan-

悍lage ， "Mind 63 (1954):59 , 

( Stimson , p.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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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耳、胡克、雷恩( Christopher W ren )、沃利斯 (John Wallis) 等知名人

士。 1668 年秋，该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进行了讨论。但是此后

的会议记录中再也没有提到这本书⑩。威尔金斯的普遍语言概念是

从化学、数学、音乐中使用的全世界通用的符号中得来的。他设想创

造一种能用 3000 个符号进行交流的语言。而且，这种语言应是一种

"哲学性语言"，就是说每个符号均能按照逻辑还原到一个确定的类

中。尽管人们相信威尔金斯是《关于真正字符和哲学性语言的论

文》一书的作者，但皇家学会的工作多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完成，由此

看来，这本书应是多人合作的产物⑩。

.017. 

和英国一样， 17 世纪欧洲大陆各国也在积极寻找普遍语言。基，放

歇尔的《由组合术揭示、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全新、普遍适用的书写

方式> (Polygrαphia nova et unÍ1口ersalis ex combinatorial αrte 曲tecta ，

1663)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普遍语言⑩。基歇尔并不想创

造"哲学性" (即可分类的)语言，而是围绕一种可以说是机械性的

"五语词表" ( pentagloss )的结构展开研究。在这种结构中，每个基本

词语都翻译成相应的五种欧洲语言(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

牙语和德语)。基歇尔强调的是从吕尔那里发展而来的组合原理，

不过威尔金斯和基歇尔两人的系统都反映了对密码术的共同兴

趣@。在欧洲大陆，和基歇尔同时研究普遍语言的还有包括莱布尼

茨在内的很多大学者。

普遍语言研究的一个有趣分支是创制"中文之钥"，即对汉语学

习速成奥秘的研究。尽管只有柏林的学者在开发研制这种"中文之

( Stimson , pp. 557 -558. 

⑩ 威尔金斯将"哲学性语言"的构思归功于j夭德，并称是Ray 和 Willughhy 绘制了动植物

和昆虫的图表， William Lloyd 编写了其中的词表和图表。见 Stimso飞 p.559 。

⑩ 我采用了 George E. McCracl创口的译法，将" polygraph旷译成"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

写方式"见 G仇eo旧rg悖e E. McωCracl 

(1948) :216 。

⑥ Omstein ， p.94 以及 McCracken ，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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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学者，包括伦敦皇家学会的兴趣和询问。

这项研究背后主要的动力并没有多少是来自欧洲对中国认识的日益

增长，而是来自→种看法，即语言都能还原为→种易于理解的结构c

"中文之钥"强调分类，基本上是一种逻辑王具，而不是语言工具。

第一个提出"中文之钥"设想的学者名叫缪勒，是-位古怪的德国牧

师和早期汉学家。有关他对"中文之钥"的探索和最终失败的记载

简直就是一个复杂而辛酸的故事，令人浮想联翩c 缪勒死后.他在汉

学领域的后继者、柏林宫廷中的门采尔接手了"中文之钥"的研究。

在他的子中，"中文之钥"逐渐演化成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欧

洲人概念中的中文语法。

6. 重商主义

17 世纪的科学团体对实际事务的兴趣十分浓厚。在法兰西科

学院，主导这种兴趣倾向的是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特别是柯尔

贝。 1685 年前往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代表团进行的天文观测并不是

完全出于纯科学的目的，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改进法国的航海图和

地图⑧。在英国，王室和皇家学会的关系不像法国这么近，学会成员

因此更为自由。皇家学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是专门的学者或科学

家，而是→些往往有着商业背景又很热心的业余爱好者。此外，在

17 世纪早期，人们认为数学是机械学科，对商人较之学者更为适

合⑥c 除了进行实验室实验，皇家学会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搜

集外国的博物学和自然状况方面的信息。因此，具有商业背景的配

第 (W. Petty) 爵士被委以撰写→部海运、服装和染色工艺史的任

@ Guy Tachard , Voyage de siαm des pères Jésuit臼 em句台 par le Ro) αux Indes et à lα Chine 

(Paris , 1686) pp. 16-18 初 John Witek , S. J., Contraversial ideas in Chinααnd Europe: α 

biography 0/ Jean-François FOllcquet ,5. ]. ( 1665-1741). (Rome , 1982) p. 38. 

( Omstein ,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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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⑩。 17 世纪，欧洲人对游记文学如饥似渴，而皇家学会的学术兴趣

与商业也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理商曾

被指派考察以皇家学会提出的关于外域的 22 个问题为基础的一系

列问题⑩。

.019. 

在欧洲， 17 世纪是重商主义的时代，各国政府都将贸易视为国 }7

家财富的延伸。贸易的开展必须得到谨慎的控制和监督，因为国家

财富的增长被认为是和获取他国财富相关的 1600 年显示重商主

义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西班牙。西班牙从其在美洲的殖民帝国

攫取了大量黄金和白银，并利用这笔财富雇佣了一支专业军队。渴

望取代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势力的 17 世纪欧洲各新兴政府相信贸易

是权力的关键，因此将政府的专利经营下放给私营商人，以此来鼓励

贸易发展。由君主以国家名义特许的合股公司便出现了。通过这些

活动，新兴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来到了美洲和亚洲，西班牙和葡萄牙

感到它们的磕民势力范围遭到了侵犯。

1494 年，也就是教廷划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全球势力范围→

年后，两国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 中重新商议

了各自势力范围的界线。划分势力范围的经线从原先的佛得角群岛

以西 100 里格处移到了 370 里格处(约 1480 英里) ，葡萄牙控制这条

经线以东的地区，西班牙控制经线以西地区@。这条界线位于北大

西洋中部，但同时越过南美洲东端，因此葡萄牙人将巴西和亚洲的大

部归为己有，不过亚洲并不全部属于葡萄牙。 1517 年，麦哲伦称东

印度群岛的摩鹿加群岛归西班牙所有，理由是佛得角群岛以西 370

里格处的经线是纵切整个地球球体的，这就把地球分成了分别归西

班牙和葡萄牙所有的两个半球。摩鹿加群岛据称刚好位于西班牙半

( Omstein , p.104 

( Omstein , p.I04. 

( Hudson , pp.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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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西限内@。根据这些根本不精确的界线，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

瓜分了整个世界。但是到 17 世纪中期，两国国势渐衰，已无法阻止

欧洲新兴国家进入它们的殖民地范围。不过这两个国家仍有能力并

确实继续要求保证优先的垄断权。葡萄牙要求受保教权约束的各国

赴亚洲传教士必须从里斯本出发，并必须得到葡萄牙王室的特别

许可。

汀 17 世纪在华从事贸易的最重要的合股公司分别是 1ω0 年成立

的英属东印度公司、 1602 年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和 1664 年成立

的法属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的规模发展得特别庞大，仅荷属东印

度公司一家在 17 世纪末就直接雇佣了 12000 名员工@io 17 世纪，荷

属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建立了大量属地，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超过

了英属和法属东印度公司。这一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交往

也最为密切@o 17 世纪早期的中荷贸易中，双方都有获利。中国向

荷兰出口生丝、丝织品、糖、黄金、白铜(一种铜、辞和镇的合金)以及

漆器、陶器等制成品。同时，中国从荷兰进口染料、香木、珠宝和大量

@ Hudson , p. 231.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所划分的界线并不精确，因此有必要在 1529 年

的萨拉哥萨条约( Treaty of Zaragosa) 中正式确定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东亚分界线

的确切位置。不过这条界线的意义只是大概的，因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

位于界线以西，理论上应属葡萄牙。

@i Carlo M. Cipolla ， B呐re the /，础.strial Revolution: Europe soceity and econo町 ， 1000-1700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 1980) , p. 116. 对东印度公司组织的简要介绍见 Wolfg伊an吨g 

Rei川I

l吵983川) , pp. 156-183. 

@ 荷属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交往是魏而思研究的课题，见 John E. Wills ， Jr.， P哨所 ， guns

αndpαrleys : the Dutch Eαst /ndia Cο叫lanr and China , 1662-1681 (Cambridge , Massacbu

setts , 1974) 。魏而忠先生的这本书重点论述海盗与忠于明朝的郑成功在 1661 年合力

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荷兰贸易公司与清政府的关系。该书详述了清政府与荷

兰联手击溃郑成功势力，确立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并恢复荷兰在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活

动的经过。魏而恩的研究主要依靠荷兰海牙国家档案总局所藏荷属东印度公司档

案。魏而思注意到荷兰人小心而完整地保存了这些记录，而相比之下，中国有关中荷

关系的记录不是很少就是丢失或元法见到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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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胡椒@。荷兰人以他们在亚洲|最主要的大本营巴达维亚为中心，

贸易范围涉及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也门等广大区域。台湾的糖

在波斯和欧洲销售，而中国产的自丝则在日本和欧洲销售。荷兰人

将胡椒和檀香运往中国，然后从中国人手上购买黄金、白铜、生丝和

丝织品。他们随即将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到日本贩卖，并购买白

银，然后用这些白银以及在中国购得的黄金在印度购买棉织品，再将

棉织品运往印度尼西亚换购香料。在亚洲国家间进行贸易得来的利

润除了用来维持公司设施和在亚洲的舰队之外，余下的被用来购买

运往欧洲的货物@。

.021. 

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赴华耶稣会士尽管在宗教信仰上有差异，他 ';;9

们之间却有着大量的联系。荷兰的船只不仅运送耶稣会士往来于中

国和欧洲的信件，有时也搭载耶稣会士。 1682 年，耶稣会士柏应理

作为代表从中国赴欧洲途中，在巴达维亚停留并遇到了德国人克莱

尔 (Andreas Cleyer , 1634-1697/1698) ，此人当时是荷属东印度公司

的一名医生@。两人都对中医颇感兴趣，而当时柏林选帝侯宫中的

医生门采尔和克莱尔有书信往来，门采尔也对中医很有兴趣②。选

帝侯的一次重病使门采尔和克莱尔建立了联系，克莱尔提供给门采

尔一些中文书籍和资料，以回答门采尔对中医的一些询问@。于是

两人常年保持通信，并交换了中西医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 Wills ,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pp. 9-10. 

~ Wills ， Pepp叽阴阳 αnd parleys , p. 20. 

@见 John E. Wills , Jr. , "Some Dnteh sourees on the Jesuit China , 1662一1687" , Archivum 

Historicum Soceitatis lesu , fortheoming o 

②卡夫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克莱尔、柏应理和门采尔对中医的共同兴趣，见 Eva S 

Kraft , .. Christian Mentzel , Philippe Couplet , Andreas Cleyer und die ehinesische Medizin" , 
F曰tschrifi舟r Wo扩 Hαenisde (Marburg , 1975) ,pp. 158-196 0 另见 Walter Ar巾t怡时elt ， Chr口ns阳s

t伪!(.αt川nMI胁11协f必e凹en盹lt山阳t缸阳z甜el ， lω2剧ib归怕α盯r时zt d，巾e臼s G命ro，阳S臼se凹en Kuι旷咐矿叭拙ur川川rst凹en ， B岛《οJ归阳t幻阳阳tα田Z曰nike加e肝r und Sinoθloge (Lei且1巾pz吨1咆g ， 1吵940们) , pp 

21-25 0 

( Kraft , "Mentzel , Couplet , Cleyer und chines即he Mediz旷，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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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7. 盖伦派医学和帕拉塞尔苏斯派医学

尽管门采尔服务的宫廷在欧洲|是相对比较偏僻闭塞的，他的医

学学位却是在欧洲顶尖医学中心帕多瓦大学获得的。那里仍是亚里

士多德学说的中心，科学上的经院哲学传统在牛津和巴黎的中世纪

大学中已经消亡很久了，却还在帕多瓦大学保存着⑩。帕多瓦大学

的哲学系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的兴趣，不过这段时间内贡献最大的

是医学系。影响该医学系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亚里士多德经验论，

还有古希腊盖伦(Galen ， 129-199) 的解剖学和医学理论，他的理论

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复兴。 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新发现了盖伦的

一些论文，帕多瓦大学的盖伦派医学继续得以繁荣发展@。被称为

现代解剖学之父的杰出医生维萨里 (Andreas Vesalit后， 1514-1564 ) 

于 1537 年至 1544 年间任医学系教授。他的学生、输卵管的发现者

法罗皮欧(Gabriele Fallopio , 1523-1563 )于 1551 年接任维萨里的职

位。盖伦派医学传统在法布里休斯 (Fabricus of Acquapendente , 

1537一1619) 那里得到了传承。此人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授多年，曾是

哈维(William Harvey , 1578-1657 )的老师。著名的解剖演示教室就

是在那时 (1595 年)建起来的。哈维后来回到英国，在 1616 年至

1625 年间，他基本上延续了在帕多瓦大学学到的那套医学方法，并

得出了血液循环流经心脏的伟大发现@。

;/ri 17 世纪，当盖伦派传统统治着已有的医学教学机构时，医学界

也有一个反权威的运动，这个运动缘于出生于瑞士的德国医生帕拉

塞尔苏斯( Paracelsus , 1493 • 1547 )。此人不但反对学院派，也反感

那些享用行政机关医疗设施的上流人物。那些接受大学教育的医生

⑩ Kearr町， p.77.

@J Kearr町， pp.78-79

@ Keamey ,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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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提供医疗服务，而农民和体力劳动者却穷得

只能去自学的药剂师那里求医问药。学院派医生的治疗理念是以古

希腊传统观念为基础的，古希腊人认为:疾病缘于站液、黄胆汁、黑胆

汁和血液四种体液的失衡@。这种失衡被认为是影响整个身体的，

因此从整体的思路来进行治疗，采用的技术有给病人放血、让病人出

汗和呕吐。而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理念强调局部的病灶以及化学药

剂在治疗中的使用。帕拉塞尔苏斯的思想来自各种反亚里士多德思

想，包括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 Kabbala) 。

帕拉塞尔苏斯派医学尤其是在药剂师中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而

17 世纪最重要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却是西属尼德兰的一名贵族，

名叫范·海尔蒙特 (Juan Baptista van Helmont , 1577一1644 )。他抛

开了自己的社会出身，成为一名激进的知识分子。他按弃经院哲学，

研究卡巴拉，他发展出来的一种神秘主义理论引起了教会方面的注

意@。范·海尔蒙特是 1609 年在鲁汶大学获得医学学位的，他竭力

批判学院医学，尤其是盖伦派的体液说。尽管毡·海尔蒙特一生都

被宗教裁判所指控为异端，但他反对盖伦派的根据之一恰恰就是盖

伦派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异教的基础之上的。

范·海尔蒙特对人体器官中的发酵、气体和种子的兴趣促使他对人

体内的化学反应作了设想，这可以说是现代酶理论的雏形。此外，他

也很可能是第一个描述胃酸在消化中所起作用的人。

8. 地理学

.023. 

就地理学本身来说，在 17 世纪的欧洲它还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 4

科。在中世纪，理论性地理研究属于宇宙哲学和神学的一部分，而实

用地理则与航海术和天文学有关。只有在 16 世纪航海大发现的推

@ Keamey , pp. 115一116

@ Kearr町， pp.126一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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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动下，地理学才从以上领域脱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为欧洲各

大学所接受@。

17 世纪的欧洲人对遥远的异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当时的合

股贸易公司为了航海的方便也对地理信息产生了很实际的兴趣。耶

稣会士对扩充欧洲人地理知识，特别是亚洲地理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从 14 世纪开始，契丹的确切地理位置就一直困扰着地图制作者。马

可·波罗提到的亚洲地名从被标注在托勒密地图上之时起，就一直

沿用到了 16 世纪晚期。根据后来在亚洲的航海活动提供的新信息，

托勒密所绘的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想象@。耶稣会士利用利

玛窦的世界地图最早向中国介绍了欧洲地理@。利玛窦还证实中国

就是契丹，从而解决了地图学上关于契丹的老问题。不过，耶稣会地

理学家在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开创了中西地理学和地图学知识

的相互交流与结合。

d 整个 17 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与在欧洲的哈克卢特( Richard 

Hakluyt , 1552? 一1616 )和王自切斯(Samuel Purchas , 1575→1626) 等人

一起，向欧洲人提供了中国的地理学和地图学方面的信息。这些耶

稣会士是:利玛窦、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 1543-1607) 、卫匡国、

卡弥格、曾德昭和柏应理@。欧洲人对中国地图显示了极大的兴趣，

甚至引发了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布洛(Joannis/Johannnis Bleau) 和巴

黎的皇家制图师、法国人桑生 (Nicholas d' Abbeville Sanson , 1600-

1667) 间的商业竞争。当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þ (Novω Atlas 

Sinesis , 1655)作为布洛的十二卷世界地图集的一部分出版时，桑生

~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吨 of Europe ,5 volumes in progress (Chicago , 1965-) II , 

3;488 

I@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扩 Euro)肌 II ,3 ;487. 

@ 科玛窦世界地图的第三版于 1603 年在北京出版，德礼贤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复制，见

Pasquale M. d' Elia ,ll mappαrrwndo cillese del P. Malteο Ricci. (V atican , 1938 )。

fJJJ Boleslaw Szezesniak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an inqu町 into the compila

tion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 ，/magο Mundi13 (1956):116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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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匡国的中国地图表示了不满。后来，他利用分别由罗明坚、卡弥

格和曾德昭三人所绘的另外三幅中国地图对卫匡国的地图作了材料

上的补充，并将结果出版在他编写的亚洲地理教材《亚洲} (L' α巾，

Pa时， 1658 )的第二版中@。

9. 历史学

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学术权威的挑战也蔓延到了欧洲|古

代历史的研究领域。 17 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

新审视古罗马史、古希腊史和《圣经》史，历史学家频频被斥责为编

写神话的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

根据这两大运动的传统，历史学家不再把自己看做客观的学者。人

文主义历史学家发扬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撰写历史以启迪读者的

传统，他们的目标是双重的:撰写文辞高雅的著作，并对历史作出评

判。宗教改革历史学家则深受宗教战争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成为

了某个宗教观点或政治观点的辩护者，他们组织大量的文献只是为

了支持自己的论点。

随着 17 世纪文化怀疑主义的普遍兴起，{圣经》年代学者的精

确纪年便开始遭到质疑。精确记录《圣经》事件年代的做法不仅遭

到了批评，而且随着人们对古埃及、亚述和中国的日益了解，{圣经》

事件时间顺序的整体框架也让人产生了疑问。对异域文化的新知识

促使欧洲人必须扩展他们的历史纪年框架。就连宗教保卫者波须埃

(Jacques-B岳nigne Bossuet) 主教也被迫对这些新知识作出勉强回应。

1700 年，他的《论世界史} (D即ours sur l' l山toire universelle , 1681 )经

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在这一版中他采用的是七十士译本《旧约)) ，而

不是使用拉丁文通行本，目的就是要将《圣经》的历史纪年延长 5 个

ø Szezesniak • .. Seventeenth centuηmaps of China" , pp.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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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这时出现了→种新兴的研究历史的客观方法(在安特卫普.以

帕昔布罗士(Daniel Papebroch , 1714 年卒)神父为首的→批博兰德会

( Bollandist) 耶稣会士试图在编辑庞大的《圣徒行传} (Actα Sancto

r川1) 时将神话和圣人的真实事迹区分开来c 这种对待历史的新方

法引起了菜布尼茨等学者的兴趣乙菜布尼茨当时在编写一部布伦瑞

克王朝(the Hou悟。f Braunschweig) 的历史，他问帕普布罗士神父咨

询了一些技巧⑩。不过某布尼茨尽管运用了新兴的收集、选择文献

的客观方法，却缺少工具，因而无法彻底理解这些大量的资料具有的

历史意义。

总之，欧洲和中国在思想上首次伟大相遇的背景表明，这是→个

欧洲人充满着求知欲，在精神上、学术上走向世界的时代。然而，当

欧洲人开始接触异域，如中国时，却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对异域文化进

行阐释和消化，这些方式制造了复杂的综合和有时显得幼稚而又自

相矛盾的调和。以上就是本书的主旨。

ø Paul H扭扭1 ， The Europeαn mind (1 680• 1715) ,J. Lewis May. trans. ( Cleveland , 1963 ) • 

pp.210-211 

( Müller ,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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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开创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争取为文人所接受

1.利玛窦神父其人

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主要 H创者利玛窦 (Matteo Ricci , / / 

1552一1610) 神父是一位不朽的人物c 他于 1552 年 10 月 16 日生于

马切拉塔( Macerata) 一个富裕的家庭c 中国人的文献是这样描述他

的:卷须蓝眼，声如洪钟，记忆力过人①。他语言能力极强，谈吐风趣

得体，同时又是-名优秀的数学家和不错的天文学者②。利玛窦神

父在才智和性格上有着非凡的适应性，因此他能够吸收大量的中国

文化知识以开创一种适应政策，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大胆的传教策略，

又是为中西文化相遇而准备的→套意义深远的方案。

正 对利玛窦的这段描写出现在一部中国的地方志忏二和县志》第 22 章第 21 至 22 页

A. C. Moule 对这段话作(翻译，见 4 仁 ~loule. .‘ The Fir,t ani\"al of the Jesuits at the 

capital of China" • The 凡Teu. Chinα Review 4 :455 c 在这篇文章中. Moule 还精心翻译了那

段最广为流传的小国人对耶稣会十初到北京的描述，即《明史》中长达四页的一段话。

见张廷玉等接《明史}28 部(北京 .1678~1739.1974 年重印) .第 28 部(卷 326) , 

8458~8462. 

每 利玛窦是耳lí稣会杰出二大;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名优秀学生，不过还称不上是一位有

创造性的夭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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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道德方面比许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要更为复杂。他似

乎完全赞同摩西十戒所讲的不可杀人、奸淫、偷盗、说谎和嫉妒等内

容。 但在孝敬父母方面，利玛窦做得有些逊色，而在基督教十戒中最

根本的一条一一"爱"的方面，他也表现出了一些凡俗的躲闪。他对

中国的和尚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极不宽容和憎恶的态度。人们往往

将这种憎恶看做是传统的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的一个方面。的确，

如果和他那个时代的标准相比较的话，他这种将佛教徒视作偶像崇

拜者并憎恶之的态度并不算过分。然而他对佛教徒的厌恶态度和他

通常对中国人采取的赞同态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他的札记中，

对臭名昭著的明朝宦官的批判甚至都没有对和尚的批判来得严厉。

利玛窦对其父母的态度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当我们联想到他

在崇尚孝道的中国文人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并和他们结成密切关系

时，这一点便尤其让人吃惊。据金尼阁神父称，利玛窦加入耶稣会并

未得到其父亲的同意③。在人会后， 18 岁的利玛窦写信给父亲，希望

求得他的同意。这封信惹恼了他父亲，因为他原本打算让儿子从事

法律方面的工作。于是利玛窦的父亲赶往罗马，希望儿子能退出耶

稣会初学院。但他在前往罗马的路上病倒了。就如圣保罗前往大马

士革的故事一样，这场病很可能被他当做了上帝的一个暗示。最后，

他同意了儿子的选择。利玛窦获准加入印度传教团后，便从罗马动

身前往热那亚，有人劝他绕道去马切拉塔看望一下家人，他也没有理

会。金尼阁将这件事作为利玛窦对事业极度忠诚的一个正面例子，

可能也暗示利玛窦这样做和圣依纳爵( St. Ignatius) 途经西班牙而不

人家门是一样的④。

ι7，)- 与儒家学说不同，基督教将上帝的位置放在家庭之上，因为人的

生命固然是父母给的，却更是上帝给的。爱父母是十戒的内容之一，

③ Ma皿ttl出ha挝町ei R阳lCωci & Nico∞1咱址olas Tri唔ga削u川ltlO阳趴【o ， De Cω'hris川tu阳，

pp. 1 & 2 of Trigault' s unnumbered preface. 

④ 感谢魏若望神父为我指出了利玛窦和圣依纳爵之间的相似之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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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传教士们向中国人强调的。然而对父母的爱要次于对上帝的

爱。十戒的排列顺序是有特殊意义的:前面四条都是讲如何去敬上

帝，第五条才要求我们敬爱自己的双亲。我们承认，上帝是基督徒所

关注的，家庭关系也是，这两者间是有竞争的。独身就是耶稣会士采

取的一种保证爱上帝在先的方式。对于上帝重于家庭，耶稣自己是

这样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亲、母亲、妻

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

福音)) 14 :26 ，新国际版)耶稣选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就是将

自己贡献给了人类，而离开了母亲。不过耶稣还是敬重自己母亲的，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垂死之际还指定了自己喜欢的一个门徒做他母亲

的养子。(~约翰福音>19:26-27)我们很难相信注重孝道的中国人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利玛窦的这些瑕疵都是真实的，不过并不严重，并且丝毫也没有

掩盖他的光辉。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赞誉他为"历史上最杰出、最

有才华的人物之一"⑤。对利玛窦的赞誉也不仅仅来自西方一一近

来中国大陆报刊上有不少歌颂他的文章，而香港一些儿童的 T 恤衫

校服上也印有利玛窦的名字⑥。

2. 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029.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De Christiαna expeditione αpud Sinω)是将矿

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介绍给广大欧洲读者的第一部作品。这本书是两

⑤ J附ph Needham , Science and civihsαtiOIl in Chinα7 vols. in progress (Camhridge , 

1954一) , 1, 148. 

⑥ 近来中国大陆报刊上有不少歌颂利玛窦的文章，分别是:日同六，~沟通中西文化的先

驱者 利玛窦}，~人民日报}， 1979 年 11 月 4 日; "Matteo R町口， pioneer of East -West 

cultural exehange" ， ChinαP仅;turial (Beijing)7 (July 1982) :32-33; 王素一(创作)、蔡

延年(绘)的利玛窦传记连环画，第一章见《画刊》第 3 期 (1982): 16-20; 林金水，~乎IJ

玛窦在中罔活动与影响扎《历史研究》第 l 期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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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未曾谋面的人一一利玛窦和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holas 

Trigault , 1577 -1628 )一一合作的结果O 利玛窦于 1610 年 5 月 11 日

逝于北京，金尼阎于 1610 年到达澳门，当年 12 月才到达北京。利玛

窦在华的最后几年，即 1608 年至 1610 年，应耶稣会总会长阿奎维瓦

(Claude Acquaviva) 的要求，开始用意大利文撰写一部基督教在华历

史。不过我们不清楚他写书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出版。利玛窦逝世

后，他的手稿在他的书桌中被发现⑦。为了确保手稿不遗失，人们用

意大利语抄写了一份，同时还用葡萄牙语翻译了一份。 1612 年末，

传教团新任领导龙华民 (Nichola Longobardi , 1565-1655 )神父任命

金尼阁为耶稣会代表，任务是返回欧洲，为耶稣会传教团争取利

益⑧。金尼阁说，他被选中担任这个职务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将科

玛窦的于稿翻译和出版⑨。金尼阁的拉丁语十分熟练，而利玛窦离

开意大利近 30 年，由于很少使用母语，他的意大利语书面语写作能

力已经退化了。因此，金尼阁对这部作品的贡献一部分可以说是为

其进行文辞上的修饰⑩。

1613 年 2 月 9 日，金尼阁从澳门启程前往欧洲。在前往印度的

航海途中，他开始对于稿进行拉丁文翻译，并在编辑上所需之处或利

玛窦尚未完成之处加入材料⑩。从印度到罗马的旅途中，翻译计划

曾一度中止，原因是他没有按原计划从印度走海路绕过好望角到达

葡萄牙，而是先坐船到波斯湾，走陆路经过波斯和埃及，最后于 1614

年 10 月 11 日到达罗马。到了罗马之后，作为耶稣会代表，金尼阁肩

负着龙华民派给他的更为紧要的任务，就是维护中国传教团的独立

( Ricci-Trigault , p. 4 of Trigault' s prefaee 

( Edmond Lamalle , "La prol吨ande du P. Nicolas Trigault en faveur des mis阳S阳](川《

(1616)" ， Ar陀chi陀?ψjμm histωoru川、~UT川nSοC口le时tαt口 le臼su 9 (1940) :53. 

⑨ Ricc叮吨ault ， p. 4 of Trigault' s preface 

⑩ 见施省金(Joseph Shih , S. J. )神父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法文版重印本中所撰新序

之 p.23。该重印本名为 Histoire de l' exped山m chrétienne αU 7川剧F旧 de la Chine 1582 

J 61 0 (Lille , 1617 ; reprinted Paris , 1978 )。

⑩ Ricc川rigault ， p. 4 of Trigault ' s preface 



第二章利玛窦开创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争取为文人所接受
.031. 

性，使其不被并入日本传教团⑩。 1614 年底之前，金尼阁从耶稣会总

会长阿奎维瓦神父那里为中国传教团赢得了独立地位⑩。他的主要 ~7

目的达到后，随即忙着筹措资金，招募赴华神父，为北京的教会图书

馆添置书籍以及为中国皇帝和文人选择珍贵的礼物⑩。耶稣会代表

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宣传，而翻译、出版利玛窦的札记对此至关

重要c 因此金尼阁说，他从罗马的其他事务中抽出了专门的时间来

完成这项工作⑩。在此过程中，他为手稿加入了最后两章，内容是讲

利玛窦的逝世和通过万历皇帝(1573-1620 年在位)的圣旨取得一

块墓地和一座寺庙的事。金尼阁还加入了一些简短的段落，比如说

第 4 卷第 5 章开头的几句，很可能是为了对原文进行润色⑩。金尼

阁的辞采比利玛窦略为华丽。除了金尼阁添加的这些内容和卷 4 、

卷 5 中将近 4 章采自其他传教团活动报告的内容，整本书都是由利

玛窦撰写的。该书于 1615 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 Augsburg) 出版，全

书共 645 页，外加序言和索引部分。

利玛窦和金尼阎各自对该书的贡献直到 20 世纪才得以澄清。

1911 年至 1913 年，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 神父首先出版了利

玛窦意大利文于稿原文⑩。后来，德礼贤 (Pasquale M. d' Elia , S. J. ) 

⑩ Larr叫le ， p.55.

( Lamalle , pp.58-59. 

⑩ Lamalle ， p.60. 金尼阁添置的书籍后来成为北京南堂耶稣会藏书的核心部分。关于金

尼阁为建立北京耳Tl稣会图书馆所作重要贡献的论述，见 H. Verhaeren , C. M. ， Catαlogue 

de la bibliοthèque du Pé-t' a，略(Peking ， 1949 ; reprinted Palis , 1969) , pp. vii-xii 0 

⑧ Ricc川咆ault ， p. 4 of Trigault' s preface 

⑧ 金尼阁也在利玛窦手稿中加入了一些简短的段落，很可能是出于修改润色的需要，如

第 4 卷第 5 章开头的几句 3 参见 De Chr川αna expeditione (ch. 4; 5 ) , pp. 355-356 吨以

及 Pasquale d' EI风 S. J. , Fonti R盯阳时 3 vols. (Rome , 1942-1949) 11 ， 49 0 本书在引用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αpud Sin削和加莱格尔( Louis ]. Gallagher , S. ]. )的英译本 Chi

nα in the Sixteenth Centllry: the lOllrnals oj‘ Matthew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 1953 ) 

(以下称 lournals) 时，为了便于读者在这两部著作间进行对照，在圆括号中注明了引

文的章节出处。

( Pietro Tacchi Venturi , Opere stοriche del P. 111，αfteο Ricci 2 VOI8. ( :l1acerata , 1911一1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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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在《利玛窦全集þ (Fonti Ricciα巾， 1942-1949 )一书中再次出版

了利玛窦于稿原文，并加入了大量注释、索引和汉字。每一位利玛窦

的研究者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原文土。不过，由于本书的目的是研

究 17 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而且利玛窦和金尼阁各自的贡献在 17

世纪读者的眼中是交织在一起元法分开的，因此本书研究的重点是

正式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最后，我通过有限的研究发现:

利玛窦手稿原文和出版的版本相比，差异主要在于金尼阁对于稿部

分内容有删节，而不是翻译上有什么变化⑩。

利玛窦、金尼阁的著作不断地再版，并被译成各种语言，这个事

实表明，该书对 17 世纪欧洲的中国观有着巨大影响。最初的拉丁文

版于 1616 年、 1617 年、 1623 年和 1684 年再版。法文版于 1616 年、

1617 年和 1618 年在里昂出版，并于 1978 年重印。 1617 年在奥格斯

堡出现了德文版。 1621 年在塞维利亚和利马出版了一个西班牙文

版。 1622 年在那不勒斯出版了意大利文版。最后，在咱切斯的《游

记)) (His pilgrims , London , 1625 )一书中出现了英文版。利玛窦、金尼

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问世后短短 10 年间出现了 6 种语言的

版本。因此，从读者数量上来看，这本书很可能是 17 世纪欧洲出版

的关于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书。 1618 年 4 月，金尼阁结束他的欧洲

之行回到中国，在他离开之后很久，这部著作都一直继续发挥着宣传

耶稣会事业和传播中国信息的作用。

金尼阁将这本书分成 5 卷，第 1 卷是关于中国的地理、富饶程

度、物产、机械技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风俗、礼节、迷信、宗教派

别(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方面的介绍性内容。第 2 -5 

卷讲述耶稣会在华历史，从 1551 年至 1552 年沙勿略(Francis Xavier) 

神父试图从上川岛登上中国大陆失败一直讲到 1611 年春，即利玛窦

⑩ 不过我也注意到谢和耐先生的看法，他认为金尼阁对利玛窦札记的翻译常常并不忠

实于原文。见 Jauques Gemet , .. La politique de conversion de Matteo Ricei et l' evolution 

de la vie politique et intellectuelle en Chine aux environs de 1600" , Sviluppi scientifìci ， pr，οs

pettive religiose , movimenti rivoluzionαre in Cina (Florence , 1975) , p.117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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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后一年。利玛窦所采取的传教态度和方式是强调学习中国文献

和文化，融入中国文人社会。这确立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耶稣会内部也时有异议。利玛窦、金尼阎这样写道: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

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

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

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

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⑩

利玛窦将这种传教方式与其他作者的传教方式明确地区分开

来，这些其他作者主要是其他教派的传教士，他们从未从澳门和菲律

宾的据点深入过中国大陆。据说他们所说的"多为道听途说而非亲

眼所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同圣方济会、

多明我会和奥斯丁会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传教士中培养一种

固执的欧洲中心主义传教态度和方式@。利玛窦将自己与他们区分

开来，他强调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应采取一种灵活和赞同的方式，因

此他的方式被称作"适应政策"。

.033. 

要理解利玛窦的方法，仅从欧洲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与中国人 m

共同生活的角度考虑还嫌不够。和那些仅来中国 3 年哪怕是 10 年，

从事相对短期工作的传教士不同，来华耶稣会士并未把中国看做一

个最终要离开的地方。利玛窦和金尼阁反复强调他们一踏上中国的

国士就决心要在那里度过余生。有些耶稣会士短期内或永远回到欧

洲|是因耶稣会的需要而被要求这样做的。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耶稣

会的政策，也反映了中国人允许外国人在华长期居住的唯一条件是

自此不再离开⑧。耶稣会士对此非常清楚，并在恳请当局准许他们

( Ricci-Trigault( ch. 1; 1) ,p. 3. 

⑩ 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并为"圣方济会的在华传教士过于固执"的指责作辩护。见
J. S. Cummins , "Two missionaηmethods in China: mendicants and Jesuits 

Amerioαrw 38 (149-162) (1978) :33-108 0 

⑧ Ricc卜Trigault( ch. 1 ;6) ,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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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城镇居住时对这一点进行了强调。决心在华永久居住的态度

还产生了一个影响，这就涉及中国如何改变了传教士的话题。历史

学家经常注意到中国文化将外国人同化的力量。然而，随着1500年

之后中国和欧洲相比在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衰落， 1550 年之后当

欧洲人出现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同化外国人的力量已经开始减小。

"、20 世纪在中国居住的西方人则几乎没有被中国化。尽管如此，

利玛窦时代以及紧接着利玛窦时代的一些(当然并不是全部)耶稣

会士却因为在中国的经历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利玛窦，他 30 岁那年来到中国，在直到他逝世为止的 27 年里从未离

开过中国②c

3. 利玛窦对中国地理、科技和文化的了解

对中国地理、科技和文化方面基本知识的了解是利玛窦适应政

策的一大根本。那个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无知以及错误报道达到了

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从对"契丹" (Cathay) 的混淆略见一斑。从

马可·波罗时代和他那本有关契丹的书问世以来，欧洲人对"契丹"

的确切位置到底在何处的问题一直含糊不清υ 人们惯于将契丹看做

② 耶稣会士提倡的适应政策一在因学者的误解而被扭曲:比如 .)(IJ 子健 (James T. C. 

Liu) 的下列说法就有误导性:他说耶稣会的适应方法"容忍 F许多 Ijl 国文化的元素，

只要这些元素不损害基督教教义，. [James T. C. Liu , "Whal Can IlP Done with Chi 

na?"China Notes 12 (spring 1979) :66J 而 17 世纪许多欧洲人之所以反对耶稣会的适

应政策，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损基督教教义J 因此.不管是历史本身还

是理论方面的考虑句都不支持刘先生的指责己刘先生还批评耶稣会采取的方法"主要

用于保守的上层阶级中国人……而不是贫困的中国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也

只有在这段历史发生之后才可能对此作出批评r 类似的批评不但可以用到今天学者

们认真研究的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广阔领域中去，而且倾向穷人的那些传教七的文化

沙文主义其实往往比提倡适应的耶稣会士更严重，他们对中闷文化采取的也是一种

轻蔑的态度。最后，对于刘先生批评耶稣会适应政策"虽然看似开 IlfJ.骨子里却也是

家长式作风的\我在全书中强调，对某些耶稣会士的深入研究以及他们被中国改变

的程度表明"家长式作风"虽然确实没有完全消失.去fJ至少也是大大减少了的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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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象出来的虚构国度而非真实的国家，这样就使这个问题更为含

糊。在《马可·波罗游记~ (Il Milione) 出版后的岁月里，作家们为这

部作品增加了不少虚构的细节，他们认为这些增补完全体现了原著

的精神，因此将其作为原书不可分割的部分出版。利玛窦利用自己

的地理、数学知识以及在中国居住的有利条件弄清了契丹的确切位

置。利玛窦时代之前，契丹和中国通通被认为是遥远的国度。在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 2 章，利玛窦确定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和

"丝绸之国" (Serica regio) 指的都是中国③。他解释说，中国人自己

并不知道他们被称作"丝绸之国"、"契丹"或"支那"( C仙hin

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即位于世界中心的王国@。

.035. 

利玛窦为中国标定经纬度据说是参考了 1579 年版的中国地图 ，:;r'

集《广舆图》中的地图。《广舆图》最初由朱思本(1273-1335/40 )所

绘，后由罗洪先( 1504-1564) 进行了编辑⑧。利玛窦将包括海南岛

在内的中国疆域置于北纬 19 度和 42 度之间，这与今天的数据十分

接近。他对中国的经度计算似乎不太准确，不过对 17 世纪经度数据

的评价是较为复杂的，因为当时的本初子午线是随意确定的，而且一

直移动不定。利玛窦以加那利群岛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用今天英

格兰格林尼泊的本初子午线来算的话就是在西经 16.35 度和 18 度

( Ricci-Trigault( ch. 1 ;2) , pp. 3---4 

( Ricci-Trigault( ch. 1 ;2) , p. 5. 

( Pasquale d' El恼 ， S.J.. Il Mαppemondo Cinese 命1 P. Matteo Ricci (V atican , 1938 ) , p. 207 , 
n. 112 & 132; Henri Bernard 啕 S. J. ," Les sources mongoles et chinoises de l' atlas Martini 

(1655)" ， M，οnu.menta Serica 7 (1945) : 131 ; Boleslaw Szezesniak , .. Matteo Ricci' s Map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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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某处280 利玛窦、金尼阁将中国东海岸标定在东经 132 度(利

玛窦写的其实是 131 度，金尼阁改成了 132 度)⑧。如果按今天的本

初子午线换算，利玛窦标定的中国东海岸经度大约是东经 ]]5 度，而

今天的数据是东经 122 度。

J/' 除了介绍基本的地理信息之外，利玛窦还介绍了中国的人口信

息。很显然，利玛窦又引用了《广舆图》⑧，他说 ]579 年国家的税册

上有 58550801 名男性一一这很可能指的是"丁税飞向成年男性征

收的人身税)。如需计算总人口，读者还需加上妇女、儿童以及免征

税的男性人口一一这些男性包括士兵(据利玛窦估计有 100 万)、宦

宫、皇亲国戚、地方官员、学者和未指明的其他人等。耶稣会士卫匡

国在 1655 年的《中国新地图志》中使用了→个非常近似的纳税人口

数据一-58914284 人，根据这个数据，他估测中国的总人口约为 2

亿⑧。然而，耶稣会士基歇尔在 1667 年的《中国图说》中提到中国的

人口为 1 亿 5 千万⑩。基歇尔的这个数字有些低，不过，如果按照利

玛窦、金尼阁的人口数据以及免税的人口数来推测，那么基歇尔神父

很可能从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以及卫匡国的地图

⑧ d ' Elia , F onti Riccia肘， 1 ， 13.17 世纪曾用以确定本初子午线的各岛屿有:加那利群岛

的 Tenerife 岛(北纬 28.15 度，因经 16.35 度) ,La Palma 岛(北纬 28.40 度，因经17.50

度)和 Ferro( Hierro) 岛(北纬 27.45 度，因经 18 度) ，因非佛得角附近佛得角群岛的 S

Nicolau 岛(北纬 16 度，西经 24 度) ，亚述尔群岛的 Co凹0 岛(北纬 39.41 度，因经

31.08度) ;还有我无法确定方位的 51. Jacob 岛或 5aint-Jaeques 岛。关于这些不同的本

初子午线位置，见 Zedlar ， Grosses 1J()llständiges Universal-Leλicon aller Wissenschψen und 

Künste ( Leipzig & HaU.函， 1739) XXI , 560 和 E，的cclψ白1ie οII dictionnaire raissone d，白 SCl

enc白 ， de8 αrts et des métiers (Anellfchastel , 1765 ) X, 383 <

⑧ Ricci-Trigault( eh.l;2) , p. 6 以及 Fonti R盯川肘， 1.13 0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英译者

力11莱格尔神父认为金尼阁误将云南省商界写成 112 度而非 102 度。不过德礼贤神父

认为啕利玛窦的手稿J-.写的是 112 度(以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线为准的话应该是东经 95

度)。

⑧ Ricci-Trigault(eh.l ;2) , p. 7. 德礼贤神父认为利玛窦指的是 1579 年版的《广舆囱} ，见

d' Elia ， F，οnti Ricciαne ， J ， 14一一15 0

( Martino Martini , lVovu.s ωiω Sinensis (Amsterdam , 1655) ,p. 5 

( Athanasills Kircher , China illustratα(Amsterdam ， 1667)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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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获得了人口数据，并通过在罗马与卫匡国本人面谈而确认了这

个数据队这些估算的人口数据有多准确?何炳操(Ho Ping-t' i) 通

过对 1368 年至 1953 年间中国人口的研究发现，在利玛窦进行人口

估算的时代，有关中国人口的资料残缺不全，很不准确。不过何先生

估计， 1600 年中国的人口是 1 亿 5 千万，这与基歇尔的数字相吻

合⑧。而伊愚可(Mark Elvin) 贝11支持从利玛窦的数据中得出一个更

高的人口数，他认为中国人口"在 1580 年超过 2 亿"⑨。

.037. 

利玛窦对中国的态度是平和的，这使他能够对欧洲和中国作- .)-y 

番客观的比较。例如，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发现像中国这

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域中国在食物和资源上能自给自足。蔬菜的消

费据说要比欧洲多得多，由于气候优越、土壤肥沃、人民勤劳，作物一

年能有两到三次收成。中国不产橄榄和杏仁，但国内特别是南部地

i匀岱§虱l' l\1 丛剧川Itll1叽1

';í;lJ 见 H胁o P刊H川n草g-tγ， i ， SI约lu{叫扩di川代时S ο011 I1加町 P白4ο咿，阴p严仰u阶d阳rα川11的f归t阳4οP

8昕州e叫Lts约s ， 1959引)c根t据l扣居旨吕~H汀{扣何=可J 先生的研究，从明朝第一←← f代飞皇帝明太祖(什13兑68--1398川)时期到

l门74剁l 年，叶t，[闷叶的人口 i记ιJ求盖既习不;完整又不准确，因此要还原某一-年(比如 1579 年)的人

11数据就变得|分网难 问先生认为，在现有资料的基础 t要获得精确的人口数据

是不可能的，闪此他提供[14 世纪至 18tfH己中期中国人口的一个范网 (p. 157)υ 他

g~.在 14 tJU己晚期，中国人口"很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 65000000" ( p. 22 ) 他认为，

和明朝稳定的人~ I 数据相反，从 1368 年到 1600 年人口增长呈直线上升趋势 (p. 23) 。

何炳悚估 ìl ， 到 1600 吁，巾同的人口在 15000∞00 左右 (p. 264) 勺由于 17 世纪上半

/1 1 后期满洲征服引起社会动荡，人口损失严重，在到 1700 年才略有问升，再次攀升到

150000000 ( [ψ.277-278 )二到1本书研究时限的最后一年，即 17∞年，中国的人们正

处{r r':;j速增长期的边缘，到 1794 年，人口就增长了~---倍多，达到近313000000 0何光牛

的研充中奋…·次 (p. 175) 参考并引用 F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司史》英译版的第 II

页的 -H!:ì~ 他误将所引的页码写成了第 12 页。我们偶然发现就在这一页后而附

页的地方，有利玛窦对中国人口的估算υ 很遗憾，何炳悚并未提到此处 Mark EI飞 111 ，

7'hρ Pallpl1l o! Ihc Chin附 Pasl (Stan[ord , 1973) , pp. 310-311 证实了何炳楝所勾画的

人 u总模式.不过伊烛 i可先生寻 111 本学者 êlliura Kõzen 的苦作强调了疫病对中同近市

时期人门的负 l面影响，特别是 1588 年初 1641 年的两次瘟疫大爆发，而利玛窦的札记

对 1588 年的邵场大瘟疫只字未提，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 Elvin , p.255. 

( Ri l'('i-Trigault( ('h. 1 ;3) , pp. 9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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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盛产欧洲没有的水果，比如说荔枝和龙眼。中国的马和其他驮畜

体型比欧洲的要小，但数量更多，价钱更便宜，载重能力也更强。利

玛窦说中国的河渠水道网络十分庞大，走水路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

方⑧。中国的海上船只据说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不上西方的船

只⑧。讲到缺点，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玻璃吹制技术和造纸技术不如

欧洲，不过他也指出纸在中国的使用比任何地方都要普遍⑧。他还

对欧洲人不知道的新鲜事物一一茶和漆作了介绍⑧。最后讲到的是

硝石，他说中国硝石的数量很多，但绝大多数仅用于烟花的制作，他

说中国人大量消费烟花。与欧洲不同，硝石在中国极少用于制造火

药，而中国人的枪炮制造技术也较差⑨。

.;:Y 利玛窦对中国技术水平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他认为中国的建

筑技术在风格和耐久性上都完全不如欧洲。他解释耐久性差的原因

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坚固的地基⑩。不过他说中国的印刷术却比欧洲

的强。利玛窦认为中国的印刷术起源于 1405 年，比欧洲至少要早 5

个世纪。由于中国人大量使用汉字而不是字母，因此产生了一种独

特的印刷术，利玛窦对此十分着迷，并大加赞赏。文本先用毛笔蘸墨

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将纸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待纸于后，再小心

地刮去表面，在木版上只留下字迹。然后用低浮雕的方式进行雕刻。

一个熟练的印刷工人用这块版一天能印 1500 页。通过修补的方法

可以在版上轻松地对内容进行增改。这种高效的方法显然给利玛窦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这对传教工作非常有帮助。比如说，他讲

到这种木版印刷术如何能够印刷少量的宗教或科学题材的宣传手册

⑧ 利玛窦中属地理知识的有限性似乎在这一段中显露出来。适于运河航运的主要是中

国东部的地形，利玛窦去过的主要也是这个地区。不过，数量庞大的船只(利玛窦估

计超过世界船只数量的总和)主要限于淡水航运。

⑧ Ricc山rigault( ch. 1;3) ,p. 11 

( Rieci-Trigault( ch. 1 川，pp.14→15.

( Ricci-Trigault( eh. 1;3) ,pp. 16-17. 

( Ricci-Trigault( ch. 1 ;3) ,p. 18. 

⑩ Ricci币-igault(ch.1 ;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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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书籍。神父们就是这样指导佣人在传教的地方印书的。由于木版

印刷的简便，中国书籍的数量非常大，而价格却十分低廉⑥。

对于中国美术的鉴赏，耶稣会士不可能脱离欧洲|绘画风格的口

味，利玛窦也不例外。中国的山水画注重淡彩和笔触，不注重色彩和

透视，因此很少被提及。相反，利玛窦注意到的问题主要是中国人物

画传统不发达、塑像技术有缺陷，以及不使用油性颜料。他说"中

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儿也不低于世界上任

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

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⑩利玛窦说中国

的音乐"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把不同

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飞最后，利玛窦对中国人钟

爱戏曲表演以及大批年轻人跟着戏班子在全国巡回演出的现象也表

示不赞成。利玛窦说，中国人举办宴会雇佣这些戏班子，客人们一边

吃喝一边看戏，一次宴会有时要长达 10 个小时⑩!我们不由得猜

想，利玛窦之所以有这些微词是因为有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但他出于

礼节却不得不一连好几个小时在宴会上坐着不能离开。利玛窦比较

欣赏文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美术形式，如书法。他介绍中国人如何醉

心于汉字书法的优雅，字里行间并没有批评的言辞⑩。

利玛窦在讲述中国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时首先指出，受过教 ，5ç

育的中国人对书面语言的强调比口语要多得多@。他说，即使是同

住一个城市而且距离很近的好友也不见面交谈，而是靠书信往来。

他说，耶稣会士集中精力学习"官话" (直译就是官员的语言)⑩，这

⑩ Ricci-Trigault( ch. 1;4) , pp. 20-2 1. 20 世纪对中国印刷术的权威研究表现出与利玛窦

类似的对木版印刷的钦佩。见 Thomas Francis Carter , The Inventωn 0/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 I925) , pp.26-27. 

( }ournals (ch. I ;4) , p. 22. 

( Ricci-Trigault( ch. 1;4) , p. 23. 

⑩ Ricc卜Trigault( ch. 1;4) , pp. 23-24. 

@ Ricc月rigault( ch. I ;5) , p. 27 

( Ricci-Trigalllt( ch. 1;5) ,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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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用"mandarin" →词来译比较贴切， "mandarin" 这个词既是"官

员"又是"官方语言"的意思。随后，利玛窦解释说"mandarin" 一词

可能源自葡萄牙语词"mandando" (指挥或命令)。他指出，在欧洲人

们已经普遍地用"mandando"来指中国的文官了⑩。利玛窦说耶稣会

士并不学习各地的方言，因为官话流行范围很广，妇濡皆通。不过这

个说法显然太夸张了，因为只有官话方言区的老百姓才昕得懂官话.

这些官话区主要在中国北方，当然也包括长江流域的某些地区。在

中国的其他地区，只有士大夫才听得懂官话，而利玛窦正是希望结识

这些人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利玛窦谈到了汉语

书面语的简洁。他说"这种描画符号而不是组合字母的书写方法

就造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可以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

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说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必须~嗦半天

还没有说清楚。"⑩从上述对中国地理、科技与文化的描述来看，我们

可以断定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在某些方面虽然薄弱，但在总体上却

是深入而扎实的，这为他的适应政策打下了基础。

4. 利玛窦对于结合儒学与基督教的设想

/，~ 二部中华帝国史就是以孔子为源头的一系列兴衰沉浮史。在

2100 年里，孔圣人是定义各种哲学观点的主要依据⑩。当然，在中华

帝国的历史上确实有儒学以外其他有影响力的学说，比如说六朝时

期(220-581) 的道教和唐代(618-907 )的佛教，在民间和朝中也确

实有一些影响不能被定义成儒家学说。不过，非儒家的学说往往只

能短暂地挣脱儒家给它们戴上的"异端"棚锁，最终也往往在某种程

( Ricei-Trigault( ch. 1 ;剧， p.47.

( }onrnals (ch. 1 ;4) , p. 29. 

⑩ 这种说法最大的例外主要是在六朝时期，儒家学说在那时失去了影响，道教和佛教作

为独立的文化力量不断上升。但是即使这种例外也是因当时皇权体系，尤其是行政

体制的彻底崩溃而产生的.而行政体制恰恰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动力和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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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与儒家学说相结合。这种结合有时表现为一种体系上的综合，

但更多情况下它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不同方面。一位士大夫可能在

公开场合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儒士，在私人生活中则实践道教延年益

寿的技巧，而安葬父母时采用的又是佛教的仪式。中国人的宗教不

像犹太基督教传统那样严格要求信徒对本教保持忠诚。

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多创造，尽管与欧洲传统中惯有的创造相比，

这种创造的范围要狭窄得多。中国人允许的创造限于正统儒学和

儒、道、释三者相结合的两极之间，不过这个范围并不像看起来那样

死板(的确，很多人的头脑都遭到了禁锢，但这种禁锢更大程度上来

自决定人命运的科举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限制，而并非来自儒、

道、释传统的内容本身)。中国人的创造力要培养的是思想的微妙

与深度，而不是变化和独创，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对正统儒学的本质到

底是什么的激烈争论中看出来。

.041. 

在这个时期，反对儒学的人通常被视作挑战既有思想道德秩序，必·

的造反者。毋庸置疑，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能保持持续的影响力，不单

是因为孔子学说的力量和灵活性，同时也是儒家思想与中国的行政

体制相结合的结果。"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提供内容，因此成为

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作为一种人人平等的通往财富和权力的途径，

儒家的科举考试体系是不完善的，却有着极大的适应性。儒学强调

遵循"四书""五经"中的先例，一方面稳定了文学与政治，另一方面

又制约了它们的发展。在关注民生方面，"四书""五经"助长了一大

堆口头承诺的产生，也促成了大量实际行动的实施。儒学讲究道德

和精神方面的修养，因此产生了大量道德理念，人们终日挂在嘴边，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遵循这些理念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在文化史上正处于一个非常有创

造力的时期。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创造"往往不等于反对儒

学。在晚明时期，即使是李费 (1527-1602 )那样最激烈抨击儒学的

人，也并不是从整体上对儒学进行批判，而是对那种死气沉沉、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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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的虚伪儒学进行抨击@。经朱嘉阐释的儒学在当时已经成为钳

制思想的正统学说，李费对他的批判远远多于对孔子本人的批判。

不过，即使说李费是一个极端，也并不意味着晚明的许多中国人

对他这种更为激进的思想形式没有同感。在这一时期，许多革新思

潮都融合了各种学说，并强调二种观点，即儒、道、释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另一些革新的力量只是暗含着融合众说的意思，如王阳明

( 1472一1529) 的新儒学。王阳明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相信自己坚

决秉承了儒家传统，因此是儒学最正宗的评注者。不过，王阳明强调

主观与内省的因素，这就使儒学带上了一抹与佛教和道教极为相似

的色彩。儒学-向将佛教视为异端，对其有着严厉的批判，在回归孔

子原儒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批判很盛行，但在明朝却有所缓

和，这是明朝思想开放、融会各说的→个有力证据。晚明的创造力并

未全部被引向一个融合众说的运动。儒学思想史上一个不断重现的

特点就是:总是有人起来对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派别自封的正统

性进行质疑。这些人往往倡议阻归到孔子学说的一种更纯正形式中

去。所有的儒学派别都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四书""五经"的某

种注释上，因此大凡视自己的注释为正统的，都要否定已有的占统治

地位的注释，并对经书文本本身重新作-番考察。大多数要求重新

释经的重要学者都会提出自己的注释，并引用先前他人注释中对自

己观点有利的地方。然而，各种新注辞中最根本的主张都并不是什

么全新的观点(全新的观点是让人憎恶的) ，而是对经书原本的、真

正意义的发现。经书本身被认为是传说中圣人的记录，就连孔子本

人也称自己不过是个传达者，即"述而不作" ({论语》第 7 篇第 1

节) ，因此重新释经就是要还原先圣观点的本来面目。

⑩ 近年来对李赞最全面的研究是 j扣ea咄a缸阳n-Fra扭n即lÇ伊ois B肌剧illet阳e肘r ， Lμi Z.劫hi p川hil古:los

/60ω'2)川(Geneva ， lω979引) 0 另见 Hok←-Iam Cαha旧an叽，μ Chi汕h 15刀27-160ω2 in c凹οntemporaαrηy ιC咱hi旧s皿e 

hi白S耐t归归on

主义背景下对李费的研究.. InclividuaJism and humanitarianism" , Wm. Theodo肥 de Baη ， 

ed. Self and societr in Ming thοught (New York , 1970) ， pp.188-225υ 



第二章利玛窦开创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争取为文人所接受
.043. 

利玛窦的适应方法既包含了对儒家传统本质的理解，又包含了，77

将基督教介绍到中国的巧妙途径。要理解他的适应政策，这两方面

的因素缺一不可。利玛窦对孔子的介绍充满了赞誉之辞，他说，根据

最可靠的资料，孔子诞生于公元前 551 年，享年 70 多岁。"这位博学

的伟大人物……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

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

的人更为神圣'喻。

不过，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孔子尽管品

德高尚，却是异教徒。因此，我们发现利玛窦在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

时用词非常小心"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人史册中

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异教哲学家"也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

们在利玛窦时代极受基督徒的推崇。因此，利玛窦尽管注意到中国

的读书人把孔子作为他们共同的大师来尊敬，并对他的话丝毫不敢

质疑，他却并没有将孔子当做耳目稣的竞争者来对待。利玛窦解释说，

这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哲人和统治者是将孔子作为凡人而不是神来尊

敬的。利玛窦在一段话中坚决否认儒士尊孔的仪式是宗教性的@，

这段话后来在礼仪之争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利玛窦对于他认为与孔子有关的学问，即"道德哲学"的态度则，矿

根本不是褒扬@。利玛窦在这方面的论述流露出了大量欧洲沙文主

义和文化近视的色彩。他说，道德哲学是中国人所知的唯一一种较

高深的哲理科学。他认为中国人对道德哲学的论述是有缺陷的，主

要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懂逻辑。利玛窦所说的逻辑显然是指与亚里

士多德演绎法逻辑有关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论。因此，利玛窦认为中

国人的伦理学是棍乱的，虽然他承认中国人也得到了理性之光的一

@ Jour阳ûs (ch, ) ; 5) ,p, 30, 
( Ricci-Trigault( ch. 1 ;5) , p. 29 , (eh. 4;6) p. 368 & (ch. 1 ; 10) p. 108. 

@ Ricei-Trigault( ch. I ;5) ,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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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指引。利玛窦所受的伦理教育无疑是亚里士多德的模式，这就是

他用来衡量中国人道德理论的标准。

关于九部中国经典著作，利玛窦认为其中四部(即"四书" )是孔

子编定的，孔子还亲自撰写了"五经"。这个观点今天受到人们的质

疑，不过利玛窦当时很可能参考了今文经派的观点。从汉代(公元

前 206 年一公元 220 年)以来，今文经派就一直称是孔子撰写了"六

经"@。"六经"中的《乐》在汉代之前就已供，因此还剩下"五

经"一一-<<诗》、《书》、《礼》、《易》和《春秋》。与今文经派不同，古文

经派认为是周公(公元前 1094 年)撰写了"六经"孔子基本上是周

公学说的传播者@。当代学者倾向于认为"五经"大部分写于孔子时

代之前，孔子本人撰写了《春秋} ，为《易》作了注，并编定了"五经"

中其他几部经书@。

科玛窦认为孔子编定"四书"的说法有些混乱。"四书"包括《大

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其中《论语》是孔子死后他的学生所

编的孔子语录。《孟子》是哲学家孟子的著作，孟子是孔子的追随

者，他活动的时间(公元前 371一前 2897) 在孔子之后。《大学》和

《中庸》原先是《礼}(就是科玛窦所说的孔子撰写的"五经"之一)中

的两篇c 直到朱嘉的时代(1130一1200) ，这两篇才被捕选并重新编

辑，成为独立的作品。朱嘉的选编和注辞实际上创造了"四书"这个

范畴，在明清两代，"四书"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从永乐皇帝

(1402一1424 年在位)直到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四书""五经"

和朱嘉的注释构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

( Fung Yu-lan ,.4 history u1 Chinese philosof.向， Derk ßodde , trans. 2 vols. ( Princeton. 1953 ) 

1,46 & IJ , 133-136 

③ Fun日 ， His加r) 1,56. 

⑧ Fung ， Histοry 1 ， 65→-66 及 Wing-tsit Chan ,.4 Sοurce bοοk ;n Chinese philosuphy (Princeton , 
1963) ,p.18 

③ 兑 lchisa盹a副d巾la M 川川-、3‘a阳3

lω981川) ， p仰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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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进行研究后证实.关于孔子是"四 .j~9

书"作者的泪乱说法的确来自利玛窦本人⑩。耶稣会土踏上中国的

土地后不久就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四书"上。利玛窦的前任，比他早

两年来华的罗明坚可能是尝试将"四书"翻译成欧洲语言的第 4

人⑩。利玛窦几乎在同时紧随其后进行翻译，有证据表明利玛窦为

"四书"所作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被用来作为教授刚到中国的耶稣

会士中文的材料⑩c 德礼贤神父认为，利玛窦的译文和注释最终成

为了《中国哲学家孔子} ( Confucius Sinamm philosoph us , Pa巾， 1687 ) 

一书中所收的"四书"中"三书" 即《大学》、《中庸》和《论

语》一一译文的基础@。这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利玛窦对

新儒学建立的根基之一一朱亮的"四书"注释则持相当否定的态

度，这既有其思想基础，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在利玛窦看来，新儒学

与基督教矛盾太大，这两种学说之间不可能允许有思想上的调和。

此外，朱嘉的新儒学在本质上还不够兼收并蓄，因此不可能在其自身

③ d' Elia ， F，叫 Riccìαne 1,42• 4 & Rieei-Trigault( eh. 1;5) .p. 32. 利玛窦把子LT当成"阴

布"作者的说法在加菜格尔神父翻译《基督教远 llE 中国史》的时候就变得更加i昆淆

r .1也的译文颇有误导之嫌这部 l~是从前面提到的那四部书中摘录下来的撮耍，被

称为‘阴书'_" ;{对J这 f仇钊i叮j 话t打拉;主f 了文原i话舌吏确切的翻译f应句是这部一书f书5 由阴丰卒;书组成 ~λI叶)1 因

人将这阴本书币酌称$草;为‘四 1朽5' 0" (什ld V(归m凹en.q巾uia libr 

pellan阳11川mt.)

( J 对罗明!坚翻译.. Vq 书"取得成果的研究见 Knud Lundhapk. "Tl町 First Translati，川 frorn a 

Confu('ian Cla制ìc ìn Europe" .China Mi.,sirm Studies (1550-1800)B I111etin 1 (1979):1 

II 

@ 金尼i到保留了利玛窦为"四书"作拉丁文翻译和注释的记载( /}e Chri.lliana expediliοfl.s 

[ ch. 4;3 J p. 344) ，略去 f利码窦札记中其他提到"四 W' 的地方3 见 d ' Elia. FOllli 

Riccialle 1.330 (3;18)& 1.380 ( 3;13) 关于"四书"曾作为 17 世纪刚到中国的耶稣

会士早期诺言训练的→部分材料，可以在金尼|哥、龙华民、安文忠等冲父的著述中找

到证据μ 见 De Chrislia川叫时ditiorlS ("h. 4; 3 ) [J. 344; Nìchola Lon!(obardi. 只'aité sur 

ql1elql1时 !，oinls de la religioll de.' ι也inοi.l ( Paris .1701 ) ìn Chrìstian Kortho\t. ed.. Vivi illllslri.l 

Codl可{ridi Guil Leilmitii epistolαeαd diversos 4 vols. ( Leipzi l(. 1735 ) Il, 165 ; Gahriel d,> Ma

I(aillans (Ma芭alhaes) • Nouvelle relation de 1" Chine ( Par拙， 1690) .p.102 0 

Ô]) rl' Elia. Fonti R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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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教之间为一种适应性策略留出空间。

"新儒学" ( Neo-Confucian) 这个术语来自欧洲，在中国并没有相

对应的词。这个词来自一个复兴孔子本源的阶段，有一个术语"道

统"与此有关。"道统"的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儒学前辈韩愈

(768-824) ，他抨击佛教，并强调说，通过孔子来传播古人纯正学说

的传统在孟子以后便逐渐消失了@。不过，"道统"的完整理论要到

朱嘉时才形成。朱嘉认为，"道" (正确的方法)在孟子之后逐渐消

失，直到宋初在哲学家周敦颐和程氏兄弟那里才得以复兴@。朱嘉

将"道统"理论扩充为一种哲学学说，叫"道学"。这个学派经历了从

1195-1202 年被禁到 1240 年宣布成为国家官方哲学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名称从"道学"变成了"理学"@。

w 新儒学习惯上被分为两个支派。第一派强调"理"的概念，常常

被认为是唯理论的。"理学"也被称为"程朱理学"，程颐 (1033一

1107) 和朱嘉是该派别的领袖。第二派"心学"强调内在的发展，有

人颇为含糊地称"心学"是一种哲学理想主义的形式。"心学"也称

"陆王心学"，其代表是陆象山( 1139-1193 )和王阳明(玉守仁，

1472-1529) 。钱穆等当代中国学者对这种将新儒学传统分为"理

学"和"心学"两支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有误导性@。

不过，不管这两派在哲学上的区别到底如何，它们在历史上确实关系

@ Wing-tsit Chan ,A 80Ufce book in Chinese philο叫Jhy(P口时eton ， 1963) ,p. 450. 

@ Wing-tsit Chan , " The IIsing-li ching-i and the Ch' eng-Chu School of the Sevent忙e阳e旧阳ntl由h Cen n 

tur叮y

pp.567-569 

@ 以下文章讲述了从"道学"到"理学"的转变: James T. C. Liu ," How did a Neo-Confucian 

se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Philοsophy East & West 23 (1973) :483-505 & John 

Winthrop Haeger ,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Neo-ConfueÎan syncretism" , }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1972) :499-513. 

@见 Tu Wei-mi吨， "Reconstructio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 JIοurm证 of Asian Studies 33 

(1974) :44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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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并对"道统"概念有着不同的态度@。利玛窦对程朱学说比较

熟悉，并在他的《天主实义》一书中提到了朱嘉和程氏兄弟之一(可

能是程颐)@。利玛窦对陆王学说却知之甚少。他之所以反对新儒

学，是认为它已经背离了儒学最初的内容，从原来的有神论走向了泛

神论和无神论。

.047. 

利玛窦说，虽然中国的古人相信灵魂不灭，许多晚近的文人却教 W

导说，肉体死后灵魂就不复存在或很快离开肉体@。他说，当时文人

最普遍信奉的说法来自公元 1100 年左右的佛教徒。这种说法认为，

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构成的，这种物质和宇宙的创造者是

一致的。利玛窦所说的这种学说属于新儒学，基本上是程朱学派，新

儒学早期的宇宙观中借自道教的部分并不少于借自佛教的部分。例

如，新儒学最根本的太极图很可能是周敦颐( 1017一1073 )间接地从

道教大师陈持(约 906-989)那里得来的。说得更明确一些，利玛窦

指的那种物质是"气"，不过他强调"气"而对"理"不作补充性的介

绍，这与新儒学另一位影响重大的人物张载( 1020-1077 )的哲学更

为接近，在总体上与程朱学说的距离较大。然而，利玛窦准确地抓住

了宋代出现的新儒学宇宙观中所充满的关于物质和谐统一的精神实

质。利玛窦反映得不够准确的地方是，上帝被看成是宇宙的一部分

(即泛神论) ，而不是像一神论的基督教那样认为上帝是凌驾于世界

之上的。程朱学说认为最高的宇宙哲学概念"太极"是世界的一部

分。新儒学在多大程度上将"太极"看做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神(即

"上帝"或"天" )的一个神圣形象，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从未，在和

他的学派对经书的注释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与基督教的神及创世的

观念相竞争的宇宙哲学。因此，我们发现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直

@ 见 Cωhan ， " ‘"‘ Tηl町 H品SLT昭-li c而hin咆.g-l川an时d th趾1忧e C仙h'e臼n吨】g-C仙hu S位阮Scho凹阳00叫)1 of t山he Se肝ve凹m削nteent山h Centurηγ 

p.568以及 J扣uli归a Chin芭ι， "Trut由h a皿nd i，【leo【o山log助y: the Confueian way (T.αο) and ils transmission 

( Tan-t' llng) " ,}ournal of the Histοr) uf ldeas 35 (1974) :371-388 , 

@ 利玛窦，{夭主实义)( 1603) 上卷，20a-21a 页。

@ Ricci-Trigault( ch. I ;10) ， pp.105一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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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批判了新儒学的"太极"概念@c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明确地将古代经书中的学说与新儒学

的重新阐释区分开来⑩。他写道"四圭曰:余虽末年入中华，然窃视

古经书不怠，但闻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 l二帝，未闻有尊奉太极者。

如太极为 t帝→万物之祖，古圣何隐其说乎?"@利玛窦论证说，中国

古代经书中使用的"上帝"一词和基督教的 I二帝相近，但是他又明确

否认新儒学的"太极"和上帝之间有任何关系 c 利玛窦在具体阐述

孔子的一句话时说"如尔日:‘理含万物之灵，化生万物'，此乃天主

也。何独谓之‘理'，谓之‘太极'哉?"。

15:}J 晚明时期，程朱新儒学作为官方正统学说的地位巳牢固树立，将

儒、道、释融为一种学说是晚明思想史上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思潮

之一一。从某-方面来说，利玛窦同时反对正统学说和创新思想，似乎

是为了加进欧洲的基督教而不问青红皂，白地一股脑儿拒绝中国文化

主流⑩。不过如果仔细推敲.我相信大家能明白，利玛窦之所以反对

这两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是因为他吸收并实践了晚明的融合与创造

精神。利玛窦的中国化倾向将他引向这种主流精神，而他所摸弃的

成分和李费相比显然是温和的。利玛窦反对的东西完全在那个时代

可以容许的范围之内。一百年后，中国文化要守旧闭锁得多，那时普

遍出现了回归孔子源头的潮流。因此我们发现，下-个世纪那些具

有利玛窦适应思想精神的耶稣会士会在程未新儒学与基督教之间进

行协调 3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卫方济 (François No剖， 1651一1729 )神

父翻译了"四书"，将书名定为《中国典籍六种~ (Sinensis i叫

⑩ 新儒学使用"太极"一词从用敦颐的《太极因i兑》开始。

⑩ 参见 Johll D. YOIIII!( 对利玛窦创造"先儒"~ì司的研究，见 Jolm D. Young , Cnr矿ïlciafU:snl

ω，，1ι:hrisfianit.r: fhe jìr.'f encOIlIIfer (Hong Ko咔， 1983) ,1'1'. 28f。

⑨ 利玛窦 1t夭主实义> .上卷，第 14b 页

③ 孔子的这句话出白《论语》第 15 篇第 28 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 夭于利玛窦;，(.J 明代"儒道释=教合..学说的批判见 Rie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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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αιsici sex , 1711 )⑩。此外，马若瑟 (Joseph de Pr居mare ， 1666一1736 ) 

神父在他的《论中国人一神论信仰的信件} (Lettre Sllr le monotheisme 

des chinois ， 约 1728 年编)中试图将新儒学的宇宙观与基督教相调

和③。

但是要证明利玛窦确实被晚明的文化生活所同化，最有力的证

据并不是消极地看他否定了什么，而是积极地看他创造了什么。利

玛窦创造了一种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学说，这完全符合晚明融合众

说的思想。只不过利玛窦没有将王阳明派的儒学与道、释两家进行

融合，而是提出了结合儒学与基督教的设想。利玛窦指出，信奉儒学

的士大夫们甚至不承认自己属于某个教派，而是称自己这个阶层更

像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和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一个学术

团体，他们强调的是维持一个秩序井然的安宁社会③。利玛窦还说，

士大夫也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家庭的经济稳定，不过他没有提到

重视经济是上层阶级的特征。利玛窦将儒家的"五伦"描述为父子、

夫妇、主仆、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利玛窦称，儒家的格言与人类

天赋的理性和基督教的真理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说，儒家教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7; 12 和《路加福

音问 ;31 中所说的为人准则，即"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待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与基督教不间，儒家允叶一夫多妻，

不赞成独身，并宽容对待其他宗教。

利玛窦为他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设想准备好了依据，他说: 6:] 

"文人的学说除了很少一些地方，绝大部分与基督教的原则是根本

不相违背的，这个学说可以从基督教中得到极大的益处，也可能通过

((3 见 Da削VI仅刘d E己 • Mun吨1吕伊代11勘l扣0 ，‘"The first 刷川附】览)m叫npl扣et怡e tran 

1轧x:毛e剧s址t

P仰1'.515-541 二

⑤ 见 Da沁如a盯川VI叩圳"川【rl E. Mm吨ell札0 ， "The Re刷('on阳【cil寸iliation川on皿n of N飞'1，，(ξr阴凹阜吨咱o叫】

\YIι巾t讥lingρS of J扣OS耐s耐时e叩号币P抖h de Pr，时-臼阳m盯e ， S. j." ， Plμ'úlos附S剿soο)pln川、γf 且R，α削8t & Wesl26 (1976) :389-4 10 , 

( Ricci-Trigault( eh. 1 ; 10) •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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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得到发展和完善。"@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利玛窦在

1609 年写给日本教区副大主教巳范济(Francesco Pasio) 神父的信，

看看他在信中如何以更为私人的方式再次确认了自己在札记中的这

个说法。利玛窦说"文人的这-派很少提及超自然，但是他们的道

德(理想)几乎和我们的完全一致。因此，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歌颂

(儒家伦理学说) ，并用它们来驳斥其他(两派)。我对(基本的儒家

学说)不作批评，不过我尝试对儒学中出现的与我们的神圣信仰相

抵触的地方进行解择·…..然而，我并没有忘记对文人那些与古人相

背离的新观点进行辩驳。"⑩

利玛窦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中的儒学来自在研究古代文本基

础上对经书的重新阐释。利玛窦坚持认为这种研究能揭示先儒与基

督教在一神论和道德观上的近似性，并能证实中国人曾经信仰过一

个唯一的神。在这一点上，利玛窦的原话说得很明白"在欧洲所知

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

国人犯更少错误的了。从他们历史一开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着

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他们称之为天帝，或者加以其他

尊号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中国的古人)还教导说理性之光来

自上天，人的→切活动都须听从理性的命令。"⑩对于二直很棘手的

异教身份和灵魂得救的问题，利玛窦表现得很灵活，他并不否认古代

中国人的灵魂也能得救。他这样写道"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

由于上帝的慈悲，很多古代中国人借助于他们所必然有过的那种特

别的帮助，己在自然法则中找到了得救，据神学家说，那是只要一个

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给他的帮

助。"利玛窦相信，中国人的书籍记录了 4000 年历史中他们为谋大众

( }ournals (ch. 1 ; IO) , p. 98. 

⑩ 由 George 1. Harris 翻译并引用，见 George 1. Haπis ， "The Mission of Matteo Ricci , S. 

J. " ， Monumentα Serica 25 (1966): 127 0 意大利原文见 Tacchi Venturi ，句ere storiche II. 

386 0 

⑩ Iοurnals (ch. 1 ; IO) ,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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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所作的无数善行，还写满了道德训导，这些书籍可以作为证据来

表明中国人确实通过自然法则得到了灵魂救赎⑩。

在中国传统的环境里，利玛窦意识到:某个观点只要能表明是在 w

古代就已经有的，使具有了权威性，从而使当时的中国人接受对经书

的重新阐释。在利玛窦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中，儒学主要贡献

其社会和道德的成分，基督教主要贡献其宗教的成分。值得注意的

是，利玛窦对社会成分的看法是兼容并包的，既包括祭祖的礼仪也包

括尊孔的礼仪。在利玛窦看来，文人每年进行的包括在祖先坟前摆

供品的祭祖仪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教育活着的人，尤其是教育儿童

和青年如何孝敬父母@。通过这样的解释，祭祖的仪式就同基督徒

对父母的爱相一致了。不过利玛窦也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信仰的根

基是单薄的，因此他补充说明，中国人一旦信了基督教就应该以救贫

济苦或者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在祖先坟前摆供品的习俗。最后，

利玛窦又说，中国人显然没有将他们己逝的先人看做神，因此他们对

先人并没有什么乞求。利玛窦感到，在他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

中，被取代的只是后来从早先纯朴的儒学中衍生出来的新儒学。儒

学的绝大部分成分仍完好如初(如果人们接受利玛窦对儒学的重新

解释的话) ，这使得文人更容易踏进基督教信仰的门槛。

利玛窦寄希望于文人的权威地位，将他们看做中国社会的楷模

来带动受教育较少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利玛窦的儒学与基督教

结合模式是希望用基督教的宗教成分取代中国社会佛教和道教宗教

成分的一个尝试。利玛窦在创造这个模式时，针对的显然是受教育、

有文化的精英阶层。这个模式要是用在广大民众身上，到底能在多

大程度上奏效，则更令人怀疑。实现利玛窦模式的另一个潜在障碍

是:利玛窦显然不了解儒学经典在文本问题上的复杂性和根深蒂固

的争议。利玛窦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是有一定深度的，并不仅

( Ricci-Trigault(ch.l ;10) , p.104. 

⑧ Ric(丁i-Triga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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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停留在充当传教策略的层面上。他认为基督教在华的命运取决于

"中国人是否能接受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这样一个复杂的问

题@。利玛窦于 1610 年逝世，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朝代的更

迭中继续不断演化，不过利玛窦的模式有着坚实的基础，足以继续成

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在整个 17 世纪，其他耶稣会士在一些持赞

同态度的中国文人的协助下将利玛窦的适应政策继续发展衍化出了

一些新的形式，不过仍保持着利玛窦最初创造的基本方案。

6;5 利玛窦之所以选择儒学作为与基督教相结合的本士成分而没有

选择佛教或道教，并不仅仅是出于当时当地具体环境的考虑，也是因

为中国各种学说内在的动力有所不同。佛教源于印度，但是利玛窦

面对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形式。他对佛教严厉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他将佛教看成了基督教的对于。相比之下，当今却有将佛教和基

督教结合为基督禅( ChristÍan Zen) 的大胆尝试，不过这种结合是否在

信仰上有巨大的潜力还有待观察@。利玛窦知道基督教和佛教之间

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不愿意对佛教作出像对先儒那样的让步，即

承认佛教也已经通过自然法则发展出了类似基督教的道德c 相反，

利玛窦认为佛教是从西方哲学家和基督教那里借来了这些要素，并

对其进行了歪曲Wo 尽管利玛窦在理解上有偏差，但佛教和基督教

在伦理和修行方面的确非常相似(不过在存在论和有神论上则相去

甚远)。佛教的根本观点"慈悲"和基督教的根本观点"博爱"极为相

⑥ 几位学者最近出版了一些菩作，研究 17 世纪中国人对耳目稣会圭所介绍学说的反应n

这些著作包括 w阳1吕山Ilaμa扭H叫l1. P民el怡e附罔削on叽， "Fang l-eh七h巾 :W耶w岛Xíe刷耐s叫t阳em Le且arnu】g a旧nd

of Things' " , in The C!tifolding (扩胁。-Cm叭cianism ， Wm. Theodore de Ba叮， ed(New York. 

1975) ， pp.369-4 11 ，以及 "From interesl 10 indifference: Fang l-chih and Weslern Leam

i咚"仙 ， ing-shih wen-[' i (1976) ,60-80 ù 近年来出现了两部专论: Jaeques Gemel ,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配tion (Paris , 1982 )和 John D. Young ， Co旷UClαnLsm αM

Christianity: t加 first encounter 0 

@ 见 WiI山山11汕li归am J扣【ohnslon ， The still point (New Y ork , 1971 )和他的另一本书 Christian Zen 

(New York ， 1971)ι 

自费 Rieci-Trigault(eh.1 ;10) ,pp.llO-l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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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佛教和基督教都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并都有高度发展的禁

欲传统。两者均具有某些高度发展的内心冥想传统，包括诵经、念珠

和默祷。但是事实证明，对于利玛窦所寻求的结合模式来说，佛教和

基督教的相似之处并没有儒学对基督教所进行的补充那样至关

重要。

.053. 

利玛窦的适应方法和儒学与基督教结合的模式，特别是对佛教 w

的不友好态度，遭到了一些现代汉学家的批评。傅兰克( OUo 

Franke , 1863-1946)认为，利玛窦如果将基督教与李贺的思想而不

是儒学的一个正统团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话可能更为明智些。因为后

来到了 18 世纪的时候，这些儒学之士转而与在华传教因为敌了@。

傅兰克先生认为，利玛窦本可以从李费那里得到启发，认识到自己以

为与基督教有着相似信仰的上古中国其实还没有儒家思想，还处在

前儒家的时期。此外，傅兰克还认为，利玛窦由于狭隘地将李贺看做

佛教徒，也就是异教徒，因此将李贺彻底地从自己正式的考虑范围内

剔除了出去。傅兰克的分析是深刻的，但是他忽视了耶稣会传教工

作的特点就是打入知识分子和现有的文人士大夫群中去。

更晚近一些时候，谢和耐(Jacques Gernet) 先生则认为:利玛窦

排斥佛教并认同晚明的一股高度理性主义潮流是一个错误。谢和耐

称，基督教和佛教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它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反

对佛教，这些相似之处之所以未在那时显露出来，完全是耶稣会的策

略造成的。谢和耐强调，除了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一些先进技术，利

玛窦的欧洲宇宙学是哥白尼之前中世纪式的学说。他说，关闭在透

明天球中的宇宙是封闭的、有限的，这是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式的观

点，它与中国古往今来所有思想家均赞同的宇宙非固态说正相反。

所以，利玛窦认同东林党人运动的做法注定会走向失败(利玛窦认

同东林党运动的根据是，东林党人和耶稣会士都反对宦官统治，反对

( OUo Franke. .. Li Tschi UIllI Matleo Ricci" .Abhandlu咽n der pren,sischen Akademie der Wis. 

m叫(ifìen (Berlin) ( 1937)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nr. 10 , p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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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中的佛教势力，反对思辨哲学)@。谢和耐先生敏锐地分析了利

玛窦适应方法中不利于成功的一些因素，但他没有看到积极的因素，

我认为这些积极因素比消极因素更重要。

在介绍中国政府机构的最后部分，利玛窦将中国的政府机构与

欧洲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相比之下，欧洲处于劣势。首先，中国人

缺乏军事野心，这给利码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他说中国历史上

完全没有侵略，这样说是夸大其词的@。在中国社会中，不管是军事

侵略性还是个人的肢体侵略性在程度上都要弱一些，这个现象常常

引起欧洲人的注意。当然，他们并不总是像利玛窦那样，认为这一点

值得称颂。利玛窦对中国人的第二点赞颂是:由"哲学家"即文官管

理的政府。他说，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全部掌握在文官的于中。在

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时候，文官的地位比武官要高，这让利玛窦尤其吃

惊。军事领导人的地位太低了，绝大多数人连军事会议都没有资格

参加!利玛窦还说，在有抱负的官员眼里，最低级别的文官都要比最

高级别的武官更受尊重。这给利玛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甚

至没有认识到军事的松弛己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在利玛

窦写下这些文字后不到 40 年，一个侵略成性、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

的北方民族一一满洲(耻朝)就征服了中国。但是中华文化的力量

却是强大的，在汉化的过程中，满洲人的军事观念和威力被渐渐削

弱，他们最终成为了陈腐僵化的新儒学正统的最坚定保卫者。

U 利玛窦以及后来其他人笔下关于哲学家管理中国政府的观点，

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学术界，致使欧洲人将中国理想化了。理想总是

比现实更具影响力，从现实来看，晚明并没有达到哲学家治国的理想

@见 Jacques Gernet , .. La polit叩Je de eonversion de Matteo Ricei" & "A propos des conlacts 

entre la Chine et l' Europe aU8 XVII俨 et XVIJl" 8i岳des" ,Acta Asiatica (Tokyo)23 (1972): 

78 ---92。对利玛窦的论述另见 Jacques Gernet , .. Phil，削phie chinoise et chris阻1St由tIan屿me de e 

la f且ín du XVI'< au mi让li由el阳u du XVW s归1色祉d扣e

i臼8 ， 1ω97邓6)p阳p.1η3一2药5&C仙hin阳n配e et ehrist恤IanI阳II川l屿8m阳n酣肘l'阳e号 p.25幻fo

⑨ R阳仨Trigault( ch. 1 ;6) , pp.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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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利玛窦对当时势力很大、贪婪成性的宦官马堂进行了严厉的

批判⑩，但他在总体上并未对宦官作很多批评，他还以温和的语调赞

扬了万历皇帝。利玛窦似乎缺乏历史眼光，对中国政府的内部运作

也不熟悉(后来的耶稣会士在这些方面都有了改观) ，因此利玛窦不

了解万历皇帝和官员们的联系到底少到什么程度，也不了解万历皇

帝是如何几乎完全通过宫中宦官来与官员们进行交流的。从 1589

年到 1615 年间，万历皇帝从来没有上过朝，这足以说明皇帝荒于朝

政到了何等程度。 1590 年，万历皇帝停止了与翰林院学士们的接

触。翰林院是一个由大学者组成的学院，翰林学士通常为皇帝出谋

划策。万历皇帝从 1591 年到 1620 年驾崩，只和阁老，即政府的最高

官员进行了 6 次面谈!@万历皇帝不但靠宦官向文人传达旨意，还

任命宦官担任行政职务，有效地取代了文官的权威。由于宦宫的文

化程度一般比文人低，而且其地位的保障多有赖皇帝，因此绝对忠于

皇帝。而文官主要忠于儒家信条，因为这就是他们得以进仕的根本，

同时，他们也忠于体现了这些信条的社会阶层。文人之所以忠于皇

帝，是将皇帝看做了儒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上的领袖。宦宫的腐

败行为尤为严重，许多历史学家都将晚明宦官数量和势力的骤增视

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危险信号和导致明王朝覆灭的因素之一。

5. 利玛窦对佛教的论述

.055. 

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专门讲述宗教派别的一章中，利玛窦对 ó;f

佛教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他将佛教称为" Sciequia" (释迦)或

"Omitose" (阿弥陀佛)⑩。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佛，人们普遍相

信，只要反复诵念他的名字，便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获得重生。这原

( Rieei-Trigault( ch. 4; 11) , pp. 394• 05 

( Goodrich & Fang , pp. 326-327. 对年轻的万历皇帝略表同情的观点见 Ray Huanι 

1587 ， α 严αr q! no significance (New Haven , 1981 )。

( Ricci-Trigault( ch. 1 ; 10) , pp. 1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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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 A种虔诚的民间信仰，到了明代已同中国本士佛教的其他形式

混合在一起。利玛窦对佛教的另一个称呼.. Sakyamuni" (释迦牟

尼) ，指的是历史主的佛陀乔达摩，他通常被认为是佛教的人间创始

者。然而，利玛窦的介绍中只字未提作为人或者宗教创始者的佛，虽

然他确实讲到佛教的"创始者们"在佛教传人中国前就去世了。利

玛窦很可能将释迦牟尼于公元前 5 世纪去世的记载同存在很多佛的

说法结合了起来，并得出结论，佛教的这些创立者在佛教传入中国之

前就已去世。利玛窦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并通过中国传

到了日本。他重述了汉明帝(公元 58-75 年在位)梦见 a种新宗教

后遣使西行探访的故事。关于这个广为流传的明帝梦佛并遣使西去

印度的故事，当代的佛教研究者对它就是佛教传人中国之肇端的历

史真实性表示怀疑c 陈观胜( Kenneth K. S. Ch' en) 和许理和( E. 

Zürcher) 的研究列出了这次远行的时间、目的地、使节姓名以及据说

跟随便团回来的异国僧侣姓名等各种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彼此互相

矛盾⑨。不过，两人认为这段记载并不真实的最终理由是:这个传说

中的托梦故事发生之时，佛教已经传入了中国。

ð:? 利玛窦对明帝梦佛传说中基本细节的重述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不过他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却令他说出了 4些让人无法容忍的观

点。他认为这个梦其实是关于基督教的，据说那时使徒圣多默( St. 

Thomas) 正在印度传教。因此，利玛窦认为明帝所派遣的探访基督

教的使团误将佛教当做基督教带了回来。其次，利玛窦还认为佛教

从西方哲学家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包括四元素理论。他说佛教从

德i莫克利特学派那里借用了世界多重性的观点，又从毕达哥拉斯那

里借用了灵魂轮回说ο 利玛窦含糊地指出，佛教借用并修改了基督

教的兰位一体说、善人升天堂享福而恶人 F地狱受苦的观念以及独

身修行和诵经的习惯，他说佛教的诵经和格列高利圣咏( Gregorian 

毡j 见 Kenneth K. S. Ch' en , BlIddh i:im in Chinα( Prin l'eton. 1964) , pp. 29-31 以及 E

Ziireher. The BwUhisl ron'l uest 俘 China (L~irlen ， 1959) ,pp. 21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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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 听上去极为相似。但是在利玛窦看来，任何本可以在佛教教

义中找到的真理之光，都彻底地被混淆，并被荒谬掩盖了。

利玛窦对佛教在华发展历史的介绍表明他彻底地吸收了儒家文

人的观点。他认识到佛教最初繁荣发展是因为它宣扬的灵魂不灭和

来世幸福说很受大众的欢迎。(不过围绕佛教的自我说或灵魂说一

在以来都存在争议，佛教明确地以自我和灵魂的消除为其目标，因为

佛教认为自我是无尽欲望和痛苦的恼人来源。)利玛窦说，佛教的发

展就是"害人的谎言不知不觉也同样迅速地传播开来"的过程@，这

是典型的儒家反佛教论调。和绝大多数人的论调一致，利玛窦说，对

于佛教的发展，没有什么比儒家给予佛教的恶名更具破坏性的了。

儒家观点后面潜藏着的历史事实是，佛教在华早期发展过程中(约

公元 200-845 年)往往是在一种敌对的气氛中和儒、道竞争的。 845

年的灭佛运动对中国佛教造成了不可改变的破坏，而这次运动很大

程度上正是儒家使用手段以及儒家势力复兴的结果。利玛窦注意到

了中国佛教命运的沉浮，但他却说佛教继续保持生命力的原因在于

佛教的著作大量涌现。对于一个对正统和异端的区别有着强烈意识

的基督徒或儒者来说，佛教有太多种不同教义，显然没有哪一个体系

可以将这些教义全部概括进去，佛教的这些特点都太令人感到震

惊了。

利玛窦对"Osciami" 作了极大的批判。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和

尚"或者"僧侣"。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利玛窦对当时和尚

的一些粗俗元知的习惯感到反感，因为这和过分讲究文雅的文人士

大夫构成了强烈对比。他对和尚道德约束的松弛尤为厌恶，因为这

对于他们的禁欲生活来说是一种讽刺。利玛窦对佛教的寺庙也印象

不佳，他说寺庙就是"嘈杂的大旅店"@。不过他同时也注意到佛教

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利玛窦估计，晚明时期中国有两三百万名和

@ JοurllaL，、 (('h.l ;10) , p. 100 

( JOllrnals (eh.l ;10) , p. 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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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大大超出了学者近期的估算⑩。

6. 利玛窦对道教的论述

r 利玛窦在对佛教徒和道教徒的论述中将两者混淆在了一起。这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传教士中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将所有的非

犹太一基督教信仰归为一个信仰种类@。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的佛

教和道教在教义和实践上互有调和与折中。然而，利玛窦对中国三

大宗教学说的描述表明他对佛教与道教的本质区别是了解的。他重

述了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即道教起源于老子，据说老子和孔子同时

代@。不过利玛窦随后就有所偏离，说老子没有留下任何著述。实

际上，人们普遍认为篇幅短小却大名鼎鼎的《道德经》出自老子之

于，并且此书是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最多的中文著作。利玛窦看来并

不了解《道德经~，也不了解极为精妙难解的《庄子~ ，这本书的作者

是公元前 4 世纪的哲学家庄子。事实上，从利玛窦在文学知识上令

人惊讶的差错，我们不难发现，他完全不了解道家的哲学倾向，而将

道家完全等同于显然更具宗教形式的道教的道士和他们的修行方

式了。

实际上，道教包括信仰和修行方式各不相同的诸多派别，联系它

们的仅仅是一些若即若离的思路。这当中一个最根本的思路就是

"物极必反"，也就是自然界老化过程的逆转。在老庄的道家哲学倾

向和道教的宗教倾向之外，还有一种以求得长生不老药为目的的道

⑩据陈观胜先生称 (Buddhism in China , p. 452) ，利玛窦之后 l∞年左右康熙皇帝

( 1662-1722) 时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佛教"僧迦" (即僧众)由 110292 名和尚及

8615名尼姑组成。这些数据远远低于利玛窦所估计的两三百万和尚。

⑧ J扣Jol才l

并为→个异教种类的i倾顷向'但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对道教是有一些接触的O 见 Beek-

mann , ..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are und der Taoismus vom 16. Jahrhundert bis Gegen-

wart" , .Neue Zeitschr~陆 für Mis.,ionswissensch(}ji 26 (1970) :1-17 0 

( Ricci-Trigault(ch.1 ;10) ,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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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炼丹术，利玛窦在札记中几次以批评的语气提到了炼丹术，不过他

只是含糊地将其与道教联系在一起⑨。利玛窦对中国的炼丹术没什

么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将炼丹术看做了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构想的一

个阻碍。他将中国社会上对炼丹术的热衷看做一种不可救药的痴

迷，无异于一种精神上的失衡。有一种可能是:利玛窦认为道教追求

的长生不老对基督教提出的灵魂不朽构成了威胁。利玛窦注意到，

在中国，知识分子对道教的炼丹术和长生不老术最有兴趣，而知识分

子群体又恰恰是利玛窦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的目标人群。这样看

来，上述这种可能是很可信的。利玛窦意识到，追求长生不老对人的

文化水平有一定要求，文人们对此尤为痴迷⑨。利玛窦说，中国的许

多富人为了将普通金属变成银子而技人了大量钱财进行炼金试验，

最后弄得倾家荡产，追求长生不老的人也一样，常常超出了理性的极

限。(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儒学与基督教在理性上完全是和谐一致

的。)利玛窦说，在北京城里，大多数高级士大夫和宦官都"沉溺于这

种愚蠢的研究"⑩。

.059. 

当时有传言说耶稣会士掌握着一种秘密的炼金术配方，能将普厅

通金属变成银子。这种说法给耶稣会士和中国人的关系带来了麻

烦。中国人有时候觉得神父们故意保守这个秘密不肯公开，更有甚

者，在北京有个太监发现神父们其实根本没有掌握这样一个秘密后，

( Ricci-Trigault(ch.1 ;10) , p.115. 

( Ricci-Trigault(ch.l ;9) , p.l02. 

⑩ lοurnals (ch.1 ;9) ， p.91.利玛窦掌握了几个文人热衷炼丹术的第一手材料。其中的

一个是瞿汝要去(瞿太素) ，他是最早追随利玛窦的文人之一， 1605 年受洗。[见 Arthur

W. Hummel , ed. , Eminent Chinese ofthe Ch' i略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 1943) 

p. 199 0 J 瞿太素是江苏一个有名望的官宦人家子弟，据利玛窦称，他接受过文人的教

育，但是没有追求科举功名，却结交狐朋狗友，寻思邪门歪术，其中就包括对炼丹术的

痴狂。[见 Ricci-Trigault( ch. 3;3) , pp. 252-253 0 J 利玛窦的描述使这种对炼丹术的

迷恋听上去像现代人对赌博的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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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再有兴趣和他们继续往来⑩。有时候，寻找长生不老药和相信

凶日、吉日一样，是信仰基督教道路上个人的顽固阻力⑩。当代学者

对道教炼丹术的评价没有利玛窦那样低，而是将其看做中国人不断

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一项独特的成就。但是如果客观地考虑一下利玛

窦在晚明的处境，批评他未能形成对中国炼丹术的全面客观的认识

不免显得有些期望值过高，有些不切实际，而这种期望值的产生正是

将近 4 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为后学带来的便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后见之

明所导致的。

7. 关于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一些结论

72 利玛窦将中国人描写成头脑灵活，而不是思想封闭的人。这种

描述很有意思，因为许多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描述为因文化优越

感而自鸣得意，利玛窦的描述与之形成了对比。为了迎合中国人把

自己的国家看做"中央王国"的传统观念，利玛窦绘制了一幅中文世

( Ricci-Trigault( ch. 3;幻. pp. 267-268. ( ch. 3 ; 13 ) p. 311 & (ch. 4; 3) p. 342. 不少文人

被耶稣会士吸引是因为他们都相信耶稣会士除了具有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还

掌握着将普涵金属变成银子的秘技 3 瞿汝樊只是这些文人巾的一个2 利玛窦对这些

人的动机感到失望，这无疑使他对炼丹术作了一些尖刻的批判 J 掘和1月窦说，写 n.J 人

们认为葡萄牙人从中国人那里以极高的价钱买进大量的水银.然后用船运到日本，并

从日本满载银币回来U 正是这种想法，对耶稣会士掌握炼金术的传言起 f推波助澜

的作用。据说，葡萄牙人为了将水银变成银子而在日本使用 r--种神秘的外国草药

[见 R盯川r明ult( eh. 2; 10) • pp. 204-205 0 J 
⑩ Ric小



第二草利玛窦厅创耶稣会d 华适!但政策争取为立人所接受

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 ，并将中国放在了世界的中心⑩c 不过利

玛窦说，中国人经他介绍了解了实际地理情况后，"大多承认他们以

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⑩。

利玛窦适应方法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自身的知识

分子倾向，也是因为他在中国人中所察觉到的一些情况⑩。在《基督

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金尼阁加入了一段与利玛窦立场卡分一致

的话，他说中国人"不太情愿服用对他们有益的精神药剂，除非它有

知识的作料增添味道"f0。我们也可以将利玛窦的适应方法恰当地

称为"增添了知识作料的基督教"。这种作料的一部分无疑就是儒

学。在利玛窦和金尼阁的眼中，这种作料还表现为欧洲科学中吸引

中国人的那些方面。耶稣会士传授的内容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都是

⑩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至少有三个版本刊 1) 1584 年肇庆版: (2) 1601 年在冯慕冈(冯应

京)的Oi 令广义》中出版的版本刊 3) 1602 年北京版 c 1602 年版地图现藏于梵蒂冈

向书馆G 1584 年版和 1602 年版地图由德礼贤神父复制，分别登于 Fonû Ricciane II 的

抽页 viiÎ 丰1l 1lc 关于利玛窦地图更详细的内容见 Boleslav. Szezesniak , .. MaLteo R川sfs

Maps of China) " , lmago 几lUlldi 11 (1954): 126 一136. 另见下列文章: I.ionel Giles , 

.. Translations Irom the Chinese Map of Father Ricei" , The Geο'graphical }ournα1 oJ fhe Royal 

曲凉rψhical50口哟.52 (1918):367-385 &53 (1919):19 • 30; J. F. Baddeley ," Father 

Malteo Ri("门， s Chinese World-Mal 筒， 1584-1608 )" , Tlze Geοg叫，hical }ournal oJ the ROJ 

al Geographical Society 53 (1919) :254-270: E. H础wood ， .. The Helationships o[ the Hieci 

Maps" , The Geο'gmphical }ouTtwl oJ the Royal Geο'grcψhical 50ciety 53 (1919) :271-276 

& L. Carrington Goodrich. .. China' s First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s" ， G阳'graplzical R凹'ew

28 (1938) :400-411. 

( }ournaL, (ch. 1 ;2) , p. 7 

⑩ 有关耶稣会士对 17 世纪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人对耶稣会士的反应最深入的研究之

→是 Paul A. Rule 的研究。遗憾的是，他的博主论文.. K ' ung-tzu or Con[ueius? The 

Je81川 interpretation o[ Confucianism"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在本将撰写过程中

还在继续进行修改。不过 Rule 先生已经从论文中选取了部分内容作为_--篇文章发

表，见 Paul A. Rule , "The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esuits" ， p，α:pers on Far !'Iωtern 

Ili.ltory (Canherra) 6 (1972) : 1 一而 l 飞)-)→篇从1壮汉学家的视角对耶稣会在华政策进

行的有意义的阐述见队mald W. Treadgold , The West ;" Ru.l圳 α"d Chirw vol. 2. China , 

1582-1949 (Camhridge ,1973) , pp.I-34 c. 

⑩ jOllrlZflb、 (ch.4;5) ， p.325. 若想研究利玛窦的原文初金尼阁添加的内容，比较【l' Elia , 

Fοnti RicciαTlθII ,49 E.j Ricci-Trigault( ("h. 4;5) , pp. 355-356. 

-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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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所未闻的，在晚明自由的思想氛围中，许多文人(尽管不是全部)

对这些新鲜事物表现了极大的欣赏。欧洲的科学也很实用，在利玛

窦死后 50 年，当中国的思想氛围转为保守的时候，传教士们便转而

强调欧洲科学中实用的部分，而不是新鲜的部分。表达耶稣会适应

政策的特定方式源于中国人对书面语言的强调。利玛窦看到，仅仅

用口头论证很难说服中国人相信基督信仰的正确性，要说服中国人，

需要用中文撰写文学水平很高的著作⑩。这就是利玛窦为自己定下

的中文写作目标，{天主实义》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这不仅仅

是利玛窦个人的目标，这个看法也得到了利玛窦的上级范礼安( AI

vonso Valignano , 1568 [1569 ]一1640) 神父的赞同，并在此基础上制

订了一个对新来的耶稣会士进行语言培训的方案。而这一切，都为

下一个世纪耶稣会在华的整体传教计划确定了方向。

( Ricci-Trigault( ch. 5 ; 17) , p.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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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章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目德昭和安文思著作中的延续
.063. 

耶稣会适应政策在曾德昭和安文思著作中的延续

1.引言

利玛窦确立了耶稣会适应政策最初的蓝图，而要将这一计划推 7/

向前进，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耶稣会士们去做。在利玛窦逝世后，

在华耶稣会士曾德昭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继承了他的遗志和事业。他

们在 17 世纪中期继续发展和推行利玛窦的适应政策。曾德昭和安

文思都不是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水平无法与利玛窦或白晋相比。

但他们都是能力极强的耶稣会土，他们熟练掌握了汉语，并对中国文

化与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都通过自己撰写的作品将自己成熟

的知识成果传回了欧洲。安文思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常反对一概而

论，不过他和曾德昭都仰慕中国文化。他们都接受了适应政策的一

个基本前提，即中国的古人曾经崇拜过一个类似《旧约》中上帝的至

高无上者，两人也都相信儒家经典中就残存着这种崇拜的线索。

曾德昭和安文思两人都倾注了相当精力描述汉语。这种对汉语

的兴趣不仅反映了耶稣会适应策略的实际需求，也表明了 17 世纪欧

洲人对异域奇特语言的迷恋和对普遍语言的探索。这种探索充满了

宗教的意味。曾德昭对利玛窦最初的适应方案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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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文思与人合撰的激进论文《天学传概》却促使适应政策产生了

演变。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是: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来自《圣经》中所

说的源头，古代中国人的道德观之所以和基督教相似，是因为中国人

从自然神学中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接受了《旧约》的道德观。

2. 曾德昭神父《大中国志》的背景

曾德昭(Alvaro Semedo ， 1586-1658) 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 1613

年来华①。许多耶稣会士都在北方活动，例如与曾德昭同时代名气

却更大的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 1592一1666 )神父就驻扎在

北京。而曾德昭却与他们不同，他在华居住的很长时间里都一直待

在南方。他很可能只去过一次北方，那是 1625 年，他去了西安，作为

欧洲人，他第→个着于对新发现的景教碑进行了研究。 1636 年，他

被派回欧洲争取更多的帮助以及招募新传教士。在 1640 年至 1644

年间，他的足迹遍及里斯本、马德里和罗马。在罗马，他出版了对中

国的→部长篇报道，就是广为人知的《大中国志~ ，西班牙文题目为

Imperio de la Chinα。这本书进一步实现了他此次欧洲之行的目的。

回到中国后，他担任了中国教区副区长的要职， 1649 年在广东遭到

了几个月的监禁。据说后来在汤若望的帮助下被释放。此后，曾德

昭一直待在广东，直到 1658 年或 1659 年去世。

① 曾 i岳阳于 1586 年生于葡萄牙波塔莱格里( Portal铜川主教教区的尼泽城 (Niza) , 

1602 年进入耶稣会初学院， 1608 年前往果阿，并在果阿完成 r学业 υ 曾德昭于 1613

年来到南京，曾在 1616 年南京教难中与范礼安神父一句起被捕入狱并历经磨难。他和

大多数传教士一起被逐回澳门，在澳门 直停留到 1621 年 J 为 f隐藏过去的经历，

他将自己的汉名谢务禄改为曾德昭 J 教难风波平息后.他回到江西省和江南省，在那

里得到 r教徒、文人杨廷纯的庇护η 关于曾德昭的生年，我采用了荣振华神父的 1586

年说，而不是费赖之神父的 1585 年说。参见 Joseph Dehergne , S. J. , Réperlω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 1973 ) ,p. 245 以及 Aloys [Lou叫 Pfist时， S. J., 
Notice., biogr，α<phiques el bibliogrα:phiques Sllr les j，白llites de l' αncwnne ml$Sιon de Chine , 
1552-17732 vols. (Shanghaì , 1932-1934) , p.14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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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昭之前的金尼阁神父和之后的许多神父与曾德昭本人一样 7:;

都曾回过欧洲。他们回去的一个目的就是在欧洲出版针对读者口味

的发自中国的报道，以保证欧洲对耶稣会传教团的支持。曾德昭在

1640 年用葡萄牙语写了一份报道，题为《中国及其临近地区的传教

报告> (Relaçao de propagaçao de 岛 regno da China e outros adja-

centes) 0 1642 年，他途经里斯本和马德里时一定是把报道的于稿交

给了一位印刷商。 1641 年，于稿以葡萄牙文在马德里出版， 1642 年

在里斯本出版②。后来又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并由苏查 (Manuel de 

Faria i Sousa) 以历史的体裁对其进行了重新组织， 1642 年在马德里

以西班牙文 Imperio de la China 为题再版。后来人们在这个西班牙

文版的基础上又翻译出版了意大利文版( 1643 年)、法文版 (1645

年)和英文版(1655 年)。这部著作为在欧洲宣传耶稣会在华传教事

业起了极大的作用。

除了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以保证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模式成功实

施，曾德昭还撰写了《大中国志>，这部著作好比连接中西的一条管

道，耶稣会正是通过一些这样的管道将中国的情况传回欧洲供欧洲

读者消化吸收的。曾德昭在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时总体上持一种赞

同的态度，这说明该书属于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一部分。《大中

国志》为 4 开 362 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

二，目录上说这一部分讲述的是"中国凡俗事物的情况"，涉及多方

面的内容。第二部分讲述"中国的宗教情况"，实际上是自 1552 年

沙勿略到达中国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史。曾德昭在对这段时期的叙

述中不提其他基督教修会，是因为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往往对利玛窦

的适应政策采取敌对态度。曾德昭通过丰富的内容表示了自己对适

应政策的见解，这些内容包括:中国地理，中国人和他们的习惯，语

( Carlos Sommervogel ,S. J., Bibliothèque de 1α COIrψαgllie de ]ésus 12 刊Is. (Brussel & Paris , 

1890-1932) VII , 1114 以及 Robert Streit , Bibliothecα Missiollum vols. V & VII (Rome , 
1929-1931) V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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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育与考试制度，学位，书籍与学术，宴会，游戏，婚丧礼俗，宗教

派别，迷信与祭祀，军事武装，贵族，政府，监狱与刑罚，在华居住的穆

斯林、犹太人及其他民族，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的基督教史。

3. 曾德昭对中国语言的介绍

巧' 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 1545一1618) 神父的《中华大

帝国史} ( Historia. .. de l归αCωh川i

远征中国史》对汉语都有简短的描述，但曾德昭对汉语的描写却超

过了这几位前辈，向读者提供了新的材料。曾德昭在华居住了 23

年，因此汉语相当流利，不过他没有任何用中文写作的记录，因此他

流利的汉语似乎只限于口语和阅读方面。而阅读能力似乎也是有限

的，从他的《大中国志》来看，他对中国典籍的了解也仅仅是一个大

概而已。他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学位、佛教徒、道教徒、儒生和宦

官，这说明他与中国社会的接触范围相当广泛。综上所述，我断定曾

德昭与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卡弥格、柏应理或白晋等传教士相

比，学术修养稍逊一筹。他的描写带着一种权威的色彩，他的态度明

显对中国人怀有好感。与基歇尔和白乃心等耶稣会士相比较，曾德

昭对中国宗教的态度远不像他们两位那样充满了批评。从他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许多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喜

爱与尊敬的态度。

曾德昭介绍中国语言时首先讲到的就是汉语非常古老。他说许

多人认为汉语是巳别塔遭破坏时的 71 种语言之一(~创世记》

11:1-9) 。曾德昭论述说，中国的古老书籍证明这种语言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起就开始使用，已有 3600 多年的历史了。(在两页之

后，曾德昭又估算中国语言的历史有 3700 多年，比前面又早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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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③0 20 世纪的考古发现以及对商代甲骨文的研究表明，曾德昭估

算的年代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在描写中国语言的时候，曾德昭正确

地指出，"官话，也即曼达林语"④的作用在于将中华帝国广阔的国土

统一起来，因为这些国土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最北端和最南端，居住

着非汉族的蛮族。曾德昭和利玛窦⑤一样，都说到中国的书面语言

是单音节的。的确，汉语的书面文字是单音节的，并且在古文中，这

种日趋陈旧的用法一直保持到了曾德昭的时代，甚至 20 世纪。然

而，汉语口语却用这些单音节的汉字组成了多音节的词。因此，曾德

昭说曼达林语仅由 "326 个词"组成，配以不同的送气规则和声调产

生 1228 个语汇，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实际上，他所说的仅仅

是汉语中可能产生的音节范围，这些单个的音节在说话时组成多音

节词，由此产生更多的变化。

.067. 

和利玛窦一样，曾德昭对汉语没有复杂的语法表示欣赏，他指出 77
汉语的词语没有词尾变化，名词、动词和副词等的词性常常可以互相

转换。他将汉语语法的简洁和拉丁语语法的复杂进行了对比，后者

需要长年的学习。整个 17 世纪，撰写关于中国著作的欧洲作者都在

附和曾德昭关于汉语语法简洁的观点。正是这种想象的简洁性，以

及汉语书面语能在东亚各种不同语言间起沟通作用的观点(曾德昭

持这个观点，此前的门多萨和利玛窦、金尼阁也持这个观点) ，使人

们逐渐相信汉语是普遍语言的一个模型⑥。曾德昭强调汉语没有拉

丁语及欧洲各国语言的曲折变化和复杂时态，但是他忘了向欧洲读

者说清楚，汉语的助词和词序同样使语法变得复杂，尤其是书面语的

语法。有趣的是，那些后来在 17 世纪利用汉语语法简单、能用于普

遍沟通的说法，主张将这两大标准作为构建普遍语言的模型的人，基

③ Alvaro Sernedo ， H~，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 (Lyon & Paris , 1667) , pp. 48 & 50. (如不

另外标出，所引页码一律指该法译本。)

④ Serned叫).49

⑤ Ricc山rigault( ch. 1 川， pp.25-26.

⑥ 见本书第六章，该章讲述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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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都是业余汉学家。而曾德昭虽然可能是引发这种思想的一个主

要源头，他本人却没有把汉语说成是一个普遍的模型。相反，他讲到

了汉语的→些缺陷，比如，汉语的简练使它显得含糊不清，或缺乏准

确性⑦。利玛窦、金尼阁曾讲到如何依靠书面的汉字来解决汉语口

语的混淆。和他们相似，曾德昭也指出了书写和谈话的不同风格⑧。

曾德昭说，如果有哪个中国人照他口头说的话来写文章，一定会被笑

话。而这正是 20 世纪初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力图改变的状况。

万 曾德昭将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中国"最早的帝王之一一一伏恙"。

曾德昭无疑借用了中国人将八卦与文字的发明联系在→起的传统观

点，他说最早的汉字比他那个时候要简单得多，但经过演变产生了四

种不同的字体⑨。(见图 1 )第一种字体最为古老，保存在古代的书

籍中，只有文人认识，并仅在印笠和徽章上作装饰性文字之用。这里

指的其实是篆书，在四种宇体中，篆书最显著地保留了汉字最早的象

形文字特征。第二种字体叫 "Chi配u" ，据说是书写和印刷中最通用

的。这里指的其实是真书，也叫楷书，从公元前约 200 年起→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开始颁布简化字体为止，它就一直是最为

常用的印刷体。第三种字体是" Taip陀"，据说仅用于法律文书和告

示，实际上指的是字形方正清楚的隶书。第四种字体是"Sie" ， 曾德

昭将它描述为一种简化的书写方式，变化形式极多，需要特别的研究

才能理解。这里指的实际上是草书，是文人使用的一种书法艺术形

式。曾德昭描述的是汉字的四种传统字体"四体"，可是他的这些译

音却让笔者无法辨认。可能他用的是汉语的一种方音。不过，他的

汉语口语能力既然这么好，却总是不能正确地为这些汉字进行音译，

这显然让人不解，也许语言学水平更高的人能对这些明显的矛盾作

出解释。

⑦ Semedo , p. 49. 参考《大中国志》的意大利文译本 Relatione deU.α grande Monarchiα dellα 

Cinα(Rome ， 1643) , p. 440 

( Ricci-Trigault( ch. 1;5) ,pp. 26-27 & Semedo , p. 50 

( Semedo ,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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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曾德昭说，汉字的总量约为 600∞宇(利玛窦、金尼阁则将汉

字的最大数量定为 70000 到 80000⑩) ，按顺序编人一本叫"海篇"

(8，αipien) 或"字的海洋"的字典⑩。他也提到了字数在 6000 到8000

的小型字典。他说，中国人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就会去查这些字典，

这和欧洲人用拉丁语词典查阅生词一样。

.069. 

接着，曾德昭对汉字的结构进行了简单的描写。与门多萨 1586 月

年出版的三个著名的"汉字"截然不同的是，曾德昭在这里使用的汉

字插图很可能是欧洲人见到的第一幅汉字插图，欧洲人对此大为着

迷，在一本又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引用到它们。(见图 10 及第五

章中对这幅插图的研究。)曾德昭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一条横线，意为

‘一"，接着，他在上面加了一条与之相交的竖线，形成一个十字，意

为"十"。然后在"十"的底部再加上一条横线，构成"土"，接着在

"土"的顶部再加一条横线，形成"王"，最后在"王"字右边加上一点

形成"玉"⑨。印刷工人误将这一点放在了"王"字的右上方而不是

右下方。曾德昭本人当然一定知道"玉"字的正确写法。然而这个

错误却有趣地在一本又一本书中被重复，这显示了 17 世纪欧洲早期

汉学中大量存在着机械模仿和人云亦云的现象。

接着，曾德昭指出，"玉"字的字形常常作为部首成为表示珠宝

和玉石的其他各种汉字的一部分。同样，表示不同种类树木和金属

的各种汉字结构中也分别有"木"和"金"作为部首。另一方面，他也

说汉字并不总是采用这种构字的方式。曾德昭对部首构字作用的描

写非常简单，却基本准确。接着他又讲到了"简单的字母" (即部首)

在构成"复合字母"时所起的作用。比如说，"日"字和"月"字作为

部首组成"明"字。此外，"心"和"门"作为部首组成"闷"，表示，心被

关闭在门内，就是"伤心、痛苦"的意思⑩。

( Ricci-Trigault( ch. I ;日， p.26.

⑩ 以下是对法译本 Hi.，tοire universell e de 1α Chil1 e p.51 的概括。

( Semedo , pp. 51-52. 

⑩ 以上是对法译本 H川?ire p. 52 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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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千字文》首页，以曾德昭在 Imperio de la China ( Madrid , 1642 ) 中讲到

的"四体" 重复书写 。 ( 这些汉字应从上往下 、从右往左读。)从上至下

的四种字体分别是 : (1 )具书; ( 2 ) 草 书; ( 3 ) 隶书; ( 4) 篆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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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昭讲到了中国人对汉字的尊重。即使是一张写过字的废

纸，也不能随便丢在地上，他们还会不惜重金求购一张古字画。曾德

昭知道书写材料从刀笔到毛笔的古今演变，他还对中国纸的质量和

品种赞不绝口。不过他说纸是他的时代(约 1640 年)之前 800 年发

明的，而印刷术是他的时代之前 1600 年发明的，他似乎在不经意间

将这两个时间弄混了⑩。在中国，人们都知道纸的发明和印刷术的

发明在时间上相距很远，曾德昭不太可能误解了两者的顺序⑩。曾

德昭看到中国在印刷技术方面大大超过别国。他还发现，中国和欧

洲在印刷术上的主要差别是:中国用木版刻宇制版，欧洲则通过熔铸

铅字制版。

4. 曾德昭对中国人学习与教育的介绍

曾德昭神父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几乎是理想化的中，1/

国人的教育图景。他指出了在品德、礼貌、孝顺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育

在人生早期所起的作用。他准确地强调了背诵、书法和作文在中国

人传统课程中的作用⑩。他说，在中国，教育的载体不是学校和大

学。最有钱的富人家将私人教师请到家里来，教师和学生间建立起

十分亲近的关系，教师不仅教学生国家大事、文学艺术和科学，还培

养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举止。曾德昭赞扬了这种教育方式，尤其是

对道德培养的注重。道德培养至关重要，因为道德败坏的人不允许

参加考试。曾德昭清楚地看到了道德培养在对儒生的传统培养方法

中占据的理想化的分量。

曾德昭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将子女送到另一些老师那里，他们

"招收学生的数量决不超出自己能教的极限"⑨。他把这一点同欧洲

⑩ Semedo , pp. 52-54 参见 Semedo ,Relatione della grαnde Mο阳rchi α della Cina p.47 二

⑧ 见 Carter ， The in时础。n 01 printing in China , pp. I•& 28-39 0 

⑩ Semedo ， pp.55-56. 参见 Miyazaki ， pp.15-16 o
( Semedo ,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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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作了比较。欧洲的学校往往不顾教师的能力而极力给教师多

安排学生。不过，他在这里显然夸大了中国人的美德。在中国，确如

曾德昭所说⑩，教师几乎全都是正在攻读学位的或落榜的生员。这

些人虽然有道德修养，但是往往穷困潦倒，这可能造成了教学水平的

退步。当这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弟完成这一层次的学业，一部分父

母或邻里就会合聘一位教师，教师的报酬主要通过包三餐或者包食

宿来实现。曾德昭没有特别提到宗族，不过他所说的其实主要是宗

族出资聘请教师的做法。这种向贫穷却聪颖的学生敞开科举考试仕

途之门的做法很显然给曾德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介绍中国人的教育时，曾德昭却没能指出那种强迫有创造力

的中国人死记硬背枯燥元昧的八股文的专横行径。不过在那时，人

们对死记硬背八股文的批评之声还较弱，没有后世那么强烈。曾德

昭知道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间竞争激烈⑩，但他没有告诉读者，从古

至今，希望考取学位的人大多数不能如愿以偿。另一方面，科举制度

在明朝提供了日益强大的社会动力。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在曾德昭

的那个时代对科举制(包括它的一切不尽如人意之处)持接受的态

度，曾德昭准确地反映了这种接受的普遍程度，当然他可能对人们私

下里的怨言并不是特别敏感。

M 曾德昭对科举考试的过程作了精彩的描写，从他的描写来看，这

显然属于乡试。他说，应试者考试用的小房间有 4 掌半长， 3 掌半

宽，一人高，为泥土地面。每间房内有一块既当书桌又当餐桌的木板

和一个凳子。考试期间，每张考桌下都坐着一名护卫兼仆人，口含一

个木衔，以免说话打扰考生@。曾德昭强调这些考试用的小房|可以

⑩ 这一段是对法译本 H~，toire p. 58 的概括。

( Semedo , p.58. 

⑩ Semedo , p. 59. 曾德昭所说的每张考桌下都坐着→名口含木衔的护卫兼仆人的说法和

Miyazaki , Chinαs examinαtion hell , pp. 44---45 的描写有出入。 Miyazaki 先生称仆人是

不能陪伴考生进入考场的。每 20 名考生配有→名士兵作为侍从。但是他们非但没

有把嘴堵起来，反而还大声喊口令，似乎很以吓唬考生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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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入这些小房间的通道都很窄小拥挤。他还以很长的篇幅详细讲

述了科举考试及学士(秀才)、硕士(举人)和博士(进士)学位的授

予⑧。

曾德昭对中国宦官的描写同样精彩细致，据他估计，在 1626 年

有 12000 名宦官②。这个数字很可能有些保守，不过曾德昭准确地

讲述了明代社会宦官势力四处蔓延的不正常现象。他讲到宫中有宦

官，大学里、教室里、法庭上有宦官，各个职位、各行各业都有宦官。

在中国，宦官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宫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照看皇帝

的后妃们。在宫中，宦官由于跟皇帝十分接近，他们腐败的倾向多少

能得到遏制。文人士大夫地位的获得依靠科举考试的成绩而且一般

都是贵族出身的。与文人不同，宦官往往出身贫苦，文化程度较低，

因此他们完全仰仗皇帝的宠爱。因此在情况最好的时代，宦官在皇

帝身边帮助皇帝在皇权的威信和掌权官僚的权威间保持平衡③。

这套体系的崩愤始于晚明，那时接连出现了几位软弱无能、行为

古怪的皇帝，他们完全退居深宫，逐渐将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宦官。其

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万历皇帝，他挥金如土，又不问朝政。他中断

了和朝廷官员的联系，并在不理智的暴怒中对惹他不悦的官员进行

严厉的惩罚，以此来疏远官员。同时，他又向农民征收重税，逼得他

们抛弃田地，又因生活所迫沦为盗贼，整个小农阶级从此被彻底摧

毁。在这个权力的真空中，宦官势力不断增长，他们的腐败和专横行

径比比皆是，愈演愈烈。这就在文人中间培养了一种结党的风气，以

致很多人不再担任政府公职⑧。

.073. 

然而曾德昭对这些不幸的事件似乎浑然不知。一部分原因是因 d:f

为他远离北京。而另一方面，他又和北京的耶稣会士保持着联系。

( Semedo , pp.61--71. 

( Semedo ,p.167. 

③ 参见 Joseph R. Levenson , Confucian China αnd its modern fa归 3 vols. ( Berkeley , 1964 ) , 
I!， 26一-27 0

( Goodich & Fang , pp. 32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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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指出，利玛窦神父从 1601 年到 1610 年居住在北

京，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逐渐恶化的政治态势只字未提。耶稣会士

为什么往往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中

国的历史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由于不具备长远的历史眼光，他们

看不到当前的形势有别于以往更好的时代，正走向衰败。不过，曾德

昭在不经意间还是谈到了-些看法，我们确实注意到曾德昭从历史

的角度对中国的皇帝进行了研究，并且探讨的是他们的职责，而不是

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⑧。这一点与 17 世纪晚期耶稣会士对清朝前

期各位皇帝，尤其是康熙皇帝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德昭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充满了真实的细节，他对中国艺术与

科学的介绍却简略得多。不过他还是准确地指出，当时的中国人将

主要精力放在对古代善政的研究上，忽略了古代的其他艺术和科

学⑧。据中国科技史学家证实，中国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自然科学知

识的衰退。曾德昭来华的时候，这种衰退正在持续。值得赞扬的是，

曾德昭与绝大多数西方观察者不同，他没有否认，而是认识到了中国

在更早的时候曾经有过更为发达的科学形式。

曾德昭基本上从儒家的视角对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进行了阐

释，他对善政进行了强调。他说，是伏毒、神农和黄帝这三位先王最

早利用"奇数、偶数……密码和字符"开始了道德和思辨科学的发

展②。这其实是指构成《易经》卦象的"阳" (连续的线条)、"阴" (断

开的线条)符号，也指在商代(约公元前 1500一前 1050 年)甲骨和周

代(约公元前 1050一前 256 年)青铜器及钱币上发现的其他数字样

式。这些样式称为"算筹"，因为这些算筹是用来在一块平板上记数

的⑧。这几位先王创制了法规，曾德昭说，这些法规在后来的一代代

帝王中得到了直接的传承。这种从古人那里直接传承的观念后来经

( Semedo , pp.155--167. 

( Semedo , p. 71 

( Semedo , p. 71. 

( Needham , III ,5--17. 



第二章耶稣会适应政策在曾德昭和安文思著作中的延续

过宋代新儒学的阐述形成了"道统"学说，即将自己看做古代先贤学

说的直接传人⑧。据曾德昭说，这种古代学说代代相传的传统在周

朝开始的时候终结。他将周朝开始的时间定在传统上公认的公元前

1123 年，而不是现代历史学上的约公元前 1050 年。在那一年，周朝

的建立者文王和周公(曾德昭说周公是文玉的孙子)通过《易经》对

这些数字和字符进行了解释。

.075. 

曾德昭讲述的中国艺术科学发展史上第二位关键人物是孔子。 (1'/

他说孔子将学问编成了"五经"。此外，曾德昭说孔子"在精心收集

成几卷本的语句和格言之外，还写了一些别的书"⑩。很明显，曾德

昭在这里指的是孔子的《论语> ，但他似乎过于相信这些加在孔子头

上的说法的真实性了。

曾德昭对孔子的评价非常好，不过他误将孔子的卒年定在了约

公元前 150 年，而不是更为普遍接受的孔子活动于公元前 551一前

479 年矶尽管孔子确切的生卒年月至今仍存有疑问，但在 17 世纪，

人们都知道他大致的生卒时间，而曾德昭的这个错误与正确时间的

差距非常大。孔子弟子众多，作为逍遥派哲人，他们周游列国，寻找

愿意采用他们治国方略的诸侯。曾德昭所讲述的反对儒家思想的奇

闻趣事清晰地反映了儒家在其他哲学派别中激起的敌意以及儒家出

了名的好管闲事。他说，孔夫子的马车有一次被一条小河挡住去路，

他派一个弟子去打昕如何找渡口过河。弟子去问一个农夫，农夫反

间，这个据说无所不知的哲学家怎么会连如何渡过一条小河也不知

道@?不过，曾德昭指出，孔子似乎击败了他的对于，因为他在曾德

⑧ 关于宋代新儒学"道统"观念的研究，见 Julia Chi吨，寸he Confueian Way (Tao) and 山

Transmi 阔叩ion (仔Ta削O伊川-1γun咔1芭g)

Wing Ts叫讪it-ch旧a阳n ， "Cα1m His' 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 , Francoise Aubin , ed. Sung 

studies ， memoriαm Étienne Baluzs 2nd seri咽， 1 (1973):73-8 1. 

( Semedo , p. 72 

⑧ 曾德昭在后面一页再次提到了这个错误时间，他说孔子逝世已有约 1800 年了，即他

死于约公元前 160 年 c Semedo , pp.72-73. 

( Semedo ,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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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极高。他被看做"全国的圣人、

先师和博士"，他的著作和言论被人当做神谕圣言来拜读③。此外，

人们还修建了纪念他的公共庙宇一一孔庙，在其中举行盛大的典礼。

尤其是在考试期间，所有新考取的生员都必须去敬拜孔子，奉他为先

师。最后，孔子在现世的后裔据说被授予尊贵的头衔，还有法定的收

入。这在祖宗观念很强的封建中国相当重要。

&r 曾德昭接着讲了孔子"编定"的几部书⑧。这些书涉及当时中国

儒家经典的两大类一一一"四书"和"五经"。曾德昭说，{易经》论述

自然哲学、万事万物的兴衰以及通过自然界的原则对命运进行的预

测和判断，他认为这些都是和道德与政治棍合在一起的。他说《书

经》是关于三皇五帝善政时代的一种历史记录。《诗经》是古人的诗

歌，内容涉及当时的各种风俗。曾德昭没有说出第四部书的名字，但

是他很显然指的是《礼记þ ，他说这部书记载古代的礼俗，包括祭神

的仪式和宗教。《春秋》则是一部编年史，记录古代贤君和昏君的各

种故事，意在进行道德说教。曾德昭没有详细介绍"四书"，不过他

提到这些书→部分出自孔子之子，一部分则出自孟子之手，讲述统治

者个人的所作所为。曾德昭正确地把握了儒家的精神实质，即强调

善政是从家庭和个人的道德中来，并以此为依存的⑧。

曾德昭对中国各项科学艺术的讨论是根据欧洲中世纪"七艺"

(seven liberal sciences 或 seven liberal arts) 的各个概念来展开的。

"七艺"包括"三学" (语法、逻辑和修辞)和"四学" (算术、几何、音乐

和天文)。这种分类的欧洲色彩太明显了，因此也就无怪乎在这样

的讨论中中国人的学问显得水平低下了。根据这种传统的分类，曾

德昭将语法看做最根本的科学。他感到汉语单音节、没有词尾变化

的特性使得句法规则的掌握较为容易，但是他又指出汉语存在麻烦

( Semedo , p.73 

( Semedo , p. 73 

( Semedo , pp.75-76. 



第三章耶稣会适应政策在曾德附和安立思著作中的延续

的助词⑧。他说中国没有逻辑和辩证法，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指

导方针。不足为奇的是，曾德昭并不了解中国的逻辑学家或辩证家

(辩者)的学派，这个学派称为"形名家"，包括惠施(公元前 380一前

305?) 和公孙龙(生于公元前 380?)⑧。另一方面，曾德昭的印象也

说明形名学派的影响很小，中国人对形式逻辑的兴趣并不浓厚。据

曾德昭说，中国人的修辞学更多的是用模仿先例的方式来教授，而不

讲形式上的规则。这个说法忽视了中国文学中对结构要求极高的诗

文写作形式的重要性。可能这也反映了曾德昭在中文写作方面比较

缺乏经验⑨。

.077. 

关于算术，曾德昭指出，尽管中国人没有代数学的知识，却能利 c!o'

用算盘进行基本的数学计算。算盘是一种奇妙的工具，曾德昭对此

作了较详细的描述。他说虽然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代数为何物，却有

"充分的"几何学知识，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中国人能够绘制世界

地图⑨。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明曾德昭的说法是不对的，根据李约

瑟的证明，中国的数学发展倾向于代数方面而不是几何方面⑩。在

中国，似乎很早就出现了一种变化多端的代数学，人们使用一块算

板，并以一定的方式安排数字，使一些位置由包含未知数和乘方的量

占据⑥。曾德昭所说的中国人的地图测算法在欧洲一般用几何学原

理来完成，因此曾德昭便以为中国人用的也是几何学。不过李约瑟

先生已经证明，中国人是用代数的方法进行测算的⑩。

曾德昭说，九部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 )以及对它们的注

( Semedo , p. 76 

每见 Fung , Hi.<tory 1, 192 -220 及 Chan ， 5ource !Jook pp. 232-243 0 

⑧ Pfislf汀， p.146 仅将一篇名为《字考》的中文作品归在曾德昭名下，据说《宇考》为汉

葡 葡汉词汇表，是否刊印不详 7 这样的一部著作元需很高的中文写作技巧。

( Semedo , p. 77. 

( Needham. JII川& 112 

( Needham. III , 112. 

( Needham. II1,23-24 & 112一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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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解说构成了科举考试命题的基础⑩。他还说，只有一种公认的

注释和解说，虽然曾德昭没有说是谁的注释，但很明显是指朱嘉的评

注。曾德昭说，考秀才(最低学位)的人只考"四书"，考举人(中等学

位)的人"四书"和"五经"都必须考。他对为通过科举考试所必须进

行的严格训练作了强调，并且说考生在考试期间不允许带哪怕一本

书或一张纸等帮助记忆的东西。

5. 曾德昭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的介绍

,f'7 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进行有选择的结合，同时有意

识地拒绝另一些元素，这就是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这种选择是

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和宗教阐释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阐释在曾德昭

的《大中国志》中相当明显。曾德昭将儒家→分为三的宇宙观描述

为天、地、人，并且指出，前两个层面讲的是自然科学，第三个层面讲

的是道德。不过，曾德昭也觉察到了儒家的统一观念，即与人有关的

社会、政治层面要反映天地的层面，并与天地层面相协调⑩。在人的

这一层面有"五种美德"，分别是虔敬、正义、道理、智慧和忠诚。这

是对汉语中"仁、义、理、智、信"的翻译。最后，他还讲到了"五常"

(儒家最主要的五种人际关系) ，即父子、夫妇、君臣、兄弟和朋友。

曾德昭并没有解释这些关系大多数都包括→种上级和下属的结构，

其中命令必须在道德上与天地相协调，而回应则必须顺从。也许他

认为这种等级关系太自然不过了，元须加以解释。不过后来他又特

别指出，儒家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国家的观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

义。如果再加上儒家的一个要求:国家必须以"天命"的形式从属于

天地的和谐，应该不会与曾德昭的介绍不一致。

曾德昭说中国有三个教派: (1)由孔子创立的文人教派 j (2) 从

( Semedo.p.74 

( Semedo ,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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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老子那里产生的道教; (3 )以释迦(释迦牟尼佛)为创始人的

浮屠教。文人的教派被看做是最古老的，他们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

的神，它有奖惩人类的权力⑩。曾德昭在这里?昆淆了上古的中国编

年史。对至高无上的神"上帝"和"天"的崇拜分别从商朝和周朝开

始。这两种形式的崇拜都比孔子早几个世纪，孔子本人不可能是这

种崇拜的创始者。孔子在将自己对古人的诠释与这种自古以来对至

高无上的神的崇敬相结合的时候肯定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综合，不

过他实际上是将自己看做古代传统的传播者。

.079. 

曾德昭说，这个教派没有祭拜神灵的庙宇，也没有特别的仪式和!川

祈祷，更没有为神服务的神职人员。这些说法不能说错，却容易使人

产生误解。其实，按传统由"天子"主持的某些一年一度的国家典礼

中已经包括了对至高元上的神的崇拜，而曾德昭并没有对这个事实

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说，中国人不像西方信邪神的民族那样为神随

意添加各种特征。不过，曾德昭又说，中国人由于不"完全了解真正

的上帝"，因而迷信地崇拜"三才"，即天、地、人⑩。在北京和南京的

宫廷里，建造了祭"三才"的华丽庙宇，只有高级别的大臣才有资格

行祭礼。

曾德昭又说，还有供奉其他一些保护神、山川河流之神、名人和

祖先等的店宇，这类祭祀文人都会参加。人们在这些崇敬和礼拜中

祈求现世的幸福，这和来世的灵魂无关⑥。和后来其他传教士的解

释不同的是，曾德昭没有强调这些知识分子的信仰具有偶像崇拜的

一面，而是强调了这些信仰在社会中所起的说教作用。他说，文人祭

祀天地和人类共祖的目的是要在人民中培养对这些人和事物的崇敬

之情，进而使人们能够尊敬自己的父母，并激励他们效仿古人。总

之，曾德昭对中国文人将」切归结为"治国、齐家、修身"的做法进行

( Semedo , p. 126. 

( Semedo , p. 126. 

( Semedo ,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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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了赞扬。

曾德昭讲到道教是老子创立的，不过他将"老子"( Lao tzu) 误说

成了"道子"( Tausu)⑩。曾德昭可能以为"道"这个教派的名字也就

是创始人的名字。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道教"的"道"意思是"道

路"，而"老子"的"老"是一种尊称，意为"年老"，"老"和"子"放在→

起的意思是"老师傅"，是献给道教创始人的→个尊号。曾德昭重复

了中国人认为老子是孔子同时代人的传统说法。然而，20 世纪的中

国学者对此表示了质疑，不少人将老子的活动年代定在公元前 4 世

纪或前 3 世纪⑩。

(f:9 曾德昭对道教的描述表明，他还没有能力彻底了解道教的多样

性。据他描述，有些道士在宗教团体中过着禁欲的集体生活，他们的

服装与常人无异，并蓄发蓄须。除了发型不同，这些道士和佛教的和

尚非常相似。不过曾德昭似乎不了解像这样的道士仅占道教信徒中

很小的→部分。禁欲当然也与房中术颇为不同，房中术的信徒主要

是年老的中国男性，其中包括一些表面上具有无可指摘的儒家背景

的人。当然，房中术是悄悄进行并有所节制的，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

段，房中术也在逐渐衰落。曾德昭对这个道教传统似乎毫不知情。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具有排他性，因此曾德昭认为中国的

这三种教派也是相互排斥的。其实，在中国，不同的信仰常常在同一

个人身上棍合。比如说，一个文人可能在公开场合信奉儒家思想，在

更私人的层面信仰道教和佛教。同样，→个中国的农妇可能到各种

寺庙、道观祈愿，这种逛商店式的信仰也是很典型的。曾德、昭提到道

教相信来世有天堂和地狱，不过没有讲到轮回的说法，道教有时和佛

教一样，有轮回的说法。他讲到有些人企图通过锻炼和打坐来返老

还童，还有些人修炼悬浮的本领和从→处飞往另一处的本领，以及修

( Semedo , p.127. 

⑩ 冯友兰(Fung Yu-Ian) 在 History J ， 170-172 赞成将老子的活动年代确定在战国时期，

陈荣捷在 So盯æBο况， p.138 对当前有关老子活动年代的争论进行了总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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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如何成仙。曾德昭将这些看做同一个教派的表现，但实际上这些

内容属于不同的团体，它们之间只对"道"有一点点共同的信仰⑩。

曾德昭将佛教称为"浮屠教"@。他知道此教是由一个名叫"释

迦"的人(即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的。他说，释迦牟尼的母亲在生

他时死去，这促使他要寻求通向真理的新途径。实际上，释迦牟尼是

后来发现了人世间的衰老、疾病、死亡等让他困惑的现象，才抛弃了

舒适的生活开始探索，并最终悟道。曾德昭说，公元 63 年汉明帝梦

佛，于是遣使将佛教传入中国。和利玛窦一样，曾德昭也将传说和事

实混淆了。上一章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很可能并不仅仅是皇帝的御

旨，而是自公元 1 世纪时起的 5 个世纪中中亚传教僧侣的功劳。曾

德昭在谈论佛教时，过分强调了僧侣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忽视了

俗家信众的作用@。在这三种教派中，曾德昭特别指出只有佛教属

于偶像崇拜。不过他远没有利玛窦对佛教那么无情，曾德昭显然与

葡萄牙、西班牙在华传教士一般固有的沙文主义形象不符。相反，曾

德昭写道，他说到的教派绝大多数"并不使人反感，相反…...耐心，

温和，顺从"@。

曾德昭也提到了明朝试图融合三大教派的运动@。他引用了他矿·

们著名的口号"三教合一"，他忠实地将其翻译为"教义是三，其理仅

一"。在这种融合中，文人负责治国、齐家和修身。道教徒不管家庭

和政府，只管自己的肉身。而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则忽视肉体，专注于

精神、内心的平和及良心的安宁。这些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儒士国，道士身，释士心"。最后，曾德昭介绍了政府禁止的一个秘

密教派，该教派信众甚多，统治者对其极为痛恨。据说这个教派在夜

( Semedo , p. 128. 

( Semedo , p.129. 

( Semedo , p.130. 

( Semedo , p. 13 1. 

QÐ Semerlo , p. 134. 关于宋明思想融会大背景下的二教运动，见 Judilh A. Berling , The 冉n

cretic Religion 0/ Lin Chao-en (New York , 1980) ,pp. 32--6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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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秘密举行宗教活动。人们相信，该教派的信徒有推翻政府的企图。

这个教派指的就是白莲教这样的半宗教性秘密团体@o {大中国志》

第 30 章篇幅较短，在这章中，曾德昭用整章的篇幅描述了他在中国

遇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然而，根据荣振华 (Dehergne) 神父和莱

斯利( Donald Daniel Leslie) 最近的共同研究，曾德昭所认为的南京犹

太人社区，实际上是穆斯林@。

6. 安文思神父《中国新志》的背景

,I}/ 在历史t，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言行与历史定式相

左，如果您欣赏这样的人，那么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

haes , 1609一1677)神父就是这样一个让您感到欣慰的人O 他具备反

对适应政策的一切因素，却并没有采取反对适应政策的立场。相反，

他显示出了适应的特征，比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

同情和崇敬，他同时相信，古代的中国人曾经崇拜过唯-真神。不

过，他批评了中国的闭关锁国和仇外倾向，他还不断坚持应该在北京

的住地严格遵守耶稣会的教规，把北京耶稣会的领导人南怀仁

( F erdinand V erbiest) 神父弄得心烦意乱(在遵守教规的→些细枝末

节方面过分小心谨慎一贯不是耶稣会的强项) 0 

@ f象弥勒教、白莲教和i 白云宗等与佛教有关的这些半宗教性质团体， Kenneth Ch' en , 

Buddhism in China , pp. 426-433 作了简要描述。

( Semedo , pp. 220二224.

@ Joseph Oehe晤时& Oonald Oaniel Leslie.Juifs de Chine (Rome & Paris , 1980)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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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思神父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他于 1640 年来到杭州@。不

久，他被派往内陆省份四川的成都， 1642 年 8 月末，他到达成都，在

那里同年龄略长于他的利类思 (Lodovico Buglio , 1606-1682) 神父

开始了密切交往。安文思此后在华的 35 年中，两人的交往一直持

续。

在利类思神父的指导下，安文思致力于汉语研究。从后来《中

国新志》中安文思对汉语的说明来看，安文思的语言天赋很强，不过

他对汉语口语的敏感度比书面语要高得多@。当入侵的满人到达四

川时，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与臭名昭著的汉人土匪头领张献忠以及

满洲军队狭路相逢。 1647 年，安文思与利类思被满人俘虏。他们称

自己同北京赫赫有名的汤若望神父有来往，得以化险为夷，在回答一

个满洲将领的问话时，安文思说汤若望是他们的"兄长"一一这个词

极好地结合了耶稣会的宗教背景和中国的社会背景。安文思和利类

思两人受命前往北京，一路上经受了可想而知的困苦，最终在 1648

年抵达北京。

对神父们来说幸运的是，耶稣会取得了新统治者的欢心。顺治 u

皇帝赠给耶稣会一座教堂以及房屋、薪律等礼物。为了回报顺治的

美意，耶稣会士竭尽自己在各种技术上的所能，为这位新的统治者服

@ 安文思神父出生在葡萄牙佩特罗加斯村( Pe叫drog膊ão叫)著名探险家麦哲伦 (Ma吨g伊alle凹n

147邓0一15旦21川)的家族中 c 麦哲伦逝于安文思出生前不到一个世纪的时候。安文思由

一位虔诚的伯父抚养成人，在科英布拉大学( Coirr巾e)求学。也许是家族中探险家的

血液仍在他的血管中流淌，也许是受到当时葡萄牙社会潮流的影响，安文思进入了耶

稣会并请求去东方传教。他于 1634 年到达果阿，在那里教授修辞学，并学习神学c

这在耶稣会的训练中显得有些晚。见 Dehergne ， Rφertοire ， pp.161-162 和 Pfister ， pp. 

251-254 0 另见安文恩的密友手IJ类思所写的外告， Magaillans ， Nouvelle relαtion p.37lf。

我很遗憾未能利用一本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著作: Irene Pih , Le Pere Gabriel M，αgαlh αe8. 

<Jn Jesuite pο时ugαi.， en China αu XVlIe siècle (Pa巾， 1979) 。

( Gabriel de Magailla肘， [ Gabriel de Magalbaes J ， NOl阳lle relαtion de 1α Chine contenant la 

descriptiοn d，白 particularitez les plus cοmidérables de ce gr，αnd empi阿 (Paris ， 1690) , pp. 

84-97. 



.084.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务。安文思利用自己的工科技术制造了几种有趣的机械装置@。其

中之一便是一台旋转音乐自鸣钟。安文思利用一个针形滚筒和一个

绊索使这座钟能在整点奏出中国的乐曲。这个新奇的玩意儿在北京

出了名。后来，康熙皇帝( 1662-1722 年在位)还为此驾临耶稣会的

住地@。安文思与利类思对京城内和京截地区的传道工作非常积

极。 1655 年，他们在北京建立了著名的东堂@。不过安文思似乎并

没有掌握传教士在京城微妙的外交艺术。他好争论的倾向在 1649

年显现出来。据说他挑起了很大的事端，致使耶稣会副区长傅讥际

(Francisco Furtado , 1587-1653) 神父请求将汤若望从钦天监中开

除。不过皇帝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1661 年， JI顷治皇帝驾崩，朝政由年幼的康熙皇帝在摄政王的辅

佐下掌管。在这样的气氛中，文人士大夫中的仇教情绪得以抬头。

在摄政王摄政后不久，安文思被指控贿赂一名官员(这在当时是十

分严重的罪行)并在法庭上被起诉。在封建的中国社会，人们总是

想尽一切办法让案子不要上法庭，因为起诉就是假定有罪，这种想法

很大程度上在当代中国都尚且如此。不过耶稣会的势力在那时已经

降到了最低，这个案子是不可能混过去的。因此，安文思接受了审

讯。毫不奇怪的是，他的双脚在此期间遭受了酷刑。然而指控并没

有得到支持，他最后被释放了。

1664 年，出现了一篇名为《天学传概》的短文，该文反映了利玛

rQiìl Pfister , p. 253. 

@ 南怀仁在 1684 年 5 月 11 日的一封信中讲述了康熙驾临耶稣会在京住地的事，裴化

f行于 (H坠enriB阮emar时【d-Ma剖itre陀e S. J. )神父对这封信作了转写，见 Be盯口rnan时dιl-Mai山'e ， ,. Fe阳rd山I

飞Ve肝erbi刀le剧sL ， contmu山uat怡eu旧lr de l' oeuvr，配e s配Cl止en川I1i泊i白ìque肥e d' Adam Schall" , Monumentα Sericα5 

(1940) :103 0 另见 Needham ， IV :2 ,437 0 

@ Pfister ,p.253 & Dehergne ， Rφ酬。阳， p.162.

@ Goodrich ， Dictionαry 0/ Ming Biography , p.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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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适应政策在 17 世纪经历的不断演化和发展过程@。这篇论文是

几位耶稣会士和一位中国教徒合作写成的，这是在华耶稣会士的一

种典型做法。撰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来自仇教的官员杨光先。他在

1660年出版了《辟邪论》。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时任钦天监监正要职

的汤若望大肆攻击。汤若望在钦天监中的忠实徒弟是一位名叫李祖

自(宇然真， 1665 年卒)的基督徒。李祖白撰写《天学传概》的实际

目的似乎是要为汤若望作辩护。不过李祖白文章中的许多观点似乎

是与渴若望关系密切的耶稣会同事利类思和安文思提供的。总而言

之，他们肯定在文章的撰写过程中与李祖自密切合作过。然而《天

学传概》并不仅仅是为汤若望和基督教作辩护一一-它也是对利玛窦

适应政策的系统阐述。

《天学传概》在第一页就试图让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将《圣经~ .ý;f 

中的创世故事用传统的中国术语来表述。利玛窦使用中国指称神的

传统术语"上帝"来表示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上帝"一词至少可以

追溯到商代。不过李祖白又为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增添了一个新的维

度，这就是他借用宋代新儒学的思想对"天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作了

详尽的宇宙学阐述。对新儒学传统的借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

这和早期耶稣会适应政策仇视新儒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不过这篇文

章为耶稣会适应政策引人的真正关键元素是"天学"不是在耶稣复

活之后来到中国的，"天学"传入中国要早得多。事实上，李祖白称，

"天学"是由亚当和夏娃最初的后裔带到中国的。开天辟地的中国

圣人伏事是被认为是亚当的后裔之一!根据这篇文章，中国的"天学"

是在传说中的尧、舜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并历经了夏、商、周各代。

@ 李祖白，{天学传概} ，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册(台北， 1966) ，第二册，第

1043一1068 页。这篇文章可以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找到，编号为 Fond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3. in t. 12 ，这批书籍是 1685 年柏应理从中国带到罗马呈献给教皇英诺

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的。笔者撰专文对这篇文章作了论述，见 "Die Schrift T' 

ien-hsüeh Ch' uan-kai als eine Zwischenfonnulierung der jesuitische Anpassungsmethode im 

17. Jahrhundert" ,China Missiοn Studies (J 550• 1800) Bulletin 4 (1982) :24-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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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白引用了《尚书》、《诗经》、《中庸》和《孟子》中的章节，作为中

国古代存在过"天学"的残存证据@。

那么《天学传概》的作者们又是如何解释"天学"在中国的消失

呢?他们的解释是运用适应策略的另一个表现，因为他们采用了无

懈可击的儒学形式。正如解释中国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其他儒学复兴

运动一样，灾难的根源被追溯到秦代，那时，中国陷入了派别纷争和

苦难之中。学者们为了赤裸裸的功利而不再讲求道德。秦朝的统治

者采用了法家的哲学思想，而没有采用讲道德的儒家。秦人也摒弃

了《尚书》、《诗经》等古代经典。后来，据李祖臼称，"天学"以及耶

稣的事迹通过使徒多默、景教徒们以及利玛窦又重新被介绍到了中

国@。这种认为中国人的祖先伏著是亚当后代的外来起源说使杨光

先大为恼怒， 1665 年他写的《不得己》在开头几页攻击了《天学传

概~o ~不得己》是现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仇教作品之

一@。接着，中文著述繁多的利类思在北京传教同事(安文思元疑也

在其中)的帮助下开始撰写反驳杨光先的文章，即 1665 年出版的

《不得己辩》。于是，论战一直持续进行。

.94 1664 年 9 月 15 日，杨光先正式向礼部上书控告汤若望和他的

同事。在之前指控汤若望历法计算错误，煽动谋反以及向民众灌输

邪说的罪名之上，杨光先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就是 1658 年

汤若望为一位皇子的葬礼选择了一个不吉利的日期，这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顺治皇帝和皇后的早逝。由于这个指控，安文思又一次入

狱，同时入狱的还有汤若望、南怀仁、利类忠和钦天监的几位中国同

@ 李祖白，{天学{专概} ，第二册，第 1058一1061 页。

@ 李祖白，{天学传概} ，第二册，第 1062一1066 页。

@ 杨光先，{不得已} ，吴相湘编《夭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第 1076 页(未标页码原

文之第 2 页) 0 John D. Young 以同情的口吻对杨光先在这一仇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

色作了描述，见 John D. Young , "The Early Confucian Attack on Christianity: Yan草 Kuang

hsien and his Pu-t怡e←归-1忖)

186。另见 Paul A. Cohen , China and Chir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mul the Growth 

01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 Massaehusetts , 1963) , pp. 24一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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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神父们被判处了死刑，但后来还是被减了刑并最终得到释放。

然而，包括李祖自在内的 5 名信教的中国天文学家却被处死了@。

安文思同利类思、南怀仁以及当时已经重病瘫痪的汤若望被允许留

在北京的朝廷，而其他传教士则被逐出内地，前往澳门，同时诸教堂

也纷纷被迫关闭。可是当上了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却得不到令人满

意的测算结果，丢尽了脸面。 1669 年，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副监

正，直到 19 世纪早期，钦天监还一直是由欧洲人来指导的øo 1669 

年 1 月，安文思以 1664 年开始的这场迫害为内容写了一封长信。该

信后来由殷择泽(Prosper Intorcetta , 1625 -1696 )神父翻译并于 1672

年出版⑩。

.087. 

安文思晚年执著于监督耶稣会士严格遵守教规，让南怀仁深受-灯

其窘。南怀仁时任钦天监监正以及在京耶稣会领导等诸职位，他必

须依靠耶稣会适应政策自身固有的灵活性来保持基督教事业的活力

和繁荣。安文思去世前三年，以前受刑留下的足伤复发，肿痛使他元

法卧下。因此，他不得不成夜地坐着，据说他以巨大的忍耐心承受了

这种痛苦③。对病人承受痛苦的这个描写大概不仅仅是对逝者出于

礼貌的美言。安文思脾气不太好，但同许多脾气不好的人-样，他身

边的许多人，特别是皇室，似乎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满洲人接

受了汉人尊敬长者和长期效力者的传统，而安文思到去世时为止在

北京居住了长达 28 年。因此， 1677 年 5 月安文思神父去世后，年轻

的康熙皇帝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以示对他的荣恩。

与密友利类思不同，安文思著述不多。他有两部中文著作: {超

性学要》和《复活论》。尽管这两部著作据称是两"卷"，但它们很可

能只是传统中文文本的单位"卷"，比西方的"章" (chapter) 略长，却

W Young , p.169 & Hummel , p.89 1. 

ø Hummel , p.892. 

⑩ 殷锋泽翻i译辛的安文思思、 l凶66仿9 年 l 月信件见 F阻rar

d命ω'ellaα s归I阳αt拍ο della α Mi.s .. 且阳E阳οn时E阳eCαi阳s扭e (Rom配e ，λ16臼，72盯) ， p阳'p.7节7一114 。

( Pfister ,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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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方的"卷"( volume) 短。安文思最重要的著作出自 1668 年他以

葡文撰写的于稿《中国十二优点} (Doze excellencias dα China) 0 他的

同事一定认为这部手稿很有价值，因为 1681 年柏应理神父以中国副

教区代表的身份赴欧时，随身带有安文思的于稿，当时安文忠、己去

世③。在罗马，柏应理将于稿交给枢机主教德斯特雷(d' Estr，居es) ，主

教又将于稿转交给伯努神父 (Abbé Claude Bernou) 进行翻译③。清

样的一部分己被焚毁，伯努不得不使用已损坏的于稿⑩。从最终的

译稿可以看出，译者在编辑上有很大的改动。比如，将安文思原来

12 部分的结构改成了 21 章。伯努以非常严肃的态度研究中国，他

有能力在每章的结尾加一节注释。他还进行了删节，并根据安文思

在文中提供的信息绘制了一幅北京地图③。(见图 2) 伯努的北京地

图看起来似乎具有费城那样的新大陆城市的四方布局，这透露出一

种让中国适应欧洲人理解习惯的味道。最后，伯努为安文思的著作

取了一个新名字:{中国新志} 0 1688 年，{中国新志》在巴黎出版，

作者的名字被法语化为 Gabriel Magaillans 0 这本书深受大众的欢

迎，分别在 1689 年和 1690 年重印两次。柏应理恰巧在 1687 年下半

年离开巴黎，前往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因此无法看到这个合作的

丰硕成果。不过 1688 年他很可能仍在英国，并看到了这本书英译版

的出版⑩。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是学术性的，而安文思《中

国新志》的笔调则轻松通俗。 21 章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中国历

史、语言、风俗、航海、政府，还有对北京各种法庭的描写以及街道和

宫殿布局的描述。

( Sommervogel , V ,308 &阳sler ， p. 255. 

③ Pfisl肘， p.255 页采用了"Bemou" 的另一拼法" Bernon" 。

( Henri Cordier , BibliotheL'α Sini<'α5 vols. ( Paris , 1904-1922 ) 2时时， r，何时d.I ， 36

③ 根据 Sommervogel ， V ， 308 ，伯努的地图和后来宋君荣神父及杜赫德神父绘制的北京地

图有较大的出入。

( Gahriel Magaillans ,A New Hislory ofChilla COlltailling αI】凹cription of the M，οst Considerable 

Pαrticulars of that V.旧t Empire John Ogilby , Irans. ( London , 1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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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文思对汉语的介绍

从安文思的《中国新志》中可以看到耶稣会士对汉语持续不断

的兴趣，不过安文思对汉字及汉语的介绍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一

样，都是从口语角度出发的。安文思认同汉字具有悠久历史的说法，

他说汉字比埃及的象形文字要早⑨。他认为汉语与建立在 24 个字

母基础上的其他语言不同，汉语有"54409 个字母"。这种说法在几

个方面都有误导性。第一，汉字并不具有和字母相当的"积木"功

能，虽然部首(即 214 部首体系中的各部首)的功能和字母相比还有

些相似之处。第二，正如英语、法语或任何其他活的语言都无法精确

统计词汇的总量，汉字的总量也无法精确统计，因为古代语言中的旧

字已经消失，而当代语言则正在不断创造新词。而且，安文思对汉字

总数的估计太低。此外，他对汉语强大的交际功能显然印象深刻，他

说到了汉语的"优雅、活泼和力量"。

安文思认为汉语的表现力关键在于汉字在本质上是象形文字。 .97

他说，"符号和图像准确表达并代表了它们所表示的意思"⑩。他将

汉字的"字母"分为独体和合体两种⑩。他说独体字母是由"线、点、

折"组成的，并列举了"心、木、如、主"四字。而合体字母则是由独体

字母组合而成的，他列举了"恕、柱、林"三字。安文思认为汉字的

"字母"是象形文字，也就是用图画或符号来代表词、音节或声音。

他给出了几个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首先，像"日、月、本"这些

古老的汉语"字母"是它们所代表的可见事物简化了的形象。其次，

③ MagaiJlans. p. 84. (此处及以下凡仅标明 Magaillans 的引文出处均指安文思《中国新

志》的法文版凡fοuvelle rel"t iο " de {" Chi"e (Paris.1690) c) 

⑩ 安文思在介绍汉语时(Magaillans. p. 84) .说到他引用了自己写的关于汉语的一篇论

文。很可惜，该文似乎已侠。

( Magaillans. pp. 84一-85

⑩ Magailla肘 .pp.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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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汉语"字母"保留了象形文字构宇原则的一些模迹，比如说

"嫁"由"女"和"家"构成，表示女子在夫家而不在娘家。第三，安文

思指出象形文字的本质不仅仅在于重现自然的形状，还在于表示无

形的元素，比如灵魂、美丽、美德、罪恶和动作。第四，欧洲语言的字

母本身不表示任何东西，而每个汉语"字母"都有一个意思，并且这

个意思在和其他"字母"组合后仍然保留。由于疏忽.安文思在这里

出了错。这个疏忽在 17 世纪介绍汉语的欧洲人中是很普遍的一一

就是对汉字表音性的认识。比如，安文思解释说，合体字"铃"是由

独体的"金"和"令"组合而成的，因为是人控制铃的声音。不管安文

思、对"铃"字的字源学解释是否正确，有一部分汉字确实包含一个本

质上具有表音功能的部分，这就与安文思的假设一一汉字是纯象形

文字一一产生了矛盾。

安文思论证汉字是纯象形文字的第五个理由来自他的一个主

张，即汉语的学习由于象形原则而得到了简化c 他所说的象形原则

就是每一个汉字都可以按各自的部首区分和归类，比如按"火"字旁

或"山"字旁归类，因此这个原则也就是将汉字缩减成部首。安文思

在这一点上很误导人，因为他给人一种暗示，使用部首构字的这种原

则使得汉语比非部首的欧洲语言容易学。安文思赞扬"汉语优美精

妙的本质"@当然并没有错，不过他说，汉语由于( 1 )以象形原则构

宇; (2) 音节数量少 ;(3) 没有欧洲语言时、数、人称等语法要素以及

由此产生的无穷无尽词语，因此显得非常简单，比希腊语、拉丁语或

者任何其他欧洲语言都要容易学@，这却是一种夸大，有一些耶稣会

的传教士偶尔也作过同样的夸大。"汉语明显要比其他语言简单得

多"是许多研究中国的欧洲人的看法， 17 世纪寻找普遍语言的运动

接受了这个看法。

，何 安文思在介绍汉语语音时强调了发明汉语"字母"那"令人钦佩

@ Magaillans , p. 89 

( Magaillans , pp.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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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 @i。 他说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不过，前面已经指出，只有文

言文是真正的单音节语言 ， 当时的口语并非如此) ，如果不算声调的

区别，只有 320 个不同的音节。 与 1 7 世纪很多介绍中国的欧洲作家

图 2

伯努神父的北京地图，根据 Gabriel de Magalhaes ，八Touvelle relαtion de 

la Chine (Paris , 1690 )中提供的信息绘制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

图书馆惠允刊登。

@i Maga illans. p. 89 

.09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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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安文思对声调的区别极为欣赏，他介绍了 11 个不同的

肘，实际上当时使用的声调只有 5 个，安文思可能是把送气和不送气

的区别都算上了@。安文思曾为初到中国的传教士编写过介绍中国

语言文字的论文，文中颇费了一些篇幅来讲发音的 11 个变化，可惜

这篇论文此后就亡供了。安文思在《中国新志》中对汉语语音变化

的介绍在 17 世纪欧洲文献史上已出版的作品中称得上是佼佼者，甚

至是最好的。它提供了当时中国语音情况的大量信息，因此绝对值

得专业的语言学家进行研究。

安文思对学习汉语口语和写作的论述有时颇让人费解，他认为

学习口语和写作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例如，他说耶稣会所有的神

父尽管都是成年人，但在中国教团待了仅仅两年之后，语言能力就相

当了得，可以"毫不费力地忏悔、讲道和写作，仿佛汉语就是他们的

母语一样"@i。安文思说，要是换了欧洲语言，根本不可能这样!他

试图以用汉语写作的耶稣会士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然而，他对

利玛窦等几位耶稣会士的汉语写作能力赞扬过了头，这削弱了他论

证的可信度。利玛窦的中文写作实际上得到了中国文人教徒相当大

的帮助，他的《天主实义》在出版前似乎就经过了几年的修订@。很

难相信安文思对此竟毫不知情。即便是中国的文人，也得花上好多

年才能掌握中文写作这门对文体要求极多的高深艺术。如果没有多

年的努力，耶稣会神父们不可能掌握这门艺术。因此，尽管安文思对

汉语某些语音方面的论述反映了他对汉语的深入了解，他对书面语

或文言文的看法却暴露了他的实际情况，他很可能对这方面不甚了

@ Magailla肘， p.9 1.

@i Magaillan8 , pp. 97斗8

⑧ 利玛窦在撰写《天主实义》时不但从中国文人那里得到了大量帮助，也从其他在华耶

稣会士早先尝试撰写的一部中文教义问答手册中获益不少。谢和耐的一篇文章就是

以第一部教义问答集为主题的，见 Jacque8 Gern町时et盹t七， "S句ur les剧s d也iffe岛er阳阳'ent v刊e阻阳ion d巾u pr肥'effile凹I 

cat忧e(配ch恼118屿阳18m阳n肘1胃e en C仙hino旧101瞄E阻8d命e 1臼S8创4" ， i仇nS血tu叫di阳α S血i阳

4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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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伯努在对安文思论及汉语的章节所作的注解中，提醒 /(7(ì

读者参看曾德昭《大中国志》第 6 章，以此与安文思的论述相互印

证，不过伯努随即又奇怪地说曾德昭和安文思对汉语的介绍与别

处的不同@。伯努了解曾德昭和安文思介绍中的相似之处与不同

之处，不过他缺乏汉语知识，无法发现两人介绍中存在的错误。曾

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 1640 年，安文思的《中国新志》写于

1668 年，曾德昭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比安文思早整整 30 年。从欧洲

回来后，曾德昭从 1649 年起在广东居住，直到 1658 年或 1659 年

去世。安文思唯一可能途经广东的时间是 1640 年他从澳门前往

杭州的途中。而安文思的其余时间不是在四川 I (从 1642 年到

1647 年)就是在北京(从 1648 年到 1677 年去世)。因此，曾德昭

和安文思两人未曾见过面，虽然由于在华耶稣会士数量有限，他们

两人肯定知道对方的存在。

曾德昭和安文思两人在介绍汉语时，都以欣赏的口吻对汉语

结构上的简洁和欧洲语言的复杂作了比较。曾德昭说官话只有

326 个词(或者说音节) ，根据送气方式的变化和声调的变化产生

1228 个语音元素@。安文思说汉语(官话?)包含 320 个不同的声

音，这些声音又根据送气方式和声调的不同进行了组合@。由于

曾德昭和安文思两人年代相近，职业相同，受到的影响也难免相

同。如果排除两人有什么私下往来，安文思有没有可能通过阅读

曾德昭作品的手稿而接受了他对汉语的介绍呢?要找到这个问题

的明确答案并不容易，因为两人的介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

点。安文思对汉语语音的介绍比曾德昭详细，而曾德昭则对汉字

极为欣赏，他对 17 世纪汉语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显著区别要比安文

( Magaillans , p. 107. 

~ Semedo , p.49. 

( Magaillans ,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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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了解得多⑩。安文思将汉字的数量精确地定在 54409 个⑩，而曾

德昭则说超过 60000 个@，后者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些不同点表

明，两人对汉语介绍的相似之处不可能是因为曾德昭的作品对安

文思有什么直接影响。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许多耶稣会士普遍认

同的对中国语言文字的阐释在曾德昭和安文思身上产生了共同的

影响。

/t:/' 安文思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字这一章的最后介绍了一段汉字文本

片段，这对欧洲读者来说很可能是第一次。这个片段包含取自"四

书"之一《大学》开篇的十六个汉字。安文思试图通过复制和翻译这

些汉字展示"这种语言的优美，以及这个国家的伟大智慧，，@。安文

思强调了儒家"四书"在耶稣会传教事业中的重要性，他说"四书"是

刚到中国的耶稣会土语言培训和文化适应的重点书籍。安文思在介

绍这段文本时摘引了朱嘉和张居正(1525-1582 )的注解，这证明早

在至少 1668 年，耶稣会士就已经在使用张居正的注解了。 17 世纪

中期的在华耶稣会土喜爱张居正的著作，柏应理和他的同事在撰写

《中国哲学家孔子》时参照的可能主要是张居正的注解。不过安文

思似乎对张居正的生平不甚了解，因此两次出错。他说张居正于

1610 年去世，同年，利玛窦来到北京的朝廷。其实，张居正逝于 1582

年，而利玛窦在京城定居则是 1601 年的事了@。

安文思对《大学》的开篇解释如下"伟人的学问之道有三。一

为开启理性的本性。工为使人革除旧污，焕然→新。三为坚守在最

高层次的道德境界里而不动摇。"⑧随后，安文思又用了两页的篇幅

( Semedo , p.50. 

( Magaillans , p. 84. 

( Semedo , p. 51 

@ Magaillans , p.102. 

⑩ Magaillans , p. 103. 很难相信安文思会不知道 1601 年利玛窦到达北京， 1610 年在北京

去世的事。可能他本想写的是 1601 年，不过印刷或其他方面的一个小小失误使 0 和

l 颠倒了，于是便成了 1610 年。

( Magaillans ,pp.l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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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对《大学》这段话的"注解和说明"，这似乎是对张居正注解的

一个非常不严格遵循原义的释义⑧。

安文思认为，~大学》这一段中孔子的这番话用来解释在华传播及q

基督福音的传教士的任务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传教士的第一个职责

就是完善自身，然后随着逐步的提升，使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 上

帝⑨。安文思论证的前提是"至善"表示"无所不包的至高无上的

道德"，只可能指上帝⑧。因此，安文思将这段文字视为中国古代信

仰上帝的证据。不足为奇的是，安文思承认，他并不总是能让中国文

人相信他的论点。他还试图让中国人相信，这段文字证明了孔子

(安文思认为这段话是孔子说的)是信仰上帝的。这恐怕也很难让

中国人接受。不过，安文思的论证尽管逻辑性不强，缺乏说服力，却

表明他也是适应模式的探索者，他试图通过使用儒家经典将基督教

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8. 安文思对中国历史年表的介绍

安文思《中国新志》的杰出特点之一就是他呈现关于中国的材

料时具有的清晰性。这种清晰性加上他对中国文化重要方面的基

本了解(尽管不一定很详细) ，使得安文思的著作成为向欧洲读者

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和畅销作品。这种清断性在他介绍中国古代

历史的简短一章中体现得很明显。卫匡国神父的《中国上古史》

(1 658 年)是这类著作中最早的几部之一，它概述了中国历史对欧

洲人的年表提出的疑问。欧洲人的年表是建立在《圣经)) ，尤其是

《圣经》拉丁文通行本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中国上古史》不如

安文思的《中国新志》写得那么清晰。柏应理的《中国历代年表》

⑧ 张居正，{四书直解}(1651 年编) ，第 1a-1b 页〔

( Magaillans , pp. 105一106

( Magaillans ,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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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bula chronologicα monarchiae Sinicae) 出版于 1686 年，书中对中

国的历史年表作了详细的说明，安文思的书在柏应理的书之后出

版，可是柏应理书的读者群局限于学者，而安文思对中国古老历史

的描写却随着更面向大众的法文版和英文版的面世而获得了更多

读者的青睐。

安文思指出，中国人已经在 4025 年的时间里(即从公元前

2357 年到安文思写书的公元 1668 年)保存了对 22 个家族(即朝

代)、236 位君王的连续记录⑩。关于中国历史的起源，安文思提到

了三种不同的观点⑩。第一种来自某些神话和传说，称中国的历

史始于"几十万"年前。安文思认为这样的说法在学者看来并不可

信。安文思、说，第二种说法是大多数文人都赞同的，即中国的历史

始于伏载。据说伏事是从公元前 2952 年起开始统治陕西省，因此中

国历史已有 4620 多年了。第兰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始于公元前

2357 年尧的统治，距今有 4025 年。安文思说，每个中国文人都认

为中国历史的起始年代至坐在公元前 2357 年尧的统治时期⑩，怀

疑这个年代就无异于支持邪说。安文思认为，要是传教士胆敢这

么做的话，基督教在中国就不可能被接受。安文思指出，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耶稣会士请求并获准使用《圣经》七十士译本来取代拉

丁文通行本。根据拉丁文通行本，上帝创世发生在公元前 4004

年，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这即便与最保守的中国历史起

始年代相比也是矛盾的。而七十士译本中创世发生在约公元前

5200 年，大洪水则在约公元前 2957 年，这就为调和中国年表与

《圣经》中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总之，认为大洪水发生

在伏毒统治时期之前是可能的，因此挪亚就得以保持其人类共同

祖先的地位。相比之下，若依照《圣经》拉丁文通行本所记载的大

( Magaillans , p.73. 

( Magaillans , pp.73-74. 

( Magaillans ,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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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那么这个年代就晚于尧登上王位的公

元前 2357 年，这就与挪亚是人类共同祖先的说法无法协调了。七

十士译本在年表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安文思说到大

洪水发生在伏善之前 200 年，这就暗示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3152

年，而不是上面提到的公元前 2957 年。这和较为严格的拉丁文通

行本的年表有很大的出人，因此为灵活地调和中国和欧洲的历史

纪年提供了方便。(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柏应理的《中国历代年

表》将中国历史的原点定在公元前 2952 年的伏著时代。)

9. 结论

安文思坦言自己叹服中国悠久的历史。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2]

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古老、漫长而绵绵不断的帝王世系(即历

史)⑩。然而安文思并不是一个过分乐观、充满幻想的崇拜者，他指

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历史助长了中国人的骄傲情绪，使他们自然而

然地赞扬源于中国本土的事物，贬低外国人和一切外来事物，其实却

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外来事物，也不知道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

安文思所批评的并不完全是那种对陌生事物的恐惧症或者对外国人

和外来事物强烈的仇恨。"中国人的仇外症"是一个深奥的话题，大

家可能不免要问:这种文化优越感和思想漏狭性是如何促使仇外症

形成的?还有，和没受过教育的老百姓那种更为激烈的仇外表现相

比，知识分子的仇外情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优越感和思

想蝙狭性来解释呢⑩?

( Magaillans , p.75. 

⑩ 对I7世纪中国仇教情绪的调查与分析见吕实强《于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

看中西文化交流} ，载 Internαtional Sy明:posium on Chin坦se-Western Cultural Inte町hange

(Taipei , 1983) , pp. 407-430。重印于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一18ω) Bulletin 6 

(1984)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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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γ 安文思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如何影响他们

对外来元素的看法。第一个例子是中国地图表现外国地区时的失

真。据安文思说，"他们将中国大大地扩大，在表现其他国家时却一

无次序，二无方位，三无任何地理知识"⑩。事实上，中国在绘图技术

上有着优秀的传统，安文思的观点只适用于明代，当时的绘图技术有

所衰退。即便是在明代，他的批评可能也并不完全正确。安文思在

另一个例子中谈到了 1642一1647 年间他本人与利类思神父在四川

时，当地一名主持审判的地方官的反应。当时，一些和尚指控神父们

犯有罪行，安文思引用了地方官当时的回答:只要传教士不再传授新

的教义，中华帝国还是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外国人的。不过，如果

传教士传播邪说，与中国圣贤笃信的思想相左，那他们应该受到严惩

并被逐出国门⑩。最后，安文思讲到了许多文人在发现欧洲人并不

知道中国的儒家经典时表现出来的惊异。从安文思的描写中我们可

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于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这一使命有一种挫折感。的

确，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及认同并没有达到某些传教士的

深度，但无论如何这些理解和认识都是真实的。他对中国人的钦佩

之情抵消了他的挫折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对中国人文化骄

傲和孤芳自赏的论述看做思想狭隘。

曾德昭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著作反映了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基本

要素是如何被 17 世纪中期的在华耶稣会士所接受的。这些要素包

括耶稣会士对儒家"四书"的继续研究和翻译，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

正面评价，以及对儒学之士的认同态度。对于佛教和道教批判的严

厉性则稍不及利玛窦。不过，曾德昭和安文思的著作虽然延续了利

玛窦的适应政策，却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延续，而是适应政策的一种

逐渐演变，他们略微修正了利玛窦的观点，介绍了对中西文化关系的

一些新看法，例如"天学"是在中国远古时期被亚当和夏娃的后人带

( Magaillans , p.75. 

( Magaillans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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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的。此外，曾德昭和安文思对中国的语言都具有强烈的兴趣。

利玛窦和金尼阁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对中国的语言只作了粗

略的介绍，而曾德昭和安文思则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两人的介绍在

许多方面都相吻合，他们可能都从当时在华耶稣会士普遍使用的一

种语言学理论中汲取了观点。这些介绍被欧洲人吸收，并对 17 世纪

欧洲人对中国语言与日俱增的兴趣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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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早期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及卫匡国著作中的地理信息

1.卫匡国神父著作的背景

矿万· 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 1614-1661 )是一名耶稣会士，对实现

在华适应政策，他最主要的贡献在地理和历史两方面。卫匡国出生

在蒂罗尔地区( Tyrol) 的主要城市特兰托 (Trento) ，有时候被认为既

是德国人也是意大利人。他于 1632 年加入耶稣会，就学于耶稣会罗

马学院。著名的博学者基歇尔神父在那里指导他学习数学①。 1643

年，卫匡国神父来到杭州，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满人入关和一片内乱之

中。正是这种由乱，使得以往在中国往来通行的严格限制放松了，随

时迁移也成了谨慎的安全预防措施。卫匡国称自己曾去过中国 15

个省中的 7 个，虽然人们对他的足迹是不是真的遍及这么多地方还

有争议，他本人的所见所闻却对他编写著名的《中国新地图志》

( Athanasius , Kircher , China 山.strc归 (Am阳'dam. 1667 ) preface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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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ωαtlω Sinensis )起了重要的作用②。

卫匡国曾讲述过他第一次遭遇满洲人侵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和

其他讲述耶稣会士在应对时局变化时的胆识与机敏的故事是颇为相

似的③。根据卫匡国的描述，这次遭遇发生在浙江温州，当时他正担

负一项南明皇帝朱幸键交付的使命④。当满洲人攻陷温州时，卫匡

国神父正住在不远处的一所大宅子里，几个中国人跟他一起在此避

难。当满洲人逼近时，卫匡国叫人在大门上挂了大幅的红色条幅，上

面写了七个汉字"泰西天学博士寓。"卫匡国在条幅下备好了桌子，

桌上堆满了装帧精美的欧洲书籍和其他引人注目的物件，如望远镜、

镜子和数学仪器等。他在这些东西中间放了一个圣坛，上有耶稣像。

据说满洲人到了之后，对这些陈设非常感兴趣，满沙'"将领不但没有加

害卫匡固，还以礼待之，问他是否愿意效忠新主。卫匡国同意后，他

的发型、服装和帽子都换成了满洲的样式。满洲人准许他回到杭州

的教堂，并为他和跟随他的教徒配了护卫，以防不测。

② 卫匡国在 N时us αt阳 Sine旧is (Amsterdam , 1655 ) p. 26 序言的结尾部分称自己曾到过

中国的 7 个省。但是他没有说出这 7 个省的具体名字c 徐宗洋认为卫匡国在 1644

1645 年间在中国北方诸省到处游历，并曾到过北京和长城。中国学者马雍对此有不

同看法。 他认为那段时间中国北方的军事状况极为混乱，不可能容许卫匡国如此到

处活动。尽管徐宗泽神父并没有注明，但他所讲到的卫匡国行踪很!可能来自《中国新

地图志》致献词中卫匡国自己所说的话。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H 台

北， 1958) ，第 384 页以及马雍《清代欧洲汉学家的先驱马尔蒂尼} ，载《历史研究》第

6 期(1980) :第 157 页。

③ 这个故事出现在卫匡国《挺朝战纪} (De bellο tartarico) 较晚的一些版本中，其中包括

166臼5 年 Joha

N陆U时'VU削Sα创atl阳α旧sS茹t川n阳e阳ιis (Ams叫ten叫1am叽， 16仍55引)之后的另一个版本自的甘《草聪达朝占战戈纪h仰p.18一19 u

在 165饵4 年安特卫普出版的第 l 版《革驼达革辑E战纪》和 Je阻咀n Henault 根据此版于 1654 年在

巴黎翻译的法文版中均未出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出现在 Pfist时， p. 257 ，并在

Abbé H肘 ， Le ChristianisT时 en Chine ( 1857) Il ， 381 以缩写的形式出现。

④ 南明皇帝朱幸键在福建当了一段时间的短命皇帝，称号为隆武皇帝( 1645 年 7 月一

1646 年 10 月)。他最终被南下的满洲军队捉拿入狱处死。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

志》中，pp.108-109 反面的浙江地图、p. 120 以及图示第 13 页上均谈及了温州这个

地方。费赖之错把温州当成杭州的郊区，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人们往往把温州叫做"小

杭州..因为温州也有像杭州那样的河道及宏伟的建筑。见 Martini ， Atlas ， p.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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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 卫匡国并不是唯一一位迅速易主满人的耶稣会士。在汤若望

神父的带领下，北京的耶稣会士经历了一次艰难得多的易主过程，他

们不但保住了原来在朝廷和钦天监的高级职位，还获得了升职。与

此同时，中国南部的耶稣会士，像卡弥格 (Michael Boym. 1612-

1659) ，则继续为南明最后一个皇帝一一永历皇帝朱由椰( 1647-

1661 年在位)效命。"永历"二字显然是乐观多于现实⑤。

1650 年卫匡国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代表，负责回欧洲

为教团争取援助并报告耶稣会在愈演愈烈的中国礼仪之争中的情

况。他从福建出发，途经菲律宾和巴达维亚，在巴达维亚曾一度被荷

兰人拘禁，后来又踏上航程，乘坐的很可能是 Oliphant 号⑥。在海上

航行了 7 个月后，他终于在 1653 年 8 月到达了挪威的卑尔根( Ber

gen)⑦。卫匡国随后前往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他和出

版商布洛安排了《中国新地图志》在布洛著名的地理丛书中出版的

事宜。 1654 年 6 月，卫匡国从阿姆斯特丹出发，途经安特卫普前往

布鲁塞尔。在北欧的旅行途中，他受到了许多大学者的热情接待⑧o

/i\f 在阿姆斯特丹到安特卫普的这段旅程中，卫匡国跟莱顿大学中

东语言学者格里乌斯(Jacobus Golius [GohlJ ， 1596-1667)有几次难

忘的会面⑨。格里乌斯很早就对中国有极大的兴趣，并收藏了不少

⑤ 值得注意的是，卡弥格神父是 1651 年 1 月前后离开澳门的，略晚于卫匡国离开杭州

返回欧洲的时间。卡弥格随身携带有分别写给教皇英诺森+世和耶稣会总长的求援

书。其中两封是王太后(教名 Helena) 写的，另两封是太监庞天寿(教名 Achill制)写

的，两人均为天主徒。写给教皇的两封信中文原件保存在梵蒂冈，而写给耶稣会总长

的信件则只有拉丁文的译文。见 Goodr拙， p.20 和 Hummel ， p. 195。这些信件的部分

译文见 E. H. Parker , .. Letters from a Chinese Empress and a Chinese Eunuch to the Pope in 

the year 1650" , Contenψοrary Revi即(January 1912) :79-83 以及 Nigel Cameron , Bαr 

bαna旧 and mαndarins (Tokyo , 1970) ,p. 233 0 

⑥ 卫匡国从巴达维亚前往欧洲乘坐的很可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 OIiphant 号。见

J. J. L. Duyvendak , .. 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 , " T' onng pα晴 32 (1936) :311n" 

( De bello tartarico , preface. 

( Theophili Siegfridi Bayeri , M山enm Sinicnm 2 vols. (St. Petershurg , 1730) prefa町， p.20.

⑨ 对格里乌斯和卫匡国会面的描述见 Duyvendak. pp. 298-3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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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籍，尽管他一本也读不懂⑩。格里乌斯的狂热与无知是 17 世

纪欧洲汉学研究者中一种很典型的状态，正因此，他在卫匡国前往安

特卫普途经菜顿的时候与他进行了联系并安排了一次会面。然而卫

匡国重任在身，时间紧迫，只能利用在莱顿更换船只的空隙为格里乌

斯留出短暂的时间。格里乌斯是带着一堆准备好的问题去的，卫匡

国则给了他较为满意的答案。在其中一个问题中，格里乌斯试图将

中国和势力一直影响到中东地区的契丹联系在一起。从卫匡国的回

答中，格里乌斯更加确信中国和契丹是有关系的，他还发现契丹人的

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波斯语名称正好和中国人的十二地支相对应⑩。

这十二个要素与十天干相结合后就成为六十甲子，也就是人们熟知

的"中国天干地支纪年法"。不过卫匡国很快就动身前往安特卫普，

他在那里计划停留 8 天，安排《中国上古史~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α) (Munich , 1658) 的出版事宜。格里乌斯对这次短暂的见面大

为激动，他向莱顿大学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放下工作去了趟安特卫

普。 1654 年 6 月，据说卫匡国虽事务繁忙，却礼貌而热情地回答了

格里乌斯的问题。

在安特卫苦，格里乌斯见到了卫匡国从中国带到欧洲的一个中

国人，此人可能是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第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

这位名叫郑玛诺(Emmanuel de Siqueira , 1633-1673 )的中国人后来

加入了耶稣会，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学习了哲学与神学，并于 1671 年

回到中国⑨。格里乌斯临走之前得到了卫匡国送的几部中文书和手

稿⑩。据说卫匡国还给格里乌斯看了帮助他在温州顺利投奔满洲新

⑩ 对格里乌斯中文藏书的描述见 Duyvendak ， pp. 314-317 0 

( Duyvendak , p. 3∞ 

⑨ 见 Pfister ， p. 381 。戴闻达 (Duyvendak ， p.301n)称他从未在任何地方找到过对陪伴卫

匡围的这个中国人的记载，这显然低估了费赖之提到的郑维信。详细情况见 Frar眈18

A. Rouleau , S. J. ，"叽le f白Ìrst Chin陀ese pries址t of the Society of Je8us. Emmanuel de S臼lqueuaa 

Cαh阮E町阳len凹en吨】嘻草 Ma-no Wei-hsi叮in.163刀3一l凶67η3" ， Ar，陀.ch耐h拟灿i白如VI叩阳少冗咀咖u1肌L1川川mη1 hi.<toricum Societαtis lesu 28 (1959): 3 • 

50 0 

⑩ Duyvendak ， p.314f试图追溯卫匡国送给格里乌斯的中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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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红色汉字条幅。由于《耻朝战纪~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叫第 1

版(1654 年)中并未出现卫匡国与满洲人初次接触的描写，戴闻达

( Duyvendak)猜测是格里乌斯说服卫匡国在第 2 版中加入了这段内

容⑩。卫匡国大概是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时往书中加入了这段内

容。回到莱顿后，格里乌斯将此次与卫匡国接触所获得的发现写成

了一篇文章，名为《东方帝国附述~ (De Regno Catayo Additamen

tum) ，附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之后作为附录⑩。

/(':9 1654 年底之前，由于事态紧急，卫匡国被召回罗马。在罗马，他

呼吁建立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并对中国青年所受的教育大加

推崇，还为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立场作了辩护⑩。正是由于

他的说服能力，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 1656 年 3 月 23 日颁布了礼仪

之争中唯一一条对耶稣会有利的圣谕。但卫匡国不等教皇答复，已

在 1 月匆忙离开罗马，前往热那亚，在那里坐船前往里斯本，并在

1657 年 4 月踏上了从里斯本返回中国的行程。途中他和新招募的

10 名教团成员遇到海盗袭击，并由此得了一个"海军上将"的绰号。

据说卫匡国在那场血战中表现得非常英勇⑨。

1659 年，卫匡国终于回到杭州，并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两年的时

光。他热衷于传布福音，督建了一座新教堂，还培养了很多文人。很

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用中文撰写了几篇神学方面的论文，还从

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作品中选择了一些论友谊的篇章译成中文。这部

名为《速友篇》的译作于 1661 年在杭州出版。同年，卫匡国因过量

服用泻药大黄而去世⑩。卫匡国和之前的利玛窦都选择友谊这个具

( Duyvendak , p.328. 

⑩ Martini ， N，οU旧时las Sinemιs ， append队 pp. i-xij. 这个附录包含格里乌斯对契丹和中国之

间密切联系的发现，特别是六十甲子的组成要素。这可能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六十甲

子的图示，格里乌斯展示了六十甲子的汉字、拼音以及契丹人六十甲子的阿拉伯语翻

译。

( Francis Rouleau , .. Ma巾10 Martini" ,New Cat/wlic Encyclopedia IX , 310. 

( Rouleau , p. 310 

⑩ 卫匡国中文著作的名称和内容简介见 Pfister , p.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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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适应特征的主题意味着耶稣会士试图通过友谊来开辟一条

通往中国文人灵魂深处的道路。这个主题的再一次出现似乎表明了

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而这个主题的世界主义色彩和某种世俗性本质

也正是耶稣会的特征。利玛窦和卫匡国两人都性格外向而极具天

才，这无疑增进了他们与文人之间的友谊。

2. 卫E国的《辑担战纪》

.105. 

卫匡国神父在适应政策的框架下撰写的几部书对欧洲人如何吸/厅'

收、理解关于中国的信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黠革H战纪》带来了对

17 世纪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满洲人征服)的详细报道。 该书短

小的篇幅(大多数版本都不到 200 页)和新闻报道式的内容都是针

对大众兴趣的，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 1654 年到 1706 年间，这

本书再版了 20 多次，译有法、德、英、意、荷、葡、西班牙、瑞典和丹麦

等多种语言版本⑩。有些版本配有插图，如 1655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

版的拉丁文版，包含 8 幅雕版画。但《耻朝战纪》并不是每个版本都

有这些插图。例如， 1654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就没有插图。由此

可见，很可能是某位印刷者在卫匡国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加进了这

些插图。 1654 年的法译本不但没有这 8 幅插图，连卫匡国在序言中

明确提到的中国地图也没有。这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耻革日战纪》的插图中有一幅格外引人注目，该图描绘了 1644

年起义首领李白成攻陷北京时皇宫里的一个场面。(见图 3) 卫匡国

的书中讲到崇祯皇帝(1628-1644 年在位)得知皇宫所有的出口都

被切断后，决定自编⑩。但他又担心年轻的公主被人咕污，便拿剑刺

向女儿的胸口，将她杀死。这个场面是这样被戏剧化地描绘出来的:

⑩ 卫匡国《聪革E战纪》的进一步研究见 Edwin J. Van Kley , ""Iews from China;Seventeenth 

Century Notices of the Manchu" ,]oumal of Modem Hisωry 45 ( 1973) :563-568 0 

( De bello ta阳止。， pp.89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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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公主的容貌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她穿着欧式的服装，双眼

望着天空，双手作哀求状向上举着，鲜血从胸脯的伤口喷出。皇帝也

同样被画成了壮实的欧洲人，穿着欧式的服装，只有帽子有点异域色

彩。通过画面左侧的一个门廊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一个人吊死在

树上。

/// 这幅雕版画描绘的虽然是中国的主题，形式却明显欧化了，可见

为了迎合欧洲读者，关于中国的信息正逐渐被改写。艺术史学家 T.

Kaori Kitao 注意到这幅崇祯皇帝亲于杀女图和柯尔托纳 (Pietro da 

c。此ona) 于 1624-1626 年间绘于罗马圣毕比亚那教堂(Santa Bihi

ana) 的壁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描绘的是一名拒绝偶像崇拜

的妇女殉教的场面⑧。(见图 4) Kitao 女士认为卫匡国 1655 年阿姆

斯特丹版《耻朝战纪》中的雕版画在构思和绘图上都无疑是罗马巴

洛克风格。判定卫匡国书中这幅插图出自柯尔托纳的圣毕比亚那教

堂壁画的根据是雕版画中的几点特征:画面中的女主角身体比例匀

称丰满，头部浑圆，目光向上，两臂上举一一这样的一个殉教者在 17

世纪的欧洲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艺术题材。此外，画上公主身后右侧

墙上人字形帘幕的遮篷、背景中部带有女性塑像的壁鑫，还有画面左

侧拱门外远处的风景一一描写了一个次要的情节，预示即将发生的

事件一一这些细节都进一步说明这幅雕版画来源于柯尔托纳的作

品。特别是最后一个细节，一个人在树上吊死预示着崇祯皇帝本人

的命运。这个次要情节是一种具象派的手段，目的是造成一种连贯

的叙述，即吊死这一幕是连接前景中主要情节的第二幕。

毕比亚那( Bihiana) 圣徒般的殉难是通过她甘心受死的坚决、圣

人般的姿态、虔诚的表情和退缩的侍从眼中的恐惧表现出来的。尽

管 Kitao 女士指出柯尔托纳的作品未必是卫匡国书中雕版画的直接

来源，因为从柯尔托纳派生出的这种风格的画并不止这一幅，然而这

幅画和中国公主被杀的画惊人地相似，因而不可能是巧合。柯尔托

⑧ T. Kaori Kitao 写给笔者的私人信件，日期为 1982 年 l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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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新颖而极富个性的画风影响深远，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曾评价

他和贝尼尼( Bemini) 、波罗米尼( Borromini ) 三人为罗马巴洛克艺术

鼎盛期三大家②。 Kitao 女士还指出，这种表现形式将妇女描绘成圣

人般的形象，刺杀者则当然被视为坏人，他邪恶的人性通过预示他最

终自编身亡的结果而得到了强调。 这种图像化的解释很有意思，因

为尽管在卫匡国的书中崇祯皇帝的举动被描写成是出于崇高的动

机，其他史学家对崇祯临死前所作所为的描写却更为负面。

图 3

一幅假想的图画:画面描写 lω4 年的北京，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为了

使女儿(昭仁公主)不受兵临城下的敌人侮辱，亲手将女儿刺死。 图

画来自 Martino Martini , De bello tαrtαrico (Amsterdam , 1655 ) 0 71'- i又诺

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九刊登。

( Rudolf Willkower ,Arl a"d ArchileClure in 1I呻， 16ωω 1750 ( Harmondswo巾， M idùlesex , 
England , 1958 ) , pp. 152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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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柯尔托纳的壁画，描绘一位圣人拒绝偶像崇拜的场面( 1624一

1626 ) 。 圣毕比亚那教堂，罗马 。 承罗马圣毕比亚那教堂惠九刊登。

/;1/ 卫匡国对崇祯皇帝最后日子的描写在总体轮廓上是有历史记载

证实的 。 当然卫匡国很可能在某些小细节上作过一些戏剧化的自由

发挥。 据魏斐德( F rederic Wakeman ,]r. )的最新研究，当明王朝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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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时，崇祯皇帝渐渐陷入绝望的情绪和元能的状态③。崇祯

皇帝对王朝存亡的现实问题不闻不问，沉浸在自以为是的顾影自怜

中，把事态的恶化归罪于他于下的官员。他最后选择自杀其实反映

并进一步说明了他试图逃脱明王朝灭亡的一切罪责。可惜的是，崇

祯皇帝在这个自杀仪式中的表现却和他充满尊严的想法并不协调。

1664 年 4 月 24 日，当李白成的军队进入北京城外围时，崇祯正喝得

酷町大醉。就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中，他操起一把剑，狂暴地杀死了至

少两名公主和一名妃子(皇后周氏当时已经自杀)。崇祯在狂暴中

杀死了昭仁公主，这件事显然就是卫匡国《聪朝战纪》中那幅插图的

根据。将近半夜时分，崇祯乔装成太监企图溜出皇宫却被拦住了。

于是，4 月 25 日早晨，他爬上了宫里的一座小山丘"煤山"，用腰带自

维身亡⑧。

卫匡国在返回欧洲期间出版的三部书一一一《聪朝战纪》、《中国

新地图志》和《中国上古史》一一都是一起写成的，这位耶稣会的代

表意在进行宣传和招募新人。这个意图在卫匡国《耻朝战纪》简短

却重要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他明确地给人一个印象，这本书只是其

余两本书之前的一道开胃菜。卫匡国说，欧洲人向他询问关于中国

土地、人民和文化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他"总结最近 40 年来

(约 1614-1654 年)在这个伟大王国发生的所有变革，为公众作一

个扼要的叙述'吻。这个扼要的叙述就是《耻朝战纪》。因此，当《中

国上古史》和《中国新地图志》还在撰写过程中时，{黠革E战纪》似乎

( Frederic Wakeman , Jr., "The Shun Interregnum of 1644" ,From Ming to Ch' ing: Cοnqu.est ， 

Region αnd Continuity in S凹Jenteenth Century China Jonathan D. Spence & John E. Will" , 

Jr. ,eds. (New Haven ,1979) ,pp.49-51 

⑧ 魏斐德先生(Wakeman ， p.80) 指出，他对崇祯皇帝在最后几个时辰里神志失常情况的

描写是以钱号只在《甲申{专{言录》中所描述的事件为依据的。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

书H上海， 1940) 第 12 册。不过魏斐德还引用了其他几位学者(计六奇、张岱和谈

迁)的描述，他们对崇祯最后举动的介绍并不那么负面。这些不那么负面的描述只是

被放在脚注中，可见魏斐德和汉学家们以前的倾向一致，即更信赖钱号只的负面描述。

( De bel扣 tartαrico ， p时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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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写成，以满足当下的大众消费(它比其他两部作品出现得都

要早) ，目的是激发大众对其他两部大部头作品的兴趣。这也许能

解释卫匡国为何在《耻朝战纪》序言的大部分篇幅中对《中国新地图

志》和《中国上古史》作了介绍。

ρff 卫匡国称，他即将出版的历史书，即《中国上古史}，试图叙述从

大洪水时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大事件。通过介绍中国

4000 年的历史(卫匡国的历史实际上只叙述到耶稣诞生之前，比他

原计划的长度减少了 1600 年) ，卫匡国认为自己完成了金尼阁 1615

年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序言中的一个承诺。这反映了耶稣会在

学术成就上的传承性，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提到。根据卫匡

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向读者保证，他将展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

生息过的不同"国家"，以及中国的法典创立者、宗教、帝王和改变中国

疆域的战争。其次，卫匡国还向读者提供了一部地图集，即《中国新地

图志} ，作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必要补充。据他说，这些地图展现了各

省的大小范围、河流的走向、城镇、湖泊、山脉和森林的位置。他还说

自己将详细讲述在前往中国以及在中国各地旅行途中的见闻。

卫匡国说到他很早就被上级命令要前往罗马处理在华修建新教

堂的事务⑧。这是他在暗示撰写《中国上古史》和《中国新地图志》

其实是他作为未来的耶稣会代表而被委以的长期任务。事实上，他

花了十年时间咨询各方人士，了解与这个写作计划相关的知识。他

询问了最精通历史的中国人，阅读了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并收集了

他能搜集到的所有相关文章。为了撰写《中国新地图志} ，他对中华

帝国全图和各省的分图作了修正。从爪哇到挪威的 7 个月航海途

中，他几乎读完了在远东开始阅读的所有历史著作。在这段时间里，

他还编写了和各省地图相配的城镇概况。在谈到《耻朝战纪》时，卫

匡国提到在书中有一幅小型的中国地图。(见图 5)尽管这幅地图太

小，不可能包含精确的细节，卫匡国还是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准确的，

( De bellο tartα rico ,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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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幅地图是由"中国的哲学家" (即文人)绘制的。不过我们可

以发现，这幅小地图和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中的中国全图相比其

实是十分粗糙的。(比较图 5 和图 6)

卫匡国在《聪革且战纪》序言的末尾说，{中国新地图志》中的这些//乡

地图和描述是为了表现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必要性，这就

提醒了读者他作为耶稣会代表的角色。卫匡国还说，{中国上古史》

将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同《圣经》的历史纪年作了比较。不过这种适

应是倾向于欧洲的，因为卫匡国讲到用《圣经》的纪年来评价中国的

历史纪年。

3. 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

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和《中国上古史》不仅仅是通过《耻朝

战纪》庞大的读者群，更是通过激发早期汉学家进行深人思考，继而

激起对中国的兴趣从而对欧洲人产生影响的。他的读者们因此写出

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是业余性质的，因为著者缺少像卫匡国那

样在中国的亲身体验，却向更大的读者群传播了卫匡国的信息和思

想，因此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中国观念的形成。

这两本书中先问世的一本是《中国新地图志~， 1655 年在阿姆斯

特丹出版②，作为布洛《世界各国大观及新地图集~ ( Theatrum orbis 

⑧ 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 (Amsterdam , 1655) 

2 0 (32. 5em x 50em) ，出版人是布洛。该图书馆还藏有《中国新地图志》的法译本，题

目是" Des凹刷ion geograph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载 Melch时dec Th"venot , Rela

l!οns de divers !)Oyllg田 III (1666 )216 pp. in-folioc Sommervogel , V ， 650 称《中国新地图

志》在特维诺书的第 II 卷，而且并不带地图 r 但是我查阅了特维诺的一个版本，发现

《中国新地图志》在第 III 卷 (1666 )中，有一大幅折叠的中国和日本全图，与《中国新

地图志》第 1 版(布洛版)中的地图相差无几ο 《中国新地图志》还有 1655 年的一个

拉丁文版、 1656 年的一个法文版和 J个荷吃文版.以及 1659 年的一个西班牙文版。

还有一个比原版略小的影印版作为 1981 年 10 月纪念卫匡国国际研讨会的一部分印

出，该研讨会由特兰托市自然科学博物馆赞助，在特兰托召开。此外还配合影印版出

版了《中国新地图志》序言的一个多语种(意、法、英、德)译本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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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rium sive novωαtlas) 的第六部分。第 1 版有 17 幅双页地图及

171 页的附带文字，一个 19 页的按省份和城市规模排列的城市和要

塞经纬度标记列表，以及格里乌斯的附录。这些地图中有一幅是中

国和日本全图(见图 6) ，此外是 15 个省份和日本分图。在这些地图

之间穿插着一些描述各省的文字章节，省下面还按各大城市再分了

段。这些省份按照书中的顺序和卫匡国的拼音分别为: ( 1 )北直隶

或北京地区， (2) 山西， (3 )陕西， (4) 山东， (5 )河南， ( 6 )四川，

(7) 湖广， (8) 江西， (9) 南京(南京地区或南直隶)或江南， ( 10) 浙

江，(I l )福建， (12) 广东，( 13) 广西， ( 14) 贵州， ( 15) 云南。北直隶

和南直隶地区是明朝初年以北方都城北京和南方都城南京为中心的

两个行政区域，表明明朝设有两京。"江南"省的名字应是满洲人将

第二国都南京废除后为这一地区取的特定名称。这些省份一直保留

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湖广省已改称为湖北省，江南省己分

为安徽和江苏两省。

//7 {中国新地图志》是特大的对开本(32.5 厘米 x50 厘米) ，其中

的地图可以说是精美绝伦⑧。每幅地图都有蓝、红、粉、黄、金、绿等

各种颜色一一这种工艺在 17 世纪欧洲的印刷业中还是依靠于工完

成的c 地图上不但绘满了山脉、森林和河流，在图例部分的装饰图案

中还有被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物。这些人物的外貌和衣着比

1655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版《耻扭战纪》中的中国人物显

然更具中国味。和《耻朝战纪》的某些版本不同，<<中国新地图志》插

图的绘制有可能经过卫匡国的指导。

卫匡国编写《中国新地图志》时依据的是中国的书籍资料、耶稣

会同事们集体的地理学知识以及自己的游历经历。他在序言中说

到，所有的信息均采自地理和地图方面的中国书籍⑧。他在《聪朝战

⑧ Sommervogel , V ,649 1司;有两个拉丁文版本，第一个版本更为华丽，文字的篇幅是 171

页，而不是 134 页。笔者看到的是第一个版本。

( Martini ， Atl削， p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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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序言中说，自己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已经能够纠正

中文资料中的错误了 。 卫匡国曾称自己在得知将被派回欧洲后就陆

续收集了 50 多本中文书籍，以带上返欧的旅途@。 戴闻达据此推

测，卫匡国着手编写《中国新地图志》是在他第一次在中国居住的末

Mal1ini , Atlω ， p. 147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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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但是卫匡国在《耻朝战纪》的序言中说自己花了 1 0 年时间为

Duyvendak • p. 3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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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部书作准备。这眼戴闻达的推测是不太一致的。

尽管卫匡国曾称自己花了 10 年时间来准备《中国新地图志》和 ρV!

《中国上古史} ，他在《聪朝战纪》序言中却明确表示上述两本书是他

在菲律宾等待继续前往欧洲的时候正式开始编写的。在《辑朝战

纪》序言的最后，他说自己不但几乎读完了在东亚开始阅读并带到

船上的所有中国历史书籍，还提前完成了《中国新地图志》的很大一

部分，即编写了穿插在地图中的对城镇和省份的介绍。总之，卫匡国

准备和编写《中国新地图志》的过程是这样的:他凭着自己的天才和

兴趣以及预见到自己作为代表将被派回欧洲的可能，在来到中国之

后不久就开始构思一部地理方面的著作。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他

开始收集信息，并研究中国地图。他一直不断收集信息，直到踏上返

回欧洲的旅途。他为写书所作的最后准备包括收集了 50 多本中文

书籍，其中有些肯定和《中国新地图志》有关。

耶稣会士对中国地图学的兴趣可以上溯到传教士先驱罗明坚和

利玛窦的时代。利玛窦曾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 1656 年由法国皇家

地理学家桑生首次出版⑨。 1655 年，曾德昭的中国地图出现在伦敦

的英文版《大中国志》中⑨。 1670 年，卡弥格的中国地图由桑生重

印@。在华耶稣会士在思想和成果上都有大量的交流与共享。 17 世

纪耶稣会士对儒家"四书"的翻译活动显然就是这种合作精神的产

物之一。这个翻译活动的巅峰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卫匡国的

⑨见 Boleslaw Szezesniak ,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an Inquirγinto the Com

pilation of European Cartographe四" ,Imago Mundi 13 (1956) : 119-120。罗明坚的地图

实际上出自 Matteo Neroni ，斯齐尼亚克考证此人就是利玛窦，因此笔者称此地图的作

者是"罗明竖 利玛窦"。裴化行神父提到利玛窦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问世

前 50 年曾计划过一个中国地图集项目。见 Henri Bemard , S. J叫"Les sources mongoles 

et chinoises de l' atlas Martini" ， Monumentα Ser町α7 (1945): 133 0 

③ S句zez配时e

⑧ S缸zeze配§缸妇刨niak达k‘ ‘"叮‘Th怆e s阳e\刷、v阳.ren川l忧e肘阳een凹en叫毗It巾tI由h Cωe凹n川1阳阳tmηγ Maps of China" ,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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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地图志》可能也是一个合作成果@。尽管罗明坚、利玛窦、曾

德昭、卡弥格和卫匡国等人的地图在中国相对于欧洲的比例上存在

一些差异，这些地图却无一例外都来自 1579 年版罗洪先编辑的朱思

本《广舆图》⑧。

ρ/ 有证据表明，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是《广

舆图》⑧。朱思本秉承中国地理学传统并加入蒙古征服亚洲时获得

的地理新信息，在 1311一1320 年之间编写了名叫《舆图》的中国地

图。这幅地图一直以手稿或碑刻的形式流传，后来罗洪先对它进行

了修改和扩充，并在约 1555 年时进行了印刷，名为《广舆图} 0 {广

舆图》包括一幅中国总图、各省分图和一些特殊地图，都在等距的方

格上绘制。({广舆图》和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在布局上的相似性

非常明显。H广舆图》显然流传很广， 1558 年、 1561 年、 1572 年、 1579

年直到 1799 年都一直有新版本出现⑧。前面的章节说过，利玛窦似

乎利用了 1579 年的那个版本。 1601 年，两卷的《广舆图》就已开始

在欧洲出现⑨。有人提出，耶稣会士的地图还参考了其他一些中文

资料，但无法进行证实⑩0

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 (Domingo Navarrete , 1618-1686) 在他

的《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 (Tratαdos historicos , politicos ,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α) (Madrid 1676)→书中批

评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充满了荒唐的幻想和错误，但是耶稣会

⑧ 斯齐尼亚克先生认为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毫无疑问是其他传教士研究成果的

汇编"。见 Szezesniak ， "The seventeenth CentuηMaps of China" ,p. 131 。

( Szezesniak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 p. 131. 

( Walter Fuchs ,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α b)" Chu Ssu-pen αnd the Kuang-)"ü-t' u Monu-

menta Serica monograph VIII. Peiping , 1946 , p. 11. 

( Bernard , "Les sources mongoles et chinoises de l' atlas Martini" ,p. 131. 

( Duyvendak , p. 311 . 

⑩ 戴闻达在 Duyvendak ， p. 313 提到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可能参考的另两个资料:

(1) 明代重印的无名氏《历代地理指掌图> ，苏轼( 1036一1101 )作序; (2) 吴学俨和朱

绍本的《地图综要> ，首次出版日才间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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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南怀仁反驳说，这些错误来自卫匡国参考的中文资料，而不是他自

己的亲眼所见，再说错误也相对有限⑥。实际上，卫匡国的地图集被

赞誉为 17 世纪欧洲出现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中国地理书籍，直到

1735 年，这部书都一直是中国地理方面的扛鼎之作⑩。其他耶稣会

士也曾绘制过中国地图，但卫匡国是 17 世纪派到中国的 200 多名耶

稣会士中天赋和水平最高的地理学者。

与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样，卫匡国的地图

集也有一个纳税人口的数据一-58914284 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妇

女、儿童、皇室成员、地方官员、宦官、士兵、和尚、道士⑩。我们注意

到卫匡国的数字与利玛窦不完全的人口数据 58550801 人相比略有

增加。这两个数据未计算在内的人口成分相似，因此很可能来自类

似的资料一一最有可能是来自壮丁名册。根据这个纳税人口，卫匡

国估计中国的总人口约为两亿。不过卫匡国写书的时间是 17 世纪

中叶，利玛窦则是 17 世纪初，而且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在

1625-1650 年间人口有大量减少，因此我们怀疑，卫匡国的纳税人

口数据到 1655 年已经失去了时效性@。

.117. 

和大多数开创性的成果一样，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也有不忍P

少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经度数据。将卫匡国的地图和经纬度表跟现

代地图学的数据一比较就可以发现，纬度的数据总体上是一致的，而

@ Navarre栓 ， Tratαdos h ;sloricos . .. de la M，οnarchia de Chinα( Madrid , 1676) , p. 24 & Corre

spondence de Ferdinand Verbiesl (/623-/688) F"rs. J0880n & Willaert , eds. (1938) , 

pp.270 ,273 & 314-315.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 China. Ergebnisse 凹gener Reisen 5 vols. (Berlin , 1877 ) 

1 ， 674一-677.

⑩ Ma剧吐血归m叽1

⑩ 见本书第二章中何炳橡对人口数据的讨i论仑以及对利玛窦所估计的中国人口数据的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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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的差异却很大@。实际上，卫匡国在《中国新地图志》的经度测

算中使用了两条本初子午线。在经度表中，他只列出了以北京的一

条本初子午线为基准的数据。这么做是为了让欧洲读者了解中国发

达的地图学传统，中国的地图学反映了中国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中

心的"中央王国"观念。卫匡国接受中国人的这种算法，并不是简单

地迎合中国人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对真实的经度数据其实是无伤

大雅的) ，而是认识到了中国地理学知识的发达。不过卫匡国在他

的地图中使用了两种经度测算法一一一种是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北

京，另一种则将本初子午线定在欧洲稍西的地方，这是给欧洲读者看

的。如果我们假定卫匡国随利玛窦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幸福岛" (即

加那利群岛) ，那么将卫匡国的经度数据减去 17。就可以和现代的经

⑩纬度总是以赤道为标准来测算的，经度则以本初子午线为标准，向东或向西各计

1800 。而本初子午线是任意指定并不断变化的。 1530 年，鲁汶大学医学、数学教授，

人文主义学者弗里西斯(Roger Gemma Frisius) 设计了一种确定经度的方法。这种方

法需要一种不受海上变化无常环境影响的精确计时器。这种计时器直到 1759 年才

由英国人哈里森(John Harrison) 研制成功，因此卫匡国不太可能使用弗里西斯的方

法。见Lloyd A. Brown , The Story 01 Mαps (Boston , 1949) , pp. 208-240 c 另见 George

Kish ,ed. ,A Sοurce Book in Geοgr，α'phy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1978 ) , pp. 349一-350 0

17 、 18 世纪欧洲人对于揭开经度计算的奥秘充满了热情。在荷兰、法国和英国，谁要

是能发明计算经度的准确方法，就能得到大笔的奖金。曾出版卫匡国《中国新地图

志》的著名地图出版商布洛就是被荷兰政府指定对各种经度计算法方案进行评估的

人士之一。弗里西斯的方法要求搬运计时器，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些人

相信通过观察星星也有可能计算出经度。 1636 年，伽利略向荷兰人提供了自己的经

度计算方案，即通过望远镜观察木星的四颗卫星的移动情况。荷兰人对伽利略方案

的兴趣遭到了罗马天主教当局的阻挠，但是我们怀疑耶稣会罗马学院的耶稣会士是

否得知了伽利赂的方法，并把这个方法教给了卫匡国。因为卫匡国 1640 年才前往叶1

国，之前是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学习的。不管怎么说，卫匡国测算的中国地图集经度数

据精确度不是很高。我们无法把卫匡国的经度数据与现代数据作直接的比较，因为

现代经度是以英国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为基准的，这个基准到 1888 年才被广泛采

用。在近代欧洲，本初子午线往往位于大西洋的岛屿间，离欧洲西海岸比较近。 这样

做的优点是本初子午线位于旧世界(欧洲)以西，新世界(美洲大陆)以东。由于整个

欧洲都位于本初子午线以东，欧洲的经度数据就简化了。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中

的本初子午线位置显然是在加那利群岛的某个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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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相比较了⑩。一番比较的结果是，卫匡国的经度数据和现代

数据间的差异大大减小，当然，并不是完全消失。比如，卫匡国将顺

天(现在的北京城)定位在北纬 40 0 、东经 145 0@。现代地图学将北

京城的中心定在北纬 39 055' 、东经 116 025'。以现代的标准，卫匡国

的纬度数据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经度的计算就不太准确，因为他的经

度数据以现代标准调整后为 128 0 ( 根据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将 145 。

减去 17 0 ) ⑩。

• 119. 

我们不得不承认，以现代地图绘制学的标准，卫匡国的地图并不 /.?-Y

准确，也缺乏细节，但作为 17 世纪开创性的成果，这已经十分了不起

了。这些地图所提供的关于这个遥远而又陌生国度的新信息让欧洲

读者着迷，同时也使得欧洲和中国思想的接触一直得以持续下去。

4.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

卫匡国的第三大著作是《中国上古史~ (Sinicae hisωriae decωρ/ 

prima res à gentis origine αd Christum nαtum in extremα As的 ， sive Mα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叫Jlexα) (中国历史最初的十个时期，从人类

历史之初到耶稣诞生的远东大事记，或围绕中华大帝国崛起的大事

记)。 该书版本不多，只有两个拉丁文版一一慕尼黑(1658 )和阿姆

⑩ 斯齐尼亚克先生强调了耶稣会士在绘制中国地图过程中的合作性，他认为利玛窦、罗

明坚、卫匡国、卡弥格和柏应理等诸神父都将本初子午线定在"幸福岛"(加那利群

岛)。见 Boleslaw Szezesniak ,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 ，1mαgo Mundi 13 (1956) : 116 , 123 & 131-132 0 

( Martini ， Atl时， map opposite p. 1 & pp. 26-27 ; catalogue on first page 

⑩ 另外，我们发现卫匡国将 Quangcheu (现在的广州城)的位置定在北纬 23 0 15' ，也就是

北回归线稍下处，和东经 123 0 58'( 根据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进行了调整，将 140058'

减去了 17 0 ) (见 Martini ， At阳， p.1 对面的地图和 pp.132-133 以及 p.14 上的表)。

而现代绘图员将广州城中心定位在北纬 23 0 6' 、东经 113 0 16'。同样，纬度数据很接

近，但经度数据同调整后卫匡国的经度数据相差 10-12 0 。除了上述的差距，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还发现，卫匡国地图中中国城市的经纬度数据和其他耳目稣会

士的数据在经度上也存在着 l。以内的差距。(见 Ricl巾。fen ， 1,676n-677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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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丹(1659)一一以及一个法译版(巴黎， 1692 )。书中试图使中国

传统纪年和圣经纪年相一致的思想引起了欧洲博学者的兴趣。这部

融合中西思想的严肃著作在内容上大大超越了大众化的袖珍书《耻

朝战纪》⑩。虽然《中国上古史》的主题是历史，卫匡国在历史叙述

中却还穿插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他对儒家思想的强调和阐释与

利玛窦典型的适应政策是一致的⑩。

卫匡国以公元前 2952 年伏著称王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不过

他说直到公元前 2697 年传说中的黄帝称王才开始记录第一个六十

甲子。这部历史书的结尾是第 45 轮甲子的第 58 年，即公元前 1 年

Nga)咄下台。 Ngay山就是西汉哀帝(公元前 6 年一前 1 年在位)的

拉丁化名字。这段历史跨越了 44 轮完整的六十甲子，共计 2640 年。

加上第 45 轮甲子的 58 年，共计 2698 年，也就是写到公元元年。至

于卫匡国是否写了一个续篇或《此后的十个时期~ (decαs secundα) , 

这是存有疑问的。耶稣会传教士白乃心 (Johann Grueber , 1623-

1680)神父在 1665 年 3 月 14 日的信中写到自己相信卫匡国历史书

的续篇一一即从耶稣诞生直至 15 世纪的中国历史一一曾在慕尼黑

出版⑧。特维诺在他的《各种奇异航行记~ (Relαt切时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中将自乃心的信印出。但是特维诺指出卫匡国的《此后的十

个时期》已经亡供，自己试图从一部波斯语手稿中复原这本书@。

/YJ {中国上古史》虽仅限于耶稣诞生之前，即汉代中期以前的历

史，却是第一本用欧洲语言写的真正的中国历史书，而且长期以来也

一直是唯一一本这样的书，直到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 的四

⑩ 1658 年慕尼黑版的《中国上古史》是四开本，有 362 页， 1659 年的阿姆斯特丹版有 413

页，另外还有 7 页是八开的。以下所有的页码都是指慕尼黑版。

⑩见 Giorgio Melis , ..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lassics in the Works of Martino Martini , S. J. 

(1614一1661). "In Internα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Westem Cultural Interchange (Tai

p凹， September 1983) ,pp. 473… 513 0 

@ 白乃心神父 1665 年 3 月 14 日的信件在 Thévenot , IV ( 1692) ， 2刃有重印件。

@ Catalogue g创的1 de livres imprimés de Bibliotl问ue nationale vol. 186 (1960) , col. 144 以

及 Sommervogel ， V ， 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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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肘， historique , chro

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Paris 1735) 出

版。不过杜赫德著作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卫匡国的历史书和李明的

《中国现势新志} (Nouveαux mémoires sur l' etα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6) ，特别是来自北京的耶稣会士寄给他的时事报道@。

17 世纪，欧洲人对精确的历史年表颇为热衷，而这种热情不可

避免地和《圣经》联系在一起。就在卫匡国《中国上古史》问世的几

年前，爱尔兰阿玛( Armagh) 的大主教厄舍尔(James Ussher , 1581-

1656 )在他的{I日约与新约编年史} (Annale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 London , 1650-1654 )一书中公布了一个年表。厄舍尔大主教根据

《圣经》希伯来文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宣布上帝造人发生在公

元前 4004 年，挪亚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这几个年代数字

流传甚广，公布后不久，就被加到了各种带注释的英王钦定本《圣

经》的页边注中，直到今天，在有些版本的页边注中仍可以看到。

拉丁文通行本《圣经》是由圣耶柔米( St. Jerome) 以现在已经不

@ Sommervogel , V ， 650 探讨了杜赫德神父从卫匡国书中引用的内容。另见 c. R. Boxer , 

"Some Aspects of Wester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Far East , 1500一18∞" , in Hi.torians of 

Chinα &J叩an E. G. Pulleyblank & W. G. Beasley , eds. ( London , 1961 ) , p. 314 0 关于社

赫德对这些报道所进行的编辑存在着很多争议。作为一个编辑，杜赫德为了投合大

众读者的喜好而非常善于对原始材料作一番加工。在 18 世纪，法国的大众读者需要

一个文化偶像，而中国的形象提供了这种可能。因此，杜赫德最初为《耶稣会士中国

书简集>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旧时) (34 volumes , 1702一1776) 而后又为他的《中华帝

国全忘》编辑耶稣会士从中国寄来的报道时，删去了对中国人和耶稣会士的负面报

道。在华传教士对杜赫德的删节表示不满，但是杜赫德对大众读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杜赫德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伏尔泰把杜赫德的名字放在当时的伟人名单上，使

他出尽了风头(Boxer ， pp.312-315 及 Arnold H. Rowbotham , Mi.sionαry αnd Mandarin: 

the Jesuits αt the Court of China (Berleley , 1942) , pp. 256-257) 。然而，不管怎么样，卫

匡国的历史书还是被后来的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c de Mailla) 超越了。

冯秉正在他的《中国通史> (Historiα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s de cet emp时 13

vols. ) ( Paris , 1777 -1785) 中翻译并大量引用了中国的史料，包括从未裹的《通鉴纲

目》中翻译的部分内容(Boxer ,pp. 314-315 和 Rowbotham ， p. 352) 。

l'2ìIl Jack Finegan ，的ll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Prinveton , 1964)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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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希伯来文文本为基础在公元 4 世纪编写的，这个版本支持厄

舍尔的年表。不过在圣耶柔米的译本之前，人们更偏向以七十士译

本( Septuagint) 为基础的年表@。七十士译本( " Septuagint" 就是"七

十"，可能略指七十二位译者)指的是《旧约》的一个希腊文版，这个

版本的第一部分据说是托勒密( Ptolemy Philadelphus ，前 285 前 246

年在位)王朝时期在亚历山大翻译的。根据优西比乌( Eusebius ，约

260-340) 在《编年史)) ( Chronicles) 中的计算，七十士译本支持创世

发生在公元前 5200 年、挪亚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957 年的说法@。

我们知道，以七十士译本为基础的各年表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然而这些数字与厄舍尔大主教的年代数字(即创世发生在公元前

4004 年，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均有很大的差距。

ρw 在人们越来越普遍接受厄舍尔年代数字的思想趋势下，卫匡国

的《中国上古史》问世了。卫匡国所介绍的中国历史对欧洲的主流

趋势是一个挑战。卫匡国对这个挑战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他在书的

开篇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卫匡国被中国历史的古老和历史记

录的精确深深折服。他相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中国人历史记载

的水准⑩。但是和早期汉学家基歇尔、缪勒、门采尔不同，卫匡国在

研究中国文明时具备知识和批判能力，因此他的著作便和其他人幼

稚的作品区别开来了。他对有些中国神话进行介绍只是为了表明他

并不相信，比如中国神话讲到宇宙是从一个蛋中产生的，随后蛋黄变

③ 例如，优西比乌在《编年史} (Chro阳le) 一书中表示，相对于以希伯来文初撒马利亚文

版本《圣经》为基础的年表，他更偏向七十士译本。优西比乌的观点被圣耶柔米在拉

丁文版《圣经》中翻译出来，不过圣耶柔米本人还是倾向以希伯来版为基础的年表。

Finegan , p.156. 

@ Finegan , pp.156 & 184. 

⑨见 Edwin J. Van Kley , "Europe ' s ‘ Discovery' of China and the W riting of W orld Histo

町"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1971) :360 

@ Martini ， S阴阳e histor町， p.3.

ø Martini ,Sinicae hi.stori肘， p.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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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地，蛋清变成了空气，蛋壳变成了天@。门采尔在《年表} (Zeit

Register) 中认为，J!匡国把盘古这个所谓的第一个中国人看做了一

个历史人物，其实卫匡国并未将他完全看做历史人物@。对卫匡国

来说，神话和历史的分界线是伏载的统治时期(公元前 2952 年一公

元前 2838 年)@。为了证实这个分界线，卫匡国指出，中国人自己对

历史记载中伏善之前的事件也是表示怀疑的。相比较而言，当代汉

学认为伏毒也是神话人物，并将历史记载中神话和历史的分界线划

在夏商之际(约公元前 1500 年)。但是 20 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证

实，以前被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尽管不是中国学者)认为不过是神话

的记载其实是史实，因此我们不应该将中国神话和历史的分界线看

做是固定不变的。

.123. 

根据 17 世纪《圣经》的人类史观，所有人类，除了挪亚和他的后 ρr

代，都已经在大洪水的时代灭绝了。因此，挪亚被认为是全人类的祖

先。但是如果其他民族有一部从大洪水之前就开始的连续历史，那

挪亚就不可能是全人类的祖先。这就是卫匡国讲述的中国历史所构

成的威胁。据卫匡国讲，中国第一个皇帝伏蠢的统治是从公元前

2952 年开始的。但是根据厄舍尔的年表，大洪水直到公元前 2349

年才发生。因此，要么挪亚并不是全人类共同的祖先，要么是两个年

表中有一个错了。

中国教团的耶稣会士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纪年上的矛盾。 1637

年，他们获准使用以七十士译本为基础的年表，而不是拉丁文通行本

的年表@。如果大洪水像七十土译本所说的那样发生在公元前 2957

年，那中国人的年表与伏薯的统治或中国文明的开端就有可能相一

致，因此挪亚作为全人类祖先的地位也可以保留。不过这个解决办

ø Martini ,Sinicae historiαe ， pp.3→ 

@ 参见 Christian Mentzel , Kurtze chinω"che Chronologie oder Zeit-Regi.ster aller chines i.schen 

Kαyser (Berlin , 1696 ) p. 6 和 Martini ,Sinicae histori肘， pp.3--4 o
@ Ma巾li ,Sinicae hislor，阳， pp.3 ，1l & 13. 

@ Antoine Gaubil , Traité de 1α chronologie chino i.se (Paris , 1814) ,pp. 28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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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有问题。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对洪水的描述，但是根据卫匡国

的《中国上古史~ ，中国人记载这次洪水发生在尧的时期(公元前

2357 年一公元前 2257 年)。这个年代即使能与厄舍尔所讲的挪亚

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2349 年的说法相→致，也还是会威胁到挪亚作为

全人类祖先的地位，因为挪亚后裔中独立的一支，也就是尧的这一

支，可以自称在洪水中活了下来，繁衍出了华夏民族。

卫匡国没有明确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了解到发生在中

国的洪水有两个可能的日期一一→个是公元前 3000 年之前，另一个

是尧的时代。他指出，有些欧洲的年代学者，如厄舍尔大主教和那些

信奉以拉丁文通行本为根据的年表的人，将挪亚洪水的时间置于尧

的时代(公元前 2357 年一公元前 2257 年)~。不过，他更倾向于使

用七十士译本中的年表，将中国洪水的时间置于公元前 3000 年之

前@。卫匡国对中国人记载的洪水和挪亚洪水是否就是同一场洪水

表示有所怀疑，这种怀疑的态度不像是 17 世纪汉学的特征，更像是

现代汉学的特征。他注意到中国人的记载并没有提到这场洪水的源

头和成因，并且也不清楚它到底是全世界大洪水的一部分还是仅为

地方性现象。然而不管怎么样，卫匡国肯定，在挪亚洪水之前，东亚

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韦布引用卫匡国书中的内容论证尧实际上

就是挪亚，卫匡国则不同，他宁愿、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对于沃西

攸斯(Isaac Vossius) 、霍恩 (Georg Horn) 和韦布等知识背景有限、创

造性却很强的人，卫匡国的书却是巨大的激励，激励他们对年代及相

关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展开辩论@。

ρ~f 卫匡国相信伏毒草和他发明八卦是历史事实。他相信《易经》是

中国最古老的书，这跟现代汉学家对《易经》文本的核心得出的结论

~ Mar由tini ， Si玩ini町Cα时eh协臼归na阳e ， p.2幻7.

@ M 剧础Jnl

@ Ma副H由ini ， Si茹￡肌阳n阳!C阳Cωαae h怡!st归o阳e ， pp.3 & 10. 

@ 对这些解决方案的概述见 Van Kley , " Europe' 旷 Discov町， of China" ,pp. 363-366 0 

韦布的理论在后面关于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探索一章中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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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近的@。另一方面，许多汉学家之所以认定《易经》的核心非常

古老，其根据在于《易经》的语言十分古旧，而卫匡国的根据则在于

中国的历史记载和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最早的科学是数

学@。对比之下，{中国哲学家孔子~ (Co币ιCL旧 Sinarum philosoph旧，

1687) 序言的耶稣会士作者们却对中国人抬高《易经》的注经传统作

了贬低。这些耶稣会士对《易经》古老历史的认可极为勉强⑩。

和后来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卫匡国被《易经》的六十四卦迷住

了。在他看来，与《易经》的卦图相关的数学知识从挪亚时代起就一

代又一代地在中国传播。王粥(公元 226-249 年)在著名的《周易

注》中称发明六十四卦的人是伏恙。中国人普遍相信这个观点，卫

匡国也不例外。[有些人认为是文王(约公元前 1050 年前后在世)

发明了六十四卦，现代倾向于认为六十四卦是西周早期的发明。]卫

匡国说，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将混沌看做万物的开端，从1昆沌中产生了

精神现象，然后产生了物质世界③。卫匡国认为《易经》的卦图说明

了这个过程。从最根本上来说，"阴"代表隐藏和不完整，"阳"代表

公开和完整。遵循生长和衰败的规律，从"阴"、"阳"又生出八卦，分

别代表天、地、雷、山、火、云、水和风。从八卦又生出六十四卦。卫匡

国在《中国上古史》中绘制了六十四卦插固，这是欧洲书籍中最早出

现的六十四卦插图或插图之一③。(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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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匡国将伏毒发明《易经》卦图与伏裴对规定由天及人数学模 ρp

@ Martini ,Sinicae his阳时， p.6 认为《易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书籍的汉学家有鲍吾刚

(Wolf，龟'gang Bau时er ,China α und die Ho.矿n阳u川m咆gαtνif Glück [Mun山I

故的|←、粥德(何Pet阳e曰r B阮00叫db阮e盯r咆g) 等人O 然而，现代学者对《易经》的成书年代并没有完全

一致的意见。 ~t可能是在公元前 6 到前 3 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由多人逐渐写成的。见

Wing-tsit Chan , S() lIrce Book ,p. 262 0 

ø Martini ， Sinicαe historiae , p. 7. 

⑩见 Couplet ， P由emialis Declaratio in ConJlIcius Sùuzrum philosophu., (Paris , 1687) , pp. xv & 

XVlll o 

⑨ Mar时巾t

③ Ma削rtini叽i ， S口lnlCαae h灿i白:st阳o旷n阳α旧e ，吊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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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浓厚兴趣联系在二起@o ~易经》的《系辞》是中国文献中最富

想象力，也最晦涩难懂的篇章之一，它明确暗示了伏疆的八卦和天地

的宁宙性之间的联系。卫匡国认为伏蠢的兴趣是占星学，不过这应

该是 17 世纪盛行的偏重数学的占星学形式，而不是现代已经退化的

占星学残余。卫匡国讲述了伏毒是从湖中腾起的龙背上第一次观察

到 64 卦的神话。(实际上，中国传统上说那条龙是从河里跃起的，

因此把这个从河里得来的图叫做"河图洛书" 0) 这样，伏毒草就赋予了

龙→种意义，使它成为中国人最吉祥的瑞兽和皇家的象征。不过，我

们发现卫匡国在讲述这个神话的时候有一丝不悦，他谈论了→番龙

之后说中国人对龙的看法充满了迷信色彩⑩。

卫匡国还认为发明汉字的也是伏恙③。他的介绍有些误导读者，

因为根据中国人传统的说法，伏事是因发明八卦而被看做文字的发明

人。但是八卦并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成熟文字的出现是在伏善

之后的时代，而卫匡国却表示是伏草本人发明了成熟的汉字。卫匡国

讲得比较准确的是伏毒发明文字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不方便的结绳记

事法，不过他没有说清中国人认为绳结曾是记数的工具。葛兰言(Mar

cel Granet) 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现代学者对《易经》卦图的早期

形式是否确实被有意ì9J也用于记数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当然，李约瑟

承认个别的二进制算术作为无意识产生的副产品可能出现过@。

卫匡国理所当然地认为伏善发明的"字母"和埃及的象形文字

相似，它们都通过符号的形状来表示意义。他的意思是:古代中国文

字的原理和埃及文字一样，是画图表意。卫匡国以六个汉字为例来

说明这个道理③。(见图 7) 图表的左边画的是一幅简单的图画，右边

写的是从这幅图画演变而成的汉字，具体如~:表示山峰的三个小丘

③ Ma巾lÍ ,Sinicae hisωriae ， p.1 1. 

( Martini ,Sinicae histori肘， pp.ll一12.

( Martini ,Sinicae histori肘， p.12.

⑧ 见 Marcel Granet , La pe阳ée chinoise (P.町队 1934) p. 176f 和 Needham ，Il ,342-343 0 

③ Ma巾lÍ , Sinicae histori肘，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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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象形文字演变图解，来自 Martino Martini , Sinicae Historiae decαs 

prima (Munich , 1658) p. 12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九刊登。

演变成了"山"字;中间带一点的圈演变成了"日"字;一个动物模样

的图画演变成了"龙"字;一根带着一只眼睛的权杖演变成了"主"

字;一只鸟演变成了"鸟"字;一只鸡演变成了"鸡"字。

.127. 

/.J'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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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卫匡国提到有一本中文书记载了古代文字的六种不同形式，这让

他想起在罗马方尖碑(?)上看到的文字。卫匡国指的是→本包含汉字

古代宇源的书籍，研究汉字的字源是中国人发展出来的→门深奥微妙

的学问。人们认识到较古老的汉字多为象形字。(见第三章和图 1 中

曾德昭对古代篆书的描述。)不过卫匡国和其他 17 世纪研究中国语言

的欧洲学者都过分强调了汉字的象形成分，忽略了表音的成分。正是表

音的成分在汉字向现代字体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卫匡国在介绍中国语言时虽较简略，却对有着早期汉学兴趣的

欧洲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也许有人要问，卫匡国对中国语言

的阐述反过来难道没受到过其他人的影响吗?卫匡国对汉字发展过

程中象形成分的叙述基本上都以他自己对汉语的研究为基础，但他

在讲汉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处时却有些肤浅。卫匡国曾经

是基歇尔的学生， 1654 年至 1655 年他在罗马期间曾拜访基歇尔，与

他广泛讨论中国的问题。基歇尔从这些谈话中收集了大量中国语言

和文化方面的信息。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两人之间的这种影响是否

只是单向的?基歇尔所专注的埃及象形文字是否导致卫匡国一开始

就预设了两种文字间的相似性?不管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到 17 世

纪末，→些学者所认为的汉字和埃及文字间隐藏着相似性的观点已

经作为事实被广泛接受。很显然，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基歇尔

的《中国图说》都促成了这个毫无根据的观点的形成。

卫匡国的历史书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是提供了从中国历史源头

到公元前 6 年历代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的完整列表。我们可以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的标准历史年表来表明卫匡国著作的准确性⑧。

两者之间仅有的明显区别是:中国的年表(1)删除了卫匡国年表上

的第一、第二位皇帝伏善和神农，原因是他们的神话色彩太浓;

(2)在帝誉和尧之间加入了帝挚(公元前 2366一前 2356 年在位) ; 

⑩ 笔者使用了汉语大词典《辞海}(上海， 1938; 台北重印， 1968) 附录中的历史年表作为

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历史年表。这个年表被广泛复制，几乎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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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些早期的朝代有 1 至 3 年的差距。除去这些差异，卫匡国的

年表几乎是对现代中国历史年表的一个精确复制。※卫匡国年表中

的重要时间列在下面所附的表中。它与现代中国历史年表的差异特

别注出或用括号标出。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帝王继位年代表

第 11 页伏袭 前 2952 年现代中国

第 13卫j男;态--一……--……一…----一…-前}~~?__'Ï:_…!f去-~_&_-----
第 14 页黄帝 前 2697 年(2698 J 
第 20 页少吴 前 2597 年 (2598 J 
第 21 页制顽 前 2513 年(2514J
第 23 页帝尝 前 2435 年 (2436J

〔帝挚 J (2366J现代小国年表中增加
第 24 页尧 前 2357 年
第 30 页舜 前 2258 年(2255 J 
第 34 页禹(夏朝第一位君主) 前 2207 年(2205 J 
第 54 页架(夏朝最后一位君主) 前 1818 年
第 58 页汤(商朝第一位君主) 前 1766 年
第 77 页纣(商朝最后一位君主) 前 1154 年
第 86 页武(周朝第→位君主) 前 1122 年
第 195 页始皇帝(秦朝第一位君主) 前 246 年
第 230 页刘邦;高帝(汉朝第一位君主)前 206 年
第 301 页武帝(汉朝著名君主) 前 140 年
第 360 页哀帝 前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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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是和朝代更替紧密联系的，因此卫匡国的年表是一项 μf

重大的成就。到 1658 年，欧洲人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历史记载中

最初的 3000 年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不过，古代的历史纪年有可能

是同时从神话传说和历史资料中得来的。中国人似乎比卫匡国更明

白这一点。从上文我们已经了解到，卫匡国对中国的神话并没有不

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但是他对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确保历史记载的客

观性表示非常钦佩。例如，他注意到对一位皇帝的官方记载是在这

位皇帝死后完成的，这样可以保证记载中没有"虚假和逢迎"⑩。因

※ 作者参考的是 1938 年版《辞海> ，其中的帝王世系年代相当一部分与现代中国历

史年表有较大出人。一一译者注。

( Martini , Sinic(le h i.,toriae , p. 10 卫匡国可能指的是在每个皇帝统治结束后编写的《实

录》。见 Han Yu-shan , Elements 01 Chinese h i.,toriography (Hollywωd ， 1955 ) pp. 9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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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每当卫匡国看到一个事件的年代，便会把这个事件看做真实的历

史事件，比如伏革和神农称王的时间。

djJ 卫匡国的失误在于没有认识到纪年的精确性，尤其是在中国这

样→个有着历史意识的古老国家，并不总是代表历史的准确性，有时

候恰恰相反。由于 17 世纪人们时兴对《圣经》中事件和其他古老事

件的年代进行精确定位，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这种对确定年代

的执著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当欧洲人第一次

发现中国人的历史纪年时，他们考虑的只是这些年代和欧洲的记载

是否可以协调起来，却并不对这些年代的历史真实性有什么怀疑。

这种对于协调传统中国历史纪年和《圣经》历史纪年的关注是耶稣

会适应政策引发欧洲人产生的最主要兴趣之一。

5. 结论

卫匡国对耶稣会适应政策的贡献应从 17 世纪人们关注的两个

重要领域来考察一-地理和古代历史。欧洲人对游记文学的如饥似

渴以及对对外贸易的商业兴趣造成了对地理信息的需求。布洛的世

界地图集系列正顺应了这种需求。通过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和绘图

学，卫匡国在布洛的系列中出版了→本地图集。他的《中国新地图

志》协调了中国和欧洲的地理知识，允许中国人那种中国居于世界

中心的"中央王国"的传统观念如实地在书中出现，同时又表明本初

子午线既然可以主观地位于加那利群岛，也就完全可以位于北京，从

丽指出了"中央王国"的相对性。在古代史领域，卫匡国触及了创世

和挪亚洪水的确切年代问题，这是 17 世纪人们激烈论争的话题。由

于卫匡国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纪年，欧洲人便不仅需要将

《圣经》的年代和西方历史相协调，还要将其与世界历史相协调。这

样，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就对扩展欧洲人的历史视野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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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汉学家基歌尔以及赫尔墨斯思想与欧洲理解中国的联系

l.{中国图说》的内容、撰写情况及参与撰写者

17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在欧洲人形成中国这个概念的 /.f/

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便是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 Chinα 

monumentis qua sacris profanes ,nec rwn variis naturae & αrtis spectacu屿，

αl归ru叫时陀rum memorabilium αrgu阳ntis illωtratα)[ 中国:通过其神

圣的、异教的(直译)碑刻、自然事物、技艺及其他方面来说明] 0 ~中

国图说》涉猎广泛的主题和大量的插图使该书成为"17 世纪的中国

百科全书"①。书中大量使用了贯彻适应思想的传教士们的资料，但

是基歇尔作为早期汉学家，其书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欧洲的赫尔

墨斯思想，而不是耶稣会的适应思想。

《中国图说》于 1667 年在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首次出版， 1668

( Adolf Reichwein , China αnd Europe: 川tellectual and artist町 ωntαcts 川 the eighteenth cent叫'

J. c. Powell , trans. (London. 19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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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荷兰文版， 1669 年出版英文简写版， 1670 年出版法文完整

版②。由于 17 世纪晚期法语作为欧洲主流语言兴起，法文版被广泛

引用。然而达尔克(F. S. Dalqui岳)翻译的法文版中有一些小错误，导

致了误解的产生，因而影响了这个版本的权威性③。

μ/ 拉丁文版和法文版都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著名的叙利

亚文一中文碑，即人们熟知的公元 781 年的景教碑的译解。第二部

分讲述从使徒圣多默一直到最近臼乃心神父走陆路进入中国传教的

各种路线。第三部分讲"偶像崇拜"，据说偶像崇拜是从埃及和希腊

引人波斯、印度、鞋朝、中国和日本的宗教信仰的。基歇尔认为这个

起源理论足以解释中国的三大教派一一儒、释、道。《中国图说》第

四部分讲中国各种自然与人文的引人入胜的事物，第五部分讲中国

人的建筑和机械技术。第六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字。只有法文版还附

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是耶稣会士臼乃心对托斯卡纳大公( 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 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附录是一

部汉法词典。它可能是第一本出版的汉法词典，当然，更准确地说，

② 1667 年，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两本几乎完全一样的拉丁文版《中国图说} ，根据 Sommer

vogel , lV , 1064 , J扣acobu阳um盯m ò Meurs (υJaco仙bL山川LL川i屿8 飞阳F咀an 押Me四Uf:盹、寸)的版本是 J扣oa削nneI

1鸭W耳可r飞ae白sbe凹rg悖e (口Joh】annes Janssonius van W耳霄!ae回弓be凹r喀'ge ;J ean J ans盹阳son ù Wa配e刷时sl必ber咆ge叶)版本的伪造

本。我们可以在 Meurs 版本的文本中发现改动和删节(如 pp. 132 &133) ，这证实了

Sommervogel 的说法。 Waesberge 还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法文版、荷兰文版( r.οnneel 

van Chinα) 和英文简写版 (An Embassy from the Eαst lndia Compαn)' oJ‘ the United Prov

lnces ω China) D 如需了解详情，见 Cordier ,1,26-27; Sommervogel , IV , 1063-1064; 以

及 Boleslaw Szezt如iak , .. Athanasius Kircher' s Chùw illuslrala" , Osiris 10 (1952) : 388 

389 D 如无特别说明，T文所寻 I~ 中国图说》均来自 Waesberge 印刷的 1667 年阿姆斯特

丹版』

③ 根据 Henri Hav时 ， Le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α时OU Variétés Sinologiqu时 no. VIl ( 1895) , 

xn (1897) & XX (1902) ， XII ， 54 ，达尔克把卡弥格的-段话翻译错了，由此字致基歇

尔和其他人错误地认为 1625 年前后景教碑出土时便复制了一块。另外，伯希和指出

达尔克还把与卡弥格合作翻译景教碑文的中国人的名字翻译错了。 Chinα illuslrala

p.7 上的.. Andreae Don Sν· 被达尔克翻译成了 "le p , Andr居 don Dion Sin" (La Chine 

illωtrée.p. 11) ，因此把这个中国人错误地翻译成了神父。见 Paul Pelliot , .‘ Michael 

Boym" , T' oung pαο31(1935) :11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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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一份对开 44 页的词汇表。

从《中国图说》的篇幅和所涉内容来看，基歇尔是非常雄心勃勃

的，尤其是在 1667 年的时候。这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很有

限。《中国图说》的材料，来自哪些作者很不清楚，尽管基歇尔还是提

到了一些人，主要是耶稣会士，作为他的材料来源c 以今天对待材料

原作者的标准来看， 17 世纪晚期的学术可以说是很随意的。要理清

材料原作者的问题，最好先注意以下一点，即基歇尔神父和欧洲许多

早期汉学家一样，对中国几乎没什么了解。不过像基歇尔、缪勒、门

采尔等人编写的著作中却包含着准确性远远超过他们知识水平的材

料。据此可以确定这些早期汉学家的材料来自学识丰富的在华传教

士一一-主要是(但不全是)耶稣会士。(区别早期汉学家和传教士最

简单的事实就是前者几乎没有人到过中国，而后者却几乎都到过

中国。)

这就意味着早期汉学家主要是在华传教士口头和书面报道的搜

集者和编辑者。大部分早期汉学在本质上属于资料汇编和新闻报道

的性质，因此产生了-些矛盾的后果，这在基歇尔身上表现得尤为突

出。《中国图说》中既有对中国的高度赞扬，也有一些非常严厉的批

评。在第三部分的第一节，基歇尔把中国说成世界上"最富有、最强

大的"国家④。上天赋予了中国如此优越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中国简

直就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他说统治中国的国王是一

个哲学家，或者至少说他允许学者们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即由"哲

学家君主们"来统治)依照"神圣的哲学家" (柏拉图?)的意愿来治

理国家。基歇尔用诗一样的语句问道:在这个国家里，皇帝统治一亿

五千万人民就像父亲管理一个家庭那样简单，有谁可以怀疑这样的

幸福?市镇、人民、桥梁、道路、船只和建筑都被描述得宏伟壮观。此

外，还有勤劳的农夫和警惕的士兵。这个国家治安良好，罪犯都得到

应有的处罚。每年的课税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时代的兴衰上下浮

④ China 巾:，strlαtα ， 1币.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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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总之，基歇尔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但他的描绘又处处是不准

确的。

/，jψ- 尽管笔者在上文中强调了乌托邦特征，却并不是要忽略一个事

实，即基歇尔对中国的描写也包含不少准确的细节，比如地理知识、

朝代更迭、文官阶层管理行政事务的体制，甚至对 17 世纪中期中国

人口的估计(基歇尔估计当时的中国人口为一亿五千万)。这些内

容大部分引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不过，在《中国图说》第三

部分，基歇尔把中国宗教信仰描绘为充斥着从西方的异教借来的可

憎的谎言。与之相反的是，提倡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有几位还认

识基歇尔)则非常小心地把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以及它后来在儒家

思想中的余绪与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异教信仰区分开来⑤。这些耶

稣会士批评佛教和道教(对道教的批评程度小一些) ，和基歇尔一

样，也对中国的宗教有负面的评价，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中国的宗教仅

仅定义为儒、释、道。适应政策的做法是强调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之

间可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两者都是自然宗教，即可以通过理性获得

的宗教真理，或者两者都是从《圣经》中人类早期祖先那里得来的。

其次，适应政策试图从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中寻找能以互补的形式

相融合的因素。

基歇尔井没有看到中国人拥有从本土产生的自然宗教，也没有

像利玛窦等适应政策的倡导者那样认识到古代的"上帝"或"天"就

是后来衰落了的早期一神论形式。基歇尔充其量只看到了基督教在

中国的某些残留痕迹，比如像圣多默等早期使徒传教活动中留下的

三位一体的十字架⑥。在基歇尔看来，对中国最大的宗教影响是埃

及和希腊的异教信仰。基歇尔的这种立场只能从他立足的基督教护

教学( apologetics )中的赫尔墨斯思想传统来进行理解。这种传统的

主要书面文献被认为来自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俄耳甫斯( Orpheus) 

⑤ 例如 Ricci-Trigault , JournαIs ， p.93 0 
⑥ K怡1眈眈础he盹r飞， Cωhin川α i圳II品luω"阳IIα , pp.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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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毕达哥拉斯，这种传统根据不同的叫法被称做赫尔墨斯思想或古

代神学(prisca the%giα) ⑦。

文艺复兴时期，这个传统在斐奇诺的领导下得到了复兴，斐奇诺 ;<P7

试图从埃及象形文字中解读出世界和神的深奥真理。基歇尔就是追

随了这股潮流。除了象形文字，他们还说埃及的十字架预示了基督

教的十字架和三位一体⑧。透过基歇尔的赫尔墨斯思想观点，我们

可以更好地理解埃及的文化、象形文字和宗教如何在他对异教文化

的阐释中占据了某种首要地位。因此，基歇尔当然会认为，中国的宗

教之所以和埃及、希腊的宗教具有相似性，必然是因为中国人借用了

埃及、希腊的宗教。颇为讽刺的是，为基歇尔提供中国信息的传教

士，如卫匡国和利玛窦，都是适应政策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中国文化

和基督教的融合应该建立在比赫尔墨斯思想的要求更为平等的基础

上。适应思想这个前提对他们编写著作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甚至怀

疑是否有可能把他们的描述和他们的前提及阐释区分开来。而这却

正是基歇尔试图去区分的。基歇尔不但脱离了按适应思想进行的阐

释，而且在把耶稣会士的信息融入他赫尔墨斯思想、占支配地位的观

点中时，让赫尔墨斯思想而不是适应思想占了优势。直到 17 世纪

末，赫尔墨斯思想和适应政策才由中国教团某些被称为"索隐派"的

耶稣会士进行了更为和谐的融合。

基歇尔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料提供者更像是参与撰写者，而基歇

尔本人在编写《中国图说》过程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位非常积极的编

辑，而不是作者⑨。但是 17 世纪的人对抄袭现象并不像今天这么敏

感，而基歇尔的这种写作风格让不在意的读者觉得他是真正的作者，

而不只是编辑。如果按当代的编辑方式，(中国图说》很可能就变成

了一本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文集。由于作者在身份上的含

( D. P. Walker , The Ancient Theolο'gy( London , 1972) p. 1 f 

( F rances Yates , GiordαTW Bruno α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New York , 1964) , pp. 416 

420. 

⑨ 基歇尔《中国图说》的序言有三页，未编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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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人们认为基歇尔掌握的中国知识比他实际掌握甚至自称掌握的

要多得多。比如一部论 17 、 18 世纪欧洲语言的著名专著就非常错误

地将基歇尔说成"17 世纪在这个学科〔汉字〕方面当之无愧的最大权

戚"⑩。

/.;飞 i 基歇尔提到的第一位资料提供者兼参与撰写者是卫匡国。作为

卫匡国的数学老师，基歇尔对这个以前的学生表现出某种父亲般的

骄傲。两人的师生关系很可能是在卫匡国 1640 年前往中国前在耶

稣会罗马学院的那段时间里形成的。卫匡国于 1654 年秋回到罗马，

一直待到 1656 年 1 月，他的特殊目的是向罗马教廷表明耶稣会对中

国人尊孔祭祖仪式的通融立场。在那段时间里，卫匡国一定和他以

前的老师基歇尔见过面。我们很难相信，同样也是耶稣会士的基歇

尔会不知道卫匡国所卷人的斗争。支持耶稣会传教政策的人在罗马

有很多，卫匡国的教团一定进行了一些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然而

我们也知道基歇尔全神贯注于大量的各种研究项目中，可能他有意

要避开政治纷争。至少，他在《中国图说》中略去了有关他自己和支

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之间差别的内容。很明显，他不是适应政策

的支持者，然而他一定知道耶稣会中国教团的主导性政策⑨。基歇

尔选择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事件保持沉默，可能是出于→种功利的

考虑，一方面可以和坚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

面又不与罗马那些敌视适应政策的人产生对立，因为那些人赞助了

他各种各样昂贵的研究项目。下面进一步讲基歇尔作品中卫匡国撰

写的部分。《中国图说》第四部分的第一节讲述的中国地理和政治

( Paul Cornelius ， Languag凹 in Sever阳nth-aTld Earl) Eighteerzth-Centllr)' Imaginary VO)咱们

(Geneva , 1965) , p. 72. 

⑥ Szezesniak , .. Athanasius Kirel町's Chinα ill1lStra阳" ， p.392 将《中国图说》说成"不仅代

表了基歇尔本人的宗教哲学，也代表 r整个两方教团在远东冒险事业的宗教哲学 .. 

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基歇尔的观点基本 t不属于耶稣会的适应思想，尽管有一

些传教士和他的观点 样，这些人中却极少有耳目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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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问题，是从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摘录的⑧。另外，基歇尔

在讲述岩石、矿产以及建筑和其他机械技术的一节中多次借用了

《中国新地图志》中的内容⑩。不过这种借用也不是单向的。卫匡国

的《中国新地图志》中关于景教碑的内容绝大部分借自基歇尔的《科

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 (?rodrom旧 Coptus sive Aegyptiac时， Rome ，

1636)(! 

基歇尔提到的第二位参与撰写者是耶稣会士卡弥格 (Michal Pi

otr Boym , 1612-1659) 。尽管卡弥格神父在《中国图说》中不是第一

位被提到，他应该是《中国图说》最重要的参与撰写人之一。卡弥格

在中国文化圈里的时间相对较短( 1645-1651 及 1658-1659) ，然而

作为一名传教士，他的成就极大。他要是没有卷入那次特殊却又毫

无结果的外交使命并过早辞世的话，成就可能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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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弥格神父是波兰耶稣会士，他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后，于 ρp

1645 年来到中国南部地区⑩。曾德昭神父以耶稣会中国教区副区长

的身份派遣卡弥格前往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朱由梆， 1647-1661

年在位)的朝廷⑩。 1649 年底或 1650 年初，当卡弥格第一次到达南

明朝廷的时候，那里的传教事业还没有走到绝望的境地，他被委派帮

助瞿安德(Andreas Wolfgang Koff1er , 1603-1651) 神父为高层的教徒

服务。瞿安德神父是 1645 年来到朝廷的，他在引导朝中人人教的过

程中得到了许多教徒的帮助，其中有职位很高的宦官庞天寿(教名

( Kircher , China ill时tmtα ， pp.164-175.

( Kircher , Chirzα 仙stmta ， pp. 205-219. 

( Havret , tlo. 12 , p. 60. 

⑩ 卡弥格神父生于波?毛的利沃夫 (Lwow) ，父亲是匈牙利裔，是因王西伊斯蒙德二世( Si

gismond 1lI)的一名御医。 1631 年，卡弥恪进入克拉科夫( Krakow) 的耶稣会初学院，

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后， 1643 年从里斯本动身前往中国〉

⑧ 方豪，{中国夭主教史人物传~3 卷(香港， 1970) ，卷 1 ，第 306 页。卡弥格到达时.晚明

最后的朝廷在广东省的肇庆。在满洲军队的Ff.}J下，朝廷被迫一直处于辗转流离中，

在广东、广西两省间来回 ι 被追赶之下，朝廷后来边到了云南省，最后越过边境进入

缅甸。 1662 年 4 月，永历皇帝的太子和很多巨子命丧缅甸人之手(Hummel ， p. 194 以

及 Goodrich & Fang , p. 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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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lles , 1657 年卒)⑨和广西巡抚瞿式相 (1590-1651 )⑩。在这些

信徒的帮助下，瞿安德神父成功地为永历皇帝父亲的皇后王太后

(教名 Helena) 、永历皇帝的生母马太后(教名 Maria) 以及永历皇帝

的太子朱慈垣(教名 Constantine)施洗⑩。很可能是在瞿安德的鼓励

下，王太后和庞太监为挽救明朝的命运向教皇英诺森十世和耶稣会

会长尼克尔(Goswin Nickel)神父发出了求援书⑧。

当卡弥格被委派向教皇转交这些信件的任务时，他来到南明朝

廷应该还不到一年。 1650 年 11 月，卡弥格带着庞太监派的两名中

国教徒随从从肇庆出发。这两人一个是郑安德(教名 Andreas) ，一

个是郭若习(教名 Joseph) ⑧。 1651 年 l 月，卡弥格离开澳门，但是郭

若习染病回国。 19 岁的郑安德(此人显然是高官的子弟，还有"游

击"的军衔②)则全程跟随卡弥格，后来也是他于 1659 年在中国南部

边境安葬了卡弥格。他们前往欧洲的路线先是走海路到果阿，然后

走陆路经波斯和士麦拿( Smyma) 到达地中海。 1652 年 11 月或 12

月，他们到达威尼斯。在继续前往罗马之前，卡弥格在威尼斯与总督

和参议院议员见面，还给他们看了庞太监的一封信③。喜欢穿中式

衣服的卡弥格一定在威尼斯人眼中更增加了几分古怪的味道。

/庐' 由于教皇英诺森十世 1655 年 1 月逝世，4 月选举亚历山大七世

为教皇，卡弥格在罗马的时间延长了。他从中国带去的信件，本来很

⑨ Pell川， "Michael Boym" , p. 98 

⑩ 瞿式相是最引追随利玛窦的文人教徒之一瞿汝费(字太素，教名 Ignatius) 的远房侄

子c 见 Hummel ， p. 199 和 Ricci-Trigault ，.1.οurn吵， pp.230-233 et passimo 

⑩ 力豪，卷 1 ，第 305 页。

⑩ 对这些写给教皇信件的较通行的研究和英译见 E. H. Parker , "Letters from a Chinese 

Empress and a Chinese Eunuch to the Pope in the year 1650" ， Contem严汀αη Review (Janu

ary 1912) :79-83 0 

⑧ Goodrich , p. 20. 方豪，卷 1 ，第 307 页(可能是根据 Pelliot ， "Michael Boym" ,p. 112) 认为

"郑(Cheng) "应为"Chen" ，"郭 (Kuo) "应为"Lo"。

( Pelliot , "Michael Boym" , p. 112. 

③ Pelliot , "Michael Boym" ， p. 门 5 以及 Girard de Rialle , "Une mission chinoise ù Venise au 

XVW siècle" , T' oung pao 1 ( 1890) :99一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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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经摆在病重的教皇的议事日程上，现在引起了新教皇的注意。

但是卡弥格在罗马的三年里没有得到新旧两任教皇的接见⑧。这不

能怪新教皇有反耶稣会情绪，因为亚历山大七世(1667 年卒)对耶稣

会士很友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卫匡国还从教皇那里得到了支持适

应政策的圣谕。在那段时期，一个中国教团的耶稣会士在罗马免不

了会卷入礼仪之争，因此面对鲁汶、杜埃 (Douvai) 、因戈尔施塔特

(1吨。lstadt) 和格拉茨( Gratz) 等大学来的多明我会批评者，卡弥格要

为适应政策进行辩解也就不足为奇了⑧。也是在罗马停留的这段时

间里，卡弥格和基歇尔神父进行了联系，卡弥格提供的信息后来在

《中国图说》中熠熠生辉。

1655 年 12 月，教皇终于对王太后和庞太监作了答复⑧。 卡弥格

很快就离开罗马，于 1656 年 3 月从里斯本启程返回中国。这次回程

充满了艰辛，一路上有不少延误。他在果阿耽搁了一年，曾遭到荷兰

人的攻击。在澳门，葡萄牙人又不准他进入中国，后来在广西边境又

有满人戍守，无法入境⑧。南明的传教事业前景一片茫然，卡弥格可

能得知了王太后已于 1651 年归西的消息⑧。卡弥格当时一定是极

度地失望。他染上了一种不明的疾病，于 1659 年 8 月在广西和越南

的东京(即北听)边界死去，年仅 4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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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弥格神父的著述很少有人研究，对于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也/矿

产生了一些疑问⑧。之所以会有疑问产生，无疑是因为许多传教士

的著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倒不是因为有人企图割窃他人。经常有神

父去世后未完的手稿留在中国，由后来的传教士带回欧洲。这些于

( Dehergne , Répertoire , p. 34. 

⑧ 方豪，卷 1 ，第 308 页。

⑧ 尽管大多数资料都只提到了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回信，方豪，卷 1.第 311 页却引用了

一封落款为"耶稣会会长尼克尔， 1655 年 12 月 25 日"的信件。

⑧ G仇00咄d命n町B

⑧ Humm阳nel ， p.1ω95.

⑧ 见Sz凹的üak ， .. The W ritings of Mieha叫el B阮oym" , Mon阳t川阳阳r刷 S坠er.町町川α 14 (1949-19仍55盯) : 

481-5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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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经常几经转手，最后落到一个不熟悉中国语言或文化的欧洲人手

里。卡弥格广博的才能与兴趣反映了 17 世纪的人博学的特点。他

在说汉语的环境中待的时间不长，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却己颇高，这说

明他的语言天赋很强。他对植物学的兴趣反映在他的《中国植物

志} (Flora Siner邸， Vienna 1656) 一书中。这是一本不→般的书，书

中主要对中国南方的植物进行了描述，还配有插图。卡弥格很可能

于 1652-1656 年在欧洲|期间安排了出版事宜⑨。他对医学的关心

反映在《医论} ( Clavis medicαα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中，

书中有他翻译的《脉经} 0 {脉经》是名医王叔和 (265→317 )论脉的

著作。卡弥格也参与了《医论》的撰写，该书对 289 种中药作了描

述，中文药名用罗马字拼音译出⑧。克莱尔医生对此书进行了编辑，

该书于 1686 年在比利时出版，负责出版事宜的应该是柏应理神

父⑨。卡弥格对地图学的兴趣表现为他绘制的几幅中国地图，其中

最广为人知的是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的地图集，名为《中国地图

册} (Magni Cαt町 ， qlwd olim Sericα ， et modo Sinarum est monarchiα) , 

据说该地图集依据的是吴学俨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 ( 1643 )⑨。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卡弥格的绘图水平是不能和卫I王国相提并论的O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有多少内容是卡弥格的功劳呢?首先，

有关景教碑的章节应该归功于卡弥格。还有，{中国图说》第四部分

⑨ 见 Har口rmηmut Walra，飞附1叽s ， "E日m时e An阳11阳m阳E町m阳附n阳配l阮忧阳e盯erl汀rl此k豆mng zu M归licha配时el Bo叮yms咀s F、10m S缸H

wichtige凹n naturhis叫torischen Quell扣e

(1979) : 16-20 8 

( Goo<Irich ,p. 21. 

⑧ Sommervc伊I ， II ， 70-71 JIJH\ 了更早出版的一部与该书形式近似的书，名为 Specimen

medicinae sù町αe ， si耐。p旧cl1la medica ad 阳ntem SineTi口ium (Frankfurl , 1682) 。根据 L

Carrington Goodrich &如何的liak ， Dictionaη f?f Ming Biο'graphy ， p. 21 ，卡弥格带有页边

注的中医著作保存在"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不知是否是指西柏林的国主普鲁士文

化遗产图 I~馆)勺

③ Goodrich . p. 21.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库 (Borgia Cinese) 藏品中发现了一部三卷的

《地图综要~ ，带有 H$格写的页边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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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植物、兽类、鸟类和蛇类的一些章节⑩应该是从卡弥格的

《中国植物志》中摘引的⑧。而双语的"天主教圣约言" ( Divinae legis 

compendium) 或《中国图说》中间答集的来源问题则引起了一些激烈

的争论⑧。不过，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图说》第六部分的内容主要

来自卡弥格。这部分对中国的汉字作了分析和解释。据斯齐尼亚克

(Boleslaw Szezesniak)称，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来自卡弥格所写的一篇

短文，文中有篆书的插图⑧。斯齐尼亚克先生还认为噜基歇尔通过加

入对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评论改变了卡弥格的原意⑨。与卡弥格

有关的另一个争议是法文版《中国图说》中的汉法词典究竟是不是

卡弥格所作⑨。

. 141 . 

基歇尔在序言中提到的第三个材料来源是热那亚的马利诺儿U

(Phillipo Marino [Philipus MarinusJ )神父，此人是日本教区的代表，

他是通过向基歇尔口授而参与撰写《中国图说》的。第四个来源是

白乃心 (Johann Grueber , 1623-1680) 。他在 1661-1664 年间由陆

( Kircher , Chinll illWltmtα ， pp.176-205. 

⑧ S缸Z珩zez凹ze巾m豆臼妇llla

⑧ Kirc眈ch怆1回er ， Cωhin口m阳n(jαIl训II汕11l旧ts川'Slraαt阳rαt川，1币呐p阴怦》耳币p.1口21-←←12扮9.{ 中阂图说》中的闷答集包括 4伪6 段标了号码的

段，然后是十戒以及结话，旁边平行列出汉语拼音和拉丁文译文。|、你格在他的

Briefse relαtion (Paris , 1怡65纠4) 中 F刊Jl出甘的自己的各种著作中 )1加j蚓H入了一本 "Sir川n

mu削~"" (见 Sommervogel ， Il, 72 -73 , )费赖之认为最早的中文问答集是耶稣会士苏如

望(João Soerio. 1566-1607 )写的啕伯希和l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他认为卡弥格很可能为

问答集配了拼音和译文， (见 Pelliol ， .. Michael Boym" , pp. 1 另一136 以反 Pfïsl时，1'.

57 ，)戴闯达认为|、弥格既没有为问答集配拼音也没有为其进行翻译，他认为是卫 i王

国把文本带到了欧洲，但很可能不是由卫匡国本人配拼音和进行翻译的。(见

Duyvendak , pp. 324-326 0 ) 还有一个争论就是问答集的中文文本是写于 1602 年还是

1606 年到 1607 年间 主 ( 见S配Z凹川:..wsr俨凶巾且咀匀A缸ma咏k ， ‘"阳叮叽‘'T叽T叽rh怆1阳e 飞W阶川E价川ritin苦萨s ()f 岛M肌肌灿li，仙iμieh、负ha叫elB阮oym

⑨ 目缸ze凹附z配e白豆妇讪ßla归a汰k ，"叮T、'h怆让町t丁 Wr副il汕lu附 of Mi('什('h飞1a配时elB胁oym" , p.449. 

( Kireher. Chùw illustrata , pp. 233-235. 

( Kircher , La Chine illuslrée , pp. 324-367. Szezesniak , .. The W rilings of Michael Boym" , 
pp.501-502 称，这个汉法词典是卡弥格的作品，相反的意见见 Walter Simon , .. The 

Attribulion 10 Michael Boym of Twn Early Achiev,'menls 01' Weslern S出I川n川1010凉E防y

F附阳 S阳erz时 7 (1 9叼59川) :165-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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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穿越亚洲从中国回到欧洲，此次行程非同寻常。白乃心神父于

1664 年回到罗马，和基歇尔谈过话，为《中国图说》的第二、三部分提

供了大量的素材，这两部分中包含了关于西藏、印度和蒙古的大量信

息。基歇尔在序言中提到了一位精通波斯语、印度斯坦语和婆罗门

语(即梵语)的罗斯( Roth) 神父，他很可能撰写了《中国图说》第二部

分中关于印度教教义和梵语的大量材料。自乃心还就法文版中出现

的托斯卡纳大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回答。在编写《中国图说》

的过程中，基歇尔还采用了其他人的资料，比如曾德昭关于景教碑的

材料⑩，不过引用的数量没有前面提到的那些作者大⑥。

《中国图说》和半个世纪前的利玛窦、金尼阁的作品一样，其定

位就是要使大众读来觉得有趣，传教士以及从东亚回来的葡萄牙、西

班牙、荷兰商人写的报道已经激起了这些大众读者浓厚的兴趣。书

中所叙述的内容对 17 世纪中叶的读者来说完全是异域的新奇事物，

还有总体质量不错的 50 页插图，对内容显然是锦上添花。在基歇尔

的《中国图说》和其他著作中出现的被那个时代称为"奇异的"现象

使某些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基歇尔研究东方学的主要原因来自对这

些现象的兴趣@。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图说》插图中描绘的中国

人，就会发现他们的外貌特征明显是欧化的。实际上，这些插图以及

对中国的描述本可以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奇异"、更有异国风情和外

国味。但是对基歇尔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例如中国的宗教，

并不是世界另一头冒出来的全新的信仰。它们是从埃及和希腊宗教

中得来的。汉语也不是中国的独创，因为基歇尔说汉字显示出与埃

及象形文字一样的演变原理，因此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得来的。对于

基歇尔这种"一个世界"的态度，简单的解释是它来自欧洲人的棉狭

观念和基督教沙文主义。但是深入的解释就涉及基歇尔对普遍原理

⑩ Kireh凹 ， Chinα illustrnta , p. 6. 

⑥ Sze酣z配e白A缸n阳1

⑩ Ha缸an酣B盹s Ka扭ngro飞】，" Athana削s旧lUS

1973) VII ,375. 



第五章早期汉学家基歇尔以及赫尔墨斯思想与欧洲理解中国的联系
.143. 

的信仰，比如普遍语言的可能性，这一点F文会讲到。

2. 基歇尔和中国语言

基歇尔痴迷于对异域语言的译解，尤其关注中国人、婆罗门人和

墨西哥人的语言，他认定这些语言属于象形文字语言，是从埃及象形

文字得来的，他对中国的兴趣一部分就来自这里⑩。他在《中国图

说》的第六部分和最后一部分对中国文字分析的内容中显示了这种

兴趣。在分析的一开头，他就表示了对卡弥格神父的感激。据基歇

尔说，卡弥格 1653-1656 年在罗马逗留期间曾"教他读写汉语"⑩。

基歇尔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他的汉语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另

外，有人可能也会质疑卡弥格对汉语的掌握程度，这不仅是因为他在

中国接触汉语的年头不长，而且也因为他没有中文著作存世@。而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传教士都掌握了用汉语写作的能力，并写出了不

少著作。不过，从卡弥格翻译的中文著作以及他在《中国植物志》中

使用的汉字来看，他基本上能够熟练使用汉语。此外，与|、弥格同行

的郑安德可以在语言上进一步给他帮助，卡弥格的中文水平很可能

在往返欧洲途中继续得到了提高。

基歇尔将中国人发明语言的时间定在《创世记》第 6-9 章中挪 μ/

亚洪水之后的 300 年⑩。基歇尔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挪亚的后代统

治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创世记~9: 18 和 10:1-32)0 根据基歇尔

的观点，"伏革皇帝"是文字这项"技艺"的发明人，他把文字教给他

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都是挪亚的后人@。在这里基歇尔看到中国

历史和《圣经》历史是相吻合的。在对《创世记》第 10 章的分析中，

( Kircher , China 川ustralα ， p.225.

⑩ K眈her ， Chinα illustratα ， p.225. 

⑩ 卡弥格传见 Pfister ， pp. 273-276 以及 Sommervogel , II ， 70一73υ

( Kircher , Chinα illustr<山， p.226

⑥ Kirel凹 ， Chinα illustrata , r>p.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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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歇尔提到了含(Ham) 。含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他从埃及将他的

部落向东迁移到波斯，然后又进人大夏(忡Ba配削ctI材na‘

夏王琐罗亚斯特( Zoroaster) "就是含O 含从大夏将移民团派往中国，

基歇尔把中国看做地球的尽头，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后一块适合

居住的土地。

我们可以看到 17 世纪还原论者( Red时tionist) 的原则是如何在

基歇尔这里大行其道的。基歇尔说含有一个儿子名叫 Ne回sraIm叽1 ，即麦

西 (Mi泣zral♂im)川(埃及)λ， f他也有矗个参谋叫二三.重伟大的墨丘利( Mer<陀'cun盯d由nu扫us1汹8 

T刊'ri才怡四s臼I口阳I

发明者"飞，0 [基歇尔把伏事裴主称为"汉宇"({易经》中的符号?门)的最早

创制者，以此与"埃及的象形文字"相区别。]令基歇尔深信汉字和埃

及象形文字可以上溯到同→个语言源头的原因是两者之间有相似

性。基歇尔认为这种相似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验证:汉字的形状

和中国的历史年表。

由于手头缺乏材料，基歇尔可能只对中国历史著作作了最肤浅

的阅读。他最有可能从卡弥格或卫匡国那样的传教士所写的材料中

获得信息。至于语言学分析，基歇尔仅仅依靠少得可怜的信息来得

出他的结论，不过，他的结论在当时却是极受人尊敬的。即使基歇尔

有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荒谬得令人吃惊，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介绍

给欧洲读者的有关中国的最早的准确信息。

/// 当基歇尔引用卡弥格或其他耶稣会士关于中国语言的丰富信息

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基歇尔估计-个人要流利地使用汉语

必须掌握一万个汉字，要做到有学问则需要八万个汉字。这两个数

字，至少是第二个数字，有点高，但也不是高得太离谱。比如说， 38

册的《中文大辞典~(台北， 1962-1968 )是从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词

典》翻译过来的，书中列出了 49905 个独立的汉字。基歇尔说汉字没

有字母或音节，也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这些描述都是可靠的。他也

许过分夸大了汉字和词的相等性，却正确地讲到了汉语词形变化和

动词变位的缺乏。他也许低估了汉字在语法结构上所起的作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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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讲到一个中国人若能掌握大量汉字就无异于获得了巨大的成

就，也会因此得到公众的赞赏。

基歇尔将古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用图画表现世间事物的方式进

行了比较。他说汉字用毒蛇和龙来表示火;用鸟来表示空气;用鱼来

表示水中的事物;用花、叶和树枝来表示土地中的事物和植物;用点

和圈来表示星⑩。基歇尔知道汉语是不断演变的，他认为这跟埃及

象形文字的演变是类似的。他知道现代的汉字简化了图画的表现方

式，但是他相信这些简化了的线条仍与原先的图画形式保持着一种

可以辨认的相似性。为了进行说明，他列出了五个汉字，既有所谓的

"古"体，又有现代体。它们是"篆、字、皇、文、河"。这些字的字源似

乎是有问题的，不过跟后面一些稀奇古怪的字源相比，至少还有可能

解释得通。

尽管基歇尔缺乏很强的创造力，他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者。

他把汉字运用到自己的一个语言学理论中，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

理论是在他试图译解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叶芝

(Frances Yates)在对赫尔墨斯传统的研究中，认为基歇尔是 17 世纪

试图使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性赫尔墨斯思想继续存在下去的狂热人士

之一。赫尔墨斯思想在学术上被卡索邦逐渐削弱后还继续存在着。

卡索邦在他的《关于神圣和宗教事务的演说(第十六篇n (De reb旧

sacris et ecclesiasticis exercitationes XVI) (London 1614) 中表示，赫尔墨

斯思想著作的作者不是古埃及的一个祭司.这些书是在耶稣诞生以

后的年代写成的⑩。和英国的佛洛德(Robel1 Fludd , 1574-1637) 一

样，基歇尔忽略了卡索邦的发现，并继续相信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就

是这些著作的真正作者。基歇尔秉承赫尔墨斯传统，相信埃及象形

文字中蕴含着关于神和世界秘密真理的符号。叶芝女士认为基歇尔

是一位赫尔墨斯思想神秘哲学家( Hermetist -Cabalist) ，但是他对和这

⑩ Kirch，汀 ， Chi"a illlLstratα ， pp. 226-227 

( Frances A. Y ates , Giorda阳 Brullo α"d the Hermetic Tradit酬， pp.39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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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传统相关的巫术却持谨慎态度。作为耶稣会士，基歇尔已经发誓

弃绝了魔鬼的巫术，但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身份又促使他去追

求一种自然巫术@。基歇尔认为，埃及以及埃及的十字架和基督教

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l"/6' 基歇尔从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对埃及文字感兴趣，他的《埃及

的俄底浦斯)( Oed伊ω AegyptiαCUS ， 1652) 和《埃及语言之复原} (Lin

guα aegyptiαω restitute ， 1643 )在《中国图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随

着早期基督教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发展，埃及象形文字就渐渐元人

能读懂了。因此，基歇尔试图译解的象形文字是一门深奥的语言。

他从科普特语(Coptic language) 着手，开始研究古埃及文字。他假设

科普特语是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从现代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解

来看，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基歇尔还有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他认为

象形文字记录了语音信息。

然而，除了一个字符，基歇尔基本上没能解读出埃及象形文字，

这一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在语音上和一个字母表相对应，这

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从 5 世纪希腊裔埃及

人赫拉波伦( Horapollon) 开始的一个传统，即强调象形文字中更深层

的象征意义太过执著。因此，基歇尔被错误地引向对这种象征意义

的研究，认为语音成分对解读象形文字不太重要。随着 1799 年罗塞

塔石碑( Rosetta Stone)在埃及的发现，直到 19 世纪初，埃及象形文字

才最终被解读出来⑧。

基歇尔认为汉字是从埃及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证据不是反映在

汉字的外形，而是反映在汉字使用来自自然世界的图像来表示意义

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基歇尔对象征意义的强调在这里显现出来

了。根据对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基歇尔假定了 16 类汉字。每一类

都用一句 5 个汉字的句子来进行说明，第 14 类是一个例外，有 7 个

( Yates ,Giordww Bruno αnd the Hermetic Tmdition , pp. 421• 22. 

( E. Iverson , The Myth of Egypt and its Hieroglyphs (Copenhagen ,1961) ,pp.1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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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通过这些汉语的句子，他试图给出这些汉字的古体、现代体、

拼音和翻译。他使用了当时传教士创造的一种拼音方案，采用拉丁

字母及其发音。不过基歇尔介绍的汉字有时无法辨认，拼音与翻译

也偶尔和汉字不一致@o 17 世纪的欧洲人把中国理解成一个亦真亦

幻的国度，任何对这个国度感兴趣的人看了基歇尔的介绍都会为之

神魂颠倒。基歇尔(抑或是卡弥格的或郑安德)的分析充满了奇怪

的、往往是荒唐的宇源学假设。当然，荒唐之中也有足够的真实因

素，使我们不至于将他对中国的阐释看做假充内行。

.147. 

基歇尔说， 16 类汉字的第一类得自蛇和龙@。他说"伏毒草蛇龙 A/7

书"。基歇尔认为伏襄(传说认为伏蕃活动于公元前 2953一前 2838

年)是汉字"最早的创制者"，并称有 100 个汉字得自蛇和龙的各种

活生生的形态。基歇尔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传说。基歇尔还提

到了一本"有关数学和占星学的龙书"，他很可能是指《易经} ，有些

人认为《易经》最早的文本是现存最古老的汉语著作。传统中国历

史认为伏革是八卦的发明者，八卦代表了中国最早的用图画表示意

义的方式。从八卦又发展出了 64 卦， ~易经》就是以 64 卦为基础

的。因此我们认为，基歇尔虽然在细节上处理得一团糟，他所引的却

是中国神话传说的一个真实方面。

基歇尔的第二类汉字据说来自农耕。(基歇尔的第二到第四类

汉字见图 8 0 ) 他继续引用中国神话传说，说"穗书神农作"@。这里

和别处一样，注重内容的规模庞大而忽视细节，这一点似乎在基歇尔

研究稀奇古怪内容的学术中非常突出:对他来说，有技巧地展示大量

异域的细节远比简单地弄清一个个例子更为重要。不过他还是准确

② 下文在介绍基歇尔 China illustrata , pp. 147-151 中对汉字的分析时，笔者纠正了某些汉

字。另外，笔者还纠正和规范化了他的拼音，并将其转化成威妥玛一霍理斯注音法拼

音。如果把基歇尔原来的汉字和拼音也呈现出来，也许会对研究 17 世纪比较语言学的

人有用，但会给普通读者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笔者认为自己所做的是阐释性的工作。

@ Kircher , Chinα illust刚α ， p.228.

@ Kircher , Chinα illustratα ， pp.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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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介绍了人们在神话传统中给予神农(传说认为神农活动于公元前

2828一前 2698 年)的崇高地位。 基歇尔假设的第三类汉字来自各种

各样的鸟 。 用汉语来说是"凤书少吴作" 。 "凤"是凤凰中的雄鸟，传

图 8

基歇尔为了说明汉字如何从世界万物中得来而展示的众多插图中的

三类汉字样例，见 China illωtratα(Amsterdam ， 1667) , p. 229 。 这三

类 (11 、 III 和 IV) 中每一类都有两套各五个字。 位于一个方格中的那

些小字代表标准的正统字体(具书) 。 应该按照中国传统的写法从

上往下、从右往左读。 但是这些小字写得很粗糙，有些极难辨认。 每

字占一格的大字则代表对汉字原型的假想的再现。 l、弥格神父很可

能给了基歇尔一些通俗的中文书籍，基歇尔将书中某些荒谬的字源

形式与他的汉字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论相结合，使产生了这些所

谓的"汉字原型" 。 标号为 F 、 G 、 H 、 I 、 K 的象形字为 "艳、书神农作" 。

标号为 L 、M 、N 、0 、P 的象形字为"风书少吴作" 。 标号为 Q 、R 、 S 、 T 、

V 的字为"桥( ?)抖( ?)颇项作"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

九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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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象征中国的君权。少吴也是传说中的一位王，据说于公元前

2598一前 2514 年在位。

基歇尔其他类别的中文句子更难解读。他说第四类汉字来自贝

类和小虫。基歇尔的中文句子中提到了顿硕。根据中国的历史传说，

制硕是黄帝的孙子，在他自己继位前曾辅佐少吴。在时间顺序上，基

歇尔把制硕排在少吴的后面，并称嗣硕写了一本讲这些贝类和小虫体

文字的书。基歇尔所说的第五类汉字来自草根，但是中文的句子很难

翻译。那句话提到了皇帝，"皇帝"是对君主的称呼，在秦始皇(公元前

246一前 210 年在位)在位时期才开始正式使用。更重要的是，那句话

中第二次出现了"篆"字，"篆"是指高度象形化的印章体汉字。

卡弥格著作的研究者斯齐尼亚克先生认为《中国图说》中的汉 //.9

字字源是卡弥格写的篆体字@。不过这些字源即使是由卡弥格提供

的，又被基歇尔过度阐释，通过宇源追溯汉字最古老字体的方法却并

不是欧洲人强加给汉字的。字源学在中国是一门高度发达的学问，

古代字典《说文解字H公元 100 年)就是一个证据。在汉字的四种

传统宇体一一篆、隶、草、楷(见图 1 )中，篆书最清晰地保留了汉字的

象形基本特征。但是由于篆书是汉字产生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的一

种装饰性字体，它体现不出汉字发展的什么证据。另外，{中国图

说》中的古体字比起真正的篆书来倒更像是一幅幅图画，应该是假

想出来的古字体。

丹麦学者龙伯格发现，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中国哲学家

孔子》手稿中也有类似的奇怪汉字@。这些汉字在正式出版时被省

略了，龙伯格先生根据手稿中发现的一条页边注对这些汉字为什么

被省略进行了解释。这条页边注说，不必再印刷这些汉字，因为它们

③ s出出耻配削e骂班耐z旺配es幻阳圳ni让山i

L @ 见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Fo阳时18川la础tin 6但27忖7 的《中国哲学家于孔L于子'}于稿 l巳二《中国哲学家于孔

子》中有奇怪汉字的-页被龙伯格复制并加以讨论，见 Knud Lundbaek , " Kinesiske fanta

sitegn" ， ρ'annutrk Kirw 67 (April-May 1981 ) : 10一12 和 Knud Lundbaek , "lmaginaηaneient 

Chinese charaeters" ， Chinα Mission studies (J550-1800) bulletin 5 (1983) :5-2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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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图说》中已经出现了!根据龙伯格的推论，这些奇怪的汉字

是从街边小摊的书中找到，而不是从学术著作中得来的，耶稣会士不

是通过什么正式途径得到这些汉字的。他的证据是这种稀奇古怪的

字源至今还能够在台北的图书商贩处买到。卡弥格的汉语知识有

限，年轻的中国助于郑安德又缺乏经验，这两点都能佐证龙伯格的理

论。由于卡弥格和郑安德有限的汉语知识，再加上基歇尔对信息的

贪婪渴求以及出书的飞快速度，出现一些荒谬的宇源也就不足为奇

了。龙伯格的发现证实《中国图说》中的这些汉字来自"虫书或蜡斟

字"，指一种古代字体，也指古老陈旧的汉字@。

/.)(7 尽管基歇尔对象形文字的重构是有些荒诞的，其中提到的名字

和事件却是从中国历史传说中得来的，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句子有

可能来自某些古代的中文篇章。比如，基歇尔说，中国最早的文字是

挪亚洪水后 300 年出现的这个说法是从"中国人的编年史" (Sinensis 

Annalium) 中得来的@。其次，基歇尔提到"帝王世系书" (Libro de 

S时cessione Regum) 中有汉字的最早字体以及如何书写的方法。但

是我们不清楚基歇尔是确指某些书，还是只是含糊地提到那些为他

提供资料的传教士讲给他昕的一些中文著作。

基歇尔假设的第六类汉字来自"其他的鸟类(即第三和第八类

汉字中未提到的鸟类?)"。第七种来自乌龟，并提到了尧。尧是传

说中的人物，他统治的时代带有十足的神话意味，一般认为他从公元

前 2357 前 2256 年在位，时间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第八类汉字来

自"鸟类和孔雀"，第九类来自草、叶柄和藤。第十类汉字的来源基

歇尔没有说。第十一类来自行星和恒星。第十二类的来源没有解

释，但是据说它们被用在布告、法令和塑像上。这可能是指四种传统

字体中的一种一一隶书，隶书是非常方正的，用于书写法律文书和公

@ 见 Samuel Couling , The Encrclopaediα Sinicα(Shanghai ， 1917) ,pp. 518 & 539 0 蝴蚂字

的图伊j见 James Legge , trans. ,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 Oxford , 1893 ) ,I1I, 73 0 

ø Kircher , China illustra阳， 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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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而第十二个句子中的汉字和这种字体几乎没什么相似性。第

十三、十四类汉字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说第十四类汉字表示平静、愉

快、知识、交谈、黑暗和光明!?第十五类汉字来自鱼类。第十六类汉

字连基歇尔自己都说不懂，但是笔者发现，基歇尔没有翻译的汉语句

子说的是"金错"(一种黄金镶嵌装饰)。

在对汉字的这段分析之后穿插了一段对汉字书写方法的简短说 ;{;7

明，并带有插图。基歇尔描述了与欧洲的鹅毛笔、钢笔及墨水池相对

的中国的毛笔和砚台的用途øo (见图 9) 这幅雕版画描绘了中国人

以正确角度握毛笔的方法。然而图上写字者的形象被画得有些欧

化，他穿着一件官服样的袍子站着。蹲在地上读着一张纸的那只猴

子表现的不仅仅是异域风情。很久以来，猿猴在欧洲历史中都是一

种象征。在中世纪，猿猴被看做魔鬼的化身(figura diaboli) 。人类因

在伊甸园中违背了上帝而从天使被降格为凡人，猿猴也一样，是从人

类被降格为猴子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将猿猴视作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艺

术之象征的新观念。"艺术模仿自然" (ars simia naturae) ，即"艺术

是自然的模仿者"(A此 as the ape of nature) 的这个观念是卡伽丘提

出来的，曾在米开朗基罗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所作的雕塑群

中被运用到"垂死的奴隶"和"反抗的奴隶"这两尊雕塑中@。到 16

世纪，这种在艺术中将猿猴看做"模仿的艺术" (ars imitatio) 的阐释

已经退化成毫无创意的模仿，但是在 17 、 18 世纪文化的一个领域中，

"模仿的艺术"观念的纯哲学意义还在炼金术和秘术等特定的有限

领域中延续。叶芝在对赫尔墨斯思想传统的研究中将这个领域的一

群代表者称为"反动的赫尔墨斯思想者"@。

牛津大学的佛洛德将这种风格中的猿猴看做是对秘术家的一个

ø K也lr，眈ch眨le盹哥

⑩ Hors阻3咀t W.Ja朋ns帕O时on ， Ar严附s&A严 Eμ.(}f，陀e in t~加阳 Middle A々ge，臼S αF时u1 Re凹eru阳阳Jaα115削S拙SαF配Z町ce( Lo川)f皿n叫ldon ， 1952幻) ， p.1口3 

@ Jan】s川0时on ， pp.2骂87一30∞O.

@ Yates , GiorduTUJ Bruno 耐 the Hermetic 行udit酬， pp.40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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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即猿猴象征人类知识中实践和理论之一切形式的"艺术" 。 佛

洛德的《宏观与微观世界史~ ( Utriusque cosmic historiα ， 1618 ) 一书扉

页上的雕版画形象地将猿猴画在人文学科的中间，作为"普遍艺术

家" (即一切艺术和科学领域)的象征@。 将基歇尔和佛洛德作为反

动的赫尔墨斯思想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叶芝女士，艺术史学家

詹森( H. W. Janson) 也根据基歇尔的《埃及的俄底浦斯》将他和佛洛

德的"艺术模仿自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基歇尔强调，汉字的重

要性在于它们出自更深刻、含义更丰富的埃及象形文字。 对基歇尔

来说，这种源流关系的意义在于埃及象形文字是利用自然世界的形

象来表示意义的。《中国图说》图 9 中画的那只小猴子应该就是代

图 9

汉字书写方式的插图，来自 Athanasius Kircher , China illu.strωα( Am

sterdam , 1667 )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九刊登。

@ Jall~on ， pp. 304-307. 

ø Janson , p. 322 ,f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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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这种模仿(imitatio) 的形式。这只小猴子的象征意义是:那个中

国文人写字其实就是在使用自然世界的形象。

在紧接着分析 16 类汉字的后面一节中，基歇尔讲到了汉字和埃7:;:]

及象形文字之间的区别@。他说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一样，都是含的

后代，因此和埃及人一样，对十字架极为崇敬。他说这在汉字"十"中

可以表现出来，"十"就是十字架的形状。此外，基歇尔还说"十"是表

示完美或完整的普遍性符号。这种说法带有数字命理学的色彩。基

歇尔通过示例说明如何在"十"字底下加一横就变成了"士"。在"士"

字顶上再加一横就变成了"王"。基歇尔还说，在"王"的右上方再加一

横就变成了"王"0 (其实，这个斜向的笔画应该加在"王"字的右下部

分。)这样，每个字里就都有一个卡字架。我们会想起这个示例在前面

曾经出现过，第一次出现很可能是在一本欧洲人写的书中，这就是曾

德昭神父的《大中国志~@o ~中国图说》中基歇尔的这个示例很可能

就是从曾德昭的书中复制过来的。(见图 10)不过，在《埃及的俄底

浦斯》第三册(1654)中，基歇尔使用了这个示例的另一个版本，增加

了两个汉字一一"生"和"主"。为了保持与示例中其他字的协调，这

两个汉字写得有些扭曲。为了这两个添加的汉字，基歇尔一定借鉴

了某种资料，很可能是请教了一位熟悉汉语的传教士。这个在时间

上更早些的示例好像被其他的欧洲作者借用了，例如斯比塞尔( Got-

tlieb Spitzel [Theophil SpizeliusJ , 1639-1691 )复制了这些汉字、拼音

和翻译，韦布则只用到了汉字和翻译@o (见图 11 ，来自斯比塞尔的

书)总之，许多 17 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这个示例很有说服力。

'i'i!Y Kireher. China ill1Lslrata , pp. 233-235. 

@ Semedo ,Relatione dellα grande M01um巾α dellu Cina (Rome , 1643) ,pp.45•-6. 

@ Theophi1 Spizelius (Spilzel) 啕 De re li缸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es (Antwt叩， 1660) pp. 

55-56 复制了增加了两个汉字的那个汉字构字示例J 据斯比塞尔说，这个示例来自

Kireher ， οedipu$ Aeg)ptiacliS vol. 3 (Theatrum hieroglyphicum) (Rome , 1654) ch. 2 ,. 101m 

Wehh ,An lJ脑Inr;ca! Essay Endeavnring α Prol.毗ility lhal the μnguage uf the Empire of Chi

na is lhe Primitivc Language (lA lIldon , 1669) p. 174 j也有这个示例俨不过斯比塞尔和韦

布也都知道曾德昭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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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ui quciio , zhc R2pi4cikkit31oaci caicFiao-FEr formzzt3 
t-uua-qucfl :a tnohi[url~n~ dj kttcn:: , ;doprano foJamcntc ~ouc 
Ultti:-m3 pcrche qudli [o1i pcr tanta m:china non rotrcbbo~o 
h :l fi2H.' , añdarono conbiun~c ndo ligmc , ð lcttc: rt pcrfcttc t 后
tnific1tiu(' ,rvnc con fþ.1trc ,co r. 1e qusli nc formano :ùuc &-唰
叩fc ) t di diucrfa íignillutionc. Cosi q.ucfia linu - v :alu 

<,"4 

斗6 RELATIO~1E DELLA CINA 

吨!C ptìmaklnctcOnO ccr山ltrc lince 
, ma ligura haucd fcco ogni kttera ,<he ha <Ù. I1gnHi ,a"rc P Ïttrll 
prttiOfa, Ò fjuaßprtti气{a. Comc :ancora og币 lëÚCt3 di alb t:' fo, 
七~da h四cr congionta {c-co que !Ja di kgao: e 吨uclb d, mctallo , 
.11. f.gurache h~uc~a c!a lignificare , krio , ramc , acciaio : non 击
• pc: ro rcgola infallibik. 

图 10

带图解的汉字构成方式说明，来自 Alvaro Semedo , Relatione dellα 

grande MonαTchia della Cina (Rome , 1643 ) , pp.45-46 0 承汉诺威下

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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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带图解的汉字构成方式说明，来自 Theophil Spizelius , De re literaria 

Sinensium (Antwerp , 1660) ,p. 56 0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

允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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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法国学者大卫( Madeleine David) 女士将《中国图说》视为基歇尔

"埃及学"系列著作的最后一本。她认为基歇尔在书中不承认汉字

对他在以前的书中建立起来的埃及象形文字极高的语言学地位构成

威胁。至于 17 世纪同时代学者常常谈到的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基

歇尔承认，汉字的图画性起源使它们和埃及象形文字有基本的相似

性。但是埃及象形文字比汉字距离日常生活更远，由于它们远离凡

俗，因此能更好地表达高贵的主题@。这种论调和赫尔墨斯思想是

完全一致的，因为赫尔墨斯思想强调那些要求更高形式知识的神秘

事物。基歇尔相信埃及象形文字比汉字拥有更深的神秘性。表示太

阳的词既描绘了我们感官世界中和太阳有关的事物，也表示了新柏

拉图主义的可知世界中的一个"原型"。而汉字只表示词的意义，缺

乏对可知世界更深层的所指。基歇尔的结论是，中国人发展了一种

文字，这种文字已经达到了能清晰交流的程度，但是不具有古埃及象

形文字那样更微妙的特色。

为了证实他的观点，基歇尔展示了一些很典型的奇异的细节。

他对四个合体的汉字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第一个例子是将"门"

和"心"放在一起构成"闷"。第二个例子是将"人"和"王"放在一起

构成"全"，他的解释是:国王是十分完善的人。不过，基歇尔在这里

又弄错了，"全"的上面不是"人"，而是意思完全不同的"人"。

在第三个例子中，基歇尔说"费"(迷恋某人的人)是由三个汉字

组成的，它们分别是"女"、"东"和"言"。基歇尔的解释是:和人们

用绳和线来装饰一样，心灵也被言辞所装饰。"蟹"有外在美貌的意

思，不过通常用来指姿童，而不是吸引和诱惑男性的女性c 基歇尔的

最后一个例子是由"日"和"月"组成的"明"字。不过基歇尔把"日"

写错了，因此这个例子是错误的。通过对《中国图说》中出现的景教

碑碑文第二行相同汉字的研究，我们发现写这些汉字的人(卡弥格

@ Madeleine Davirl , Le débat Sllr les écritμres el l' hiérogl)phe αux XVIIe et XVlIIe .<iècle.l (Par

is , 1965 )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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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郑安德)很可能是基歇尔产生错误的源头。碑文中的毛笔字不是

写得不对，而是不太清楚，因此像基歇尔这样不熟悉汉语的人就可能

产生曲解。

在关于汉语这一部分的最后，基歇尔称自己知道汉语有声调，还

有各种方言。如果说他将汉字的字源问题和结构想得过于简单的

话，他却没有低估学汉语的难度。他指出，由于同一个汉字有多种发

音，大大增加了掌握汉语的复杂性。他还指出，虽然"官话"在全中

国通行，使用最普遍的地区还是北京和南京这两个中国的行政中心。

他把官话与西班牙的卡斯提尔语( Castilian )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语

( Tuscan)作了比较。基歇尔也知道日本人、朝鲜人、交趾人(越南南

部)和东京人(越南北部)虽然都在书面文字中使用了汉字，但是彼

此语言的发音差异太大，根本元法互相交谈。所以，基歇尔说出了在

中国掌握口语和书面语最关键的区别。

.157. 

基歇尔介绍了庞迪我( Pantoja) 神父用六个音符来表示汉语五/，57

个声调的理论。这表明基歇尔理解汉语的声调特征(至于为什么需

要六个音符来表示汉语的五个声调，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基歇尔

接受了人们长期以来以为汉语没有多音节词的说法。其实我们知

道，只有文言文是这样的情况，白话文并不是这样的。基歇尔还讲到

了一个奇谈怪论，说中国人对欧洲人流利的拉丁文表示钦佩，这肯定

是从传教士那里昕来的传闻。此外，基歇尔还暗示中文的交际能力

不如拉丁文强，这显然是无法证明的。其实，拉丁文作为一种书面的

交际语言所扮演的角色和书面的汉语在东亚所扮演的角色是类

似的。

3. 基歇尔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描述

基歇尔谈论中国宗教信仰的章节题为"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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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透露了基歇尔对中国宗教的态度@。对现代读者来说，基歇尔所

说的很多内容都让人气愤，因此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他的欧洲|中心

主义在作祟，削弱了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但是基歇尔所处的时代

珍视"奇异的事物"，也就是人们不熟悉的、深奥的、推测出来的事

物。他具有那个时代最强的探索精神。认为基歇尔满足于欧洲的基

督教框架未免有些简单化，不过我们也看到，他常常受到这个框架的

限制。据说基歇尔在他教士生涯的早期曾表示想去中国当一名传教

士⑩，他的上司则对他另有安排，而基歇尔这个虔诚的耶稣会士也服

从了。然而，对耶稣会士和基歇尔那个时代的罗马天主教会来说，鼓

励并赞助基歇尔在声学、音乐理论、化学、医学、数学、光学、地理学、

考古学、语文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是一大幸事。基歇尔筹

建了一个出色的自然史博物馆，他也是一位积极的研究者，曾用一根

绳子拴着自己下到维苏威火山内部。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基歇尔的著

作中只能看到他的肤浅(他的著作确实是肤浅的) ，也许是因为我们

太过纠缠于专业性的学术价值，对知识的广度带来的兴奋反而麻木

了。我们首先需要培养对这种学术上巴洛克式理想的敏感，大概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渐渐理解基歇尔对中国和世界的兴趣是如何与他

在认识中国新鲜、独特事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文化上的蒙昧性相

混合的，不管这种泪合是好还是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能理

解，对欧洲科学革命作出贡献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沙文主

义和狭隘思想。

元i(J' 基歇尔将中国的宗教分成三支的思路③可能源自利玛窦、金尼

阁的著作@，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③，或者其他的资料，因为这

ø Kircher , Chinα illu.stratα ， p.131 

⑩ 据说基歇尔在 1629 年曾向耶稣会会长表达了要去中国服务基督教事业的愿望。见

Adolf M üller 论基歇尔的文章，载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此， 1907) VIII ,662 0 

( Kircher , China illu.strata , p. 131 

③ Ri，如Trigault ,}ournals , p. 94. 

③ Ma巾1Î ， Atlc叽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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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也并不是不准确的。但是基歇尔用到的汉

语术语"三教"却来自明代人们试图将三种教义合为一体的特定文

化背景。基歇尔说，中国人把这种宗教的三分状态看做一个世界性

的现象。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不承认他们的帝国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国

家。基歇尔把中华帝国定义为中国、日本、朝鲜、东京和交趾支那，或

者任何使用汉字的地区。基歇尔在这里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人

知道世界上存在的国家弄泪了。从与罗马帝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时代

起，中国人就知道欧洲的存在。尽管丝绸贸易一度衰败，中国与欧洲

的联系却在蒙古人横跨亚洲的统治下得到了恢复。 1271-1295 年，

马可·波罗那次著名的旅行将他带到忽必烈汗的朝廷。在 13 、 14 世

纪，还有→些圣方济会的传教士也来到中国。明代早期，就在利玛窦

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皇帝出资组织了由太监出身的海军将领郑

和(1371一1433 )率领的大规模航海旅行，有几次曾到达东非和红海

附近的亚丁。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使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世界

的中心，而不是世界的全部，基歇尔误解了这一点。

基歇尔所描述的三大教派分别是: (1)学者的教派，即孔教;

(2) "Sciequia" 的教派，即"释迦"或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 (3) "Lan

cu" 的教派，即"老子"或传说中道教的创始者。基歇尔认为这三个

教派对应人的三种不同状态(这三种状态以一种令人痛苦的规律不断

重复) ，并把中国人的情况和他假设的古埃及社会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古埃及社会分成三个等级: (I)祭司和圣人; (2) 书吏 ;(3) 普通

人。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基歇尔论证孔教是由祭司和圣人构成的，而

道教在晚近的时代变成了普通人的宗教。至于佛教和书吏阶层有什

么关系，基歇尔没有特别地展开论证。基歇尔正确地表达了在三个教

派中，孔教受到最高的尊敬，而这种尊敬和中国的政府关系密切。孔

子自己也说他的学说是建立在他之前的一个传统之上的，基歇尔也

许接受了这个观念，因而说"学者的教派"有着古老的历史。中国人

把孔子看做大哲学家来尊敬，而埃及人则对掌管学问和巫术的神托

特表示尊敬。基歇尔将这两种情况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信仰孔教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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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进行偶像崇拜，但是知道有一个神，他们叫"天上的王"( Regem 

Coelorum) 。这个词语翻译成"天主"更准确，指的就是上帝。

/'y:9 基歇尔对《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大段引用表现出他在运用内

容时进行了曲解。他对中国的宗教持批评和反感的态度，他通过引

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的段落来证明他的论点，即中国人是崇拜

偶像的。基歇尔在引用时脱离了原文的上下文，并插话说，中国最高

的地方长官用牛羊来祭祀天地神灵的做法"和埃及人祭祀神抵欧西

里斯和爱西斯(Isis) 的做法简直一样"⑩，他完全改变了利玛窦、金尼

阁原文的语气。基歇尔插入的这段话和书中引用的利玛窦、金尼阁

的原文是用同一种排版格式印刷的，与利玛窦、金尼阁原文的区分仅

仅是基歇尔插人的话加了括号。因此，读者就产生了一个错误印象，

以为这段话就是利玛窦、金尼阁的原话。对引文的篡改不是仅仅出

现在基歇尔的书中，这在 17 世纪的著作中是个普遍现象。实际上，

金尼阁自己也作过篡改，因为利玛窦、金尼阁书中这一章的题目为

"中国的各种错误的宗教教派" (黑体字为笔者的强调) ，而利玛窦原

来的题目中并没有"错误"这个词③。而且，任何这样的批判语气和

利玛窦、金尼阁在这一章中对中国人总体上明显的赞同语气是相矛

盾的。这一章的开头几句话基歇尔没有引到，这几句话与基歇尔因

为中国宗教和西方异教的相似性而对中国宗教进行批判的倾向显然

是矛盾的。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⑩ Kircher , Chinα ill旧tra阳， p.132. 实际上，基歇尔寻|用的利玛窦、金尼阁的原文是两个独

立的段落，被他放在了一起。见 Hicci-Trigault ， De Christ阳tα expeditione ， pp. 107一108"

参见 Hicci-T吨ault ,Journals , pp. 95 -96 0 有趣的是，{中国图说》这一段中提到的爱因

斯神在 Wa回berge 出版的 1667 年拉丁文版中有，但是在 Meu凹的拉丁文版和 Waes

her伊的法文版中都被删去了。

③ R阳】1('吧【C盼3

教教派" (Vari口na町e a叩pu时d Sin】酣a副s f.ωrus抽a配e Reli培芭i臼on川nI川11山1阳s s眈e时削ctωtae叫) G 但是德礼贤神父的 Fonti Ric

cw肘， 1 ， 108 显示，利玛窦原来的题目( .. Di vane 8ette che nella Cina 80no intor川 alla Re

ligione" )并没有用"错误"( false) 一词来形容中国的教派c 也许英文版的译者加莱格

尔神父有意要恢复利玛窦的原题，他把英文版中的题目译为"中国人的宗教派别"

(Religious sects among the Chinese) (Ricci-Trigault.J，οumαls .p.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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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所知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邓F

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国人犯更少错误的了。从他们历史一开

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

他们称之为天帝，或者加以其他尊号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

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读到过中国人曾把这位至高神及其臣属的

各种神抵塑造成鬼怪，像罗马人、希腊人和埃及人那样发展为神

怪或邪恶的主宰@。

基歇尔和利玛窦、金尼阁的阐释进一步产生分歧的地方是:基歇

尔在引文后面把中国人祭祀的风俗和埃及人在托特的月份第一天向

默丘利(Mercury)献祭的习惯作了比较。基歇尔对中国人的偶像崇

拜再一次作了强调，他说，任何孔庙里都能找到大小不一的孔子塑像

(见本书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章中对孔庙的论述)。基歇尔没

有看到祭孔仪式的文化与社会内涵。和阐释中国的许多其他欧洲人

一样，对基歇尔来说，用欧洲的多神论就基本上足以衡量他在中国看

到的情况。这就使他过分强调了表现尊敬的外在事物一一这里指孔

子的塑像。因此，基歇尔没有充分地了解到对孔子鞠躬并不一定表

示神的存在。孔子的信徒中极少有人将他当做→个神。基歇尔缺少

的是对孔教精神培养的全面了解，而外在的仪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表现。

基歇尔描述的中国宗教的第二个教派和"释迦" (释迦牟尼)有

关。释迦牟尼就是历史上的佛，俗名乔达摩·悉达多，生活在公元前

563一前 480 年的印度。我们怀疑基歇尔在编写过程中是否太匆忙

了，还是仅仅是由于印刷工人的失误，导致"释迦"的罗马宇拼音前

后不‘致:前面一页是" Sciequia" ，后面一页就成了 "Siequia"@。这

个拼写的不→致在达尔克的法译本中变得更糟糕了，有时拼成

③ Ricci~Trigault ， j，οum巾， p.93.

( Kireher , Chinα illu.slral a.， pp. 131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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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aguia" ，有时拼成了" Sciequia"⑩!基歇尔在有些地方把释迦牟

尼称作"Omyto" ，这是"阿弥陀佛"的拼音，基歇尔说"阿弥陀佛"通

常被称为"Amida" ，这是"阿弥陀佛"的日语发音。基歇尔所说的

"Omyto"指的(也许无意识的)是阿弥陀佛或净土宗的信徒，净土宗

和禅宗是明代流行的佛教两大主要形式。

;/67" 基歇尔对佛教的批判比孔教更多，这可能是受到了利玛窦、金尼

阁的影响，他们对佛教有更多的批判。不管怎么说，这种批判佛教、

赞成孔教的模式是 17 世纪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一种普遍态

度。基歇尔对中国的批判也不是绝对的，他认为不应该把偶像崇拜

完全归罪于中国人，因为"所有的这些错误"和"所有的这些偶像崇

拜"都是从"印度斯坦" (印度河与恒河之间的地区)传人中国的⑩。

这个地区居住着"以自己的科学为骄傲的民族"，即婆罗门人、波斯

人和大夏人。基歇尔准确地谈到了佛教从印度东传中国的历史，不

过他似乎不知道佛教不是通过印度在中国建立殖民地传入中国的，

而是印度僧人先将佛教传人中亚，再由中亚的僧侣将佛教间接传入

中国的。

基歇尔尽管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却认为佛教有一种孔教

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一抹基督教福音的色彩。基歇尔很可能是在使

用某个比他知识更丰富的人的观点。基歇尔称卫匡国是他的材料来

源，不过很显然利玛窦、金尼阁也是一个来源@。为了证明佛教中这

一抹基督教的色彩，基歇尔引用了某些不知姓名的西班牙传教士的

说法，他们说在北京曾见过→尊三个头的男性神像。中国人对这个

形象的解释是意志和愿望的统一@。这个合二为一的意义被看做基

督教三位一体的残存遗迹。据基歇尔称，这些西班牙人还说看到了

⑩ Kircher ，μ chine illu.st巾， pp. 176 & 177. 

⑩ Kircher , Chinα illu.st阳的， p.132 以及 Kin如r ，La Chine ill lL,trée , pp.177-178. 

⑩ Martini , Atl剧， p.8 以及 Kircher ， China ill lL,trata , p. 132. 

⑥ Kirch凹 ， China illu.stra阳， p.133. 参见 Ricci币igault ， De Christianα expeditio时 α'pud Sinos , 

p.111 以及 Ricci-Trigault ， j，οurnals ，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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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婴儿的形象，他们把这个形象解释为圣母玛利亚

和圣婴耶稣的遗迹。基歇尔还引用了卫匡国的话。卫匡国认为基督

教在中国存在过的证据是古老的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卫

匡国可能将佛教的观音菩萨和圣母玛利亚混为一谈了。正是这个普

遍的误解减少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障碍。十字架一事却更可疑一

些。景教碑上有一个十字架，这是证明中国早期存在过基督教的不

多的有力证据之一。然而基歇尔在这里却没有提到这个证据。相

反，他使用了使徒圣多默时期的一些证据。圣多默是福音书中"怀

疑的多默" ( doubting Thomas) ( {约翰福音~20:25-28) ，据说是他把

基督教传到了遥远的亚洲。基歇尔在讲到圣多默这一点时，和他讲

述中国佛教的大部分内容一样，很可能引用了利玛窦、金尼阁的材

料，尽管利玛窦、金尼阁的看法比基歇尔的更加不确定一些。利玛

窦、金尼阁和基歇尔不同，他们指出了圣多默到过中国传教这一说:去

的出典一一一马拉巴 (Malabar) 教会的迦勒底文祈祷文@。

.163. 

基歇尔在关于中国佛教的结尾部分说，这个教派的许多偶像和 /62

寺庙与埃及的书吏阶层完全一样。这是基歇尔把未知的知识归入熟

悉的欧洲框架模式的又一个例证。基歇尔似乎从未考虑过，中国可

能有一些欧洲经验中没有的、欧洲人可以从中学习的全新的东西

(这是莱布尼茨和 17 世纪其他一些胸襟开阔的人的观点，不过即使

是他们的思想，也有严重的局限性)。有趣的是，基歇尔作为一个耶

稣会士，却并不认同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赞同的对中国文化理解并适

应的态度。基歇尔和中国教团著名的耶稣会士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 1565一1655 )一样，能够与卫匡国等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

会士合作，并从其他人(如利玛窦)的著作中获益。不过我们也已经

看到，基歇尔利用他们的材料作出并不属于适应思想的解释。

基歇尔讲到的中国第三个宗教是"老子"的教派，更为通用的名

@ K肚ir口时.d巾3才t

@ R阳1讪ieωci才i-Tri喃E伊ault札t ， pp.1口24一12药5 以及 Jou町川r阿rn阳tαls飞， p.1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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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是道教。基歇尔将道教说成是普通人的教派@。实际上，道教派

别繁多，有时甚至很难找到一条联结所有派别的总线索。道教的一

些部分倾向于深奥化，而另→些部分则倾向于大众化，而基歇尔的描

述则把这两个倾向彻底弄混了。和"老子"有关的道教是深奥的、超

脱世俗的和哲学的，但也是反智论( anti -intelleetual )的。据基歇尔

讲，中国的道教徒相当于古埃及的普通人阶层@。他把道教和普通

人联系在一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到 17 世纪中叶，道士中绝

大多数是未受教育的阶层@。基歇尔提到了各种不同的道教修炼方

法，例如通过"丹药"追求长寿(即寻找长生不老药) ，驱邪和求雨。

不过对他来说，这些不同成分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本质上都属于偶

像崇拜。

/侈，7 基歇尔在对中国兰大教派论述的最后说，在中国可能充斥着上

千个偶像⑧。据说在寺庙、房屋、田地、村庄和皇宫都能看到偶

像→一中国"到处都充满了"偶像!基歇尔接着重申了他的观点，即

中国人是"埃及人真正的追随者和他们迷信的忠实效仿者"。他给

出了这个说法的证据，不过由于他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他只说了三

个证据，怕的是论证太复杂会让读者觉得"单调乏味"@。第→，中国

( Kircher , China illwstrata , p. 133. 

⑥ 基歇尔还补充说，道教也相当于埃及的"祭司"( magis) .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法

文版的译者达尔克又具体地把道教说成了"在古代……是埃及祭司和圣人的宗教"

(参见 Kircher. China illwstra阳， p.133. 和 μ chine illwst巾， p.179) 。不过，由于基歇尔

在前面已经说过，孔教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和圣人，佛教相当于埃及的书吏，而道教相

当于埃及的普通人(China illustrata , p. 131) ，因此，达尔克的具体说明似乎是没有根

据的。最可能的情况是基歇尔误加了一个插入语"& Magis Aegyptiis" ，这个插入语是

以逗号分开的，或者基歇尔说的"& Magis Aegyptiis" 不是指有学问的人，而是指别的

意思c

@ 我发现有些学者习惯于将道教分成"哲学性的"和"宗教性的"两个分支，这非常不

妥。因为这就暗示"哲学性"道教的理性成分比它实际上更多一些，而宗教性则更少

一些。此外，这个区别不能很好地解释道教的炼丹术c

( Kircher , Chinα illu阳ta ， p.133

@ K眈her ， Ch阳 illust阳的， pp.133-134.



第五章早期汉学家基歇尔以及赫尔墨斯思想与欧洲理解中国的联系

人模仿了埃及人和希腊人的信仰，他们有相同的风俗和仪式，崇拜相

同的神灵。第二，中国人的宗教或"迷信"起源于埃及。基歇尔在这

里引用了"几封用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写的信" (即在华西班牙、葡

萄牙籍传教士写的信) ，信中说，有些中国人的寺庙供奉的是战神、

爱神、命运女神、和平之神、众女山神以及其他埃及和希腊的神灵。

第三，中国人和埃及人不仅在文字上相似，而且在仪式和风俗上都十

分类似。总之，基歇尔认为中国和埃及、希腊在宗教方面有太多的类

似之处，它们应该属同一种现象。

基歇尔的三大证据在本质上属于循环论证，我们不必当真。唯

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证据基本上只是重申了基歇尔的假设，而

没有证明任何东西。然而，作为 17 世纪中叶欧洲著述最多、影响最

大的学者之一，基歇尔本人认为自己的证据是很有力的。基歇尔之

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一部分要归咎于某些传教士在阐释中国文化

时思想的极度简单化以及极度的偏见。由于某些西班牙和葡萄牙籍

传教士的不学无术(当然，通过对曾德昭和安文思神父的研究我们

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传教士都是不学无术的) ，基

歇尔更加相信中国人和埃及人、希腊人崇拜的是相同的神。不过在

欧洲还有其他一些比基歇尔年轻不了多少的早期汉学家，却得出了

跟基歇尔完全不同的、更有见地的结论，而他们参考的材料基本上还

是来自关于中国的那些报道。对于利玛窦在观察令他着迷的另→个

世界时所讲的东西，基歇尔似乎了解得很少。利玛窦对中国逐渐加

深了了解，中国对他的信仰所构成的挑战也深深地震撼了他。不过

基歇尔倒并没有质疑利玛窦的权威。

.165.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歇尔对中国的兴趣尽管在一定意均γ

义上是令人钦佩的，激发他这种兴趣的却是一种极端封闭的世界观，

而他的兴趣也被局限在这样的世界观之内。打个比方，中国就好像

是欧洲人的"文化磨坊"里等待加工的谷物。基督教固然是欧洲人

影响心理定式的一个部分，致使棉狭思想产生的却并不是基督教。

要证明这一点，最恰当、最有意思的证据之一便是基歇尔对景教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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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歇尔是欧洲背景下的一个基督徒，他面对的却是千百年前

和千万里外一份全然不同的基督教档案，这个基督教的派别同样起

源于亚洲的犹太人耶稣，却直接向东传播，接受亚洲环境的改造，最

终被融进中国人的观念。这份档案中所有挑战性的、引人注目的、令

思想更开放的人为之激动的内容，如教会与中国政府、基督教与佛教

和道教塑像互为渗透、水乳交融的现象，基歇尔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他对景教碑的兴趣被他欧洲中心主义的动机所局限了。

4. 景教(聂斯脱里教)碑

在中国，文物考古发现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文化悠

久，其文化早期发祥地气候干燥，文物出土量非常丰富，这些文物源

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1625 年，在中国西北部的陕西

省，一些人在西安府(现在的西安)郊外挖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大

石碑(见图 12)。这个地区在古代是唐朝的都城长安@o 石碑略高

于 9 英尺，宽 3.5 英尺，厚略不足 1 英尺。碑的石质是黑色细粒蝴状

石灰岩⑩。碑文约含 1780 个汉字，空白处还有一些汉字，主要是神

父的名字。碑文刻成 30 纵列，非常清晰美观。碑上左、右、下方边缘

还有用叙利亚文或福音体叙利亚文( Estrangelo )刻的约 50 个词和 70

个名字。此外，碑上还有一些装饰，比如位于碑顶半圆形区域的一个

十字架浮雕。⑧

/6::;- 我们现在知道，这块碑来自一个从争议中产生的基督教团

⑩ 关于发现景教碑的细节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在确切的发现地点、时间以及发现时的具

体情况上有 些出入。不过，一致的意见是，这块碑是 1623 年到 1625 年初的某个时

候在西安府附近出土的。笔者在本书中选择可能性比较大的细节进行介绍。如需了

解各种不同说法，见 P. Y. Saeki , The N，凹tonα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 1916) , 

pp.15-16 & 20-22 0 

( Saeki ,p. 12 

⑨ 在 Havret ， no. 7 中有一张非常清晰的景教碑及碑上所有汉字和词语拓片的照片。



第五章早期汉学家基歇尔以及赫尔墨斯思想与欧洲理解中国的联系

体一一聂斯脱里教派或亚述教派(中国称景教)。它遍布整个亚洲，

至今仍广泛分布着一些残余势力。这个教派得名于君士坦丁堡的主

教聂斯脱里( Nestorius ，约 385→51 年)。当时有一个看法，认为

"Theotokos" (神的母亲)这个词不应该用在凡人玛利亚的身上，这有

损耶稣的神性。聂斯脱里支持这个看法。聂斯脱里的主要反对者是

亚历山大的主教西里尔( Cyril ， 412-444 年) ，他认为聂斯脱里的观

点削弱了基督神人一体双重特征的统一性。另外，西里尔的世俗野

心也促使他要削弱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力量。在教会的一番明争

暗斗之后，聂斯脱里最终被斗败，被拜占庭皇帝流放到东方，他和他

的信徒在那里建立了亚述教派，后来遍布整个亚洲。

根据景教碑的内容，有一个叫阿罗本的传教士于 631 年将景教

(聂斯脱里教)传人中国。景教随后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并在

781 年达到巅峰。景教碑就是在那时竖立的。 845 年，发生了大规模

的宗教迫害事件一一武宗灭佛，尽管主要是针对佛教的，景教也不免

受到了牵连。这块碑很可能就是在那时被埋，以防破坏的。这次灭

佛事件对景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它再也没能在中国复兴@。不过，

蒙古人信仰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他们又将它带回了中国， 13 世纪，马

可·波罗在中国亲眼见证了蒙古人的聂斯脱里教信仰。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将景教碑文的汉字仔细地在小方格中

复制出来，还逐列逐字编了号⑧。碑文的拉丁文译文注明日期是 1654

⑧ Saeki 称景教徒后来分别被秘密组织金丹教和中国的回教吸纳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完

全站不住脚的。见 Saeki ,49 0 

@ 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景教碑文中，纵列的编号是从 O( 题目的一列)到 29。每列最

多有 26 个汉字，不过偶尔有几处方格是空白的(通常是为了表示碑文中的停顿)。平

均下来每列约为 61 个汉字。因此，只要说出碑文中任何一个字的列编号和字编号，

比如 17.29 ，就能快速地找到那个字。虽然大多数汉字是独立编号的，还是有很多字

没有编号。比如，助词"之"和"也"就没有编号。双音词像"货财"(7.29 )、"所以"

(7.9) 和"天下"(8.39) 都只编了一个号 17 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所有汉语词汇都

是由一个汉字构成的，景教碑文的编号是驳斥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人名也都只编

一个号，比如"太宗文"(即太宗文皇帝) (8. 39) 和"肃宗文明" (即肃宗文明皇帝)

( 17 .43)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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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安府景教碑碑文摹本，来自 Athanasius Kircher , China illust阳的

( Amsterdam , 1667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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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4 日于罗马，上有三个签名: "P. Michael Boim. Andreas Don 

Sin ,Sina. Matthaeus Sina. "@i前两人很容易确定，他们就是 l、弥格神

父和从中国一路陪他前往罗马的郑安德， "Matthaeus Sina" (中国人

Matthew) 很可能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郭若习的另一个名字，此人

本应陪同卡弥格一起回欧洲的，但因病留在了中国。伯希和( Paul 

Pelliot) 认为，这位 Matthew 应该是陪自乃心神父从北京经中亚返回

欧洲的那个中国人。 1664 年上半年，此人一直在罗马，为《中国图

说》抄写的碑文显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最终完成的。据说这个 Mat

thew 于 1665 年在君士坦丁堡去世@。基歇尔能将碑文以印刷清晰、

编号便捷的形式呈现给欧洲读者，对于欧洲了解中国实在是一大学

术贡献。可惜的是， 19 世纪之前，欧洲的汉学研究水平还没有发展

到有能力鉴赏这篇碑文的程度。后来解释这篇碑文的大多数人都没

有利用文中标出的列编号和字编号，不过《中国图说》提供的景教碑

摹本对研究景教碑的人还是有所帮助的。

在内容上，景教碑碑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1. 1- /6"7 

8.36)讲的是景教的教义。其中讲到了人格神(阿罗词)、造物主、原

罪说、基督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和耶稣升天。不过没有特别提到耶

稣受难。据说景教徒是佩戴耶稣受难的象征一一十字架的。碑文的

第二部分(列 8.35-24.2) 讲的是从 635 年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

到 781 年竖立景教碑这段时间里，景教在朝廷支持下不断发展的历

史。文中提到的皇帝名字和在位时间提供了关键的历史年代线索。

第三部分(列 24.21-29.58) 是诗体的颂词。

曾德昭神父是第一位研究景教碑的欧洲人，他在《大中国志》中

对景教碑的描述是欧洲读者接触到的最早的书面报道之一⑧。据曾

德昭记载，传教士曾经听到过几次报告，说在中国曾有基督教信仰存

( Kircher , Chinα illustrata ， p.10 

⑧ 费赖之在 Pfister ， p. 270n 由于误读了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认为这位 Matthew 就是郑

安德。伯希和在 Pel1iot ，" Michael Boym" ， pp.112-113 作了更正。

( Semedo , Hi.stoire unù用rsalle de la Chine , pp. 22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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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如制作十字架。有一个报告在 1610 年前后被北京的神父们得

知。报告的是→个犹太人，他说大约 600 年前，中国北方有大量崇拜

十字架的信众。据说他们在各种科学和武器制造方面负有盛名，以

致引起了中国人的妒忌，把这些人赶走了。据说，剩下的人转入了地

下或者假装信仰回教或犹太教⑨。这个犹太人说的可能是信仰聂斯

脱里派基督教的蒙古人。不过这个报告和其他有关中国曾有过基督

教的报告在景教碑被发现以前都从未得到过证实。因此，曾德昭对

景教碑的发现极为震惊。

元;r 曾德昭称景教碑是 1625 年西安府附近一些工人在造房挖地基

的时候发现的。他描述了这块石碑的尺寸和显著的外部特征。他发

现除了汉字，碑上还有一些外文词语。他无法确定它们是什么语言，

直到后来他经过交趾支那的时候询问了熟悉早期"圣多默基督徒"

著作的费尔南德 (Antony Fernandez) 神父才真相大白⑩。曾德昭所

说的"圣多默基督徒"指的是印度东南的马拉巴教会，该教会与聂斯

脱里教会有联系，曾一度使用过叙利亚文的祈祷文。耶稣会的费尔

南德神父确定景教碑上令人费解的文字是叙利亚文。

曾德昭写道，那些工人一发现这块石碑，便马上报告给了中国的

地方官，他立即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这位官员派人把石碑立在→个

底座1:-.，还在碑的上方建了→个保护性的顶。另外，他还希望这块石

碑能由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照看。石碑发现后，很多人都去参观。

有些人被石碑的古老所折服，有些人对碑上新奇的文字很感兴趣。

张屡虞看过这块石碑后，意识到碑文中有基督教的内容，于是给杭州

的朋友李之藻(教名Leon) 送去了一份复制的碑文。李之藻是一位

信仰基督教的文人。 1607 年，张庚虞曾在北京和利玛窦见过面，他

本人可能也是基督徒⑩。据说→个半月后，碑文到了李之藻手中，他

( Semedo , p. 226. 

( Semedo , p. 229. 

( Havrel , no. 12 ,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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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杭州的神父们看了碑文。曾德昭就是这样获悉这块石碑的，于是

他在 1625 年和 1628 年间某个时候去西安府作了实地考察⑩。

发现石碑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欧洲。据说 1628 年出版了根据金/仰

尼阁神父翻译的拉丁文版景教碑文译出的法文版⑩。耶稣会士阳玛

诺(Manuel Diaz , the Y ounger , 1574-1659 )于 1627 年 11 月 21 日从

澳门寄出了一份葡萄牙文的碑文译文。这份译文又被译成了意大利

语，于 1631 年以未署名的 16 页小册子形式出版。后来又被译回拉

丁语，由基歇尔在他的《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出版。还有

一份碑文的拓片也被送到了罗马，存放在基歇尔的博物馆里⑩。曾

德昭对景教碑的描述最早在 1641 年出版。

欧洲人听说了发现景教碑的最早几个报道后，对这件事充满了

疑问。对耶稣会士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更加深了这种疑问，因此，关

于景教碑真伪的辩论持续了将近三个世纪之久。 17 世纪最著名的

怀疑者有霍恩、斯比塞尔和多明我会的闵明我。 18 世纪的怀疑者有

克鲁兹(Mathurin de Lacroze , 1661-1739 )和伏尔泰。 19 世纪，辩论

的政治色彩和宗教色彩减少了，学术性增加了。对景教碑真伪表示

怀疑的人主要是学者和大学教授，比如慕尼黑大学的东方学家纽曼

(Karl Friedrich Newman)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Julien) 、美国耶鲁大学的阿拉伯文和梵文专家索尔兹伯里( Edward 

S. Salisbury) 以及学者勒南(Emest Renan) ，勒南关于闪族语言和《圣

经》研究的著作流传很广。

⑩ 曾德H召没有交代清楚他参观景教碑的具体时间。他说:"1620 年的三年之后，我们几

个神父经过这个省〔西安府〕。"他说的 1620 年似乎指的是发现景教碑的年份，因此我

怀疑曾德昭本想说的是 1625 年。如果我的怀疑没有错，那么曾德昭应该是在 1628

年去 r西安府。不管怎么说，理雅各把 1628 年看做曾德昭去西安府的时间( James 

Legge , The Nestorian M，οnument of His-all fu [Landon , 1888 J ,p. 36 )。不过， Pfister ， p. 144 

和 Dehergne , Répertο ire ,p. 245 说曾德昭是 1625 年去的西安府。曾德昭在上面所引的

话之后对碑文的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见 Semedo ， pp. 230-239 D) 
( Henri Cordier , Bibliotheca Sinicα( Paris , 1905一1906) eol. 773. 

( Kireher , Chillα illustrata ， 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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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 19 世纪中叶发生了转变，很关键的一点是，相信景教碑

真实性的非耶稣会人士增加了。这些人包括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和理雅各 (James Legge) 以及法国汉学家鲍狄埃

(Jean-Pierre-Guillaume Pauthier , 1801-1873) 。不过这方面最权威的

著作是耶稣会士夏呜雷(Henri Havret) 的三卷本著作《西安府基督教

碑~ (Le s岭先 chrétienne de Si-昭an-fou ， 1895一1902 )。夏鸣雷神父的

著作问世之后，就没有人再怀疑景教碑的真伪了。在 17 、 18 世纪反

耶稣会的强大势力退潮之后，一-种新的气氛才占了上风，使学者们能

够解决这个问题。景教碑今天保存在发现地西安的碑林中⑩。

当基歇尔在他的《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第一次将景

教碑公之于众的时候，遇到的压力远远不只来自学术方面。批评者

不是反天主教的新教徒就是反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徒。霍恩于

1620 年生于德国，但他在荷兰学习，并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

英国，他开始信奉长老会派。后来他先后成为了海德戚克( Haiderw

yk) 大学和莱顿大学的教授。 1652 年，霍恩出版了《论美洲人的起

源~ (De originibω Americanis ) 。书中说景教碑很明显是耶稣会伪造

的，目的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欺骗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接受基督信

仰还是为了获取权力没有说明，当然人们很可能认为是后二个目

的)或者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宝⑩。第二个攻击者是斯比塞尔。斯比

塞尔是奥格斯堡( Augsburg) 的一位历史学家和传教士。他在著作

《中国文史评论~ (De re liter，αria Si时nsium commentαr町， Leiden 1660) 

中，试图在中国、埃及、希腊、印度的哲学与宗教世界观间建立联

系⑩。然而，他的观点却无法解释景教碑。斯比塞尔说，中国人闭口

不谈造物主，唯-的例外是基歇尔在《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

⑩ 这个信息的获得要感谢龙伯格先生，他在 1982 年 7 月参观了西安保存景教碑的地

方。

⑩ 见 Hav时， 110. 12 , pp. 263-264 以及 G. Horn , De originibus Americanis • ch. 15 o[ the last 

bookû 

( R. F. Merkel , "Deutsche Chinaforsche" ， A时hiv für Kulturges<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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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绍的景教碑。为了解决其中的矛盾，斯比塞尔称景教碑是近世

一些信教的中国学者伪造出来的，他指的学者可能是李之藻或徐光

启⑩。

第三位怀疑者来自传教士内部。闵明我是多明我会修道士，他 /7t:'

从 1658 年到 1670 年居住在中国。 1674 年，他回到马德里，开始撰

写《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 ( Trα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 

etl时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 Madrid , 1676) 。这本书

虽然对中国人持赞同的态度，却是反耶稣会的，耶稣会曾试图禁印该

书⑩。这本书被翻译和摘译成英、法、德、意等语言，在英国尤其受欢

迎。在法国，书中反耶稣会的倾向被詹森派信徒利用。伏尔泰把闵

明我修士看做圣人，魁奈 (Quesnay) 和重农主义者也受到了他的影

响⑩。闵明我怀疑景教碑真伪的理由是:一向注重细节的中国历史

记载并未提到碑中描述的事件。此外他还指出，中国人自己也对景

教碑的真实性有怀疑⑩。时间已经证明闵明我的这两个理由都是错

误的。首先，中国的历史记录已经证实了碑文中描写的事件，其次，

说中国人普遍怀疑景教碑真伪并没有什么证据。对景教碑的怀疑更

大程度上是欧洲的现象，它来自欧洲人的狭隘思想，而不是建立在学

术的基础上。

除较晚的闵明我以外，这些公开表示的怀疑似乎成为基歇尔将g

《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关于景教碑的内容在《中国图说》

中进行扩充的主要动因。在华传教士频频来到罗马，这些见识广博

并目睹过景教碑的人丰富了基歇尔对景教碑的认识，对当时的欧洲

学者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曾德昭于 1642 年来到罗马，卡弥

( Spizelius , pp. 159• 160 

⑩见 Hakluyt Soeiely , The 1阳功 and Conlroversies oI F，叫 Domingo Namrrele , 1618一1686

J. S. Cummins , ed. ( Cambridge .1962) 。

((1(@ 见 J. S. Cω:ummin肘S ，吁F咛ra叫a句yD阮)，沁o川川nun吨19阴o Nav削a田n町宜'et怡e: a S出o川削川urce f，如0川r (巾)1扣uesna町y" ， Bull岭lel呻巾tμ阳川tυ川11 ο(/( H丘品均Lι叫叩、可ψspa泪阳川α町an

Slu叫ldie.， 36 (1959) :37-50。

( Hakluyt Society , Travels ofNavarret , pp.l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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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 1652-1655 年间在罗马，卫匡国 1654一1656 年间在罗马。《中国

图说》关于景教碑的部分是该书的第→部分，也是最著名的部分。

对这个部分贡献最大的是卡弥格。卡弥格在中国的时间相对较短，

不到八年，而且这八年还分散在中国南部、澳门和越南东京，因此，他

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汉语水平提高到可以翻译景教碑这么难的内容。

土文提到的景教碑文拉丁文译文最后两个中国人的署名揭示了卡弥

格在这方面得到的帮助⑩。卡弥格用来标注碑文的精巧的注音系统

不是他本人的发明，而是来自耶稣会士郭居静 (Lazzaro Cattaneo , 

1560一1640)⑩。不过，卡弥格应该是景教碑翻译工作背后的推动力

量。很可能是卡弥格为碑文上的汉字按列按字编了号，并将翻译任

务交给了他的中国助手，最后对各部分进行了统稿。总之，卡弥格很

可能将一份比较完整的手稿交给了基歇尔，编人《中国图说》。

基歇尔"猎奇"式的学术在内容上极尽庞杂苛细之能事，但是他

处理这些细节时却并不总是十分小心。基歇尔的这种随意性有时会

造成一些问题c 在 17 世纪，欧洲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景教

碑有→个复制品。夏鸣雷神父将这个错误观点的源头追溯到了基歇

尔。基歇尔先是在《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提到了复制品

的事，后来在《中国图说》中重复了一遍，但他又在《中国图说》中收

入了卡弥格写给他的→封信，信中卡弥格不同意基歇尔关于复制品

⑩ K眈her ， Chinα illustrata ， p. 10. 

⑩ Gωdrich ， pp.21 & 32 参见 Boleslaw Szezesniak , .. The heginning of Chinese Lexicography 

in Europe wilh Particular Reference 10 Ihe Work of Michael Boym (1612 • 1659)" ， J，οurnal 

0/ the American Oriental Sοciety67 (1947) :163ο 斯齐尼亚克认为这个注音系统是卡弥

格的发明。 Walter S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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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⑩。说明基歇尔有多粗心的第二个例子是景教碑发现时间的

不一致，一处说是 1581 年以前，另一处又说是在 1625 年⑩。基歇尔

不够谨慎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中国图说》中讲到了发现景教碑的

三个不同地点，又没有对这个矛盾作任何解释⑩。

5. 结论

.175. 

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是 17 世纪耶稣会士将关于中国的信息传 m

回欧洲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然而，这部作品明显反映了耶稣

会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之间的一些紧张关系。由于在华传教士的适

应政策和基歇尔的赫尔墨斯思想观念有冲撞，从《中国图说》中传递

出的信息可以看出不同理论成分的不协调棍杂。由于这本书有着广

泛的读者群，因此它对欧洲吸收关于中国地理、语言、宗教甚至动物

等百科全书式的庞杂信息起了重大作用。然而，这些信息很多都被

基歇尔的赫尔墨斯思想扭曲了，中国文化被说成了埃及原始异教信

⑩ Ki时1町 • Prodromu$ Copt旧 sive Aeg}ptincus (Rome , 1636) , p. 50 以及 Hav时， no. 12 , p. 

41 摹歇尔在《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称景教碑有一个复制品。 20 年以后，

卫匡国在 Nov旧 αtla.， Sinea.,Ì$, p. 44 以几乎一模一样的用词重复了基歇尔的说法。基

歇尔在同曾德昭、 HfJ;格这两位澄清误解的权威人士进行了长期讨论后，还是在《中

国图说》中重复了复制品的说法，并且还借卫匡国的权威来支持他的观点。而卫匡国

的观点可能就是从基歇尔的《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前身》中抄来的!基歇尔第二次

的错误比第一次更为不可饶恕，因为他在《中国图说》中收入了卡弥格 1653 年 11 月 4

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明明已经说清，当地的地方官就发现景教碑-事写了一篇纪

念性的文章，将其携刻在和景教碑相似的一块石碑七( China illustrata , p. 8 以及

Havret , no. 12 , p. 41) 此外，在《中国图说》出版之前， Daniello Ba巾li , Dell' 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ù. La Ci阳 (1663 )已经把事实说清楚了。( Havret , no.12 , p.42) 

⑩ 关于景教碑发现时间的这些臼相矛盾的悦法第一次出现是在 Pr，οdromlL' Copt旧， pp.50

&71" t、弥格和卫匡国后来都使用了正确的时间一一一1625 年，巳笃里( Bartoli) 神父

在La Cina 中不点名地指出了基歇尔书中的矛盾。然而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重复

了时间上的矛盾 (China illllstrata , p. 5 [ 1625 J 、 p. 8 [ 1625 J 和 p. 34 [ 1581 年前的几

年])。另见 Havret ， no.12 ， p.47 ü
⑩ China illlL，tra阳， pp.5 ， 7 ， 8 以反 Havret ， no.12 ， p.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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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一个逊色而拙劣的反映。利玛窦构建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框

架时，说明了古代中国文明曾预示了《圣经》中真理的到来，但他几

乎没有提到过埃及人和希腊人。而利玛窦时代之后，赫尔墨斯思想

模式迅速进入了耶稣会的适应政策。一开始只是在安文思和利类思

合作的李祖白的论文《天学传概)(1664) 中有所暗示。 但是到了 17

世纪末，赫尔墨斯思想就通过索隐主义的形式变得很直白了 c

在华耶稣会士面对的压力是由传教策略造成的，但是这些压力

有许多实质上是思想方面的压力。儒学和中国其他文化传统太过厚

重，耶稣会士为了赢得中国文人的思想和灵魂，不得不在→个非常高

的思想水平上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竞争O 而基歇尔写《中国图说) , 

更多的是出于他对世界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猎奇心，他并未认识到

中国传教团面对的这种特殊压力的意义⑩。基歇尔缺乏对中国文化

的深层兴趣和思想认同，而一些在华耶稣会士，甚至越来越多的欧洲

大学者却具有这种兴趣和认同感。他们中很多人参与了对普遍语言

的寻找。下面一章就讨论这个问题。

f(@ 学界目前对基歇尔研究的近况见 F扣X阳凹叶1I如i封rat拙u阳e凹en ，‘ Alhana斟叩S叮IU川S Kil川1回阴e凹r川( 160归2←16ω80川)

1mοml川t川r口Ilαal of tl加'!e H，川》盯rηy of /deaα旧，， 4铅3 (υ19佣82盯) :1口29←134 基基-歇尔的义 i章审乎莉初I口lf信言{件''1' 1正E 由威草掬算斯f斤Î 巳

呈登罢(轧 iesbaden) 和l罗马的萃，歇尔国际研究协会 (Internalional，.n ,\ thanasius Kir('her Fors

chuJ1p;sgesellschaft e. V. )进行收集、编辑和出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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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早期汉学以及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

1.引言

欧洲人对普遍语言(lingua universalis) 的寻求在很大程度上属

于早期汉学的范畴。由于拥有了以传教士的材料为来源、包含有关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信息的书籍，欧洲人当时已经具备了将中国纳入

欧洲文化内部的原料。而这个纳入的过程早在传教士向欧洲传送中

国的信息时就已开始了。例如，卫匡固不仅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历

史的基本知识，也修改了欧洲的历史学框架，通过从拉丁文通行本

《圣经》年表向七十士译本《圣经》年表的转变，使欧洲人能够接纳中

国的历史。但是，为了使中国的信息能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被欧洲

文化吸纳，必须要有一种动力，激励那些对中国的认识还很肤浅的欧

洲人将中国引到与汉学无关的其他研究中去。对普遍语言的寻求恰

恰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许多大学者都涉足早期汉学研究，如培根、韦布、基歇尔、缪勒、

门采尔和莱布尼茨，他们将汉语融入了对普遍语言的寻求之中。这

一现象表明， 17 世纪欧洲思想史上的主流对中国的吸纳程度是非

常深的。但是，由于这些研究者还不是专业的汉学家，他们所掌握的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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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信息尚不能满足他们高深的语言学理论的需要，因此他

们的很多结论在今天看来荒谬至极。从荒谬中挑选真实的难度可想

而知，这在寻求普遍语言的-个副产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所

谓的副产品就是在柏林进行的→项发明，据说能简化和加快汉语学

习，名为"中文之钥" ( Clavis Sinicα) 。把缪勒和门采尔两人的行为看

做不值一提的怪癖比较容易，但是像莱布尼茨和库查斯基 (Adam

Adamandus Kochanski , S. 1. )这些当时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对"中文

之钥"也充满了浓厚兴趣，如果把这也看做不值一提的事就不是那

么容易了。

2.{圣经》里的背景:亚当语言在巴别塔的丧失

/7./-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找是《圣经》传说、一种中世纪观

念、 16 世纪航海发现以及 17 世纪科学发展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当

时，欧洲人发现很多新的亚洲语言，与欧洲人的语言传统产生了冲

突。欧洲人习惯将语言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古希腊罗马的和东方

的、活的和死的，而新发现的语言学复杂性使得《圣经》中巳别塔语

言分化的观念得以复活①。

根据《圣经H{创世记}2:19-20) ，许多欧洲人相信上帝曾赋予

亚当一种纯洁、准确和极为简单的语言②。这种语言有各种不同的

叫法，如 lingua Adαm~cα 、 lingua humα削和 the Primitive La吨uage o 人

们认为，亚当的所有后代，也就是所有人类最初所说的就是这种语

言。但是稍后不久，狂妄自大的人类开始建造象征人类与土帝竞争

的巴别塔({创世记}11:1-9) 。这种行为据说激怒了上帝，上帝将

人类分散到地球上各个地方，并将他们简单的语言弄乱，变成了各种

不同的语言。尤其让普遍语言寻求者感到鼓舞的是《圣经》中巴别

( Donald F. Laeh ,Asia in the mαking 01 Europe (Chieago , 1977) II ,3 ,520-525 

② 对亚当语言更多的研究见 Russell Fraser , The languαge ofAdαm (New York ， 1977)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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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故事的开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新修订标

准版《圣经þ)"单一"和"简单"这两个特征成为寻找普遍语言的根

本标准，而汉语正是普遍语言的一个重要模型。

3. 一种中世纪的观念:吕尔的《组合术》

对普遍语言的寻求也源自一个中世纪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西

班牙的神秘主义者吕尔 (Ramon Lull ，约 1232-1316 )③。尽管吕尔

的著作反映了精神性和有方法的理性在学术上的结合，他的教育背

景和观念却不属于学术主流。他没有在文化中心巳黎接受正规教

育，而是在西班牙马略卡岛( Mallorca) 接受了非正式的教育。他的

拉丁语也从未达到流利的程度。因此，他用自己的母语加泰罗尼亚

语写作，并成为使用士语的先驱。非正统的教育使吕尔巨大的创造

力得到了更自由的发挥，并使他更容易接受名气不大的经院哲学思

想家埃里金纳(Scotus Erigena) 、犹太教神秘哲学"卡巳拉" ( Kabbal

ism) 以及阿拉伯著作的影响。基督徒从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马略卡

岛的事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气氛，其中，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成为

吕尔最为关心的问题。吕尔发明了一种明显带有宗教目的的"发现

真理的技术"，希望通过道理而不是权威来促使摩尔人改变信仰。

.179. 

吕尔技术的第一种形式遵循的是 1273 年左右他在马略卡岛的/乃

朗达( Randa) 山上得到的关于关联的精神启示。吕尔从中看到了万

物如何通过神的属性 (divine attributes) 或高贵性( Dignities) 而与上

帝相关联。神的属性成为他技术的基础。吕尔的技术具有极强的数

字命理学和符号学意味。神的属性从 16 项逐渐减少为 9 项。在《简

省技术Þ (Ars Br，倪心) (1 308) 中，吕尔用一个含有"技术字母表"的图

③ 下文有关吕尔生平的内容笔者引自 R.D.F.P阳》吁':}rin川m昭1咆g

of、 s川r口t附e凹删ntf泸/卢ìc b阳Ji加t川οIgrl叫rα句叩lJψ:p向h句1ηy(NewYo旧rk ， l吵阴9叨73) VIII ,547 一55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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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展示了他的阐释④。该表左侧从上到下展示了列成格状的 6 个组

(绝对属性、相对属性、问题、主体、优点和缺点) ，表的上端则依次排

列着字母表的 9 个元素。通过为这 9 个元素安排 9 个字母(B 、C 、D 、

E 、 F 、 G 、 H 、 I 、 K) ，吕尔从他的技术中得到了一个字母表。字母 A 位

于表中左上角，表示本质、统一与完美的三位一体。字母表的 6 个组

和 9 个元素相互对应使产生了 54 个可能的组合⑤。绝对属性(善

良、伟大、永恒、力量、知识、意志、优秀、真理、荣誉)代表了吕尔技术

中神的属性或高贵性。

我们必须感谢叶芝女士对这种现代人读来晦涩难懂的传统所进

行的细致研究。通过她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吕尔的学说不仅是一种

组合术，同时也是一种记忆术⑥。记忆术是试图通过使用建筑物和

图像来增强人的记忆能力的一种技术，在印刷技术广泛使用之前有

着重大意义。由于吕尔远离主流经院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他并未

吸收源自古希腊的经典记忆术传统，而是吸收了奥古斯丁教派、柏拉

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叶芝女士认为，吕尔对思想史最杰

出的贡献是在原本静止性的记忆术中引人了活动性。吕尔使用的那

些旋转的同心圆或在圆圈中旋转的三角形都是试图捕获思维活动的

④ "技术字母表"的影印件见 Yates ， "The art of Ramoll Lull" ,.lournal q( the W，αrburg & 

Courtαuld lnstitltte 17 (1954) : figure 8a (facing p. 116) 。

⑤ 日尔的六个组分别是: (1)绝对属性(2) 相对属性(3) 问题(4) 主体(5) 优点 (6) 缺点。

B-K 的第一级(绝对属性)分别是: (B)善良 (C) 伟大(D) 永恒(E) 力量(F) 知识( G) 

意志(H) 优秀(1)真理(K) 荣誉" B-K 的第二组(相对属性)分别形成三个组: (B) 

差异(C) 一致( D) 相反 ;(E) 开始( F) 中间 (G) 结束; (H) 多于(1)等于( K) 少于。 B

K 的第三组(问题)分别是 :(B) 是否? (C) 谁?哪个?什么? (D) 从何而来? (引为

何'! (F) 多少? (G) 何种? (H) 何时? (1)何地" (K) 如何7 B-K 的第四组(主体)

分别是 :(B) 伫帝(C) 天使( D) 天堂 (E) 人( F) 想象 (G) 感觉( H) 植物(1)元素，基本

原理(K) 于段。 B-K 的第五组(优点)分别是: (ß) 正义 (C) 智慧( D) 勇气 (E) 节制

(F )f品L、 (G) 希望( H)博爱(1)耐心(K)虔诚 B-K 的第六组(缺点)分别是: (B) 贪

心(C) 贪食( D) 奢侈 (E) 骄傲( F) 乖庚 (G) 妒忌 (H) 恼怒(1)说谎(K) 反复无常c

⑥见 Yat凹 ， The Art 01 mem，巧. (London , 1966) , pp. 173一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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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⑦。吕尔的记忆术后来对莱布尼茨寻找普遍语言产生了影响。

对后世思想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并不是吕尔基本分类的具体内/万

容，而是他的组合术(Ars combinatoria) ，或者说是将这些基本元素组

合起来产生答案的方法。他有一个图表影响特别大，在这个表中，他

将 6 个组排列在一个个大小依次递增的同心园上。转动这些同心圆

就得到了不同的排列，因而可以用机械的方法确定各种可能的组合。

(见图 13 )吕尔在小说《布兰奎尔纳} ( Blanquerna )中表达了他要在

世间实现语言统一、信仰统一的目标。尽管吕尔用本士语言写出了

先锋性的著作，也有着很强的创造性，但他对普遍语言的设想是要普

及当时的教会语言拉丁语，而不是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⑧。不过，吕

尔很可能把寻求普遍语言看做是他技术的附属物。

虽然吕尔的思想影响了库萨的尼古拉 (Nicholas of Cusa , 1401 

1464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 1463-1494) 、

迪伊(John Dee , 1527-1608) 、阿格里帕 (Comelius Agrippa , 1486-

1535 )和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1548一1600) 等欧洲的许多伟大人

物，但当时历史条件还不够成熟，因此吕尔还未能对普遍语言的寻找

产生影响，这一条件要到 17 世纪才成熟。 17 世纪的人对世界的看

法和我们现在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退回到当时的情形

中。我们今天-般从纯粹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圣经·创世记》中亚

当的理落，但这是对《圣经》早期观点的一种简单贫乏的理解。基歇

尔的《巴别塔p ( Turris Babel) ( 1679) 赋予了亚当更为深刻的含义。

尽管他的堕落使他的感觉产生了退化，他的理智却和堕落前一样保

持着纯粹的状态⑨。

( Yales , p.176. 

⑧ 日力;在他的小说《布兰奎尔纳》第 94 章中借圣彼得之 LJ 表达了他的这个想法。见

J扣《ο，旧a叫豆汉叫叩【q甲1I严阳u川A川川in C 

uru.乱仙阳、沪f?rsaα， 1 (Barζ elona , 1946) ,1'>p.7-8 0 

⑨见 Paul COfllplius , la昭uag白 in 17th αnd ear句 18 th centurT imα:gmary vo如ges (Geneva , 

1965) ,1'. 7f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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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歇尔认为，这种纯粹的理智使亚当从上帝那里获得了发展成

熟的语言。原初语言没有经过任何渐进的语言学演化过程，是真正

的普遍语言。原初语言的认定是 17 世纪学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些人认为原初语言是撒马利亚语。还有些人认为是迦勒底语、哥

特语、排尼基语或汉语。然而，基歇尔和 17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大多

数学者一样，认为原初语言是原始希伯来语，并断定它在早期犹太历

史时期没有产生说变。这些学者认为，挪亚的后裔把原初语言带到

了世界各地，并到处传播，直到巳别塔语言变乱。有些学者试图通过

研究《圣经》的文献重建原初语言。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是:希

伯来人是何时停止使用原初语言的。学者们纷纷钻到《圣经》中搜

寻线索。基歇尔等其他一些学者则不相信原初语言还能重建，他们

转而考虑创造一种全新的普遍语言。

4. 汉语作为原初语言

/万F 中国对 17 世纪欧洲读者大众的影响程度可以从英国人韦布

(John Webb , 1611一1672) 的一本小书《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

初语言的历史论文} (An historical essαyendeαvon昭 α probαbility thαt 

the languαge 01 the Empire 01 Chinα is the Primitive Languαge) ( London , 

1669) 中很明显地看到。韦布从来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关心中国知

识的俗人而已。他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因为中国正好和当时

人们对《圣经》问题，尤其是对所谓"原初语言"的普遍兴趣相吻合。

韦布不必面对那些学习汉语的学生需要面对的一大堆问题，因此他

完全可以发挥更多的创造性。正是这个有关中国的创造性论题，使

得韦布的这篇论文在今天读者的眼中熠熠生辉。⑩

⑩ 陈授颐在 50 年前就发现了韦布著作的光彩。见山 'en Shou-yi , "John Webb:a Forgot

ten Pag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nology in Europe" , The Chinese Social &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 (1935):295-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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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并未和传教士有过直接接触，而与传教士的直接接触对于

像基歇尔那样的其他早期汉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韦布的材料完

全是文字性的，它就像一个珍贵的晴雨表，显示了有关中国的早期著

作对 17 世纪后期欧洲读者的影响。比起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韦

布对他所参考的材料怀有更大的感激之情。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全文

各处页边仔细注明的引文出处中看出。在那些有关中国的著作中，

韦布引用得最频繁的是利玛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该

书于 1625 年被选译成英文并编人咱切斯的《游记~ ( Pügrims ) 0 另

一重要材料是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于 1655 年首次译成英文。第

三个重要材料是卫匡国的著作。包括《聪革日战纪~ (于 1654 年和

1655 年出版英文版)、《中国新地图志》和《中国上古史》。最后，基

歇尔的《中国图说》也是很重要的。

在论证汉语是原初语言这个论点时，韦布说挪亚的后裔最初移/7.9

民到了印度，并从那里进入了中国。卫匡国曾指出，传说中尧的时代

发生在中国的洪水和《圣经》中的洪水之间有很多吻合点⑩。受卫匡

国启发，韦布同样认为尧就是挪亚，那场洪水是全球性的大洪水⑩。

韦布着力说明在《创世记》第 10 章中，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往波斯

东部、中国和印度移民;雅弗的后代移居到了小亚细亚和欧洲;含的

后代则前往巴比伦、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说，中国境内的居民是离开埃及的含的

后裔。韦布不同意这个说法⑩。基歇尔立论的根据是:汉字和埃及

文字都使用象形符号或图形，而不是表音字母。韦布认为这个证据

没有说服力，并指出，既然基歇尔按照同样的逻辑认为墨西哥文字是

象形文字，那么墨西哥语就得追根溯源到埃及了。接着，韦布又驳斥

了基歇尔书中暗含的一个观点，即中国是在巴别塔语言之乱以后才

( Martino Martini ,Sinicae Hi.storiae (Munich ,16S8) ,pp.36-39. 

( John Webb ,An Hi.stοrical Essay Endeavoring α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α:ge of the Empire 

ofChina i.s t加 Primitive μ喀则ge (London , 1669) , pp. 61• 2. 

( Webb , p. 28 & Athanasius Kircher , China illωtm阳， 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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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居住的。韦布认为，在巴别塔语言之乱以前，闪的子孙，而不是

含的子孙，就已经来到了中国居住。当然，韦布的论据其实并不比基

歇尔的论据更有说服力。韦布认为，在语言之乱的时候，并不是所有

的民族都从东方来到了巳别塔⑩c 有些民族留在了原地，这其中就

包括中国人的祖先，他们因此得以保留了原初语言。

基歇尔称，含带着他的移民队伍从埃及往东到达了波斯，后来又

到达了与莫卧儿或印度斯坦毗邻的大夏(Bactria) ，并从那里往中国

移民⑧。基歇尔认为，含的儿子和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是同一人，据

说此人发明了象形文字。对于埃及和中国都使用象形文字这一事

实，基歇尔解释说是因为这些移民地之间有相互沟通和交流的需要。

与基歇尔不同，韦布引用雷利 (Sir Walter Raleigh) 的《世界史} (His

tory 01 the world) ( London , 1614 )来否定含曾离开过埃及。根据海林

(Peter Heiyli川的《宇宙志)) ( Cosmographia) ( London , 1652) ，韦布说

大夏早就有人居住，不可能有从埃及来的移民。韦布说，在含的后代

教会埃及人书写之前 500 年，中国就有书面语言了⑩。韦布进一步

引用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著作的拉丁译本，

证明是闪后代，而非含后代的居住地遍布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印度洋

的亚洲地区。基歇尔试图将所有非犹太一基督教宗教归结为源自西

方(一般为埃及和希腊)的一小部分异教形式。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使基歇尔在含和琐罗亚斯特之间画上了等号。不过韦布认为，既然

含从未离开过埃及，基歇尔所谓的含就是琐罗亚斯特的说法是没有

根据的。

( Webb , p.24. 

( China illustm拙， p.226.

( Webb , pp. 3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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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吕尔组合术的示例-一一由六个旋转的同心圆组成的图表，引自 Atha-

nasius Kircher ,Ars mαgna sciendi , sive combinatorial ( Amsterdam , 1669 ) 

p .173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川、|立图书馆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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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为了确定汉语的起始年代，韦布援引了曾德昭、雷利的著作以及反U

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和沃西攸斯的《论世界的真实年龄~ (Dis-

sertαtio de vera 俐的te mundi) ( Hagae-Comitis , 1659 )来论证汉语是极

为古老的，它起源于公元前 3000 年⑨。韦布称，如基歇尔所说的那

样⑩，中国人在大洪水以前就发明了他们的语言，而不是洪水之后

300 年。韦布根据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称，伏革发明了汉字字符

以取代结绳记事⑩。卫匡国和韦布好像都不熟悉中国的神话传说，

因为根据中国的神话，在中国早期的数学发展中，八卦最初是一种用

图形表示数量的形式，它取代了结绳算术法。韦布重述了卫匡国的

说法，即中国的另一种书写形式一一六十甲子中的十天干和十二地

支一一要早于4榻的发明⑧。不过中国人传统上往往认为伏萃的发

明在先。

韦布在解释汉字的构造时使用了六个汉字作为例证，这很可能

借自基歇尔的《埃及的俄底浦斯~，这在前一章己讨论过。(见图 10

和图 11)基歇尔对汉字古今字形演变中发生的简化现象进行了解

释，韦布接受了这一解释⑧(基歇尔注意到，早期的字形过于古老，现

在的中国人已几乎无法解释)。不过，韦布要论证现在的汉语就是

原初语言，他不得不坚持说汉语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变化。因此，面对

着大量 17 世纪的相反证据，韦布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汉字是在洪

水后第 234 年被简化成现在的形式的!这种年代上的过分精确很可

笑，它不禁让人联想到在确定《圣经》中各种事件年代时那种过分精

确的传统。此外，韦布还补充道，基歇尔的分析已经证明简化以后的

汉字仍含有未被简化前的基本内容。韦布虽然注意到人们对汉字的

发明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他来说，只要保证汉字是在巴别塔语言

( Webb , pp.175-176 

( China illuslra阳， p.225.

⑩ Mar巾1m叽1

⑧ M恤a址由巾1口1m叽】1i， Si阳町 His附u川αe飞， p.7&Web巾b ， p.17η2.

⑧ W帖eb灿b，叩，♂p.l臼旧5归7&K时町阳r ， pp.2泣28一2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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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乱以前发明的就够了。

/cf;J ] 7 世纪，人们用来考量某种语言是否有可能是原初语言的各种

标准来源于《创世记Hll:1) 中提到的"统一性"和"简单性"。这些

标准包括:古老性、简单性、普遍性、表达的朴实性、持久性和扼要

性③。韦布将人们对汉字总量的各种不同估计进行了比照。从这一

点来看，他对汉语简单性的论证不免有些拐弯抹角。他特别提到:曾

德昭和卫匡国估计汉字总量在六万，利玛窦、金尼阁估计在七万到八

万之间，基歇尔认为有八万，尼霍夫 (Jean Nieuhoff)则认为有十二万

之多③。除了尼霍夫的数字，其他的数字都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韦

布特别提到:据消息可靠的金尼阁称，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汉字。韦

布说，掌握八千或一万汉字就能进行基本的读写，而且生字很容易就

可以用字典查到，就像查拉丁语的生词一样⑧。这些描述是比较合

理的。当然，把汉语和拉丁语作比较有些牵强，因为韦布要论证汉语

是原初语言，因此汉语是最简单的语言。后来，学者们认同了基歇尔

的观点，认为原初语言不可能重新找回，人类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创造

一种人造的普遍语言上去。不过，~圣经》中所说的"统一性"和"简

单性"的标准仍旧是关键的因素。

5. 流传甚广的对真正字符的信仰

在寻找普遍语言的运动背后，潜伏着一个流传甚广的语言学假

设:有可能发现真正的字符，即能够自然地、"真正地"而不是约定俗

成地表示事物和观念的符号与声音。换句话说，词所表示的意义应

② 见陈授颐对韦布汉语理论中这六个标准的讨论， pp. 320-323 0 

③ 在韦布著作的较前部分(p. 56) ，他确定尼霍夫是荷兰人，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华

记} ( The late embassage of the Oriental Company of the United Pmvi町'es of the Netherlands 

/.0 /.加 e叩eror of Chinα)一书的作者，韦布频繁引用该书。韦有i所估计的十二万汉字

(p. 173) 据说来自尼霍夫的另一著作《波斯史} (Hist町. ofPersiα) 。

( Wehb ,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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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基于对事物本质的发现，而不是人类的发明。我们可以从培根

的作品中找到这个观点。培根是 17 世纪最早提倡普遍语言的人士

之一。寻找普遍语言的运动同当时正在崛起的科学革命的主要人

物，如培根、伦敦皇家学会的一些成员以及莱布尼茨等欧洲大陆人士

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为这项研究打上了明显的学术烙印。

.189. 

培根之所以倡议发明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出于对现存欧洲诸 xν

语言的不满。他在倡议中把汉语作为一个模型。虽然他只是简要地

提到了汉语，却对 17 世纪中期普遍语言方案的实施者，如达尔加诺

和威尔金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的进步} (Advancement 0/ 
leαrning) (Iρndon ， 1605) 一书中，培根写道:

中国和远东各国用真正的字符来书写语言，这种字符既不

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个词，而是表示事物或观念;这样一来，那

些语言不通的国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为字符要比语言

更普遍地被人接受⑧。

培根很早就获悉了这个有关汉语的信息，不过他以为这是人尽

皆知的事。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Historiα de lω cos旧 ，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叮no de la Chinα) ( Rome , 1585 ; revised 1586) 可

能是这个信息的书面来源之一⑧。门多萨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会

士， 1580 年经墨西哥被派往中国，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向中国

皇帝送一封信。不过他在墨西哥遇上了麻烦，被迫返回欧洲。门多

萨从未真正游历过中国，但在墨西哥时，他从驻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

士那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材料。后来，他在罗马利用这些材料撰写

( F raneis Baeon , The advancement of le盯ning and New Atlantis. Arthur JohnHton , ed. ( Oxford , 

1974)1川k 2 , XV I. 2 ， p.131.在引用该何以及其他版本众多的著作时，特别标明了章

节，以便豆相对照。

⑧ Ro伪bert此 Str阳rel臼刨i让t ， B缸z汕ωbl汕li仅011;

The α叫d阳阳n附m附7e栩nlofle白an川g ， p.131 中称，培根有关汉i语吾的信息得自 J扣O陌p忡h d山1扣eA肚C佣O刷osl叫10趴
' 

Mο旷rα'Illhù础tμ阳4ο叫》

还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囡史》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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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华大帝国史~ ，这是提供有关中国详细情况的第一部欧洲著

作。该书大获成功，到 16 世纪末，已经出版了意、法、英、拉丁、德、荷

兰语版本。在关于中国语言的简短章节中，门多萨清楚地说明中国

国内虽然分布着众多不同的语言，但人们能够通过书面语言相互理

解。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用同一种书写形式或字符来表示某个

意思，尽管同一个字符的发音可能不同⑧。

/cfJ 培根对两种真正的字符作了区分。古埃及象形文字和聋哑人的

手势代表了符号和事物之间事实上的联系;而汉字字符和事物之间

的关系却是由人约定俗成的⑧。不过，培根对这样的语言是否具有

实际可操作性却表示怀疑，因为所需的真正字符的数量太庞大了⑧。

认为语法等同于语言，是培根和 17 世纪寻求普遍语言的其他人都有

的一种典型看法。人们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逻辑性的，而表达性的

成分则被忽略。

16 世纪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开始了与未知国度的接触，也为商

人和传教士带来了实际的语言问题。各种语言的发现极大地激励了

这方面的探索，并为 17 世纪的普遍语言计划确立了标准的比较模

型000 1615 年，利玛窦、金尼阁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报道说:中

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东京人(南部越南人)和Leuchian 岛人(台湾

人)尽管语言互不相通，却都能看懂汉字⑧。一些欧洲人相信，汉字

表现的是事物本身，因此是真正的字符。汉字之所以能被各民族普

遍理解，肯定与它表现事物的这种能力有关。因此，欧洲人的中国语

言观逐渐对他们寻求普遍语言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 Juan Gonzúles de Mendoza , Historia de las cos时 ， ritos y costumhn凹 ，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Antwerp , 1596) part 1 ,book 3 ,ch. 13 ,pp. 91 -92. 

( Bacon , The advancement 01 learning ,p. 131 & Comelius , p. 31. 

( Francis Bacon , De argu阳ntLS scwntαrum (Spedding edition) , p.562. 

( Jonathan Cohen , "On the p叫ect of a universallanguage" ,Mind 63 (1954) :5 1. 

( Ricci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αpud Sin旧 (ch.l ;5) ,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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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歇尔在结合组合术、汉语与普遍语言的

寻求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基歇尔神父丰富的著述奠定了他在 17 世纪学术史上的杰出地

位。这些著作论述了当时的重要问题，包括赫尔墨斯思想以及对普

遍语言的寻求。激活赫尔墨斯思想传统的精神带有一定的神秘色

彩，而寻找普遍语言的精神却和当时新的科学团体研究方法的开放

性有关。基歇尔在著作中能够把对符号性象形文字的研究与对一种

非象形性普遍语言的寻求相结合。这种非象形性的普遍语言被称为

"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 ( Polygraphia)⑨。根据基歇尔的解

释，使用象形文字的语言是以神秘性和象征性为基础的，而他的"可

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则要去除神秘性和象征性。在他的

《伟大的知识术及组合术~ (Ars magna sciendi , sive combinatoriαl) 

(1669 )一书中，基歇尔试图在象形文字和"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

写方式"与之截然相反的特征间架起桥梁。在这部著作中，基歇尔

用吕尔的系统发展出一种包含形而上学、神学和法律，并试图结合象

形文字与"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这两种不同交流形式的

非拼音语言⑨。

• 191 . 

《伟大的知识术及组合术》是基歇尔一部典型的不朽之作，版面均万·

为大对开本，厚 500 多页。在该书中，基歇尔对吕尔的组合术作了一

些小的修正，他对缺点和主体(上帝、天使、天堂、元素、人、动物、植

物、矿物和材料)的顺序重新作了安排。吕尔在组合术中用缺点和

主体创造出了一种从神到较低级形式的等级次序。基歇尔对吕尔反

( Medeleine David ,Le débat sur les écrítures et l' híéroglyphe αux XVl/e et XVIIle síécles , p. 51. 

基歇尔的灵感与战根派哲学的关系或许值得注意。基歇尔青年时代学术上的赞助

人、著名的法国学者佩雷斯( Peiresc , 1637 年/各)是欧洲大陆最热诚的培根追随者之

一。见 David ， pp. 44-45 0 

⑨ Dav比 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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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使用字母 B 到 K 而造成的混淆作了批评，并以此为基础，替换了

前四套符号形式@o (基歇尔的前四套形式见图 14)不过，他的《伟

大的知识术及组合术》基本上是对吕尔原则的详细阐述，并含有各

种像吕尔书中那样的示意图，其中包括一幅带旋转同心圆的组合数

字的复制品。在印刷工人的精巧设计下，它看起来真的是旋转的⑧!

(见图 13 )基歇尔忠实地再现了吕尔的精神，把这种"伟大的技术"

运用到了神学、物理学、医学、法学等己知的每一门学科中。

《伟大的知识术及组合术》出版前的几年，基歇尔就已经在构思

将吕尔的组合术运用到对普遍语言的寻找中去。在莱布尼茨的档案

中，有一份莱布尼茨手迹，名为"语言的归一" (Reductio li昭uarum ad 

unum) 。莱布尼茨称，这是根据基歇尔"把所有语言减少到一种的新

发明"写成的⑧。据莱布尼茨描述，基歇尔的设想是 1660 年 10 月 17

日在罗马完稿的，版面大小为对开本，共 9 页，每页有 6 栏，共 54 栏。

据说每栏含 30 个主体名称。其栏数(9 x 6 = 54) 和吕尔的那 6 套符

号(每套有 9 个组成部分，共 54 个)完全相同。莱布尼茨用基歇尔

的符号系统记录了和吕尔类似的要素，这进一步证实了两者的相似

性。但莱布尼茨的手稿中并没有表格状或环状排列的几何图形。看

起来，空间上的组合原则似乎让位给了更为概念化的数学原则。莱

布尼茨把 54 个要素安排在一个以上帝开头的序列里。这个序列一

开头是七个吕尔的主体，后面的条目则较难辨认。

/rj'7 1663 年，基歇尔在罗马出版了《由组合术揭示、可运用于多种语

言的全新、普遍适用的书写方式} (Polygrα:phiα novα et universαlis 四

combinatorial α附 detectα) ，这是他发明普遍语言的最大尝试。前言

⑧ Athana剧S剖lU剧J且sK怡lrc町川'ch阳阳er ,Ars ♀ mag阳 8C阳7

Lou山is Couturat , La log叩le de Leibni.z d' αres des documenls il1édits (Pa时， 1901) p. 542 及

Kireher ,Ars mαgna sciendi , p. 24 0 

( Kircher ,Ars mαgl1fl sciendi , p. 173 

⑧ Leibniz-Handschriften ( LH) V , 1 , 1 r-2 v. 该于稿部分复制于 Opuscl时 et fragments i l1 édi归 de

Leibn i.z Edited hy Louis Couturat. ( Paris , 1903 ) pp. 536-5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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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所有语言的归一" (Linguarum omnium ad unam reductio) ，很可

能就是莱布尼茨引用的基歇尔 1660 年 10 月 17 日于稿中那个计划

的扩展。在这部作品中，基歇尔以数字代替了符号表示法，虽然这些

数字只是在范畴上而不是数学上使用。整部著作是通过一个"五语

词表" ( Pentagloss) 来组织的，所谓"五语词表"就是由拉丁、意、法、

西、德五种欧洲语言的相应词语构成的基本词汇表。它表现为两种

基本形式⑨。在第一种形式中，每个词都用一个罗马字母和一个阿

拉伯数字来命名，并按字母顺序排列。例如，XII.35 代表其在"五语

词表"的第二种形式中的位置。第二种形式把五种语言的对应词放

到一起，并根据它们对应的拉丁语词的字母顺序来排列。这种形式

的"五语词表"每页都配有一个罗马数字，每个词条都由一个阿拉伯

数字来称呼。(一共有 33 个罗马数字，每页有 32---40 个阿拉伯数

字，总共有约 1200 个词条。)这就构成了一套可以对照这两种"五语

词表"的数字系统。理论上，通过这套系统就能翻译这五种语言的

任何文本⑨。这些列表的庞大记忆量使基歇尔的普遍语言计划变得

很不实际。不过，基歇尔在 1670 年给年轻的莱布尼茨写信，回复他

的一封充满问题的信件，基歇尔在这封回信中提到要出版另一本著

( Athanasius Kird凹 ， p，οlygraphia nova et llniversalis ex combin α torial αrte detectα( Rome , 

1663) pp. 18-44 & 47一-48. 见 George E. McCracken , "Athanasius Kircher' s universal 

polygraphy" ,/sis 39 (1948) :218-219 0 McCracken 先生认为基歇尔的"可运用于多种

语言的书写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单要素码，不过也显示了一些双要素码的特征。他认

为，基歇尔的"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作为一种普遍语言固然是失败的，但它

对密码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⑧ 基歇尔的"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还包含一个"书信体书写方式五语词表"

( Epistoliographia Pentaglo阳a) 。含有一系列短语和专有名词，如地名和人名，对书信写

作有帮助。它的排序原则和第一个五语词表相似，但不用阿拉伯数字，而用拉丁字母

来为每个词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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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是关于从主要语言的词根中得出一种普遍语言⑨。

吕尔并未计划创造一种新的普遍语言，但他提供了一种方法，后

来的学者将其运用到了普遍语言的创制上。同样，基歇尔也没有像

培根那样把汉语提升到可以作为普遍语言模型的高度，或像培根和

莱布尼茨那样认为汉语含有真正的字符，或像韦布那样把汉语当做

原初语言。但基歇尔传播了关于汉语的信息，其他的欧洲人从中得

出了上述的明确结论⑩。基歇尔显然受到了 17 世纪学术思想的影

响，他对普遍语言方案的兴趣和对汉语的兴趣能结合到一起也不是

巧合。这是一个绝好的例证，说明学术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是环环相

扣的。去掉任何一环(在这里是基歇尔) ，历史的链条就会变得不完

整，可能就根本元从发展了。基歇尔扮演的角色是历史链条中的一

环，他为某些思想家在吕尔的组合术、对普遍语言的寻找和汉语之间

建立了链接，而这些追随他的思想家便根据他的信息试图在这二个

独立的要素之间构建新的联系。

沂J~j' 基歇尔对象形文字和普遍语言的关注很自然地使他对汉语产生

了兴趣，并编篡了《中国图说》。这本书使他具有了传播中国信息的

主要影响力。在最后一章中，基歇尔专门论述了汉字，他说:虽然

"汉语象形符号"的古老程度和隐藏含义的深度都不如埃及象形文

字，但它们的构成方式相同，即都由"世间所见的事物"或"自然界变

化多端的事物"构成⑥。(见图 8)基歇尔认为，汉语没有可构成字母

表的字母，没有音节、变格和变位。每个符号就是一个完整的词。因

此，虽然基歇尔说掌握汉语极其困难，并坚持认为对真正字符的分析

⑨ 基歇尔致莱布尼茨的信， 1670 年 6 月 23 日写于罗马。 Leibniz-briefweehsel 473 , sheet 

1r-1 V o 1670 年 5 月 16 日菜布尼茨致基歇尔信以及基歇尔于 1670 年 6 月 23 日的回

复见 Paul Friedländera , "Athanasius Kircher und Leibn旷 ， Acαdemia romana di archeolo

g阳 ， Rome...Rendic在mti 13 (1937) : 229-247., 

⑩ Cornelius ， pp.73-75 过度理解了基歇尔对汉语的解释。其他人确实从基歇尔那里汲

取信息，把汉语作为普遍语言的模型，但基歇尔比其他人更不相信汉语可能是普遍语

日。

( Kircher , Chinα illustratα ， pp.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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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用在还没有被简化过的汉字上，很多欧洲读者还是被汉语在语

法上明显的简单性以及词和真实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迷住了。

所以基歇尔的解释更使他们坚信，汉语中含有真正的字符。

7. 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的普遍语言方案

我们无法从 17 世纪对普遍语言的寻找中理出一条单独的发展

路线，因为在 17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不久，普遍语言方案的数量和种类

都大大增加了。在欧洲大陆，主要动力来自传教和贸易的需要;丽在

英国，起作用的是反罗马天主教的力量，也就是反拉丁语的力量。除

培根之外，笛卡儿( Descartes )在 1629 年也设计了一种数学基础，旨

在使语言变得更减省、明白，成为能迅速掌握的便捷工具⑩。后来的

诸多语言方案往往都沿用培根或笛卡儿的模式⑩。

.195. 

下面列举一些普遍语言方案的制订者及其方案的大体年代:雨 /r1:9

果 (Herman Hugo) ( 1617) 、贝德尔 (William Bedell) ( 1633 )、老沃西

攸斯( Gerhard 飞Tossius) (1635) 、梅森 (Marin Mersenne) (约 1636 )、夸

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 ( 1646) 、洛德威克 (Francis L正)dwick)

(1 647) 、一个不知姓名的西班牙人( 1653 )、厄克特 (Thomas Ur-

quhart) ( 1653 )、沃德 (Seth Ward) ( 1654 )、贝克 (Cave Beck) ( 1657 )、

沃尔顿(Brian Walto时(1657 )、伯查(Johann J. Becher) ( 1661 )、达尔

加诺(1661) 、萨默塞特(Edward Somerset) ( 1663 )、威尔金斯( 1668) 、

菜布尼茨(约 1679) 和肖特( Ga叩ar Schott) ( 1687 )。

要追溯对"哲学性语言" (即一种词语不仅仅是词语，还反映其

所代表事物本质的语言)的寻找过程，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的方案

⑩ 筒卡儿于 1629 年 11 月 20 日致梅森的信，载。el1vres De5carles. Charles Ada l1l & Pau\ 

Tannerv ecls. (Paris , 1897 汀， 78~82υ

⑩ Jonathan Cohen 试图对寻找普遍语言的运动中培根和筒卡儿这两种模式不同发展路

线的追随者进行区分，见 Jonathan Cohen , "On the project ()f a universal character" ,Milld 

63 (l 954):52~59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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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重要ρi凶661 年，苏格兰人达尔加诺出版了《符号术，用符号术我

设计出了一种普遍字符和哲学性语言》川(Ar.ηs s吨19ωrum ，'l盯山)

川E附U阿阳r旷r圳l品1.:比rs♀ et lμm咱gu阳αp阱hiloωsω叫0句叩'P汕hi归α) ⑩O 构筑其语言大厦的积木(即这种

"哲学性语言的字母表" )由 20 个字母组成，每个字母象征一个基本

概念⑩。根据表示种、类和特定区别的一个顺序，达尔加诺利用这些

字母来构造他的人造哲学性语言。此外还另外加人元音帮助发音，

并加上词尾来表示语言的曲折或其他语法上的需要。

让我们用达尔加诺哲学性语言中的 "SAVA" 一词来举个例子。

首字母 S 指"普遍的事件"类， A 指"生命、事物"种， S 和 A 合在一起

组成"原因 "0 v 是数字前缀，放在 A( 生命、事物)前表示第一个数

字。合起来 SAVA 就是"第一推动力"或"上帝"。第二个例子是

KOs o K 表示"政治事件"类， 0 代表"身体"，自只是语法要素。合起

来表示"司法机关"。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了作者是如何设计这些词

语来表达其所属的哲学性种类的。达尔加诺的意思是要让词序尽可

能地和心理过程紧密关联。从他这种通过合成来创制词语的方式

中，可以看到一种对汉语的阐释方式强烈地影响了达尔加诺。这种

阐释方式认为，可以通过汉字所代表的事物来分析汉字的结构。达

尔加诺相信，在表音符号被使用之前，中国人和埃及人已经在使用真

正字符了⑩。

/.'}(r 紧随达尔加诺著作之后并试图对其进行改进的是威尔金斯的

《关于真正字符和哲学性语言的论文} (Essay towαrd α Real Charαcter 

;fil 在汉诺威皇家图书馆的藏 11 中发现了达尔加诺的《符号术，用符号:术我设计出了一种

普遍字符和哲学性语言'} (London , 1661) ，并附有莱布尼茨的页边注。达尔加谐的部

分著作在 COllturar ， La 1ρ'glq时，1'1'.544→548 和 Comdius ， pp. 80-89 中重印，并附有解

毛

⑥ 该"字母表"装订在达尔加i莉的序言第 11 页(页码未标出) .. 
( Dalgarno ,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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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nd Philosophical Langllαge) ( London , 1668 )⑤。威尔金斯制定的哲学

性语言方案是以 40 种分类的逻辑系统为基础的。将这 40 种再分出

最具概括性的 6 种和概括性梢差的 36 种(属性) ，从这 36 种再分出

物质、数量、质量、动作和关系等类别。这些类别又进一步分成特定

的差异和类威尔金斯提到了某些汉字的偏旁是如何以真实的事

物为基础的，并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P (1 642) 中举例来证明。他特

地描述了汉字"王"是如何同其他部件组合起来生成"珍"、"珠"等

宁的O 同样.他还描述了"才木♀"字如{何可构成表示某种树的 i汉又宇(女如如l口l 

"松

"钢"等艺字f: o .不尔过，戚尔金剪斯[也 i注圭意到了曾德昭所说的-个事实，就

是从真实的事物中获得汉字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原京则 rο〉所以'他不问

意恪里乌斯的说法啕即汉字是通过技术，或有意识的"一般哲学理

论"构成的⑩。虽然威尔金斯的普遍语言方案对 17 世纪学术史几乎

没什么影响，但"简单"这个符合逻辑的标准却对 18 世纪英国一种

更简洁的英语散文体的发展产生了影响⑩。

达尔加l诺和威尔金斯的体系都具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特征，就/.9/

是试图把所有己知要素减少为按种、类和特定差异划分的类别.当然

他们分类的数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 例如，达尔加诺列出了 20 个种

类，威尔金斯贝IJ列出了 40 个 c 由此反映出了他们的假设.即世界是

完全可以分类的。两人都强调了语言在逻辑上的潜力。他们理所当

(1}; 原由议院戚皇家因 1)馆Illc藏的威尔金斯的《关 F真正字符利1哲学.r'l ì古言的论文》巳

f尖 J份有用的概要(很显然由编辑撰写)出现在 1802 年版威尔金斯的若作 71w

malhemalica1 α"，[ phi扣sophitα1 lVοrks of the Right R凹J. }oh l1 lVilkins (reprinted I 反mdon 电

17(7) pp. 247-260. 该书的插用和有关时i仑见。mLurar.μ Logique.Iψ548-552

( Clark Emt'ry ," Joh" \ViH豆 ins' universal language" ,lsis 38 ( 1948) : 176一179.

t~ 见 Jolm 飞飞 ilkillS , r.J~ssaγ lo u.:ord α Real Charucter and Philosophiml La flgw'!{e ( London , 

1668) 仰.10 8;, 452 反 Alvaro Sempr!o , Hi,toire llnicersa!l" de la Chillη( LYOll , 1667) pp. 

51.-52，威尔金斯使用的其他关于中国的信息材料有 Ri<.('j-Trigau1t. De Chri,lìti(Jl/(l ex

peditiοIleαpltd Si"αs ， pp.25-28 以及 Spizeliu冉 ，lJe 阿 lit('/"(J ri" Sinensillm. pp. 53-58 乙

⑩ Em肘1背廿ery叮叮r巧η??l .J‘"‘. J扣()削1m 飞叭矶川飞飞lVil让阳kill旧15 II川III川、Vf汀咄s叫al lan吨芭u旧a哝E萨e

aml the Hoyal S汕-句oe川s才le时ty" ,1'. 562 



.198.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远山政策及以学的起源

然地认为人类具有共同遵守这种分类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人

类是有可能普遍接受一种共同语言的。他们坚信人类有能力来决定

什么是自然的。正是从这个视角，威尔金斯宣称东方语言从右往左

的书写方式就如同写字时把灯放错了方向那样是极不自然的@!当

代人对很多这样的假设表示怀疑，这也许能够解释今天为什么不会

再有人一本正经地寻找普遍语言。

8. 莱布尼茨对普遍字符的寻找

莱布尼茨知道达尔加诺和威尔金斯寻找普遍字符和哲学性语言

的尝试，也知道筒卡儿对哲学性语言的构想@。同时，莱布尼茨对吕

尔在组合术和记忆术领域的著作也非常熟悉。叶芝对记忆术史的研

究表明， 17 世纪寻求真正字符和普遍语言的人是从有关记忆术的论

文中获取材料的。叶芝女士认为， 17 世纪记忆术的遗存以及吕尔思

想的影响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她通过某布尼茨提出的

"普遍字符"来说明这种影响所起的作用。@

虽然基歇尔曾试图把组合术用于普遍语言的创制，但他并未试

图创造一种哲学性语言。因此，到了菜布尼茨，我们才看到 17 世纪

寻找普遍语言的几条线索最终会合起来。是菜布尼茨率先提出:由

于具有更大的精确性，哲学性的语言应该不仅能够简化交流、消除争

议，还能以类似于数学和几何的方式发现真理。

/.92 莱布尼茨对普遍字符的寻找可以追溯到他事业的早期，那时他

关于微积分的构想与他对语言的看法有关。 1675 年，莱布尼茨给当

③ Wilkin飞 MαtheT阳tical α时 Philosophical Work.飞， p.254.

@ 有关莱1fi尼茨熟悉达尔加Jì若和威尔金斯的方案，见 Couturat ， ú , logique. pp. 544-552 0 

在莱布尼茨子稿中有 J份筒卡儿致梅森的信的部分文稿，信中谈到了笛卡儿对哲学

性语言的构想。该稿出自一位秘书之子，信的某些部分被莱布尼茨用括号括出 c i.交
情现已出版，见 Couturat ， ο'puscl旧时 fragments inédites de IÆibniz. pp. 27 -28 G 

@ Yates. The Art uf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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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伦敦皇家学会的秘书之一奥尔登伯格写了一封信，信中使用"组

合字符" (Combinatoriam Characteristicam) 一词表明了计算和语言两

者之间明确的联系@。对于这一点，菜姆克 (Leroy Loemker) 认为菜

布尼茨从 1666 年撰写《论组合术> (Ars Combinαtoriα)@到 1678 年的

《论字符术>(Ars Chαracteristica ) 及以后的著作，他的哲学发展有一

个转变@。莱布尼茨试图将一切知识简化成一些相对简单的观念，

他称之为"人类思维字母表"，普遍字符和这种字母表有关。可以为

这个字母表制定一些符号或数字，通过与算术或几何类似的方式进

行操作来获得新的真理。

1679 年，某布尼茨在下面这番话中说明了这个计划:

如果我们有某种精确的语言(比如被某些人称为"亚当语

言"的语言)或至少某种真正的哲学性书写系统，通过这样的语

言或书写系统，观念被简化成一种"人类思维字母表"，那么从

已知事物理性地派生出来的所有事物就能通过一种计算获得，

就像人们解决算术或几何问题一样。

这样一种语言可能会成为一种神秘词语的卡巳拉(a Cα加

la of mystic vocables) 或毕氏数算法( the Arithmetic of Pythagorean 

numbers) 或成为智者的字符语言 (the Chαracteristic language of 

magi) 。

在孩提时代，我怀疑这样伟大的发现是否存在，在我青年时

代出版的关于组合术的一本小书中，我插入了一段对这种语言

的描述。

@ Leibnizens mathemαt皿如 Schr矿Îen. Carl 1. Gerhanlt ，叫 (Berlin and Halle , 1849一1863 汀，

86. 

③ Le臼2山1m川n叩i阳z ，" A 归 Comhi川川川10阳lator肘川na旷a

ha咀aff叫呻rI巾It， 凹叫1. (惮Be盯d硝rl出lin川I川18盯75一18阴90创)V盯1 ， 2刀2♂7-10ω4.

@ 见 Lei品h川川m阳11山3阻z ， P叫hi叫z

196ω9)沛p.166ιη 《论字符术》在莱布尼茨既具王理电性主义又具经验主义的语言研究方f法￡巾

所起的作用见 Albert He臼eln时lekamp机，" Ar陀B ch巾ha旧ra缸cl忙e口8叫由[J町c咀a und时【d nal恤凸山ürlie画he Sprache bei Leih 

niz" , Tijdschrift vuor Filos听e 34 (1972) , pp. 446-488 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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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

我可以用几何上的严密性来表明这样的语言是可能的，几

位学者合作起来花几年时间就一定能轻松地为其打好基础号。

和其他人→样，莱布尼茨也相信有可能发现真正的字符.尽管对

此他有自己的理由 η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真正的字符是写、画或雕刻

出来的符号，它们不仅表示词、字母或音节，也表示事物和观念@。

他相信有些符号(如化学符号'、天文学符号以及汉字和l埃及文字)代

表的仅仅是观念，不能进一步帮助推理或知识的发现，因而不适合作

为他的普遍字符。菜布尼茨注意到，在以前，只有算术和代数符号起

到了帮助推理的作用:戏很久以后，莱布尼茨提高了对汉语的评价，

认为汉字证实了→个事实，那就是:词(他主要是指印欧和闪族语言

的词)以外的符号是可以用来建构普遍字符的@。

/.fJ.? 莱布尼茨对真正字符的相信和他的"预定和谐"原则是→致的。

预定和谐保证先验世界中的每一种想法在物质世界中都有一个相应

的元素。对菜布尼茨来说，依照"目的因"规则自由洁动的精神和依

照"动力因"规则机械运动的身体之间的和谐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

式所产生的结果@。由抽象世界和感官世界的这种一致性，莱布尼

茨相信思维在字母和声音中有相应的表现@。正是根据思维世界和

字母世界、声音世界的这种一致性，菜布尼茨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原

初语言曾经存在过;二、一种新的普遍语言是能够被创造出来的。

沿着将真理和谬误看做上帝创造万物本性之功能的脉络，莱布

G7J Leilmiz ," S，、 ientia Gen刊'ali ，. Characteristica" , in Gerhanlt , Philωο1Jhischen Schrifien VII , 
198一199 ， translated hy Paul and Anne Martin Seh <eeker in Leihniz , Monadolog) (J nd οlher 

Philosψhiml Essαp (Jndianapolis ,1965) ,p, 12 

( Gerhanlt ,Philosophischen Schri(ten ,Vll ,204 &仁。uturat ， La Iο，giq肘， p.8 1.

@ Gerha础 ， Philosophischen Schrifien , VII ,205 , 

ø Le凹叶巾1且ibt川川n川川1甘山iz ， .N，灿ο1川"川 削削ais s血u盯Jr 1γ， 凹m削II凹end份仰eme凹mωnl hum阳za阳4αtμin ， in Le启且1山h川川rn叫 Säαm川t队l汕仅id加l

B缸口4价ê (Berlin , 192刀3-)VI;6 ， 3到98.

@ 见莱布尼茨致 Sammuel Clarke 的第瓦封信 x、I第 31 、 32 部分的答复，见 Gt'rhardt ， Phil

时ο'phischen S，【 hriρ凹， VII ,412 , 
õ.:l! Leihniz , N，阳'enux essny' , V 1;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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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茨得出了他的"充足理由律"所有的真命题都具有分析性。意思

是，在每一个真命题中，谓语( P) 被包含在主语( S) 中。这种包含是

指:通过分析，谓语能被转化为主语(S = P)o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分

析首先要确定作为一个命题主语的物质有哪些特征，然后看谓语中

包含的特征是否包含在主语的一系列特征中或是否从中得来@。例

如，如果确定主语特征为 XYZ ，而 X 和 Y 包含在谓语中，那么这个命

题可能是真的。不过，不是所有的真命题都能被包含在菜布尼茨的

普遍字符中。莱布尼茨对两种真理作了区分。第一种为偶然真理，

是关于事实的真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可能的，要证明的话需要作无

穷尽的分析，这只有上帝能做到。偶然真理的例子如"拿破仑在滑

铁卢战败"，这是从历史上得来的;或"他看上去病了"，这是从观察

和归纳得来的。第二种真理是必然真理，或称理性真理，与之相反的

情况是不可能的，要证明的话只需在人类能力的迫围内进行有限的

分析(至少有一些是这样)@。必然真理的」个例子是几何学上的毕

达哥拉斯定理 :h2 = 旷 + 1/ (三角形弦或最长边长度之平方等于其他

两边长度平方之和)。这个结论既不是来自历史，也不是来自观察

或归纳，而是通过演绎法得来的。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只限于必然

真理。

莱布尼茨相信，曾经有过一种或几种能够完美表达思想和事物/.'//

间关系的原初语言。但这样的语言早就已经退化了。莱布尼茨认同

比卡努斯 (Gropius Becanus) 的意见，此人在 1580 年出版了一本著

作，认为德语比希伯来语更原始@。莱布尼茨对比卡努斯观点的接

受表现出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让那些昕惯了他到处宣扬世界主

义的人们感到吃惊@。

@ Nicholas Rescher , The PI.山soplη nf Leib l1 iz (Englewood Clirrs , New Jers町， 1967) ,p. 23 

~ Leibniz , Monarlolob'Y !i 33-38 

~ Leihniz , N，οuveaux es.'ìα川， VJ ,6 ,285. 

@ 见 Daniel P 矶Walke盯矶r飞， "Le_i汕b川川ru川11

I阳u阳 3充5 (υ19叨72盯) :30∞0一30归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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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布尼茨对 17 世纪的各种学术思想不仅进行了综合，也进行了

改造。吕尔的组合术是以组合的机械原理为基础的。例如，在吕尔

的 6 个同心圆圈图(见图 13 )中，每个圆圆含有 9 种概念，通过转动

各圈可能得到的组合总数有 531411 种之多。莱布尼茨则摒弃了这个

图，他运用组合的数学原理，设计出 6 个组，每组各有 9 个概念。通过

计算各项每一种可能的组合，莱布尼茨得出了 17804320388674561 种

可能的组合@!

在宣布他普遍字符计划的同一年，菜布尼茨给弗里德里希公爵

( Duke Johann Friedrich) 写了一封信，日期是 1679 年 4 月( ?)~。信

中他将吕尔的组合术、基歇尔的"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

汉字以及他发明的特征数字(Nombres Characteristiques) 等各条线索

进行了结合。"特征数字"是逻辑运算的另一个名字，莱布尼茨在

1679 年、 1686 年和 1690 年分别发明了逻辑运算的三个独特的系

统@。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请求公爵资助 1200 克朗，以建立→个

"教授这种(特征数字)技术的基金"。莱布尼茨在介绍自己的发明

时尖锐地批判了基歌尔的"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 (公爵对

此显然是非常了解的) ，说它毫无价值，和自己的计划没什么关系。

他将自己的发明和吕尔的组合术作了友善的比较，并说自己的体系

跟吕尔的技术相比有着"无比的优势"。

J豆f 菜布尼茨称，他发明的特征数字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可以用来

"评判争议.阐释概念，衡量可能性，是经验之海中指引我们方向的

罗盘，是万事万物的详细清单和目录，是对当下事物进行细致研究的

显微镜，也是断定遥远因素的望远镜，是一种普遍的运算，个简单

的魔术，一个并非空想的卡巴拉，是一部于稿，每个人将用他自己的

语言进行解读"⑩。这些描写昕起来太夸大其词，但是有两点我们必

@ CUl山Ifa川t ，Lμa 1归οg♂''1

~ Lei且ilm川niz ， S犯d仰m川yη时1/阶tJ阮町icl.加时 5孙川俨"h呵Îe凹凹II U川川n叫Z

ØJ Co阳u川山turat七υ，1μ'.a lωο'g'叼q旧 , p.323. 

⑩ Le山山 ， SämtJiche Schrifi凹 1I1l d Bri价， 1 泣，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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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记住:第一，莱布尼茨试图说服公爵资助他一笔可观的资金，因此

他对自己发明的描述就必须具有说服力而不是客观性。莱布尼茨的

信件中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对自己计划的介绍完全可以比这封信

所说的要客观得多。第二，尽管莱布尼茨运算法的运用范围比他所

说的有限，其优点却是很显著的。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他的这些说

法，因为促使这项发明产生的莱布尼茨的思想原型是很重要的。这

种运算法显然是以一种可以广泛运用的原型为基础的。他看到了隐

藏着的深刻的理性联系，因此，其意义是重大的。

莱布尼茨说，他的发明创制了一种能在几个星期中学会并在世

界各地推广的语言，这是 17 世纪许多普遍语言计划都期望实现的一

个梦想。莱布尼茨提到了传教士和中国人，这表明他期望传教士，尤

其是耶稣会士，能在中国推广他的特征数字。他对公爵说，他的发明

应当上呈给最重要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土管理组织一一传信部，因为

它有助于基督教在外域的传播。莱布尼茨的根据是他认为基督教具

有"绝对的理性"，它与欧洲文明的思想实质，如欧几里得的原理是

不可分割的。莱布尼茨相信，中国人尤其会接受这种倾向于理性的

说服方法。有趣的是，利玛窦和许多在华耶稣会士也都认为，基督教

隐含着富有理性和逻辑性的特征。这些具有文化适应特征的假设无

疑是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思想上紧密联系的基础。

在 1679 年一份关于普遍字符的手稿中，莱布尼茨认为汉字和他

的特征数字思想基本上没什么相同之处。他讲到了汉字和埃及象形

文字之间的相似性。实际上，他似乎接受了基歇尔和其他人关于汉

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有相似性的说法，因此不打算把汉语作为普遍语

言的模型。不过，莱布尼茨一直没有失去对汉语的兴趣。 20 年后，

当他从白晋神父那里得到更多汉字结构方面的知识后，便将汉字同

埃及文字区别开来，并提高了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和他的普遍字

符在哲学上是相关的。

.203. 

在 1678 年写给契恩豪斯(Walter von Tschirnhaus) 的一封信中，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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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对他的普遍宇符及组合术与数学计算的区别作了解释

他说'代数是"相似和相异形式的科学"飞，\，密码术是代数学所形成的

技术的一个部分，不过问题不在于进行组合，而在于分析组合。最

后，为了强调他所相信的"中文之钥"的意义，菜布尼茨把代数学 t

的根比作破译密码的钥匙。然后他接着说，这种组合的技术表达的

是一种状态而不是量值。通过使用组合术，便可以"描绘……、确

定、简化和整理"我们的思想。它能以一种"机械线索"的方式把我

们引向事物的内部，我们可以通过"机械线索"将任何想法分解为一

个个组成要素。莱布尼茨把这种线索比作古希腊神话故事中"阿里

阿德涅( Ariadne) 的线团"③。最后，在谈到将组合术运用到普遍语

言中时.莱布尼茨说，"在组合术的帮助 F，也能创造出一种口头的

或书面的语言，这种语言在短短几天内就能学会，能够表达日常生活

中发生和出现的任何事物，在批判和探索方面像数字那样具有惊人

的价值"。

莱布尼茨没能实现将组合术用于创造普遍语言的目标。尽管在

数学新发现 t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充足理由律却只能在理性真

理中得到论证。至于事实真理，莱布尼茨坚持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做

到论证所需的无穷尽的分析.这一点虽没有证明但必须承认。而无

神论者对此是不愿意承认的。因此，莱布尼茨的另一个目标也没能

达到，这就是将他的普遍语言计划延伸到他的哲学整体，即一个纯粹

的知识演绎体系中去③。

菜布[尼茨在晚年表达了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感叹。他说，有必

。ì Leil"山 ， P1帅.'Ol'hical P"lwrs α"d Lellers , Loemk,.r tr., pp.192-194. 

。 在古希腊冲i在中，阿里阿德i且是克电特岛国 E米i后斯( '\1 ino.'、)二世的女儿。 因王ìl 提

修斯( Thf'sellS) 前往众人皆知的危险迷宫，为的是让那里的半人中牛怪物( '\1inotaur) 

把他吃掉…阿用阿德i早爱I::. T提修斯，给 f他→个线同作为线索. fi\'助他找到了走出

迷宫的路线、}

号.~ iJl.. AII isu l1 Coudert , .. Some Theorie悔。f a N atural Lan再ual'e" , SllIdi" Leilmitúllla Sonderheft 7 

(1978) :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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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个问题交给年轻人来继续研究。不过，从 1714 年 1 月 10 日

他写给奥尔良公爵 (Duke of Orléans) 的顾问雷蒙德 (Nicholas Re

mond) 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普遍语言观念多年来·在得

到不断的发展:

…·如果我还年轻或者有天才的年轻人来帮助我，我仍希/，，)7

望创造出一种普遍的符号( Sr始cieuse général叶，使所有的理性

真理都能简化成一种运算。同时，这也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语言

或文字，虽然它和目前设计的任何普遍语言都完全不同。因为

字和词本身将对道理予以指示，而错误一一-除非是事实的错

误一一将仅是计算的错误。发明这种语言或字符会非常困难，

但是学会它却不费吹灰之力，史无需词典来帮忙υ 当我们还没

有足够的数据使真理确定无疑时.它也能帮我们估算可能性有

多大，并找出所需的条件来实现这种确定性。这样一种估算对

生活中的问题和实际的考虑将会非常重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在估算可能性时产生的错误常常占了所有错误的一半还

多……③

莱布尼茨把组合术j运用到普遍语言的创造中，与此相伴的是他

对中国的毕生兴趣。这种兴趣最早的一种表现就是汉语以反它在莱

布尼茨寻求普遍语言过程中的意义'4-)1。莱布尼茨不是唯一-个对汉

语产生兴趣的人υ 在这个时期欧洲寻找普遍语言的思潮中，人们发

现汉字这套书写系统是一片格外丰饶的士壤。这种"丰饶"的印象

多半是事实与幻想说合的结果。欧洲人总体上较准确地认识到了汉

语的古老性以及它作为不同语言民族问-种书面交流形式的有效

性二然而，欧洲人对汉字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的了解太过肤浅了。于

((11 Leiblliz , Philosophicαl l'apers αnd Lcuers , Loe ll1ker , lran止，1' .654.
。 R山玩 irlll1aier ， "Die Rolle der chin!'sisdwn S('hrift ill I.eihniz' Zei('henlheori,,", Sludi" 

Lcilmitiall(l 13 (2) ( 1981 ) : 278-298 以及这篇论文的」个更长版本 Die R"l/c der d，ùuι 

时chell Schriji in Leil.川口 ， Zeichentheor;e. Sludia I.eilmiliana Supplemenla 24. (\'fie，ha巾训，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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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象填补了真正知识的缺乏。

这种想象的填补包括对汉字作为普遍语言模型的地位的推测。

比如说，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们注重字源学研究，强调汉语

发展的连贯性。最基本的宇源学研究揭示了汉字结构中象形或表意

的原则。然而，随着汉语的发展，象形或表意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被表

音的方式所取代。到了 17 世纪，大多数汉字已经既有表意又有表音

成分了。

9. 缪勒的"中文之钥"

/轩 1674 年，涉足汉学领域不久的柏林人缪勒宣布自己发现了一把

掌握汉语的"中文之钥气 Cla山 Sinica) ， 谁只要愿意付一笔酬金就

能得到"中文之钥"。酬金需要预付→半，由第三方保存，待付费者

得到"中文之钥"后再转交缪勒本人，另一半酬金则是货到付款。

"中文之钥"在 17 世纪欧洲猎奇、幼稚的思想氛围中立即引起了一

大批人的兴趣。缪勒的"中文之钥"背后的故事无疑是那个时代学

术上最令人不解而叉着迷的故事之~

缪勒言之凿凿地称"中文之钥"的想法是 1667 年 11 月 18 日突

然在他脑子里产生的⑩。经过了几年测试后，缪勒在 1674 年 2 月 14

日向他的赞助人大选帝侯威廉 (Friedrich Wilhelm) 呈献了自己关于

"中文之钥"的方案。不久，这个方案以一个 4 页小册于的形式出版

了，题目为f' 中文之钥"计划} (Propositio s叩er clαve suα Sinicα) 。故

事从这里开始变得愈加迷离了。面对学者们要求进一步了解"中文

⑩ 对缪勒"中文之钥"最口J{言的描述见 Eva S. Krafl , .. Frühe chinesische Studien in Ber

l扣1口in" ， M4胁11阮f岛e凹d由li臼Zl川n础1hμlstor川ιM、甘d叫ch肘 Joο川II川r口rna

Chi川n肘1忧es附s目eS副圳灿tud贝川di阳e阳s of An叫dn口眈t俨叫王坦划a嗣s Müller" , Jollmal ο>{' the American οriental Society 60 (1940) : 

564-575 0 该文也有参考价值，但现在前者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后者文

章的地位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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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钥"详情的局面，缪勒始终拒绝透露任何信息，除非付给他酬金。。

同情缪勒的人注意到，缪勒的薪水被一拖再拖，还有神学上的一些争

议使得缪勒在勃兰登堡宫廷的地位变得崖发可危，而当时他正艰难

地负担着一大家子的生计，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此外，大选帝

侯尽管不愿或不能给缪勒付酬金，却似乎向缪勒施加了压力，使他的

发明无法脱离自己的赞助。缪勒之所以需要别人预付"中文之钥"

的酬金，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无力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保证"中文

之钥"的出版@。此外，当时缪勒的声誉在其他学者中并不坏，他曾

将自己的于稿大方地与他的一些研究古兰经的朋友们共享⑨。不

过，缪勒拒绝透露"中文之钥"的详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了他

品质上的一些问题。

"中文之钥"的结局可想而知。这个故事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

离。据说缪勒临死前无比失望地将"中文之钥"和其他的于稿都销

毁了。缪勒留传到今天的作品仅有 1672 年《中国的碑刻} (Monu

menti Sinici) 的一个片段，这或许多少可以让我们一窥缪勒当年胸中

的构想。在这个片段里，缪勒运用了音乐符号来解释景教碑上汉字

文本的发音。而这个文本是缪勒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中借用过

来的。这一点清楚地说明， 17 世纪对于著作权和事l窃行为的认识无

法和我们今天同日而语。

.207. 

更为可靠的证据是人们对"中文之钥"计划的反应。尽管包括 β7

基歇尔在内的一些人对"中文之钥"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愿意相信它

的人却大有人在，这其中就包括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在 1679 年让柏

林宫廷御医埃尔斯霍茨 (Johann Sigismund Elsholz , 1688 年卒)转交

⑤ 缪勒出版了一些谈反"中文之钥"的信仰二勺缪勒与基歇尔和!丰查斯基之间的通信见

De In1'enlo Sillico ~ì，;slolae 灿Ilnllllae (undated) pp. 2-29" 

⑩ 卡夫女士在 1979 年 4 月 21 fl 的一封私人信件巾指出，缪勒资金不足，无法依靠自己

的力髦来出版，他自称无法找到出版商c 因此，卡夫认为缪勒要求预付款是保证他能

够出版"中文之钥"的唯→办法飞

⑩ 卡夫写于 1979 年 4 月 21 日的私人信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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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缪勒的→封信中罗列了 14 个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了解莱

布尼茨对"中文之钥"的态度以及"中文之钥"和普遍语言的关系。

这些问题是:

( 1 )这样的一个"中文之钥"是否像我们读字母 A 、 8 、 C 或

密码那样是不可能出错的，还是像我们练习阅读埃及象形文字

那样有时需要指点?

(2) 既然汉语的书写符号不是按照词而是按照事物〔本

身〕来构造的，我希望了解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本质来构

造的。

(3) 这一整套书写符号是否使用了一系列固定的部件或一

个基本的部件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组合创造出其他的汉字?

(4) 非物质的事物是否也是通过某种物质或可见的标准来

表现的?

(5 )汉语的书写符号是通过技术创造出来的还是像大多数

言语那样，在使用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变化?

(6) 中国人的言语是否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通过技术创造

出来的?里面是否隐藏着一把打开它奥秘的钥匙?

(7 )缪勒先生在这里是否认为中国人自己并不知晓有一把

打开他们自己书写符号奥秘的钥匙?

(8) 他是否认为将这套书写符号介绍到欧洲并不困难，而

且非常有用?

(9) 创造这套符号的人是否知晓事物的本质?是否充满了

王里性?

(10 )汉字在表示动物、植物、岩石等自然界的事物时是否

能将事物的特征区分开来?

( 11 )因此，我们是否仅从汉字本身就能了解事物的本质?

如果能，又能了解到何种程度?

( 12) 如果我学习了"中文之钥"，我是否能理解用汉字书

写的任何主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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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如果我有"中文之钥"，我是否能用汉字写一些东西?

而一个识字的中国人是否能理解我写的东西?

(1 4 )如果要求几个中国人和几个熟练掌握"中文之钥"的

人将一篇文章(例如《我们的父亲þ)逐字译成中文，他们的译文

是否会大体一致?即使是一个不懂汉字的人，要是将这两类译

文进行对比，他是否也能得出结论说这两类文幸在本质上一定

是相同的OO?

在第 2 个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莱布尼茨的 4个观点也是 17

世纪欧洲人普遍持有的观点，即汉字是以事物而不是以词为基础的σ

培根提倡的真正字符就是这种看法最典型的表现。然而，莱布尼茨

很谨慎，他不想把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他问缪勒这种形象化表现的

特征是否存在于所有的汉字中。莱布尼茨要求他的普遍语言不仅能

表现真实的事物和观念，也能为推理过程服务。因此，在第 11 个问

题中，他询问汉字是否揭示了它所表现事物的某些本质，这就提出了

汉字是否能为推理服务的问题。同样，在第 10 个问题中，莱布尼茨

询问汉字在表现动物、植物和岩石等自然界事物时是否将它们各自

的特征区分开来，这就提出了推理的标准问题。在第 3 个问题中，他

询问汉字是否是通过一系列固定的部件或一个基本的部件表创造出

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组合创造出其他汉字的。这屉示了他的数学

与组合的眼光。

在第 5 个问题中.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汉语是通过 ..?r(:'

"技术" (即一种有意识的、人为的方案)创造出来的，还是在元意间

的使用和无意识的发展中发生了变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

对语言发展的认识存在着→些根本性的差异。哲学家在分析语言发

展时往往强调人的"技术"所起的作用，而许多研究语言的人则往往

看到从语言内部产生的一种天然的逻辑性和活跃性，以及一些非逻

辑的因素，这些非逻辑的因素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我们连表达与交流

(Le ihniz. Siimlli伽 Schr扩iell ll1uf Briefè 1; 2 .491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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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要了(在第 6 个问题中，莱布尼茨清楚地区分了汉语的言语与

文字，他询问汉语的言语是否也是通过技术创造出来的，并是否也存

在着一把"钥匙" )。第 9 个问题提到的还是关于技术的问题。他询

问创造汉字的人是否是理性的，是否知晓事物的本质。第 7 个问题

进二步提出了思想意识和理性的问题，他询问当今的中国人是否知

道这把打开文字奥秘的钥匙。最后，在第 12 、 13 、 14 个问题中，菜布

尼茨提出了"中文之钥"的有效性问题，即"中文之钥"在教授汉语

读写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大帮助。

10. 门采尔的"中文之钥"

尽管莱布尼茨未能从缪勒那里获得什么信息，他对"中文之钥"

的可能性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们发现他在 1705 年写给自晋的-封信

中仍对缪勒之死和"中文之钥"的消失深感惋惜⑥。因此，缪勒在汉

学上的后继者、柏林的门采尔 (Christian Mer山el ， 1622-1701) 1697 

年给菜布尼茨寄来一封信，称自己也发现了"中文之钥"时，可以想

象菜布尼茨当时有多高兴。门采尔答应帮助菜布尼茨学习汉语，并

根据他的需要送他汉语书籍，莱布尼茨显然对"中文之钥"更感兴趣

(与缪勒和莱布尼茨不同，门采尔对"中文之钥"功能的看法更为合

理，他强调的是"中文之钥"在语法方面的功能)。莱布尼茨向门采

尔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和 20 年前他向缪勒提出的问题相差无

几。例如，数量巨大的汉字能否精简成数量固定的字根或独体字?

这些独体字是否能构成和变化出其他汉字?莱布尼茨像催促缪勒一

样催促门采尔赶快出版"中文之钥"O

2~/ 答复莱布尼茨的信不久就到了。可惜的是，信是门采尔的儿子

克里斯汀(Johann Christian) 写的，他说自己的父亲己严重瘫痪，无法

回信了。小门采尔说，尽管他父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中文之钥"，

(Leihniz lo Bou时， 18 Augusl 1705 ， Leibniz-Br吵附hsel 105 , sheel 4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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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汉字印刷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手稿已经被保存在选帝

侯的图书馆中了。不过，扉页、致谢以及序言部分已经印刷出来，并

己附在信中。

门采尔这部书的全称是《中文、汉字及官话发音之钥~ ( Clavis 

Sinica ， αd Chinensium Scripturam et Pronunciationem Mand，αrinicam) 。

扉页提到了揭示汉字演化形式的 214 个字体表格。这进一步证明这

些汉字主要是从《宇汇》中摘出的o <宇汇》是明代重要的字典，分

12 部，由梅膺样( 1570-1615) 编写。梅膺样对古代字典《说文解字》

及其他一些著作作了修正，他是按照 214 部来排列汉字的第一人。

这对清代的字典编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包括 1716 年出版的重

要字典《康熙字典))@。

门采尔在序言中提到了另外一本字典《正字通~(门采尔两次给

出了《字汇》书名的汉字，但对于《正宇通)) ，却只给出了它的拼音书

名 "chinldIL ， turn") 。《正宇通》是明末张自烈(约 1627 年前后在世)

编写的，在清代由廖文英重新出版，不过存在一些抄袭问题。《正宇

通》以《宇汇》为基础，明末清初流传广泛@。

《宇汇》将数量繁多的汉字概括为数量很少的部首，这在门采尔

看来正好印证了他寻找"中文之钥"的做法是可行的。他在序言中

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强调，以"线条和各种点的数目"@i为

基础，就能将大量的汉字集于数量有限的部首之F。门采尔提到

"伏毒草王"是中国人的先祖，他用点和线创造了图形，并根据固定的

数目来构造这些图形。门采尔据此解释，在不断演化的汉字构造中，

部首是最根本的。他说，在《宁汇》中，汉字是"在数字 17 中找到

的"。他指的是按 1 画到 17 画的笔画数排列的 214 个部首。排列始

于"一"，终于"自" (一种管状的乐器或笛;一种古代量粟的器具) 0 

@ 梅膺梓也是汉宇难检字表的创始人。见 Gω二必00削叫drich ， pp.lω061一Iω06位20

@I G仙00础dri时i仕协ch ， p仰p.lω06臼2-1ω06旧3.

⑩ Leibniz-Briφvechsel (Menlzel)641 , sheel 13r. 

.211 .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司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反汉字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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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ri2 随后是一个 17 个类别的表，展示了每个笔画数大类下笔画数相

同的不同部首的数量。例如，第 1 个大类是"条线或一个点的部

首(即一画) ，其中有 6 个部首(即第 1一--6个部首)"。第 2 个大类是

"两条线或两个点的部首(即二画) ，有 23 个部首(即第 7-29 个部

首) "。这样的大类一直到第 17 个大类"卡七条线或十七个点的部

首(即十七画) ，有一个部首(即第 214 个部首) "。从门采尔处理这

17 个大类的方式来看，他显然并不认为这些类别仅仅是为了查字典

方便而对汉字所作的人为安排。当然，梅膺样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

人们查字典才这么安排的，这也是 1716 年以来大多数中文字典排列

汉字的方式。门采尔却将这种分类看成了对汉字潜在结构的揭秘c

他认为这 17 个类别包含了能够极大简化汉语学习任务的"钥匙"。

我们应该注意到，门采尔对梅膺样《宇汇》的关注后来促使他产生了

→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编篡一部汉语拉丁语大型词典《中文字汇》

( Chinensillm lexicllm char，α'cteristicllm inscriptllm çu guei) 。不过，这部

词典虽然印出了扉页，却大部分没能完成，只有 9 大本装订成册的于

稿@。

门采尔序言的第二部分较难理解。他说，自己的"中文之钥"不

仅适用于汉语的书写符号，也能用来解释汉语的音和意@。为了说

明这一点，他引用了 17 世纪多明我会来华传教士迪亚兹( Francisco 

Diaz [ DiezJ )的《卡斯蒂利亚语释义的中文词汇} ( Vocabulα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ωtellαnα) 份。门采尔称，他的"中文之钥"分

@ 门采尔的~，卡文字汇》二伞战以前保存在柏林普鲁 J 国家图书馆啕编号为 Sarnmelband

Ms. Sin. 10 0 IJ,!. Walter A民巳:1t .Chri电tian Menlzel , Leibαrlz der Gmssen Kurfiirsten , fJolaniker 

und Sin仙ge ( Leipzig , 1940) pp. 27 -28 以及 table xxi (扉 ~i照片)和 tahle xxii ( í.E文第

一页照片上

⑩ Leilll山-Briefìæchsel64J ,sheet 13\. 

⑥ 据一 Rol凹t Streit , V ， 966 ，迪亚兹的《中文词汇》是~f，ß 598 页的手稿.存 F柏林的国家

阁将馆。自由'eit 在著作中提到这部子稿后.原因家因 I'ì饨'的藏何被一分为工.一部

分藏于东柏林的德意志的家图书馆.一部分藏 F两柏休的普鲁卜文化这产国家图 H

馆ο



第六市平均ìX.学以提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诏言的寻求

为五类: (1)数字 ;(2) 主要和次耍的部首; (3 )按西班牙语语音排列

的汉语发音(显然是从迪亚兹的词典中得来的) ; (4 )详细的语法规

则; (5) 四种词形变化。

.213 . 

门采尔对"中文之钥"的构想很可能比缪勒的要平凡得多。门 _?r;:y

采尔很可能将他的"中文之钥"看做介于极大简化汉语翻译的方法

和中文语法两者间的一种东西。我们发现，"中文之钥"这个词的意

思在后来渐渐朝着汉语语法的意思演变，在 1814 年的」部中文语法

书的书名中，"中文之钥"指的仍是中文语法@。不过不管怎样，卡夫

女士认为门采尔的著作很可能是以卫匡国的一部语法书为基础

的Wlo 18 世纪汉学家巳耶尔 (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 1694一1738 ) 

称， 1654 年至 1657 年间， l~匡国在欧洲|停留，他将这部语法书的手

稿交给了格里乌斯，于稿后来到了门采尔于中，再后来又到了巴耶尔

本人手中⑩。不过根据龙伯格 (Knud Lundbaek) 先生对这些保存在

格拉斯哥的材料的研究，门采尔是从克莱尔那里得到卫匡国的语法

书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卡夫女士的支持。她猜测卫匡国在巴达维亚

将他的汉语语法子稿留给了克莱尔，手稿一直保留在巴达维亚，后来

门采尔得知了手稿的存在并从克莱尔手中得到了手稿佛。

]1.自晋神父在莱布尼茨对汉语的理解中所作的贡献

相f信言

的早期汉学家O 像白晋等一些耶稣会传教士也相信可能有某种"钥

匙"(尽管他们几乎不用这个词)能揭示汉语内在的结构，从而缩短

⑥ 见 j扣0旨J呻巾1"川川u川la Mars凹h川1m阳an 的 Cαlαm町'l/l，，'ì♀ S茹Z口川F川llCωα ' 或 El.ωe归mηmenθ归nls of Cωhù旧se Graα阳ammα盯肌rλ. T.托阳'ch飞U切M川，ο川山)l川川11υng K，ο》刑1旧te)川川nn.n 

向(( 1护国古法;ì). SerampoH' , 1814 , 

I{F勘r. K勺ral￥叫山ft ，"‘"Frü川i此h陀e <:hi.门阳】H阳e附号咀训Sl丛时che Studi阳阴n in ß俨f' rli川n

;彻垣纷J. Ba沁a均}川阴问r ， pr】)f(附时re时叫e叫比巾，1也也如fa阳a剧1刘《阳肘 .pp巾p. 70 & 8削8一8阴9.

⑨ Kraft , "F.iilw (灿""ische Studien in Be山1" .1'.116. 参见 Conlier ， Bihl川heca 另inica ， eol.

1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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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学习汉字的乏味过程。莱布尼茨曾向白晋神父询问"中文之钥"的

问题，自晋于 1698 年 2 月 28 日回了信，信中对莱布尼茨的问题表现

出了极大的共鸣，并表示很受启发。白晋写道，耶稣会士刘应

(Claude Visdelou , 1656-1737 )曾编写过一部汉语字典，他也许能够

回答莱布尼茨的问题@。至于是否可能有缪勒构想的那种"中文之

钥"，白晋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态度是，他相信完全有可能对汉字作一

个彻底的分析。他说，这样的分析将揭示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间的相

似性，并证明两者都是大洪水前的智者使用过的语言的一部分(至于

自晋是否认为大洪水前的这种语言就是原初语言，我们不得而知)。

_:y;,/ 白晋在 1701 年 11 月 4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进一步提到了

"(莱布尼茨)所期望的对汉字的分析"@。白晋在信中写道，莱布尼

茨认为汉字之间有某种"联系"是正确的，这种联系正是理解和记忆

汉字的基础，而这也正是缪勒"中文之钥"的意图!此外，白晋还说，

如果每部字典都能以此为基础的话，掌握汉语对许多人来说就不再

会是单调乏味和高不可攀的事了。白晋注意到汉语字典确实运用了

一种按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不过这些字典仅仅是按照笔画数而不

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编排法来编排汉字的。这比缪勒的认识显然深入

了许多⑩。实际上，臼晋的看法反映了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即根据笔

画数来编排汉字很可能只是一种字典编篡于段，而不是分析于段。

自晋在 1701 年 11 月 4 日信的最后分析了"东方的哲学家用来

表示上帝的一些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已经使用了 4500 多年'吻。根

@ Leibniz-Br吵:vechsel 105 , sheet 10r 

⑩ Lei也bniz阻z ，Leωib阳n山山t ο咿'pera om阳阳z川Lλ』川U(川J(【<1 0例v川t町阳ci D阳)汕uten旧s ， er凹叫<1 .6 vo巾)

⑩ Duten凹ens，川，IV ， 162

⑧ DuLens ， lV ， 162-164 由于编者 Dutens 在改写 (1晋的汉ia 拼音时不但删去了汉字和

附加l的调号，还有至少-处错误，因此研究 1701 年 11 月 4 日这封信的人务必要参考

Leihniz-Br旷wechsel105 , sheet 26r-26v 白晋信件这一部分的子稿原件〈这封信的一个

复本也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档案号为 MS 仕 17 240 , ff. 75-88 c Du山t阳ens叽s ， Le且1池bniz11山1阻z 

and Cω;沁on山fu川l(

中对i汉叉语"象形文字"的分析。



第六章早期汉学以及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

据自晋提供的汉字信息，莱布尼茨开始认识到汉字并不像他原来认

为的那样是原原本本表示事物的象形符号，而是更富哲学性。在一

封给自晋写的信(暂定为写于 1703 年)中，莱布尼茨推翻了他原先

认为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之间有相似性的看法，他写道:

我很难相信(埃及象形文字)和中国人的(汉字)有什么共

通之处，因为在我看来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种相当通俗的文字

形式，它与可以感知的事物如动物等非常形似，因此是带有寓意

的。而汉字也许更具哲学性，似乎是建立在数字、秩序和关系等

更具理性的概念之上的，因此汉字中只有零星的迹象表明它们

与某种物质形式存在着相似之处⑧。

莱布尼茨接着说，尽管有些人称中国人是埃及人移民团的后代

(基歇尔曾在《中国图说》中这么说过⑨) ，他本人却几乎没看到支持

这个观点的证据。在文字的深奥度方面，莱布尼茨把基歇尔认为埃

及象形文字比汉字深奥的看法扭转了过来。

.215. 

受到莱布尼茨对二进制数学体系解释的启发，白晋在 1701 年 2r:;/-

11 月 4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解释了他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字系

统中数学与语言的融合。白晋说:

我对您提出的用来表示思想的"字符"计划一点儿也不感

到意外。您的计划是要设计一套字符，同时具有计算、证明、推

理等功能。因为这种类型的文字看起来包含了古埃及象形文

字、希伯来人的卡巴拉以及伏美字符中所蕴含的真正思想3 伏

羔被中国人看做是中国的字母或象形文字的最早发明人。人们

都认为是他使用连续的线条和断开的线条构成的 64 种纽合造

出了汉字……@

自晋称伏萃的古代汉字书写系统一一"如果你相信中国人的历

⑨ fRibniz-Bri~/wechsel 105 , öheet 34r. 

⑨ K川凹 ， Chilla illustrate , p. 226 

( Dutens , IV ,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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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奸"的晋自己当然是相信的)一一已经有 4600 多年的历史了，

因此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丰碑。他说，伏毒草发明这套以数字为基

础的语言系统的意图就是要"用这套系统来教导后人宇宙及构成宇

宙的各部分产生的原因和真正的原理"@ü 白晋在信中还附了一份

六十四卦的"先天次序"图。如果假定断开的线条代表 0 ，连续的线

条代表 1 ，那么该图的序列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正好相呼应队

(见图 20)

菜布尼茨显然在白晋身上找到了一种思想的共鸣。更重要的

是，白晋为他提供了-个以数字为基础的语言的历史实例，据说还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它与莱布尼茨发明以数学为基础的语言的尝

试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当莱布尼茨对白晋寄给他的这个据说

是中国古代的图表进行了-番研究后，便愈加相信这个图表进一步证

明了他自己所做的工作⑩。虽然六十四卦的"先天次序"图与二进制

级数一致，两者的排列却是不一致的c 此外，中国人多是从下到上来

数这个图表中的行列的.而菜布尼茨是从上到下数的。莱布尼茨自己

也清楚白晋给他的图表中六+四卦的顺序与《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

(uá川 Sinarllm plzilosoph旧， 1687)中的某些卦是有矛盾的。因此，他在

1703 年写给臼晋的一封信的附言中要白晋把这个矛盾弄清楚⑩σ

,/('Ì')' 莱布尼茨在 1704 年写给自晋的信中表示自己显然受到了这哩

"伏在的线条字符"意义的启发ι悖。他说自己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图像

⑩ Dutens.J飞， 158.

L岭 ~U盐1、了解对::在印尼茨 (J~ 三迸制数学系统与.. jt 夭次序"~l的详细描述.见J)ulen抖 ，/..eib也

11口 αnd C"，矿it，.;anism ， JlJl. 49-52，参见 Hans J. Zucher , f) ie HaUfJlSchrifien ollr /)yadik roll 

G. W. Leil"山( Fra此f，川 am Main.1973 )1" 86f x;ÌÌ亥阁的介绍，

⑩ 六十四卦的"先天次序"图并没有自背所说的那么 r1i 茬 从内宵的;rf~JF始. ,t, rFl 学{'f
开始将这个阔的年代定在北宋前却j(约公元 9ω'Fl. 而不是公元fÎij 物刷 "1二 见 Du

tens. Leilm日 αnd COlljìu'iani.<m , pp. 64-.{'5 斗

⑩ 斗菜E有布iI尼己茨即明J 确他括的足 C仇Kο11吁旷听!矿训/而/J川c口川、(~lll川S 丘卅11川11阳wr门阳uυF肌111川，/汕hμωJ川川t川111.似阳阳川S叫({

{像象 )λ.r而而不是 p、. \.才li川、 t 的六 f [1间j呵可主卦卡扒(六;条杀线的附{像象)的 J排1非t 列 Lei均bωnμ山iz-Bri价呐4θw俨矶h句忖俨el 10仍5 ，

忖hl'e时t 35r. 

@ f川hniz-Brieji1'Cchsel 105 , sheet 36r. 



第六京早期以学以及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 I凶手求

如何能通过"数字科学的完善"而被人们理解。不过他也说到自己

用欧几里得的方式(即通过少数公理来计算宇宙万物的方式)来观

察这些图像中的某些哲学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思考。他对其潜在的

精确性尤其感到吃惊，因为哲学中总是太缺乏精确性了⑩。最后，莱

布尼茨明确表示他提到单子或单质以及"预定和谐"是想和自己的

系统作比较。

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 (Nouvea旧 f削ÎS) 中提到了中国语

言，这很可能要部分地归功于从白晋那里得来的有关中国语言的信

息。:在《人类理智新论》中，莱布尼茨将汉语说成是"人造的，即某个

伟人(即伏革?)在一夜之间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称为‘中

国'的国家中居住的若干不同民族建立交往。当然，这种语言经过

长期的使用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⑩c 尽管莱布尼茨说这个观点是

格里乌斯的，但《人类理智新论)) (1703-1705) 的撰写时间与白晋的

书信往来恰好是在同时，因此莱布尼茨观点的最终来源很可能是

白晋。

12. 结论

.217. 

从 1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几股力 Jη

量之间一些复杂的相互影响，正是这几股力量决定了欧洲吸收来自

中国的信息的方式。这几股力量包括《圣经》关于语言的观念、中世

纪遗留下来的日尔组合术，以及科学革命富有创造力的思想潮流。

16 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带来的五花八门、不计其数的外域语言和文化

剌激着欧洲人的头脑，而大多数有关中国语言的详细信息是由利玛

窦、金尼阅、曾德昭、卫l王国、卡弥格(通过基歇尔)这些 17 世纪具有

文化适应思想的传教士提供的。不过，在华耶稣会适应政策最初构

([oþ &ilm;二-ßri旷i"echsel 105. sh""t 36卜36v.

@j Lt.ibl山 ， IV(Jll I'('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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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主要方面似乎并不是向欧洲|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相反，这似乎

是从实际的需要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实际的需要包括:第一，耶

稣会派回欧洲的代表需要激发欧洲人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兴趣，赢得

他们的支持;第二，到了 17 世纪，耶稣会又需要为捍卫礼仪之争中耶

稣会的立场而培养并凝聚欧洲的支持力量。 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

看，欧洲人吸收的中国信息剌激了早期汉学家们兴奋的神经，使他们

对语言有些想入非非(而这些想法常常是有问题的)。在欧洲人寻

求普遍语言过程中发生的这些文化与思想的交融已超越了对异域奇

闻异事的关注，它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来自中国的信息是如何被

17 世纪欧洲文化的主流所融会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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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1.大选帝侯威廉对汉学的兴趣

17 世纪德国人如何吸纳中国文化的故事充满了对利益的世俗 201'

憧憬。在这种学术中，幻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威

廉(Friedrich Wilhelm , 1640-1688 年在位)-一一人们更习惯称其为

大选帝侯一一在统一他继承和占有的领地的过程中为建立现代勃兰

登堡普鲁士国家奠定了基础。他继承的领地在三十年战争

(1618-1648 )中遭到了蹂躏，不过他留给儿子的却是一个有着中央

集权的行政、财政体系的国家，以及一支人数不多却极为高效的

军队。

选帝侯早年曾居住在荷兰，并在莱顿大学学习。荷兰人的航海

技术和商业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将他的一生与荷兰联系

在一起。 17 世纪 60 年代，选帝侯向那些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士敞开

了柏林的大门。当时的柏林因战争和瘟疫而人口骤减。我们发现，

他对→个荷兰人的到来表示了欢迎。此人名叫范莱尔 (Gijsel van 

Lier) ，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在欧洲人中他是比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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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①。当时选帝侯正在寻找办法使他的国家在对外贸易上摆脱

对荷兰人的依赖，而范莱尔鼓励选帝侯建立一个东印度贸易公司，这

些情况与范莱尔的到来很可能不仅仅是巧合c

但是，选帝侯面对着一个总是困扰小国的问题 他根本没有

足够的资源来独立完成东印度公司的创建。为了寻求援助，他首先

找到了维也纳皇帝利奥波德」世(Leopold I) c 但是这位利奥波德

世皇帝不但有支配欲，还把西班牙人也拉到了这个计划中来，这可犯

了选帝侯的忌，因为他信仰的是新教。 1661 年，选帝侯放弃了合作

计划 c 1683 年.哈布斯堡人与土耳其人陷入了恶战，因此无暇从邻

国渔利，选帝侯这时才重新考虑起合作计划来。第二次寻求支持时，

选帝侯鼓励那些因不满英王复辟而移民来到勃兰登堡的英国新教徒

中懂航海技术的人参与他的计划，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并没有招到几

个人。勃兰登堡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在 1682 年至 1732 年间运作，但

是它的洁动范围并没有超越东非U

_;Y:9 选帝侯对海上事业的热望也表现在学术上。由于有获利的可

能，选帝侯对了解中国很有兴趣，他因此成为德国最早的一批汉学研

究项目的资助人。他从范莱尔那里购得了一批中文书，这些书为后

来逐渐成形的著名的柏林东亚藏书奠定了基础。对于柏林这个既没

有学院又没有大学的城市来说，一个图书馆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选帝侯的图书馆是因他的兴趣而建的，这对图书馆的存亡至关重要。

建立东亚藏书的最初阶段以及随之应运而生的汉学研究主要归功于

缪勒和门采尔这两个人。这个阶段自 166盯7 年缪勒被任命为尼古拉

大教堂( Nich(叫(

在在A这 34 年的时间里，柏林是早期汉学研究的中J心L' ，不过这些研究的

最大缺陷是研究者缺乏对汉i语吾的深入了解'因此研究仅仅停留在业

余水平上。

然而，缪勒和门采尔却为汉学研究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财富，

( Kraft , "Flühe chinesisehe Studien in Be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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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笔财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8 世纪最杰出的欧洲汉学

家之一巳耳[~尔对这笔财富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巳耶尔出生于哥尼斯

堡( Königsberg) ，于 1726 年被召入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学院，在此之前

他曾多次前往柏林，从那里的中文藏书中复制图书和l于搞络。法国

和英国的著名汉学家不知为何总是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阿尔卑

斯山以北、莱茵河以东地区所藏的中文藏书忽略不计，这甚至影响了

当代对欧洲图书馆藏汉学资料情况的评价二罗马和巴黎被视为汉学

研究的重慎。因此，当我们读到 1822 年克拉普罗特 (Julius Kla

proth) 关于柏林藏书的一段话时也许会有些吃惊，他说: " (柏林的藏

书)不仅是研究中国语言极好的工具书，而且其中的满洲藏书比巳

黎之外的欧洲任何图书馆都更为完整c，"'~~

2. 缪勒的学术背景

缪勒( An出eas Müller , 1630-1694) 出生在现位于波兰境内的波

美拉尼亚( Pomerania) 的格瑞芬哈根( Greifenhagen) ，父亲是商人，也

是一位拥有土地的乡绅④。 1649 年，缪勒进入罗斯托克(Rostock) 大

学，学习中东语言和神学。 1653 年，他担任哥尼斯堡/纽马克( Neu

mark) 的镇学校校长。 1655 年，缪勒据说在特雷普托(Treptow)/ 托

〈②2辛〉 巴耳耶11尔的《υf又盯i语吾博览》川(M川e凹阳u川1nl S茹Z川IZ阳肌ZI肌ICω旨

尔的汉字学:成果表才示=批评的。巴耳11尔的著作是龙伯格即将出版的专论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l 书的主题 J

立 Julius Klaprol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旷hen und mα时叫川chen Biicher lI"d l/"n心chrifien

der kοniglichen Ribliolhek Z Il Rerl川( Paris. 1822 ) p. vii. 

④对缪勒一生的叙述较近期的文章有: Donald F. Lach. "Chinese sludie川、 01" Andreas 

Müller" , Jollrnal of the Amerioαnοrim!"l S啊。iely 60 (1945) :564一→575; Hans Wehr.'‘ An

dreas Müller" • p，οmmer，且he Lebensbilder (Cologne)4 (1966) :21-35 以及 Kraft. " Frühe 

chinesische Sludien in Berlin" 叫然而，拉赫和卡夫的叙述有JL点是吃相矛盾的心卡犬

女 I一在 1978 年 9 月 7 日的→封私人信件和 1979 年 8 月的 a次谈话中回应 f有人提

出的疑问，她认为1J'r赫有1 Wehr 的叙述都是有误的 J 她的观点是建立在超越拉赫先生

著作的研究成果基础之 k的 c 下文相关的地方将提及这些矛盾之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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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西( Tollensee )任"长官"0 1656 年，缪勒在阿姆斯特丹拜访了东方

学家格里乌斯⑤。 1657 年，他在格拉夫瓦尔德( Greifswald )大学进行

深造⑥。 1658 年，缪勒与朋友莫瑞( Ma由nus Murray [ MoureyJ )在莱

顿注册学籍。 1659 年，缪勒在罗斯托克大学哲学系进行了第二次

答辩。

2/(1 1660 年，缪勒在罗斯托克大学被任命为讲师，不过他似乎并未

接受该职。他可能去英国拜访了剑桥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卡斯特

(Edmund Castell) 及切斯特(Chester) 的主教沃尔顿。沃尔顿也是一

位学者，此人与 17 世纪对普遍语言的寻找有关。我们对此次行程的

详情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缪勒在英国的时间十分短暂，

因为 1661 年缪勒就回到斯德T (Stettin) 结婚并在 1662 年有了一个

儿子⑦。 1664 年，缪勒在柏林附近的伯尔那奥( Bernau) 进行试讲道。

他出色的布道和东方学方面的名声引起了选帝侯的注意， 1667 年，

缪勒被任命为柏林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

缪勒在柏林刚开始当牧师就遇到了困难。他到任的时候，一项

宗教争议正到了最后的阶段。为了减少占统治地位的路德宗与选帝

侯所信的归正宗成员之间的冲突，选帝侯颁布了一项信仰自由法令，

要求所有牧师签名。其他路德宗牧师纷纷抵制选帝侯的法令，缪勒

却签了名。这就恶化了他与其他路德宗信徒的关系。他们一致反对

( Eva S. Kraft , "Die chinesische Büchersammlung des Grossen Kurfürsten" , in China und Eu-

ropα Ausstellungskαtαlog (Berlin , 1973) p. 20. 

(Lach ,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 p. 564 和 Wehr ， p. 21 都称缪勒在威登堡

( Wittenherg) 学习，但是卡夫女士在 1978 年 9 月 7 日的信中指明，在威登堡学习的是

另一位更年轻的同名同姓的缪勒。

⑦ 投赫先生认为缪勒在英国待了十年，住在卡斯特家中，并与他合作编写了一部词典，

词典的手稿在 1666 年伦敦的大火中被毁。然而，学者 Bülow 指出在英同十年的说法

是不对的，缪勒在 1661 年就己回到祖国。见其关于缪勒的文章 Bülow ，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Lei pzig , 1885 ) XXII ， 513 0 一位研究缪勒著作的学者私下告诉我，

拉赫的失误可能是因为他误读了缪勒在《契丹地理、历史专论} ( Disquisitio geο'graphica 

et hi.'归时α de Chα问α) (1671) 中对卡斯特的致谢辞。缪勒在致谢辞中说他的朋友莫

瑞在伦敦待了十年，拉赫可能误将这句话理解成了缪勒自己在伦敦待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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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勒的任职和工作，但是这显然让选帝侯很高兴，因为他后来命缪勒

负责选帝侯东亚图书馆的扩建。 1675 年，缪勒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选

帝侯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顾问职位。缪勒在选帝侯的朝中一直很活

跃，直到 1685 年一个神学上的争端才使他离开了柏林。关于这个争

端，下文还会提到。缪勒生命中的最后九年几乎都是在斯德I孤寂

地度过的，他去世时的那座房屋至今仍保留着⑧。

.223. 

缪勒掌握的欧洲和亚洲语言极多。他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从大学 2//

时代就开始了。他能简单阅读和书写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叙利亚语。

他对阿拉伯语的了解应该更为深入。他还略通亚拉姆语(Aramaic) 、

撒马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俄语、匈牙利语和现代希腊语。

他对汉语的了解我们还存有疑问，对于这一点我们将试图弄清。作

为牧师，缪勒需要接触学校、穷人和教会。这些工作，再加上为选帝

侯担当顾问，使得缪勒很难挤出时间来进行汉学研究⑨。

3. 缪勒发明的"中文之钥"

缪勒将他"发明" (即"中文之钥" )开始的时间定在 1667 年 11

月 18 日⑩。在随后的六年中，他对"中文之钥"进行了测试和完善，

并于 1674 年 2 月将他的发明和一份印好的方案呈给选帝侯。这份

方案反映了学者常常必须考虑的实际需要和要求。简单地说，缪勒

是向选帝侯要钱，还要他预先支付一半作为承诺金。这份方案确实

激发了选帝侯的兴趣，但还没有达到让他心甘情愿掏钱的地步。不

⑧ Wehr ， pp.33-34 说缪勒的房子位于 Grosser Domstrasse 27 号，在 Gross

Crosser Ritterstrasse 的拐角处。

( Kraft , "Frühe chinesischen Studien in Berlin" , pp. 100-101 & 103. 拉赫先生在 Lach ，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 p. 565 中认为，缪勒用来研究汉学的闲暇时间比

卡夫女士所说的要梢多一些。

⑩ 缪勒于 1686 年或稍后编写了一份用绕"中文之钥"事件的简要时间表，后于 1697 年

(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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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帝侯似乎想将这个项目掌控在自己手中，他让缪勒借用他的头

衔，将"中文之钥"称为"勃兰登堡的发明"。

在选帝侯的庇护下，缪勒"中文之钥"的公告在 4 月重印，重印

本采用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新标题，标题中描述了他的发明，并寻求经

济上的赞助人。选帝侯在这时开始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在

后来与缪帮1]" 中文之钥"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

态度。选帝侯的兴趣是很强烈的，还带有某种独占性。当东方学家

鲁道夫 (Hiob Jobus Ludolf , 1624-1704) 表示愿意支付 1000 泰勒

( thalers) 的费用请缪勒教他 14 岁的儿子"中文之钥"时，选帝侯阻止

了这个交易。据缪勒在{"中文之钥"时间表~ ( Chronolista Clavis) 中

所说， 1681 年选帝侯坚持要求"中文之钥"的编写必须在他的赞助之

下进行。但是选帝侯的兴趣还没有大到愿意支付现金(现金在当时

的勃兰登堡无疑是缺乏的) ，或者在"中文之钥"后来被指控为异端

邪说时出面为缪勒作有力的辩解"中文之钥"最终没能出版，选帝

侯不是没有责任的。

2;/_;J 缪勒出版的"中文之钥"公告完整的题目是f' 中文之钥"计划，

作者决定将其命名为"勃兰登堡的发明" ~ ( Proposit切 s叩er Clαve suα 

Sinica , quam αutor Inventum Brandenburgicum cognominare constitu-

it) ⑩。{"中文之钥"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仅仅是一本 4 页的小

册子，却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影响之大与这本小册子的实质显

得非常不成比例。研究学术宣传的人倒可以将它作为一份最好的材

料。《计划》中有 26 句编上号码的语句。《计划~---开篇就警告读者

要当心某些发明者的把戏，他是这样说的"很多(发明者)也保证会

带来一座金山，这样的保证根本无法兑现，俗话说得好:‘空头支票

开得越大，就越不能兑现。， " (讽刺的是，其实后来人们也是这样来

指责缪勒的。)缪勒预料到了读者会质疑"中文之钥"的神奇"方法，

@ 我要感谢卡夫女士给我送来《计划》的-份复制件咱这个文献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υ 原

件藏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υ{ì t-划》的一份子稿也藏于该图将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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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个人都能阅读用汉语写的内容，尽管众所周知(汉语)有不计其

数的汉字"。

缪勒接着说，一大批人会从他的"中文之钥"中得益，甚至包括

中国人( ! ) ，因为这把"中文之钥"将为他们提供一部海量的词典。

他说，"中文之钥"对中国的邻国将会十分有用。像日本、朝鲜、东京

(越南境内)、交趾、逞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地，都用汉字进行书

写，而语言各不相同。(缪勒把逞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算在里面

是不对的。)对欧洲来说，缪勒称"中文之钥"对官方使节、传教士、商

人、旅行者和医生都有帮助。最后，他说"中文之钥"还会对传播基

督教信仰、学习中国的科学以及创制一种全球通用的文字有帮助。

为了强调学习汉字是多么困难，缪勒引用了利玛窦、金尼阁的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另外一本未指明的

作品[可能是《各种航行及使团记)) (Divers voyages et missω时， Paris 

1653) ，作者为耶稣会士亚历山德罗 (Alexander de Rhodes , S. J. , 

1591-1660) ]。早期汉学家斯比塞尔在《中国文史评论~ (De 陀 lite

raria Sinensium) 中曾说，汉语既不是通过技术也不是通过标准创造

出来的，缪勒对此很是着迷。(斯比塞尔在汉学方面完全是非专业

人士，他的这个说法来自学识更为广博的卫匡国神父的著作。)很显

然，是这种认为汉语缺乏结构性秩序的看法吸引了缪勒。面对汉语

这种陌生、艰涩的语言，某些早期传教士没能从中找到结构性的要

素。学者的直觉告诉缪勒，这些传教士是不对的，然而他又大大低估

了掌握汉语的艰巨任务，从而走到了另一条歧路上去。我们应透过

这种过分的低估理解缪勒，即理解他为何说自己的方法能使汉字比

其他任何文字都更易理解。

不过，在激起了读者的兴趣后，缪勒却将话锋一转，称关于自己~//

方法的"奥秘"尚未准备好发布。他将停止准备.直到有君主、国家

或者学术团体愿意给他提供报酬。他承诺，在对方将谈好的酬金的

一半付到第三方账户后，自己将继续编写"中文之钥"。缪勒声明，

自己之所以不愿在酬金到手前完成"中文之钥"，是不想让他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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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死后落入未经许可的人手中。这个声明是很让人深思的。这

显然是一种心胸狭窄的做法，不过这与缪勒临死前毁掉"中文之钥"

的做法倒是一致的。缪勒究竟是被疾病搞得心烦意乱而误将"中文

之钥"烧毁，还是意识到"中文之钥"根本无法达到他所宣称的效果

而烧毁它来挽回自己的名声，我们没必要进行推测。如果我们相信

缪勒的话，那么导致他毁掉"中文之钥"的原因是他自己固执而不宽

容的性格。在缪勒的一生中，还有其他的事情能证明这个结论，我们

在下文将会看到。

缪勒认为"中文之钥"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估计在收到双

方约定的酬金后，他只需再花半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就能全部完成

"中文之钥"并拿出来发布了。缪勒称，"中文之钥"→且全部完成，

他甚至能在几天之内教会妇女和儿童如何将一本汉语书或者一页汉

字翻译成常用的欧洲语言。缪勒对他的方法极为自信，他甚至提议，

在向一些学生教授了一段时间的"中文之钥"后可以定一个日子进

行阅读测试和考核。他提出在阅读测试之后，假定结果令人满意的

话，就向他支付酬金的另一半，同时将预付给第二方的酬金转到自己

的账上，而"中文之钥"则交给购买者。

预料到他的提议有可能遭到批评，缪勒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先公

布他的付款条件，是因为不想到最后因为不愿出版"中文之钥"而遭

人诽谤。这种预料到可能的批评而先作辩解的做法表现了缪勒性格

中极端敏感的一面。(一些不太留情面的人可能会说这种做法流露

出了一个学术骗子在良心上的负罪感，不过我认为有理由反驳这种

比较负面的观点。)最后，缪勒建议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自己意图的

读者阅读《中国的碑刻~ (Monumenti Sinici.. .lectio )→书第 10 页及

以下。

2h' 缪勒为何急于要买家承诺一定为"中文之钥"支付酬金呢?除

了贪婪和欺骗这些更为明显的原因，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因素。首先，

选帝侯统治的是一个穷国，他的经济状况常常很不稳定。比如，缪勒

和其他与勃兰登堡宫廷有关的人就经常被拖欠工资，缪勒对此深有



第七章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感触。第二，缪勒在排印一部木制汉字活版的过程中可能花了很多

钱。在缪勒的时代，拖欠印刷费或其他债务是严重的罪行，他一定知

道他的英国同行卡斯特因欠债而银铛人狱的经历⑩。最后，缪勒要

求预付酬金也可能是出于一个无可厚非的学术动机一一期望出版自

己的研究成果。预付订金也许是缪勒为确保自己找到印刷商而采取

的唯一办法。

缪勒可能是欧洲大规模运用汉字排版技术的第一人，因此其困

难程度不可低估。由于汉字排版的困难，~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者

柏应理神父不得不放弃在书中印刷汉字文本的最初计划⑩。 1684

年，缪勒将他的汉字活版作为礼物送给了选帝侯图书馆。与图书馆

中的许多汉语书籍和于稿不同，这部活版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至今仍

保存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国家图书馆中，存放活版的木箱似乎就是缪

勒当年赠送给图书馆时所用的箱子⑩!整部活版由小块的木制宇块

组成，每个字块上刻着一个汉字。每个字块都编了号，一共是 3284

⑩Lach ，吨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 p. 567. 

( Bayer , 1 ,65. 

⑩ 在东柏林德意志国家图书馆亚非部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我得以于 1979 年 8 月对

缪勒的汉字活版进行了研究。据工作人员说，这部活版于 1969 年在图书馆的一个展

览中公开展出过。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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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块⑩O

2 /,)- 缪勒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提到报酬的具体数额⑩c 他在

c 中文之钥"时间表》中说， 1676 年有人答应会给他"1000 泰勒"，但

没有兑现。缪勒指的可能是选帝侯答应给他的钱，但那不过是空头

支票而已⑩。 1678 年，缪勒又记录另一个人(可能是鲁道夫先生，为

前面提到的事)准备支付"1000 泰勒\这 1000 泰勒可能仅仅是第

一笔酬金，因为后面又提到了总数为 2000 泰勒的钱。据~"中文之

钥"时间表y ，缪勒在 1685 年 2 月马上就要离开柏林的时候，在根本

不适合提要求的场合向选帝侯提出请求，为自己的"中文之钥"要

2000 泰勒。这是缪勒离别前有些绝望的最后请求，却还是遭到了

拒绝。这笔钱数目不小，却也并不过分。比较一下， 1678 年莱布

尼茨为汉诺威的弗里德里希公爵购买汉堡的已故学者福格尔

⑩ 缪勒的汉字活版中木制宇块的大小略有不同，不过大部分尺寸是宽 2.4 1'11:米.长 2.4

厘米，厚 2.7 厘米c 木箱包括 10 个平的抽屉，其中两个抽展中摆放着 13 组字块，其

中 12 组每组有 40 个字块.还有-组有 20 个字块u 从分组的规律来看，一些组似乎

突出反映了汉字方块字形的某种大致类似性勺然而这些线条带棱角的四方形状反映

的可能仪仅是木刻技术的特点。(中国的 I 匠在木头或石头 t刻字时，刻的汉字通常

比用毛笔写的汉字更方，更有棱角。)总之，笔者从这些木字的排列顺序中没有看出 ft

么明报的规律.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字块的排列顺序一定体现了缪勒"中文之钥"的

怠图 c 装着缪勒汉字活版的木箱其他 8 个抽服中有散乱排放的木字块。有些字块还

未完工，加工程度也不一，可以看到木块是如何从木条上锯下，然后先用铅笔写出汉

字的轮廓，继而刻出字形的过程。抽屉中还有各种字块的印刷样本，以今天的标准来

看.这些印出的汉字很粗糙，但比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字要好。木箱中还有-份

子写的说明 .H 期标为‘ el"a 1936" .可能是德国汉学家傅兰克所写L 这份说明并没有

提到这部活版是缪勒所赠之物，而是说这部活版的制作详情未知c 说明叶:还提到这

些木于块很可能是用于一个字符表的 d 最后，箱子的抽屉中还有各种刻有汉字的木

块， J:而汉字的尺寸很小，吸排为若干行c 此外j至有一嗖字符的刻样.看l::t似乎是

阿拉伯文 ι 在这些较小的汉字中有」句《中庸)) (2.2) 中的原 i击，还有引f汉字，显示

出类似的结构。这些较小的汉字和上面说的阿拉伯文都来自 1674 年 12 月 28 日基歇

尔写给缪勒的一封信。缪朝j将基歇尔的例字刻成木字是为 f将它们收入他出版的与

基歇尔的通信集，本章后面会谈到 3

⑩ A.ndreas Mü l1"r.De in时脚 Sinico epistοlae lwnnll l/ae ( Berlin , undaleωpp.4 ， 6 & 7. 

( Kraft , "Frühe chinesisehe Studien in Berlin" •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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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Fogel) 所藏的 3600 册图书时，商议支付的金额是 2000 泰

勒。其中 1000 泰勒是货到付款，剩下的 1000 泰勒在-年内付

清⑩。我们也注意到 1685 年缪勒在斯德丁买下一所房子时，花了

510 泰勒⑩。

4. 缪勒和基歇尔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在《计划》出版的时代，欧洲发明"中文之钥"的思想氛围已经成

熟。在这种氛围下，产生了一群现成的"中文之钥"信众。而在不同

的思想氛围中，比如 20 世纪，产生的可能就是立刻表示怀疑的人了。

从逻辑上讲，能够简化一种语言(如汉语)学习过程的"中文之钥"这

个概念是对实践经验的一种挑战，尤其是对在华传教士送回的关于

汉语如何难学的报道的挑战。然而，人们对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

却是确信无疑的。不管是可以重新发现《圣经》中的原初语言还是

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普遍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建立在

某些根本原则上的，并认识到这些原则能运用到任何语言中去。因

此，缪勒的"中文之钥"公告在当时并没有招来太多怀疑。要是换到

了今天，可想而知会产生多少质疑。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者，而且有些怀疑是带有讽刺意味的。 Z/纱

缪勒死后，汉学功底更为深厚的巴耶尔对缪勒书中的错误和缺点进

行了批评。他指责缪勒受了基歇尔疯狂想法的愚弄，他把基歇尔形

容为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连鱼儿他都能教会唱歌，更别说人类

了"⑧。不过巴耶尔的严厉批评是在《计划》出版之后很久。在"中

⑩ Ku町rt Müller & G 阳la Kröll肘1怔ler叫t. Leben I川M川，，/<d W，酌e旷r改k 凹阳J川11 (;. W.汇.Le剧Rilωb川F山 ，川♂， eir.附t阳eCωh旷川川roο'OTl

Ma副in , 1969) p. 53. 

@ Wehr.p.33. 

⑧ Bayer.I ， 38. 摘自巴耳目尔《汉语博览} (M lIseum Sin;clJTn )巾的这段翻译要感谢龙伯格先

生，他对巳耶尔的近期研究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 T. S. Bayer (/694-1738) : Pioneer Si 

!wlogist -，~中。参见Lach ， "The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Iler" ,p. 56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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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钥"公告出现后不久的几年中，缪勒收到了不少信件和询问。

他在《关于中国人的发明的几封信件……>> (De invento Sinico epistolae 

nonnullae. . . ) (未标日期)中出版了其中一些信件。这与其说是为

"中文之钥"作解释，不如说是为"中文之钥"作宣传。

这个通信集中有一部分是和基歇尔的交流。作为汉学家，基歇

尔的名声要比缪勒大得多，但他和缪勒一样，在汉学方面是新子。由

于跟会说汉语的在华传教士有私人接触，基歇尔神父的知识显然更

为可信。因此，当缪勒在 1674 年把自己的《计划》公告给基歇尔看

的时候，基歇尔回了一封信，表示对缪勒的计划感到惊异和怀疑⑧。

基歇尔之所以怀疑是因为他明白掌握汉语是相当困难的。基歇尔把

汉语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基歇尔提到了殷锋泽的《中国的政治

道德学} ( Sinarum scientia poltico-moralis) ( 1667一1669) ，文中有篇幅

短小的中文经典《中庸》的译文。 (1671 年，殷锋泽神父作为耶稣会

代表在罗马期间，基歇尔可能在私下里和他探讨过译文。)基歇尔还

说，他通过长期的经验发现，一个发音相同的汉语词有很多不同的意

思，并强调跟着老师的真人发音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和远在偏僻的

勃兰登堡的缪勒不间，基歇尔接触过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以及随他

们一起前来的中国旅伴，因此体验过真人发音的教学。基歇尔对缪

勒最有力的批评也许就是缪勒并没有和有经验的说汉语者真正接触

过，而缪勒则竭尽全力对基歇尔的批评进行反驳。

2;/7 基歇尔提到自己收藏了一部殷锋泽神父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编

写的汉语字典，在这部字典里，80000 个汉字被归纳为八个不同的宇

部，并缩减到 5∞0 个字，使这本字典的容量非常适合日常使用。基

歇尔提到了一本叫"海"的中文字典，据说这部字典收入 6000 汉字。

从容量和/或编排原则上看，这部字典似乎是耶稣会神父编写字典的

一个范本。"海"这部字典可能指的是→部并不出名的中文字典《海

⑧见 M阳lüll

日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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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梵蒂冈图书馆还保存有一部《海篇》。这部《海篇》由几千页中

国木版印刷的书页组成，并按照欧洲的装订风格重新装订成两册。

第一册中有一篇长六页、用行草字体书写的前言，没有署名，年代在

1623 年左右②。这部字典的全名是《精亥〔键〕海若汤先生校订海篇

统汇》③。

下面讲《海篇》的内容。《海篇》有两卷介绍性的内容，第一卷主

要讲汉字的发音和声调;第二卷讲经典文献中难字的发音o {海篇》

的主体部分是二十卷的字典，按照部首编排，编排方式和《篇海H全

称为《详校篇海})类似却又不尽相同。梵蒂冈图书馆至今仍存有一

部《篇海》。缪勒使用的那部《海篇》可能就是今天保存在梵蒂冈图

书馆的那一部。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因为使用柏林藏书的德国汉

学家克拉普罗特将一部《海篇》卖给了意大利汉学家蒙图奇( Antonio 

Montucci) 。蒙图奇在《海篇》中夹入了一张克拉普罗特售书的正式

发票，上面用法语写着"一部中文字典，名为《海篇}12 册"，日期为

1812 年 5 月 12 日。克拉普罗特怎么会有权出售柏林藏书中一本有

着 200 年历史的珍贵中文字典?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笔者不得不

留待他人来解开这个谜了@。

. 231. 

基歇尔接着说，在耶稣会士编的这部字典中，汉字被排列在页边 J矿

②《海篇》的前言(编号为 Borgia Cinese 262-263 )清楚地说明该字典成于天启年间

(1621-1627) ，但没有说是具体哪一年，笔者将其暂定为突亥年(即 1623 年)。

③ "海若"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号。他是否就是《海篇》的作者还不能肯定。值得注

意的是，梵蒂冈藏书(编号为 B，吨ia Cinese 255 )中还有-部与《海篇》类似的名为《篇

海》的字典，本书中也提到了这部字典。据梵蒂冈图书馆图书编目人员说，这部字典

是一个叫"李登"(Li Tãng) 的中国人编写的，全称为《重刊详校篇海} ，李登是晚明万

历年间人。

⑧我们注意到，巳耶尔曾研究过柏林所藏的这部《海篇》字典。他在 Mu._"ìeum Sinicum 

( St. Petershurg , 1730) , preface , p. 142 提到过《海篇》。法国汉学家傅尔蒙( Etienne 

Fourmont) 在 Meditationes et grammatical SinÍfα(Paris [门， 1737) pp. 124-126 描述过

这部或另一部《海篇》。最后，我们还注意到有一部二十卷的《篇海类编} ，据认为是

明代早期学者宋潦(1310-1381 )和晚明学者屠隆 (1542一1605) 所编。《四库书目》

上列有这部著作，但不认为作者是宋潦租屠隆1ft!. Goodrich , p. 1230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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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处，排列方式表现了各类之间隐含的结构上的类似。他列举了

五个发音都为 wèi 的汉字为例⑧。具体如下: ( 1 )渭气中国北部一条

河流的名称) , (2)偎b( 火;亮光) , (3 )慢C (心绪不宁) , (4 )谓d( 一句

话) ,( 5) 虫自 e( 剌捐)。基歇尔的说明和翻译大致是准确的，当然有时

也不免有误，比如他说第三个例子的意思是"心情平静" (cor qui

etum) ，而实际上意思似乎正好相反。不过，基歇尔没有发现每个字

右边部分隐藏的相似之处是语音的相似，而不是语义的相似。耶稣

会传教士元疑是知道这→点的，但基歇尔在汉语方面的知识不多，所

以掉进了这样的陷阱。而这些陷阱却正是基歇尔警告过缪勒的!

随后，基歇尔给缪勒举了三个汉字的例子，每个汉字他都分析出

了两个语意成分。在第一个例子中，他将"信"分解成"人"和"言"。

然后，他指出汉字都是单音节的，但他还对→个汉字为何会有几个发

音和意思作了说明。他用了一个有 10 、γao ，I iao 和 yüeh 四种发音的

汉字作例子，这四个音都是降调。第四个发音基歇尔好像拼错了，不

过今天大多数标准的中文字典只列出这个汉字的兰个发音，只有像

《中文大字典》这样的综合性字典才收全上面四个发音，外加第五个

发音 luo o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基歇尔在汉语发音方面的资料来源

还是比较全面的。

在列举了汉语的→些难点后，基歇尔以一种 17 世纪书信特有的

极为客气的修辞表示:他无法想像缪勒这样既缺乏中文书写能力、又

缺乏聆听真人说汉语体验的人，怎么可能发明出这样→把"中文之

钥"。在确定缪勒没有能力发明"中文之钥"的同时，基歇尔又说了

一个例外，就是除非缪勒拥有某种"技巧" (αrtifìcium ) 0 不管基歇尔

是出于修辞还是文字上的需要说到这个例外，缪勒都会紧紧抓住这

个例外来证明自己是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发明的。

2/.9 缪勒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大大简化和加速汉语或其他

② 这五个汉字的木活字是在东柏林德意志国家图书馆装有缪勒汉字活版的箱子中发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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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学习过程，使学校的孩子甚至没受过教育的妇女都能在短期

内学会书写汉字。基歇尔对此非常感兴趣。为此，基歇尔说起了受

吕尔启发的组合术，并推荐了自己的著作《得自组合术，并可运用于

多种语言的通用新书写方式} (Polygraphia nova et universalis ex com

binαtoriααrte detectα) (1663) 作为范例。基歇尔发现，尽管《可运用

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 (Polygrαrphiα) 已经出版了" 15 年" (实际上

该书是在他写这封信的十一二年前出版的) ，缪勒却竟然没读过，这

让有些迂腐的基歇尔感到吃惊。他建议缪勒将汉字加入这样的一个

"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并以一小段中文及其拼音和拉丁

语译文为例，向缪勒说明了具体的做法。

这段话摘自中文经典《中庸}(2.2);"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

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以下就没有汉字了 )0"这段话的意思是"君

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是君子，因此能一直守住中庸之

道。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之道，是因为他是小(人，因此无所顾

忌) 0"⑧基歇尔的拉丁语译文则要粗糙一些"完美者保持中庸，也

因为中庸而完美。因此，他一直坚持中庸。而邪恶(者)有-个中间

的标准，但是是邪恶的中间标准。他是不怕违反那个(标准)的，等

等。"②

1670 年 6 月 23 日，基歇尔在给莱布尼茨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正

试图从"各主要语言的词根"中获得一种普遍语言。他说的主要语

③ James Legge translation , The Chille.le clas肌s (0又liml ， 1893 汀， 386. 这哩《中庸》语句中汉

字的木活字是在东柏林德意志国家图书馆装有缪勒汉字活版的箱 fll' 发现的。

⑧ 基歇尔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是从殷锋泽神父翻译的《中庸》中摘录的这段话 c 基歇

尔在信的前面提到过殷锋泽翻译的《中庸》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们 l'庸》译文收

入了殷怦i手的译文并对其进行了润色，我们注意到这两篇译文有所不同，和基歇尔使

用的译文相比，{中同哲学家孔子》中的《中庸》译文水平明显有了提高。例如.基歇

尔把小人译为阳山s [ 川阳rJ川(邪恶的人 )λ，而柏应1理唱编写的书 I巾l扣1 扫贝则l叫u 译为 1m]'汀阳)Wο础3

(低劣的人 )λc [P阶hi山lip陀】币pe Couplet , et αI ， Cm矿urtω Sinαrum I山[osoplws (P町叽 1687 ) 

p.42] 不过在《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之前.最初的译文是经过 r很长 A段时间的修

改才有了后来这样的精确性的 c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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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就是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⑧。基歇尔在 1674 年 12 月 28 日

写给缪勒的信中说明，"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这个想法并

不是要揭示语言的一种正式概念，而是要为翻译找到一个基本的技

巧和方法⑧。缪勒在回信中表示自己更关注实际的用处，而不是思

想上的真理⑩。这很可能反映了缪勒的思想倾向以及在勃兰登堡萧

条的环境中谋生的需求。

2zr" 最后，基歇尔在信的结尾处提到了景教碑。他说会送给缪勒一

本《中国图说þ ，这样缪勒就能读到书中关于景教碑的历史、碑文的

翻译以及注释。基歇尔显然没看到过 1672 年缪勒在柏林出版的《中

国的碑刻þ( Monu附nti Sinici. ..lectio seu phnα阳 ， versio seu metα:phr，ω比，

translαtion seu paraphrαses) ，他并不知道这本书绝大部分内容是从他

的《中国图说》中黑l窃来的! {中国的碑刻》是一部简短的著作，内容

分成三个纵列: ( 1 )中文文本的注音; (2) 从注音转换而成的音符;

(3)译文。注音和译文是从《中国图说》中逐字抄来的，缪勒所做的

仅仅是加上了音符。不过缪勒在书的扉页上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

他给了基歇尔著作应有的赞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算是割

窃。但是，从基歇尔 1674 年推荐缪勒读一读《中国图说》可以看出，

缪勒借用基歇尔的内容并没有得到作者本人的允许，缪勒的书出版

后也并未给基歇尔寄去一本一一一而这在 20 世纪都已经成为了学术

上通行的做法。

缪勒在 1675 年 1 月 27 日给基歇尔回了信。他刚读完了基歇尔

的《可运用于多种语言的书写方式þ ，但是他感到这部作品的意图和

自己的"中文之钥"颇为不同。缪勒指出自己已经多年从事中文研

究，他认为通过"技巧" (a民ifice) 可以克服没有汉语教师指导的缺

陷一一"技巧"→词正是基歇尔一开始提出的。缪勒感叹，如果自己

( Kircher to Leibniz ,23 June 1670. Leibniz-Briefwechsel473 • sheet lr-1 v. transcribed in Paul 

Friedländer , .. Athansius Kircher und Leibniz" , p. 233. 

( Müller to Kircher , January 27th 1675 in Müller ,De inænto Sinico , pp. 6一7

( Müller. De invellto Sinico ,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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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无法出版的话，一切可能的奖励和已经花费的资金将付诸东

流。这番感叹表现出缪勒一心要在"中文之钥"出版前得到保证金

的心态。

基歇尔为说服缪勒放弃"中文之钥"讲了七点理由。基歇尔告

诫缪勒，汉字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为了反驳基歇尔，缪勒说自己对

汉字的这些特点并不感到麻烦，反而感到高兴。缪勒对基歇尔的其

他几点理由也进行了反驳，不过也同样似是而非。缪勒的反驳给人

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汉语了解非常肤浅的人。只有这样的肤

没才能解释他对"中文之钥"表现出来的自信心。有些人的说法则

更为尖刻，他们说:和缪勒的不择手段比起来，他的思想肤浅根本算

不了什么。虽然我们无法否认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但缪勒在"中文

之钥"以外其他领域的学术和道德声誉总体上还是可以的。因此较

合理的解释是，缪勒的中文知识实在太少了。此外，缪勒对语言结构

的一知半解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很普遍的。 17 世纪的人普遍对语言

的语法和逻辑层面过分强调，而对语言的其他层面，如表达方式和语

言发展过程中的自然推动力，却并不强调。这些片面的强调构成了

寻找普遍语言活动得以开展的一些前提。

.235. 

在给基歇尔的回信中，缪勒表示相信有可能将汉字和汉语口语 22/

分离开来⑧。他相信可以用一种欧洲语言的发音将汉字读出来，而

如果是为了学写汉字，声调可以忽略。缪勒又用相同的理由证明:如

果是为了学习阅读汉语，就不一定要有会说汉语的教师。缪勒是一

位东方学家，他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

在当时，欧洲学者中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些中东语言纯粹是作

为书面语言来学习的，并不需要前往使用这些语言的当地环境中进

行学习。希伯来语的古老历史和发展演化为这种学习方法提供了现

成的例子，缪勒似乎将这种学习方法也用到了汉语上。但是，当时欧

洲汉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传统，而汉语又是一门独特、难学的语

⑨ Müller , De inventu S阴阳， pp.9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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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因此把这种学习语言的方法用在汉语仁要比用在别的东方语言

上难得多。此外，欧洲还有耶稣会士等从中国回来并注重学术的传

教士，这就注定了缪勒这样的汉学研究形式会走向失败。耶稣会士

的学识远比缪勒渊博，缪勒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这-点可以从基

歇尔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基歇尔的语言学才能似乎和缪勒相差无

几，但是由于基歇尔和在华耶稣会士有接触，他对汉语的理解与评价

就远比缪勒深刻。

缪勒在给基歇尔的回信中表示，他在 1667 年《中国图说》刚出

版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一本，并作了反复研读。他说，自己在编写某些

书籍时事实上已经将《中国图说》的内容编了进去。(这里说的"某

些书籍"应当包括缪勒的《中国的碑刻扒下文将有论述。)缪勒表示

自己熟悉基歇尔的《埃及的俄底浦斯> (Oed伊us Aegyptiacus , 1652) , 

还说自己阅读了大量中文手稿和书籍。缪勒说的很可能是事实，因

为他曾是选帝侯图书馆的馆长，该馆所藏中文图书是除罗马以外 17

世纪欧洲最庞大的中文藏书之一。缪勒向基歇尔提了一些关于《海

篇》的问题，并问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是否藏有这样一部字典c 他说，

自己多年以前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得到了一本中文字典，但他没有说

明这部字典的内容以及和《海篇》的关系。

三主J 基歇尔在 1675 年 5 月 28 日给缪勒回了信⑧c 从这封信中可以

看出→些缪勒在关于"中文之钥"的大部分信件中表现出来的恼怒

和急躁。实际上，基歇尔在信中说缪勒是时候公布自己的发明了。

缪勒于 7 月 3 日迅速回了信⑨，信中对基歇尔暗指自己的发明是"错

误的妄想"颇为不满。不过，看到缪勒→次又一次地拒绝展示"中文

之钥"的内容，哪怕是→些实例，当时的人们也很难不认为他摘的东

西是"错误的妄想"。正如莱布尼茨后来指出的，任何可能购买这样

一件如此昂贵商品的人显然都有权看到它的)个实例。然而，缪勒

⑨陪hill"l" , De inl'ellto Sinico , pp. 13-16 

~J Müller , De i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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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着拿酬金的过程中不再继续编写"中文之钥"，而且根据他的

《计划} .他需要半年或更少的时间未完成"中文之钥"，以此推断.他

之所以拿不出实例，很可能就是他根本还没有一个实例!缪勒不愿

从一个尚未完成的理论中拿出一些实例来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不

过他又认为要公布一个完整的理论需要收取一些保证金是无可厚非

的。缪勒的过错并不在于吝啬地拒绝公布实例，而在于他对一个未

完成、未经检测的理论居然如此不着边际地狂热，还提出了一些不着

边际的要求。

5. 缪勒和库查斯基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从缪勒在《关于中国人的发明的几封信件……》中出版的与库

查斯基的通信，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同时代的学者对"中文之钥"

的反应。库查斯基是耶稣会士，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

( Mähren) 奥罗茅茨( Olomouc [ Olmüty ] )大学的一位教授。库查斯基

神父于 1675 年 3 月 13 日( 23 日)第一次写信给缪勒。他说最近他

得到了-份f' 中文之钥"计划> ，随后和几位学者，尤其是罗马、佛罗

伦萨、帕多瓦和德国几个城市的学者通了信。库查斯基说，他发现学

者们对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发明存有怀疑，大家普遍认为"中文之

钥"是 A个骗局。不过他对此事很好奇，特别是注意到"中文之钥"

在书店买不到，因此写信给缪勒以求弄清这件事。 库查斯基可能感

觉到缪勒当时急于弄到资金，因此暗示这样」个教授汉字的捷径在

佛罗伦萨的宫廷一定能换来可观的利润。

库查斯基在信中还列出了一长串关于"中文之钥"的问题，他让

缪勒只需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和基歇尔不同，月二查斯基对汉语似于

完全不了解，不过可以看出，他是欧洲语言和某些中东语言的研究

者。因此，库查斯基问，使用缪勒的"中文之饵"学习汉语是否只需

两到三天。他还询问"中文之钥"是否也可以用来学习希腊文、埃及

文、达尔马提亚一阿尔巴尼亚文和亚美尼亚文。这些语言可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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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查斯基语言研究的领域。他问"中文之钥"是否能在没有中文教

师帮助的情况下教授汉语，人们能否记住这么短时间内学会的汉字。

他还问"中文之钥"是否教授汉语完整的语法规则和词汇。他问汉

语的语音和拉丁语相比近似程度如何，"中文之钥"所教的是不是受

教育的中国人的语言。最后，库查斯基似乎对缪勒所要求的保证金

产生了疑问，他问缪勒收取的费用是否和他付出的劳动、花费的资金

成比例。

z2? 缪勒很快在 1675 年 3 月 23 日作了回复，他回答了库查斯基提

出的每一个问题，不过他不愿谈及任何涉及"中文之钥"本身的问

题，并再次重申，只有在他公开约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他才会发布

"中文之钥"⑩。因此，缪勒的答复中只提供了关于"中文之钥"的间

接信息。他说，三天的学习太短了，需要八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他

表示三天时间可能足以学会发音，但还不能读懂汉语。他说，"中文

之钥"既不是语法书，也不是词典，而是官员所说官话的语音词典。

这个说法让人无法理解，因为就在三个月前，基歇尔在写给缪勒的信

中坚持认为需要会说汉语的教师，而缪勒在答复中强调他的"中文

之钥"是教中文阅读，雨不是口语的。不过，既然缪勒在同→本书信

集中同时刊出了这两封信，他自己很可能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

谈到酬金的问题，缪勒解释说，要不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有价

值的样本，是不会向人索要酬金的。在 17 世纪晚期的柏林，排印汉

字文本显然是一项大工程，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进行印刷

之前，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制作汉字的活字。

库查斯基在 1675 年 4 月 20 日又给缪勒写了→封信⑧，信中提

了一系列关于汉字本质的问题。缪勒的回复很快，不过很简短。在

达成付款协议之前，缪勒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缪勒的做法显得太过

心胸狭窄，但却和他在《计划》中约定的条款完全一致，这一点库查

⑧ Müll凹 ， De invento Sinico , pp.21-23. 

( Müller ,De invento Sinico , pp.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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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缪勒十分坦率地承认，库查斯基所提出的

关于汉字"古"和"朝"结构的问题，自己并不知道答案⑧。(库查斯

基似乎是从基歇尔《中国图说》景教碑的中文碑文中摘录了这两个

汉字⑨)。

.239. 

可以理解，库查斯基希望了解更多信息是学术界对缪勒宣布发 22/

明"中文之钥"的典型反应。在伦敦皇家学会 1674 年 3 月 19 日的会

议记录中，记录了奥尔登伯格先生收到的一封来自缪勒的未署明日

期的信件。在这封信中，有"一位匿名人士愿意有偿提供一把开启

中文的钥匙;即使是能力一般的人，学习起‘中文之钥'来也非常简

便快速'吻。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位"匿名人士"就是缪勒本人。可

能是考虑到由自己推销自己的发明太过失礼，缪勒显然是让勃兰登

堡宫廷的埃尔斯霍茨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皇

家学会对缪勒"中文之钥"公告的答复带着一种好奇的关注，是一份

无可挑剔的学术性答复。学会请求缪勒寄一份"演示他发明的样

本"。当然，意料之中的是，样本并没有到来。在 1681一1682 年学会

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学会又收到了一封从柏林寄来的信，信中埃

尔斯霍茨博士称缪勒"仍旧准备"提供"中文之钥"的样本，在反复考

虑之后，"他愿意传授自己在那方面和其他新奇事物方面的知识"⑨。

这里所说的"其他新奇事物"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特有的说法，特别能

唤起 17 世纪"好奇"的博学家的共鸣，但 20 世纪的专家则不以为

然。不过当代的专家总体上是尊重 17 世纪皇家学会的学术氛围的。

值得注意的是，皇家学会对待缪勒鼓吹的"中文之钥"的态度是严肃

的，学会甚至还向他询问进一步的详情。这样的询问应该能帮助我

~ Mü l1er ,De in阳110 Sini仰， pp.26-27.

:!v K町her ， Chillα illllslrata ， pp. 12 & 13 间的折页是大秦景教碑碑文，汉字"吉"和"朝"分

别出现在碑文第 28 列 31 号和第 29 列 59 号处 J

~ Letters relαting (0 the afJ;'irs ofthe Royal Society 1663-1675 (Lonrlon , 1757) III 、 13 1.感谢

卡夫女士使我注意到这段'1 1 文 3

。 Letters... ~r the Royal Sociel)' 1 V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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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学术的视角来评价缪勒著作。

6. 缪勒和莱布尼茨关于"中文之钥"的通信

莱布尼茨是那些愿意相信"中文之钥"的人士之一，他对"中文

之钥"的兴趣非常大，甚至主动和缪勒开始了间接的通信。促成菜

布尼茨与缪勒通信的机缘好像要从莱布尼茨在汉诺戚宫廷担任顾问

和图书馆长一职说起c 莱布尼茨在 1671 年和汉堡的东方收藏家福

格尔有过几次短暂的书信往来。福格尔死后，菜布尼茨曾前往汉堡，

1678 年，他在那里商谈为汉诺威的弗里德理希公爵购买福格尔的

3600册藏书的事宜⑩c 我们在汉诺威的某布尼茨与缪勒通信档案中

发现了缪勒写给面格尔的信，日期是 1675 年 10 月 7 日。这封信似

乎和福格尔的书籍→起到达 r汉诺戚，菜布尼茨可能就是这样获悉

了缪勒的汉语研究。(缪勒的信件主要是关于中国的，还专门提到

了基歇尔和殷锋泽神父。)

z2.J- 1679 年 1 月 29 日 (2 月 8 日)选帝侯的御医埃尔斯霍茨给莱布

尼茨写信，在信中列出了缪勒的著作清单。(这个清单很可能是应

莱布尼茨要求丽列的，但莱布尼茨和埃尔斯霍茨此前并无任何通信

记录。)埃尔斯霍茨在 1679 年 4 月 5 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说要给他

寄一份缪勒的《对中国事物的七项研究>) (Hebdomω obsen;ationum de 

rebus Sin川军， Berlin 1672) 。在 1679 年 6 月 24 日(7月 4 日)的信中，

莱布尼茨对缪勒希望在经济状况好转前对"中文之钥"保密的考虑

表示理解，并建议缪勒另找赞助人。不过，莱布尼茨对"中文之钥"

的好奇心太强了，他忍不住问了关于"中文之钥"的 14 个问题(仁一

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翻译和讨论) ，却→直得不到回答。也许是对

缪勒没有凹复感到尴尬，埃尔斯霍茨向莱布尼茨转发了缪勒 1679 年

( Kurt Miill凹 ， EiIlP Chrollik ,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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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和 7 月 7 日的间接答复⑩。在这些信件中，缪勒又把他的条

款重申了」遍。在他看来，这样的重复一定很烦人。他说自己宁愿

不谈论"中文之钥"，因为他已经跟很多人谈论过了。的确，缪勒和

基歇尔、库查斯基以及皇家学会就"中文之钥"的通信可以说是缪勒

在更大范围内通信的代表。而缪勒《计划》中的语气是如此吸引人，

人们很难对莱布尼茨的询问表示责怪。至于为何不愿再回答任何关

于"中文之钥"的问题，缪勒的理由是:没完没了的回答使他无法完

成其他的著作了。他有些恼怒地说，他一直没有收到任何为"中文

之钥"支付的酬金。他说，哪怕只公开"中文之钥"的一小点内容，也

可能导致全部内容的泄露。

缪勒的答复让莱布尼茨大发雷霆。在汉诺威保存的莱布尼茨书

信中，我们发现了 1679 年 8 月 5 日莱布尼茨致埃尔斯霍茨信的两份

草稿。其中一份在第二页的中间中断了。另一份则是一封四页的完

整书信⑩。那份不完整的草稿反映了莱布尼茨对缪勒粗鲁田信的震

惊。对于缪勒企图不透露"中文之钥"任何信息而得到报酬的做法，

莱布尼茨自己也打了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说买马的人总是希望先

查看一下要买的马。令书信繁多的莱布尼茨尤为不满的是，缪勒说

自己拒绝回信的原因居然是他正忙于其他的事务。莱布尼茨认为缪

勒应该能够回信，时间不至于紧张到这种程度c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不管是出于政治上的老练还是其他更为理智的原因) ，莱布尼茨把

这份草稿保存起来，寄出了另一封信。这另一封信的草稿中仅在两

段关于其他内容的文字间漫不经心地略提了一下"中文之钥"。不

过，莱布尼茨的语气显然是冷冰冰的。他说，自己对缪勒答复的态度

感到吃惊。并说，对那些希望至少了解一下他们还未见到的东西的

人，缪勒不该进行指责。

在j) Leilmiz-Briefweehsel666 , sheet5r-5v & 7 1'. 

⑩ 这份不完整的草稿见 L.仙njz-Briefv.le巾iel666 ， 8h时 15r-15v (copy on sheetl4r) '，'另一

份完整的信见 12r-13v (eop) on 10r-11 v). ,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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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绍' 莱布尼茨是→个有耐心的人，就在这封写给缪勒的信中，他又一

次试图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他说自己有一本四开本、八十页的中

文小书，问缪勒是否愿意全部或部分地帮他翻译和注音。缪勒于 8

月 24 日 (9 月 3 日)通过埃尔斯霍茨回了信，说莱布尼茨最好把书或

者题目奇给他，这样他才能决定是否有翻译的价值。莱布尼茨一定

是照缪勒的要求做了，因为缪勒很快就在 9 月 7 日 (17 日)又通过埃

尔斯霍茨回了信，说自己宁愿翻译别的书，因为殷锋泽神父已经翻译

过莱布尼茨询问的这本书了。这里指的是耶稣会士殷锋泽所编译的

中文经典《中庸》的拉丁文译本。这个译本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

学} ，其实是集体翻译的成果，其中一半内容于 1667 年在广东出版，

另一半于 1669 年在果阿出版。这本小书曾被翻译成法文，于 1672

年在特维诺的《各种奇异航行记} (Relations de divers voyαges) 中以

《中国人的学术} (La Science des Chinois) 为题再次出版⑩。由于《中

国的政治道德学》发行量十分有限，缪勒可能是从特维诺的作品中

看到这个译文的。

7. 对缪勒学术水平的评价

缪勒对汉语究竟了解多少?人们的估计非常不同。鲁道夫是专

门研究埃塞俄比亚语的，据他说，缪勒虽不能在完全不做准备的情况

下阅读汉语，他对汉语的了解还是很详尽、深入的⑩。不过鲁道夫本

人不懂汉语，人们可能会怀疑他的评价。自学成才的杰出汉学家巴

耶尔对缪勒在《中国的碑刻》中处理基歇尔《中国图说》中景教碑汉

字碑文的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⑩。斯齐尼亚克先生指责缪勒和门

⑩ Melchi的lee Th岳venot ， Relc.山)1~， de divers vOJages 4 vols in folio. ( P.町叫 1663-1672) part 

IV ，作为一个部分出现(共十二页) ，其前后几个部分的页码均不连续。

( Kraft , "Friihe chinesische Studien in Berlin" , p.106. 

⑩ Bay凹 ， Mu.，eum Sinicum , pp. 35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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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尔本身对汉语一无所知，是学术割窃者⑩。目前对缪勒的汉学著

作最有研究的学者卡夫女士看法比较谨慎，她认为考虑到缪勒和中

国并无接触，他所作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243. 

从缪勒关于中国的著作来看，我可以断定他知道一些数量有限 227

的汉字，但是他的能力仅限于解释单个的汉字、短语或阅读题目。他

的汉字量还不足以翻译任何完整的汉语文本。(菜布尼茨要缪勒为

一本汉语的小书进行翻译和注音显然是超出了他的能力。)因此，缪

勒自称的在汉学方面的能力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可笑的。不过

17 世纪晚期的标准却很不相同。将缪勒评价为早期汉学家要公平

得多。除了从来访或返回欧洲的传教士那里偶然得到一些机会， 17

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没有学习汉语的其他机会。他们只能以一种今天

看来属于割窃的方式来依赖别人的著作。不过在当时的欧洲，早期

汉学家缺乏足够的汉语知识与其说是一种罪过，不如说是一个事实。

缪勒和同时代的某些人曾被冠以黑l窃和冒充汉学专家的沉重罪

名。有一位批评者说缪勒和门采尔是"寡廉鲜耻的 17 世纪大学

者"，是"外来学问的一群业余学者"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在他们感

⑩ Boleslaw Szezesniak , .. The Writings 0 1' Michael B阮oy严川111" ， Mo佣n阳阳tμωu川川m阳7η，en

lω955) :504 & 50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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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领域中搜寻马上可以拿来出版的材料"⑥。但是有些指责太

过头了，并未考虑到 17 世纪的汉学水准和现在是无法相比的。在评

价缪勒的汉学著作时，一个额外的复杂之处是他对中东语言的掌握

程度。正是他对中东语言资料的研究为他创造"中文之钥"提供了

最初动因。拉赫(Donald F. Lach) 认定缪勒在中东语言方面是一位

受人尊敬的学者，但是没能提供什么书面证据。他提供的只是证明

缪勒中东语言水平的一个反证，即在这个领域怀疑缪勒学术水平的

人很少。拉赫先生还引用了奥古斯特·缪勒 (August Müller) 的判

断，即缪勒的波斯语翻译并不准确⑩。

⑥ 是斯齐尼亚克给缪勒和门采尔戴上了这些罪名。更为详细、严厉的指责见"The Writ. 

ings of Michael Roym" ,pp. 504-.508二斯齐尼亚克还称缪勒和1门采尔为"假装懂汉 i茸

的自封的汉学家\他还说"他们出的书实际上是对卡弥恪著作的剩窃" ..他们将卡

弥格的著作以自己的名义编辑出版是剥窃史 t典型的剿窃行为" 另见.. Athanasius 

Kireher' ;; Chinn illustrnta" ,Osiris 10 ( 1952) : 398 和 "Th~ beginnin停。f Chine附 lexicog.

raphy in Europe" , jollmll! ofthe American Orienta! Soc附 67 (1947) : 164-165υ 在这里

必须补充网点意见。第与斯齐尼亚克先生对缪勒和门采尔的过度批评与刻薄态

度相对1茧的是他对基歇尔和卡弥格神父不加鉴别、一味赞扬的倾向。这使得斯齐尼

亚克把成果都归到了卡弥格的头上。比如基歇尔《中国同说》法文版( pp. 324-367) 

中的一本汉法词典，以及表示汉语声调的调号的使用，都被认为是卡弥格的成就，而

后者已受到 r质疑。这些成果的归属问题已经成为 F 一个纠缠不清的学术争议的→

部分。斯齐尼亚-克赞 rnJ Rohett Chahri注在 llIichllel B叩n jésuite polο l1 "ise et !" fin de Ming 

en Chi l1e 1646-1662 (1'aris , 1933 )中的观点，不同意{白希和在1'aul 1'"lliot , .. Michael 

Boym" , T' Ollllg pao 31 (1935): 136.-137 中的看法〈斯齐尼、Il'.克赞成卡弥格是汉法

词典作者的观点 3 后来，斯齐尼亚克归到 1、弥格头上的上述两个成就都遭到了质疑，

见 Walt,.r S臼inl0n ， "T、'he a旧刷ttrih加】旧utHω川011 t阳0 岛M阳<li，忙讪cha回ael Bo町y川mo叫f‘ lwo e凶a1向l与ya缸叫chi川e\;肝、v附1它咽佣e凹emen吐ts of w 峭p-st扭en口rn s旧陆I卜-

nolog窃y

齐尼亚克的标准.卡弥格和基歇尔也应被算作是剩窃者。第二，虽然斯齐尼亚克的指

责可能有些太过尖刻，缪勒学术研究中的某些做法以 20 肚纪完全不同的标准来看的

确应被称为黑l窃 3

⑩ Lach , "Chi肘se studies of Aml肥剧 Müller" , pp.568 &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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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勒出版的著作反映了他汉语研究的性质⑩。他对大量各种各 ..!2f

⑩ 缪勒出版的第 本关T 中国的苦作挝然是Of:':契丹地用历史 ，þ( /Ji呵In~Lfw g('ogr叩him et histο阳(/ dc 

Chataja 嘈 1670) ，这是斗二Jffìè以及传教士描述契月的小型资料ìi一编俨随后是{Lb'可·波罗游i己》的一

个拉丁文版 (1671 ) 其后ILZ本关 F大奈景教碑的简盐1 若ft'， ('1' 国的碑麦IJ'ì U^，ctio 阳川umenlÎ Sini

川， 1672) 是对出现在基歇尔《中网阁说〉中的卡说:将及其中!司合作者对景教碑翻洋和解释的转载 1 缪

盼j所做的就是为 í"个ì)('['自己(音符，这可能反映 f他在"中文之钊"叶1所做的 些〔作( l.a(.h , "Chi

lJest' sludit's (1f '\ndrf'à~ Mül1t:,r". p. 567 )第四本关于呆教碑的书《石碑的历史)) (Historia lapùlis) 

( 1672门中收入 f摘自(['1' 1专毅|撰习的天于 Ef教碑苦作的 些段j在 这些传教士包摇啊德昭、|可i

玛陆、日匡 Ir1 、|、你恪歧 l、词:格的中国合作者v Z第古之本是《论叶中'[1闰1 召碑的儿个i泣H梓手》川(l胁')e mο川011川川1川(1川Jμ川rη2旧阳P陀附/ef/凹川川f/川'11阳υ 

5珩1川川1l lrO ('(1川阳f11(

4奋牙一些i注主释1是-缪韧"与1的.其巾提到 n他也的"巾h 文之钮饥j" 以及它旦为J汉i语E学J刁j带来的莫大h方-使 (A川rt'a~

M阳II让山ι11比1，俨凹磊r飞.1μ~.叫t川4οJ n1ο川n川川2川川IlnU'川ρ叫f/tiS川C口i ， ße凹川rl巾lin ， l泊67η2 ， 1俨》λ.1口2) 随E后气是《机，.对阳.j 中 l'川1叶i'事笋物的 七」吵顷』贞i旧阳耐创|究》讥(11，岭/cbd呐lμrοJ川f/阳y

tu阳汇

. iH约~R1 f~开始在中国的中国传教士的概述 1 第 1项是根据年代排列的历代中国帝]表，内容不如l

i也日米的《中 i茸的南王)ì (Bwihcon Sill(' fI.w') (1679 ，?)那么 i丰封IL 缪勒的材料 i宁要来 (1 ]1J五同的 '1' 问

，tl~ '1c HI658) 和门多萨的《中华大"fi网史))( 1596) 其余各项研究纣别是:竹人参这种植物的非常

简短的讨论、从~ ，-~ TiT • 波罗游i己》中摘束的地理方面的论述以及育天文象的顺印刷l定位夺天文学厅

而的内容缪勒《中国的帘10巾的内窍摘自日 If; 国、门多萨的著作，还有 那缪勒认为足 Ahrlallüh

Jan-Umur Baidftwl 所与的波斯文中 r"IJfJ史书.另外还有一阵没有特别提拔的中文于执 J 这本书中有

个历代中间，品 E去，从Lr'îJÏ到 1662 年康熙电帝登基u 不过书中误将康熙斡慕的 fl 代ìS~成 f

1666 年产伏羡是第 üHJ确切登基f].j l口]( UJI 公兀lÌíJ 2952 吁 J 的帝王，但在他之fìiJìf 列 ú .lt他 '(fi 一干 ， J主

显然是将神 ì，l;勺历史混为斗贞(.不过，从传说中的夏朝汗始.各个朝代的时间还足跟一般公认的时

间基卒吻介的. t 位吏蓓的 }Ij:去也是比较完整的 缪勒的们 l'华'品闲地用词 iL: f 册Î'(l，ηl}lerii Sinensi.~ 

nοnJf'llclalor geogral山(.，叫( 1680) 由 1783 个IH拼音书写的中国地名组成，按 ffJr扫191]，有经纬度数据

拉赫先生认为，缪勒这个列去中的资料来自阿姆斯特丹市长 N川101as \y阳，n (1717 年平) 1666 年从俄

同返 i"IM带到两欧的-幅地问「见l，a('h ， "Chi时时 :-;tuJ阳 01 AnJrcas !IIül1er" • p. 570 以反 Donald F. 

J..at'h .lrans., The f'refart> (o l.....e ilmi:' 叫.'Ol'issima Sinira (Ho l1olulu , 1957) p. 41ρ"\\'Îlsen 的地图经由 Aclam

Branrl (1699) 修正，被复制l'dt!.译牛"7在布尼茨的灿rissinw S川zm.d旧肘neues拙t忖c

飞'\e坪附el甘ra‘atl川川巾t吐山h &: Hp，nn阳111 Reî川nb灿0川t山lw‘孟， tran<.:‘ & 刊叫l约 (ι010吕n时e 嘈 197河9) 1'p礼.1川16-1门17 缪勒i注￡有 」斗丰卒S立，<萍对I中国反

范H剧4吏J'、的聪串栩扫 I地也区寻事手物 l的}而甘 i评斗平;::ì述主'按字马排列》川(1胁')e S抽阳rυF阳阳m mα叩目F川M川E叫俨'I"e Tartari rf'hns commentatio al

phabl'lica.约 1680). ì在 1，手u现代的外同文化介绍l=:j 指南几乎丰[jJ:':X;儿 把中收入将近 百个词条，

按字 1'):排列 其中包括中国的天文学、佛、孔子(该间条篇幅相、'j K:)、伏姜、蛇、天子( ~Il rl' 国阜帝)、

t帝以&.一些iij;及亚洲地理力 l丽的j.ij条 r 在扫的扉 !í\L!翌Ifi!J称书中内容')1 f1 马Ilr '波罗的东 h历

史以及"大进 F病.. (缪勒喜欢.ì11:行浮夸描述的这个倾向在他那个lI'm是很典刑的 j 马时·波罗在

蒙古人统治全亚洲的时期游JJí f 叶?因 J星勒1(.]'& jjT • i彼皮罗 i立E献的依锁也许口叫J 以说明为{什|么该 H的 i同司

条介t绍目 i的白是整 t、业业伞洲的f怕白 i况兄.而不是专门介绍中凶 缪勒对近东的研究反E映虫在 i他也的《阿叶市I仕拉.臼j达主
瓦f鲁寻斯 I巾F囚史》训(4拍11(1血rαt!1削旧，ß，品俨刊川idα川E阳守η附阳(('凹i h川川ιωl-.~l(、u山"

I山且.缪韧勒j错误地认为足 Ab贝山L

人巳崩那H卡辛提( Banükaf刊所写的不衍的世界史 Ta' rïkh-i-HanãkαIï( 1317) 中的第八部分 见(耐ngt' Sar

lon.fli-Slo r_l (~f srienct;' (Bahimort" .1947) 111 ,976-977 另见IIl .731 c 巴那卡提附界史的这-部分是关

于中国的.其中有对中国人印刷术的重要记载，缪勒将波斯文迸hf编辑.并将其译成拉 r文，这→点

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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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中国事物都有兴趣，但是没有对任何一个课题作过持续、集中的

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往往流于肤浅。这个特征反映在他出版的关于

中国的各种著作中，这些著作在内容上零散而不成系统，平均每本书

都不到 100 页，而且是小八开纸。缪勒的学术研究大量地借用了别

人的成果，这种情况在当时却也并不少见。基歇尔的学术研究也是

兴趣广泛，原创性不够，但基歇尔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特点，而

缪勒则做不到@。

8. 对"中文之钥"的神学争议

Jj伊 "中文之钥"的故事发展到这里，神学上的争议出现了。从 1668

年开始，路德宗的人就怀疑缪勒是基督教信仰各派调和论者。因为

他作出妥协，在信仰归正宗的选帝侯发布的"宽恕令"中要求的声明

上签了名。在这场神学争议之初，缪勒似乎得到了选帝侯的坚决支

持。但是十年以后，缪勒的中文研究使得这场争议又重新开始，缪勒

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

导致争议重新开始的原因是有人以为缪勒的"中文之钥"即将

出版。格雷布尼茨(Elias Grebnitz , 1627 -1689 )是奥德河畔的法兰

克福(Frankfurt-on-Oder) 的一位逻辑学与玄学教授，并在所谓的"勃

兰登堡选帝侯大学"的高级神学教席中拥有一个实际上是名誉性的

职位@o 167冗8 年，格雷布尼茨出版了一篇论文，题为《归正宗和路德

宗的指示》们(【Un附l

这篇论文把矛头指向了汉语O 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缪勒"中文之

⑩ 吸收 17 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学术特点，缪勒创逅了一种计算时间和日期的夭文学和数

学计算法，名叫 "0句pu山s 叮叩n阳配川ld丁，hron】H川m旧sm阳川orUIl

德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数学教授 C仙h，【ristian Grü山un肘lebu川u盯1<咆g 斥为一派胡言，漏洞百出 O 见 We

hr , " Andreas Müller" , p. 31 。缪勒的手稿"Opus synchronismorum" 保存在东柏林的德

意志国家图书馆手稿部。

⑧见 El剧 G时mitz ， Verthädigung gegen...Müller (Frankfurt-on-Oder , 1681) 。



第七章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247. 

钥"中印刷出版"神"一词的汉字就违背了《圣经》禁止呈现神之形象

的规矩。因此，格雷布尼茨认为应该禁止缪勒出版"中文之钥"。

缪勒回应格雷布尼茨攻击的论文是《对汉字及其刊印的指示，比

格雷布尼茨博士先生的指示更好……~ (Besser Unte时cht von der sineser 

Schrif.ft und Druck αls etwα in Hrn. D. Eliae Grebnitzen Untem出...)@。

这本 40 页的小册子对格雷布尼茨论文中的三页集中进行了逐条反

驳@。格雷布尼茨的推论是:汉字如果和事物本身形似，那么"神"一

词的汉字就是神的图画式表现，因此是被《圣经》所谴责的。为了支

持自己的论点，格雷布尼茨引用了《申命记~ (4: 15-29) 和《罗马书》

(1 : 19-23 ) 0 [格雷布尼茨还引用了《利未记~ (26: 1 )、《以赛亚书》

(40: 18-20) 、《耶利米书~ (10: 1一15 )和《哈巴谷书}C2:18-19)oJ

在这一段中，格雷布尼茨没有引用摩西十戒第二条中禁止使用偶像

的说法[<出埃及记~ (20:4门，尽管所引的《圣经》其他段落也包含

了相似的内容。

格雷布尼茨自称对汉语并不了解，却并不认为写这样一篇论文

有何不妥。因为在 17 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属于非基督教徒的各种语

言和各种宗教信仰的相似性要高过差异性。缪勒应该也接受了同样

的观点，所以他的回应文章中除了提到汉语，也大篇幅提到了墨西哥

语、埃及语及其他语言。格雷布尼茨和缪勒均多次引用了《圣经》。

确实，从格雷布尼茨和缪勒的文字中可以反映出，德语作为学术交流

的载体在使用上仍很有限，在涉及术语，特别是较为抽象的概念时，

约有四分之→的情况要改用拉丁语。

@ 汉诺威皇家图书馆收藏的缪勒《对汉字及其刊印的指示，比格雷布尼茨博士先生的指

示更好……~ (Besser (j nterricht )术标明出版日期和地点，是附在格雷布尼茨的《哎缪

勒的卑劣论文，柏林的牧师缪勒先生企图在该文中以教授汉字和汉字印刷术为借口

隐瞒自己由于无知而对归正宗和路德宗教诲的站污~ ( Verthiidigung gegen.. . Müller )之

后的。

@ Elias Grebnitz , Unterricht v()n d旨r R，价rmirten und Lutherischen Kirche (Frankfurt-on-Oder 

[ ? J , 1678) eh. 1 ; pp. 32 ,33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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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当然，缪勒自认为汉语水平比格雷布尼茨高，但他谦虚得让人有

些吃惊，他甚至一度说过"我的汉语和埃及话水平其实十分有

限。"@i一个自称已经发明了"中文之钥"的学者说出这样的话来，实

在是令人吃惊c 不过，我们应看到，虽然用强调专业性的现代学术标

准来衡量缪勒的这番坦言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但以 17 世纪

的标准来看，却没这么严重，因为当时采用泛泛的、博学性的方法来

获取学问，对所有语言和非欧洲文化都有一些预先的基本假设。缪

勒引用的汉学资料作者中有四位在华传教士-一一白月心、殷锋泽、卫

巨固和i金尼阎 J r涂臼乃心外，其余三位都系统学习过汉语。但缪勒

所寻|材料的绝大多数其他作者却几乎都不懂汉语，都是依靠二手材

料写书的。这些人包括基歇尔、尼霍夫、王自切斯和斯比塞尔 c

缪勒针对格雷布尼茨的辩驳基本上是通过两条思路来进行的。

第 4条思路是:与古墨西哥文字不同，汉字不是象形的，不描绘事物

的形象@。第二条思路是:论证汉语中没有表示神的字。这个说法

基于两点。第一点，缪勒论证即使是使用汉字的日本人，在指称神时

用的是拉丁语 Deus 或西班牙语 Dio白，而不是一个汉语中自有的

词@。第二点有些循环论证的味道。他说，既然中国人是异教徒，而

《圣经·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C4:5) 和《以弗所书}(2:12) 中

都说异教徒不知道犹太、基督教的神，那么中国人不可能有 A个指称

神的词②。

可笑的是，缪勒得出的结论远比他的推理站得住脚。现代学者

证实，汉字尽管在最初阶段有象形文字的性质，却在 17 世纪之前很

早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纯象形的了。而另一方面，汉语中指称神的

词"_l-:_帝"和"天主"的汉字从字源上看却包含象形的元素，这让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了。缪勒得出的结论，即汉语中不存在指称犹太、基

G全 Müll凹 ， Besser Unlerrirhl , p. 23. 

( Müllcr ,Besser Unterrichl , p. 18 ,20 & 23. 

$ Müll，汀 ， Besser Unterricht , p. 15. 

@ Müller , Besser Ullter时ht ，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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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传统中唯→真神的固有词语，是围绕耶稣会适应政策的论争中

诸多焦点之一。这场论争当时正逐步升级，后来在礼仪之争中达到

了高潮。缪勒显然对礼仪之争的关键问题并不知晓，这表明缪勒和

在华传教士缺乏接触，这一点与缪勒的柏林同行门采尔的情况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3

.249. 

缪勒对汉语中指称神的术语的解释暴露了他汉字知识的缺乏。 2;:;;

他接受了基歇尔的说法，即"佛"这个词表示"中国最高的神"，是汉

语中用来指称神的词语@。用欧洲的非基督教信仰来解释中国的宗

教信仰是基歇尔的特点。这种方法是不可靠的，用在这里更是有些

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佛"指的并不是"中国最高的神'\而是佛陀c

在公元 1 世纪以后，佛教从印度进人中国，"佛"这个词才开始使用。

和犹太、基督教的神更为贴近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帝"一词，或者

甚至是 17 世纪把两个古代汉语词"天" (天空，天堂，同时具有物质

上和神化的意义)和"主" (世俗的统治者)合起来形成的词"天主"

(天堂的统治者)。

让人惊讶的是，这两个指称神的词缪勒都知道。在他的《按字

母表排列的大中国及鞋扭事物评论} (De Sinarum mαgnaeque T artari 

rebllS Commentαtio alphαbetica) 中出现了"上帝"和"天主"这两个词。

这本八开本的书是缪勒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编辑的，只有区区 71

页，是典型的缪勒式的小书。在这本书中，缪勒写人了关于"上帝"

的一个词条，他给的定义是"神的汉语名称"⑨。同样在这本书中，对

"天主"一词的说明则简单得多，缪勒寻!门多萨的话，称"天主"是表

⑨ M山时 ， Be，ser U1l1erricht , p , 16. 

⑩ Andreae Mülleri ~ Commenlalio α怡haheticll ， pp. 47→48. 这本 71 页的书按字母顺序罗列

了重耍的巾罔和聪草朝日l!词i语昔， J山包版时未印日期和出版地'不过很口吁I能不会晚于 168创0 年ο

因为 Mu创il1阳e臼凹且r ， B岛ess附e旷r Un指悦nl阳e旷rr阶icl巾h加lt (168削0η门) , p. 2刀i 让读者参看 C仇om阳"附，

有关‘.丁1:".;，帝I背"的i词叮条.这一点N可J 以证实 ct例W删m川川mη1阳rent山阳，αlt阳"ωoαalp川，，1仇hab衍阳e时f

f年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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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神的汉语名称@。缪勒在《对汉字及其刊印的指示》中为何不对

"上帝"作进一步说明，有些令人费解。也许是因为他只知道这个词

的拼音形式而不了解汉字，因此无法理直气壮地论证这个指称神的

词并不是对神的形象的描绘。而且，由于缪勒论证了汉字不是象形

文字，以及汉语中并没有表示神的词语，"上帝"一词的存在就显得

和他的论证互相矛盾了。

然而缪勒不太走运，他的对于格雷布尼茨对自相矛盾的地方更

加敏感。 1681 年，格雷布尼茨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了一本

《驳缪勒的卑劣论文，柏林的牧师缪勒先生企图在该文中以教授汉

字和汉字印刷术为借口隐瞒自己由于无知而对归正宗和路德宗教诲

的咕污} (Verthâdigung gegen...Müller) ， 题目充满了火药味。格雷布

尼茨抓住了缪勒的自相矛盾之处，说如果像缪勒在《对汉字及其刊

印的指示》中所称的那样，伟大的中国教育家孔子说"上帝"是神的

名字，那么缪勒又说中国人没有表示神的词语@就显然是自相矛盾

了@。

JJff 格雷布尼茨又进一步说，基歇尔关于中国的各种著作( <<中国图

说》元疑也包含在其中)在内容上比缪勒的著作要丰富得多。格雷

布尼茨尤其注意到基歇尔说大秦景教碑上有一个表示神的中文词

语。格雷布尼茨的结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似乎并不知道大秦景

教碑是中国的基督徒所作，这些基督徒当然会竭力避免使用一个出

现偶像的词，因为这是《圣经》所禁止的。事实上，大秦景教碑上出

现的表示神的词语是"阿罗词" (ιlo-he) ，这是叙利亚语"神"的音

译O 叙利亚语的"神"一词来自" Elohim 

"吁Yahweh"都是用来表示神自的甘@o 因此中国的景教徒似乎认为，尽管

汉语中本来并没有和"神"一词相当的词语，但一个中文的音译词并

( Müller. Commentatio alphαhetica ， p. 18. 

@ Müller , Be.<ser Unterricht , p. 21. 

@ Gr时eb、)nÜ世山it归z ， Ver巾tl由h诅由削且缸浏d均1

@ 在《诗篇》问42一8盯3 中有用"E日10呻him"一 i词司表示神自阪的4甘j地方 O



不会违背禁止出现偶像的原则。

第七章德国早期汉学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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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勒在 1672 年出版了根据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材料编写的

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三本小书，因此他肯定对"神"一词的音译词用法

有所了解。在卡弥格神父对《中国图说》中景教碑碑文的释义中，

"神"一词的音译被明确地译为"Olò ， ò yu" ，即迦勒底语中表示 "Elo

ha" 的一个名字@。大秦景教碑的碑文中使用了一个音译词，而不是

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词，缪勒可能就是以此为根据，得出了汉语中没有

表示神的词语的结论。实际上，缪勒所说的"中国人显然知道该如

何称呼神，不过他们并没有用一个单独的词来称呼神，因此也就没有

用一个单独的汉字来表示神"~可能就得自这个例子。遗憾的是，缪

勒没有为他的结论找到什么可靠的证据。

总体上看，格雷布尼茨的驳斥并不是一篇精彰的文章。它完全

是在争辩，实质上是对他最初的《归正宗和路德宗的指示》一文中的

论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因此，和众多的此类争议一样，这场论战不

是靠说理取胜，而是靠宣传策略取胜的。在这方面，格雷布尼茨明显

胜出，他在缪勒的反驳文章出版以前就得到了一份，并将自己回击的

文章在缪勒的教区四处散布@。

虽然缪勒己经得到了在 1676 年出版"中文之钥"的特权，这场 2fV

争论却将计划彻底搅乱了，出版的事因此受到了阻挠，而当选帝侯也

从中作梗时，缪勒放弃了反抗@。后来，缪勒抱怨道，都是因为格雷

布尼茨的论争才让"中文之钥"的出版泡了汤。这很可能是有道理

的。但选帝侯犹豫不决的态度显然也在其中起了作用。选帝侯似乎

确实希望"中文之钥"能够出版，却又害怕勃兰登堡势力强大的集团

~ Kirr如r ， China illustra阳， p.29. 在《中国图说》对大秦景教碑的翻译中，给出了一个不太

一样的音译词"holooy" ，见 p.220

~ Müller , Besser Unterric旬， p.15.

ø Lach , "Chines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p. 573 & Kraft , "Frühe chinesische Studies in 

Berlin" , p.l03. 

@ Kraft , .. Frühe chinesische Studies in Berl旷， p.l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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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此产生不满，因而不愿公开支持缪勒。

格雷布尼茨死后，这场论争又被重新挑起，这次的神学焦点有所

不同，却仍然搅得缪勒不得安宁。选帝侯显然向强大的压力低了头，

1684 年 6 月，他命令将缪勒所有的中文图书归还给图书馆@。选帝

侯虽希望把缪勒继续留在柏林，却还是不愿公开对缪勒的支持。缪

勒强行要将此事解决却遭到了失败@。于是，缪勒在 1685 年 l 月请

求解除自己的牧师职务⑩。选帝侯希望缪勒能继续留任，便给了他

另一个职位 图书馆馆长，但是缪勒对柏林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

了，他想逃到环境更平和的斯德丁③。不过，缪勒却非常想使用选帝

侯图书馆里的藏书，他向选帝侯建议，让他居住在斯德丁，但继续为

选帝侯供职，并允许他在支付押金后从图书馆借书。选帝侯没有答

应③。

于是，缪勒在 1685 年带着→笔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离开了柏林，

退居斯德丁。同年 11 月，又有人和缪勒商谈"中文之钥"的事，但酬

金并没有定下来，缪勒也不愿改变他在公告中确定的条款而继续编

写"中文之钥"。此外，政治问题继续搅扰着缪勒。缪勒在斯德丁的

晚年，性格上某些令人讨厌的特点似乎加深了。他看起来似乎-直

是一个极认真的人，很容易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有一个未

必真实的故事，据说是莫瑞讲的，说当 1660 年查理二世得胜回伦敦

W Andreas Müll凹 ， Chrondista cla1Ji." pp. 985-986. 

@ 卡夫 1978 年 9 月 7 日写给笔者的私人信件 J

⑩ Lach , "The Chine5e studies of Andreas Müller" , p. 573 和 Kraft ， .. F,iihe I" hin刷刷.he Stud

ies in Berlin" , pp. 104一105 中对缪勒在柏林的供职是如何结束的有着不同的描述。

拉赫先生说选帝侯撒了缪勒的职，然后将他凶禁在 Spandau 监狱。!盯卡夫女士则说

缪勒自己请求解除职务，并拒绝了选帝侯想将他留在柏林担任另→职务的企图。卡

夫女t 在 1978 年 9 月 7 11 的信中说，被关押在 Spandau ~监狱的名叫缪勒的人是来自

Magdeburi(的一名传教七。此外，她说拉赫所引的资料 A. B. Köni苔 ， Versuch eiller hùtο 

rischen Schilderung der H，αμplverällderu昭ell der Religion ( Berlin , 1793 ) III ， 25 对材料的陈

述太随意 fc 笔者对缪勒离开柏林的叙述采用卡夫女士的观点气

⑧ K怡r时a必ft ， "吨F、Ii而削t咀训i址he chine削附51肌8

③ Kra时础ft ， p凹咒川I盯1口凹川飞vate letter "f 7 Septemb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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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队伍经过缪勒家附近的时候，缪勒甚至不愿丢开书本出门 A看③。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缪勒有什么讨人喜欢的性格特点，相反，不少记载

的细节都表明他的性格让人讨厌。对这样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学

者来说，他在 1684 年迫切要求继续研究柏林图书馆中藏书的请求被

拒，必定加剧了他的挫折感。在斯德丁的晚年，痛苦总是缠绕着缪

勒。他婚姻的不幸福(1693 年他说到"二十二年非基督教的折磨" ) 

很可能既是他痛苦的原因，也是他痛苦的表现。他宁愿把自己的藏

书捐给→个研究机构也不愿作为遗产留给妻子，这表现出他对妻子

的恨有多深⑩。

9. 梦想的破灭"中文之钥"毁于缪勒自己之手

. 253. 

围绕缪勒临死前烧毁"中文之钥"于搞一事，有不少令人困惑的 J扩

猜测。有人认为烧毁书稿的举动是周期性疾病发作导致的③。这意

味着缪勒并不是故意烧毁"中文之钥"的。但是还有一个说法，说缪

勒拒绝烧毁自己的天文学一数学"当代作品" (Opus synchronis四

morum) 的子稿，因为他在上面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表明缪勒烧毁

"中文之钥"的举动是有一定用心的。也可能是缪勒的进度无法达

到别人的期望值，他意识到自己的"中文之钥"并没有自己宣称的那

样神奇。因此对这位失去信心而又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烧毁于稿

也是一种解脱。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缪勒的一生，就会发现他的某些行为

模式与他焚毁"中文之钥"的举动是→致的。缪勒的性格是严格的、

不宽容的。这在他的公告和f' 中文之钥"时间表》中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他急需资金，他的很多认识都发生了扭曲。不过不宽容并不斗

( Wehr , p.31 

( Wehr.p.32 

( Lach , "The Chine回 stud剧。，f Andreas Müller" • p.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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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不诚实，缪勒的一些举动表现出了极大的诚实性。我不相信缪

勒是一个学术骗子，尽管从一些迹象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他相信

"中文之钥"的价值，像库查斯基和莱布尼茨这样的杰出学者对"中

文之钥"表现出来的兴趣则更加深了这种信念。缪勒的"中文之钥"

从未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从未接受过公开的检验。而在他的公

告中，他承诺过要对"中文之钥"进行检验。到 1685 年为止，缪勒都

在柏林担任着一个有着极高要求的职位，后来他开始追求学术兴趣

的广度。将缪勒视作汉学家可能有些可笑，但作为一个早期汉学家

他是够格的。我的观点是:缪勒所做的恰恰就是他在公告中所说

的一一既然"中文之钥"的酬金迟迟不能兑现，那么他就不再继续认

真工作。于是，缪勒的"中文之钥"就一直仅仅是一个理念、一个未

经检验的理论。 11面死之时，缪勒终于实现了自己公开宣布过的意

图一一不让"中文之钥"落入未经授权的人于中。

216' 确实，倘若换了别人，可能会改变自己原先说过的想法，但是缪

勒的性格特点除了固执，还有不宽容。他在心中已经想好了一个公

平、合理的价位，并进一步公开说明了他的理由。这难道不是大大的

诚实吗?但是一心只想着什么公平、什么不公平，常常是性格不宽容

的标志。缪勒在{"中文之钥"时间表》的结尾作了自我辩护性的解

释，这让后人不由得要思考"中文之钥"最终未能问世，这样的结局

究竟是作者的错还是其他很多人的错?缪勒说，很多人都应为此承

担责任，这流露了他满腹冤屈的心态。

缪勒不是学术骗子，不过大量证据也表明，他也并不是他自己所

认为的那样是一名受害者。此外，他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心胸狭窄之

人，他曾帮助过几位研究《古兰经》的朋友，把自己的于稿拿出来和

他们共享⑩。但是缪勒的正义感有些太过夸张了，他感到在把"中文

之钥"交给别人之前要求对方在酬金上作出承诺是公平的，这也是

在经济上维持自己的生计以及出版著作所必需的。他难道没有承诺

⑩ 卡夫 1979 年 4 月 21 日给笔者的私人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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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付款之前对"中文之钥"作公开的检验吗?但是世人对他合

理的承诺不予理睬，于是他毁掉了"中文之钥"，这是他明确表示过

的意图。在缪勒看来，这个结果完全是世人自找的。讽刺的是，正是

由于缪勒不愿将"中文之钥"在饶有兴趣的 17 世纪学者面前展示，

才使得"中文之钥"对后世学者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要是当年"中文

之钥"的内容被公开，人们发现它并没有多少价值，那么它对后人也

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了。

10. 门采尔的学术背景

l门采尔( Christian M臼归el ， 1622-1701) 出生在奥德河畔的法兰

克福附近一个叫 Fürstenwalde 的小镇上一户显赫的人家③。他在柏

林读了大学预科班，然后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哥尼斯堡攻读医

学和自然科学。后来，他游历了一段时间，其间曾在 1647 年去过华

沙，那时他还是学生。 1648 年，他在但津( Danzig) 教解剖学和植物

学。 17 世纪 50 年代早期，他去过汉堡、阿姆斯特丹、莱顿、法国沿海

地区、西班牙、马耳他和意大利，最后在帕多瓦定居。当时，帕多瓦大

学拥有全欧洲最顶尖的医学系，门采尔于 1654 年在那里获得了医学

学位。他回到柏林开业行医，很快名声鹊起。 1658 年，他受到赏识，

被任命为宫廷御医，进入选帝侯的顾问班子。 1662 年，他被提拔为

选帝侯两名常任御医之一。由于常任御医需要常在选帝侯左右照

料，因此由两人担任，轮番负责。

.255. 

或许是由于选帝侯创立了一个东印度商业公司的缘故，拥或是 .J?fl7

由于门采尔自己对植物学和医学的关注，他对中国和中国的语言产

生了兴趣。出于对植物学、医学和中国的相同兴趣，门采尔与巴达维

。 门采尔的生平摘自 Donald F. Lach , .. Contribution of China to German civili,ation , 1648 

1740" ,doctoral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1941 , pp. 69~70。不少生平的细节也

见于 Walter Artelt 的简短专论 Christiun Mentzel , L元úbαrzt des 

IIι川nd Si川Fηuβ，1οge , pp. 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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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位医生克莱尔以及著作丰富的著名来华传

教士柏应理建立起了颇有价值的交往⑩。当 1685 年缪勒离开柏林

时，门采尔成为了选帝侯东亚问题方面的首席顾问。门采尔比缪勒

年长 8 岁，那时已经 65 岁了。门采尔当顾问的时间很短暂，因为选

帝侯在 1688 年就去世了。但是门采尔仍在柏林继续他的汉学研究。

很难想像门采尔和缪勒这两个共同供职于一个小小宫廷、生活在小

小柏林的人彼此会不相识，但确实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俩有任何私

交。他们很可能并没有深交。这两个人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

缪勒的固执、不坦率和门采尔的亲和、坦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

外，门采尔对自己汉学水平的认识似乎要比缪勒谦虚得多。

1 1.门采尔的汉学研究

门采尔是在花甲之年，即 17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学习汉语的⑩。

他只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但是他手稿的内容、他和柏应理等

著名传教士的交往以及他作为当时欧洲中文藏书和手稿最丰富的图

书馆之一的馆长身份使他成为 17 世纪晚期重要的早期汉学家。门

采尔最早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拉一汉字汇于册~ (Sylloge mi

nutiarum latino-sinico-chαracteristici ， Nürmberg 1685) ，它是对纽伦堡出

版的《杂记~ (Miscellα附α curwsα) 的一个补充。这是一本 33 页的小

册子，内容粗浅，对语言和文字分别作了论述，每页约有 25 个拉丁语

词汇和汉语罗马宇拼音及汉字。汉语的内容可能来自《中国图说》

⑩ 门采尔与克莱尔、柏应理在梳物学和民主言:方面的关系在 Eva S. Kraft , "Christian M"nt

时， Philippe Couplet , Andreas Cleypr und die chinesisehe Medizin" , pp. 158-196 论及。

另见 Kraft ， " Frühe chinesisehe Studien in Berlin" ,pp. 116-122 & Artelt ,pp. 21-25 0 

⑩ Artelt 先生在论门采尔的专论1'.25 指出， 1683 年 2 月 16 日牛津大学的海德(Thomas

Hyde) [iiJ复门采尔关于汉语研究一些问题的信件标志着门采尔对汉语研究的开始。

AJtelt 先生撰写此文时，海德的信件在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 volume Ms. Sin. 10 中

被发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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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卡弥格对大秦景教碑的注音、翻译和解释⑩。门采尔对语言和文

字的论述很可能来自卫匡国，不过是否来自其他资料还不清楚@。

作为门采尔汉学研究的最早成果，这本书的水准很低，还有不少对汉

语的误解。

门采尔出版的另一本有关中国的作品是《中国大事年表暨中国

帝王年表} (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Register aller chine

sischen Kayser , Berlin 1696) (下文简称《年表})。这本书和门采尔与

柏应理的交往密切相关。介绍两人认识的人是克莱尔。门采尔和柏

应理在 1686 年开始联系。随后两人开始通信，门采尔在信中是求知

若渴的学生，向柏应理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语言和使用中文字典的

问题。柏应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语老师，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

多得的。不过，他这个老师是不太愿意教人的。他反复告诫门采尔，

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学会说汉语，任何声调的学习也是徒劳的。能学

到的最多也就是有限的一点阅读能力。柏应理所做的仅仅是解释一

些汉字，以及给门采尔送一些有价值的中文书籍@。有资料称，柏应

理接受选帝侯的邀请，曾在 1687 年末、 1688 年初的某个时间访问过

柏林，但有一位学者费尽周折也还是未能找到那次访问的档案，现在

人们不由得对是否真有过这次访问表示非常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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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应理对门采尔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门采尔的《年表》一书便 2;~9

可得知。在这本书中，门采尔基本准确地描绘出了中国历史朝代的

@ 法国著名汉学家富慕沙 (Jean-Pierre-AheI Rémusal , 1788一1832 )称门采尔从基歇尔的

《中因罔说》中得到f((拉一汉字汇于册》的中文内容。见 Rémusal ， Mélα昭凸 αsiatiques

2 voJs. (Paris , 1825 • 1826) II ,69 

毡@ Krafl ，"吁F、￥油rl础ühe怔阳tεe奇， chin时le阳约H剧IS附sche町e S如Iw山A忖s in B阮er山li旷X

@ K抬rafl汕f白.t ，"吁F‘忖1甘he盹e ch七hi山nt肘es阳a吁节Sl址lS(配e丁he町eS纠lu(山" in B胁erl出linνn旷】]" ,p.112-113 

~ Krafl ," Fnühe chinesische Sludies in Berlin" , p. 113一115 卡犬女士在写完这篇文章之

后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更加深了她的判断，即所谓的柏应理访问勃兰登堡一事纯属

子虚乌有。这个判断是一个重要纠正，因为某些学者不仅把这次访问当成了事实，还

描述了一些细节，说得煞有介事!例如， Pfisl肘， p.309 说柏应理"得到 f选帝侯的礼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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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这本书比缪勒的"历代帝王表"内容更全面，并且是分章节

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专门讲述一个朝代的。每位帝王都有其庙号的

汉字，清朝帝王则是年号的汉字。每一位帝王都配有一段客观的介

绍。这些内容是柏应理《中国历代年表}(T，αbula chronologicα monar

chiae Sinicae , Paris 1686) 中介绍历代帝王材料的浓缩版。门采尔还

借用了柏应理书中用中国的六十甲子在页边标注年代的方法。卫匡

国在《中国上古史》中也使用过这种中国传统的年代标注方法，但是

《中国上古史》只标到公元前 l 年就结束了，而门采尔《年表》中用到

的最后一个甲子是第 74 个甲子，时间是公元 1684 年@。

柏应理年表和门采尔年表的一个较大区别是，只有门采尔的书

中含有汉字。柏应理曾计划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编人汉字。我

们发现《中国哲学家孔子》一般是和《中国历代年表》装订在一起的。

但要在欧洲制作如此大量的汉字活版很困难，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柏应理很可能手头仍有《中国历代年表》手稿中相关的汉字。但他

是否给了门采尔却存有疑问，门采尔曾请求柏应理给他汉字，但柏应

理没给，还为此找过托辞。门采尔的《年表》一书到 1696 年才出版，

那时柏应理已经去世。门采尔大量借用《中国历代年表》中的内容，

柏应理是否知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考虑到门采尔将柏应

理的材料译成德文，并且当时对瓢窃行为的界定与现代有所不同，门

采尔出书柏应理有可能是知情的，门采尔甚至还可能得到过柏应理

的鼓励。门采尔书中有多处对柏应理的溢美之辞，对于身为耶稣会

代表的柏应理来说，这当然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对耶稣会中国传教团

有利的宣传。

除了柏应理的材料，{年表》还用到了其他资料，尤其是在序言

和第一章中。在序言的第一页，门采尔向巴达维亚的克莱尔表示感

⑩ 柏应理的年表结束于第 73 个甲子的第 60 个年头，而门采尔的年表结束于第 74 个甲

子的开始。见 Couplet ， r.αbula chrorw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aris , 1686 ) p. 106 和

Mentzel , Kurtze chinesische Chrorwlogia oder Zeit-Regi..ter αller chine.sischen K，αy.ser (Berlin , 

1696) p.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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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是他帮助门采尔获得了一些中文材料。随后两页中，门采尔引用

了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第一节的内容来介绍从盘古到伏萃的华夏

先祖@。随后是摘自柏应理《中国历代年表》序言的一大段关于中国

古人的内容。在门采尔序言的第五页，我们发现他提到了两部中文

作品，并将它们弄混了。这两部作品是《小儿论》和《小学》。门采尔

说他的历代帝王年表来自《小儿论~ ，他认为《小儿论》就是柏应理在

《中国哲学家孔子》序言中提到的经典著作《小学~OO。但柏应理所

说的《小学》跟门采尔所说的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柏应理提到的《小

学》是一部六卷的书，由朱嘉编写，是培养青年人道德品质的说教性

蒙学读本。据说还有一篇时代早得多的文章也叫《小学~ ，但柏应理

指的显然是朱嘉编写的《小学~ 0 [朱嘉的《小学》后来由耶稣会士卫

方济在他的《中国典籍六种~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αSSLCL sex , Prague 

1711 )中进行了翻译。]

.259. 

门采尔所说的《小儿论》其实只有四页的篇幅，是假想孔子和~z/l7

个少年老成的青年在路上偶遇时的讨论。门采尔用这一名字来统称

一系列儿童蒙学读本。这一系列读本属于当时的通俗文学，用自话

写成，作为蒙学读本在中国的某些学校中使用@。被门采尔统称为

( Martini , Sinicae his归riae , pp. 3一13.

@见 Couplet ，仇nfucω Sinamm philosophus , P时mialis Declaratio , p. xxi 。

@ Evelyn S出aka崎aki灿ida Ra删、Wγ刊8啤而ki ， Eωdu町Cαωt ω肌n α 叫 p川川仰ο句ψ'1"阳u呐ι

l吵97η9) pp. 5到0一5引1 & 1口28一12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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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论》的书有若干版本，书名略有不同~o (图 15 是保存在德国

的一个 17 世纪晚期《小儿论》版本的第一页。)然而，笔者见过的版

本中几乎都有"杂宁"一词，这是用来教授小学生汉字的图片生字

表⑩。总之，在《年表》中出现的七纵列带有罗马宇注音、字形笨拙又

不完全正确的汉字是门采尔从明末清初广泛流传的儿童蒙学读本中

摘录的。其意义在于，它们是欧洲印刷的几个最早的中文文本之一，

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独的字或词组。

2// 门采尔在 1688 年 10 月献给维也纳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一批礼

物，柏应理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批礼物包括一部中文版

的"四书"，据说曾为利玛窦所有。这部"四书"的文本是明代的，没

@ 在德国的沃尔芬比特尔、魏玛和图宾根藏有包括《小儿论》在内的通俗儿童文学系列

读本。见 Walter Fuchs ,Chinesische und ma叫;urische Handschriften u时 seltene Drucke in 

the senes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α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XII , 1 (Wiesdaden , 

1966) pp. 78一79 和 Tafel XIIIo 另外，龙伯格在格拉斯哥大学 Hunterian 博物馆的藏书

室发现了两本配有插图的儿童蒙学读本，这两本书与门采尔的描述相符，并含有门

采尔在《年表》中复制过的"历代帝王总纪"汉字文本的片段。格拉斯哥的这两本书

名为《增补玉堂杂字》和《东园杂字大全》。笔者还发现《小儿论》和自得胜( 1568 年

卒)写的《小儿语》可能有相似之处。《小儿语》是由押韵的格言写成的儿童蒙学读

本。笔者未能对此书作研究。吕得胜的作品在几部《丛书》中出版，如吕坤 (1534-

1616) 的《吕子遗书)(见 Goodrich & Fang ， p.1 (09) 。

⑩ 保存在沃尔芬比特尔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中含有《小儿论》的杂集名为《万宝幼学须

知:整头杂字大全}， Wolfenbüttel ,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Cod. Guelf. 117 , 1 Extrav. , 

如et 352a-401b o (参见 Fu山C巾t

书的介绍 0) 除了《小儿论》扎，这本集子中还有《百家姓》扎、一个杂字图片生字表以及明

代著名文人李赞写的一本家庭于册O 这个集子的沃尔芬比特尔藏本在目录中有"历

代帝王总纪

特尔的藏本是不完整的..历代帝王总纪"的中文文本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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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⑩。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柏应理帮助门采尔得到了这部"四书"，

但柏应理无疑是能向门采尔解释这部书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的。这件

礼物的日期是 1688 年 10 月，恰好属于柏应理和门采尔通过书信(如

果没有在柏林见面)联系的那段时间，因此柏应理可能建议或至少

是鼓励门采尔给利奥波德一世皇帝送这样一件礼物。

在门采尔送的第二件礼物中，柏应理的贡献更加明显。这是门

采尔用汉字于写的《大学~ ，并逐字附有罗马字注音和翻译⑩。文本

是按照中国传统格式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书写的。翻译成欧洲语言

就造成了一种十分别扭的效果。不过这倒确实透出了一股异域的气

息，门采尔送这样一件礼物的目的很可能就在于此。将门采尔《大

学》第一页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大学》译文的第一页作一番比较

之后可以发现，门采尔差不多是逐字照抄的@。

⑩见 Eva S. Kraft , "Christian Mentzels chinesische Geschenke für Kaiser Le叩old 1" , in 

Schloss Charlottenburg-Berlin-Preusser , Festschrift für Margarite Kühn (Munich , 1975) 

pp. 194-195 0 如卡夫女士本人所指出，要确定这部"四书"确为利玛窦所有有些复

杂，因为在中国还有一位多明我会传教士 Vittorio Ricci , O. 丑，此人在利玛窦死后 49

年，即 1659 年时仍在世。见 Goodrich & Fang ， p.29 和 J08岳 Maria Gonzúlez , O. 丑 ， Unmi

sionero diplomático: Vidα del Padre Victorrw Riccw (Madrid , 1955 )。带有门采尔题字的

"四书"的某些部分藏于沃尔芬比特尔和魏玛的图书馆c 沃尔芬比特尔奥古斯特公爵

图书馆 Cod. Guel f. 148 Blankenburg 所藏的一本书名为《正宇四书札该书由乐击掌

编，于 1684 年在广东南海的黄棠溪书局刊印。书中包括扉页、 19 页的序(署名黄迁

逸)、朱烹编订的《大学》、《巾庸》的文本，但是朱，京的注大部分缺失。沃尔芬比特尔

的书中没有{I仓语》和《孟子》。序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语文学的，讲的是汉字的各种

异体，按韵编排。带有门采尔题字的另一部不完整的"四书"保存在魏玛图林根州立

图书馆，编号为 Q 675 a-e. 这本书在 Fuchs ， Chi旧si.，che und 阳7nl布úrische Handschri斤

en ， pp.3-4 有介绍。带有门采尔汉字于迹的扉页复制在 TafelI 中。

( Kraft , "Mentzel' s ehinesische Geschenke" , p. 195 

( Couplel , Cor山cius. Sinarum ph阳opl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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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 小儿论》 第一页，这是《万宝幼学须知 :整头杂字大全~ ( 1680 年)的

开篇，这部集子藏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编号为

Cod. Guelf. 117. 1 Extrav. 。

ß /.Y 门采尔最雄心勃勃的汉学著作"中文之钥"和缪勒的"中文之

钥"一样，都注定无法出版。 不过由于门采尔比缪勒更开诚布公，我

们对门采尔的" 中文之钥 " 了解得也更多一些。 在这一点上，比较门



第七章德国早期以于·家对"中文之钥"的寻找

采尔和缪勒两人分别与莱布尼茨的通信是很有意思的。 1697 年 11

月 22 日门采尔和莱布尼茨的首次通信是门采尔写给莱布尼茨的⑩c

起因是门采尔通过选帝侯的国务大臣居诺 (Johann Jakob Chuno 

[CuneauJ [1715 年卒])收到了某布尼茨的《中国近事~ ( Novissima 

Sir町α) 。门采尔在这封信中请求莱布尼茨帮忙把自己的《年表》转

交给自晋神父，趁白晋返回中国之机将此书呈献给康熙皇帝。虽然

门采尔在信中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表示遗憾(他被一种瘫痪的病症折

磨，四肢渐渐麻痹) ，却很愿意帮助莱布尼茨本人或者莱布尼茨的某

个愿意学习汉语的熟人。门采尔主动提出愿意送一些中文书籍以提

供帮助。

但是真正引起莱布尼茨注意的是，门采尔说自己已经发明了一

种比缪勒的发明更先进的"中文之钥"。莱布尼茨在 1698 年 10 月

15 日给门采尔的回信@中带着歉意向门采尔解释，自己已不可能托

白晋神父把《年表》送到中国了，因为白晋已经启程了。(从自晋致

莱布尼茨信中所提到的内容，我们知道菜布尼茨后来因门采尔的

《年表》给自晋写了信⑧。)不过，菜布尼茨建议门采尔将《年表》送往

巴黎，因为那里的耶稣会士和中国有联系。他力劝门采尔出版"中

文之钥"，并表示深信(当然是恭维多过客观)他的"中文之钥"一定

不会比缪勒的差。此外，莱布尼茨还表示，希望了解数量庞大的汉字

是否可以缩减为一定数量的字根或者基本字，这些字根或基本字是

否可以构成其他汉字或使其变形。莱布尼茨的兴趣在于"中文之

钥"，而不在于得到中文书籍，这表明他相信学习汉语的捷径是可能

存在的，并试图寻找这样的捷径。他的信念反过来反映出当时一种

很普遍的想法，即认为语言有着可以认知的、有逻辑的、数学性的

结构。

@ Leibniz-Briefwechsel 641 , sheets 3 r-4 r &正 opy on sheets I r-2 r 

⑩ Leibniz-Bri矿weclzsel 641 , sheets 6r扣& copy on sheets 5衍r-5vv 

⑧ 见臼晋 l凶69锦8 年 2 月 2绍8 日给莱布尼茨的{信言 ，Le♂且z汕bn阳I卧Briφ仙v阳1

f年fó9 月 l附9 日的f信言 ，f_.e剧t凶ωbn山t曰ζ-Brt吨可fμu町v肘'ech旧sel Iω05 ， sl必h】附eet川14如v ，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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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封给莱布尼茨的回信很快就到了，日期是 1698 年 10 月 25

日⑧。然而，写这封信的人并不是门采尔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小门采

尔(Johann Christian Mentzel) 。小门采尔解释说，父亲因瘫痪已经无

法回信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门采尔的"中文之钥"c

小门采尔告诉菜布尼茨一个坏消息:虽然他父亲已经基本完成了

"中文之钥"，但印刷汉字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尽管缪勒已经在

1684 年将他的汉字活版作为礼物赠与了选帝侯图书馆，门采尔却可

能对此并不知情。对于这两位柏林最早汉学家的共同努力，这是让

人费解并感到悲哀的。)门采尔的"中文之钥"最终无法正式出版，手

稿被保存在选帝侯图书馆。小门采尔告诉莱布尼茨的好消息则是:

"中文之钥"的扉页、致谢辞和前言已经印好，并在信中附了一份⑨。

(在前面的章节中对门采尔"中文之钥"前言的内容有介绍。)

12. 结论

德国人对"中文之钥"的探寻是 17 世纪欧洲了解中国信息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显示了关于中国的概念是如何渗透进欧洲凝滞的思

想氛围的。罗马、莱顿、维也纳是从中国来的传教士常常停留的地

方，但在勃兰登堡一柏林却很少见得到拥有中国语言文化第一于

知识的传教士。由于柏林的宫廷信仰新教，而在华传教士信仰罗

马天主教，这更加剧了两者间沟通的缺乏。但是这种沟通的缺乏

在欧洲许多信仰新教或天主教的小宫廷都是很典型的现象。勃兰

登堡一柏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大选帝侯有意识地试图获得和

了解关于中国语言、地理、植物、医药、历史和文学的信息，缪勒和

门采尔两人则是这一意图的实施者，而所有这些都在柏林的中文藏

⑧ Leibniz-Briφ:vechsel 641 ,sheets 8 r-9v . 

⑨ Leilmiz-Briφvechsel641 ,sheets 12r-13v .门采尔"中文之钥"标准格式致谢辞的那一页

!一写的是致"F阳le阶。 Tertio" ，即已故的大选帝候威廉(选帝侯卒于 1688 年 5 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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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大选帝侯放其继承人的巾文藏 11是缪勒和门采1j，汉学研究的基础。虽然其中最早的藏 11己约亡

侠，但我们仍口J以从缪勒印的两份简要的书口中了解这些书的书名。第一份书 H 只有一H反i. 名为

"勃兰登堡选帝侯阁书馆中文藏书日录"(Cωatωalo吨gu肘IS li让山t

‘d山1，扣e肘m雪汀n]，川山阳u町lrglcae叶)。这份扫日如今非常珍贵，有」份保存在东柏林的德革:志国家图 11筒，书 H 列出 f

25 个书名，而在其套藏扫据说约有 300 册。这份 H 录没有标明 n 期，估计早于 1683 年，因为印于

1683 年的第二份日录题为"布与毛主堡选帝候网书馆中文罔 15 日录的另 部分" ( Anderer Theil des 

Catalogi der Sinesehen Bücher bey der Churfürstl. Brandenburgischen Bihliothec) ( Cölln an òer Spr肘， 1

e. Berlin , 1683) ，表明这是对第一份书目的补充。 我们知道选帝候从 1661 年起开始对收藏巾文

1，籍产生兴趣，但选帝侯藏 15添置第一本中文书籍的日期和l详情还无法追溯 c [卡夫女 t发表「

两篇论文研究柏林的早期中文藏扫: "Die chincsisehe ßüchcrsummlun芭 des Grossen Kurfürsten und 

seines Nachfolgf'fs" , in China und Euro]川 (Berlin ， 1973) , pp. 18-25 ，以及.， Frühe chinesische Studif响

in Berlin" , pp. 122一124 的最后一节υ]藏书规模的发展主要是在 1667 年至 1698 年间，也就是缪

勒和fl采尔的学术活跃期。第一批大收藏是前海军1 将范莱尔的藏 lL 缪勒于 1674 年被派L

夜看，显然在不久以后就购进了这批书。在 1680 年和 1683 年，从克莱尔处义得到 f 一些中文书

籍、瓷器和其他物品。到 1702 年，中文藏书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约 4∞册。(见 Kraft ， .. Oie chi

nesische Büchersammlung" , pp. 22-25 和.. Frühe chinesische Studien in Berlin" , pp. 124 0 ) 选帝侯

1702 年的藏书包括耶稣会士著作、词典、历史、哲学、宗教、文学、医学和植物学等一系列书籍。在

耶稣会士的著作中有两本传记性的作品是关于耶稣和基督教诸圣人的，它们是艾儒略 (Giu1io

Aleni) 神父的《天主隆生出像经解H1637) 和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 神父的《天主圣教毛人行

实}( 1639) 。藏书中有两本装订在一起的护教作品:(天主像略说附鸦莺不并鸣说}( 1619) 和《口

锋日抄}(1619) 。这两本书是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uan de Roeha) 和两位著名的文人天主教徒徐

光启和杨廷绢合作写成的。还有一本有趣的小书，名为《同文算法} ( 1630-1640) ，是福建省的

一群中国人和卢安德(Andreas Rudomina) 、文儒略以及其他诸神父的对话c 耶稣会士著作中将近

一半是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科学著作。其中有广为人知的《几何原本}( 1614) ，是利玛窦和李之

藻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得前六卒书。[参见 Jean Claude Martz1a旺， "Note sur ' L' explication générale 

de 1a géométrie' Jihe tongjie de Mei Wending ( 1633一1721)"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ω) 

bul/etin 2 (1980) :3-12 0 ] 还有关于水压机的书(1612) ，由熊三拔 (Sabatino de U rsis )神父和徐光

启合写;用对数表计算日食的书，由 -'11王函 (Johannes Terrenz) 神父和李之藻合写;汤若望神父绘

制的平而星图;南怀{:神父对一次日食的论述( 1669) 0 (Kraft , .. Die "h町E叮阳I

B阳üc什('h七h】wr罔阳骂引a且mmlu川un吨Ig

珠》和《海篇》训(约 16但23引)0 藏书中的中文经典有"四书"一个无注释版本和《春秋》的一部分。藏

书巾有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还有-迢皇帝的教令，为汤若塑神父及

其父母、祖父母加封爵位。藏书中的文学作品有罗贯中的名著《工国演义》。地理方丽的著作很

少，但是有 幅 Nicolaas \Vitsen 从俄国带回的中国地图丁藏书中值得注意的非基督教作品是一部

3 卷本的佛教著作《慈悲道场忏法}( 1619) 。缪勒的研究倾向于历史和语言.而门采尔对中制的

兴趣则更倾向于医学和植物学。因此，在柏林的中文藏 15中我们发现 r-大批 '1' 民方面的书籍。

例如，有一部著名的中医药典《水草纲吕))，既有第一版 (1596) ，也有第二版的日本江户翻刻版

( 1637) 还有《指南八十一难经》的一部分，这本书介绍经脉理论和诊断。藏书中还有治疗学和

解剖学的中文著作〉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但政策反汉字的起源
.266. 

~h)- 生于德国的罗马神父基歇尔是杰出的博学家，他出版的著作在

当时的书店比比皆是。和基歇尔相比，缪勒和门采尔则是默默无闻

的学者。基歇尔在了解中国知识的过程中运用了赫尔墨斯思想，而

缪勒与门采尔运用的则是不同的阐释框架。→方面，"中文之钥"的

概念贬低了中国文化，因为"中文之钥"认为有一条捷径，可以让人

在几个星期或最多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熟练掌握汉语。另→方面，之

所以有人相信能找到一把解开中文奥秘的钥匙，是因为人们相信语

言存在着普遍特征一一《圣经》的巴别塔语言之乱除了具有历史学

意义，还具有语言学意义。研究语言的人认为，一旦了解了语言的普

遍结构(缪勒和基歇尔自认为了解语言的普遍结构，却都是以他们

研究的中东语言为根据的) ，其成果就能运用到其他语言，甚至是毫

克亲属关系的汉语上。虽然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人种、社会、物种和

宗教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普遍规则的运用却一直被认

为是可行的。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以异域特征为卖点，将中国描写

成古埃及人的一个神秘殖民地。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向欧洲传

递了大量关于中国新奇事物的信息，但是他们也强调了中国的文化、

历史、语言及儒家道德观念与欧洲是共通的、互补的。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和欧洲有着共同的逻辑和语言结构，他

们因此愿意相信，一些最优秀的 17 世纪欧洲学者和早期汉学家的确

可能发明了二种"中文之钥"。这一切都表明，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

关于中国的信息极大地燃起了欧洲最优秀学者的学术热情。当然，

这种热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莱布尼茨的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

这种热情。对中国的神往促使莱布尼茨同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

展开了广泛的通信交往，并在礼仪之争中对他们的传教政策进行了

积极的支持⑩。另外，关于中国的这些观念也融人了莱市尼茨的哲

学理论中，并作为 17 世纪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一直屹立至今。

⑩ 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关系在笔者的 Leibniz & Cοnfucianism: the seαrch for 

αccord 一书中作了一定篇幅的论述U



第八章

第八章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峰{中出哲学家孔子}
.267. 

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峰:{中国哲学家孔子〉

1.{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背景

《中国哲学家孔子} (Co昕归时 Sinarum philosophus )是在耶稣会 2/7

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该书是对儒学"四书"中"三书"

的翻译和注解。它体现了耶稣会与其他各修会的不同之处，即注重

运用世俗的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耶稣会建立于 16 世纪，它预感到

未来时代的世俗潮流，毫不犹豫地投身世俗世界，为的是在世俗中传

教。这种方式的缺陷也许只有基督徒自己才能完全觉察，因为耶稣

告诫基督徒们，摒弃尘世是追随他的先决条件。这个观点在《约翰

一书}(2:15-17 ，新国际版)中有确切的表达: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

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

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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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道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①。

基督教→直对世俗世界存有一丝不信任甚至厌恶，世俗世界被

看做是精神生活的对立面。耶稣会投身世俗世界，在世俗中传教，就

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的影响和诱惑之中，而面对这些影响和诱惑，他们

有时是元法抗拒的②。在同王公贵族的交往过程中，耶稣会士常常

会接触到权术。这种力量往往是有些无所顾忌的，并且是超出道德

范畴的，因此和耶稣会信奉的宗教原则是完全对立的。然而在中国，

耶稣会传教团的命运总是被皇帝、官员和宦官在政治上对其的好恶

所左右。为了传教团的生存，是否要使用超出道德范畴的力量甚至

是不道德的力量，耶稣会面对的是艰难的选择。

三刀 在 ]7 世纪，耶稣会逐渐和其他修会陷进了→场论争中，这场论

争还逐渐波及到了欧洲。这就是著名的"礼仪之争"，后来导致了
17∞年索邦神学院的审查和谴责。但是在 17 世纪 80 年代，欧洲人

对礼仪之争的看法还尚未像 1700 年那样定型，而《中国哲学家孔

子》正是试图影响世人看法的一个尝试。它是礼仪之争的→部分，

却与后来遭索邦神学院查禁的郭粥恩、李明两位神父的著作不同。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内容的丰富程度和它的宣传效果相比毫不

逊色，该书的作者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和语言的熟悉程度均远远超过

了郭粥恩与李明。《中国哲学家孔子》远非庸俗文人或粗劣的宣传

者炮制出来的产物。

① 耶稣曾反复就世俗的牵挂对他的门徒进行过告诫，例如，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

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

徒。……这样，你们元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时路加

福音)14:26 &33[ 新国际版) )。耳11稣还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

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马 i1J福音问 :19[ 新国际版)) 0 ~新约》中

的一篇使徒书体现了基督的教义，它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书}4:4[ 新罔际版))。

② 耳15稣会士的传教方式将他们引向世俗世界，他们就面临着被世俗世界腐蚀的危险。

当代的耶稣会 t仍需面对这个问题。 1979 年 9 月教皇保罗二世的号召表明，要根除

耶稣会士行为中"令人遗憾的缺陷"回归苦行的修道生活..而不被世俗化的趋势所

取代"(Newsweek Decemher 17th 1979 ， p.51)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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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中国哲学家孔子》代表了利玛窦神父适

应原则的一个延续。但就在 1687 年，也就是这本书在巴黎准备出版

的过程中，刚刚抵达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却正因中国发生的文化、政

治变故而改变着利玛窦的适应原则。首先， 1644 年满人入关，建立

起清王朝，此时恰逢晚明思想文化兼容并包的潮流退却一一许多中

国人将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潮流视作明朝衰败的一个因素。利玛窦

曾在这样一种灵活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创造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儒学与

基督教结合的体系;而清朝则推行一套僵硬的文化路线，儒学的纯净

和正统性再次被强调。其次，利玛窦在创造儒学与基督教结合体系

的过程中曾花了很大功夫结识汉族的文人士大夫，并向他们学习;而

到了清朝，汉族的文人士大夫或成为灰心丧气的被征服阶层而处于

垫伏状态，或作为明朝的效忠者自动隐退。耶稣会士需要重新适应

的新权力机构是位于北京的以皇帝为中心的满清朝廷。相比之下，

利玛窦所处万历朝的这位万历皇帝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问世事的

皇帝了。利玛窦和自晋的适应原则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例如相

信中国古代曾崇拜过一个唯一真神，将新儒学看做对中国原有哲学

的曲解而加以摒弃，把最终的目标定为使中国的统治阶级都信仰基

督教。但是利玛窦的方案瞄准的是当时的汉族文人，而臼晋的方案

锁定的是满洲皇帝，大大忽略了文人士大夫。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

利玛窦和白晋在选择要强调的中文经典时会各有不同。利玛窦选择

将"四书" (它是《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重点)作为重心，因为"四书"

既是文人士大夫道德的精髓，也是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提升社会地位

的法宝。而臼晋则几乎不提"四书"，甚至不提孔子，他将重心放在

《易经Þ_L他认为《易经》才是最古老的中文经典。在白晋看来，{易

经》既是联结中国与欧洲的一把思想钥匙，又是获得满洲皇帝青睐

的一把政治钥匙。他认为在古老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可以

找到一些相同点，它们是构成两者相似性的思想基础。实际一点说，

臼晋认为耶稣会可以通过为皇帝提供技术方面的服务而增强这种理

论上的相似性。在历史上，这项计划是通过白晋与康熙皇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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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不过自晋由于受到上级的限制，并未将计划公布o

2/.9 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耶稣会的适应路线利用了中国古人和

早期儒家传统在信仰问题上的模糊性对儒家士大夫文化作了→番褒

扬的处理。而这对于选择孔子以及这些特定的中文经典来翻译也是

很关键的。如果将时代的因素以及这项翻译工作的开创性考虑进

去，译文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当然，将儒家学说的某些概念阐释成

自然宗教和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唯一真神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由

于中国传统文化惊人的连贯性，{中国哲学家孔子》选择强调的内容

既体现了历史的文化，也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

那些被认为对传教没什么帮助的方面，比如道教和佛教，耶稣会士在

进行论述时是极为肤浅和充满偏见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实际上

是从文人士大夫的视角介绍了中国文化。这个视角不论从政治上看

还是从文化上看在当时的中国都代表了主流。这一点为这部著作赋

予了更多历史文献方面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工具。

2. 撰写《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集体努力

《中国哲学家孔子》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它涉及至少 17 位中国

传教团的著名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和若干位中国合作者。书中对"四

书"中"三书"的翻译是一项逐渐积累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利玛

窦的时代，甚至有可能是罗明坚的时代③。我们知道，在利玛窦的时

代，"四书"是用来给刚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当汉语人门教材的。利玛

窦、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提到了"四书"的译文《中国四

书~ ( 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ω) 0 1591 年 12 月到 1593 年 11 月

间，利玛窦翻译的"四书"在韶州被用作汉语教材，教授刚到中国的

③ 对罗明竖神父部分翻译的《大学》的论述见 Knud Lundhaek , "1'he fì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圳. Ín Europe" ， Chinα Mi.<.<i01Z .<tlldies (1550 • 1800) bllllelin 1 (f 979) :2一

11 G 另见即将出版的 David E. Mungello , "1'he 附venteen-eentu可 Jesuit transl巾la甜tlOr叫】ro叫D可】吁'Je肘ct

of t舶h灿e Con仙fu眈'uei叫i臼山a旧n川1 Fω0阳u町rB勘00如ks" .in E，岛旷ι削ι"川g钳t 阳'et础t归s T肌f'e，如巳凹S付t:t即h加'ze }e，臼eSI川川川u盯I!山归 i仇nCαω'hi川川u川阳n阳laα (Jη582-1刀77η'3)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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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石方西 (Francesco de Petris , 1562一1593 )汉语④。我们元

法找到这份于稿，有些学者认为该稿已经丢失⑤。但更有可能的是，

利玛窦的译稿是一部未完成、不断编写中的于稿，后来仍一直被刚到

中国需要学习汉语的耶稣会士所使用。在此过程中，手稿被传了下

来，并被后来的耶稣会士加以修改，因此《中国哲学家孔子》是这部

手稿发展过程中较后阶段的代表⑥。

.271. 

这项庞大的集体翻译工程中最早出版的成果诞生在传教团的中 2jγ

心 江西省的建昌，时间是 1662 年。它是一部短小的作品，名为

《中国的智慧}(Sαópientia Sinicα) ，包括两页的孔子传，十四页的《大

学》译文以及《论语》的前五篇⑦。《中国的智慧》这个书名是对《大

学》书名大致的翻译。《大学》是由郭纳爵 (lnácio da Costa , 1603一

1666) 翻译的。此人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自 1634 年起一直住在中

国，他的汉语水平相当高，曾用中文写过几部神学方面的著作⑧。

《论语》部分的译者是谁尚不清楚。《中国的智慧》的编者是殷锋泽，

此人是西西里人，耶稣会士， 1659 年才来到中国，因此在 1662 年他

的中文水平还很难胜任艰难的翻译工作。不过殷择泽神父对翻译儒

学"四书"一直保持着兴趣，据说他曾意译过"四书"，名为《关于孔子

的四本书的札记，即中文所称四书} (Lucubratio de tetrabiblio C01~fucii 

④ R阳ic叫ci-T刊r口19伊au山lt ， D岛eCω'hri.. 咄阳tμ阳"阳《

书"的背景材料来自 d' Elia , Fonti Ricciane II , 33 G 另见 Fοnti R盯ial1e 1 ， 330 0 此外，
Plìst凹， p.41 称利玛窦在 1593 年翻译了"四书"。

⑤ 例如，傅兰克认为利玛窦的"四书"译文已经丢失。见。. Franke , .. Das chinesi时he Gei

stesleben im 16. Jahrhundert und die Anfange der Jesuiten-Misstion" ， οnenlαlistische Liter

αturzeitung 41 (8-9) ( August-September 1938) :480 0 

⑥ 对利玛窦子摘作出这个结论的几年以后，笔者的观点在德礼贤神父那tI!.得到了证实，
他说.利玛窦翻译的"四书"于稿极有可能成为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主要基础和核

心ο 见 d' Elia , Fonti Ricc;ane II ,33 

( Cordier ， 8耐οtl，町α Sil1 icα ， col. 1368 & Streit , V ,695. 

( Sommervogel ,IV ,641 & Streit , V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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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e Su Xu dicto) ⑨。

2/"/ {中庸》的译文→部分于 1667 年在广州出版，一部分于 1669 年

在果阿出版。殷锋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译文名为《中国人的

政治道德学说~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包含一篇殷锋泽作

的短序，一篇五十四页的《中庸》中文一拉丁文译文以及一篇八页的

孔子传，这篇传记和《中国的智慧》中的孔子传不同。之所以会有两

个出版地，很可能是因为殷锋泽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团的代表并

以此身份于 1669 年至 1674 年间返回罗马。作为被派回欧洲的耶稣

会代表，殷锋泽的目的是要保证招募到新人和筹集到资金。这就要

求他进行宣传推广工作。出版《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说》应该是宣

传工作的一部分，但还远远不止于此。这场运动是在利玛窦适应政

策的背景下展开的。他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思想代表了欧洲人在思

想上认识中国的一种模式。对这场运动来说，把中国文化和社会中

极为重要的"四书"翻译成欧洲语言是最合适不过了。

殷锋泽离开中国时带上了已经基本完成的译作。和 12 年后的

柏应理神父一样，殷锋泽神父肩负着"四书"从译稿到付印出版全过

程的编辑任务。 1672 年，耶稣会的宣传工作在巴黎有了很大进展。

那时特维诺决定在他著名的游记文学集中出版法文版《中国人的政

治道德学说》⑩。与广州和果阿发行量有限的版本相比，{中庸》的

译本和孔子传的读者量在特维诺的修订版中要大得多。

"四书"的翻译工作还涉及众多其他耶稣会士，仅在《中国人的

政治道德学说》一书中，开篇就列出了 17 人⑩。殷锋泽被列为作者。

耶稣会四位司会被列为正式核定者，他们是:郭纳爵、法国的刘迪我

⑨ S旬omI

Mé，阳rn阳B悦阳阳《ο0'盯zre ο 据 Pfiste" p. 32犯8 ， S旬ou川1

167邓6) 中称殷锋泽神父翻译的"四扫"保存在罗马O

( Intorcetta , "La science des Chinois" ,in Th岳venot ， Relαtions IV (Sondert. 1 ) ， 1-24;而prin

led in Th吕venol ， Relαtions (Paris , 1696) 11 ,349-374 

⑩ Cordier ， B刷οthecll Sillicα ， (:01.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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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le Faure[ le Favre] ， 1613-1675) 、葡萄牙的利玛弟( Matias 

da Maia[ Maya] , 1616-1667) 和成际理 (Feliciano Pacheco , 1622-

1687) 0 12 位耶稣会士被列为全书内容的审校者，他们是:葡萄牙的

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 1592-1677) ，热那亚的聂伯多( Pietro 

Canevari[Canevare] ， 1596-1675) ，西西里的潘国光(Francesco Bran

cati[ Brancato] , 1607-1671) ，皮埃蒙特 (Piedmont) 的李方西( Gio

vanni Francesco de Ferra而s [ Ferrari] , 1609一1671 ) ，法国的洪度贞

(Humbert Augery , 1618一1673 )、聂仲迁 (Adrien Grelon [ Greslon ] , 

1618一1696) 和穆迪我(Jacques Motel , 1619一1692) ，皮埃蒙特的毕

嘉 (Giandomenico Gabiani , 1623一1694) ，葡萄牙的张玛诺( Manuel 

Jorge [ George] , 1621一1677 ) ，比利时的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 

1622-1693) 和鲁日满( Fra吨。is de Rougement , 1624-1676) 以及奥

地利的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 [ Herdtricht] ， 1625一1684 )。

这份《中国哲学家孔子》参与编写者名单上的耶稣会士和 16652XJ)

年 9 月在杨光先教案中被驱逐到广州的耳目稣会士恰好是同一批

人⑨。不过，郭纳爵神父于 1666 年 5 月 11 日去世，而名单上的人似

乎也不全都是在 1665 年到达广州的(李方西和刘迪我两位神父可能

1668 年才到广州⑩) ，因此这些耶稣会士参与编写的方式可能是对

"四书"的翻译和注释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讨，而不是集中一段时间

进行研究。这种方式同"四书"逐步译成的过程可能是一致的。"四

书"的翻译工作早在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时代就开始了。可以确定的

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广州的编写阶段到 1671 年结束。这一年，

大多数被流放的传教士得以离开广州，回到内地或其他地方。

《中国哲学家孔子》参与编写者的名单中，大多数人的中国文化

造诣并不算突出。不过这 17 位神父中有 10 位(包括郭纳爵和殷锋

⑩ D阮)ehe峙阳er吨r昭R怦伊阳n酣肘I阮e飞"R阳归d咛伊'1'严}附刷e旷例r时巾t

⑩ D阮ehe忧er喀gn肘e ， Réj命'pe时巾οωt陀 ， p仰p. 7η1&创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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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至少用中文写过一部著作，著作→般是神学题材的⑩。由此足见

他们的中文水平已经颇高。据柏应理说，恩、理格神父曾编写过一部

大型的汉语一拉Ti吾词典《文字考} ，并送交出版社印刷，但我们现

在对这部词典元从知晓⑥。何大化神父仅用中文写过一部作品一一

→部白话的问答集。崇尚经典的中国文人对白话体是不赞成的，这

与何大化的前人利玛窦用艰深的文言文写文章大不相同。当然，利

玛窦写作文言文得到了文人朋友的大量帮助。不过，何大化神父还

撰写过一部中国历史，这需要作者对中国文献有较深入的研究⑩。

潘国光、柏应理和鲁日 i荷兰位神父各写过几部神学题材的中文论

文⑩。鲁日满还对满汉历史有研究，柏应理则参与编篡了一部中文

词典，该词典保存在巴黎⑩。总之，参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翻译

的不算是中国语言文化造诣深厚的第一流耶稣会士，但他们代表了

一个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者群体。另外， 17 世纪欧洲耶稣会士的总

体学术水准是非常高的，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作为其中的→部

分，才能也是相当了得的。

3.{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者柏应理神父

2.;-:;) 集体编译《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柏应

⑩ 笔者的材料来自费赖之书中有关这几位神父的传记和书目。由于费赖之书中有脱漏

之处，另七位神父中可能有→位或几位也曾用中文写过一些简短的文章，只是还没有

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文章出自他们之于二

( Pfister. p. 366. 

( Sommervogel , 1lI, 1637. 

( Pfister .pp. 228-230 ,310-313 & 335-336 

( Pfister , 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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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柏应理是佛兰芒人， 1622 年或 162~ 年出生在梅赫伦( Mech

eln) ⑩。和利玛窦、卫匡国及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耶稣会士不间，柏应

理不是出生在名门望族，我们对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清楚。 1654 年，

他在布鲁塞尔被授予神职，同时被授神职的还有鲁日满。鲁日满和

柏应理一样，后来也来到中国，并参与编译了《中国哲学家孔子》。

柏应理和鲁日满在 1654 年共同决定申请前往中国传教团任职。他

们于 1656 年在里斯本上船，同行的共有八位耶稣会土，由卡弥格神

父带领。当时卡弥格刚刚完成了返回欧洲为南明小朝廷的皇帝寻求

援助的任务。 1659 年 8 月 22 日，卡弥格在越南东京和广西的边境

附近去世，但柏应理在此前的路途中显然己经和卡弥格分开，卡弥格

去世时柏应理可能已经抵达澳门@。

在中国期间，柏应理在江西、湖广、浙江诸省，尤其是江南省传布

福音，极为活跃⑧。在此期间，柏应理遇到了徐光启的孙女许徐甘弟

大( Candida , 1607一1680) ，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柏应理与她建立

⑩ 大多数的记载按照柏应理在见习期间写的自传将他的出生日期定为 1622 年 5 月 31

日 o C. F. Waldeck 神父在"Le P，手re Philippe Couplet , Malinos , S. ]. " ,Analectes pOl!r server 

a l' histoire ecclésiastiql!e de la Belg叩Le 9 (1872) :5-6中称，柏应理的生日应为 1623 年

5 月 31 日，人们经常提到的 1622 年 5 月 31 日是不对的ν 柏应理从出生到启程前往

中国这段时间内的活动，笔者依照 Waldeck ， pp. 6-8 的叙述。结束见习期后，柏应理

在鲁汶大学学了两年哲学( 1642一1644) ，后来他在安特卫普教授一些基本的科目，直

到 1646 年。 1647 年，柏应理去西班牙游历， 1648 年和 1649 年在科特瑞克( Kortrijk/ 

Courtrai) 教人文学科和修辞。 1652 年，他在鲁汶大学开始接受神学培训。

⑧ 澳门一封 1659 年 12 月 23 日的信中有柏应理的签名。信是鲁日满神父写的，并和柏

应理、吴尔锋( Dorville) 、南怀仁三位神父共同签名。见 Henri Bosmans , S. ]., "Lellres in 

创ites de François Rougemont" ， Anαlect臼 pOlLr server a l' histoire ecclésiastiq lLe de la Belgiq lLe 

39 (19日) :30• 33 0 

⑧ 柏应理在松江、上海、嘉定、苏州、镇江、淮安和崇明岛进行过传教活动。 1664 年，由士

大夫杨光先在北京挑起的仇教运动爆发，并在全国蔓延。柏应理被派往北京。 1665

年 9 月，在北京的传教 t几乎全部被驱逐到广州( Deherg肘 ， Rφerloi陀， p. 347) 。随着

迫害渐渐缓和，柏应理在 1671 年回到了江南省。 1677 年以后，他在崇明岛上施洗信

众，建立教堂，成绩显著。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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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紧密的联系。在她的赞助下，柏应理得以在江南省建起了若干教

堂②。对于柏应理在中国积极传教的 20 年，我们仅仅知道一些皮

毛。他肯定结交了众多文人，因为他的中文水平相当好，至少用中文

撰写了七篇短小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旨很典型，都是劝中国人信

教，包括 1675 年在北京出版的《百问答》、1675 年在北京出版的《四

末真论》和未标明出版时间的《周岁圣人行略》。

J豆亏' 柏应理的才能与耶稣会要培养 17 世纪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的

目的正相契合。他没有利玛窦或汤若塑那样的思想力量，但是他和

前辈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卡弥格、白乃心、殷锋泽以及后辈闵明

我一样，拥有组织才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上级选中他担当耶稣

会代表的艰巨任务，返回欧洲③。耶稣会代表的任务包括拜访知名

人士，与学者建立联系，出版书刊，以提升公众对教团的关注度。耶

稣会代表能否招募到新人，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并得到教皇的好感，

对耶稣会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公认最有才干的耶稣会士

才会被选中担当此职。 1680 年，柏应理被任命为耶稣会代表， 1681

年 12 月从澳门启程返欧。 1682 年初，柏应理在巴达维亚停留了一

段时间，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生于德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克莱

尔⑧。两人出于对中医的共同兴趣，在 1669 年通过到广州的荷兰贸

② 柏应理写过一篇赞颂许徐甘弟大的作品，名为《中国基督徒许徐甘弟大夫人传} (His

toriα nobilis feminαeCαndidne Hiu christianae Sir町α叫。此书被译为多种语言出版，有法

文(1688) 、西班牙文(1691 )和佛兰芒文(1694) 0 (见 Pfister ， p. 3 IO 0) 除许徐甘弟大

之外，还有其他几位杰出的中国女性为 17 世纪中国基督教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她们是:著名官员佟国器(1684 年卒)的夫人，在欧洲她被称作 Lady Agatl町士大

夫、教徒杨廷街(1557一1627) 的女儿，被称为 Lady Agnés o 

③ 白晋是受康熙皇帝之命，而不是他的耶稣会上级之命被派往欧洲的，当然此事一定是

经过耶稣会同意的。因此，尽管臼晋被委以耶稣会代表的许多任务，却没有代表的正

式头衔c

⑧ Waldeck ， p.29 说，因为风暴的原因，柏应理被迫在巴达维亚登陆，这次滞留对他的计

划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我们怀疑柏应理有可能是主动找机会认识克莱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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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团通了信，这是我们所知的两人第一次书信往来⑧。

1682 年 10 月，柏应理带着年轻的中国随从沈福宗(教名弥格_j{);)

尔)到达荷兰，并在梅赫伦受到了热烈欢迎。柏应理在那里看望了

他年迈的父亲⑧。在罗马，柏应理申请允许传教士在中国用中文做

弥撒。他还分发了金圣餐杯和一些饰物，它们是用松江镇的女性教

徒以及许徐甘弟大夫人捐赠的首饰制作的。在拜见教皇亚历山大七

世的时候，柏应理献上了传教士撰写的 400 余册中文书籍⑧。插在

1684 年 9 月的刊物《风流信使HMercure Galant) 中的一封信中说，当

月 15 号，柏应理神父及其随从被引荐给了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并

在第二天参加了一个皇家宴会。和国王会面的事是由国王的御用告

解神父耶稣会士拉雪兹 (François la Chaise , 1709 年卒)安排的。据

他的描述，柏应理的随从穿着绿色丝绸和饰有中国龙图案的深蓝色

锦缎，在国王的宴会上用筷子吃饭，引来了国王极大的关注⑧。很显

然，"中国热"是从凡尔赛宫培养出来的。几天后，柏应理和他的中

国随从参观了圣路易宫(the St. 1ρuis House) ，他们在那里展示了一

些画在绢上的肖像，包括一幅留着长长黑胡须的孔子像。柏应理和

他的中国随从是巴黎社交圈中的热门话题，这在不久以后便产生了

实际的效果。

刚刚接柯尔贝之手管理法兰西科学院的卢瓦侯爵 (Marquis de 

.~ Kraft."Mentzel.Couplet.Cleyer und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 p.179. 不过，柏应理和克

莱尔的交往很可能要早于 1669 年，因为鲁日满在 1670 年 11 月 5 日从广州写来的信

中表明，耶稣会神父们发现克莱尔先生是在欧洲和中国间传递信件的一位可靠的中

间人( Bosmans , p. 43) 。从 1682 年 1 月底到 6 月底，柏应理和克莱尔可能住得比较近

或在同一区域旅行，他们似乎经常见面( Kraft , "Mer山el ， Couplet , Cleyer und die chine

sische Medizin" • p. 182 )。

( Waldeck , p. 29. 

( Pfister. p. 308. 

~ de la Chaize 神父 1684 年 12 月 29 日致 de Noyellez 神父的信件，见 Chantelauze ,Le Pére 

de 1α Chaize (Paris , 1859)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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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vois)命人写了关于中国的一系列 35 个问题寄给柏应理，以求回

答⑧。问题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中国历史、科学、植物、饮料、

鸟类、家畜、兵器、军队、节日、纺织、陶瓷、交通、建筑、矿藏、妇女、奴

隶、法律与刑法制度、宗教、长城、港口、国家财政、气候、澳门的情况

以及它是否占据了内地(这让人不禁要想，法国有什么样的反葡战

略目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欧洲最知名的学术团体之一对中国

表现出的广泛兴趣。柏应理大概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交给了法兰

西科学院。提出、回答这 35 个问题是一系列连锁事件中的一环，而

这一系列事件的最高潮就是一批法国传教士在法兰西科学院的支持

和路易十四的赞助下被派往中国。

.PJI/ 派法国耶稣会士前往中国这件事是耶稣会策划并发起的，我们

可以从南怀仁所写，并由柏应理交给洪若翰 (Jean de Fontan町，

1643一1710)的访问中国邀请函中找到部分证据。南怀仁神父也是

比利时人，从 1664 年到 1688 年在北京任钦天监监正@。柏应理在

巴黎停留的时间很长，因此和洪若翰神父有过几次会面，这几次会面

对实现 1685 年法国耶稣会士赴华这一重要活动是有帮助的。在科

学的旗帜下，耶稣会的传教目的和路易十四以葡萄牙独揽传教活动

为代价扩张法国势力的目的合二为一了。五位受过数学和天文学专

门训练的耶稣会士一一包晋、张诚、李明、塔夏尔和刘应一一被选中，

并组织起来，由洪若翰领导。 1685 年初，这一行人在布雷斯特

( Brest)乘瓦索号(l' Oyseαu) 离开法国。柏应理那时还在巴黎，他见

证了这一切。

为了宣传中国教团，柏应理和欧洲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建

立了书信联系，其中也包括门采尔。门采尔为柏应理争取了一个应

⑧ 卢瓦侯爵(即 François-Michel le Tellier) 寄给柏应理的关于中国的问题见 Virgile Pinot , 

ed. ， Docu阳nts in éd山 relαtiβα la connα/，SSα町e de la Chine en France de 1685 α 1740 

( Paris , 1932) pp. 7一一9 0 另见 Virgile Pinot , la Chine et la formatù川 de l' esprit philos

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 1932; reprinted Geneva , 1971 ) p. 440 

( Pfister , p. 308 & Dehergne , RφertoL时， p.307.



第八章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岭{中国哲学家孔子}

邀参观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宫廷的机会，但是如前面一章所述，这次参

观很可能没有实现。除了《中国哲学家孔子> ，柏应理还忙于其他几

本书的出版。他用拉丁文写的许徐甘弟大夫人传被奥尔良 C d' Orle

ans) 神父翻译成法文， 1688 年在巴黎出版，题为《中国基督徒许徐甘

弟大夫人传)) C Histoire d' une d，αme chrétienne de Chine , Cαndide Hiu) 。

其他的译本也随之出版。关于中国礼仪问题，柏应理也写过一些东

西，后来在法国汉学家鲍狄埃的文章中出现⑨c

柏应理于 1687 年 12 月中旬离开巴黎，先后去了英国、葡萄牙和

西班牙。 1689 年至 1690 年间，他住在马德里⑨。由于罗马教皇和葡

萄牙国玉的矛盾，他被迫推迟几年回中国。葡萄牙帝国尽管已经开

始走下坡路，葡萄牙国王却仍能对教皇施加不小的压力，试图通过控

制里斯本、果阿、澳门这几个传教士前往中国的航程中最重要的港口

来保持对亚洲教会的保教权。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葡萄牙国王不

允许传教士离开里斯本。 1692 年初，一项协议终于达成，柏应理和

几位随从得以离开里斯本。但是和卡弥格一样，柏应理也没能回到

中国。柏应理搭乘的船只行至果阿附近时遭遇了一场大风暴，在颠

簸中，船上的一个大箱子重重地砸在了柏应理头上，他受了重伤。第

二天，也就是 1693 年 5 月 16 日，柏应理离开了人世⑧。

4.~ 中国哲学家孔子》梗概

.279. 

《中国哲学家孔子> C Confuciω Sinarum philοsophus )于 1687 年 2J7

在巴黎出版，为对开本，共 412 页，另配有一些插图。印刷者是奥

特梅尔 C Daniel Horthemels) 。这本书与柏应理 126 页的《中国历代

年表>C T，α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装订在一起。扉页

( Pfister , pp. 310-312 

⑨ 见 Kraft ， " F rühe chinesische Studien in Berlin" , p. 114 以及柏应理从马德里寄出的信

件，现存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Sin 164 0 

( Pfister , pp. 309-310 & Dehergne , Répertoire , p. 67 另见 Waldeck ， p. 3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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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印有四个人名，依次为:殷锋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中国

哲学家孔子》的译者和《中国的智慧》及《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说》

的译者相重合，可以看出这三本书是互有联系的。不仅如此，从

1676 年鲁日满和 1684 年恩理格的相继辞世也可以看出，这个翻

译计划是长期持续的。因此，这四位神父的名字应该只是代表了

参与翻译的主要人员。据费赖之(Aloys [Louis ] Pfister , S. 1. )说，

在罗明坚、利玛窦(他们是最早开始翻译"四书"的耶稣会士)的时

代与恩理格(他是可以确认参与"四书"翻译的耶稣会士中最晚到

达中国的一位，在 1660 年到达澳门)的时代之间，有 116 位耶稣会

士来到中国传教。如前所述，除恩、理格之外，这 116 位神父中有 16

位被列为《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说》的编译者。我们很难考证其余

的 100 位神父中有多少人也参与了翻译，主要是因为"四书"的翻

译应该是在它作为耶稣会士中文启蒙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得到

发展的。现代学者可能会在将自己翻译的作品作为教材使用的过

程中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协助，从而对译文加以修改。同样，耶稣

会士应该也是这样逐渐修改"四书"译文的。曾经是学生的那些神

父后来便成为了老师，译文的水平就这样一代代得以提高和传承，

并出版了包括《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内的几个版本。

通过对比《中国的智慧》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大学》的开

篇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译文不断修正的

过程。《中国的智慧》是这样翻译这句话的"大人之学的目的在

于通过品德未开启精神的力量-一一这精神的力量得自上天，必然

是理性的精神一一使其从被人欲蒙蔽的状态回复到最初的明

净"⑧。(殷锋泽在译文中将《大学》的原文处理成斜体字，以便和

注释的文字相区别。)这句话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就明显经过

( Ignacio a Costa & Prospero Intorcetta , Sαipientia Sinica (Ch' ien-ch ' a吨， 1662) p. 1: 

" Magnorum virorum sciendi institutum constitit in illuminandο virtutibus spiritualem potenti

αm à coelo inditαm ， nerrψeAnimαm ， ut hαec redice posit αdοnwnαle clαnlalem ， quαmαippelL

tus αnimals οbicubilαve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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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处理得更加文雅"此外， l 大人2 之学的3 目的4 在于5 完善

或提高人得自上天的6 理性的7 本性，就如同一面非常明亮的镜

子，通过擦掉上面畸形的欲望，使其得以回归明净的本真"③。(柏

应理将《大学》的原文标上数字，以便和注释的文字相区别。)译文

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通过品德来开启精神的力量"改成了"完

善或提高理性的本性"。不过，这不一定是"明德"一词翻译水平

的提高，大多数现代译者将"明德"译为"被开启的品德"。如果说

《中国的智慧》翻译得太过精神化，那么《中国哲学家孔子》就翻译

得太过理性化了。后者可能是为了让译文更加紧密地契合耶稣会

用自然宗教阐释中国经典的方式。

.281. 

《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中文经典的脚步 2'，:hf

并没有停止。耶稣会士卫方济 1711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庞大的中国

经典译著《中国典籍六种~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极有可能

是以《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文为基础的⑧。这部著作包括柏应理编

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已有的《大学》、《中庸》、《论语~ ，还包括《中

国哲学家孔子》最后一页告知读者即将翻译的《孟子》⑧。除"四书"

以外，卫方济神父还翻译出版了儒家著作中两部也很经典但篇幅较

短的著作一一《孝经》和《小学》。通过对比《中国哲学家孔子》和卫

方济的译著，我们发现与《中国的智慧》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对比

一样，卫方济的译文要比《中国哲学家孔子》更完善、更典雅。如果

从事中文经典翻译工作的人不是来自同一个宗教团体，翻译的水平

可能不会达到耶稣会士这样的高度。此外，如果耶稣会士不是靠集

⑧ Cou叩plel ，工CοrνE扩(u川uω￡μLS、、'， b忱}水k. 1 ,1'. 1七:

4九Cω'OT川n旧ZSlstω!l 川 5 e臼丸pol町n阳do ， se阳u e凹χCοle凹en阳!d.击扣Fο) 6 Taα7t1ωοn阳zν矿αÛem 7阳1l础tμt旷trlα1m à üυelωo i仇ndit阳fαlm; ul s配cilicet

haec ,ceu limpidissùnum ， αb"tersis pravorum α.ppel!tum mαculis ， αd pristinam , clαntem Sllαm 

redire posit. " 

⑧见 David E. Mungello , ..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in the 

Wes叫1

1'1'.515一-541 。

⑧ Couplet ，C.υnfuciz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字的起源
.282. 

体的力量来翻译，"四书"也不太可能在 1711 年被全部翻译成一种

欧洲语言。

__Y.);ç 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献词中将其献给"伟大的路易"，

即法王路易十四。这个献词一方面是回报路易十四对 1685 年由洪

若翰率领的传教士代表团的赞助，一方面是要争取进一步的支持。

有拉雪兹和后来的卢瓦侯爵作为法王的御用告解神父，耶稣会士就

站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来发起这样一个运动，尽管这个有利位置会

招来对于的敌视与对抗。关于这→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一位 17 世

纪读者对柏应理献词的反应。目前在汉诺威皇家图书馆藏书中找到

的一本《中国哲学家孔子》是属于莫拉努斯(Gerhard W olter Molanus , 

1722 年卒)的，此人是洛肯( Loccum) 的路德宗修道院院长，和莱布

尼茨一直很熟悉。但莫拉努斯可并不像莱布尼茨那样对耶稣会有好

感，他在柏应理给路易十四的献词末尾柏应理署名的后面写下了

"最虚伪的趋炎附势者"这样的字眼!除门采尔这样的业余汉学家，

信仰新教的德国人似乎并不都像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那样为柏应理

所倾倒。

献词之后是一篇长 106 页的"序言性说明" (Proëmialis Declara

tio) ，署名是柏应理，但显然不是完全由他一个人写的。龙伯格先生

对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原稿进行了研究，发现序

言中有两个人的不同笔迹，后半部分很可能是柏应理的笔迹⑨。这

篇"序言性说明"是解释全书的核心。随后是一篇 8 页的孔子传和

一幅孔子像，这是全书仅有的一幅肖像雕版画。正如一位欧洲艺术

家所认为的那样，这幅仅有的雕版画很合适地留给了这位中国的圣

人⑨。(见图 16 以及本章第 6 节对这幅雕版画的讨论。)

孔子像之后的部分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整个

⑧ 关于龙伯格先生对巳黎国家图书馆中《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原稿 (Fonds Latin 6277 ,2 

vols. )所作研究的更多信息，见他的文章 Lundbaek ， "The image of Ne帕o-Confu眈c口CIa咀E盹an川is圳盯m m n 

C仇01νl矿/町川z川且旧♀ s茹趾'￥iù川nαruιm Phil阳osοψ'Phω

⑨ Cωou叩ple阳et ， C仇ο硕削u削'._'ì，♂p. cx川V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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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部分题为"中国的学问" (Scientiae Sinicae) ，分成第一册、第二

册和第三册，其篇幅分别为 39 页、69 页和 180 页⑩。译文之后是《中

国历代年表》。由于没有标明印刷者，这个年表很可能也是奥特梅

尔印刷的，但是所标的出版时间是 1686 年，比装订在一起的《中国哲

学家孔子》早了一年出版。全书的最后是柏应理绘制的一幅地图，

上面有中国的 15 个省和 155 个主要城市，还标出了耶稣会建造的近

200 座教堂⑥。地图之后是一份柏应理署名的人口、地理和其他相关

统计数据的大纲，长 4 页。最后一页上印的是"国王授权出版声

明"，所标日期是 1687 年，巴黎。

5. "序言性说明"的内容

.283. 

"序言性说明"的全名告诉读者这部分论述的是《中国哲学家孔 26;/'

子》的缘起和宗旨、中文书籍及其注解、中国本士的宗教"派别"和哲

学。在一开始，{中国哲学家孔子》就声明耶稣会士编写这本书的意

图不是要满足"欧洲人消遣的目的和好奇心"，而是为了将耶稣的福

音传播到中国及为其他地区的传教士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把这本

书作为汉语启蒙教材使用，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服务，这和

上述的意图是一致的，但是在欧洲的世俗读者中公开宣传和推广这

本书却和上述意图有所不符。因此，我们不禁怀疑耶稣会出版这本

书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这个声明相符。因为耶稣会的真

正原因必然是想树立传教士的诚意，并试图抢先一步，让那些思想蝙

狭、对除了传教还喜欢猎"奇"的传教士感到反感的欧洲基督徒无话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页码是不连续的。作为第→册和第二册的《大学》和《中庸》共

有连续的 108 页，而《论语》作为第三册，其第一部分的页码是 l→21 ，而第二到第十

部分的页码是 l一159 0

~ Boleslaw Szezesniak ,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 an lnquiry into the Compila

tions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 ,lmago Mundi 13 (1956): 131一133 有柏应理中国地图

的复制品以及对这幅地图背景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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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耶稣会士广泛的学术追求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那些害怕更多

世俗兴趣者的攻击。

耶稣会士否认《中国哲学家孔子》有猎"奇"倾向。要想对此作

出评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 17 世纪那些反对将宗教使命与

世俗兴趣相混合的势力所构成的威胁是很大的。很显然，耶稣会士

的确试图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唤起欧洲人对中国这个"奇异国度"的

兴趣。《中国哲学家孔子》反映出了耶稣会士对一种遥远的、异域的

哲学大量细节的熟练把握，通过呈现这样一部有相当篇幅的著作，耶

稣会士希望能得到支持，以维持和扩大耶稣会的在华活动。为了实

现传播信仰的最终宗教目的，耶稣会士十分愿意投合世俗的兴趣，并

自然会否认自己是这么做的。那些坚持要在对错之间划出绝对界线

的批评者今天会和 17 世纪的批评者一样发现耶稣会士的做法是有

问题的，并对他们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事实不屑一顾。

.?6Y "序言性说明"在论述中文经典的部分对"现代注释者" (Neot-

erici Interpretes) 大加批评。这里所指的"现代注释者"主要是宋代的

新儒学，耶稣会士认为他们歪曲了儒家最早的文献⑩。耶稣会士对

新儒学将经典文献归人"四书""五经"的做法是接受的，但在 12 世

纪晚期新儒学进行这种归类以前，"四书""五经"其实就已经是"十

二经"的一部分了⑩。

"四书"中的"两书"{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章节，直

到宋代新儒学才将其单独列为经书⑩。《大学》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不

得而知。据朱嘉说， (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公元前 505一前

436)所写。但和朱嘉差不多同时代的王柏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孙

子子思(公元前 492一前 431)所写。较晚近的学者认为《大学》是晚

至公元前 200 年的作品，不过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大学》的作者到

( Couplet , Confucius , p. xxxv. 

⑩ 《十三经》包括《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公羊传》、《春秋毅梁传》、《春

秋左传》、《仪礼》、《周礼》、《论i吾》、《孟子》、《孝经》和《尔雅》。

⑩ 《大学》和《中庸》分别是价Li己》的第 39 章和第 29 章。见 Fung ， History ,1,361-3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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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谁@。朱意在 17 世纪的中国具有权威地位，因此他对《大学》作

者是谁的看法被大家广泛接受。尤为重要的是，张居正也认为曾子

是《大学》的作者，耶稣会士在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子》时大量参考了

张居正对"四书"的注释。《中庸》的作者是谁也不确定。司马迁在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中庸》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于。但是《中

庸》内部各章的风格和思想并不一致，该书可能是在晚至汉代早期

(即公元前 200 年)的一段时间内几位作者不同作品的合集@。耶稣

会士认同《中庸》是孔子所写，并由其孙子思编订的说法⑩。对这个

说法的认同，准确地反映出了强调从古人那里传承"道"，而不从今

人的研究中发现"道"的传统。

.285. 

《大学》、《中庸》和其他两本经书《论语》、《孟子》是 12 世纪晚2'62

期朱嘉在为它们撰写新注时归在一起，称为"四书"的⑩。从大约

1415 年起，"四书""五经"就牢固地树立了科举考试命题基础的地

位⑩。这些经典在很大程度上被耶稣会土尊为最早的经典文献，并

试图与较晚的新儒学增加的内容相区别。由此可见，柏应理等耶稣

会士在认识儒家经典时缺乏深厚的历史观。耶稣会士否定新儒学对

经典的注释，无疑源自利玛窦最初确立的立场。

排斥经典的现代注释，回归其原来的意义，是儒家传统一个根深

蒂固的方面。利玛窦和其他的耶稣会士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某种

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通过接触中国文人吸收了他们的思想。耶稣会士

⑩ 见朱票，{四书集注} (台北重印， 1969) 之《中庸>， la 页和 Fu吨， History , 1, 362 0 {大

学》的年代见 Wing-tsit Cha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οsophy (Princeton , 1963) ,85n o 

⑩ 王柏认为现在的《中庸》是子思所写的《中庸》和汉朝戴圣所写的《中庸说》合二为一

的产物。戴圣曾将《礼记》删减为最终的 46 章。见 Fung ， History , 1, 370• 371&417 0 

参见 CI酬 ， Source bοοk ， p.97n 。

( Couplet , Confucius , bk. 2 , p. 40. 

⑩ 对朱蕉将经典文献重新归类，并称为"四书"的论述，见 Wing-tsit Chan , "Chu Hsi' s 

completiun of Neo-Confueianism" , pp. 81-87 0 

⑩ 背景材料见 James T. C. Liu , .. How did Neo-Confucianism become a state orthodoxy?" Phi

lοsophy East & West 23 (1973) :483-5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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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到了中国思想界对新儒学注释者的排斥，这种倾向在 18 世纪变

得更为明显。总之，可以说排斥新儒学对中文经典的注释很可能确

实有学术上的理由。耶稣会士对其中的一些理由作了自我发挥。但

是他们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并不都是客观的，有些仅仅是为了不惜

采用一切手段达到他们传教事业的目的。

耶稣会士对浩如烟海的中文书籍和文章显然非常钦佩。为了辨

别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中文著作，他们注意到了公元前 213 年的焚书

坑儒事件。焚书事件破坏力巨大，而且这件事在大多数像耶稣会士

这样的知识分子心中引起了恐惧，~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写者们认

为这个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序言性说明"称秦始皇

焚书比世界史上已知的其他焚书事件，包括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

(Theodosius the Great ， 379-395 在位)在反对异教徒的运动中将亚

历山大著名的图书馆付之一炬的事件，都要严重得多@。

26.~"l 耶稣会士作者们将"四书""五经"视作中国最古老书籍之一。

他们按重要性和意义为"五经"排了次序。排在第一的是《书经》。

其中一个理由是该书是关于尧、舜、禹这三位"伟大的统治者"的，而

且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据认为是从尧、舜、禹延续下来的。但耶稣

会士并未说《书经》的成书年代最早。他们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人

的注释" ，~易经》是"五经"中最古老的@。不过《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编写者并不认同所有的注释。他们不仅怀疑是否应该接受这些注

释，而且批评《易经》太晦涩难懂。不过不管怎样，~易经》被排在"五

经"的第三位@o (根据语言的古老程度，现代学者认为《易经》和

《诗经》可能是年代最古老的作品，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很容易就能

解决的。)

耶稣会士把《易经》的作者定为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创立者伏襄，

ø Cou叩1叩pl阳et ， Co咆νψ(u加uc阳tC口!l阳t且旧本ts , p. X盯V.

@ Cou叩pl阳et ， C仇o呐c!旧，♂p. XVl口III

② Cou叩p】l阳et ，工COTνE矿(uc口z川， p】 .x口xx川Vlll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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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待伏善这个人物与对待尧、舜、禹这些传说中的人物有所不

同。尧的年代被定为传说的公元前 2357 年，而伏革则没有年代@。

不说伏辈的年代可能说明耶稣会士并未把伏蕃看做历史人物，他们

认为尧、舜、禹是历史人物，而伏在是传说中的人物。如果说伏萎的

历史地位令人怀疑，那么据传是伏毒所写的《易经》最古老的地位也

就令人怀疑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写者为何对《易经》持批判

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多数传教士认为，新儒学哲学思想中有

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倾向，因此完全不可能和基督教思想互补。而

《易经》则被他们认为是新儒学思想的源头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太准

确的。

.287. 

耶稣会士参考了中国人对尧、舜、禹的描述，说他们是德才兼备 .!W/

的统治者，尤其说到舜，说他敬重"上帝"@。禹的功劳是治理洪水

(应该是黄河流域的洪水) ，并以一种与天地和谐的方式划定九州界

线。耶稣会士还说，{书经》记载了中国第二个朝代商或殷，还说商

朝的建立者是成汤，他在公元前 1776 年建立了商朝，可见耶稣会士

将传说的年代当做了事实。第二部被论述的经书是《诗经~@，第三

部如前所述，是晦涩难懂的《易经~øo {春秋》和《礼记》分别被列为

第四和第五@。

"序言性说明"的作者认为"四书"的权威性仅次于"五经"，并

指出"四书""五经"都是求功名的人学习的基础@。耶稣会土希塑

通过拨开后人添加的层层注释，触及到中国"黄金时代的纯朴"，通

③ 柏应理在 Tabulα chronologica , p. 3 中也将尧的年代定为公元前 2357 年，这个年代肯定

是从中文文献中得到的，但柏应理《中国历代年表》的上古部分可能间接得自卫匡国

《中国上古史》中所用的中文文献 ，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α ， p.24 中尧的年代是公

元前 2357 年。

ø Couplet , Confuc山， p. XVI 

( Couplet , CorifllCius , p. xvij 

( Couplet , Corifucius , p. xviii. 

@ Couplet ， Cο呵(ucú凸， p. XIX. 

& Couplet ， CοIljitcius ， p. XX. 参见 Miyazaki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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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做，他们试图将"四书""五经"中记录中国古人学间的最早文

献分离出来@o ~中国哲学家孔子》在随后的一段对后来一些歪曲古

人哲学思想的学派作了详细的说明。被提到的有老子(道教)、杨朱

(奉行利己主义)、墨瞿(提倡兼爱)和佛教这些哲学或宗教派别。从

传统的儒家立场来看，它们都是非正统的异端邪说。除了这些，耶稣

会士还特别提到了这些"邪说"之影响的一个关键点。它被追溯到

"现代注释者"发展出的古代圣人完全不知道的哲学。耶稣会士认

为，从公元 960 年开始的宋代的"现代注释者"是一些学识渊博、著

述繁多的文人，他们"不仅根据‘五经'和编年史(史录?)的注解，还

根据孔子、孟子等注释者的注解，加上他们自己的想法以及大量丰富

的说明性文章"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哲学@。可以确定，耶稣会士指的

是宋代的新儒学，因为他们说朱蕉和程氏兄弟一一程颠(世称"明道

先生" ， 1032一1085 )和程颐(世称"伊川先生" ， 1033一1107 )一一是

新注释者中最著名的三位@。

2'6:)- "序言性说明"指出，"现代注释者"的哲学在明朝永乐皇帝

(1403-1424 在位)时期得到了巩固。永乐皇帝集中 400 多位学者

编篡了一部解释"五经"的庞大著作《五经大全H 1415) 、一部解释

"四书"的《四书大全~ ( 1414 )和一部宋儒语录集《性理大全》

(1415) 。耶稣会士将《性理大全》的书名译为"自然或自然哲学论

集"@。耶稣会士指出，这些明代的著作参照的基本上都是朱亲和程

氏兄弟的注解，当然也有周敦颐、张载等其他一些宋代新儒学学者。

更具争议的是，耶稣会的作者们说这些明代著作中的注解是对古代

中国哲学的歪曲。这就是耶稣会士试图论证的问题的实质。

在"序言性说明"的下一段，耶稣会士将"现代注释者"新哲学的

源头追溯到了《易经~ ，据说《易经》的主要作者伏毒留下了一篇根本

( Couplet , Confucius , p. xx. 

~ Couplet , Conjuci时， p.xxxv.

@ Couplet , ConfucÍl此 pp. xXXV-XXXVl. 

@ Couplet , Confuci肘， pp. xxxvi-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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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理解的说明，难度可以"和古代的戈尔地雅斯难结( Gordian 

knot)相比"@。耶稣会士的这个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更是夸大

其词的。《易经》确实是早期宋代新儒学宇宙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

素，但是对朱嘉和程氏兄弟这些主要的宋代新儒学学者来说，对他们

的哲学产生最大影响的并不是《易经》。朱嘉本人认为《易经》的占

卡作用大于哲学意义。因此，不管《易经》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它

并不像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这一段中所说的那样，是宋

代新儒学的"源头"。实际上，宋代新儒学学者认为自己所研究之学

间的性质和耶稣会士所说的正相反。宋代新儒学认为孟子之后，古

代哲学的真正意义，或"道统"就丧失了@。这和耶稣会士的看法是

一致的。但是和耶稣会士的解释截然相反的是，新儒学认为自己所

做的是恢复道统，重建经典已经丧失的真正意义!

"序言性说明"的第二部分以利玛窦为例，说明如何以古代权威

著作为证据，来反驳新儒学@。这可能指的是利玛窦在《天主实义》

(1603 )中对新儒学的批驳。耶稣会士作者们对这本书非常熟悉，在

后面还描述了利玛窦是如何刻苦钻研古书 20 年井和中国学者反复

切磋才写成此书的@。据耶稣会士作者们说，利玛窦甚至敢于在北

京的朝廷上说出他对当时文人的批评@。他说，现代人对古书的解

释文体华丽藻饰，但内容空洞，言行不一。"序言性说明"采用了利

玛窦的看法，论证了中国的古人是信仰神的，他们称作"天主"或"上

帝"。耶稣会士认为这些信仰随着古书的被毁而渐渐被人淡忘了，

但在古代文献的残章断句中还遗迹犹存。

-289-

耶稣会士解释说， "1615 年"中国人的仇教运动(1617 年的迫害 .P6W

@ Couplet , Co呐cius ， p. xxxviii 

iQÐ Couplet ,Confucius , p. xxxvi & lv. 参见 Cα仙han

1阳sm ，♂p.75f。

ø Couplet ,Confucius ,p.liiij. 

ø Couplet , Confuci旧， p.cv可·

@ Couplet , Co呐cius ， p. cvi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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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并不是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本身，而是因为基督教对佛

教、道教和当时某些文人(程朱新儒学的拥护者)的学说构成了威胁

而作出的防卫性反应@。根据"序言性说明"中所讲的，基督教传教

士被怀疑煽动叛乱，传播邪教。面对这样的指责，作者们说耶稣会是

得到皇帝扶持的 这种扶持和耶稣会的策略是完全和谐的。中国

的皇帝(这里没有提到清王朝 1644 年取代明王朝而导致的改朝换

代)允许耶稣会士住在北京的宫廷中，奉行他们的信仰。作者们提

到了皇帝支持耶稣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1675 年 7 月 12 日，康熙

皇帝驾临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堂，并题写"敬天"二字赐予教堂。他们

将"敬天"二字解释得和基督教教义相一致，但这个解释后来却成为

礼仪之争中的一个问题。

"序言性说明"的作者称，新儒学将他们的体系建立在唯物主义

哲学上，其基础主要是"太极"这个概念(引自《性理大全} )Ø。不

过，耶稣会士指出朱嘉本人也承认伏慧、文王或周公都没有用过这个

词。耶稣会士注意到"太极"这个词出现在孔子为《易经》所作的《易

传》之《系辞传·上》中，并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⑩耶稣会士说，既然这段话仅仅是《易传》的一部分，而

且"太极"一词并不见于"四书" "五经"原文，那新儒学的宇宙观就

不是牢固建立在古代经典的基础之上。

_}:}67 在叙述新儒学关于"太极"的某些长篇大论时，"序言性说明"指

出，新儒学为"太极"这个词赋予了超出人类思维模式的宗教神秘

性。"太极"被比作一个巨大的终点或极点、马车的主轮轴、大树的

根基、物体的支点和基础③。据说新儒学的学者坚决反驳任何认为

W Couplet , Confuci山， pp. CXJ-CXIJ. 

ø Couplet ， Cο旷ùcius ， p. Iv. 

⑩ Couplet ， Cοnfucius ， p. Iv 参见 Fung Yu-Ian , History , 1 ， 384 从《易传》之《系辞传·上》中

译出的这段话。

③ 参见利玛窦，{天主实义} ，第一册，第 15a-b 页、I7 b 页、 18b 页和 19b 页中的"太极"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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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仅仅是想象出来的说法，也否认"太极"与佛教的"虚"或道

教的"元"有任何关系。"太极"既是静止的又是运动的，它衍生出

"阴"和"阳"。耶稣会土将"阴"和"阳"比作永不停息的心脏收缩与

舒张运动，或日与夜，夏与冬③。

"序言性说明"的作者们将"太极"与宋代新儒学最基本的概念

"理"相联系。他们说新儒学将"太极"理解为"原始物质"，将"理"

理解为"某种真理或事物的组成形式"，并将"理"看做"太极"的另

一个名称③。将"太极"和"理"如此画等号未免太牵强了。此外，

"太极"是宇宙活动的源头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原始物质。但是

这个概念超出了物质的范畴，尤其是它还有能量。有趣的是，我们发

现耶稣会土龙华民在 17 世纪 20 年代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宗教的文

章，他也把对新儒学唯物主义的根源追溯到了"理"和"太极"这两个

概念。但是龙华民神父对"理"的定义是"无穷无尽的原始物质……

从中产生‘太极， "。这与柏应理的说法有所不同⑩。龙华民认为新

儒学的无神论源自唯物主义。柏应理的论点和龙华民相似，但又不

完全相同。柏应理说，新儒学在"理"和"太极"上海乱而又错综复杂

的争执沿着元神论的思路得出的最终论点是:将一切超自然的起源

排除在外③。

为了反对宋代新儒学对经典的解释，耶稣会士摒弃了朱嘉对

"四书"的权威注解，转向张居正( 1525-1582) 的注解⑩。张居正注

解的书名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没有特别提到，不过我们知道这本

( Couplet , Confi川旧， p.lvj. 这一段引出了耶稣会士对非主流的宋代新儒学学者自11雍

(1011-1077)创造的一个 29600 年周期的论述n 这个数字似有误，应为 129600 年内

( Couplet , Confuciu.s, p. lvij. 

( Nichola Longobardi , Trait é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ψon des chinois (Paris , 1701 ) S 5 : 7 

in Kortholt , p. 202 & Dutens , p. 110 

( Couplet , Confucius , p. lvij. 

③ 据笔者所知，第一位确认"Cham Colai" (张阁~)就是张居正的学者是耶稣会土裴化

行，见 Henri Bemanl-Mait时 ， Sαgesse chinoisie et ph ilosop~日e chrétienne (Paris & Leiden , 

1935) p. 1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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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四书直解》。耶稣会士作者说张居正是湖广省江陵人，他以师

傅、老师和内阁首辅的身份忠心耿耿地伺候了万历皇帝十年。据说

张居正死后得到了元上的哀荣，但皇帝不久便授意将其削官夺爵。

不过，他的著述却躲过了这场劫难，因为万历皇帝决定不让"书籍背

负罪责"③。耶稣会士很清楚张居正这个名字和他的著作在 17 世纪

中期是很受尊敬的。"序言性说明"称，耶稣会士之所以关注张居正

的注解，是因为他在解释古代著作方面的能力以及他内容充实、明白

易懂的文字。此外，当时的中国人也广泛使用张居正的注解，并对其

称赞有加。

26êf 耶稣会士对张居正注解的某些评价让当代汉学家感到吃惊。首

先，张居正并不以重要的学术人物出名，而是以老练的强权人物著

称，他的历史地位来自他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其次，{四书直解》是

近年来张居正研究中极少提到的著作⑧。这并不是说耶稣会士的评

论作为对 17 世纪中国文化的评价是错误的。有证据表明，耶稣会士

在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时期，一些忠于明朝的知名人士对张居

正的著作进行了研究。张居正一直为明王朝的命运赠精竭虑，他在

当时已经觉察到了一些衰败的迹象，并竭尽全力阻止衰败的进程。

他深受《易经》的影响，有些主观地建立了一套历史哲学，认为王朝

的衰败是可以逆转的⑩。他将此作为他任首辅期间最主要的目标。

翻译"四书"的耶稣会士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张居正对《易经》的专注。

③ Couplet ， Co呐CLU;♀， p. CXIV. 

⑩ 见 Ro伪be创川 Cra削wf，趾o旧rdι， "C仙hang Cαhü-chen吨g' s Confucian L俨唔'ga必li凹lsn目阳I口m'

thought Wm. Theodore de Bary ,ed. (New York , 1970) pp. 367---4 13. 另见克劳福德先生

和L. Carrington G∞drich 在 Goodrieh & Fa吨， pp.53---60 中的"张居正"条。在黄仁宇

(Ray Huang) 的名作 1587 ， α year of no sψúficance (New Heaven , 1981 )中，对张居正有

大量的描写，但也没有提到他的《四书直解》。龙伯格和笔者在 China Misswn studies 

( 1550-18∞ )bulletin3 (1981):2一11&12-22 中的补充性文章中试图纠正过去对张

居正四书注解的忽视。

⑩ Crawford , "Chang' s Confucian Legalism" ,pp. 373-375 & 403---404. 龙伯格先生在研究

中发现了巳黎国家图书馆藏张居正对《易经》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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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来的白晋神父不同，这些较早期的耶稣会士认为《易经》充满了

迷信色彩，总体上对《易经》是持批判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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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四书直解》至少出版了五个版本，其中四个版本均出 26:9

现在清初。《四书直解》最初于 1573 年献给万历皇帝，但可能晚至

1584 年才出版⑩。所有五个版本中均有张居正 1573 年作的一个四

页的小序，而 1651 年的版本有一页精致的扉页，上面有另外一个书

名《张阁老直解》。这就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所引的

书名。 1651 年的版本还有吴伟业(号梅村， 1609-1672 )在 1651 年

作的序。吴伟业是江苏省太仓人， 1631 年考取进士，在翰林院供

职@。吴伟业是著名诗人、山水画家、士大夫和明朝的效忠者。

《四书直解》的第二个版本有朱凤台在 1672 年作的序。第三个

版本有另外一个书名《四书集注阐微直解} ，并有徐乾学( 1631-

1694 )在 1677 年作的序。徐乾学是江苏省昆山人， 1670 年考中进

士，在翰林院任职@o 1677 年和 1683 年的版本包括了朱嘉的《四书

集注} ，这与 1651 年和 1672 年的版本不同。

安文思神父在《中国新志》中提到，在华耶稣会士最晚到 1668

年已经熟悉张居正和朱嘉对"四书"的注解了@。张居正注解的这些

版本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正是耶稣会士积极翻译"四书"的时候。因

此，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藏书中有 1651 年、 1672 年和 1683 年

⑩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张居正《四书直解》的第一版所标年代为 1573 年。见《美国国会图

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 ，王重民编，袁同礼校，华盛顿， 1957 ，第一册，第 46 页。然而北

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981 年 11 月 19 日致龙伯恪先生的 封未署名信件中称，虽

然《四书直解》是在 1573 年献给万历皇帝的，该书究竟是何时出版的却很难说。这封

信的作者根据木版活字的风格和称呼张居正时所用的尊衔判断《四书直解》的印刷年

代在 1574 年至 1584 年之间。

⑧ 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2 卷(上海， 1934; 台北重印， 1974) ，第 1289一1290 页

(5103 号)。

@ 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2 卷，第 1374 页 (5418 号)。

@ Magaillans ,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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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并不是巧合@。这些书籍很可能是某个 17 世纪来华传教士

带回欧洲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柏应理。

Y7i' 耶稣会士为何一定要用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来对抗宋代新儒

学的注解?朱嘉和张居正的注解其实区别并不大，因此这个问题变

得有些复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居正的注解比较简单，这样可以

降低翻译的难度。后期耶稣会士、博学的马若瑟神父说.张居正的

《四书直解))"文体通俗简洁"⑥。研究张居正的当代学者克劳福德

(Robert Crawford) 说，{四书直解~"大部分是朱嘉的注解在文体上的

简化版"@。和朱嘉相比，张居正的作品语言更为简沽，更容易读懂 c

张居正编写"四书"注解时可能是为了适合年幼的万历皇帝阅读才

将语言大大简化的。 1573 年张居正献上《四书直解》时，小皇帝万

历只有十来岁。朱嘉的注解以文言文的标准来看难度并不大，但

是语言的相对容易程度对非母语读者，比如 17 世纪的耶稣会士来

说，要比母语读者更为重要。不过，朱、张二人的注解还是有一些细

微的差别，使得耶稣会士更喜欢张居正的注解。克劳福德先生指出，

张居正不仅简化了朱裹的注解，而且不同意朱嘉对《大学》、《中庸》

中"至善"一词的解释。张居正认为朱嘉的解释"止于至善之地而不

迁"太过板滞，建议解释成不偏离中庸之道@。另外，张居正哲学思

想的基本特征是认为宋代新儒学哲学太具思辨性。不过，通过详细

比较张、朱二人的"四书"注解，我们发现张居正对朱嘉的大部分观

点表示赞同，他往往仅是对朱嘉的注作详细的解释和语句上的简化，

这一点下文将谈到。张居正希望通过引证古人来阻止明朝的衰败，

⑩ 笔者对龙伯格先生发现巴黎国家图书馆中张居正"四书"注解的这些不同版本深表感

i激敖 ο 这些版本的馆藏编号如下 .F、on时l

(16盯72盯)、 284份9 (υ16ω83引) ~笔者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中找到了一个 1677 年的版本，

是宋史专家柯容格(Edward Kracke) 的遗赠。

~)< .Josp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 , ;V，，!的α linguae Sinícαe (Ho吨 Kong ， 1893) p. 8. 

~< Crawford ," Chang' s Confucian Legalislll" . pp. 391-392. 克劳插德先生在华~顿大学撰

可 f关于张居正的博士论文U

泣 Crawford ， "Chang' s Confueian Legalism" , p.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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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的儒家学者都希望能通过典籍回到古代的哲学，新儒学也

不例外。

6. 孔子生平

与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对孔子的关注度相一致，紧 27/

接着"序言性说明"的一章就是孔子的简短传记。这篇孔子传极有

可能译自某中文文献。这一章开头就是一幅引人注目的孔子正面

像，孔子站在一座揉合了孔庙和图书馆特征的建筑前，显得比实际比

例要大@(见图 16)。虽然孔子的形象描绘得令人肃然起敬，但肖像

和牌匾的背景可能让欧洲读者感到吃惊，因为这看起来不像一座庙，

倒像一个图书馆，书架上排满了书，虽然图书陈列的方式是欧式的，

不是 17 世纪中国式的。图书馆倒确实可以看做与孔子身份相称的

庙宇，按中国的传统，全国的孔庙都是建在学术和考试机构中的。此

外，耶稣会士无疑明白，将庙宇和图书馆相联系可以减少庙宇的宗教

意味。在传统的孔庙朝南的正殿中，都会放置一尊孔子塑像或一个

孔子的牌位@※。孔子塑像或牌位周围是孔子最喜爱的 4 位弟子的

塑像或牌位。大殿内东西两侧墙边是地位次于四弟子的 12 位弟子

的塑像或牌位。与这 12 位弟子所处位置正对的外墙各有一个走廊，

各放置 64 位弟子和其他大人物的牌位。正殿后面是次殿，也朝南，

是供奉孔子祖先的，里面还摆放着其他弟子的牌位。

《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所画的孔庙仅仅画出了中国典型庙宇建

筑的外部轮廓。孔子被描绘成一尊塑像，不过他于中也握着自己

的牌位。庙中并没有一组组弟子塑像，只有 18 个牌位，沿着东西两

墙内侧各摆放了 9 个牌位。每个牌位上用中文刻有一位弟子的姓

⑩ Couplet.C，ο呐CW:; ， p. cXVJ. 

@ _x'HL庙的这些描述引自 Le~~e ， The Chinese Clαssics 1 ， 91 一-92 & 113n o 

※这是作者的误解，孔子子巾所持是统 译者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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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由于透视的原因，越往后，名字就越小，越难辨认，而且图画右侧

阴影较重，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不过，仍可辨认出画面上沿西墙的

牌位从前往后依次为:曾子、孟子、子贡、子长、闵子毒和子舆。其中

曾子被认为是《大学》的作者，而孟子是《孟子》的作者。沿东墙的牌

位从前往后依次为:颜回、子思、子路和子游。其中颜回是孔子最喜

爱的弟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被认为是《中庸》的作者。

λ三2 两侧牌位上方都是高及屋顶的书架。前排书架的书上写着"四

书""五经"各经和《易经》所附《系辞》的中文和罗马字注音。如果

不是考虑到画面的对称而两边各写五个书名，很难理解《系辞》为何

也在其中，因为《系辞》本身并不是经书。新儒学的重要概念"太极"

一词仅见于《系辞~ ，而柏应理对"太极"颇有批判。也许是出于这个

原因，{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作者将《系辞》从经书中单列出来，淡化

它的重要性。但耶稣会士将《系辞》放在孔庙或图书馆中如此显著

的位置，这和上述推理有些矛盾。在孔庙的后墙上从右至左横写着

孔子的字"仲尼"二字。"仲"字下面从上到下写着"天下"二字，

"尼"字下面从上到下写着"先师"二字。整个建筑上方的花檐上写

着"国学"二字，还带有注音和拉丁文翻译"帝国的学府" (Gymnasi

um Imperii) 。耶稣会士显然有必要将这两个字的涵义翻译出来，使

欧洲读者不会忽视尊孔的学术意义。"国学"是"国子学"或"国子

监"的简称。"国子学"和"国子监"通常称"太学" (直译为"最高学

府")。国学是明朝开国皇帝为培养新的官员而建立的。在明代，国

学是全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国学不仅教授学生和举办考试，还为中央

支持的地方学校制定政策⑩。

雕版画下方的说明讲到了孔子生前跟随他的 3000 弟子，其中有

72 贤人。 72 贤人中有 10 个人的名字被写在牌位上，供奉在国学

( Alhert Chan ,S. J. , 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咆 dynasty (Norman , 1982) pp. 96-97 & 

Charles H. Hu山l(此cke臼r ， "Govemmental 0时rg伊ani扫za剖tion of t吐h町e Ming dynasl叮y

Asi归《α2tic S♀匀tUlιμd古，e臼s21 (19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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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里只说 10 名弟子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在雕版画中有 18 个牌

位，东西各 9 个。可能是雕版画作者和编者缺乏沟通而造成了这个

矛盾。

.297. 

孔子的这幅雕版画虽然有明显的中国风格，但其形式是借自 172;:;'

世纪欧洲肖像画一种很常见的套路。这种套路专门用于学者、艺术

家、收藏家、藏书家或科学家等知名人士的肖像。人物通常被安排在

一幅掀起的幕布前，幕布后可以看见室内肖像主人的收藏品。虽然

前景中的肖像和背景中的屋子在透视关系上是一致的，但其比例是

不同的。在孔子像中，孔子站在台阶上，台阶与身后的大厅是相脱离

的。居中的三角墙和头顶的拱门看上去好像是放置神像的壁盒，加

强了孔子的尊贵地位。通过以上观察，艺术史学家 T. Kaori Kitao 将

这幅孔子像归入肖像画法的一个传统套路中。这种套路在历史上一

个很晚近的例子是皮尔 (Charles Wilson Peale) 的油画《艺术家在他

的陈列室中~ (Artìst in hìs Museum , 1822 ) (见图 17)@。虽然在皮尔

的油画中，前景的人物和背景的大厅比《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孔子

像结合得更为紧密，但画中的大厅仍然被当做是整个画中独立的组

成部分。

就在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前不久，孔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唐太宗(627-649 在位)时期起，孔庙变成了国家的名人堂。在孔

子和 72 弟子的牌位之外，又加了 22 位学者的牌位，他们并不都是孔

子直接的弟子，但都出自儒家正统⑨。在随后的岁月中，孔庙中渐渐

挤满了被提升到神的地位和尊荣的历史人物。这种不断扩大的状况

一直持续到明代，明代对孔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次改革是明

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 1370 年进行的。朱元璋受朱嘉和新儒学理性

主义的影响，试图建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为了废除其他神位，独尊孔

⑧ T. Kaori Kitao 和笔者 1982 年 l 月 8 日的私人通信。

@ John K. Shryock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加 .<tate cult of Confucius (New York , 

1932) pp. 135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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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Philippe Couplet et al ， COI庐ctω Sinarum philosophω( Paris , 1687 )中的

孔子像，孔子被描绘在所谓的"国学"中 。 7在汉诺威下 萨克森州 立图

书馆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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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他命令将孔子以外的其他神位统统从孔庙搬走@。这些改革一

直继续，到 1530 年达到高潮。最后一项改革是以士大夫张聪向嘉靖

皇帝 t奏的折子为基础的。他的建议以周朝的历史记载为根据，目

的是为了更加精确地复原周朝记载的礼制。这意味着取消尊孔活动

中明显的宗教成分。比如，张聪说塑像应该换成牌位(孔子曾公开

表示反对使用塑像) ，孔庙本身也不应该再称为"庙"，丽应称为

"殿"。张聘还建议去掉孔子"王"的头衔(孔子本人也会认为这是懵

越周天子的权威而反对使用的) ，代之以更突出教育特征的头衔"至

圣先师孔子"。这项改革建议引起了士大夫的一场论争，但反对之

声却更加坚定了嘉靖皇帝支持张聪奏折的决心。改革最终付诸行

动，孔庙中的塑像被勒令砸毁代之以木制的牌位@。这一系列改革

的影响是将尊孔仪式从宗教性的崇敬转移到世俗性和社会性的

尊敬。

.299. 

《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这幅雕版画反映了改革后孔庙的情况。 JJ矿

1580 年以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图画中

排列在东西两墙边的不是孔子弟子的塑像，而是牌位。然而，画中手

持牌位的孔子塑像似乎和 1530 年改革取消塑像，代以牌位的措施不

符。不过，这么多年来，不准竖立孔子塑像的禁令至少有一个例外，

而且弟子牌位的数量和顺序也并不统一。例如，库寿龄( Samuel 

Couling) 注意到， 1900 年左右在孔子故乡曲阜的孔庙中就有孔子的

塑像@。提倡文化适应的耶稣会士倾向于论证尊孔礼仪在本质上是

民间性和社会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带有偶像崇拜意义的孔子塑

像如果已经被取消的话，耶稣会士的论据会更为充分。所以，孔子的

形象之所以在画中被保留，可能是因为这代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看

到的实际情况。

( Shryock , p. 185 

@ Shryock ， pp.189一190 & 237 

( Samuel Couli吨 ， The el叫clopediα Sinica (Sha吨hai ， 1917) ,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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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Charles Wilson Peale ,Artist in his Museum (1822) 。 布面油画 。 承宾

西法尼亚美术学院(费城)约瑟夫和莎拉 ·哈里森收藏吾1~ 惠九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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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中对孔庙学术性质和孔子教育家身份的强调在《中国哲学

家孔子》孔子传记的结论部分得到了重申@。结论部分认为，孔子作

为中国人老师的角色证实了基督教的真理，就如同希腊的诗人影响

了雅典人。这里很可能指的是《使徒行传} (17:22-27) 中的故事:

圣徒保罗指出，雅典一座由希腊人(诗人?)书写着"未识之神"的神

坛预示了基督教的上帝即将到来的训诫。(我们怀疑耶稣会士作者

是否有意识地将保罗所说的话看做是对赫尔墨斯思想的证实。)耶

稣会士作者们说，在华耶稣会士对孔子的颂扬和称赞是适度的一一

这个说法对于任何遵从利玛窦文化适应计划的耶稣会士来说，显然

都太保守了!因为，耶稣会士作者们是这样问的:对于将生活与道德

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教义(即孔子的学说) ，欧洲人如何能蔑视

和谴责呢?总之，{中国哲学家孔子》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耶稣会

士将孔子的学说看做他们在中国事业的基石。

7.~大学》的翻译

儒学和基督教在品德与精神培养的动力方面有着共同的根据， J万

这使得《中国哲学家孔子》对精神培养的叙述比较准确。而另一方

面，在翻译概念性词汇时却显然有很大的神学和教义上的区别。比

如，中文"君子"一词是儒学的根本，儒家哲学强调的是培养品德和

精神、求知和服务大众。在这些方面表现优秀的人应该成为社会精

英。《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文准确地抓住了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可

这层意思，大多数情况下(如《大学}3.4 ，9.1 和 10.3) 将"君子"一词

⑧ Couplet , Cο明川旧， p. c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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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出类拔萃的人" ( Princeps ) ⑨。将《大学}6.2 中的"君子"翻

译成"出众的或品德高尚的人" (probus vir) 则抓住了培养品德这层

意思，而翻译成"完善的人" (pe价ct旧 vir) 则抓住了培养精神这层意

思，{大学}6.2 中也有此义⑨。最后，将《大学}9.4 和 10.6 中的"君

子"翻译成"有德的君主"则将这种品德培养与服务大众联系起

来⑨。

培养品德和精神的涵义体现在"修身"一词中，这是儒学最基本

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大学}7.1 和 8.1 中的"修身"译为

"正确协调人的身体"⑩。但在翻译重要的概念"仁"时却显然因基

督教的成见而出现了曲解。"仁"的意思是"人道"，耶稣会士却将

《大学}9.4 中的"仁"翻译成了"虔诚和仁慈" (pietαte & clemen

tiα)⑩。"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却被翻译成了有明显基督教

倾向的"虔诚" (fidelitatem) ⑩。《大学}1. 4 、1. 5 和 7.2 中的"信"有

些过于理性化地被翻译成了"人内心的理性准则"⑩。

2;;1' 对《大学》开篇几句的翻译反映出译者是将原文与注释相结合

的。如前所述，直接按原文翻译的部分逐词标上数字，与原文中的各

字一一对应，便于和注释部分相区别。某些汉语的助词(比如表示

所属的"之" )则不标号。《大学》开篇几句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

翻译如下:

此外， l 大人2 之学的3 目的4 在于5 完善或提高人得自上天

⑧ Couplet , Confuci肘， pp. 10--11 , 18 &27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家孔子》中页码的阿拉伯

数字不是连续的，~大学》、《中庸》所标页码是 l一108 ，{论语》的页码是 1--21 和 1--

159巳本书中所提到的大多数是《大学》、《中庸》部分，引用时不再专门注明(如， Cou

plet , Corifucius , pp. 10--11 ) ，但是引用《论语》时会特别注明是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

(如， Collpl~t ， Confucius • LU Il )Ü , part 1 ,1'. 3 )υ 

⑩ Couplet , Conjl川肘，1'.14.

⑧ Couplet ， CoψlCÙL' , pp. 20 & 28. 

⑩ Cωou叩pl阳e时t ，工Cοψ 町山t

⑩ Cou叩pl阳e时I.C仇ο呐矿盯E川ι‘， p.2却O.

( Ta hsüeh 10.21 ，见 Couplet ， Cυnfuc山， p.35 Q

( Couplet ,Corifucius ,pp. 4 ,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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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 理性的7 本性，就如同一面非常明亮的镜子，通过擦掉上面

畸形的欲望，使其得以回归明净的本具。〔大人之学 J 8 也在

于9 复兴 III人民，无疑是要通过以身作则和劝勉他人来实现。

〔大人之学 J 11 还在于12 坚定不移，保持13善行的 14极致，我认为注

释者希望一切伟大的行动都有其正确的理由⑩。

在紧接着上文的一段斜体字说明中，~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作者

对长期争论不休的"亲民"二字究竟是"复兴人民"还是"爱人民"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最早将"亲"解释成"复兴"的是程颐，这个解释被

朱聂、张居正和王夫之在注解中采纳。但是其他一些注释者，比如明

代的新儒学学者王阳明以及现代的钱穆和理雅各认为"新"的读音

是后起的，"亲"应该按本字译成"爱"⑩。耶稣会士称，根据一个没

有说误的权威版本，"爱人民"才是正确的意思，因此，他们虽然在译

文中用了宋儒的解释，但他们并不接受这个解释。他们在说明中说

"亲"这个汉字本该读作"亲"，意为"爱父母和亲戚(邻居) " ，没有哪

里是读作"新"，表示"崭新"之意的c 耶稣会士还指出，"爱"的意思

远比"复兴"更贴近基督教。而且，通过为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行为

榜样来爱人民也是儒家精神的真实体现。

.303. 

《大学》开篇几句的译文中较勉强的是将"明德"译成"理性的本 27.9

⑩ Couplet , GOIifuci旧， p. 1.拉丁文是这样的 :'Mα.gnum αdeoque virorum Principum , 2 sciendi 

3 inslÏtutm 4 consistit in 5 e.笃poliendo ， 时u excole1ldο 6 rationαlem 7 11αturαmα coelo inditαm;ut 

scilicet hα时 ， ceu limpidi.'isimum speculum ， αbstersis pravorum (.ψIpetUuum mαculis ,ad pristinαm 

clαntatem suαm redire pοsit. 8 Gon,istit deinde ;n 9 renov(l"do selL repαrαndo 10 populum , SuO il' 

sius scilicet exemplo & αdhortαtwne. 门 C01Mistit demum in 12 sistendo firmit旷 ， seu persevenαndo 

13 il1 • .ummon 14 b01lo :per quod hic Interpretes inlelligi volunt Sllmmαmαctlοnum omnium cum 

陀'ctα raliolle COllformitatem. 

⑩ 朱蕉，~四书集注}(台北重印， 1969) ， ~大学} ，第 la 页;张居正，~四书直解} (1651 年

版H大学} ，第 la 页;王夫之， 0主四书大全说> (1665 年? ;北京重印， 1975 )序，第 2

页;钱穆，~四书释义H 台北， 1978) ，第 330 页;以及 Legge. Ghinese Glωsics 1,356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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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rationalem naturam) ， 而不是中文的原意"被开启的品德"⑩。这

种欧式倾向在翻译《大学} 1. 1 中"克明德"→句时再次出现。"克明

德"被翻译成"完善他天生的理性" (expolire suαm naturam ration

αlem) ， 而不是"能够启发人的品德或显示卓越的品德"⑩。因此，{中

国哲学家孔子》将品德和精神培养这个根本论点变成了某种过分理

性的东西。耶稣会士的翻译并不仅仅是勉强的摸索。他们把《大

学}1. 3 中的"克明峻德"翻译成"他(当然是尧)能够完善或培养这

种崇高伟大的天赋或崇高的品德，即理性的本性"⑩。从这一点就可

以明显看出他们对中文的意思非常清楚。这里用了和"卓越的品

德"非常接近的"崇高的品德" (sublimen virtutem) 这个词作为翻译，

用"理性的本性"进行说明。

关涉神学问题时，耶稣会士对朱嘉的注释格外排斥。比如，在翻

译《中庸》中涉及鬼神的重要段落 19.6 时，耶稣会士明确表示不接

受"元神论的、政治化的注释者朱嘉" ( Chuhi commentαtor Atheopolitic

us) 的注释。朱嘉曾说这一段中本应提到"后土" (大地之神) ，作为

和"上帝"互补的神灵，但为了行文的简洁而省略了⑩。为了把唯一

真神"上帝"说成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人们崇拜的对象，耶稣会士摸弃

了朱嘉的说法，即在这一段中暗示了有二个"后土"与"上帝"互补，

分别作为天与地的多神教神灵。有意思的是， 19 世纪奉行文化适应

的欧洲注释者、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把"后土"翻译为"至高无上的

大地"，这样，天与地的神力就是唯一真神的表现，如此解释《中庸》

的这一段就没有任何障碍了⑩。

⑩ "明明德"→词在 Legge ， Ch inese CIαssics 1 ， 356 中被译成"阐明卓越的品德;在 Fung ，

History 1 ， 362 中被 Derk Bodde 译为"显示卓越的品德;在 Wing-lsit Chan , Source bο础，

p.86 中译为"表明无瑕的品质"

⑩ Couplet ， Co耳f'uc山， p.6.

( Couplet , COlifucius ,p. 7. 

⑩ Couplet , COI圳川us ， p.59 和朱京，{四书集注}，{中庸}，第 14b 页。耶稣会士从 17 世纪

初就知道《中庸}19.6 这…段的重要性。利玛窦在《天主实义} ，第 20a 页有论述。

⑩ Legge ,Chinese cl.旧阳， 1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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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耶稣会士对朱嘉哲学思想和经书注解中的很多观点表示怀 2cJi7

疑，但从他们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来看，他们对朱嘉的注释相

当熟悉，有时还借用他的解释⑩。"序言性说明"解释说，耶稣会士之

所以偏爱张居正的注解而非朱嘉的注解，是因为两者在解释经典时

有所不同。不过，这些不同之处远没有"序言性说明"所说的那么显

著。(我们这里谈论的仅是注释本身，而不是朱嘉和他的新儒学追

随者们从他的注释中得出的结论。)比如说，耶稣会士在解释《大学》

4 时，两次提到了"完善人理性的本性"，并直接引用了张居正的注

解。但是比较张居正和朱嘉的注解，我们发现其内容是相似的⑩。

耶稣会士夸大张、朱二人注解差别的另外一个例子也在《大学》

4 中。朱嘉之前的古代注释者认为这一章和《论语} 12. 13 孔子讲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1" 的那段是同一段。因此古代注

释者将《大学》中的这一段解释为"止于信"这一章的结尾⑩。朱嘉

的注释对此作了改变，将这一段解释成"明明德"是"本" (开端) ，有

"本"才有"末" (结果)。张居正的注采用了朱嘉的推理，而不是古

代注释者的推理，并将"明明德"看做"本"(开端) , "亲民"看做"末"

(结果)。在翻译张居正注解中的这一段时，耶稣会士似乎不仅接受

了张的推理，也接受了朱嘉的推理。耶稣会士一定是先接触到了张

居正《四书直解》的一个较早版本(可能是 1651 年版) ，那时朱嘉的

注解还不包括在同一本书中。朱嘉的注解不包括在书中，增强了耶

⑩ 有诸多证据可以说明耶稣会士对朱嘉的"四书"注解是熟悉的。比如他们在解释《大

学问时，两次提到"完善人理性的本性.， ( Couplet , Co币4口时， p. 12) 。朱寂的注释中和

这句话相对应的是"盖我之明德既明"(见朱蕉，{冈书集注} ，第 5b 页)。同样，在解

释《大学}5.2 时，耶稣会士说这个重复是(注释者指出)多余的衍文......飞( Cou

P抖lel ，工CοFνl扩f阳uι"噜.，飞， p.1η3) 0 朱;禀毒在i注主释中引述了程氏兄弟之一所说的话'它和耶稣会士

说的这句话是一样的(朱烹，{四书集i注主}，{大学} ，第 5仙b 页 )λO 关于耶稣会士对朱;烹襄
和宋代新1儒需学的更多借用，见 Knu

fu阳C口t旧 S岛in阳αn阳umphilυl阳ο旧Sο咐pμ1ω

⑩ Cou叩pl阳e时l ， Cο阶1C1旧， p.12; 张居正.{四书直解}( 1677) ，{大学} ，第l3a J页:朱嘉，{四 H

集注}，{大学} ，第 5b 页。

( Legge ,Chine.<e classics 1, 36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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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会士对张、朱二人注释有差异的看法。不过， 17 世纪晚期的思想

氛围正在发生变化，在张居正《四书直解》的 1677 年、 1683 年版本

中，朱嘉的注释也被包括在内。张、朱二人的注释在同一本书中出版

的现象说明， 17 世纪晚期的中国编辑认为这两种注释是互补而不是

互相矛盾的。这样二来，"序言性说明"的耶稣会士作者和后来这些

中国编辑的看法就不一致了 c

-.01:/ 如果张居正《四书直解》中的解释和朱嘉的并无太大差异，耶稣

会士又为何要对两者间的差异如此大作文章呢⑩?大多数提倡文化

适应的 17 世纪耶稣会士认同利玛窦的判断:宋代新儒学具有无神论

和唯物论的特点。张居正批判朱嘉等宋儒的焦点是:对于道德观，他

们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关注要大于对实际意义的关注。很明显，这

种批判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计划非常合拍，因为文化适应就是要去

除儒学中大多数形而上学的和精神的元素，强调其道德和社会的元

素，使其与基督教更好地结合。另外，张居正的背景也完全符合耶稣

会士喜欢通过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杰出人物来开展工作的偏好。

至于张居正的《四书直解} ，其本身有两大特点让耶稣会士特别

有好感。首先，文笔平易，接近口语。张居正采用这样的文体是为了

适合年幼的万历皇帝阅读，而对于阅读文言文困难重重的耶稣会士

来说，张居正的注解极为易读。其次，张居正的注解为极为重要的经

书"四书"提供了朱烹-之外的另一种解释。虽然耶稣会士夸大了张、

未二人注解的差别，但张居正的解释中极少有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成

分。耶稣会士试图建立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体与元神论和唯物论是

格格不入的。选用张居正的书，可以将"四书"译文中那些与基督教

格格不入的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依照的仍然是中国人承认的正

统儒学注解。

⑩ 张、朱二人"四书"注释的差异以及耶稣会士偏向张居正注择的原因详见笔者的文章

.. The Jesuits' use of Chang Chü-cheng' s commentaηin their translatÌon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 1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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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中庸》强调精神培养，还有形而上学的意味，因而深 Yâ:?

受新儒学学者的喜爱。不过虽然如此，它们和"四书"的其余篇目从

总体上说极少提到"气"、"理"、"太极"这些重要的宋代新儒学形而

上学的术语。这些术语是耶稣会士在新儒学著作中觉察到的无神论

唯物主义的一部分，而"四书"中没有这些术语。这就使"四书"成为

耶稣会士在文化适应计划中要强调的最理想的中文经典。从这一点

来看，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对耶稣会士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由于教育小皇帝的特殊需要，张居正更不可能倾向宋代新儒学的形

而上学。于是他便写出了将形而上学论述减少到几乎没有的《四书

直解~ ，其实朱寰的《四书集注》中形而上学的论述虽然涵义丰富，却

已经是很简明扼要的了。朱嘉简明扼要的注解是与一个更庞大得多

的形而上学和反基督教体系(据 17 世纪耶稣会士说)联系在一起

的。而张居正的注解与一种更为传统的儒学形式相联系，耶稣会士

感到这种形式更符合他们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计划。

朱嘉《四书集注》中使用"理"和"气"这两个宋代新儒学形而上

学术语的段落很少，{中庸~l. l 是其中之一。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

朱、张二人的注释。朱嘉认为"性" (天性)就是"理"，而张居正没有

孤立地画等号，而是在"理"和"气"的联系中为"理"下定义，即"气"

形成事物外在的形式，而"理"则构成事物内在的本质⑩。但是由于

朱嘉也是通过"形成外在形式"和"构成内在本质"来定义"气"和

"理"的，张居正的解释并不是和朱嘉完全不同，只是在侧重点上有

差异。张居正试图削弱"理"的意义，他将"理"在注释中出现的次数

减少到一次，而朱嘉则使用了三次。张居正还将形而上学的论述转

为传统儒家强调的四大品德一一"仁"、"义"、"理"、"智"。传统儒

家的术语"道"在张居正的注释中提到了十一次，在朱嘉的注释中则

仅提到了三次。不过由于张居正的注释似乎只是按朱嘉的注释进行

⑩ 朱煮，{四书集注}，{中庸} ，第 Ib 页;及张居正，{四书直解}(1677) ，{中庸} ，第 Ib一

2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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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阐述，我们只能说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侧重点的不同。解释的

侧重点不同，而不是根本上的不同，这是儒家传统长期以来的一种形

式。由利玛窦确立、《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写者延续的文化适应政

策反对新儒学的立场，使得耶稣会士不可能完全感觉到上述这种儒

家传统形式。

2 cf.f 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耶稣会士在翻译和解释"四书"时确实

表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和传教的意图。但是承认这个并不太令人惊讶

的事实之后，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耶稣会士的解释大部分是对中文原

文合理的阐述。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对比的例子来说明。《大学》

2. 1 说到:传说中商朝的建立者商汤有→个洗澡盆，上面铭刻着"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如果你某一天能清洗革新自己，那么每一天

都这么做，坚持天天革新自己)。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

沿用张居正的注释，强调日日清洗所起到的更新作用，使沐浴者恢复

原来的纯净和清洁，并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清洗比作复兴人民的

根基⑩。但是在 1664 年，一位更为大胆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利安当

(Antonio Caballero a Santa Maria/ Antoine d岛e Sain时t忧e

文的文章《天儒印》中写道，商汤通过每天清?洗先而对自身的更新与基

督教的洗礼是一致的，清洗身体(形)的外在宗教仪式暗示了通过上

帝的恩宠对内在的灵魂(什神申盼)或原罪的洗刷⑩O 如此过度的发挥在耶

稣会士的翻译中通常是没有的。

8.~ 中庸》的翻译

《中国哲学家孔子》对《中庸》的解释比《大学》更具理性色彩。

⑩ Couplet ， Cο币:tC，时， p_ 7 以及张居正，{四书直解}(1651) ，{大学} ，第 7b-8a 页。

⑩ 和j安当，{天儒印}(1664 )，见吴湘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汇编}3 卷(台北， 1966)

第 2 卷，996-997 (第 2b-3a 页)。另见笔者的"Sinological Torque: the in f1uence of cul

tural preoccupations on seventeenth-centuηffilSSlOnarγinterpretations of Confucianism" , 

Philosophy Ea.,t & w.创t 28 (1978) : 129 0 



第八章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峰付中国哲学家孔子}

在《中庸}1. 4 中，"中"这个最主要的概念被解释为与理智和谐交

融，以"正确的理性"规范情感。"和"不是仅仅翻译成"和谐"，而是

"和谐的理性" (ratione concentus) 和"恰当的理智" (rationi consentα

nea)⑩。这种将情感与理智分开的解释是很明显的欧式阐释，相对

于中文原意来说太过尖锐了。《中庸》所讲的"中"既是自然的，又是

理性的，对"中"所主张的和谐比较合适的理解是我们自然的潜能所

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难以控制的情感被理智所征服。这种过分突

出《中庸》理性色彩的倾向可以从耶稣会士对《中庸)) 1. 1 第一段的

解释中得到印证。耶稣会士是这样翻译这一段的:

上天赋予人的东西("天命" )被称为理性的本性("性")。

由于这是通过自然和模仿形成的，因此被称为规则("道")或被

认为与理性相协调。不断重复，达到刻苦实践这个规则的程度

("修道" ) ，以及对规则的自我调整被称为教育或品德的学习

("教")⑩。

更符合中文原意的翻译是:

由天所授予的东西被称为人的天性。实现人的天性被称为

"道"。培养"道"被称为哲学/宗教。

.309. 

耶稣会士所突出的儒家学说的理性色彩并不是来自张居正的注d'cfV

解，而是来自 17 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耶稣会士的学术性倾向比宗教

神秘性倾向更明显，这一点影响了他们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如果说

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的阐释过于理性化，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会认

为当年耶稣会士对基督教的阐释过于理性化。圣徒阿奎那( Thomas 

Acquinas) 和其他经院哲学家思想的结合在基督教的理性和宗教性

之间创造出了一种完全的和谐。但是这种和谐在 17 世纪晚期开始

( Couplet , Con:fuci旧， p.4 1.

⑩ Couplet , Corifucius , p. 40. 拉丁文原文如下: Id qllod à caelo est homini inditum dicitur na

tura ratωnalis :quοd huic con卢rmatur natura & eam consequitur ,dicitur regula ,seu consentα 

neum ，.αtWlu ， restαumre quoad exercitiuTll hαnc regulαm se suα que per eαm moder，αndο ， dicitur 

institLιtio ,seu disciplinα 川rlu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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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如今的基督教徒和早期一样，不是把基督教看做理性的宗教，

而是把它看做一种有效的精神寄托。因此我们发现，今天研究儒家

学说的西方学者比 17 世纪的学者更能欣赏儒家学说中的道德和精

神培养。

耶稣会士用"regulα" 这个词来翻译"道" ， "regulα"这个词的几何

学涵义要多过自然的涵义。 " regula" 的意思是规则、式样、模型或范

例，这个意义不是来自一个有生命的形象，而是来自"作尺子用的一

段直木条"这个机械的意义。中文"道"的意思显然是有生命的，就

如同森林中沿着地形自然蜿蜒的小路，而不是一把机械的尺子。与

"道"有关的和谐是与自然、社会，以及理性的整体上的和谐，而不仅

仅是寻求理性的和谐。同样，对中国人来说，"性"的意思是生命体

的"天性"，而不是耶稣会士所说的"理性的本性"。"修道"不只是

重复和刻苦实践一种理性的规则，它有着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意义。

儒家将教育看做是一种道德培养，而不仅仅是狭隘的智力培养。耶

稣会士对此十分清楚，也表示赞成。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把"教"翻译

成"品德的学习"看出来。耶稣会士将"道"翻译成"理性的规则"

( regulα rationis )和"规则与自然规律"( regulα & lege naturali) ， 从中

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庸》的理性化处理⑩。

Jriv "君子"是《中庸》以及儒家学说整体上的一个基本概念，英语通

常翻译成"出众的人" (superior man) ⑩。"君子"是集合儒家学说

中诸如学习、道德和精神培养以及社会流动等一系列概念的一个

关键词语。所有要素都集中于"君子"这样的通过个人成长与成就

而非通过继承取得上等社会地位的人。耶稣会士将"君子"译为

"完善的人" (pe价ctus vir) ， 准确地抓住了在实现人的潜在天性过

程中所包含的品德和精神培养的意思。孔子经常提到的"君子"与

⑩ 《中庸}13.1 和 13.3.分别见 Couplet.Co吵削旧， pp.47 &48 0 

⑩杜维明(Tu Wei-ming) 在 Centralit) αnd commonal句 : an essay 011 Chu lIg-yung (Honolu

lu , 1976) 中将"君子"译为"造诣深厚的人..主要不是对这个词历史上的意思进行

翻译，而是要为这个概念注入适用于当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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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的对比，耶稣会士在《中庸þ2. 1 的翻译中是这样表达的:

"完善的人(君子)时时处处坚持中庸，劣等的人(小人)则做事极

端，缺陷重重，完全与中庸相违背。，，@耶稣会士将"小人"翻译成

"improbus (vir)" ， 意思是"不按照标准的，劣等的或品质差的"。

《中庸þ2.2 是按照是否与中庸保持一致来给君子和小人下定义

的。耶稣会士说，君子行事总是小心谨慎，而小人则无所忌惮，不

知羞耻，行为放肆⑩。

耶稣会士的当务之急是传教，因此，他们说《中庸》的最后一章

(33.6)证实了中国人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神存在⑩。他们在这一段中

也看到了中国人相信灵魂不灭的根据。耶稣会士的阐释建立在两处

关键的词语上。第一个是"明德"，他们解释为"最明亮纯净的品德"

( clarissimαm & purissimαm virtutem) ， 这个词语也出现在《大学》开头

第一段中。耶稣会士的论述有些绕弯子。他们说"明德"的"德"

(品德)要通过官和"性" (天性)的联系来进行解释。由于"德"和

"性"这两个词可以通过一个短语被连在一起使用(就是《中庸》

25.3 中出现的"性之德也"这个说法) ，因此"明德" (最明亮纯净

的品德)的意义可以和"性" (天性)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庸þ l. l

中说"性" (天性)是上天赋予的，耶稣会士认为"明德"理所当然也

应是上天赋予的。这就能解释他们为何将《大学þ l. l 中的"明德"

解释成"我得自上天的理性的本性，，@。因此，耶稣会士将"明德"

解释成"人得自上天的那一部分理性"⑩。为证明中国人相信有最

高的神存在，耶稣会土从《中庸》最后一章 (33.6) 找到了第二处关

⑧ Couplel ， CοF矿"uf'ius • p. 42. 

⑩ 耶稣会士的这段翻译采用了张居正的注释，但与朱:京的注释也是一致的，因为张、朱

二人的注释几乎是相同的。见张居正，<四书直解}(1677) ，<中庸) ，第 6b 页，以及朱

禀，<四书集注}.<中庸} ，第 3b 页。

⑩ Cωou叩咐pμ卢阳i扣阳el ， C<.ρ，川叫nt阵内阳t町川C

⑨ Cou叩pl扣阳el ， C仇ο咆旷听呐{uciω旧 , p 目 1. . 
( Couplel , Confucius , p. 94. 

.311. 



.312.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

键词语一一"上天之载"，这四个字也出现在《诗经·大雅·文王》

中。耶稣会士是这样翻译这四个字的"来自上天，远离人类欲望

的某种东西。"@并且与当时的另外一个翻译"天的运行既没有声

音，也没有气昧"⑨进行了比较。耶稣会士用这些字句来证明中国

人确实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神存在，而这样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值

得注意的是， 19 世纪传教士、中文经典的翻译者理雅各在对这段

话的注释中并不是这样解释的⑩。

.!'(Y6函 传教的主要目的在耶稣会士翻译《中庸}12.2 和 17. 1 中的"圣

人"一词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将"圣人"翻译成"圣徒" ( saint; 

holy man) ，而不是"智者" ( sage) 或"有智慧的人" (wise man) 。将

"圣人"翻译成"圣徒"，使"圣人"这个概念和中文原文相比显得太

宗教化，太狭隘。确实，圣人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智慧。但是通过中国

士大夫信奉的"业余理想" (the amateur ideal) [与"专业化理想"

(specialist ideal)相对]，这种道德智慧延伸到中国学术和社会的各

个领域就演变成了领导力。诚然，将"圣人"翻译成"圣徒"而不是

"智者"，使"圣人"这个词和基督教思想更为贴近。不过，在思想文

化适应的方向上取得的任何一点收获，一定都是被某些欧洲基督徒

的消极反应所抵消了的。这些人不太愿意缩小非基督教和基督教在

宗教上的分界，他们将这种分界理解成中国和欧洲的分界⑩。这些

反应中的一部分将在下一章探讨。

( Couplet , Co呐c山， p.94

⑨ Chan , Source bοok ， p.113. 参见 Legge ， Chinese CIαssics ， 1 ， 433 巾对《诗经~ III. i. 第 7 节

的翻译。

( Legge , Chinese CIω.，ics ， 1 ,433n. 

⑩ 耶稣会士应该如何翻译某些中文术语，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为今天如何处理

全世界的基督教关系提出了思考，比如，相对于这些关系在宗教教义与实践领域的扩

展，其在社会合作领域的涉及应限制在何种程度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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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洲人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最初反应

1687 年 1 月 26 日，~圣徒行传} (Acta Sαnctorum) 的编辑、耶稣 2cf7

会士~自伯洛克(Daniel Papebroch) 告诉莱布尼茨一个消息:孔子的著

作和其他中文书籍即将出版拉丁文译本⑩。帕伯洛克神父说，作者

是中国教团的代表柏应理神父，据说他是奉路易十四之命出版这本

书的。尽管耶稣会士公开地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出版与法国国

王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不太可能像帕伯洛克所说的那样，对这本

书的出版至关重要。耶稣会士在这本书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使

没有路易十四的资助，这本书最终也会在欧洲出版。耶稣会士从强

大的法国国王那里寻求的是对中国传教团的实质性支持。出于这个

目的，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扉页上说明这本书是受国王之命出版

的一一"以伟大的路易之命" (jussu Ludovici Magni)一一-也许与他们

付出的心血是相称的。书中致法王的献词当然更加强了这种效果。

帕伯洛克还告诉莱布尼茨，柏应理正忙于寻找书写汉字的窍门。

莱布尼茨在→封很可能写于 1687 年 2 月的信中回复说，他希望柏应

理能出版一本中文、拉丁文双语版的书，这样有助于解释汉字的结构

和揭示"中文之钥"⑨。帕伯洛克在 4 月 1 日回信说，柏应理将在 4

月中旬完成儒家著作译本的出版工作。他指出，这个巴黎的译本研

究的是孔子的道德哲学，并将展示中文原文的样本。虽然由于技术

上的难度，柏应理未能如愿在书中加人一些汉字，我们还是能够在

《大学》和《论语》第一部分(第 1-21 页)的译文中看出他的这个意

图。事实上，这种数字的上标很可能就是《论语》第一部分独立标记

页码的原因，这也许表明出版汉字的念头一直到临近出版前夕还没

⑩ Go唰t忱tfri町阳ef叫d Wi过lh怆M肥叫elm Leibniz 

Ber臼rlin叽， 1923一) 1;4 , 612. 

( Leibniz , Sämtliche Schrifien 1;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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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打消。

莱布尼茨在 1687 年 12 月 9 日(19 日)给冯·黑森一莱茵费尔

伯爵( the Landgrave , Ernst von Hessen-Rheinfels) 的一封信中透露，他

很久以来一直期望见到一本 Cor内cius Prince des Philosophes Chinois 

(即《中国哲学家孔子)) )的愿望终于通过法兰克福( Frankfurt-am

Main) 的书商仲纳尔(Johann David Zunner , 1704 年卒)实现了。莱布

尼茨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如下:

这本书并不是孔子本人写成的，而是由他的弟子编慕的，其

中一部分选自孔子自己的言论。这位哲学家的寿命超过了几乎

所有希腊哲学家的寿命。书中处处都有杰出的思想和格言。他

常常使用比喻。例如，他说只有到了冬天才能知道哪些树木能

保持常青。同样，人在安宁与幸福时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

在危险和混乱时，才能发现英勇和有功劳的人⑩。

用冬季的常青树来象征人的优秀品质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显露出

来的这个比喻见《论语}9. 27 0 ~论i吾》的原文只是说"岁寒，然后知

松柏之后凋也"。但这个比喻在朱京的注释有所说明。朱嘉引用了

一位范先生(范氏)的话说:君子和小人在和平时期是区别不出的，

但是君子的优秀品质在局势变化不定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①朱

嘉还引用了一位谢先生(谢氏)的话，大意是大臣的忠诚只有在乱世

中才显露出来⑩。※②耶稣会士可能是根据张居正的注释，在《中国哲

学家孔子》中插入了一条类似的解释:智者和愚者尽管在平安的时期

无法区别，在动荡的时期却显露出了区别一一-就像松柏的叶子在冬

天也迟迟不肯掉落⑩。莱布尼茨在给伯爵的信中评价《中国哲学家

⑩ Leibn民 Sämtliche Schrifien 1;5 ,26 

※① 原话为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元异，惟l陷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

见也。"一一-译者注。

⑩ 朱蕉，{四书集注~，{论语} ，第 8a-b 页。

※② 原话为世乱识忠臣。"一一译者注 3

( Couplet , ConfuciU$ ,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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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部分说到的就是耶稣会士译文中的这一段。

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家孔子》是喜爱的，但是对它的称赞却是却if

有分寸的。我们不知道他为何从书中选了这一段引用在写给伯爵的

信中。他似乎草草浏览了柏应理的"序言性说明"，将注意力集中在

《论语》和《中国历代年表》上。莱布尼茨说附加的《中国历代年表》

是很有价值的作品，他相信欧洲人将不得不接受"希伯来文本的七

十位译者" (即七十士译本)的年表。因为根据这个年表，像伏革和

黄帝这些最早的中国人生活在《圣经》大洪水之前的时1-t o

莱布尼茨是在 1687 年作这番评论的。 1689 年，他在罗马与耶

稣会士闵明我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 1638-1712) 会面后才开始

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从莱布尼茨后来与白晋神父的通信

中知道，莱布尼茨对"序言性说明"中《易经》的图像在某些方面观察

得比较仔细。在 1703 年( ?)致臼晋的一封信中，莱布尼茨提到《中

国哲学家孔子》中的图像(即《后天次序~)与白晋寄给他的《易经》

图像有差异⑩。(比较图 19 和图 20) 但是莱布尼茨为何没有在他关

于中国的著作中，特别是在 1717 年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D价

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中更多地引用《中国哲学家

孔子》呢?要找到答案，我们也许不应该忽视简单的解释。莱布尼

茨在耶稣会士出版这本书的当年就购得了一本，并显然很快地浏览

了一遍。但今天在古老的汉诺威藏书中找到的一本《中国哲学家孔

子》上，署名却是莱布尼茨的老熟人莫拉努斯。莱布尼茨是不是将

自己的书借给或送给了别人，以致后来元法引用该书?还是他在中

国礼仪之争中卷入太深或太疲倦(他在写完《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的当年就去世了) ，因此不愿再花费精力作更深入的比较?

《中国哲学家孔子》出版后不久，各种刊物上便纷纷出现了评论到:萨

文章，可见该书对欧洲学术界的影响。这些刊物是《巳斯拉节之学

⑩ Le且z拗b衍ln.旧iz-Bri吃φ/斤l仇刀肘附e白肘c如el 10仍5 ，怡呻he肘削et 3充5r.见第六章"早期汉学以及 1口7 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

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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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著作史} (Bαsnage histoire de ouvrages des sçαvans) (Rotterdam ) 

(1 687 年 9 月) ，(学者杂志们 }ournal des sçαvans) (1688 年 1 月 5

日) ，(世界和历史文库} (Bibliotheque universalle et histor句ue) (Am

由rdam) (1 688 )和《博学通报} (Actα eruditorum) ( Leipzig) ( 1688 )。

《学者杂志》中未署名的评论文章是雷吉斯 (Pierre-Sylvain R句is) 写

的@。与杂志的文摘性质相符，这篇评论中更多的是描述，而不是评

价，不过文章总体上对耶稣会士所写的这本书印象不错。不足为奇

的是，由于译文离中文的原貌更远了一层，评论者对中国的认识便更

增加了一些失真的成分。例如，评论者没有提到儒家学说的基本概

念"君子" (完善的人)。没有一代代的君子，儒家哲学不可能维系。

儒家学说并不是由一个伟大的圣人创始，并一次性教导一个亘古不

变的真理。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创造者，坚持说自己只是过去思想的

传播者，这不仅仅是中国式的谦虚。"道"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可变

的力量，它随着时间流动。上一代可以将"道"传给下一代，但下一

代如果道德败坏、对"道"不屑一顾或根本没有兴趣，"道"就会丧失。

孔子一直强调他的学说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从中国古代的圣

贤那里得来的。他最为关注的是:不要让"道"这个人类生活的指南

和我们失去联系 c

当一种哲学和宗教的学说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开始衰退时，

其传承的方式就变得更加机械死板，人们满口大谈的都是已经丧失

意义的语言。到耶稣会士来华时，儒家传统在中国已经流传了2000

多年，其活力的衰退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需要周期性的复兴，学说

的变化也在不断地产生。在 17 世纪的中国，一些儒家学者装腔作势

地说着空洞的语言，一些学者却从儒家传统中汲取活力。这两种情

形交织在一起。但是全国上下尊孔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耶稣

( }oumal des savants 15 (5 Janu町 1688) :167-180. Be口时在 }ournal d，四 sava础 15 (7 

June 1688) :39 中确定这篇《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评论文章作者是雷吉斯。另见 Pi

nol ， pp.375一-3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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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再现的情形。耶稣会士的目的是淡化

孔子的非基督教性，强调孔子学说与基督教的共性。

耶稣会士希望产生这样→种效果的意图非常成功地在《学者杂 2917

志》评论文章作者的身上实现了。评论文章将孔子描写成一位道德

准则的教导者，隐约有些像基督教道德准则的教导者，孔子唯一不知

道的是耶稣带来的神的启示。评论者引柏应理的话，说中国人对孔

子极为尊敬和怀念， 2∞0 多年来，只有孔子的弟子才能进人政府机

关任职⑩。不过这个说法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它没有说明从汉

朝灭亡(公元 220 年)到唐朝兴起(公元 618 年)的四个世纪里，儒家

学说仅仅是相互竞争的几个哲学思想中的一个。评论者称耶稣会士

在"中国人的哲学"中没有找到任何与自然法则相左的内容，但这是

对耶稣会士观点的过分简单化，因为它没有提到耶稣会士频频说到

的对新儒学的批判⑩。评论者运用了耶稣会士的思路，认为重要的

儒家道德"仁" (人道;善心)与基督教的博爱有很大的可比性⑩。评

论者是这样说的:

就这个主题而言，我不认为中国人的仁爱和基督徒的博爱

有什么不同;真的，神在不信教者灵魂中撒播的是同样的光芒，

将我们引向美德，从外在的行为来看，这和基督教的美德根本没

有区别⑩。

这段话说明，耶稣会士成功地让读者相信他们所描述的中国

人一一或至少是中国文人一一和欧洲人自己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一

点来看，~中国哲学家孔子》成功地清除了不少阻隔在欧洲与中国之

间观念上的障碍。然而后来的中国礼仪事件却深深影响了欧洲人对

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土经过这番努力所作出的成就也因此被愤怒和

指责的潮水冲走了。

( }ournal des savants 15: 171 

⑩ }ournal des 阳山山 15: 168. 

( }ournal des savants 15: 174-175. 

( }ournal des sαvants 15: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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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 1688 年，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和历史文库》上出现了一

篇长达 69 页的评论文章，作者是信仰新教的杰出学者勒克莱尔

(Jean Le Clerc) ⑩。这篇评论从《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三部儒家经

典中分别选取了大量章节翻译成法文。尽管文章篇幅较长，暗含的

也是褒扬之意，勒克莱尔先生却比《学者杂志》评论文章的作者雷吉

斯先生稍多一些批评口气。勒克莱尔先生知道耶稣会士翻译的《中

庸》早些时候在特维诺的《各种奇异航行记)) (Relαtions de divers voyα

ges) 中已经出版，不过他所说的版本是 1682 年的，而 1672 年的版本

才是最早的。另外，勒克莱尔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阅读比雷吉斯

更为仔细，也更富洞察力。他将孔子的角色理解为传播者，而不是

"最初的作者'喻。勒克莱尔指出，据殷锋泽和其他耶稣会士说，中国

人(包括普通人和学者)对孔子的敬奉和对已逝父母的敬奉是类似

的。这种敬奉如此隆重，使勒克莱尔感到"耶稣会的神父们需要花

很大的力气来让欧洲人相信，中国人对这位哲学家(孔子)极度的敬

奉是一种纯粹的世俗的尊敬，并没有将他尊奉为神"⑩。勒克莱尔对

世俗和宗教的尊崇所作的区别后来成为了礼仪之争中争论的主要焦

点之一，本书下面一章会有论述。

2,W 勒克莱尔还指出，{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提到的中国古人对已逝

父母的"极度敬奉"⑩很难证明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连柏应理都承

认，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尊敬到了现代，已经沦为一种迷信⑩。不过，

勒克莱尔注意到了柏应理说的话，柏应理说中文的经典表明这样的

敬奉纯粹是世俗的⑩，上帝的福佑鼓舞孔子"保留神圣礼仪和道德的

⑩ 勒克莱尔所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评论所标日期是 1687 年 12 月，但是实际刊登的

时间是 1688 年勺见 Bibliotheque universalle et histo叫ue (Amsterdam) 7 (1688): 387-

455 0 Pinot. p. 152 确定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为勒克莱尔先生。

⑩ Bibliotheque 7 :400. 另见 p.394 0
⑩ Bibliοtheque 7 :401. 

⑩ ιωou叩p1et.C仇ο旷呐U山C口u川I

⑩ Bil汕ω削'，1山li川l叫u时，e 7:升40创1.

⑩ B圳oth叩te 7 :395 &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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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而他被无辜地利用了，这些礼仪和道德也渐渐颓坏"⑩。关于

神的观念，勒克莱尔提到中国人对"上帝"的崇拜⑩，指出柏应理"花

费了很大篇幅来证明(中国人)对‘天'的唯一理解就是真神，但他这

是为找理由而找的理由，无法让人信服，因为所有的语言都会把

‘天'这个词用在神的身上，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⑩。

勒克莱尔重复了许多柏应理对佛教错误并带有偏见的叙述。例

如，他说释迦牟尼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被沙勿略看做是"恶魔与女

人生出的人形魔鬼\另外他还说，佛陀曾说过"我是人类在天地

问唯-应该崇拜的二.. fg耶稣会士对佛教的理解太贫乏了，他们不知

道这样的话与佛陀原本的教义是相背的。 佛从未曾"教人视他为

神"。基督教对佛教的歪曲还有:企图暗示汉明帝在公元 65 年所谓

梦中见到的西方圣人其实是耶稣，明帝所派出寻找西方圣人的队伍

如果没有停在印度，而是继续西行的话，他们就能找到真正的梦中圣

人耶稣，而不是带着一尊佛像回到中国⑩。欧洲人普遍认为，印度和

中国的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区别不大，勒克莱尔重申了这个

观点⑩，可以看出他不加选择地接受了耶稣会士对佛教的评价。

.319. 

勒克莱尔的评论文章在结尾部分带有批评的调子，他对基歇尔 292

在《中国图说》中报道的 1625 年大秦景教碑的发现有所质疑⑩。他

的疑问来自有些狭隘的推理，他认为中国的历史记载是非常详细的，

连细枝末节的小事都不放过，怎么可能没有提到基督教在中国存在

"这样一件大事"呢?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勒克莱尔提出的这

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唐代，聂斯脱里派基督教来到中国是→个不太重

4(ÍÌJ B缸t川汕ωúlωdiμtω川fο)1川I

⑩ B 圳ο础11;仇h町叫eq町 7.39归4.

⑩ Biúlioth叫ue 7 :395 & Couplet. Conjucius , p. 395 

⑨ Bihliot/叫时 7:402-403.

⑩ ßibliotheque 7 :410 汉明帘的梦以反寻找西方圣人的队伍在第→章中讲到过。

③ Bibliot/叫ue 7 :407 

@ Bihli耐叫旧 7.4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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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件，当时从西方来的外国使团会定期来到长安。)在指责基歇

尔神父竟把一块幻想出来的石碑当做真实的文物进行虚假的报道之

后，勒克莱尔指出柏应理的《中国历代年表》是从中国的各种编年史

中摘录选编而成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翻译。勒克莱尔在前面已经

批评了基歇尔捏造事实，在这里他含蓄地批评了柏应理通过刻意选

编扭曲中国历史原貌的做法。不过，我们得赶紧加上一句:与 1700

年以后欧洲人针对耶稣会士中国著作所进行的辩论中那种尖刻的、

充满攻击的批判相比，勒克莱尔的批评已经是够有绅士风度的了。

10. 礼仪之争引发的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迟来的批评

2 9.f 在 17 世纪最后的十年里，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两个截然

不同的传教组织间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开始主宰中国形象在欧

洲的形成。在欧洲的"主战场"巳黎， 1700 年索邦神学院发生了审查

事件， 1701 年巳黎外方传教会出版了龙华民和利安当两位神父反对

文化适应的论文。不过斗争不是仅仅发生在欧洲而已。在中国，这

种对立状态通过教皇使节锋罗(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mon , 

1668一1710) 的使团一直影响到了皇帝那里。派遣锋罗使团是中国

基督教历史上最令人伤心的章节之一，因为中国传教团因此遭受的

巨大损失并不是由外人造成的，而是由欧洲的基督徒自己→于造成

的@。不过，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们要讨论一篇 1700 年以后发表的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评

论文章，因为它披露了 1687 年该书编译的一些情况。在 1713 年的

《博学通报》上，有一篇激烈抨击《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文章，作者是

⑩ 锋罗出便的故事在 Antonio Sisto Rosso 的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in the eigl前'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 1948) pp. 157-186 和 Francis A. Rouleau , S. J. , "Maillard de 

Toumon ,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削l 31 

(1962) :264-323 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后者有修改，但胡天龙( Rouleau) 神父生前没

有重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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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蒙(v. C. Aymon/Aymonius)⑩。埃蒙先生称自己得到了耶稣会士

著作的手稿，并发现耶稣会士仅仅出版了全作的三分之一。据他称，

《中国哲学家孔子》共有 274 页，用大字体印刷(实际上译文本身就

占了 288 页) ，而整部于稿若不经编辑就印刷的话，用小字体就能印

出 950 页，要是以对开本的形式则可以印出两大本，每本 500 页。

埃蒙称，耶稣会士不仅通过删除原文的三分之二歪曲了孔子的

哲学，还通过添加曲解中文原意的注释篡改了其余二分之一内容。

例如，埃蒙引用了《大学》开篇的一段"大人之学的目的在于完善理

性的本性。"埃蒙说，与原文相比，耶稣会士添加了自己的注解"得

自上天(的理性的本性) ，就如同一面非常明亮的镜子，通过擦掉上

面畸形的欲望，使其得以回归明净的本真。"埃蒙说，耶稣会士通过

这个注释，表达了"理性的精神来自上天，而真理之光被原罪所蒙

蔽"的意思，但是埃蒙很准确地断言中文并不是这样说的，孔子和他

的弟子没有说过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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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埃蒙在"揭露"耶稣会士通过注解曲解原文的情况时2'.9/

自己也有所曲解，对中国文献缺乏了解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这一部分中，译文与评注通过数字的上标相区

别。不过必须承认，这本书中大部分的篇幅没有这种起区别作用的

数字上标。埃蒙批评耶稣会士的注解不准确甚至对原意有所曲解是

有道理的，不过注解总是会招来这样的批评，而且，通过注解来表达

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秘密。在中国，对经书原文作注释是一个确

立已久的学术传统。耶稣会士非常了解这个传统，但埃蒙没有研读

中文文本的经验，显然对此并不知晓。

17 世纪末，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拥护者和批评者的文章中开始

出现火药味极浓的论辩。因此，到 1713 年，埃蒙的评论只不过是进

行一般的思想交流而已。但是从评价《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角度来

⑩ Actα eruditorum (1713) :46-48. 

( Acta erudi归rum (171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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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埃蒙的评论最主要的缺陷在于，他以为这本书的译者和编者都是

在上述的论辩氛围中进行编译工作的。实际上，从 16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哲学家孔子》开始翻译、注解到 1687 年结束，那段时间的氛围

远比后来开放和客观。因此，该书的编写者并未感到很有必要为耶

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作辩护。如果这本书是在 1700 年以后编写的，

那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法国学者毕诺(Virgile Pinot)研究了埃蒙等人的批评，即指责耶

稣会士对《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材料进行了删节和重写，使其形式更

有利于赢得教皇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方案的赞同，并让人对非耶稣会

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产生怀疑⑨。其他人，像克莱蒙( David 

Clément) 和乌芬巳赫( d ' Uffenbach) 也重复了同样的批评，但研究表

明，他们参考的材料都源自同一个人⑩。此人在 18 世纪初巴黎的学

术舞台上无处不在，名叫梁弘仁(Artus de Lion肘， 1655-1713) ，是罗

萨利 (Rosalie) 主教。梁弘仁主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早期的会员之

一，和阎当( Maigrot)一起在福建省活动。从 1689 年到 1702 年回罗

马的这段时间里，梁弘仁活跃在中国南方。这个时期，他成为耶稣会

的疯狂反对者，后来回到巴黎，参与礼仪之争⑩。毕诺先生对于澄清

礼仪之争所作的贡献是，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找到并研究了埃蒙

在 1713 年的评论中提到的原稿。这部原稿包括一部分柏应理的序，

《大学》、《中庸》和《论语》的第一部分的译文⑩。在原稿的最后，毕

( Pinot , La Chine , p. 152 毕诺显然只看到了原稿中两个部分的前一半 龙伯格先生最

近研究了原稿，对于这个问题，他是少数几位有真正发言权的学者之→。见 Knud

LlIndbaek , '‘ The im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Confllcius Sinamm philosophlls" ， 10umαlof 

the h i.stοr.r of ideas 44 (1983) : 20-21 ρ 

4岁 David Clément , B圳οthèqlle curieuse , histοriqlle et critiqlle VI!, 265f & d' Uffenbach , 

Merkwürdige Reisen III ,481 

⑩ 关于梁弘仁以及他在马勒伯朗上 (Nicholas de Malebranehe)撰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哲学

的论文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笔者的文章 "Malebranche and Chin阳鬼 philosophy

nal (扩 the histοry ofideas 41 (1980) :551-578 , 

⑩ Pinot ，μ Chine ， pp.152一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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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发现了一个有埃蒙签名的于写说明，说这部稿子是 1706 年 10 月

15 日得自梁弘仁的，条件是埃蒙必须出版这部完整的原稿，以纠正

耶稣会士在编辑时篡改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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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毕诺将原稿与己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文本相比照 2.9J

后，发现埃蒙所指责的过度编辑和有意歪曲等问题被大大夸张了。

毕诺确实发现了被删除的部分，但他在对此作说明时没有带什么偏

见。在他看来，删除的是一些重复的内容，因此在编辑时有修改而不

是篡改⑩。不过毕诺也承认，耶稣会士从材料中得出的关于中国的

一些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比如，他批评柏应理根据中国古人对第一

原理(first principle) 的认识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知道上帝的存

在⑩。他批评柏应理仅凭一句"文玉……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的

注释就认为中国人普遍相信灵魂不灭⑩。他还批评耶稣会士将中国

古人敬畏的鬼神( spirits) 翻译成神( intelligences ) ，即非物质的存

在⑩。最后，毕诺批评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中超自然的成分，比如

"骑龙的勇士伏萃"或"尧和禹的时代出现的背着象形文字的乌龟"

的传说作了隐瞒。(毕诺所说的内容有些海乱:{易传》说到一条龙

跃出河面，背负八卦图案，这被称作"河图洛书"⑩。)

毕诺的著作出版之后不久，耶稣会士布鲁( Alexander Brou) 在两

篇文章中作出了回应。 17 世纪，人们指责耶稣会士提供的关于中国

⑩ Pinot ，μ Chine ， p.153. 

⑩ Pinot ，μ Chine ， p.154. 

※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中有文王防|哮，在帝左右。"柏应理书中的引

文应得自《集传}:"盖以文王之神在天 ， ~J1 一降，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

孙蒙其福泽，丽君有夭下也。" 译者注。

⑩ Pinot , La Chi肘， p. 155 ，引自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哲学家孔子》原稿第 224 页。描

述文王站在上帝左右的这段不是像毕诺所说的那样出自《论语} ，而是出臼理雅各翻

译的《诗经} III , 1 , 1, 1 

⑩ Pinot ，μ Chine ， p. 156 

( Pinot ,La Chine ,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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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是不完整的、虚假的、有倾向性的，这两篇文章为耶稣会士作

了辩护⑩。布鲁神父承认毕诺指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原稿中有改

动之处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些改动应看做是作者之一柏应理所作

的修改，而不是一个完全无关的编辑进行的添油加醋⑩。不过，布鲁

神父承认，原稿中的这些改动受到了当时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⑩。

J均· 另外，毕诺对梁弘仁和埃蒙的指责，至少是他们对中文经典翻译

方面的指责也有一番反驳。毕i若显然并没有读过中文，因此无法将

《中国哲学家孔子》与中文原文作比较。但笔者对两者作对比后发

现，中文原文(不包括注释)中并没有一个词在耶稣会士的译文中被

省略。另外，笔者认为，人们虽然指责耶稣会士在翻译过程中读透了

传教的目的，但对原文的曲解基本上都不是太严重。

对耶稣会士产生这些指责的-个原因可能是耶稣会士将原文和

注释混杂在了一起。耶稣会士对经书原文注解式的重新阐释完全符

合儒家重新阐释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目的是要重新找回经典最早、最

真的意义。但欧洲的读者却并不了解这个传统。经书的中文版本通

常用不同的字号将原文和注释清楚地区别开来。而且不管怎样，中

国读者对经书的原文是非常熟悉的。而《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读者

看到的则是原文和注释混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译文，虽然有些章节确

实使用了数字的上标来标明原文。梁弘仁和埃蒙批评耶稣会士任意

删节内容，很可能是发现注释部分有删节，并误将注释当成了经书的

原文。由于当时批判的气氛很重，他们没有心思去对耶稣会士的行

为作一番友好的、至少是客观的解释。

关于《中国哲学家孔子》和欧洲的礼仪之争，我必须提出自己不

10 见 Alexander Bro川Ll， 5. 1.二'De certa副lns eωon时nflit恒s en时I配 mis阳妇s臼lOnar附 aLl XVIIe s叮i岳缸eI画.1扣e (a pmp川o

d旷'Lln 1灿ivν刊r陀'e fl萨仇什e阳E甲刊en时lt仆)

SHI阳l{阳01扣o职H冉u阳es de Pékin e时t le凹ur阻S 岳dite Ll r阳毡 <de Paris" ,Revue d' histoire des mÌ.'ìûlοIlS JI (1934): 

551-566 矿、

⑩胁。u ， "Les Jé~uil阳 "inologues de Pékin" , p. 554. 

( Brou , .. Les Ji's Ll it削酬。logues de PI吕kill" ， PI久 55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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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毕诺的一个看法ο 毕诺认为，虽然 1687 年的"序言性说明"差

不多提到了李明神父在《中国现势新志~ (Nouveaux memoires sur 

l' etαtp陀sent de la Chine) ( 1696) 中要说的所有内容，李明的作品在

.325. 

1700 年遭到了索邦神学院的谴责，而《中国哲学家孔子》却没有，因 297

为法国的神学思潮发生了改变。我们承认，早期耶稣会士著作在李

明之前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历史纪年要早于摩西犹太教纪年，由此

取消了传统上犹太人的优势地位。此外，"序言性说明"还论证了上

帝因中国人的美德而给与他们奖赏，例如帝尝(公元前 1436 年一前

1400 年在位)向上帝进行了多次献祭，并请求上帝赐给他不育的妻

子一个儿子，据说都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和祝福⑩。当然，在 1687 年

到 1697 年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点燃了 1700 年索邦神学院对李明

著作进行审查的导火索。不过这两本书从学术和知识的角度上来看

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中国现势新志》的作者李明掌握汉语的程度

有限，接触中国文化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半。而《中国哲学家孔子》是

翻译中文经典的开山之作，是由一大批耶稣会士共同完成的，他们每

个人在中国居住的年头都要以两位数来计算。柏应理本人虽然在

1693 年去世，没能再回到中国，他在编辑《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时期

也在中国居住了 21 年之久。其他我们知道的参与编写该书的耶稣

会士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分别为:郭纳爵( 32 年)、殷锋泽( 17 年)、刘

迪我(19 年)、利玛弟( 21 年)、成际理(30 年)、何大化(41 年)、聂伯

多(45 年)、潘国光(35 年)、李方西 (31 年)、洪度贞 (17 年)、聂仲迂

(25 年)、穆迪我(25 年)、毕嘉 (25 年)、张玛诺 (26 年)、鲁日满(1 8

年)、恩理格( 21 年)。在柏应理著作和李明著作相隔的短暂时间里，

文化适应的基调在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明写书的目的和《中

国哲学家孔子》的编写者不同，前者的目的几乎全都是为了争辩。

由于这两本书在性质上不间，读者对它们的接受也有差异。《中国

哲学家孔子》在风格和规模上都具有学术特征，因此其读者也多为

⑩ Couplet ， Cοnj阳时， p.lxxvi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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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明写书为的是增加曝光度和辩论的话题，因此读者的阅读

和反应便带有大众的、论战的特征。

1 1.结论

29cJ' <中国哲学家孔子》代表了 17 世纪耶稣会适应中国文化的转折

点。它不仅是利玛窦文化适应原则的高潮，也是 1600-1700 年间耶

稣会士在文化适应方面最前沿的思想全面展现给欧洲公众的最后几

个例证之一。中国改朝换代的重大变故要求对利玛窦最初的原则作

修正，而欧洲的礼仪之争更进一步加剧了支持和反对适应政策的在

华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这种传教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分

化了在华传教士，也将龙华民、刘应等一小部分意见不同的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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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主流的支持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中分化出来@。这些区别所产

生的对立状态阻碍了中国传教团的发展势头。到 17 世纪末，这些传

教方式上的差别在欧洲扩大为更大的冲突，如耶稣会与其宗教对于

詹森教派之间的冲突。詹森教派与巳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了传教基

地。这种对传教方式的辩论不断升级和扩大化，在这样的氛围中，唇

枪舌剑的争论渐渐取代了对中国严肃的学术研究。 1687 年以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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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神父的索隐主义理论为代表的耶稣会最前沿的文化适应思想没 Y.9.9

能再完整、公开地介绍给欧洲的读者。不过，尽管最前沿的思想并未

完全地展示给世人，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文化适应思想的论文却不

断增加，这些文章介绍了关于适应政策的旧观点以及部分的新观点，

⑩ 在反对文化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中，龙华民和刘应两人的学问是相当渊博的。从他

们各自在中国任职的时间来看，这种反对之声在整个 17 世纪一直都有。龙华民对传

教方法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利玛窦适应政策的观点。他继利玛窦任中国耶稣会传教团

领导后，便开始更加公开地宣扬这些观点，因此促使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发生。在 1623

年左右，龙华民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圣方济会传教士利安当将其送到了罗马

的传信部(同时给闵明我送了一个副本) ，文章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并由修道士闵明我

在他的 Tratadα， (Madrid , 1676-1679 )pp. 245-289 刊登出来c 龙华民的文章后来被

外方传教会翻译成法文，以《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 (开αit 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1α 

réligion des Chinois) ( Paris , 1701 )为书名出版。这本书对莱布尼茨产生了重要影响，

成为礼仪之争中的一份重要文献3 笔者在 Leibniz & Co旷uc归nism ， pp. 26-29 对这篇

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另见 Wing-tsit Chan , "The study of Chu Hsi in the West" ,Journal oj 

Asian studies 35 (1976) :559-560。

刘应，字声闻，是洪若翰神父选选的最有才华的耶稣会士之一，这些耶稣会士参加了

1685 年法国第一个前往中国的使团。在中国，耶稣会友曾称赞:XiJJJÌZ神父中文知识渊

博。(臼晋在 1699 年 9 月 19 日给莱布尼茨的→封信中说刘应正在编写一部中文词

典，这部词典能回答莱布尼茨关于"中文之钥"的一些问题。)刘应对耶稣会文化适应

政策的反对与日俱增，这使他转而支持教皇使节、红衣主教锋罗率领的使团，然而这

次出使是失败的。:XiJ应和锋罗的关系迫使他在 1709 年 6 月离开了中国。他去了印

度，在 Pondicherrγ 住了 28 年。他先住在外方传教会处，从 1726 年起住在嘉布遣会

(Capuchin) 处，一直到 1737 年去世。虽然他收到了教皇的信，却被禁止回到法国。

他一直撰写关于中国经典(包括《易经> )、中国哲学(包括道教)、中国历史和中国祖

先崇拜的文章。 j郊刘p圳j应著作目录见 K. F. Neur山ma旧an凡‘"‘'Cαla削ud岱e 飞Visde由i岛ou un叫d da凶s Verzei凹I凶chniss

s回阳ein盹阳e凹r We时rke

2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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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文章的争辩性和大众化特征却越来越明显。这些文章便是李明

和郭粥恩神父写的著名论文。因此，~中国哲学家孔子》代表了 17

世纪对耶稣会士研究中国的学术成就公开传播的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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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白晋索隐主义中的演变

1.自晋神父对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修改

虽然大多数 17 世纪中国传教团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怀有一种赞 ;yy，广

同的、主动适应其文化的态度，但表达这种态度并不都需要用到孔子

和士大夫理想。在 17 世纪，受中国社会变化影响，耶稣会的适应政

策也发生了演变。这些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

耶稣会士在华的立场和地位上。在耶稣会适应政策演变过程中起领

导作用的是白晋(Joachim Bouvet , 1656一1730) 。

自晋神父出生在法国的勒芒[ Mans 或 Conlie (旬出e) ]，是勒芒

地区法院顾问的小儿子①。自晋 1673 年加入耶稣会，在耶稣会中显

示出数学和学术才华，因而获选加入派往中国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

士。这批神父 1687 年到达中国后便直接前往北京的朝廷。他们能

做到这一点，表明从利玛窦最早试图在京城居留的时候开始，耶稣会

士在 17 世纪里所作的努力已取得了极大进展。利玛窦奋斗了 18 年

才在北京为耶稣会建立了驻所。在刚到中国的这五个人中，白晋和

① Conl凹 ， Bibliotheca SÙ时α 1I，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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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诚被留在北京，其他神父则被派往各省。在 1693 年到 1699 年间，

白晋回到了欧洲。臼晋还受皇帝之命出过几次短差，比如 1706 年作

为中国礼仪问题的皇帝特使去过广州②。除此之外，白晋一直在北

京的朝廷供职，直到去世，整整 37 年。与皇帝的接近使白晋的观点

和看法与那些分散在各省的耶稣会士很不相同。白晋是通过满洲皇

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他与皇室的联系限制了他与士大夫们建立

密切交往的机会，因此他无法获得文人士大夫的指导，而这些描写对

于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工作来说是极为关键的。 1创4 年满洲

人崛起之后，耶稣会士没能吸纳更多像李之藻(1630 年卒)和徐光启

( 1633 年卒)这样高水平的文人。因此，在 17 世纪前半期，支持适应

政策的耶稣会士中最富创造性的一些人便同主要在中国南方的文人

紧密合作，并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但在 17 世纪后半期，支持

适应政策的最富创造力的耶稣会士便越来越多地在北京的朝廷供

职，以求得皇帝的赞助与保护。

.](7;1' 康熙皇帝似乎很喜欢法国传教士，因为他要白晋代表他返回欧

洲，→来向路易十四表示谢意，二来希望得到更多有才干的耶稣会

士③。白晋于 1693 年 10 月从广州启程，但到 1697 年 3 月才到达法

国。白晋的欧洲之行在许多方面和金尼阁( 1613-1622) 、曾德昭

(1636→1644) 、卫匡国( 1650一1659 )、卡弥格(1651-1658) 、白乃心

(1661一1680) 、殷锋泽( 1669一1674 )、柏应理( 1682-1692) 以及闵

明我(1686-1694)等神父的返欧之行不同。首先，自晋在欧洲只停

留了一年，而且地点似乎只是法国。和他的耶稣会前辈不同，白晋没

有去罗马，这表明(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国家主义影响开始出现了，

其代价便是教皇对中国教团的影响减少了。而且，罗马对耶稣会适

应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这可能也是臼晋在欧洲期间不愿去罗马的

( Dehergne ,Répertoire , p. 34. 

( Pfister , p. 434; Deherg肘 ， Répertoιre ， p. 34; & Witek , Contraversiι 1 ideas in China α时 Eu

rope , p. 86 



第九章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白晋索隐主义巾的演变

原因。其次，白晋没有随行的中国同伴。这些不同点可能反映出臼

晋这次是作为康熙皇帝的代表，而不是耶稣会的正式代表返欧的身

份。当然，白晋的欧洲之行是得到他的法国顶头上司洪若翰神父同

意的(虽然洪若翰并不是他正式的耶稣会上级) ，而且白晋在欧洲停

留期间完成了不少耶稣会代表的任务。实际上，他继承了以前耶稣

会代表返回欧洲的形式，这个形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为中国教

团寻求到了支持，也招募到了有才干的、为耶稣会效忠的神父。

和柏应理一样，白晋也把一批中文书籍带到了欧洲。不过这些

书籍中有 3∞册并没有送往罗马，而是到了巴黎，作为康熙皇帝的礼

物送给了路易十四，从而完成了 1685 年法国使团的一个最初目

的④。这一切都反映出:耶稣会的赞助人改变了。路易十四显然很

高兴，他批准为第二个前往中国的使团筹集资金。为了给使团的长

途旅行提供资金上的方便，白晋安排了一个名叫库赛 (Jean Jour出n

Groussay) 的商人为一艘运送玻璃器皿和新招募的耶稣会士前往中

国的船只所需的费用作担保⑤。白晋于 1698 年 3 月在拉罗谢尔(La

Rochelle) 乘 Amphitrite 号启程，同行的有新招募的八位耶稣会士，包

括才华出众的巳多明(何Par陀enmr

父。他们在 1699 年 3 月抵达中国。

.331. 

在欧洲期间，白晋将出版对中国传教团有利的书刊的传统任务 .)'r2

和为康熙皇帝代言的新任务结合了起来。其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皇

帝历史画像~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 , Paris , 

④ Pfisler , p. 434 说白晋献给路易卡四"49 本从北京带来的印刷精良的书籍"。其他学者

似乎接受了费赖之的说法，例如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3 卷(香港， 1970) II , 

279 0 但是白晋自己在 1697 年 10 月 18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说，他带了 3∞本中文

书籍到法国国王的图书馆。见 Leiblliz-Briefi附'chsel 105 , sheel 2 v 0 

⑤ 臼晋为派遣第二批法国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所做的准备在 Wilek ， CοIltraversial ideω 川

China αnd Eltrope , pp. 86-87 中有简要的介绍。魏若望引用了巳黎国家图书馆藏编

号为 Mss. 仕.25670 的一封傅圣泽"回信"。法国耶稣会士此行的详情，见马若瑟神父

的记述，载 Giovanni Gheranlini ,Relation de VO)'，αge fait à Chine .mr le vais.,eau l' Amphtrite , 

en l' αnné 1698 (Paris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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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 (以下简称《画像})。臼晋的《画像》是一本价值不高的小书，

它的意义在于它是耶稣会适应政策转移的标志，而不在于它对欧洲

有多大的影响。此书虽然重印了六次之多 (La Haye 1699 , London 

1699 , U trecht 1699 , Hannover ( ? ) 1699 , Utrecht 1710 , Padua 1710) ，并

在此期间被译为英语、荷兰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却没什么迹象表

明它对当时的文学有什么影响力。这本书共有 264 页，让人误以为

篇幅很长。其实它是小 12 开，字体很大，全书从头至尾没有分章。

作为描写当时一位君主的书，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和白晋那个时代的

少数评论者→样对其产生怀疑，虽然怀疑的理由并不相同。今天，我

们也许会认为这样的描写太多溢美之辞，不太真实，而 17 世纪末的

读者一般会将其看做是耶稣会士故意的夸张。据说连白晋本人后来

者[5考虑过自己在《画像》中对康熙皇帝的描写是否太理想化了⑥。

康熙皇帝的《画像》中致路易十四的献词表明了白晋同时效忠

两个主人的不可思议的一面。历史上极少有几个人的世俗主人分别

是东西方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君主。白晋便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上

帝的仆人，却侍奉着中国的皇帝，又带着礼物回到欧洲献给他在欧洲

的主人一一法国国王。自那以后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使自晋立场的这

种特殊性有任何减少。如果说今天和当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

这种双重的效忠一→实际上是三重的效忠，如果算上他在天上的主

人的话一一在白晋的时代还有可能，在今天则不太可能了。

臼晋描绘的是康熙皇帝 44 岁、在位 36 年时的情形。对这位被

无数见证，者和历史学家奉为贤君的皇帝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

⑥ 胡天龙神父称，当白晋 1699 年回到北京时，他非常"震惊"地发现皇帝竟然赞助佛教，

这彻底毁灭了臼晋对康熙改信基督教的极大期望。据胡夭龙神父说，整个耶稣会教

团作了重新调整，对他们在中国能否成功的期望值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其中一个调整

就是白晋对自己早先的乐观作了重新估计。见 Fmncis A. Rouleau S. J. , "Maillanl de 

Toumon ,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的tis Iesu 31 

(1962) :270nσ 关于欧洲人对白晋《画像》的反应，见 Lawrence D. Kessl，汀 ， K' αng-hsi

αnd the cO/lsolidation lifCh' ing rule ,I66I-1684 (Chicago , 1976)p.15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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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月。如果我们允许自己以客观求证的眼光来阅读白晋的《画

像} ，我们也会和 2∞多年前的许多欧洲读者一样，对康熙皇帝留下 .JY;~Y

深刻的印象。臼晋这样写道: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是与他拥有的王位不相称的。他透着一

股威严之气，身材比例匀称，并比常人高大，他具有常人外貌的

所有特征，而眼睛却比一般中国人更有神、更大。鼻子略带鹰

钩，线条却是柔和的。在他脸上有出天花留下的几个瘦痕，却丝

毫不影响他全身散发出照人的魅力。

然而在这位君主身上，精神品质超过了外貌的出众……他

有着诸多出色的才能，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都表现出性格的

坚毅，这与开创伟大的事业是相适应的，凭着出色的才能和坚毅

的性格，他将开创的事业引向成功。他的一切爱好都是高尚的，

与伟大的君王相称的。他热爱公平与正义，他对臣民充满父亲

般的总爱，他爱好美德和一切理性支配的事物。他完全能够控

制自己的情绪，他的子民对这一切都赞不绝口。更令人觉得惊

奇的是，这位政事缠身的君王不但爱好美术，还潜心研究各种科

学技术⑦。

这是一种偶像化的传记，却又不仅仅如此。康熙皇帝确实是一

位极有才干的君主，尤其是在他事业的高峰期，也就是《画像》中描

绘的那个时期。如果我们容忍书中些许的夸大，并将其中的形容词

调整到用词没这么华丽的现代水平，白晋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除了白晋的描写，我们还需补充一位教区司择对康熙皇帝不那么狂

热的评价。此人名叫马国贤 (Matteo Ripa , 1682一1745) ，他从 1710

( Joachim Bouvet , Portrait historique de Z' E，叫J<!rellr de la Chine (Paris , 1697) pp.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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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1723 年在北京的宫廷任油画和雕版画师⑧。马国贤神父说康

熙确实对各种学问很有兴趣，但他认为康熙大大高估了自己在音乐

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根据马国贤到达北京的时间---

1710 年→一来衡量他的批评⑨。自晋在《画像》中对康熙的热情赞

扬来自他 1688 年到 1693 年间与康熙相处的经历，这比马国贤第一

次见到康熙早了将近 20 年。马国贤来到之时，康熙已经步入暮年，

对西学的热情已经减退了。而且马国贤缺乏过人的思想魅力，这使

得他和康熙的关系与南怀仁和白晋等更有才华的传教士相比较要疏

远→些。最后，马国贤对康熙皇帝的描述在于稿和正式出版的版本

之间有一些矛盾之处，引用时需注意⑩O

.)'1''/ 随着描写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自晋对皇帝有特殊的偏爱，这

种偏爱使得白晋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认识有失偏颇。据白晋介

绍，"曼达林"或士大夫是一个相对不可靠的群体，他们总是需要皇

帝的监督。臼晋说，中国的政府之所以是"完美的君主制"，不是因

为士大夫本身的功劳，而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的监督非常到位。白晋

写道"皇帝的警惕性非常高，即便是最隐蔽的过错也很难逃过他的

眼睛" , "(士大夫)在行政管理上犯了哪怕最小的错误，一旦被皇帝

注意到，便足以被撤职。如果有人被指控受了贿，皇帝会毫不留情地

进行处置，不管涉及的是谁"⑧。这种说法在几个方面有夸大。第

一，清朝的疆域非常辽阔，据估计人口有1. 5 亿至 2 亿，因此皇帝本

( Malleo Ripa , Slor;a dellα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one e del Collegio 份 ， Cinesi 3 vols. 

( Naples , 1789) .这部作品后来经过删节被 Fo阳nato Prandi 译为英文，名为 Memoirs of 

Fllllzer Ripa (London , 1844 )巳对马国贤神父在华活动较通俗的描述见 Nigel Cameron , 

BαrbαnαI1S and mandariTl.5, lhirleen centuries of We ,'lern tmvelers in Clzina (Chica吕0 ， 1976)

pp.263-275 &284-287 0 

⑨ 方豪汉中同天主教史人物传}I!， 344 o
⑩ Antonio Sisito Rosso 神父曾注意到在印刷意大利文原版和翻译英文版的过程中出现了

错误J 这些观察收入 Walter Fuch叽s ，‘"‘ Zu Pal阳e凹rR阳lp阳a' s Debut al比scl仙hin时e恻s旧isch町阳e仔r Hofl加z町ma咀a叶ler in n 

da削s J扣ahr 1710 

⑩ ßo山u附V刊咐el ， Po时附阳r阿rαωúl ， pp.6臼2 & 6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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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要进行严密的监督几乎不可能。第二，在中国，贿赂官员是将官

员不合理的薪棒提升到合理水平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虽然康熙

本人无疑是诚实的，但历史研究表明，在打击腐败的政策上，康熙之

前和之后的皇帝惩治措施要比康熙更为积极⑩。清朝的创立者顺治

帝(1644一1660)深知明王朝的腐败，因此对腐败进行了大力打击，

而康熙帝对腐败的态度要更为宽容。康熙朝的社会经济极度繁荣，

康熙可能认为在正赋之外增加出来的与贿赂有关的"陋规" (即附加

税)能帮助官员控制通货膨胀，又不会严重损害民众的生计和国家

的稳定。后来，雍正帝(1723-1735 )将"陋规"转化成官员薪棒的一

部分，才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白晋的笔下，高级、低级官员的任期都是极不稳定、不断变动

的。这显然是过分突出了北京的情况。因为他的观察可能主要局限

在高职位的京官和各省级行政长官身上。但绝大多数地方和地区的

行政官员都离京城太远，皇帝顾及不到。如果没有丑闻或国家税收

急剧减少的情况，皇帝一般不会中断大多数官员短暂的任期。这是

中国历史上一般和平时期的情况。康熙皇帝的时代并不典型，因为

他登基时只有 8 岁，那时满洲人在中国的封建统治刚刚开始。清王

朝早期，效忠明朝的汉族士大夫普遍拒绝进入政府任职。但清朝统

治到了白晋的那个时候，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明朝效忠者的抵抗渐

渐减弱。

.335. 

白晋对中国文化适应的起始点是中国优秀的政府管理。但自晋，μf

与柏应理等其他欧洲阐释者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不同。启蒙思想家

看到的是优秀的儒家哲学及其在当时的典范一一士大夫⑩。而白晋

看到的是中国出色的君主政体，尤其是在康熙皇帝身上的体现。他

⑩引自 Adam Y. C. Lui , Cοrruplwn 川 Chinα during the ea均 Ch' ing periοd 1644-1660 

(Hon!\ Kong ， 1979)pp.61 一→65 0

⑩ i凶8 世纪英国人对儒家学说的崇拜见 E剧dm川un阳时d Leite忧es旷.. ‘'Con叫nfuc口la削nlS删m in eigl阱酬ht吐I阳ee阳e凹en时叫lt山h-(吨c阳!

En吨t唱g阱land; na时turo阻ral址1 morality an叫l(川【d social reform" , Philn.<oph)' East & 肌、t 28 (1978); 143一

1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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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像》并未提到孔子，对当时儒家学者的描述也并不带多少赞扬

的成分。白晋适应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基础是从他对中文经典的研究

中逐渐形成的。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从这些经典中建立起来的，但是

吸引白晋的却不是这些经典中属于儒家的成分。白晋关注的是中文

经典中最古老的部分，尤其是他认为预示着基督启示的部分。

自晋那个时代的耶稣会士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官方的身份，并能

接近中国的统治力量，这是利玛窦只能幻想，却无法实现的。在利玛

窦的时期，这样的接触根本无法进行，因为万历皇帝根本隐遁不出，

在中国历史上万历是行为最古怪的几位皇帝之一。在 1589 年至

1615 年间，万历皇帝取消了一切公开的接见，从 1593 年至 1615 年

只见过大学士五次⑩!利玛窦与皇帝没有直接联系，他通过社会和

学术的关系培养了一批士大夫，这使他对晚明的文化融合有了深入

的接触。这就是利玛窦创立文化适应政策的背景。

到白晋的时代，中国文化融合的氛围已经不再。汉族文人对明

朝的覆灭作了透彻的检讨，他们指责晚明学者的折中主义态度，并常

常将矛头指向王阳明学派，这个学派有时被称为明代新儒学或陆王

学派，以区别宋代新儒学或程朱学派。清初文人尤其抨击王阳明学

派高度内省的哲学探讨，这种哲学倾向在晚明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

思辨哲学和天马行空的禅学。大多数清初文人的评价认为，明代的

哲学家过分偏离了儒家真正的"道"，现在是时候回归儒学的本源

了⑩。清朝统治者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加强，并使其重新集中到对治

⑩ G刷lrich ， J ,326-327. 

⑩ 17 世纪晚期中国最著名的→批文人对明清之际文化方向在宏观上的转移作 r反思，

他们是黄宗主主( 1610-1695) 、顾炎武( 1613一1682 )、王夫之( 1619一1672 )和颜元

(1635-1704 )。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即所谓的"复兴程朱理学"运动，在几十年前剪

被学界认为是一个缺乏创造性的运动，例如，见 Carson Chang. Th阳e d，仰附el，扣均忡ο句呗'pm阳n阳z阳e'刷nt ο<!f 1凡、V，协e阳0-

C仇οnρifu础刷c，阳"阳tα革川n thought 2 v 【0山}

chα耐，付t.， ο'!fCωhι阳ep川hil阳b忻'soψ'ph材y (New Haven , 1955) ,1'. 15 c 但是近年来思想界发生了转变，

人们认识到了清初复兴程朱理学运动较有创造性的一面。见 Wing-tsit Chan , .. The 

Hsing-li ching-i and the Ch' eng-Chu school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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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道和经典文献的更为客观的研究上来。这种回归正统做法的一

个表现就是康熙皇帝 1715 年命李光地重编《朱子大全} ，并编写一

部宋儒文选《性理大全》的删节本。尽管不是所有的清初思想家都

出图回归宋儒哲学.但是对中国的新统治者来说，接受宋代新儒学作

为当时最正统的儒学形式，对其政权合法地位的确立是有好处的。

因此，l7世纪晚期.儒学正统的起围渐渐缩小，比利玛窦时期要狭窄

得多 耶稣会的处境和文化氛围的变化要求对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

案进行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新形势。

.337. 

利玛窦之所以将文化适应政策建立在儒家传统之上，是因为儒 J百

学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权威地位，而且儒学是很容易服从于基督教的。

但实际仁， 17 世纪中国传教区的每一个耶稣会士都反对儒学传统在

杰出的宋代新儒学中的体现，原因是宋代儒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

和无神论特征，这和基督教是对茫的c (1 8 世纪早期，马若瑟和卫方

济等耶稣会士便开始将宋代新儒学与基督教相融和，但是这个转变

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⑩。)晚明更为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利玛窦能够

创造一种不同于宋代新儒学的儒学形式。但是在 17 世纪晚期，尤其

是在满洲朝廷，耶稣会士在文化上可以接受的儒学传统形式变得与

宋代新儒学的阐释越来越接近.白晋便不得不为文化适应寻找另一

个基础了。臼晋不像利玛窦那样依靠士大夫，因此他没有必要在修

改利玛窦的适应政策时技合士大夫们的心意。 E']晋必须讨好的赞助

者在中国的朝廷。清初的皇帝对中国古代圣君的传统是很尊崇的，

儒家传统也是将古代圣君的传统作为自己精神祖先的。臼晋从这种

古代圣人的智慧中寻找能服从于基督教并能成为修改过的中国与基

督教结合之新基础的成分，是不足为奇的。因此，白晋虽然修改了利

玛窦的适应政策，他使用的新成分却仍继续满足利玛窦的两个标准:

@ 见笔者的文章.. The reeonóliation of N凹-Confncianism \\ ith Chri叫ianit~ in the wrilillgs 0 1' 

J扣【o阳约附eph (命i怆e P阮e阳E町ma即rt阳哥e飞?川， S. J. 

cO【(1旧1mψplet忙e t忖rallslatioll 0 1' th怆1玩1e号 (心:，ω'川nfn凹("咀n Fou山r 80阳【oks‘凶s in t山h肝 We归叫创叫t"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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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中国文化中占支配地位;二、能服从于基督教。

2. 赫尔墨斯思想和自晋的索隐主义

.;'(7 基督教的护教学传统被称为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 或赫尔

墨斯思想。这个传统认为，某些非基督教的著作中含有真正信仰的

遗迹。护教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教父，如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

us ，约 240-320) 、圣克莱门( 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 150-215 )和

优西比乌⑨。到 1650 年，古代神学家的名单包括:亚当、以诺( En

noch) 、亚伯( Abraham) 、琐罗亚斯特、摩西、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婆

罗门人、德鲁伊教徒( Druids) 、大卫、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

以及古代女先知(Sybils) 。到 1700 年，伏载的名字也登上了这份名

单。古代神学家最有影响力的文献被认为是俄耳甫斯和赫尔墨斯所

写的。除了《秘闻集~ (Hermeticα 或 Corpus Hermeticum) 中阿斯克勒

庇俄斯( Asclepius )的对话，拼凑成《秘闻集》与《俄尔浦卡~ (Orphi

cα) 的各个片段在西欧一直是不为人知的，直到斐奇诺翻译了拉丁文

版的柏拉图著作( 1484) 和普罗提诺( Plotinus) 著作 (1490) ，在意大

利引起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这些片段才作为复兴的一部分被人们所

了解。 16 世纪，人们普遍接受了斐奇诺对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他将

柏拉图主义说成是一种宗教哲学，人们也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对于

柏拉图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一种极为神秘的巫术环境。一种

浓厚的巫术成分将斐奇诺、米兰多拉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 

1463-1494 )以及布鲁诺引向了与正统基督教的冲突。

与早期教父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古代神学的复兴者可以对异教

徒有更多的好感。早期教父与这些敌对的宗教形式进行的是直接的

竞争，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些非基督教信仰已仅仅成为一点残

余，和实践信仰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们试图将

⑨见 Daniel P.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y (London ,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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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相结合。他们在基督教与这些

非基督教的著述中看到了相似之处，如一神论、灵魂不灭、来世的奖

赏与惩罚、禁欲主义对肉体的轻视和对精神的重视、三位一体和"从

无到有"的创世论 3 基督教出现前对基督启示的预示可以从两个不

同的观点来看二→种观点强调犹太教传统对一个异教群体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一种更纯粹地来自异教的预示，它通常得到犹太

教传统的印证。犹太教对异教信仰影响的焦点通常是埃及，其中介

则是摩西，据说他的教义被保存在埃及文化中。

.339. 

不过，问题在于到了 17 世纪中期，历史学的批判已经证明主要.，仰

的古代神学年代被弄错了。其源头其实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后，而不

是之前。卡索邦(Isaac Casaubon , 1559-1614) 在 1614 年率先为《秘

闻集》重新确定了年代。在 1649 年前后，有人开始怀疑《俄尔浦卡》

的古老性⑩。然而古代神学还继续存在着。在英国(卡索邦就是在

英国研究并重新确定了古代神学的年代，并将结果出版) ，古代神学

以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形式生存了下来，这个复兴和剑桥的柏拉图主

义者有关。古代神学也存在于于埃 (Pierre Daniel Huet , 1630一

1721 )和基歇尔的著作中。它还存在于某些中国教团的法国耶稣会

士的思想中，这些人包括:白晋、马若瑟、郭中传 (Jean-Alexis de Gol-

⑩ 对赫尔墨斯文献年代的重新确定见 Isaac Ca副sa阻u川h阳)on叽1 ， 0仇en时'eb旧u

tωωω阳 XVI (Lo川n阳时ùon ， 1614的) 0 对年代重新确定问题的论述见 Frances Yates , The Hermet 

ic teachings uf GiordαlW BrUlW ( London , 1964 ) pp. 398-403 & Walker , n阳 Ancien业 Theol

οg) ， p.195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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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 1664一1741 )和傅圣泽 (Jean-François Foucquet , 1665-1741 )(G 

另外，耶稣会士樊西元(Jean-Simon Bayard ， 1662-1725) 、聂若翰

(Jean Noëlas , 1669-1740) 和卫方济也被认为多少与古代神学有

关⑧。

.5'(::9 对于这群将古代神学运用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有几种不同的称

呼。纪理安(Kilian Stumpf, 1655一1720) 是耶稣会士，也是对 1:.述这

群人的批评者，他把他们称为"研究‘经'的人.. ( Kinisticae) ，因为他

们专注于"经\也就是中国古代经典⑧。在 18 世纪，耶稣会士钱德

明(Joseph-Marie Amiot) 用"研究《易经》者" ( Ykingnistes )一词来称

呼这群耶稣会士，因为他们将《易经》视作包含基督教神秘真理的预

言书②。称呼这个群体的另一个名字是"象征派" ( Symbolist时，因为

⑩ 对索隐主义总体上的看法见 Amold H. 比川botham ， .. The J阴阳1 Figurists and eighleenlh 

centu可 religious lhought" ,Jou rtUll of the history uf ideω17 (1956):471→85οWalker 先

生在 The Ancient Theo扣份， pp. 194-230 中从赫尔墨斯思想的角度对索隐主义进行了

长达一章的阐述。 John W. Witek , .. Jean-François Foucquet: un controversi,le Jésuit.. en 

Chine et en Europe" , Act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 , Chatúilly , 1974 (Paris , 

1976) pp. 115-135 对索隐主义有简要介绍。 Witek ， Cοntrcmersi"l ule(~， in China and in 

Europe: α biography of Jean-FrarlÇois Foucquet 对索隐主义的论述更详尽。笔者在 "Th.. 

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5tianity in the writings of Joseph de Pr，臼nare.S.

1. " pp.391-392 中简要介绍了马若瑟的索隐主义。臼音在与莱布尼茨的通信中表
现出来的索隐主义观点在笔者的 Le均山& Co旷ùciαnism ， pp.39一毛8 有论述

⑨ Deherg肘， Répertο刑， pp.28 & 186 将樊西元和卫方济神父与索览、主义相联系。 Plìster ，

p.416 认为卫方济属于索隐派。关于卫方济与索隐派的关系，见笔者的文章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F our Books in lhe We5t" ,pp. 525 --526 0 

( Kilian Stumpf，日 J. ，.. De controversia lihri y kim seu contm sententias Kinisticas" ,Archivum 

Romanum Societαtù Je.m， J，α:p. 5in. 176 ,422-426 (拉 f文原版和德文译本)在 Claudia

von Collani , Die Figllristen in der Chin<川SSiOll (Frankfurt am Main , I981 ) pp. 81-108 中

作为附录出版。另见 Sebald Reil , Kilian 5tu叫扩 1655-1720. ein Wiirzbllrger Je.mit am 

Kaùerhofzu Peking (Münster Westfalen ， 1978)pp.160一164 乞

( Josepb-Marie Amiot , "L' antiquit 们les Chinois prouv吕e par les MOlluments" ， MélTwri臼 COll

cernant l' histoire , les sc阳市肘 ， les arts , les α巾 ， les moeurs , et les usages... des Chinois Jl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 vols. 1一17 (Paris , 1776-1814 ) vol. 11 (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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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象征或隐喻的方法而不是历史的方法来阐释中国古代文

献@。不过对这个群体最普遍的称呼是"索隐派" ( Figurists) 。

"索隐主义" ( Figurism )这个词有些误导性，因为它表示持这种

思想的更大范围内的耶稣会士观点的总和，而并不仅是在华耶稣会

士的观点。与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其他称呼一样，这个称呼似乎是这

种观点的批判者发明的。关于这个词的最早记录之一是在弗雷烈

(F由et)致马若瑟的一封信中，时间是 1732 年 12 月@。在这封信

中，弗雷烈回应了马若瑟对宋君荣(A山>ine Gaubil) 著作《中国天文

学史~ (Histoire de l' Astronomie chinoisie) ( 1729 )的一些批评⑧。宋君

荣神父经常和弗雷烈通信，弗吉烈对中国的了解很多是从宋君荣那

里获得的。弗雷烈写给马若瑟的这封信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中

国纪年的问题，弗雷烈在信中支持宋君荣对中国历史的古老性更为

保守的说法。在讨论中，弗雷烈说自己在马若瑟给他的书中(其中

至少有一本是没有署名的)看到一种"索隐主义" (jigurisme) ，弗雷烈

把这种索隐主义在欧洲造成的不良影响与傅圣泽神父联系在一起。

弗雷烈用有些反问的语气间马若瑟，严谨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允许自

己被这股歪风(即索隐主义)所污染，这股歪风是否会四处蔓延，将

地球的两端(即欧洲与中国)全都感染，并造成耶稣会和詹森教派的

对立。弗吉烈使用"索隐主义"这个词可能是带贬义的，不过不能肯

定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弗雷烈发明的。弗雷烈在这封信中提到了郭中

传、傅圣泽和马若瑟这三位神父，并在 1733 年 9 月 20 日的另一封信

中又提到了这三人以及白晋的名字。这表明，至少在这四位耶稣会

② J扣o由han

Mi川阳ω川m附飞a‘swis.陀，~en旧schaj泸ì 26 (Be白时ck‘臼础e臼nri町山ried.1970):7 ， fl缸'n .3妇7.

⑧ P民in削o咀t ，IJ.扣4ο削》

⑧ 宋君荣神父的作品是 d部多卷本著作的一部分，这部著作名为 οb阳s归eroaαt阳阳旧阳t伪hemα仕-

tiqu时，削lro阳m叼ues ,géographiques ,chr01wlogiques et physiques , tirées des αnciem livres chi

阳"…par l时 Pères de la Cοmpagnie de jéSl.' , 1929 年出 Et. Souciet , S. J 在巴黎编辑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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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反对者看来，这四人在古代神学方面的观点是类似的⑧。

.;';7(" 总之，索隐主义者认为，任何文明的历史如果能追溯到最久远的

年代，就能发现这个文明从原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分离出去的那一

点。这个理论运用得很广泛，法国耶稣会士拉菲托( Jean-Fra吨。lS

Lafitau , 1681-1746)就将其运用到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身上⑧。索隐

派认为，中国的文明为研究上述"犹太基督教传统分离说"提供了一

个独特的样本，因为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准确，索隐派有时甚至感到

它比《圣经》的记载更为准确⑧。索隐派专心投人对中国古代文献的

研究，目的就是将这些文献阐释成蕴含着基督教最深奥、最神秘真理

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而不是把它们看做精确的历史记载⑧。索

隐派还认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包含着这些基督教的神秘真理。

作为一个整体，索隐派对自己的观念太过狂热，这对其自身也不

利。比如，自晋相信所有的基督教神秘真理都在中文经典中显示出

来了，这就惹恼了一些其他的耶稣会士和基督徒。根据犹太基督教

传统，这些人认为优先权应该在犹太人那里。此外，当卫匡国、柏应

理等耶稣会士证明中国古代年表的可信度以及中国古代经典的正确

性时，是用历史的眼光来阐释这些著作的，而索隐派采用的则是象征

的方式。索隐派认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就是世界历史。挪亚的儿子闪

和他的子孙将上帝的法则带到了东亚。不过在那里和其他地方一

样，人类的邪恶在一段时间之后败坏了上帝的启示⑨。

不同耶稣会士的索隐主义观点实际上还是各不相同的，很难用

"索隐主义"的标签一以概之。这些观点渐渐卷入了中国礼仪之争，

( Pinot ,Documents inédits , p. 50. 

⑧ 1711 年到 1717 年间，拉菲托神父住在北美，他回到法国时，在一本 1724 年出现的书

中表达了他的索隐主义观点，此书名为 Moeurs d凹 SauLα ges αméricαUt.~ COff可用阿 αω

nweurs des p陀mters tem{川、见 Collani ,Die Figuristen , pp. 37 -39 0 

( Collani , Die Figu时凹， pp.20-2 1.

( Pinot ,La Ch阳， pp.347 & 350f. 

( Collani , Die Figurist叽 pp.23.



第九章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白晋索隐主义中的演变

随着 1700 年索邦神学院对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 (Nouvea山

mémoires sur l' étαt présent de la Chi肘， 1696)和郭粥恩的《中国皇帝容

圣教圣旨的历史} (Histoire de l' Edit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 en 

五weur de la religion Chret论n肘， 1698 )进行闹哄哄的审查，论争达到了

公开论战的高峰c 即便是在 1700 年前，在华耶稣会士在与康熙皇帝

讨论《易经》时也仅仅局限于物理和数学方面的内容。另外，任何关

于索隐主义的著述都是被要求用拉丁文而不是汉语来撰写的⑧。索

邦神学院事件后，耶稣会的领导似乎要求神父们在介绍关于中国的

适应思想中较极端的观点(如索隐主义)时，要加倍小心。这些要求

也许能说明白晋为何突然中断了与莱布尼茨的通信，这让莱布尼茨

感到不解与不悦⑨。但是和索隐主义相关的思想实在太活跃了，根

本无法加以压制。它们仍旧在暗中继续发展，在书信中交流。在 18

世纪早期，书信是一种强有力的交流方式。于搞一直在不断地撰写，

而出版则被推后了 1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⑨。

.343. 

历史演化进程中两大易变因素就是外部的影响与个体的创造 .]'.1γ

力。个体创造力的变数更大，因为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有时进行创

造性的思考仅仅是为了挑战过去影响的重压。因此，说中国传教团

的法国耶稣会士相信己被历史批判否定了的赫尔墨斯传统，就忽视

了这种创造力的因素。因为索隐派成员中至少有两位(或更多)是

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就是自晋和马若瑟。当自晋论证中国古

⑧ 法国传教会的会长殷弘绪( Franço柑Xavier Dentrecolles) 规定，耳目稣会士在与皇帝谈论

《易经》时，要避免谈到任何比喻的、与宗教有关的意思，应该仅仅谈论物理和数学方

面的内容。见 Witek ， Contmversial ideas in Chinααnd in Europe , pp. 176 & 237 0 

⑨见 Mungello ， Leibniz & Confucianism , p. 40 。

⑨ 索隐主义作品的出版被长期延后可以以马若瑟为例。我们注意到马若瑟在 1712 年

和 1725 年间撰写了著名的《中国古籍中基督教主要教义之遗迹> (Selecta quaedam 

阳stigial praecipuorum Christianαe Relligionis dagmatum ex αnt叼ues Sinαrum libris eruta) , 

但直到 1878 年才出现了→个法译本。此外，马若瑟在 1728 年写了《关于中国"→神

论"之信札> (Lettre sur le monotheisme d，臼 Chinois) ， 可是直到 1861 年才出版。这两本

书在注释⑩还有进一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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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化的某些元素预示了基督教真理时，他所说的这些元素与传统

的赫尔墨斯观念仅仅有部分的重复。白晋思想的新意在于，他将这

些传统观念运用到了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去。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通信

便反映了一些这样的新元素。

3. 自晋的索隐主义理论经由莱布尼茨在欧洲的传播

.;但 巴黎的耶稣会士沃朱(A时oine V叫us ， 1632-1706) 负责为自晋

和莱布尼茨的联络牵线搭桥。沃朱神父与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拉雪

兹是关系密切的同事。耶稣会有从中国教区被派往欧洲的代表，也

有驻扎在欧洲，为欧洲教区服务的代表。沃朱神父先是在 1678 年到

l702 年间担任印度和中国教区的代表，后来在 1705 年到 1706 年间

任法国大教区代表。就是在他先后任这两个代表之职期间，与在华

法国耶稣会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沃朱应该是在昕布罗索( Christo

phe Brosseau , 1717 年卒)说起莱布尼茨后，与莱布尼茨进行了第一

次直接的联系⑧。 1692 年 10 月左右，沃朱通过汉诺威人、外交家巴

拉提(A. Ballati [ Balati ] )转交给莱布尼茨一包来自中国耶稣会士的

信函⑧。这些信中含有耶稣会士在物理和数学方面的观察资料⑨。

沃朱似乎还在 1695 年前给莱布尼茨寄去了在华传教士的另一些信

件⑨。这些传教士所写的信件中很可能有一封是白晋写的，或者至

( Dehergne , R，加rtoire ， p. 317. 

⑧ 见莱布尼茨 1692 年 11 月 18 日 (28 日)给布罗索写的信，收入Leibniz ， Sämtliche 

Schriften 1;8 ,544 0 

( Müller , Eine Chron仇 p.119.

⑧ 见莱布尼茨 169归2 年 11 月中旬给冯.黑森一莱茵费尔{伯白爵写的信'收入Leil让岛bni曰z

S抛αmtlich加eS玩ch加r(泸f斤t凹en 1;8 ， 18幻7ο

⑨ 这么说的根据来自沃朱神父 1695 年 3 月 30 日在巴黎与莱布尼茨的第一次通信。在

这封信中，沃朱以为莱布尼茨已经收到了在华耶稣会士写于 1689-1690 年间，由莫

斯科人帮忙递送的一些信件。 ( l.eibniz-Br吨fwechsel 954. sheet 2v) 不过，沃朱的假设可

能有误，因为莱布尼茨在 1695 年 7 月 5 日的信中说到自己最近刚收到由莫斯科人送

回的在华神父的信件。( l.eibniz-Briφæchsel 954 , sheet 1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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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被认为是白晋写的3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莱布尼茨肯定在 1695 年

昕说过自晋这个人，因为沃朱在 1695 年 3 月 30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

信中提到了臼晋的名字⑨。沃朱在信中说白晋和张诚、刘应这几位

神父提供了有关东亚各语言的信息。

1697 年 10 月 18 日，沃朱在枫丹白露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说，自晋请他转交一本小书，即曾献给路易十四的《中国皇

帝的历史画像》⑩。同一天，臼晋也在枫丹臼露给莱布尼茨写了一封

信，这封信显然是附在沃朱信中的⑥。臼晋写给莱布尼茨的第一封

信很显然是友好的，充满了真诚的恭维之语。白晋说自己返回欧洲

之后曾几次想写信给莱布尼茨。我们并不知道自晋是在读莱布尼茨

的《中国近事} (Novissima Sinica) ( 1697) 之前还是之后萌发写信念

头的，不过臼晋称自己是通过一位"索邦神学院的博士 Gigues 先生"

得到这本书的，他觉得莱布尼茨可能不一定熟悉此人。臼晋称，自己

以愉快的心情反复阅读了这本书。即使用那个时代恭维话的标准尺

度来衡量，这些称赞的话也不可能不是出自白晋这样的中国通之口。

白晋接着说，他正给莱布尼茨寄去一本《画像》。这封简短的信函最

后提到了康熙皇帝容忍基督教的诏书 (1692 )和他带给路易十四的

中文书籍。从信中的语气来看，白晋显然期望和莱布尼茨有进一步

的联系。莱布尼茨在 1697 年 12 月 2 日给沃朱回了一封长信，并给

臼晋回了一封更长的信，请沃朱转交⑩。

.345. 

在 1698 年 2 月 28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白晋第一次介绍了 ，... .??:..y 

自己的索隐主义观点。这封信是臼晋即将返回中国时在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适应思想强调的是孔

子以及与他关系最密切的经典"四书"。与之相对，白晋的适应思想

则对孔子避而不谈，他将重心放在孔子时代之前，即公元前 551 年之

⑨ Leibniz-Bri吃{wech.<el 954 , sheet 4 r. 

⑩ Leibniz-Bri咖配h.<el 954 , sheets 18r-18v. 

⑩ Leibniz-Briφ'1Jech.<el 954 ,sheets 1 r-2 v. 

⑩ Leibniz-Bri毛{wech.<el 954 , sheets 20r-21 v 及 Leibniz-Bri价Jec.加el 105 , sheets 4r-7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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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历史阶段。白晋关注的焦点是《易经~ 0 {易经》作为"五经"之

一是包括在儒家学说之中的，这部著作最早的主体部分可能是现存

最古老的中文文献。《易经》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一些注释性的附录，

其中有些已经合并在正文中了。如果剔除这些附录，我们也许可以

把《易经》看做是孔子之前的文献。自晋就是这样做的。不过这样

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易经》中最早的部分太古老晦涩了，不看注

释极难理解。白晋所做的实际上是写一个新的注释。白晋认为，自

己所起的作用是重新找回《易经》已经失去的最早的意思，这与绝大

部分注释《易经》的其他中国人的想法是一样的。简而言之，白晋重

新解释了《易经~ ，但他这么做没有超出，或者说没有完全超出中国

人重新解释经书的传统模式。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白晋思想中后来被批判的成分，而以一个

睿智、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早期汉学方面兴趣的 17 世纪欧洲人的视

角来看待他的思想，那臼晋在这封信中所写的内容一定是极为令人

激动的。实际上，今天读来仍是如此。信中将连续和断开的横线单

位与伏靠这个名字相联系。以一条线为一个单位时，它们分别代表

"阳"和"阴"，增加为两条线一个单位时，便产生了四种可能的排列

组合，即(=====)。如果以三条线为一个单位，就产生八种可能

的排列组合，被称为"八卦"，即( =========-:::::)。如果以六条

线为一个单位，便有 64 种排列组合。(臼晋在给莱布尼茨的信中指

出，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序言中对这些图像进行了介绍⑩。

见图 19) 虽然按照习惯，伏萎的名字和八卦而不是 64 卦有关，自晋

却认为都有关系。

,J'/-/ 谈到欧洲人在找寻"中文之钥"过程中所作的各种推测时，白晋

认为上述的这些图像表明伏季不仅已经找到了开启中文奥秘的钥

匙，也找到了开启一切知识大门的"真正的钥匙"。他说，伏革的图

⑩ Leibniz-Bri咖echsel 105 , sheet 10v 及 Couplet ， Confucius , pp. xl-xliv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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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种非常简单、自然的形式表现了所有→切科学的原理"⑩。

白晋指出，尽管中国人现在已经不理解这些图像原来的意义，却对

其十分崇拜。通过重新确定这些《易经》图像的原来意义，不但可

以重新确立中国古人真正哲学的本意，并使中国人的认识重新回

到对真正的神的认识上来，还可以"重新确立在一切科学中都应遵

守的自然的方法"'Í))。自晋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显然是在暗示最后

这个结果和前面两个不同，它不仅将造福中国人，还将造福全世

界。在白晋看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就是全世界古人、全人类祖先的

哲学。这些图像令人激动的地方在于它们是这些古人留下来的遗

迹。通过这些遗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思想比我们清晰，理性意

识比我们更纯粹的古代人类的创造物⑩。因此，自晋在一开始就

阐明，自己不是仅仅把所揭示的真理送给中国人，也是送给欧洲

人的。

在回答莱布尼茨关于寻找缪勒研究的那种"中文之钥"的问题

时，白晋透露，他自己也相信原初语言，或者他所谓的"大洪水前大

学者使用的文字"这个概念@。白晋相信，人们总有一天可以对汉字

作一番全面的分析，并从众多的汉字中提炼出一些和埃及象形文字

共同的特征，从而揭开大洪水以前普遍语言的真面目。

1700 年 11 月 8 日，自晋在北京给巴黎的郭粥恩神父写了一封

信，并要他转发给莱布尼茨。在这封信中，自晋对自己的索隐主义观

点作了更详细的介绍⑩。自晋说《易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

内最古老的书籍。自晋知道，不少传教士认为《易经》中充满了迷信

和没有根据的内容。因此，白晋指出问题出在《易经》的注释上，注

⑩ Leibnu.-8ri电fwechsel 105 , sheet IOv. 

( Leibnu.-8riefwechsel 105 , sh时t llr. 

⑩ Leibnu.-8ri吃fwechsel 105 , sheet II r 

@ Leibnu.-8rÎ电f阳出el 105 , sheet IOr 

( KorthoJt, 1II，5-14 或 Dutens ， IV , 146-151 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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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有"大量错误和一种纯属迷信的占卡"⑩。然而，从这些附加的

内容中仍旧能够找出"最古老、最优秀的哲学遗存的珍贵痕迹，这种

哲学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传授给后代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说传

说，几乎完全泪灭了'吻。

.]/}- 白晋解释说，现在的中国人相信他们三四千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2300 年至前 13∞年左右的先人在算术、音乐、星象和医药等领域掌握

了极深厚的知识，他们仍希望能够重新获得这些知识。白晋认为，

"最杰出的哲学家"伏毒发明了由 384 条连续和断开的线条构成的

64 卦，这些元素包含了上述所有科学的原理@。他接着说，自己这么

说的根据不仅仅是《易经}，而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一致看法，并且

大量不同的中文书籍看法完全一致，也证实了这一点。随后，白晋说

出了一个观点:伏事是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祖先，也是全人类的祖先!这

个观点使大多数欧洲人觉得索隐派思想太极端了。自晋还补充道:

"伏载的系统看起来就像是某位古代的奇才，比如三重伟大的赫尔

墨斯，为了表示一切科学最抽象的原理而发明的一种普遍符号。"@

在白晋看来，过去的 3000 年(大约从公元前 13∞年开始)中对

伏蕃系统的各种注释只是模糊和棍淆了其原本的意义。他特地把孔

子也包括在这些被误导的注释者中。白晋一定知道周朝的年代习惯

上是从公元前 1122 年算起的，周朝的开创者文王和周公与《易经》

的某些解释是有关的。孔子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周朝开创者的基础

上。因此，臼晋似乎是在否定从周朝初年开始的为《易经》作注释的

传统。臼晋认为，只有完全抛开这种注择的传统，从数学的角度来研

究伏载的图像，他才发现伏载的系统具有普遍的本质，并能涵盖一切

知识的领域@。

⑩ Kortl咄， UI ， 6 或 Dutens ， IV , 147 0 

@ Kortholt ,I1I ， 7 或 Dutens ， IV , 147 0 

@ Kortholt , III ， 7 或 Dutens ， IV ， 147 0

( Kortholt , III ， 8 或 Dutens ， IV ， 147一148 0
@ Kortholt ， l日， 8-9或 Duter屿， IV ， 148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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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揭示了一种神秘的数学观念。在这个观念中，伏薯的图像 ~l.1矿

被看做一种由数字表现的宇宙哲学或→种知识的普遍方法，它将一

切事物都缩减为数量、重量和尺寸等量化的基本单位。自晋认为，伏

毒草图像的这种方法遵循了三种数字级数的规则、比例和几何的规则

以及静力学的定律。结果使造物主的创造充满了理性@。在这→点

上，白晋已经站在了异端邪说的危险边缘。

关于神，哪些是人类可知的，哪些是不可知的，其分界线在基督

教中是一个以神秘真理为特征的边界区域。它仿佛→座高墙，本来

就是吸引人去攀越的。纵观历史，无数双眼睛都曾在这座墙上游移。

有人抵抗住了它的吸引，也有人企图爬过去。对那些同情反抗者、本

质上从个体的角度来定义价值的人来说，这条分界线是有压迫性的，

它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和个体的发展。对有些已经瞥见了墙那边情景

的其他人来说，这条分界线是对狂妄自大的人类一个极好的、必要的

约束。人们对自晋和索隐派以及斐奇诺、米兰多拉和布鲁诺等其他

受古代神学影响的思想家的所作所为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大抵和人

们如何看待这条分界线是一致的。对那些拥护个体价值的人来说，

白晋的大胆也许值得喝彩。对那些信奉正统的人来说，白晋的行为

也许可以看做是人类日益目空一切的一个警示信号。

白晋是这样解释他神秘的数学观念的:它是由一个几何平面和

立方体上的政组数字(即，以连续和断开的横线表示?)构成的。这

些数字通过音乐的所有谐和音以及与这个"图形"的 64 卦和 384 条

连续和断开的横线完全对应的永久和谐连接在一起@。这些数字表

示了天体所有和谐运行的(创造?)时期。此外，它们表示了解释事

物种类、性质以及发展灭亡的一切规律。然后，白晋说，这些数字可

以为重新发现中国和希腊已经消失的音乐提供基础。这种将数字与

Øl Kortholt , III ， 9 或 Dute肘，町， 148 0
@ 根据臼普后来寄给莱布尼茨的 64 卦图，大致可以确定这个图形就是因 20 中描绘的

"先天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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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完全是毕达哥拉斯式的。自晋所说的中国在 15

或 16 个世纪前消失的音乐，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中缺失的音乐典籍。

孔子的音乐观在中国被人们广泛接受，他认为音乐和人类的道德有

很重要的联系。但是孔子并没有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将音乐和数

字相联系。

.)Y7 臼晋说，这消失的音乐中(他好像并不区分中国的古代音乐和

希腊的古代音乐)包含着三个系统或者三个音阶，分别是全音阶、半

音阶和等音阶@。全音阶中有五个全音和两个半音，由今天钢琴上

的白键代表。半音阶使用半音产生由十二个音组成的八度音阶。半

音阶的改良形式在 20 世纪成为了流行的音阶。等音阶的概念有些

模糊不清，白晋说在他的时代是没人了解的。他指的也许是古希腊

的音阶，古希腊的音乐理论中有四分之一音。

白晋认为伏辈系统中的数字和柏拉图的数字是相同的，他暗示

伏萃的数字系统和古代希伯来人的数字系统可能是一致的。白晋认

为，伏辈的数字系统如果和安息日( Sabbath) 的数字(7?) 、希伯来人

五十年节(jubilee) 的数字 (50) 以及古代卡巴拉的神秘数字相一致

的话，那伏襄系统的重要性便可得到证明。白晋没有把现代的卡巴

拉包括在内，他觉得现代的卡巴拉中充满了迷信和错误。

白晋对"古代"和"现代"的卡巴拉所作的区别有些令人不解。

"卡巴拉"( Kabbala) 一词的本义是"传统"，卡巳拉一般被认为是中

世纪的一个运动@。对卡巳拉思想的最早论述也许是 12 世纪普罗

旺斯的著作《光明之书HBahir) ， 它加人了犹太人的创世神秘论《创

造之书~(S价r Yetsirah) ， 并认为神从 32 种神秘的智慧方式中创造了

整个世界，这 32 种神秘方式就是十个基本数字和希伯来语的 22 个

字母。被称为源体"8φroth" 的这十个基本数字暗示十进制系统是

ø Kortholt ， III ，9-1O或 Dutens , IV , 148一149 。

②这部分内容笔者引自 Joseph L Blau , The stoη 01 Jew讪 philosophy (New Y ork , 1962 ) 

pp. 89-1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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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结构中原有的=白晋所说的"古代"和"现代"并不是分别指中

世纪和 1450 年之后，因此他指的不太可能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卡巳

拉，他指的也许是古希伯来哲学。另外一方面，在白晋的时代，对真

正的卡巴拉和起惊可疑、时间上较晚的流俗的卡巴拉进行区分的并

不只是他一个人二比如，莱布尼茨就在一份关于"普遍字符"的子稿

(约 1689 年)中提到了这种区分⑧。很显然，白晋暴露了自己对卡巴

拉的迟疑和不了解七对他来说，古希伯来哲学是"摩西和通过造物

主的启示得到教旨的古代族长们"的哲学@。

.351. 

臼晋把他的理论运用到了一个实际的传教问题上。他说，像耶.j';I(f

稣会适应政策的反对者、外方传教会的阎当那样的研究孔子之后的

中文书籍的传教土们都被误导了。在这些后来的书所代表的时代

中，伏蠢的哲学原则大多已经丢失了。就像白晋所说，"对真正的神

的清晰认识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最早的祖先曾经尊崇的真正的宗

教也丧失了'吻。因此，自晋说，这些被误导的传教士们由于只看到

了中国历史的局部，使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

迷信和无神的。白晋建议，如果在中国古代"真正的哲学"和当代基

督教这个"真正的宗教"间花一些小小的功夫作一番联系的话，康熙

皇帝一定会龙颜大悦的，要是经过皇帝再传到"国家学府的大学

者"，即翰林院的官员那里，不久便会成为→股遍及中国的思想潮

流@。这便是耶稣会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

在 1701 年 11 月 4 日的一封信中，白晋回应了莱布尼茨对自己

二进制理论的说明@。白晋在信的开头表示自己曾经从一些朋友那

③见 Leihniz , Leibn曰: philosophical pα'pers & let甜rs Leroy E. Loemker , trs. & ed. ( Dordrecht , 

Holland , 1969 ) p. 221 . 

( Kortholt , III , 11 或 Dlltens ， IV , 149 0 

@ Kortholt , III , 12 或 Dlltens ， IV ,149 0 

@ Ko础。lt ， III , 13一14 或 Dlltens ， IV ， 150-151 0 

@ Le汕阳 ßri吃fwechsel 105. sheets 21 r-29. 这封信由杜当编辑出版，并删去了 p.21r 和

pp. 24 r-24 v 0 见 Dlltens ， IV ， 152-1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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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听说过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其中一位朋友最有可能是在华耶稣会

士闵明我。莱布尼茨曾在 1696 年 12 月 20 日给闵明我写的一封信

中介绍了自己的二进制@。不过促使白晋热情回复的直接原因是莱

布尼茨在 1701 年 2 月 15 日的一封信，信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二进

制@。白晋的信表现出极受鼓舞的情绪，因为他发现一位知名欧洲

学者独立发明的一套数学系统竟然完全印证了他的索隐主义观点c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以及他本人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真正的哲学有"如

此惊人的相似之处"@，白晋确实为此备感兴奋。他在这种被人遗忘

的古代哲学中看到了数字的科学与"物理或关于万物发展灭亡规律

和原因的科学"ø之间的不寻常联系。

,]/,9 莱布尼茨的"数值计算" (numerical calculus) 将数字的形成和事

物的产生都还原到一个共同的数学基础上，使用相闰的类推来解释

数字和事物。白晋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认为这再现了中国古代知

识的状况。他相信，古代中国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一个体系的基础

上，而这个体系与莱布尼茨说明二进制时使用的数字级数表类似。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是以两个单位为基础的，这和十进制不同，十进制

通常需要十个单位。莱布尼茨没有使用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而

是仅用了。和 1 。十进制的。在二进制中还是 0，十进制的 1 在二进

制中也还是 1 ，但由于 0 和 1 是二进制中唯一的两个单位，它们必须

被重复使用。因此，十进制的 2 等于二进制的 10 ， 3 等于二进制的

11 ， 4 等于 100 ， 5 等于 101 ， 6 等于 110 ， 7 等于 1 日， 8 等于 1000 ， 9 等

于 1001 ， 10 等于 1010 ， 32 等于 100000 ， 62 等于 111110 ， 63 等于

1111110 虽然二进制初看起来比十进制麻烦，但它所使用单位的个

@ Leib，山-Bri电fwech..eI330 ， sheets 15r-18r. 

@ Leibniz-Bri吃fwechsel 728 , sheets 94 r-96、.莱布尼茨 lìOl 年 2 月 15 日给臼晋的信并不在

莱布尼茨与自晋的通信挡案中.而是在菜布尼茨与 François Pinsson des Riolles 的通信

档案中。为何会这样归档，笔者不得而知。

~ Leibniz-Bri吃f即ech..el 105 , sheet 21 v 及 Dutens ， IV , 152 0 

ø Leibniz-Bηφvechsel 105 , sheet 21 v 及 Dutens ， IV ,1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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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十进制一样，都是任意指定的。在计算机等某些领域，二进制的

效率更高，因为它的基本单位比十进制要简单得多。

伏著的图像也只有两个基本单位:连续的线和断开的线。因此，

如果让断开的线( --)代表 0 ，连续的线代表 1 ，并从上到下数一下这

些线条，就出现了与莱布尼茨二进制极为相似的地方。比如， <:::D 
就等于 000 ，(::)等于 001 ，(::)等于 010 ， (亘)等于 011 ， (亘)等于

101 ，(::)等于 110 ，(:)等于 111 0 虽然这不是八卦通常的出现顺

序，{先天次序》图中 64 卦出现的次序却是这样的，圆圈和方块中排

列的 64 卦可以和二进制完全对应。白晋在 1701 年 11 月 4 日寄给

莱布尼茨的信中所附的《先天次序》图(见图 20)@。当然，{易经》的

图像还有其他一些顺序，与二进制无法对应。此外，中国人看这种图

像时传统上是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的。这种相反的顺序

可能使这种对应关系变得更复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对应。

而且，64 卦和二进制之间的对应是显著的，白晋和莱布尼茨都不可

能认为它们是巧合而将其忽视。

理论甚至是神秘主义的谬论所起的作用，常常超过自然科学家

所做的实验。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开普勒 (Johannis Kepler , 

1571-1630) 是一个梦想家，在他的头脑中，数学总是与占星学纠缠

混杂在一起。开普勒反映了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字神秘论，这是 17 世

纪科学革命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数学神秘论试图将外界现象的

多样性用数学的方法简化成一个简单的等式，这个等式不但放之四

海而皆准，而且有一种美感。白晋为揭开中国卦象线条的神秘性颇

费了一番苦心，他相信自己已经"瞥见了这种科学的简约、美感和广

博"@，他的观点也反映了同样的毕达哥拉斯式的冲动。

臼晋试图重新找到对自然的认识和古代族长拥有的一切知识 ， ,J:?(1 

@ 莱布尼茨斗进制与莱布尼茨和白普通信中提到的 64 卦之间的相似点，笔者在 Leibniz

& Confacianúm , pp. 39一捕中有详细的论述。

líß: Leilllliz~Bri吃fwechsel 105 , sheet 22r 或 Dutens ， IV ， 1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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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这与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计划结合在一起。所谓"普遍字

符"就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它由与概念相对应的表示特征的符号构

成，使用起来就像代表数字的算术符号和代表抽象性质的代数符号。

白晋认为，莱布尼茨的普遍字符概念中采用了古代象形文字、希伯来

人的卡巴拉以及伏萃的字符等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语言。(白晋

解释说，中国人把伏毒看做语言的创造者。)虽然莱布尼茨相信原初

语言、古代卡巳拉以及毕达哥拉斯算术在历史上存在的可能性，但他

更将对普遍字符的寻求看做是一个当代的发明，而不是重新发现的

古代的东西⑩。不过白晋的思维模式是非常倾向于古代的，因此他

对莱布尼茨说起了"重建这种古代字符的最短的捷径"③c 白晋对伏

毒草系统的重建结合了毕达哥拉斯一柏拉图派的数学倾向以及亚里士

多德一托马斯派的归类倾向。臼晋将 64 卦的这种"双几何级数"与

谱系图相联系，谱系图是从总体到细目按照类、属、种层层展开的③。

白晋把这种门类科属的层层探索比作从一棵谱系树的树干走到树

枝。而"点"这个能够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符号，是用来表示单位

的，也表示本源和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神。

jJ_p/ 从本源直接生出两个类别一一圆满与欠缺，或完全与不完全，或

完美与缺陷。白晋分别用两点和三点，或连续的横线和断开的横线

来代表。连续的横线代表事物统一的类属或圆满的(即完全的)思

想。按照"双几何级数" ， 1 生 2 ， 2 再生 4。也就是两个较大的类生

出四个较小的类;四个较小的类再生出八个更小的类。臼晋把这个

抽象的级数理论运用到了颜色的实际例子中。亮和暗被看做两大本

源。亮到极致就是白，程度略轻就是黄。暗到极致就是黑，程度略轻

ø Ú!品niz-Briefwechsel 105 , sheet 22r 或 Dutens ， IV ,154-155 0 

⑩ 见"()n the Un附rsal Science: Characteristic" ，收入Leibn风 Monadol<盼'αnd other philo

soph町αl 凹sαrs ， Paul & Anne Schrecker , trs. ( New Y ork , 1965 ) p. 12ο 

③ Leibn日 Briφæchsel 105 , sheet 22 v 或 Dutens ， IV , 155 0 

③ Ú!ibniz-Br咄æchsel 105 , sheet 22 v 或 Dutens ， IV , 1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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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蓝。这样，白、黄、蓝、黑就被称为"四大基色"③。虽然它们在表

现形式上产生了质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追溯到

亮度的不同，也就是量的不同。根据这种几何级数的发展，四大基色

还会变化成八种颜色。

"8"是八卦的数字，也是伏裴图像中最基本的数字。据白晋说，

中国人将 8 看做一切科学的根基。第四级产生出 16 卦(就是由四条

连续或断开的横线组成的图像，它可以产生 16 种排列与组合)。第

五级产生 32 卦，第六级产生 64 卦(就是由六条或连续或断开的横线

组成的图像，它可以产生 64 种排列与组合)。每一级与上一级的区

别在根本上就是程度的区别。至于《易经》中为何没有出现 4 条线

和 5 条线的卦图，白晋解释说，从八卦直接跳到 64 卦的原因是 8 与 8

相乘的数学性质更完美。白晋指出，除了颜色，这个系统还可以用于

分析温度、湿度等其他性质。这样，精确的分析就产生了⑩。谈到

1701 年 11 月 4 日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的材料时，白晋说伏事不是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待过。他说伏毒草和其他古代东方文化中

提到的琐罗亚斯特、三重伟大的墨丘利(赫尔墨斯)和以诺是同一

人③。很显然，白晋透露了自己是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和古代神学

的信奉者，虽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古代神学的文献基础就已经动摇

了。

③ Leibniz-Bri矿wechsel 105 , sheel 22ν 或 DUlens ， IV ， 156 ，

⑩ Leibniz-Bri听vechsel 105 , sheet 23 r 或 Dulens ， IV ,157 0 

③ Leibniz-Bri吃fwechsel 105 , sheet 23 r 或 Dutens ， IV ,1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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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

欧洲出版的对中文经典《 易经~ 64 卦的最早描述之一，摘自 Maltino

Mmtini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α(Munich ， 1658) p. 6 。 承汉诺威下

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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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后天次序} ， ~ 易经 } 64 卦的列表，载 Co旷ù，cius Sinαrum philosophus 

( Paris , 1687 ) , p. xl iv 。 承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惠九刊登。

.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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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乡7

图 20

《先天次序 } ，附在白晋 1701 年 11 月 4 日写给某布尼茨的信中

( Leibniz-Briefwechsel 105 , sheets 27 -28 ) 0 7R汉诺威下萨克森州立

图书馆菜布尼茨档案馆惠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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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年，杜当 (Ludovicus Dutens)将白晋写给莱布尼茨的三封信

出版日才，删去了 1701 年 11 月 4 日那封信中的三段话。被删的内容

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占到对开本大小手稿的一页半，包含一些非常

激进的索隐派观点③。在被删去的这段中，白晋称中国古人知道神

是造物主、一切自然事物的本源，也知道神秘的三位一体。此外，白

晋还说，中国的古代书籍中有数不清的地方可以证实，他们还知道原

罪、对反叛天使的惩罚、上古族长的长寿、人性因原罪而造成的堕落

(即亚当的堕落)、大洪水、后来耶稣基督化身为人以及灵魂得救等

事。总之，白晋说中国人对上帝有着非常完整的认识。这些内容被

删除，也许是杜当考虑到读者大众在 1768 年的反耶稣会情绪而对莱

布尼茨书简作了调整， 1768 年距 1773 年耶稣会遭解散仅五年之隔。

有趣的是，柯尔索 (Christian Kortholt) 在 1738 年出版莱布尼茨 .μf

的材料时，把这封信完全删除了。不过，他还是出版了白晋 1702 年

11 月 8 日给莱布尼茨的信，在这封信开头出现的索隐主义思想更为

模糊一些，也没那么激进@。杜当从柯尔索的版本中再次刊印了这

封 1702 年 11 月 8 日的信，没有删除涉及索隐主义的开头部分⑩。

白晋在这封信中提到了新的发现⑩。他说自己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

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了一条简单自然的途径，它指引中国人不仅理解

造物主和自然宗教，还理解"耶稣基督， (造物主)唯一的儿子，以及

基督教中那些最难理解的真理"⑩。说得更具体一些，白晋认为真正

的信仰几乎全部包含在了中国古代的经典中:道成肉身、耶稣的生死

和耶稣的传道等种种事件都以一种预言的形式被包含在内了。

( Leibniz-Briefwechsel105 , sheets 24r-24v. 杜当删除的其他部分主要在 sheet 21r( 1-3 

段)和 sheet 26v( 最后十一行)。

( Kortholt , III , 16-18 

( Dutens , IV , 165-166. 

⑩ 臼晋 1702 年 11 月 8 日给菜布尼茨写的这封信原稿似乎已经丢失。现在只有在

Kortholt , III , 15-22 或 Dutens , IV , 165一168 中的印刷版本。

( Kortholt ,II1 , 16 或 Dutens ， IV ， 1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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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说，中国古人对宗教的认识来源于两个方面: (1)汉字的象

形意义; (2) 中文经典的内容。他认为这两者都来自→个比中国人

自身历史更早的源头@。其遗迹之所以还保留在今天的中文里，是

因为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注意小心保存。(这个观点无疑抹杀

了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就是这个观点，煽起了礼仪之争的火焰。)白

晋觉得，中国人在记载伏革到孔子之间的年代时，写的都是神话和虚

构的事情。和古希腊神话一样，这些内容应该是可以进行解释

的-一具体来说就是挖掘原始遗产的精神，并对汉字的象形特征进

行研究@。白晋明白，要证实他的这些想法，还需要对中文经典和汉

字作更多的研究。他建议为此展开一个庞大的工程，他无疑希望莱

布尼茨能有兴趣参与。显然，自晋非常成功地引起了莱布尼茨的兴

趣，这在菜布尼茨写于 1703 年( ?)、 1704 年、 1705 年、 1706 年(?)和

1707 年的信中可以反映出来。但奇怪的是，在 1702 年 11 月 8 日以

后，自晋停止了通信，虽然他还活跃在中国，一直到 1730 年去世。也

许是耶稣会士不希望对礼仪之争再有什么进一步的公开讨论，在中

国也不希望如此。这或许能解释白晋为何不再写信。

/26. 我们在讲述白晋的索隐主义时稍稍跨出了 1700 年的时间范围，

因为自晋和莱布尼茨在 1701 和 1702 年的通信代表了 17 世纪思想

发展的一个巅峰。白晋 1702 年给莱布尼茨写了最后一封信之后，继

续在康熙皇帝的鼓励下发展他的索隐主义理论@。不过除了对《易

( Kortholt , III , 17 或 Dutens ， IV ， 166 ，

( KorLhult. III , 18 或 Dutens ， IV , 166-167 0 

@ 在康熙皇帝的鼓励下.白背得以投入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易经~ ，并

在将赫尔墨斯思想、运用到巾国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改良。 1711 年，康熙关切地询问

白晋，外乎于是不是有哪个有才能的耶稣会士能米协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研究，臼晋说

了 4个名字，他就是傅圣泽 几个月后，皇帝便下令从江西召傅圣泽进京3 见 W山k ，

.. Jpan-François Fouequet" , p. 123 及 Cοntroversial ideω in China and in Eltrope , p. 143fo 

1720 年被召回欧洲之前，傅圣i手一直待在宫中，租白晋一起研究《易经》。见方豪， 11 , 

281 0 自背和傅圣泽献给康熙的《易经》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
档案编号为 Borgia Cinese 439 0 这是一份分成十个部分的中文档案，其中只有两个部

分标明 f时间 ( 1713 年初 1716 年)。这份档案在方豪， 11 ， 281-286 中再次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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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研究没有中断之外，自晋在 1700 年以后的著作由于礼仪之争

而被查禁了@，Q

我们知道，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翻译"四书"时很大 .;:Z7

程度上依靠了张居正的注解，而与此相对的是，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任

何证据，表明中国学者对《易经》的研究对自晋起了什么实质性的影

响~o 相反，白晋的欧洲背景.尤其是赫尔墨斯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似

乎要大得多。不过，魏若望神父最近发现了白晋与中国学者接触的

一个例子。白晋关于《易经》的理论被康熙皇帝转给了大学士李光

地(1 642-1718) ，李光地在 1712 年 8 月 10 日的一份奏折上以赞赏

告费 通过这番研究，臼晋 [n1康熙皂帝献上了→篇《易经总旨}c 见方豪啕 11 , 282-283 这

篇《易经总旨》和另一篇《古今敬天鉴} (1706) →样，似子也是中文、拉 T文kU奇的

衍了文的书名为.. Idea gellerali.< doclrinae libri旷川ri Ye kim' 

5均Y'川川-$田、叫lemαωtLS P川hμhilμ0时sn叫ο句'1'川，/，劝hiαae hi阳θr盯mο》咨gl句ypμhi肌lcap时 , 川 α删Ilt问叼u川i电S川营刊"川lTl阳u川t川， s圳illaα旷r阳tμ川1I川"川1η， 1ω1刊汕b旷川川ris白s cωοn时I凹凹!l山I1阳ae" ， æ店颇W1有{启 发

性J 子稿只有六页半，上街白晋的答名，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Fonrls fr. no. 

17. 239 ~不过，那些有兴趣研究臼普研究结果的人较难找到自晋的著作，而间是索隐l

派fD.年纪更轻的马若瑟神父的著作则较易找到u 索腔、主义最大的一部作品是马若瑟

写的，名为《中 l斗古籍中慕督教主安教义之遗迹} (Selectα quaedam rest.igial I'TIlec1lJOrwn 

Clzristianae Rellψο，山山Igmatum.ex αntiques Sinarum libris erulrl) " 这部于稿是 UJ若瑟

神父 1724 年在广州完成的。但由于礼仪之争的影响，这本书到 1878 年才得以在巳

黎出版。翻译、编辑这部几百页长的著作的繁重任务是由 A. Bonnetty 和 Paul Pernv 完

成的，出版时的 45名为抖'stlg，ω des pri ncil'a ux 彻glnes chréliens tiré,') de.') {1山阳、、 IÙTes chi~ 

F川S" 马若瑟的另一本将《关于中国._-神论"之信札} (Lettre sllr le "'"阳the"'ITlf' des 

ChiTl"的价值远不如上一本书，们其中有很重要的索隐主义涵义。该书 1728 年在广

州写成，但子搞到 1862 年才在巴黎皇家图书馆中被发现，经饱狄埃编辑，在当年出

版{这本臼在在:笔者的文章 "The r阳'f"C'ω川0刷n川I

tl阳 wntlll吨19S of J扣0阳叫p由h de Pr怡层臼伽mar'俨飞， S. 1. . "中有论述Q 费赖之和索默弗戈( Sommervogel ) 

列出的臼背著作目录并不完整，而且有些 j~ ，如臼晋的汉法小词典( Pfister , p. 438 )子

稿，在编写目录时尚未找到。费赖之和索默弗戈都没有提到的一篇中文作品是《天学

本文》。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第 399 页。关于自晋著作的一个更

近期的书目可见 Janette C. Gatty , Voiage de Siam du P，的 Bοuvet (Leide口， 1963 )υGωa叫t川1η y 

女士发表在 C仇ol仇l，ωoqu旧￡肥e int阳e阴ern阳阳"αωltiωon阳naαal de S川i打仇Ilωθ010喀'gr ， CI，ωwαan附II山IIωil价l抄r ，lω974 (Paris盹s ， 19叨76创)的文章‘"Les

阳 h怆1阳e盯ef(陀ch

@ 见笔者的 Le剧t山bni旧z & Coωn:filciα nism ， pp. 62-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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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气作了回复，自晋阅读并引用了这个回复@。编写《中国哲学家

孔子》的耶稣会士虽然反复说他们使用了中文的注解，但到底是哪

.;'?rf →部中文注解，直到最近才被确定@。白晋说自己使用了古代中文

文献，尽管还缺乏证据，但凭我们的理解现在就断定自晋没有参照任

何中国人的注释性材料还为时尚早。

⑥ 见 Wilek ， CοfÚrrmersial ideas in Chinααnd Europe , pp. 204-206 0 关于白晋、傅圣泽与胡

渭 ( 1633-1714) 、李光地的《易经》研究之间的关系，比较 Wilek. Controversial 地'as ln 

China αnd Europe , pp. 172一173 和笔者的 Leibniz & Confuciαnism ， pp. 62-65 0 

@ 关于耶稣会士在编写《中国哲学家孔子》时使用张居正《四书直解》的详情，见龙伯格

与笔者在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3 (1981) :2-22 上的补充性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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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宣传者和批评者

1.李明神父《中国现势新志》背景

1664 年至 1668 年的仇教迫害事件过去之后，大多数被流放到.;'2，9

广州的耶稣会士都在 1671 年回到了原来的教堂，耶稣会的领导人南

怀仁对在华传教事业的丰收在望倍感惊喜。万事俱备，他们需要做

的只是找到合适的传教士①。南怀仁神父在写往欧洲的几封信中表

达了这样的想法，据说有一封信还打动了路易十四。同时，路易十四

也看到了增强法国影响力、摧毁葡萄牙垄断保教权的一条途径。葡

萄牙对保教权的垄断地位此时已经不太稳固了。路易十四和他的顾

问们认识到，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便是对那个时代的科

学热情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兰西科学院各种活动的高曝

光度看出来。对路易十四来说，科学院能够很好地充当科学、上帝和

法国之间的媒介。因此，他下令组织使团，这是近代民族国家出于政

治利益而派遣科学、宗教使团的最早范例之一。

耶稣会要提供六名传教士，为实现上述目的，这六个人必须具备

① Pfi巾， pp. 4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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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科学知识。耶稣会士洪若翰学识过人，他在路易大帝学院

( Collège Louis le Grand) 任数学和天文学教师，还在读者面很广的

《学者杂志} (Jollrnal des sç伊α阳阳)和《科学院院刊} (Mé，伽ηmoω~r，附e臼s de f 

l' α配Cαadé，伽m陀 d叶r

神父担负起了寻找其他有才能的年轻耶稣会士的任务O 在他的领导

下，耶稣会士白晋、张诫( Jear卜Fra吨。is Gerbillon , 1647 -1707 )、李明

(Louis-Daniel Le Comte , 1655-1728) 、塔夏尔( Guy Tachard , 1648• 

1712) 和刘应被录取。他们都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成员，因此对法国

国王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出发之前，洪若翰和其他三位耶稣会士

加入了法兰西科学院，并配备了收集天文、地理数据的仪器③。使团

于 1685 年 3 月在布雷斯特(Brest) 登上 Oyseall 号启程。这次航程十

分漫长，还在逞罗滞留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塔夏尔神

父就此留在了逞罗。使团只剩下五个人继续前行，于 1687 年 7 月在

宁波踏上了中国的领土。他们于 1688 年 2 月 7 日抵达北京，这距离

他们从欧洲出发已经将近三年了。而就在十天前，促成此次使团成

行的南怀仁神父刚刚去世。

:/'/0 白晋和张诚被留在北京的宫廷，洪若翰前往南京。李明先是和

刘应一起被派往山西络州。几个月以后，李明一人前往陕西省的西

安，在那里传教两年④。不久，葡萄牙和法国间的对抗在澳门升级，

葡萄牙人企图通过截留法国寄来的资金和书籍而从中破坏法国教

团。北京以外法国传教区的境况因此变得十分窘迫，最后不得不放

弃自己的传教区。 1690 年，洪若翰在李明的陪同下前往广州与葡萄

② fE叙述法国向中国派遣第一个使团的缘由和筹备情况时.笔者参考了 Gatty , Voiage , 

p.14 和 W山k ， Cοnl(，ο阿r.<ial idellS in Chillα llnd Eur，ο'I'e ， pp. 23-39 的描述，以便对 Pfis

ter , pp. 420-424 初 Henry M. 13roek , Cωho/ic encyc/ofledia (New York , 1907) 1I, 723 关于
臼晋的文章中的信息作扩充与修正〉

③ 我雯感诵谢t投委魏鬼若望神父为我捉提H供共了这个信息，见 Ins阳I恬M阶s址蚓圳ti位i让tu川Jt d命e Fr阳d扭n阳lC阳哥e飞号勺，，/i加F阳ld先的f白x biωogr，阳4α叩z

m阳lP附俨问pm时川巾b衍》旷盹Jres附巳凹s el c附ο旷m阳ι白叫叩、Sfl尸川1)(川川，ο例)/川n响d句αan附.t山t归s (，衔扣 lγ， Académie des Sciella:、 ( /666一/697) ( Paris , 1968) pp. 

206-207 8 

④ Pfist时，1'1'.440→41 & Dehergne , R伊rlo;re ， pp.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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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论曲直二l 李明被派返回法国向 t级报告情况⑤。李明于 1691

年底启程，离开他仅仅待了四年半的中国。李明先后在法国和罗马

讲述了法国在华传教士的窘况，然后又回到法国，担任波尔多公爵夫

人( the Duchess of Bordeaux) 的告解神父。李明没能回到中国，但是

他后来成为中国礼仪之争中一个阶段的最主要人物之一。这个阶段

于 1700 年在巴黎达到顶点。

1696 年，李明神父在巴黎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现势新志》

(No时eaux mémoires sur l' 彻t présent de lα Chine) ， 由此公开进入了这

场论争。礼仪之争在法国的这个阶段中涉及最多的两本著作是李明

的《中国现势新志》和郭粥恩的《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 (His-

toire de l' edit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时igion chresti

enne , Paris , 1698 )。郭粥恩神父从来都没到过中国，李明在中国也不

过待了四年半，他们还没有做好担当耶稣会适应政策主要代言人的

准备。这对他们两人来说是挺不幸的，但对于礼仪之争这场论战来

说，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李明到底能不能阅读中文?他所了解的中国文献是不是一于资

料?这些都不禁令人怀疑。在陕西传教期间，李明好像并没有机会

与文人学习、交往，而在外省活动的其他耶稣会士都有这样的机会。

诚然，李明在陕西的时间很短暂，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他的禀赋。在

第一批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李明的学术成就远不及其他人。我

们必须承认，他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和后来在中国境内所作的天文观

测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李明在《中国现势新志》中绘制了南

怀仁于 1669 年至 1674 年间在北京观象台上配备的天文仪器中的六

件，李约瑟称这六幅图的画工是最好的⑥。李明还绘制了南京和广

州之间的水系图以及从宁波到北京和北京到络州的行路指南⑦。但

⑤ PlìsL肘， pp.428 &449 及 WiLek ， Conlroversia[ ideas , p. 68 n 0 

( Louis Le Comle .lVouveaux mémoires sur l' état pr，何时 de /a Chine 2 vols. ( Paris , 1696) 1, 

143一-147; PlìsLer , p. 440;& Needham , IIl,451 n 

( Nesselrath & Reinhothe ，Dω Neuesle ''<)/l Chinn ,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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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著述却比不上洪若翰和张诚的科学论文，也比不上刘应的汉

学才能或自晋富有创造性的文章。李明不多的著作都带有通俗和论

辩的味道，内容也主要是围绕礼仪之争的⑧。李明的主要著作《中国

现势新志》便反映了这种通俗的味道。这本书的体裁是当时读者非

常喜爱的那种给名人写的长信。信的内容大多是游记，比如从西安

前往北京的放行及中国的气候、地理，还有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

语言、宗教和在华传教活动的简单介绍。

三Jγ 《中国现势新志》虽然分为两卷，每卷都超过 500 页，但是开本

是八开，用的是大字体，因此它的篇幅只能是针对大众的。它通俗

的文笔和有趣的插图更加强了它作为"畅销书"的特征。不过这本

书并不像某些仇视耶稣会的人所说的那样错误百出，它对中国文

化的论述比 50 年前欧洲出版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要更为成熟。但

问题是，它本该成为对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问题作一场严肃辩论

可以依据的最后几本书之一，可是由于它只是一本通俗性的书，作

者在中国的经历又很有限，因此未能对中国文化作更深的探讨。

而礼仪之争恰恰要求对中国文化作深入的探讨。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李明的错。神学和政治的论争已经破坏了学术的氛围，造

成的后果就是人们在选择写作材料时不再考虑材料是不是真实，

而是考虑能不能在论辩中取胜。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从出版到

遭索邦神学院的审查，中间经历了四年。在这四年里，这本书至少

印行了十版，被翻译成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⑨。并且，和现今的

畅销书一样，公众的批评并不影响书的销路，在随后的一年里，该

书在巴黎至少又出版了两版。

( Sommervogel , 1I, 1356-1362 & Pfister , pp. 441• 43 

( Sommervogel , 1I, 1356-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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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现势新志》引起的神学上的争议

外方传教会的领袖布里萨希耶( Brisacier) 神父撤销他对勒泰利.;:;:.;;

耶 (Michel Le Tellier) {新教徒的辩护~ (D吃价h

Cωhr硝d白ti伦en阳1ωs ， Pa盯aris ， 1696) 的批准，标志着礼仪之争在巳黎的阶段达到高

潮。勒泰利耶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作为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

他是礼仪之争中一条政治性极强的线索。批评耶稣会的人总是对耶

稣会士通过亲近国王来接近权力的做法感到极度猜疑和嫉妒。耶稣

会士在法国、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采用过这种接近权力的方式，并

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功。许多人认为勒泰利耶神父在路易十四统治

的最后岁月对国王施加了邪恶的影响。因此，他象征着耶稣会士所

作所为中最令人憎恨的一面。

在布里萨希耶神父取消对《新教徒的辩护》批准的同时，还有一

封外方传教会的领导层从布鲁塞尔寄给教皇的公开信，日期是 1700

年 4 月 20 日。其标题指向"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与迷信"。指责和反

击也随之而来⑩。李明这本读者面很广的书为何在四年之后才被拿

到索邦神学院那里呢?据耶稣会士推测，是他们的反对者出于政治

上的私利才这么做的⑩。虽然耶稣会士在礼仪之争中的行为并不值

得效仿，但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他们对这四年的延迟所作的推测是

正确的。并且， 1700 年耶稣会士在法国宫廷的地位确实削弱了⑩。

⑩见 }oumal de.< savanls 28 (1700): 767一774; Rowbotham , M川onar~γ & M，α阳larin ，

pp.141一147; Walker , The Ancient Theolog)". pp. 196-205 0 

⑩ Malcolm Hay 写过一本书，书中对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早期在在于罗马传信部以及

法国詹森教派和外方传教会中的仇视耶稣会的势力进行了描述。 Hay 先生在此问题

上采取了争辩的方式，这反而使他的介绍和结论中可能有的客观评价变得复杂化了。

见 Malcolm Hay , F.ωlure in the Far Eαst (London , 1956 )。

⑩ Walker. The Ancient Theolog)" , p. 202 引用了索'邦神学院学者 Noël Varet 对索邦审查的

日记体叙述《一位索邦神学院博 t的日记} (}ollrnal d' 川 D时teur Sorbolllle) ， 这个叙述

支持 t丽的说法，即对李明作品的审查之所以推迟是出于政治上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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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被派回欧洲，肩负着帮助法国传教团获得物质需求的任务，李明

显然很有兴趣以最褒扬的方式来介绍传教士在中国的任务。作为传

教的宣传资料，{中国现势新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许正是这极

大的成功使它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这本书对中国礼仪问题在神学

上的复杂性介绍得太过浅显，难怪反对耶稣会的人会把它当做一件

绝好的武器来瞄准他们的对于。

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是同情詹森派的，因此他们比耶稣会士

更难接受"灵魂得救的异教徒"这样的观念。耶稣会士倾向于相信

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因此认为教会的使命在于把全人类都带入教会。

但是詹森派和奥古斯丁派一样，认为上帝的恩宠仅是赐予某些人，而

不是所有人的。因此，他们否认全人类都能得救的可能性。在索邦

神学院的审查中，向耶稣会发难的显然就是外方传教会，他们和索邦

神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方传教会在 1700 年 4 月 20 日给教

皇写的信中对摘自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和郭粥恩《中国皇帝容圣教

圣旨的历史》的六处表述进行了指控。这六处表述和最终被审查的

五处表述如此相似，并不是巧合。 1700 年 7 月 1 日，索邦神学院的

神学博士、外方传教会的领导普里奥(Salomon Prioux) 先生检举了李

明《中国现势新志》和未知作者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信件~ (Lettre sur 

les ceremonies 出 la Chine) • 说这些作品存在问题，应该接受审查⑩。

由索邦神学院八位代表组成的小组对被指控的书籍进行了审查，从

中找出了好几处存在问题的表述，最后浓缩成五处表述，并加上了他

们的鉴定意见⑩c 随后，八位代表中最资深的布瓦洛( Boileau) 先生

在 8 月 2 日将他们的报告递交给了神学院。

虽然大多数人赞成对此事进行审理，却有一位少数派人士提出

③ JOllrlwl d刷刷刷1.<28:768. {关于中国礼仪的信件》据说是 Daniel Memnal 于 1700 年在

列日 (Li暗e) fiJ 印的 J 这本书也许就是 Lettre α MOI1.， ieur louchaTl t les h'JTlneur.< qlLe I俨i、

ChùwÎ，、 relldent all Philυ，，'phe Cor扩iLCius & rì leurs A町'èlre，'\ ， 不过两者仅是出版日期相同。

后者有一本保存在汉诺戚皇家图书馆的藏书中。

⑩ lοurnαl des sa't'αnts 28: 769. 



第十章~~稣会适!但政策的宣传者和批评者

了反对意见υ 这个值得注意的人是杜马 (du Mas) 先生，他认为既然

4 月 20 日给教皇的信还没有得到答复，神学院就不该这么早处理此

事。他的反对遭到了拒绝。神学院要求将这五处表述印刷出来，在

神学院流通，审理的开始日期被定在 8 月 17 日。

除第三项表述是'个概要之外.这五处表述基本上都是对原来

材料的直接引用。具体如下⑥:

(1)中国人近两千年来(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一公元 l

年)都保留着对真正的神的认识.并且他们敬奉神的方式就是

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种榜样和教导⑩。

(2) 犹大地的人献给上帝的神殿更富丽堂皇，甚至耶稣都

到场并祈祷，来把它献给上帝，如果说犹大地的人在这方面更胜

一筹，那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神殿中向造物主献祭，这对中

国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无上的虔诚吗?⑨。

(3) 纯洁的道德、圣洁的礼俗、信念、对真正的神内心和外

在的礼拜、圣徒及受上帝感召之人的祈祷和献祭、宗教的精神、

最纯洁的博爱(那就是尽善尽美)和宗教的性质以及(作者说:

假如我敢这么说的话)上帝的精神曾经在中国人那里保存了两

千多年。

(4) 不管神圣的上帝是怎样明智地在世上各国间分配他的

恩宠，中国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比它得到

了上帝更多的一贯的偏爱⑩。

(5) 此外，中国的皇帝也未必把基督教看做是一种外来的

宗教，因为它的原则和根本精神与中国的圣人和最早的皇帝所

信仰的古代宗教是一样的，他们和基督徒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

( jOllrtllll des 刷刷Is 28: 770一772.

(ffi Le Comte. II , 14 1. 

。 Le CO l1l te , II , 134-136 , 141 & 146. 

( Le Comte , II ,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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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基督徒一样，也认识到天与地的主⑩。

-Lγ 索邦神学院对这些表述的审议持续了两个多月，其间开了 30 次

会议，有 160 位教师发表了意见。审理于 10 月 17 日结束， 114 票赞

成审查，46 票反对。神学院对每个表述都作了判决，这五个表述全

部被宣布为"虚假和轻率的"⑧。概括李明和郭粥恩、观点的第三个表

述无论如何是有问题的，在其余四个表述中，第一个表述遭到了最严

厉的谴责，说它"虚假、轻率、诽谤、错误，对神圣的基督教信仰是有

害的"0 10 月 18 日，审查在一项近乎愚弄的审判程序中被批准，被

告最终被允许进行解释。进行解释的是郭粥恩神父，他进行了抗议，

认为审查无效。当然，他的抗议并不起作用，不过我们猜想，将郭粥

恩的陈述写人记录，是对双方愿望的满足。

就索邦审查的情况来说，耶稣会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们

没能阻止审查的发生。从当时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倾向来看，修道院

长布瓦洛神父和整个审查小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反耶稣会人士。审

理过程大部分都是在言辞极为尖刻的气氛中进行的，其焦点是一个

年代上的问题，即李明所说的中国人从耶稣降生前 2000 年起就已经

以一种值得基督徒效仿的方式来认识和崇敬上帝了⑧。这个说法，

不但引发了有关异教徒与基督教救赎两者间关系的→些非常陈旧和

深入的争议，也提出了自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出版后欧洲便开

始探讨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

在《中国现势新志》第二卷，李明重复了卫匡国对中国人古老历

史的一些说法。他指出中国的历史比所有的世俗历史都久远得

多②。(传统上区分神圣和世俗历史的根据是它是不是来自《圣

经} 0) 此外，李明还重复了早于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一个耶稣会

⑩ Charles Le Gobien ，岳阳ire de l' edit de 1 ' empereZlr de la Chille ，凹 favellr de la religioll chr-

estienne (Paris , 1698)pp.104-105. 

@ JOZlrnal des saVa1山 28:773. 

(Le Comte , II , 134-135. 

( Le Comte , I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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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拉丁文通行本《圣经》中的纪年不足以和中国的历史纪年相

协调。因此，需要采用七十士译本中的纪年。和卫匡国一样，李明还

对中国纪年中的某些部分持怀疑态度。不过卫匡国怀疑的是中国的

神话，李明怀疑的却是中国"通俗历史"中所说的中国历史长达 4000

年的说法是否正确。不过李明认为，中国"大学问家"所说的中国历

史有 4000 年之久的说法已经被中国的学者普遍接受，并一贯得到坚

决的支持，因此没有什么可怀疑的③。另外，李明还指出，中国的古

人记载了日、月蚀的现象，由于当时的演算水平还不够精确，不可能

对日、月蚀进行推算，因此他们一定是通过直接观测来进行记载

的⑧。

根据中国大学问家的纪年，李明说到了 22 个皇族(即朝代)和

236 位帝王②。虽然李明在中国的经历有限，他几乎不可能直接引用

某中文材料，但是很难查明他使用的是哪份欧洲的材料，因为他没有

注明出处。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中的年代表是不完整的，到耶稣降

生就没有了，而这只占整个中国历史年代近三分之二的长度。柏应

理的《中国历代年表~ ( Tabula chronologia monarchiae Sinicae) (1686) 

中有一个完整的年表，但是年表上较早期的年代和卫匡国的是非常

一致的。此外，柏应理和李明的年表之间有无法解释的矛盾之处，因

( Le Comte , I ,254-255. 

(Le Comte , I ,257. 

(Le Comte , I ,255.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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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李明极有可能参照了另一份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⑧。

场' 李明提到，"有几位博士"证明中国的历史还不止 4000 年，还应

增加 500 年或 600 年⑧。他说，即使有人否认这些博士的说法，中国

历史的古老性也只会略有减少而已。在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中，

中国历史从公元前 2952 年开始，到李明 1696 年写《中国现势新志》

时应该是 4648 年。柏应理的《中国历代年表》对于中国历史的起始

年份到底采用卫匡国按伏襄算的"公元前 2952 年"还是采用按黄帝

算的"公元前 2697 年"有些不太肯定，不过还是倾向于后者⑧。李明

提到的中国学者间的辩论有可能是关于盘古、伏裴和神农这些神话

人物在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李明认为，挪亚的子孙有可能扩散到了亚洲，进入今天的山西和

陕西地区。他把这两个省份称为中国的"最西"部，这在地理政治学

的一般意义上是准确的，而且山西、陕西两省位于 19 世纪以前汉民

族居住区域和汉文化分布的最西北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对的。

李明选择这个地区，不仅是因为它在最西端，而且因为他知道这个区

域属于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的一部分。他作为传教士也恰好

在这个地区工作了两年。

1664 年，短文《天学传概》为利玛窦的适应政策增加了一个激进

⑧ 柏应理的《中国历代年表》在扉页上称年表从公元前 2952 年开始，到公元 1683 年结

束，不过他从原来的年表中删去了伏袭和神农，以公元前 2697 年的黄帝开始c 柏应

理对朝代的记录从夏朝开始，一直记录到清朝，共 22 个朝代，与李明的记录-致。不

过柏应理只列了 234 位皇帝，去除了夏朝之前传说中的帝王，而李明则列出 236 位皇

帝。由于 22 个朝代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因此李明参考的材料很可能与柏应理的

不同 c 当我们对李明和柏应理各自记载的传说中帝王的在位年数作伞番比较之后，

便更有理由相信李明的年表可能参考了另一份材料c 李明记载的伏装、神农、黄帝和

尧的在位时间分别为 150 、 140 、 111 和 168 年( Le Comte , [ . 256 ) ó 而柏应理记载的时

间则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一致，分别是 115 、 140 、 100 和 99 年。(见 Martini ， Sini 

cαe historiae decα:s pr;mα ， pp. 11 , 13 , 14 ‘ 20 ,24 & 30 以及 Couplel ， Tabulα chronnlog印，

pp. 1 ,3 & 106 0 ) 

(Le Comle , 1,255-256. 

⑧见 Couplel ， Tabula chronolog肌肉>. iii-xi , 1 & 106ν 



第 r ll. 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宣传者和批评者

的观点:中国人是《圣经》人物的血缘后代。利玛窦仅仅说过，中国

人是品德极为高尚的异教徒.他们的道德境界是通过自然宗教获得

的。而在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帮助下，李祖白称中国人是

《圣经》中亚当的直系后代。扬光先等中国文人对这种观点的反应

是充满敌意的c 然而，中国人和欧洲人拥有共同祖先的说法却传播

开来。在此后不久的 1667 年，受赫尔墨斯思想以及从中国返回欧洲

的耶稣会士报道影响的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称中国人是《圣经》

中含的后裔。含是挪亚三个儿子中的一个，他从埃及移居了他处。

卫匡国曾说中国也发生过挪亚洪水那样的大洪水。韦布读后受到启

发，在 1669 年提出并论证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挪亚在中国的名

字就是传说中的尧。最后，索隐主义者则满怀激情地推出这样一个

文化适应的观念: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血统上和信仰上拥有共同的祖

先。不过这些说法大多只出现在私人通信(如白晋和莱布尼茨的通

信)或没有出版的于稿中。因此，从耶稣会适应思想的发展历程来

看，李明认为"中国人是《圣经》中族长挪亚的后代"这样的观点，既

不新鲜也不激进，因为早在 30 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了。

.373. 

17 世纪的欧洲人不但把《圣经》看做信仰真理的来源，也看做世 .j~Y7

俗真理的来源，因此他们需要在《圣经》中为中国人找到一个位置。

这是把中国人看做挪亚后代在文化适应方面的重大意义。然而，耶

稣会的使命还不仅仅是把中国人看做挪亚的血缘后代。还必须证明

他们也继承了挪亚的信仰，并参加了和唯一真神订立的誓约。因此，

李明论证了中国人是从挪亚家系传下来的古代宗教的信徒⑧。这些

后代在大洪水时期见证了造物主的威力，据说他们也因此影响了自

己的后代信仰上帝。

据李明说，中国人在近 2000 年的时间里是对上帝有认识的，其

间历经 24 位皇帝⑩。在另一段中他还说，这种对真正的神的认识一

( Le COllllp , U , 133-134 

( Le Comte. U,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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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持续到康玉(公元前 1078一前 1058 年在位)之后的几个世纪，可

能在孔子(前 551 前 479?) 之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李

明又说，中国人对上帝的认识后来逐渐退化，失去了原来的纯净⑧。

道德逐渐败坏，开始出现了偶像崇拜。李明认为，这种退化加速的转

折点是佛教的传人。他说，在有"佛神"，即佛之前，中国人不使用偶

像或塑像。必须承认，佛教进入中国促进了宗教雕塑艺术的发展，但

是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就存在生育神和守护神的形象。

这些遗迹表示，在中国古代存在过真正的宗教。这个说法使得

李明能够以一种新鲜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史范围内人们对神的认识的

演变和发展。他写道，大多数欧洲人相信从耶稣降生后，希腊、非洲

的一部分和欧洲的大部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而中国和印度则"始终

笼罩在偶像崇拜的黑暗中"。然而在耶稣降生前 2000 年的时间中，

是中国"知晓真正的神，并践行最纯粹的道德准则，而欧洲和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其他地方还生活在谬误和道德败坏中"⑧。

五元r 这个说法令许多欧洲人感到震惊，但是不断升级的礼仪之争显

然加剧了这种震惊。就在 13 年前，也就是 1687 年，耶稣会士出版的

《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就说中国古人崇拜"上帝，天上的最高统治

者"⑨。这个说法只是比李明的说法略为温和一点而已。评论家们

却丝毫没有震惊的迹象。李明的观点在 1700 年之所以变得惊世骇

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中国人知道真正的神，而是因为他说中国人

对真正的神了解极深，可以作为欧洲人效仿的榜样! 1700 年索邦神

学院辩论的中心就是这个效仿的问题，李明的表述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人)近两千年来都保留着对真正的神的认识，并且他们敬奉

神的方式甚至对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种榜样和教导。"@i当我们静下，心

来认真考察 17 世纪欧洲基督徒观念中最根本的对自我的认知时，我

(Le Comte , II , 148. 

(Le Comte , IT , 146-147. 

⑨ Couplet ，。ψ川剧， pp. xvi-xxxv. 

(Le Comte , II ,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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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他们将自己看做被上帝选中并与之订立新誓约的民族，因为

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为救世主。对这些欧洲人来说，承认中国人的

世俗成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今已经全都沦为异教徒的中国人在

精神的领域却成为榜样，值得上帝的选民效仿，这个观点似乎让很多

欧洲人认为是彻底错误的，应该受到谴责。

李明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令人震惊的观点在索邦神学院进行过辩

论。不过，和上面的情形相同，这些观点都曾在《中国哲学家孔子》

中以一种更温和、更具学术性的方式阐述过。其中之→就是李明所

说的中国人"曾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神殿中献祭过造物主"⑧。李明所

指的是不是某一座特定的神殿有些令人怀疑，他的意思可能仅仅是

指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神殿中向上帝献祭了。还有一个观点是

说，神在世间分配他的恩宠时，中国并没有被忽视。李明说，相反，中

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得到了上帝更多的一贯偏爱⑧。这当然就严重

扰乱了欧洲人对《旧约》的传统观念。在《旧约》中，犹太人才是上帝

选中与其立誓的民族。

.375. 

李明在强调上帝对中国人的偏爱时，在地理上扩大了欧洲人对 .;~_l9

上帝恩宠的观念。欧洲人长期以来习惯将自己看做是崇拜上帝、拥

护基督启示的主体，这就促生了一种狭隘的观念，而欧洲人却将这种

观念误认为是世界性的视角。他们和欧洲以东的文明几乎完全分

隔，无知使他们认为智慧的力量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基督的福音很

显然不仅走出了亚洲，还在亚洲|以聂斯脱里(亚述)教会的形式继续

存在。耶稣会士把《圣经》看做在全世界完成上帝使命的一部精神

指南，而不是一本讲述有限的地理和文化范围内灵魂救赎故事的书。

因此，他们把中国看做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李明强调上帝的恩

宠遍及世界，就反映了这样的观点。李明认为，上帝在分配他的馈赠

⑧ Le Comte , II , 135. Conj町川 Sinarum philο叩hu." pp. xvi & xxxv 讲到中国古人通过仪式

和献祭崇拜上帝。另见同书 pp.59---60 。

(Le Con耻 .11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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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没有不公正的偏爱。他把上帝的恩宠比作太阳，"根据人们在

行善事还是做恶事，它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相继升起和落下"⑧。李明

的这段话反映了人们在上帝的恩宠究竟是如何影响人类灵魂得救的

问题上发生的争论。

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 354-430 )和贝拉基( Pelagius) 两人

之间的论争代表了对于上帝恩宠的两大经典立场。贝拉基是英国神

学家，4 世纪晚期到 5 世纪时在罗马任教。他们两人立场的不同源

自对人性的不同看法c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上帝的

恩宠对于选择善行极为重要，而贝拉基认为人的本性是上帝赐予的，

它也是人选择行善的方式。他认为上帝的恩宠不是人选择行善所必

需的，它只是便于上帝下令的一种方式。

这个争议成为了论战，奥古斯丁因而把上帝的恩宠强调到了极

致，即人类意志的自由是受命定论限制的。 416 年，贝拉基主义作为

异端遭受了谴责，然而即便是在此之后，还是有人试图纠正这种对自

由意志的轻视。因此，这场论争从整个中世纪一直持续到了现代。

在宗教改革中，新教徒倾向于认同奥古斯丁的看法，甚至明确讲授命

定论。还有一种试图折中奥古斯丁和贝拉基立场的观点叫做"准贝

拉基主义"，它接受原罪的概念，但是不承认彻底的堕落。它强调意

志的自由选择，因此不承认一切命定。它认为上帝的恩宠是最根本

的必需，却不同意上帝的恩宠是无法抗拒的，因为无法抗拒就限制了

人类选择的自由。

耶稣会在上帝恩宠问题上倾向于"准贝拉基主义"立场，而詹森

派却偏向奥古斯丁的教义。因此，李明说上帝按照人行善还是做恶

来赐予恩宠，就会招来詹森派的反对。对詹森派来说，上帝赐予恩宠

不会考虑人类的功过。由于在詹森派看来上帝的恩宠是不能抗拒

的，那么中国人不信基督教就表明他们没有接受上帝的恩宠。另外，

如果上帝决定不把恩宠赐予中国人，传教这种人为努力到底有何价

(Le Comte ,I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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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大大值得怀疑了。而耶稣会士则更强调自由意志，也强调中国

人在古时候就自觉崇拜过唯一的神，并且践行过纯洁的品德。他们

相信，上帝有意让中国人的灵魂得救，因此强调在华传教事业的

意义。

.377 . 

出于命定i仑的观点，詹森派不接受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 .j~/(?

基督教的崇拜和道德，这就表示他们没有获得上帝的恩宠，因此受到

上帝的谴责。但是相信上帝选民论却反过来使詹森派对自己要求严

苛。如果拥有精神的纯净和品行端正的生活就意味着得到了上帝的

恩宠，他们就必须在生活中进行体现。象征坚决苦修的詹森派精神

的就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des-Champs) 的修女团体以

及它与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 1613-1694 )、帕斯卡(Blaise Pascal , 

1623一1662) 等知识界著名人士的密切往来。波尔·罗亚尔修女团

对宗教迫害的反抗在索邦神学院审查和后来的 1709 年至 1717 年间

逐渐达到高峰。她们拒绝服从教皇的教令，于是被遣散，修道院建筑

被毁，场地也被改作他用。对这样一个虔诚的团体来说，耶稣会士以

上帝的名义进行妥协的做法是不可理解和令人庆恶的。

3. 李明论汉语

从李明对汉语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汉字在欧洲显

然仍是可以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话题，李明感到有必要说一说。但

是"原初语言"、"普遍语言"、"中文之钥"这些令基歇尔、缪勒、门采

尔和韦布大书特书的字眼，李明却绝口未提。难道是当时人们的兴

趣发生了转向，还是李明的思想倾向有所不同?虽然在 17 世纪，人

们对寻找普遍语言的热忱正在减退，白晋和莱布尼茨这样极有影响

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正在此时求证汉语作为普遍语言的可能性。

事实上，是李明对汉字的论述太庸俗了。正是这种庸俗使他成为一

名成功的大众化作家，却也注定了他无法胜任耶稣会适应政策这样

一个复杂问题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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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对中国文字的论述比早期汉学前辈基歇尔、缪勒、门采尔和

韦布更为深入。他认识到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虽然是"象形字"，但

有些要素，如声音、气昧、感觉和激情是没有合适的形象可以表示的，

因此需要发明不是以图画为基础的汉字⑧。此外，李明似乎在实际

经验中体会到了汉字的复杂性和难度。另一方面，他却不懂得欣赏

汉字的优点。他对中国书法的审美性以及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没有什

么感受。他注意到，和法国不同，在中国，鳖脚的书法根本就不是贵

族身份的象征，但是他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李明认识到，写一手

漂亮的毛笔字是对文人水平的一项要求，但他无法解释其中的原

因⑨。李明说到中国人对欧洲语言字母表的赞叹，言下之意是中国

人的书写系统如果采用欧洲文字的模式会更好。这预示了 20 世纪

早期和中期中国几代人所从事的语言文字改革⑩。

.j'ý;/ 在李明对汉语的描述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内容，读来仿佛是

一个郁闷的学语言的学生写的日记。他说到了中国人对学习汉字的

厌恶。必须"记忆数量如此惊人的汉字"的要求是一座"不得不背负

一生的沉重十字架"⑥。李明认为，学习汉字没有什么好处可以和学

习欧洲科学相比。他感到，对学习大量汉字的要求是造成"中国人

无知的原因"，因为文人没有什么时间能用来获取其他的知识。李

明还说，中国人对此并不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能读书认字就是学问，

已经够了⑩。

我们不能否认，汉字难学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20 世纪早期，中

国的语言改革者在这个问题上大力重申了李明对汉字难学的批评。

( Le Comte , I ,382-383. 

( Le Comte , I ,387-388 

⑩ Le Comte ， I ， 381-382. 关于中国的语言改革， Bernhard Karlgren , Philology- and α配时nt

Chino (Oslo ， I926)p.152 提议中国的象形文字应该被拼音文字替代。与此相反的观

点见 Herrlee Glessner Creel ,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 , T' oung pao 32 

(1 936) :85-166ο 

(Le Comte , I ,384. 

(Le Comte , I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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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文言文的西方学生来说，李明的抱怨听上去→定很耳熟。不

过李明好像没有达到从抱怨转向欣赏的那个突破点。我们应该给予

李明应有的同情。他在中国的四年半时间大部分是在宁波、北京、山

西、陕西和广州等地旅行。他在山西和陕西待了不到两年，因此还没

有走出学习语言最早的烦恼期。

.379. 

另一方面，李明是以中国问题权威的身份来写《中国现势新志~ ,J!72 

的。如果没有那些在汉语方面取得突破并了解、欣赏汉语(这是李

明所缺乏的)的其他传教士，李明的书要成为权威或许就会更理所

当然→些。其实，李明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适应政策作辩护的，但是

他对利玛窦、安文思、自晋这些能为适应政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缺

乏了解。在李明看来，适应政策主要是一种传教策略，而不是两种文

化相遇的基本构架，因为他在思想上缺乏对中国的理解和共鸣，而理

解和共鸣恰恰是大多数适应政策支持者的特点。李明赞扬中国在古

代是备受上帝偏爱的民族，不是因为他理解或欣赏中国的过去，而是

他确信适应政策是正确的。中国悠久历史的重要片段是通过最古老

的经典文献揭示的，但李明对这些文献的内容却并不了解。从《中

国现势新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了解基本上是对当时中国地理、

服饰、习俗和文化的观察。然而根据李明对适应政策的表述，正是在

当时的中国文化里，偶像崇拜的罪恶最深重，因此当时的中国文化史

最应该从文化适应的方案中排除。

从李明对自己学习汉字烦恼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瞥见他对文化

适应的看法:

在中国，为了不失去信心，必须寻找比普通的爱好更高尚的

动机。因此我们很愉快地认为，这项学习尽管看起来既拙劣又

没什么收获，却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一种

很可靠的方式。

正是通过后者这样的方式，人们得以聆听大学者的思想，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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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被他们的精神浸润，并做好准备接受基督教的伟大真理⑩。

总之，在李明看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目的仅仅在于保证传教事

业的成功，而中国文化本身则并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

如果中国教区的所有耶稣会士和李明都是一样的态度，那么我

们的话题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显然有不少耶稣会士，因其本来的

性格以及与中国文化的长期接触，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和李

明非常不同。中国已经改变了一些这样的耶稣会士。这些变化让他

们在表述基督教时大大减少了欧洲中心主义，并将他们带到了异端

邪说的边缘。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的欧洲|同胞不那么容易

理解他们了，有时甚至会将他们指责为异端，比如索隐派的例子。李

明却并不属于这样的耶稣会士。礼仪之争在 17 世纪最大的讽刺就

是:一个既不完全欣赏也不完全理解文化适应计划的耶稣会士成为

了这项计划在欧洲的代言人。

4. 郭粥恩神父的《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

.J~:/'j 郭粥恩、 (Charles Le Gobien) 1653 年出生在布列塔尼 (Britanny)

的圣马洛城(St. Malo) ，在 18 岁生日前夕加入了耶稣会。他曾在图

尔(Tours) 和阿朗松(Alençon) 的耶稣会学校教语法、人文和哲学，并

对中国传教团产生了兴趣。法国传教士参加中国传教团在法国需要

有管理人员。虽然郭粥恩神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上级却根据

他的资质在 1706 年命他接替沃朱神父任耶稣会在法国的代表⑩。

从 1697 年开始，郭粥恩出版的著作几乎全部是关于他和中国的

关系的。他在学术方面的才能不如他的编辑才能。和李明一样，他

出色地宣传了别人的学术，自己却没有什么创造性。因此，他非常适

(Le Comte , I ,384-385. 

( Sommervogel ,1II, 1512-1515; Cαtholic encycl，ο.pedia IX , 132-133;& New Catholic e1lC) 

clopedia VlII,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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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法国的代表。这个职务相当于情报交换所，交换来自在华法国

传教士的书信、报道和著述。由郭粥恩决定哪些内容应该以何种方

式公开传播。这个任务有点像现在的公关代表，郭剖恩的工作就是

要选出那些最适合向欧洲人展示法国在华耶稣会形象的材料。郭?因

恩的角色是一个能够为欧洲知名人士和耶稣会士通信牵线搭桥的中

间人，莱布尼茨和臼晋的通信便是由郭粥恩作中间人的⑩。

郭粥恩的编辑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Lettres éd~卢αntes et cu

neω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前八卷的编辑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O

这套书从 1702 年到 1776 年共出了 34 卷⑩。作为宣传国外教团的工

具，在华耶稣会士的信件是根据其趣味性和信息丰富的程度加以选

择的。后来，耶稣会士杜赫德在 1708 年接替郭粥恩任《耶稣会士中

国书简集》的编者，他对这套书宣传作用的强调也越加明显。为迎

合法国读者对文化偶像的渴望，杜赫德神父对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行

了大幅度的编辑，删除了对中国人或耶稣会士形象不利的内容。由

于裁剪的幅度太大了，有几位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对此颇有抱怨。但

杜赫德对读者大众的判断是正确的，伏尔泰后来甚至将杜赫德推崇

为当时的伟人之一⑥!

.381. 

郭捣恩写的饱受争议的小书《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μ/

(Histoire de l' edit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

estien肘， Paris ， 1698) 充分证明了他作为编辑和大众作家的角色。这

本书虽然远没有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出名，却在出版的当年就和

李明的书一起重印了。 1700 年在巴黎出版了第二版，并被翻译成意

⑩ 郭粥恩、神父作为中间人把自晋 1700 年 11 月 8 日写的信转给了菜布尼茨。见笔者的

Leilmi与 & COI飞fllCiullism , p. 46 ü 

( Sommervogel , III , 1514. 

⑥见 A. Brou ,'‘ Les jésuites 时nologl1es de P居kin et leur ed山urs de Paris" , pp. 556 • 566; 

Witek , CO l1troversial ide时， p. 323n; Rowbotham , Mis_， iol1α ry & Mand，αrin ， 1'1'. 255-257 ;及

C. R. Boxer , "Some aspects of Western historieal writing on the Far East , 1500一1800" in 

E. G. PI111eyblank & W. G. Beasley , ed. , Histnrians oJ Chinα lLnd Japan (London , 1961 ) 

1'1' .312-315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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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文(1699) 、德文(1699) 和荷兰文( 1710)⑩。由于耶稣会士张诚

和徐日升( Pereira) 在尼布楚与俄国人的谈判中立下大功，康熙皇帝

同意并在 1692 年颁布了诏书，对在华基督教增加了法律上的认

可⑩。郭粥恩、参考了关于耶稣会赢得容教诏书的巨大成功的报道。

他纵览了围绕 1692 年颁布容教诏书的一系列事件，以 1617 年至

1621 年沈摧( 1624 年卒)发起的南京教难和 1664 年杨光先发起的

第二次教难作为《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的开头部分@。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对中国人尊孔和祭祖仪式的说明@。由于

郭粥恩对这个主题的论述带有争辩的味道，这两部分内容就元法客

观地反映当时欧洲的中国观，虽然这两部分对那场形成当时欧洲中

国观的辩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书中的序言部分对中国人四大主要

宗教派别作了介绍，争辩的味道在这里少了许多，因此也更有价值。

序言长 16 页，未标页码。虽然郭粥恩、没有直接引用或提到特别的参

考材料，但这部分的内容相对较有深度，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一定

⑩ Somme凹ogel ， III ， 689 & 1512-1513 引用了郭粥恩《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的意

大利文和荷兰文版，但是没有提到德文版。德文版可以在汉诺威皇家图书馆藏书中

找到。名为 Das heutigen Sina dritter Teil , oder historι"cher Bericht d，臼 Edictes ,welches der 

letzte regierende Kayser in Sinα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zum b四ten ergehen lassen (Frankfurt 

& Leipzig ， 1699) 。

⑩ 康熙皇帝容许传教的诏书在 Rowbotham ， M白山mη & Mand，αrill ， pp.IIO 被翻译成英

文。另见Latourette ， History , pp. 126-127。对这份诏书重要性的论述见 John W 

W配k ， S. J., East meets West:the l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一书(即将出版)中的一

篇文章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 comparison of Matteo Ricci and the early French Jes-

。

, 8 t l u 

@ 关于 1617 年至 1621 年间的教难，见 E. Zürcher，叮he first Ant卜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Acta Orientalia Neederlandica (1 971) : 188-195; George H. C. Wo吨， "The Anti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 ing" ,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

nese stlιdies new series 3. 1 (1962) : 187-222;及 John D. Young , "The early Confucian at

tack on Christianity: Yang Kuan草-hsien and his Pu-te-i" , l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1975) : 155一186 0

⑧ 郭粥恩书中未标页码的序言部分如果不计算在内，容忍圣教诏书的来龙去脉占了这

本十二开小书第 l一216 页的篇幅，而对中国礼仪的说明则在第 217-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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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粥恩将中国的宗教派别分为四类: (1)残存的对"天主"或"上 .f;/'5

帝"的崇拜 ;(2) 和"理"有关的哲学家的派别，即宋代新儒学; (3) 婆

罗门教，即佛教; (4) 和尚教，即道教。郭粥恩对第一、第二种教派所

作的区分与利玛窦设计、柏应理延续、臼晋改良的耶稣会文化适应方

案是一致的。郭粥恩将第一种教派定义为因对古人的尊敬而不是对

宗教的虔诚而产生的教派。据说这个派别仍保存着中国古人对一个

"至高无上的神灵"的信仰，这个神灵是永恒不灭、全知全能的，中国

人的祖先将其称为"上帝"@。郭用恩说这个教派的信徒人数相当

少，但皇帝是信徒之一，也是领袖。据郭粥恩称，皇帝本人曾宣布他

所进行的庙祭是用来祭祀这位上帝的，不是用来祭祀那些老百姓信

奉的小神灵的。把皇帝归为第一个教派之内，反映出法国耶稣会

士的政治敏感度是很高的，他们希望将适应政策建立在皇帝的支

持之上。

第二个教派是"真正的哲学家"，即当时文人的教派@。郭粥恩、

说这个教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及佛教和道教，却是主流的教派。这里

指的显然是文人士大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接着，郭粥恩

在这个当时文人的教派与周蝶溪(周敦颐， 1017一1073 )和邵康节

(邵雍， 1011-1077 )的自然哲学之间画上了等号。他还提到了《太

极图说》和"理"，这就表明郭粥恩指的是自宋代二程兄弟和朱嘉开

始的重新阐释儒家经典的新儒学。郭粥恩从不用 Neo-Confucianism 

或 Confucianism 这样的字眼，不过中国人其实也不使用。这些术语

是 18 世纪欧洲人发明出来的区别性称号。而郭粥恩的称法一一

"哲学家的派别"一一也许更符合中国人对儒家学派的传统称

(Le Gobien , preface , 1 sl page. 

@I Le Gobien , preface ,2 n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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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一一"儒学" (学者的派别)@。郭粥恩和李明一样，没有提到儒家

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其中一个原因是 17 世纪的耶稣会适应政策发

生了演变，这在前面已经讲过o

J/纱 郭粥恩不提孔子的另一个原因可以从中国人不断延续的传统来

解释。根据传统，孔子被看做是传承者而不是创始者。外人也许会

在这个传统中看到断层，而中国人看到的变化却是总体上保持延续

性的传统内部的变化。利玛窦没有在中国古人和后世文人的宗教信

仰间故意制造区别，但出于适应政策的需要，他确实强调了两者的区

别。利玛窦排斥儒学的后来形式(即新儒学) ，认为它歪曲了古代儒

学，这样一来，他就不必为当时的中国人进行辩护，因为他们并不是

新儒学的信奉者，因此就不会被指责信奉元神论和偶像崇拜。此外，

儒家传统一种由来已久的形式就是排斥现代的解释，寻找经典中所

体现的古代文化的真正涵义。因此，利玛窦并没有为他对经典的解

释简单地套上一个陌生的形式。利玛窦在设计耶稣会的适应政策

时，将保存了最古老文化的那部分儒家思想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

置，它比现代儒学、佛教和道教的成分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古代儒家

学说的这种特殊地位在郭前恩所说的第一个宗教派别中得到了反

映。这个派别还保存着中国人尊崇唯一真神的痕迹，它证实了耶稣

会的说法:中国古代存在过自然宗教。但是这个派别的人数相当少，

这反映出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远离了对唯一真神的崇拜，走向了偶像

崇拜。

郭粥恩在描述新儒学时强调了周敦颐和邵雍的理论，这是有误

导性的。周、邵二人都是富有创造潜力的思想家，他们作为新儒学创

@第一个使用 n岳。-confucéens 这个术语的人口I能是学识丰富的在华耶稣会士钱德明

( Jean-Jos阳epl

Chir川nOl臼S ，俨pα盯rl的古白'S mz.ss且阳￡ωo侃n阳"阳F阳M阳u即r凸 de Pé，彷kυ川1 ， volume 2 (1777盯) 。 见 Lund叫dbaek ， '‘ No川tes s阳ur川l'im

age du néo-confu飞uc凹"咀am阻sme dans 1扫a lit趾e凹r阻atur陀e europ 岳enne du XlIIe号 8削I仨仕cle a la fin du XIXe 

81仨de

pp.131-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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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者的稳固地位要到他们死后才得以确立。邵雍的新儒学身份是有

争议的，因为他的兴趣主要在数字命理学方面，而不是社会和道德方

面e 另一方面，邵雍强调最基本的儒家著作《易经~ ，并和其他早期

新儒学学者一样，将他的哲学建立在源自"太极"的宇宙演化论基础

上。和邵雍一样，周敦颐表现出明显的受道教影响的痕迹，他著名的

太极图可能就来源于道教。这些并不意味着邵雍和周敦颐排斥儒家

传统，但这确实表明，儒学和道教之间的界限在 11 世纪变得模糊了。

11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的儒学复兴则又重新加深了这两派之间的区

别。通过在他们自己和古代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已经中断了一千多

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式便是"道统" ) ，一种稳固的儒学正统便形

成了。

邵雍和周敦颐真正为朱寰的学术体系提供的内容是朱嘉的物理

理论和宇宙哲学中的很大→部分。宇宙哲学是朱嘉建立自己学术体

系的基础.因此是最根本的。但是单凭宇宙哲学，很难解释他的整个

体系。而郭粥恩却恰恰想通过宇宙哲学来解释新儒学。在六页的解

释中，有五页是用来说明邵雍、周敦颐的数字命理学和宇宙学理论

的，只有不到一页是用来说明伦理学体系的(郭粥恩承认，新儒学的

伦理学似乎比他们的其他理论"合理得多" ) ffl 。

-385 -

要解释郭5á5恩为何试图通过宇宙哲学来解释新儒学，得注意-.JV7

下 17 世纪晚期耶稣会适应政策的要求。当时耶稣会的适应政策是

要把中国古代残余的→些元素与基督教相调和，同时排斥现代的中

国文化，将其视为无神论和偶像崇拜。因此我们就能明白，耶稣会士

是不会在新儒学这样的现代学说中寻找可以与基督教相调和的精神

元素的。郭粥恩认为，新儒学的道德完全是世俗的，没有精神基础。

对于为郭粥恩提供材料的传教士来说，没有一个唯一的、明确的神就

等于有很多个神存在。他们没有看到，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传统就

是强调精神培养。

,s,)i 1后 Gobien. prefacf'. 7th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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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见解与著名的中国士大夫、基督徒徐光启的观点是完

全一致的，而郭粥恩的看法则与利玛窦不同。利玛窦使用了中国人

典型的那种引人注意的公式，比如"补儒易佛"或"补儒却佛"。这些

公式所强调的思想就是儒学和基督教在根本上是互补的。虽然利玛

窦认为新儒学的很大部分是元神论的，他却相信，在儒家传统活生生

的代表士大夫们的儒学中有一些可以和基督教互补的成分，这些互

补的成分足以形成一个儒学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因此利玛窦用心培

养文人士大夫并对他们非常有认同感。

耶稣会适应政策在 17 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对利玛窦的计划进行

了一些修改，但仍保留他融合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基本策略。有些人，

比如自晋，似乎相信中国人的古老历史是可以与基督教相调和的，但

现代文人的大部分儒家哲学却无法与基督教相调和。白晋似乎不想

补充或"完善"现代的儒学，而是想用从《易经》中找到的中国传统的

一种更古老、更纯净的形式来代替现代的儒学。从郭粥恩对新儒学

的描述来看，他所参考的对中国进行阐释的传教士作者在思想上显

然和自晋更为贴近，与利玛窦差得较远。实际上，郭粥恩所参考的中

国宗教方面的信息一部分可能就是自晋提供的，因为自晋在郭粥恩

出版《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的前一年去了巴黎。

圳' 郭粥恩、说，新儒学学者从自然中看到的仅仅是自然本身，意思是

说，他们没有看到超自然的指引力，比如神@。他们在自然中感受到

了一种动与静的规则，他们称其为"理"。"理"创造了秩序，并导致

了宇宙中的一切变化。据郭粥恩说，中国人把宇宙比作一座房屋，自

然就好比它的尖顶。尖顶"连接并支撑着构成屋顶的所有构件，同

样，自然也联合并保存着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郭粥恩在一个脚

注中补充说，新儒学也把自然称作"太极"，"太极"这个词表示一个

"大极点"，它出自一本权威的著作。郭粥恩称周敦颐用"无极而太

@ Le Gobien ,preface ,2nd page. 

(Le Gobien , preface ,2n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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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说法对自然作了进一步定义，郭粥恩把"无极而太极"翻译为

"没有极点的大极点"( le grand卢咐 ， qui est sans faite) 。

郭粥恩的说明显然是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不过，将宇宙

的根本元素"理"和"太极"相比较的人不是周敦颐，而是朱蕉。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没有提到"理"。用"顶点" ( le sommet) 和"尖顶" (le 

bαite) 来翻译"太极"，较为准确地译出了汉语的原意。郭粥恩所说

的房屋的尖顶指的是汉语的"梁"，梁是屋顶结构中的一个关键部

分。郭粥恩显然采用了朱嘉对周敦颐太极哲学的说明。可以证实这

一点的是，郭粥恩提到"太极"一词来自一本"权威的著作"，指的可

能就是《性理大全~(l415) 。虽然"太极"这个词在通行的儒家经典

中几乎完全没有出现过(虽然它在《易经》的《系辞》中确实出现

过) ，它在《性理大全》中却是很突出的一个词。《性理大全》是一部

明代的集子，它摘录了宋代新儒学哲学家的著作，在清代具有极大的

权威性。

在新儒学的哲学中，"太极"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意义一一"最高

的终极"或"最高的极点"，因为"无极而太极"的说法代表了中国哲

学史上一个讨论很多的形而上学的悖论。比如，这句话可以被翻译

为"在‘虚无'最大化的情况下，便有‘万物'的最大化。"@郭粥恩、不

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形而上学意味，但是他认为中国文人对其进行了

过度阐释。他认为周敦颐只不过想说"自然是一个规则，它不依靠

任何其他规则"，而中国的文人却将它的意思扩大为"第一原则既元

形式也无形状"@。

郭?用恩没有认识到的正是新儒学强烈的传统意识。新儒学的学 .J</'9

者认为"道" (真理)是古人拥有并传给孔子和他的弟子的，但是

"道"在孟子(公元前 371一前 289)之后就失去了。宋代的哲学家把

自己看做"道统"的恢复者。朱嘉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综合与解

⑧ 关于太极图和这个解释，见笔者的 Leibniz & Co矿ùcianùm ， pp. 94---97 0 

( Le Gobien , preface ,3rd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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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在本质上被看做是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古人的"道"，因此新儒学

不可能像郭粥恩那样把它看做一种新的学说。

虽然郭粥恩对新儒学的介绍算不上有什么好感，但这远比他对

中国佛教的批评要好得多。他用了六页来介绍新儒学，却仅用了三

页来介绍佛教，而且其中一页主要都是新儒学对佛教的批判。郭?用

恩所参考材料的作者好像吸收了中国文人对佛教的负面解释，这种

解释包含着强烈的褒扬新儒学的倾向。郭粥恩、说，佛教的"神父"尊

奉"佛神以及含有佛教特别规定的教义和经书"@i。然而，从佛教的

观点来看，佛不止一个，不但有过去佛释迦牟尼或乔达摩和未来佛弥

勒，还有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实际上，佛的数量可以是无

限的。郭粥恩指的佛可能是过去佛释迦牟尼，但根据佛教教义，不管

是释迦牟尼佛还是其他的佛都不被看做是神。不过老百姓信奉的佛

教已经混淆了这一点，让人感觉佛是被当做神来崇拜的，这一点在信

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那里尤为明显。 16 、 17 世纪基督教传教士来到

中国时，净土宗正盛行。

除了将佛误当做神，郭粥恩对佛教信仰三层目的描述得还是准

确的。在佛教术语中，这兰大目的被称作"三藏" (直译为兰大教

规) ，指的是"经"、"律"、"论"。郭粥恩无法解释佛教的自然哲学，

因为他说新儒学的学者还没有跟他说过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新

儒学学者其实已经通过其他传教士间接地告诉过他，他们非常反对

佛教把世界看做是幻境或梦境的观点。此外，郭粥恩对佛教的根本

教义"空"的介绍也含糊不清。另一方面，他又说佛教徒和新儒学一

样，认为世界存在于创造和毁灭两者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实际上，

新儒学可能从道教或佛教中借用了这个观点。)郭粥恩认为，佛教的

134004006000年一个周期(佛教称之为"劫" )比新儒学的周期"要长

( Le Gobien , preface ,8 th page. 

@ Le Gobien , preface ,8th page. 



得多，两者却都很奇怪和荒诞"@。

第十章耶稣会适向政策的宣传者和批评者
.389. 

郭5a5恩对道教(即他所说的"和尚教" )的批判仅比佛教略少- .K:i"(:. 

些@。他说这个教派起源于中国本土，其神职人员自称"道士"。也

许是为了帮助欧洲读者理解这些中国人的教义，郭粥恩把道教徒比

作伊壁坞鲁学派。之前他也曾把佛教徒比作极端的斯多噶学派。他

认为道教徒不像佛教徒那样走极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限制只是去

除较强的欲望和激情，而不是所有的欲望。在郭?国恩看来，道教徒的

目标是和平与安宁。

郭?用恩、似乎并不了解道教徒的隐士倾向，他把道教徒看做和儒

家一样，具有公开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比如，他说道教徒认为圣人应

该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放弃自身的安逸@。但是道教的基本著作《老

子》和《庄子》都对儒家的人世作了批判，并对政治采取一种不管不

问的态度。纵观道教的起源及其整个历史，其主要的态度就是遁世

归隐，不过郭粥恩的介绍完全没有提到这些方面。郭粥恩说道士不

能结婚生子，这也是不对的。

虽然道教的表现形式极为多样，其中也包括禁欲独身的僧侣，但

他们为求长生不老很重视房中术，因此郭粥恩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在阴阳平衡理论的指引下，年老的男性会找年轻的处女交合，以求调

和阴阳，延年益寿。年老的男性有时确实不再担负家庭的责任，转而

求"道" (老人对长生不老显然有极大的兴趣) ，但是大多数人一定是

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后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虽然 17 世

纪还有人在采用道敦的房中术，但对其深刻意义的理解却越来越局

限在一些秘密的小圈子里@。清政府严格的审查制度更缩小了房中

术知识的传播范围，这也许可以解释郭粥恩为何对此没有全面的

了解。

@ Le Gohien , prefaee ,9th pa吕t

@ Le Gobien , prefaee , 11 th page. 

(íìþ Le Gohien , prefa附， 12th page. 

I@ R. H. Van Gulik , Sexual life in α町ient Chinα( Leiden ， 1961) p. 28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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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JY 郭粥恩知道道教对"长生不老奥秘"的寻求，他正确地使用了

"神仙"这个中文词来表示长生不老@。他说道教之所以追求成仙，

是因为他们相信技术可以对自然进行补充。郭粥恩对道教的各种追

求有→定了解。他提到了"从化学中得来的→百种不同配方"和根

据年龄、脾气和性格采取的"养生之道'吻。但他又说，道教最为重视

的是以循环体内的一种元素为基础的冥想。(看来，郭粥恩并不了

解道教炼丹术所谓的炼"外丹"和冥想、术所谓的炼"内丹" 0)他批评

道教的冥想，说它是人类为求成仙而造成的→种愚昧。郭粥恩认为，

即使"和尚" (这个词一般表示佛教僧侣，但郭?用恩把它用在了道教

中)解释冥想术的"荒唐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醒悟，这种冥想毫

无作用的结果也→定会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郭粥恩是

这样总结对道教的论述的"对生命的热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

中"，但我们却盲目地追求那些声称可以让我们长生不老的东西，

"因为我们元时元刻不在渴望它"@。

耶稣会士对佛教在传教事业中扮演的角色有漏狭的看法，他们

没有认识到佛教建立的基础是人类因贪求生命而造成的痛苦。佛教

提出涅架来抗衡生命的诱惑，涅架是欲望的终止，是与生命相反的目

标，而道教主要追求延年益寿，因此佛教比道教更接近基督教。实际

上，佛教对欲望这个现象的洞见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深。郭粥恩的

序言是在 17 世纪末写的，我们从中看到了 17 世纪初利玛窦开创的

文化适应思想继续影响耶稣会士对中国阐释的一个例证。利玛窦首

先认识到，佛教是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宗教对于，因为与基督教竞

争最直接的就是佛教。这些观点一直为后来的耶稣会士所接受。佛

教和基督教都利用人类精神中超越自然、反对世俗的倾向。与儒家

思想和道教相比，佛教和基督教对"禁欲"和"物质财富的占有"等问

ø Le Gobien , preface ,12th-13th pages. 

@ Le Gobien , p时'ace ， 13th page. 

@ Le Gobien , preface , 13th-14th pages. 

@ Le Gobien ,preface ,14th page. 



题的态度要强硬得多。

第 1 章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宣传者相批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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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粥恩说，从道教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儒、 .Y>2

道、释三个教派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学说⑩。这指的是

明代的"兰教合一"。其实，把"兰教合一"看做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

独特的学说更合适。郭粥恩是根据这个团体的中文名之一"三教"

来确认这个团体的，他把"三教"翻译为"三个教派实际上是一样

的"⑨。他解释说，这三教指的是新儒学、佛教和道教。但是像林兆

恩(1 517-1598) 等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代表者考虑的是对儒、

道、释全部传统的综合。林兆恩关注这三种信仰的创始人一一孔子、

释迦牟尼和老子，这在"三教合一"思想家中是较普遍的③。

在道德方面，郭酣恩从这三种信仰中看到了很多教义上的区别。

但是他又承认它们在实践上是趋向一致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它

们的教义都是有缺陷的③。在郭粥恩看来，道教和佛教(他省略了新

儒学)不啻是"两股毒流"，浸染和腐蚀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从

它们衍生出来的毒害包括"术士、巫师和职业骗子"⑩。确实，在 17

世纪的中国，这些有争议的行当充斥着佛教和道教的僧侣阶层，儒家

文人对这些人搞的迷信不屑一顾。在利玛窦确立的文化适应路线

下，耶稣会土们从文人那里吸收了这些批评的态度。

郭粥恩最后提到的内容令人费解，他说有一小批中国人在"理

性的火花"激发下，与新儒学相对抗。但是他们仅仅是"不彻底的无

神论者，他们不过是用高级一点的无信仰立场来和偶像崇拜斗争"，

结果只是被卷入了偶像崇拜的急流中而已⑩。晚明是中国哲学富有

(Le Gohien , prefa凹， 14th pa肘，

⑩ Le Gohien , preface , 14th page. 郭粥恩、更明确地称这个派别为 "San-Ki阳 coiici yi" ， 笔者

认为第三个字是笔误，或是"合"( ho) 字拼音的潦草写法，因此郭粥恩指的应该是"三

教合一"。

( Goodrich & Fang , pp. 912-915. 

( Le Gohien , preface , 15th page. 

(Le Gohien , preface , 15th page. 

( Le Gohien , preface , 15th-16th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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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的一个时期，催生了许多小的派别，比如李贵领导的一派，不

过我们不清楚郭粥恩指的这一小批中国人到底是谁，也许就是李贺

这一派。

在序言的结尾部分，郭粥恩指出"人类的理性被激情遮掩，力量

总是不足以彻底摧毁谬误。而耶稣基督是将我们引向真理和给我们

指明方向的唯一途径，只有他全能的恩赐"可以帮助那些被邪恶蒙

蔽双眼的人。对当代读者来说，这些措辞根本不像是在大大恭维中

国人，但就是郭粥恩的这本书和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引起了索邦

神学院调查团的谴责，指责他们对中国人称赞过头了。



生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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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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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7 世纪欧洲人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扩/

的资料是耶稣会传教士出版的著作。这些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字里

行间透露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总体上较有好感的态度。当然，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著作在回应对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攻击时，其辩护

和争辩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浓。

在这些著作中，有些是面向大众的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总体介

绍，比如利玛窦与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615) 、曾德昭的

《大中国志} (1 642) 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 ( 1690) 。另一些则是针

对一定范围读者的学术性著作，如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志} (1655) 

和《中国上古史} ( 1658) 。有些著作，比如卫匡国的《黠扭战纪》

(1655) ，是利用公众对某件时事的兴趣而赶写出来的。还有一些作

品，如通过集体翻译儒家经典"四书"而编成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1687) ，从 17 世纪初就已开始编写了。这些著作大多数都是由见

识广博的耶稣会士写成的，然而 17 世纪末礼仪之争问题激化，却影

响了这些著作的内容，以维护耶稣会在文化适应问题上的立场为公

开目的的宣传性著作受到了鼓励。比如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

(1696) 和郭粥恩的《中国皇帝容圣教圣旨的历史H 1698) 。郭粥恩、

是耶稣会的法国代表，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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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耶稣会士作者们的著述反映出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尊重

和敬佩，这是文化适应政策的特征，而欧洲早期汉学家对中国的看法

则有所不同。 17 世纪在欧洲占主流的学术风尚是百科全书式的，欧

洲人对中国的热爱很清晰地反映了这-点。基歇尔是当时的一个学

术典型，他将广泛的兴趣和并不专业的大胆研究结合在一起，他的

《中国图说》就是把中国作为"细致" ( eurious) (即苛细的、详尽的、有

技巧的)研究对象的二个极好例证。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把基

歇尔的赫尔墨斯思想看做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百科全书式头脑的产

物，这个头脑深深迷恋着世界上未知的、异域的元素，不管它是古埃

及还是遥远的中国。基歇尔的赫尔墨斯思想也许是比较特殊的，不

过他对中国这种"细致"的兴趣是大多数早期汉学家所共有的动力，

他们研究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作，并进一步创造出自己的理论，这

些理论往往是稀奇古怪的。

17 世纪欧洲人吸收中国信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历史年代

问题。当时的欧洲人在解释《圣经》时是非常注重其历史年代的，因

此，当→个比《圣经》年代更早的中国传统历史年表出现时，便在基

督教学者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在华耶稣会士在 17 世纪初就已

经感到中国传统纪年和拉丁文通行本《圣经》中的历史纪年有冲突，

但向欧洲学者明确揭示这一矛盾的著作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

他的著作非常有说服力，让欧洲人相信中国传统的历史纪年是可信

的。卫匡国表示，耶稣会土更愿意使用七十士译本中的纪年，而不是

来自拉丁文通行本的极为死板的纪年。因为七十士译本的年代略为

久远一些，灵活性也更大→些。但是关于中国和欧洲文明之间可能

的历史联系，卫匡国留下了很多未解的问题。他的著作激励了很多

欧洲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让欧洲人的《圣经》历史观与

传统的中国历史相适应。在为这种适应所作的一系列尝试中，最引

人注意的便是韦布，他认为《圣经》中的族长挪亚就是中国人的祖

先尧。

早期汉学关注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语言的认识。 17 世



结语

纪的欧洲人专注语言的研究，他们研究语言的本质，相信语言有着解

决人类困难的无穷能力，还对语言的逻辑结构有着不切实际的看法。

利玛窦在构建耶稣会文化适应方案时强调语言的实际应用。流利的

口语和书面语是对每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要求。但是利玛窦留下的显

然不仅仅是实用主义。曾德昭和安文思对汉语的结构和语音特征有

浓厚的兴趣，这说明，出于实际需要而对汉语进行的研究在传教士中

还有理论上的延续。同时，对普遍语言的寻求也正在培养欧洲人对

汉语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汉语有可能就是普遍语言。在学者中间，

对汉语的兴趣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浓厚的，因此对汉语的讨论不可能

只局限在那些己知的特征上。

在欧洲，从中国回来的学识渊博的传教士并不多，因此欧洲人能

得到的准确信息很少。而预先为汉语套上的理论观点又无限激发了

欧洲人的想象力，因此这些理论根本不可能是以己知的事实为根据

的。在缪勒和门采尔两人过分发热的头脑中，汉语的象形和部

首一一字源构造正好助长了当时时兴的分类思想，于是他俩便各称

自己发明了一种"中文之钥"，可以简化语言的学习。这些"发明创

造"都是建立在不完整、不充分的汉语知识之上的。不过，即使是来

自在华传教士卫匡国、卡弥格等人的准确信息，著名学者基歇尔也是

要对其进行一番赫尔墨斯式加工的。对基歇尔来说，有关汉语的信

息是用来证实他理论的，他的理论认为汉语、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的宗

教形式都起源于埃及。他认为汉字和已经退化了的中国宗教形式一

样，是从埃及象形文字中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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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在实用和理论两个方面对汉语进行研 .;<J"6'

究。实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 17 世纪耶稣会士翻译儒学"四

书"的计划。从利玛窦的中文经典译文开始，耶稣会士一直在不断

完善和扩充译文，并于 1662 年、 1667-1669 年、 1687 年和 1711 年分

别出版了相关成果。柏应理和臼晋两人所做的不同工作表明了汉语

在实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发展的差异。柏应理在编辑方面具

有实际才能，他负责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1687) 使利玛窦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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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案达到了高潮。在这本书开头的长篇序言中，包含了不少以否

定宋代新儒学为前提的儒学与基督教结合思想的理论发展，但对汉

语却没有什么理论方面的兴趣。而相比之下，对耶稣会适应政策进

行调整，使其适合 17 世纪晚期中国国情变化的主要人物白晋，却集

中精力关注汉语的理论成分。

自晋的索隐思想一部分是建立在他关于汉字本质的理论之上

的，不但如此，他还使用赫尔墨斯思想来解释汉字。不过，他的方法

和基歇尔截然不同。基歇尔是早期汉学家，他把汉字看做是从埃及

象形文字派生出来的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次等形式。而白晋是

耶稣会传教士，他认为汉字来自伏革和《易经~ ，汉字在数字命理学

和表现性上都简单、明了，因此汉语不但可能成为 17 世纪欧洲人试

图重新发现的原初语言，也包含着基督教最深的奥秘，在有些方面甚

至比《圣经》的启示还要早。简单地说，臼晋认为伏事是不仅仅是中国

人的祖先，也是全世界的立法者，他的《易经》卦象数字系统涵盖了

人类所有的知识。因此伏载的学说应该被纳入欧洲基督教最基本的

概念中。虽然白晋著作的公开性非常有限，但通过才华横溢的杰出

学者莱布尼茨，他的著作还是为欧洲人要在中国寻找普遍语言的火

热激情增加了最后一把柴火。人们或许会把缪勒和门采尔看做才能

有限的历史怪人，但莱布尼茨却和他们不间，他是一个思想巨人c 与

白晋的接触给莱布尼茨带来了大量思想上的启发，这说明在 17 世纪

晚期，汉语以及它可能蕴含的人类普遍知识仍在继续引发欧洲学者

的巨大兴趣。

.lJ7 反对耶稣会的势力在 1700 年的索邦审查中获胜后，对耶稣会适

应政策的其他攻击也接踵而来。这些攻击的效果非常显著，罗马教

廷最终通过教皇颁布的禁令"自那一天"( Ex illa die) (1 715) 和"从

特殊处" (Ex quo singulari) ( 1742 )否定了耶稣会对中国礼仪所作的

辩解。然而，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认识到，就是耶稣会的适应政策中

只有传教策略这部分是被正式否定的。尽管中国传教团在发展教徒

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却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在 18 世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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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谴责之下，传教策略的方向从利玛窦最初构建的框架发生了

急剧的改变。在华传教政策的方针不再是通过构建儒学与基督教的

结合或后来的改良模式一一"易学"与基督教的结合(这是一个没有

实现的设想)来吸纳中国人人教。利玛窦的后继者没能调整儒学与

基督教的结合模式，使其适应后来的环境。这个失败要求我们结合

不断演变的历史背景来看待 17 世纪的中国传教团。笔者十分强调

这种不断演变的历史背景，因此笔者的研究方法和谢和耐的《中国

与基督教~ ( Chine et Christianisme) ( 1982 )一书中的研究方法是有区

别的。虽然我们使用的材料往往是相似的，谢和耐先生倾向于在更

为固定的哲学和神学范畴中研究中国的文化背景，因此得出了许多

完全不同的结论，包括对利玛窦更多的批判①。

除传教策略之外，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方

面不太容易受到教廷谴责的影响。利玛窦最初的计划中包括一个超

越了传教策略的中欧文化相遇的方案。儒学与基督教的结合和"易

学"与基督教的结合作为传教策略也许从未完全发挥过它们的潜

力，但这种结合的理念作为中欧之间互相吸收对方知识的思想框架

却不一定要被一同摒弃。互相吸收思想的前提是两种文化间要有一

定的相似度。耶稣会的适应政策正是试图通过展现中国人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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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密切联系，在两者间建立起一定的相似度。中国文化通过其 Jω·

历史(假定某些相同的经历，如认为尧时的洪水就是挪亚洪水，以及

将传统的中国纪年与七十士译本纪年相调和)、语言(巴别塔语言之

乱以及中国和欧洲语言相同的结构成分)和民族[中国人和欧洲人

① 笔者和谢和耐先生对于 17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相遇的论述，至少在主题相同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为再现文化相遇中欧洲一方的情况而选择的材料不同 U

(谢和耐如何再现文化相遇时中国一方的情况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就欧洲

一方来看，笔者认为谢和耐先生过分依靠法语的材料，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失实的。他

的参考材料中根本没有拉丁文的著作u 如果他能使用一些重要的拉丁文材料，比如

卫医国的《叶:国上占史》有l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也许能更全面地再现这次文

化相遇欧洲|一方的演化情况，并带着更大的同情心去理解某些耶稣会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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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圣经》人物亚当、挪亚(尧)和含的后代]被融入了欧洲人对

《圣经》的认识中。耶稣会适应政策还在中国人中间做了一些工作，

试图将欧洲的思想融入传统的中国文化，不过不是很成功。中国人

研究西学，则主要是出于功利。

一种文化对另→种文化的吸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将中国文

化融入《圣经~ ，对欧洲人如何认识中国这个没有纳入教皇统治的

"奇异国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耶稣会适应政策的贡献通过它对早

期汉学家的影响汇入了历史的洪流。早期汉学家凭着业余爱好者的

热情、"细致"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并不充分的了解在 17 世纪开始了

汉学的事业。在 18 世纪和后来的岁月中，有更严谨、专注和专业的

汉学家将这个事业继续传承下去。因此，耶稣会的适应政策可以说

是为现代汉学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利玛窦的方案并没有被历

史摒弃，而是包含在历史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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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些信件标注两个日期的说明

本书中某些信件出现了两个日期，比如 1675 年 3 月 13 日 (23.五月

日)。这反映了当时欧洲使用的两种不同的历法系统一一罗马儒略

历和格里高利历。在 16 世纪，宗教节日在日历上的时间和实际的庆

祝时间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出于这个考虑，罗马天主教权威采取

了措施来纠正这个差异。罗马儒略历从公元 1 世纪中期开始使用。

根据儒略历，一年有 365. 25 天，而一年准确的天数应该是

365.242199天，两者之差日积月累便产生了这样的差异。 1572 年，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教令，命耶稣会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草拟

一部新的历法，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格里高利历。格里高利历于 1582

年在教令中颁布，它的做法是在 10 月 4 日和 10 月 15 日间去掉 10

天。新历虽然比旧历准确得多，但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教会间

的宗教差异却妨碍了新历的推行。新敦国家推行新历最迟，丹麦、荷

兰和德意志的新教国家在 1699-1700 年间才采用了格里高利历。

英国和瑞典分别到 1752 年和l753 年才采用新历。因此，在采用格

里高利历前，这些新教国家的书信就常常有两个日期:信中原来签署

的(罗马儒略历)日期和用括号表示的换算后的(格里高利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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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坎普(Albert Heinekamp) 导言，第 22 页。

洪度贞 (Humbert Auge巧， 1618-1673 ) 第八章，第 251 页。

洪若翰(Jean de Fontan町， 1643一1710 ) 第八章，第 256 页。

胡克(Robe此 Hooke ， 1635-1703) 第一章。

胡天龙( Rouleau) 第八章注⑩。

黄仁宇(Ray Huang) 第八章注⑩。

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 , 1629一1695 ) 第一章。

霍恩(Georg Horn) 第四章。

J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 1601一1680) 第一章。

纪理安 (Kilian Stumpf , 1655-1720 ) 第九章，第 309 页。

加莱格尔( Gallagher) 第二章。

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 1715一1774 ) 第一章注⑩。

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 , 1577-1628) 第二章。

居诺(Johann Jakob Chuno/Cuneau , 1715 年卒) 第七章，第 243

K 
卡夫( Eva S. Kraft) 导言。

卡斯特(Edmund Castell) 第七章，第 210 页。

卡索邦(Issac Casaubon) 第一章。

卡索邦(Isaac Casaubon , 1559-1614 ) 第九章，第 308 页。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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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开普勒(Johannis Kepler , 1571一1630) 第九章，第 319 页。

柯尔贝 (Jean Baptiste Col如此， 1619一1683 ) 第一章。

柯尔索(Christian Kortholt) 第九章，第 325 页。

柯尔托纳 (Pietro da Co此ona) 第四章。

柯睿格(Edward Kracke) 第八章注@。

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 第一章。

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第七章，第 209 页。

克拉维乌斯( Chris 

克莱尔(Andreas Cleyer , 1634-1697/1698) 第一章。

克莱蒙(David Clément) 第八章，第 294 页。

克劳福德(Robe此 Crawford) 第八章，第 270 页。

克鲁兹(Ma挝thurin de La配croze ， 1661一1739) 第五章，第 16ω9 页 O

库查斯基(Adam Ad【da口mar时山 Kochan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 , 1401-1464) 第六章，第 177

页。

库赛(Jean Jourdan Groussay) 第九章，第 301 页。

库寿龄(Samuel Couling) 第八章，第 276 页。

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 第六章，第 189 页。

魁奈 (Quesnay) 第五章，第 170 页。

L 
拉菲托(Jean-François Lafitau , 1681-1746) 第九章，第 310 页。

拉赫(Donald F. Lach) 第七章，第 227 页。

拉克坦提乌斯( Lactanti肘，约 240-320) 第九章，第 307 页。

拉雪兹( Fra即由 la Chaise , 1709 年卒) 第八章，第 255 页。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 1646-1716 ) 第一章，第

32 页。

莱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 第三章。



章c

莱姆克(Leroy Loemker) 第六章，第 192 页。

老沃西攸斯(Gerhard V ossius ) 第六章，第 189 页。

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 第八章，第 290 页。

勒南(Emest Renan) 第五章，第 169 页。

勒泰利耶(Michel Le Tellier) 第十章，第 332 页。

雷恩(Christopher Wren) 第一章。

雷吉斯(Pierre-Sylvain R句is) 第八章，第 289 页。

雷利( Sir Walter Raleigh) 第六章，第 179 页。

雷蒙德(Nicholas Remond) 第六章，第 196 页。

中外文人名索寻|
.407. 

雷慕沙 (Jean-Pierre-Abel Rémusat , 1788-1832) 第七章注⑩。

雷孝思( Regis) 第九章，第 301 页。

黎塞留 (Cardinal Armand-Jean du Richelieu , 1585-1642) 第一

李方西 (Giovanni Francesco de Ferrariis/Ferrari , 1609一1671 ) 

第八章，第 251 页。

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 1655-1728) 第十章，第 329 页。

理雅各(James Legge) 第五章，第 169 页。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第四章。

利安当 (A由mio Caballero a Santa Marial Antoine de Sainte-Ma-

rie) 第八章，第 283 页。

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1) 第七章，第 208 页。

利类思 (Lodovico Buglio , 1606一1682) 第二章。

利玛弟 (Matias da MaialMaya , 1616-1667) 第八章，第 251

页。

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1610) 第二章。

梁弘仁(Artus de Lion肘， 1655-1713 ) 第八章，第 294 页。

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le Favre , 1613一1675 ) 第八章，第

251 页。

刘应(Claude de V isdelou , 1656一1737) 第六章，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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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页。

刘子健(James T. C. Liu) 第二章。

龙伯格(Knud Lundbaek) 第六章，第 203 页。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 1565一1655) 第二章。

卢安德(Andreas Rudomina) 第七章注⑩。

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 第八章，第 255 页。

鲁道夫( Hiob Jobus Ludolf , 1624-1704 ) 第七章，第 211 页。

鲁日满 (François de Rougement , 1624-1676 ) 第八章，第 251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 1543一1607) 第→章。

罗如望(Juan de Rocha) 第七章注⑩。

罗斯( Roth) 第五章，第 142 页。

洛德威克 (Francis Lodwick) 第六章，第 189 页。

吕尔 (Ramon Lull ，约 1232-1316) 第二章。

M 
马国贤(Matteo Ripa , 1682一1745 ) 第九章，第 303 页。

马勒伯朗士(Nicholas de Malebranche) 第八章注⑩。

马利诺(Phillipo Marino/Philip时 Marinus) 第五章，第 142 页。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 1666-1736 ) 第二章，第 62 页。

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 , 1602-1661 ) 第一章。

麦西( Mizraim) 第五章，第 144 页。

梅森(Marin Mersenne) 第六章，第 189 页。

门采尔(Christian Mer山el ， 1622一1701) 第七章，第 236 页。

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 1545-1618) 第三章，第 76

蒙图奇(Antonio Montucci) 第七章，第 217 页。

米兰多拉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 1463一1494 ) 第九

章，第 307 页。

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 , 1618-1686 ) 第四章。



页。

中外文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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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 1638-1712) 第八章，第 288

缪勒(Andreas Müller , 1630-1694 ) 第七章，第 209 页。

莫拉努斯( Gerl田d W olter Molanus , 1722 年卒) 第八章，第 259

页。

页。

页。

默丘利(Mercury ) 第五章，第 160 页。

莫瑞(Martinus M山ray/Mourey) 第七章，第 209 页。

穆迪我(Jacques Motel , 1619-1692 ) 第八章，第 251 页。

N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 1623-1688) 第二章。

尼霍夫(Jean Nieuhoff) 第六章，第 183 页。

尼克尔(Goswin Nickel) 第五章，第 139 页。

聂伯多(Pietro Canevari/ Canevare , 1596-1675 ) 第八章，第 251

聂若翰(Jean Noëlas , 1669-1740) 第九章，第 308 页。

聂斯脱里( Nestorius ，约 385-451 ) 第五章，第 165 页。

聂仲迁 (Adrien GrelonlGreslon , 1618-1696) 第八章，第 251

纽曼(Karl Friedrich Newman) 第五章，第 169 页。

。

欧西里斯( Osiris) 第一章。

P 
帕伯洛克( Daniel Papebroch) 第八章，第 287 页。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 1493一1547) 第一章。

帕普布罗士(Daniel Papebroch , 1714 年卒) 第一章。

咱Ij]斯 (Samuel Purchas , 1575-1626)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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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 (Blaise Pascal , 1623-1662) 第十章，第 340 页。

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Brancato , 1607-1671 ) 第八章，第

251 页。

庞迪我( Pantoja) 第五章，第 157 页。

培根(Francis Bacon , 1561一1626) 第一章。

裴化行(Henri Bemard-Maitre ,S. J. ) 第三章注@。

配第(W. Petty) 第一章。

佩雷斯(Peiresc ， 1637 年卒) 第六章注⑨。

皮尔 (Charles Wilson Peale) 第八章，第 273 页。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 1463 • 1494 ) 第

六章，第 177 页。

页。

皮斯多里亚(Leonardo da Pistoria) 第→章注⑩。

普里奥(Salomon Prioux) 第十章，第 332 页。

普罗提诺(Plotinus) 第九章，第 307 页。

Q 
契恩豪斯(Walter von Tschimhaus) 第六章，第 196 页。

钱德明 (Joseph-Marie Amiot) 第九章，第 309 页。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 1718一1793 ) 第十章注@。

瞿安德(Andreas W olfgang Koffler , 1603 • 1651) 第五章，第 139

R 
荣振华( Dehergne) 第三章。

儒莲(Stanislas Julien) 第五章，第 169 页。

S 
萨顿(George Sarton) 第七章注⑩。

萨默塞特(Edward Somerset) 第六章，第 189 页。



页。

页。

三重伟大的墨丘利( Mercury Thrismegistus) 第一章。

中外文人名索引
.411. 

三重伟大的墨丘利 (Mercurius Trismegistus) 第五章，第 144

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 Hermes Trismegistus) 第一章，第 29 页。

桑生(Nicholas d' Abbeville Sanson , 1600-1667) 第一章。

桑生 (Nicolas Sanson) 第四章。

沙勿略(Francis Xavier) 第二章。

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 354-430 ) 第十章，第 339 页。

圣多默(St. Thomas) 第二章，第 69 页。

圣克莱门( 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 150-215 ) 第九章，第 307

圣耶柔米( St. Jerome) 第四章。

圣依纳爵( St. Ignatius) 第二章。

施省全(Joseph Shih , S. ]. ) 第二章注⑩。

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 , 1562-1593) 第八章，第 249 页。

斯比塞尔 (Gottlieb Spitzel/Theophil Spizeli肘， 1639-1691 ) 第

五章，第 153 页。

斯齐尼亚克( Boleslaw Szezesniak) 第五章，第 141 页。

宋君荣(Antoine Gaubil) 第九章，第 309 页。

苏查(Manuel de Faria i Sousa) 第三章。

苏如望(João Soerio , 1566 • 1607) 第五章注⑧。

琐罗亚斯特( Zoroaster) 第五章，第 144 页。

索尔兹伯里(Edward S. Salisbury) 第五章，第 169 页。

T 

塔夏尔(Guy Tachard , 1648-1712) 第十章，第 329 页。

汤若望(Adam S阮cha叫all von Bell , 1臼59归2一1666) 第三章，第 7曰4 页。

特维诺( Melch山i时s回ede T咀t由en阳no叽}

托勒密(Ptolemy P盹hil让世i让ilad岛创elphus ，前 28盯5一前 2μ46刷) 第四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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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修斯(Jacob Thomasius , 1622-1684 ) 第一章。

托斯卡纳大公(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 第五章c

托特( Thoth/Theut ) 第一章。

W 
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第一章。

维萨里(Andreas V esali us • 1514一1564) 第一章。

韦布(John Webb) 第四章。

韦布(John Wehb ， 1611一1672) 第六章，第 178 页。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第五章，第 169 页。

魏而思(John E. Wills/Jr. ) 导言。

卫方济( Fran号。is Noël ,1651 • 1729) 第二章，第 62 页。

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 1614-1661 ) 第四章。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 第四章。

魏格(Erhard Weigel , 1699 年卒) 第一章。

魏若望(John W. Witek) 导言。

沃德(Seth Ward) 第六章，第 189 页。

沃尔顿(Brian Walton) 第六章，第 189 页。

沃利斯(John Wallis) 第一章。

沃西攸斯(Isaac V ossius ) 第四章，第 127 页。

沃朱(Antoine V叫us ， 1632-1706) 第九章，第 312 页。

乌芬巳赫( d • Uffenbach) 第八章，第 294 页。

吴尔锋 (Dorville) 第八章注@。

X 
西里尔 (Cyril ,412-444) 第五章，第 165 页。

西伊斯蒙德三世(Sigismond II1) 第五章注⑩。

夏呜雷(Henri Havret) 第五章，第 169 页。

肖特(Gaspar Scl刚t) 第六章，第 189 页。



中外文人名索引

小门采尔(Johann Christian Mentzel) 第七章，第 244 页。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第二章。

辛普利丘( Simplicio ) 第一章。

熊兰拔(Sabatino de Ursis) 第七章注⑩。

徐日升( Pereira) 第十章，第 344 页。

选帝侯威廉(Friedrich Wilhelm , 1640-1688 年在位) 第七章，

第 208 页。

Y 
亚伯( Abraham) 第九章，第 307 页。

亚历山德罗( Alexander de Rl叫es ， S. J., 1591一1660 ) 第七章，

第 212 页。

页。

间当(Maigrot) 第八章，第 294 页。

阳玛诺( Manuel Diaz , the Younger , 1574一1659) 第五章，第 169

叶芝(Fr&nces Yates) 第五章，第 145 页。

伊嫌可(Mark Elvi叫第二章，第 51 页。

以诺( Ennoch) 第九章，第 307 页。

殷锋泽(Prosper Intorcetta , 1625-1696) 第三章。

殷弘绪( François帽Xavier Dentrecolles) 第九章注⑧。

优西比乌(Eusebius ，约 260-340) 第四章，第 125 页。

于埃(Pierre Daniel Huet , 1630-1721 ) 第九章，第 308 页。

雨果 (Herman Hugo) 第六章，第 189 页。

约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第六章，第 179 页。

Z 
曾德昭(Alvaro Semedo , 1586-1658) 第三章。

詹森(H. W. Janso叫第五章，第 151 页。

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 1647-1707) 第十章，第 329 页。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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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玛诺(Manuel Jorge/George , 1621一1677) 第八章，第 251 页。

郑玛诺(Emmanuel de Siqueira , 1633-1673) 第四章。

仲纳尔(Johann David Zunner , 1704 年卒) 第八章，第 287 页。



主要参考文献

说明:凡在正文中有中译的书名在此处提供中译。

主要参考文献
.415. 

Abdallae , Beidavaei. Historiα Sinensis. Edited by Andreas Müller. Jeana , 

1689. 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

Acta eruditorum (Leipzig). (博学通报》

Bacon , Francis.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the New Atlantis. Edited 

by Arthur Johnston. Reprinted Oxford , 1974. 墙根《论学术的进步》

Bartoli , Daniello. Dell' Istoriα dellα Compαgnia di Gies ù La Cinα. Rome , 

1663. 

Bayer , Gottlieb Siegfried. Museum Sinicum. 2 vols. St. Petersburg , 1730. 

巴耶尔《汉语博览》

Bibliothèque curieuse , historique et critique. 

Bibliothèque universalle et historique. 

Bosmans , Henri ,S. J. "L当ttres in岳dites de François Rougemont. "Analect

es pour server 1 ' histoire ecclésiast咛ue de la Belgique 39 (1913) :21-

54. 

Bouvet , Joachim.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1α Chine. Paris , 

1697. 白晋《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

Boym , Michaele. Flora Sinensis. Vienna , 1656. 卡弥格《中国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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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Casaubon , Issac. De rebus sacris et ecclesiasticus exercitαtiones XVI. Lon

don , 1614. 

Chang , Chü-che吨. Ssu-shu chih-chieh. 1573. 张居正《四书直解》

Chang , T' ing-yü et al. Ming shih. 28 vols. (326 Chüαn ) compiled Pe

king , 1678-1739; reprinted 1974. 张廷玉等《明史》

Ch' ien , Mu. Ssu-shu shih-i. Taipei , 1978. 钱穆《四书释义》

Couplet , Philippe et al. Cor内cius Sinarum philosoph队 Paris , 1687. 柏应

理等《中国哲学家孔子》

一日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Paris , 1686. ~中国历代年

表》

Dalgamo , George. Ars signorum , vulgo chαracter universαlis et linguα 

philosophicα. London , 1661. 达尔加诺《符号术，用符号术我设计出

了一种普遍字符和哲学性语言》

d' Elia , Pasquale , S. J. F onti Ricciαne.3 völs. Rome , 1942一一1949.

-II mα:ppe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Vatican ,1938. 

Descartes Ren岳 • Oeuvres de Descαrtes. Edited by Charles Adam & Paul 

Tannery. Paris , 1897.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αLre r，αissone des sciences , des αrts et des métiers. 

Aneufchastel , 1765. 

Fourmont , Etienne. Meditationes et grammαtical Sinica. Paris , 1737. 

Galilei , Galileo.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rm-Ptole

mmc αnd Copernicαn. Translated by Stillman Drake. Berkeley , 1953. 

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一一托勒密学说与哥白尼学说的对

话》

Gherardini , Giovanni. Relαtion du voyage fait à Chine sur le vaisseau 

l' Amphitrite , en l' αnné 1698. Pari日， 1700.

Grebnitz ,Elias. Unterricht von der R价rmirten und Lutherischen Kircher. 

Frankfurt an der Oder (?) ， 1678. 格雷布尼茨《归正宗和路德宗的

指示》



主要参考文献
.417. 

-~乍rthädigung gegen den αnzüglichen Trαctαt worinnen M. Andreas 

Müller ... seine ungelährte Anstechung des Unterrichts von der Re

卢rmirten und Lutherischen Kirchen unter der Decken eines Unterrichts 

von der chinästchen Schr价 und Druck verbergen wollen. Frankfurt an 

der Oder ,1681. {驳缪勒的卑劣论文，柏林的牧师缪勒先生企图在

该文中以教授汉字和汉字印刷术为借口隐瞒自己由于无知而对归

正宗和路德宗教诲的站污》

}ournal des sαvants (Joumal des sçavans). {学者杂志》

Kircher , Athanasius. Ars mαgnα scre阳元 ， sive combinαtoriae. Amsterdam 

1669. 基歇尔《伟大的知识术及组合术》

-China monumentis quα sacr~~ qω profanes , nec non vari~~ naturae & 

αrtis spectαculis ， αliarumque rerum memorαbilium αrgumentis illustratα. 

Amsterdam , 1667. {中国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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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因撰写论文的需要，我开始通读孟德卫先生的学术专

著《奇异的国度》。一年后论文写完，导师张西平教授建议我把这

部书翻译成中文。当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来确信这部书在

汉学界的价值，二来在通读之后并不觉得晦涩难懂。然而一旦投

入了翻译王作，才发现任务的艰巨。比如，为准确翻译书中涉及的

中外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地理、医学、天文学、语言学、数学等内

容和术语，往往需要花费几倍、几十倍的精力去查找资料或了解背

景。又如，为将书中频频出现的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内容译成中

文，我几乎动员了所有懂这些语言的朋友和留学生。此外，原书中

还有一些印刷错误、内容错误以及有必要和作者商榷的内容，为此

和作者孟德卫先生多次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和商讨，征得作者

同意后在中译本中作了更正。孟先生也提供了原书的勘误表供我

在翻译时进行内容的修改、删除和增补。他在邮件往来中表现出

的胸襟和耐心给我这个晚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初稿完成后，张

西平教授又仔细为我审搞。当译稿最终交付出版社时，已经是

2009 年了。虽然耗时颇久，我还是为这部汉学力作能以中文版的

形式面对读者而感到欣慰。当然，许多读者可能也曾读过这部书

的英文原版，如果在阅读中文版的过程中发现翻译的错误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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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之处，敬请指出。

陈怡

2∞9 年 8 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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